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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公共预算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国家重大的政治问题。从本质上看，公共预算过程就是一个政治过程。自现代公共预算诞生之日起，它就一直处于国家治理的核心，是现代国家治国的基本制度框架。在现实中，尽管现代国家都在运用公共预算制度来治理，但是，各国的实践存在着不同。然而，学术界一直没有一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各国的公共预算实践的著作。本书希望提供这样一种视角和思路，帮助学者和实践者了解各国的预算实践。本书首先介绍了现代公共预算制度。随后，本书构建了一个初步的关于公共预算制度的比较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个框架来分析和比较了各国的预算制度。在此基础上，本书分析和比较了各国在总额控制、配置效率和管理效率方面的预算实践，以及财政问责方面的实践。在此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全面、系统地总结和比较各国在这些领域的制度与行为，同时也兼顾这些制度和行为的历史演变。然而，由于各国的预算实践丰富多彩，资料也非常匮乏和零散，加之语言、研究时间以及篇幅方面的限制，尽管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本书的比较研究仍然存在许多缺陷。例如，本书的比较研究主要是围绕西方国家的实践展开的。当然，由于现代公共预算制度最早确立于西方国家，并在20世纪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中国家的预算实践并未形成独立的、新的预算模式，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不过，为了更全面地反映各国的预算实践，在必要时，本书也介绍了发展中国家的预算实践。

本书共分六部分二十二章。导论部分，即第一章，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现代公共预算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过程，以及现代公共预算制度的基本原则、主要职能、基本目标或基本问题等。第一篇对预算制度进行比较分析。这一篇包括五章。第一章建构了一个预算制度理论。本书认为，预算制度的目的是将预算过程中利益不一定相同的行动者——政府部门、核心预算机构、政府首脑和议会——有意义地联系起来，让它们在一定的约束下开展行动。预算制度包括结构、程序和规则三大要素。换言之，预算制度就是指那些约束和规范预算过程中各个参与者预算行为的预算结构、预算程序与预算规则。预算结构决定了预算过程中参与者之间的权力与责任关系，对于参与者来说，预算结构确立了基本的行动框架。预算程序决定了预算活动的顺序，决定了在预算过程中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什么时间做什么。预算规则明确规定哪些行动是不允许的，哪些行为是允许的。预算结构、程序和规则将影响预算参与者的角色与动机，以及它们对信息的使用，进而影响预算行为。这些制度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随后的四章，分别分析和比较了各国政府部门、核心预算机构、政府首脑和议会的预算行为，尤其是与这些行动者相关的预算制度。

从第二至第五篇，分别从总额控制、配置效率、管理效率和财政问责四个方面分析和比较了各国的预算制度与行为。第二篇是总额控制。总额控制涉及的内容很多。本书在介绍了总额控制的基本框架之后，主要分析和比较了各国在管理财政风险和赋权型预算方面的实践。由于公共预算是一个规则驱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各种各样的规则约束着政府筹集公共资金并进行支出的行为，其中对财政收支总额进行控制的规则是最基本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各国放松了总额控制，导致赤字和债务激增，财政可持续性严重受损，财政风险越来越大。从80年代开始，总额控制重新受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重视。其中，最大的挑战是控制各种或有负债和赋权型预算。2008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国家在总额控制方面大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些国家还爆发了财政危机，欧美国家的债务和赤字整体上都超过了警戒线。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都与或有负债和赋权型预算有关。这充分说明，在现代社会中，进行总额控制非常必要，又无比艰难。

第三篇是配置效率，包括六章，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各国是采取何种模式将稀缺的资金配置到各种活动。本篇依循两百年预算史上资源分配模式的演进脉络，按照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分别对传统预算、绩效预算、计划项目预算、零基预算、新绩效预算的特点、程序、实施状况、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等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在很大程度上，两百年的预算史就是一个不断地改革预算资金分配模式，寻求更加理性和负责的预算资金分配模式的历史。目前已经实践了30年的新绩效预算是一个最佳的预算模式，也许能够将现代预算推进到一个新的预算阶段。然而，目前这个预算模式仍未定型，而且面临着许多挑战。与大多数公共预算的著作不同，本书将资本预算也看成一种资金分配模式。这是因为，资本预算是专门针对公共支出中非常特殊的支出(即资本性支出)的一种资金分配模式。

第四篇是管理效率，包括五章内容，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预算资金分配之后，各国是采用何种模式来组织和管理财政交易，确保已经安排的预算资金的确被用于事前同意的活动，或者已经同意的活动能够及时获得资金，在防止违规和减少浪费的同时，如何赋予支出部门必要的灵活性。其中一章介绍预算执行的基本框架以及各国的实践，另有四章介绍和比较预算执行的核心内容，即现金管理、债务管理、政府会计和政府审计。本书认为，尽管预算执行或者财政管理似乎更多地涉及管理与技术，但是这个过程同样受政治因素的影响。

第五篇是财政问责。在一定程度上，第二十一章与第一章遥相呼应，也是对前面各章的一个总结。这一章首先阐述了预算与问责的关系以及财政问责的重要性，随之总结和比较了各国的预算制度如何在总额控制、资金分配和预算执行三大环节落实财政问责。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财政问责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代议制的框架下，因此，在这一篇的第二十二章，本书单独介绍和比较了主要是在过去20多年逐步兴盛起来的公民参与预算。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新的财政民主形式，它能够很好地弥补代议制财政民主的不足。



 导论


 第一章 现代公共预算

预算是政府为所有人实现一个更好的生活的一个执行方案，它规定了人们应该缴纳多少税收，政府如何花钱，要实现什么目标。它是所有政府政策的概括。

——国际人权组织，布莱博格
[1]




 一、预算发展史

自有国家之日起，就有国家财政。然而，在19世纪以前，尽管国家也在收钱、花钱，但是，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比较低，国家财政收支对社会的负责程度也不高。19世纪，现代公共预算制度开始在欧洲国家诞生，并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国家进行治理的基本制度。随着现代预算制度的建立，现代国家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从公民那里汲取财政收入，并将之用于公共的目的或“集体目标”。这些现代民主国家终于发展出一种“被广泛视为有效率的、有生产率的，而且比以前更加公正的”财政制度。
[2]

 现代预算制度的建立，使得国家汲取和支出财政资源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因此，公共预算专家凯顿将中世纪后期一直到19世纪以前的财政史称为“前预算时代”，而将现代预算制度成型的19世纪视为“预算时代”的开始。
[3]

 进入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开始运用财政政策调节宏观经济，以及许多国家都开始开展福利国家的建设，19世纪形成的一些经典原则开始受到挑战。同时，为了改进资源配置效率，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理性预算改革。随着各国不断地总结这些预算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在过去的30年中，结果导向的预算模式越来越成熟。这似乎标志着现代预算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总而言之，现代公共预算体制只有两百年的历史，这两百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预算体系不断实现理性化和民主化的过程。因此，只有将政府预算放进一个历史演变的时间框架内，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现代政府的公共预算。正如凯顿指出的，政府预算是一个历史现象，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相联系，而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制度。
[4]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预算体制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不同的，预算改革的目标和重点也应不同。

1978年，凯顿在《公共行政评论》上发表了《预算模式》一文。在该文中，她运用以下三个变量来分析和鉴别预算模式：(1)收入汲取(revenue mobilization)，即一个预算体制从社会中汲取资源的能力；(2)公共责任(accountability)，即一个预算体制对社会公众是否承担一种政治责任；(3)行政控制(administrative control)，即在政府内部是否有严格的财政控制。由于公共责任强调的是议会从外部对政府预算进行的一种政治控制，进而通过这种政治控制来确保政府预算履行其对公众的公共责任，所以，公共责任这个变量也可以理解为政治控制。根据这三个标准，凯顿将预算史划分成三大时期：前预算时代(prebudgeting era)、预算时代(budgeting era)和超预算时代(superbudgeting era)。
[5]

 这三种预算模式分别代表预算发展的三大时期。表1-1概括了这三种预算模式的基本特征。

表1-1　预算模式


[image: ]


资料来源：Caiden， Naomi. 1989. A new perspective on budgetary reform. AustraliaJournal of Caiden， Naomi. 1989. A new perspective on budgetary reform. Australia Journal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48， No.1：51-58。



根据凯顿的分析，19世纪以前的君主专制政治下的政府财政管理都处于“前预算时代”。随着现代公共预算体制在19世纪的确立，预算史开始进入“预算时代”。20世纪70年代，随着各国的政府预算实践开始偏离19世纪形成的现代公共预算体制的一些基本原则，预算史进入“超预算时代”。尽管“前预算时代”的政府能够从社会中汲取许多资源，但是，这一时期的政府财政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在政府内部缺乏集中统一的行政控制；二是没有一个机构从外部监督约束着政府的财政活动，政府财政活动对社会的负责程度比较低。在“预算时代”，现代公共预算体制将一系列预算控制植入政府的财政活动，一方面在政府内部建立集中统一的行政控制，另一方面立法机构从外部监督着政府的财政活动，促使政府对议会负责，进而对纳税人负责。在“超预算时代”，财政实践出现了一些弱化行政控制的做法，“预算时代”形成的公共预算面临新的挑战。


(一)前预算时代


“前预算时代”主要是指19世纪现代公共预算体制产生以前的专制君主制时期(介于中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以前)。前预算时代政府财政以最大限度地汲取收入为目的，然而，它却缺乏对社会的公共责任，而且在政府内部缺乏集中的行政控制。凯顿指出，前预算时代的政府财政管理有以下五个特征：(1)连续性(continuousness)，即没有年度预算的概念，政府根据资金流量和资金的可获得性来进行预算。(2)分权(decentralization)，即在政府内部没有集中的财政控制，无论是收入还是支出都是非常分散的。通常情况下，收入由各种不同的收入征收者征收，这些收入的征收者既包括政府的官僚机构，也包括一些私人的包税商。征收后的财政收入也不会像现代国家的预算体制那样先集中缴纳进国库再集中进行分配，在很多情况下，资金的支付是由收入的征收者直接支付到支出者那里，而且，对于支出者的支出行为也没有财政控制。(3)私有化(privatization)，即大部分政府财政管理由许多私人商人承担，许多私人商人既作为包税商为政府征收税收，又帮助政府管理这些征收来的收入并进行支付，因此，在很多情况下，私人账户和国家账户经常是混淆在一起的。(4)权宜性(expediency)，即由于政府经常陷于资金短缺的状况，加上人们对于政府的收入汲取行为常常不合作，所以，各种各样的权宜手段经常被用来筹集收入，例如，短期债务、卖官等。(5)各种各样的腐败盛行于前预算模式中，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前预算模式就是依靠国家对于腐败的默许才能够维持下来的，没有这些我们现在看来是腐败的机制，前预算模式是无法运作的。私有化的财政管理方式和权宜性是前预算模式的两大重要特征，然而两者都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6]



总之，在“前预算时代”，一方面没有一个机构从外部对政府的收支活动进行政治控制；另一方面，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在政府内部实行集中统一的行政控制，或者，即使有这样的机构，它也常常形同虚设，不能有效地监督政府各个部门的收支活动。其结果，政府可以随意地征税和支出，政府各个部门也可以随意地筹集收入和进行支出。此外，由于财政管理私有化的存在，许多财政活动常常在政府财政管理的控制之外。

“前预算时代”的政府之所以采取该种预算模式，主要是因为：(1)政治上的原因。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都是前民主政体，对于君主政府的收支活动缺乏有效的制约，君主制政府的预算也不用对公众负责。(2)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19世纪以前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比较低，在财政管理领域实行严格的行政控制的交易费用(信息成本、协调成本和测量成本)就非常高。例如，在没有发达的金融信贷体系的情况下实行集中型的财政控制是非常困难的，在交通和通讯落后的情况下实行严格的预算控制也将面临很高的信息成本和协调成本。


(二)预算时代


针对“前预算时代”财政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19世纪的改革者建立了现代公共预算制度。19世纪的预算改革浪潮主要致力于：(1)建立对政府预算的外部政治控制——即议会监督，将政治问责落实进预算过程；(2)在政府内部建立集中统一的财政控制，将行政控制引入政府预算过程。随着现代公共预算制度的确立，现代国家进入“预算时代”。在欧洲，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现代预算实践是1814年的法国政府预算。该预算宣布将根据政府部门的需要每年度对它们进行拨款。从此，政府财政管理就变成是周期性而不是连续性的。
[7]

 凯顿将此后的预算活动纳入“预算时代”，即通常所说的传统预算时期。
[8]



凯顿认为，“预算时代”的政府预算具有斯脱姆(Stourm， 1909)所概括的四大要素
[9]

 ：(1)年度性(annuality)，即预算决策必须每年进行一次；(2)一致性(unity)，即所有的预算决策必须放在一起，同时，所有的资源必须集中在一起，从而，所有的关于资源的预算要求才能获得公平的考虑；(3)拨款性(appropriation)，即预算是公共的和公开的并且是经过议会同意的，只有那些预算拨付的资金才能够合法地进行支出；(4)审计要求(audit)，即政府部门的收支必须受到审计监督。

19世纪初形成的这些预算要素很快演变成经典的预算原则，并在20世纪初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年度性和内在一致的预算被视为实现经济和效率的必要条件。例如，在美国，1921年的预算和会计法在联邦政府中建立了行政预算体制，在没有削弱国会的预算权力的同时，该体制增强了总统在预算领域的控制权。行政预算体制强调总统应该负责准备一个“内在一致的行政预算”。
[10]



由于19世纪预算改革的重点是将政治控制和行政控制纳入预算过程，所以，这一时期形成的现代公共预算制度是一种“控制取向”。政治控制和行政控制之所以成为“预算时代”的重点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19世纪，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开始从君主专制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建立一种对公民负责的预算体制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随着这些欧洲国家的政治体制从君主制过渡到民主制，它们都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并发展出了所谓的“议会至上”原则。在这种制度下，议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通过对政府进行政治控制来确保政府负责的机构，而议会对政府进行政治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控制政府的收支活动。具体地，从收入汲取的角度来看，国家财政资源不再是由君主或某一政治团体垄断，政府预算收入的筹集必须获得纳税人的代议机构的同意。而且，在许多国家，议会也是债权人的政治机构。这意味着政府的债务政策也必须获得议会的审批。从预算支出的角度看，政府的预算支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主要用于满足君主的需求，民主制度要求政府预算履行对公民的责任，将纳税人缴纳的税金主要用来生产纳税人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因此，各国的议会都开始通过审查和批准政府的预算来控制政府，如果没有议会的同意，政府就不能进行开支。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难理解19世纪欧洲国家的预算改革者为什么要建立一种控制取向的预算制度，将政治控制纳入政府预算过程。

其次，为了更好地实现议会对政府的预算控制，也有必要加强政府内部的预算控制。因为，如果政府内部的预算和财政管理是缺乏行政控制的，政府内部各个部门的开支就会非常随意，浪费与腐败就会盛行。如果这样的话，议会对政府的控制就会大大地削弱。当然，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金融和技术上的进步也大大地降低了实行这样一种严格的预算控制所面临的交易费用。所以，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需要和条件下，控制取向的现代公共预算体制就逐渐发展起来。


(三)超预算时代


19世纪形成的各种经典的预算原则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受到挑战。首先，虽然传统预算原则强调预算的非连续性或年度性，但是，70年代以来，预算越来越具有连续性。过去形成的对于某一团体的预算承诺常常不能随意终止，因此，许多预算决策就变成自动的而非年度性的。凯顿将其概括为“预算的非弹性”(budgetary inflexibility)。其次，由于长期性的预算承诺所导致的支出每年都在变化，并取决于不可改变的去年的决策、涉及的受益人数和部门、经济波动等不可控制的因素，因此，预算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凯顿将其概括为“预算的不可预测性”(budgetary unpredictability)。第三，虽然传统预算原则强调预算的全面性或完整性，即使是60年代实行的计划项目预算体制也强调这种完整性，但70年代以来，预算常常被各种隐蔽的方法拆散，某些领域逐渐形成自己自由支配的资金，预算外活动逐渐出现。凯顿将其概括为“预算的零碎化”(budgetary fragmentation)。第四，由于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并且各种准政府组织被允许提供公共服务，一些私人部门和准政府组织实际上介入了政府收支活动，但是却常常不受政府预算控制。凯顿将其概括为“预算的私有化”(budgetary privatization)。
[11]



从表面上看，这些发展趋势表明公共预算正在复活某些“前预算时代”的预算方式，但是，这种发展变化的原因和背景是非常特殊的，公共预算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凯顿将这一时期概括为“超预算时代”。
[12]




 二、经典的预算原则

根据19世纪现代公共预算实践，学者和实践者总结了一些经典的预算原则。所谓经典的预算原则是指预算制度必须根据这些原则来设计才是最佳的。理解这些经典的预算原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公共预算的精髓。由于经典的预算原则主要形成于19世纪的欧洲，因此，欧洲学者的研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13]

 在讨论预算程序时，法国学者杰塞探讨了如下的预算原则：预算全面性、一致性、清楚、准确和诚实。德国学者纽玛克划分了静态和动态的预算原则，前者包括预算处在均衡状态下的预算原则，后者包括程序原则、批准和执行预算的原则。具体地，纽玛克的静态原则包括实质性和形式性的两类原则。实质性的预算原则包括全面性原则(comprehensiveness)和收入的非专用原则(nonassignment of revenue)。形式性的原则包括一致性(unity)和清楚性原则(clarity)。动态的预算原则包括在准备和批准预算的过程中的准确性原则(accuracy)和事前批准原则(prior authorization)，预算执行阶段的严格性原则(specification)，以及在所有预算过程中的公开性原则(publicity)。另一位德国学者舍德将预算原则重新进行了分类。他认为，预算原则有四个基本问题，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每个问题下又分别形成了一些预算原则。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应该被纳入预算？从范围的角度来看，有“全面性原则”(comprehensive principle)，从特点来讲的话，有“准确性原则”(accuracy principle)。第二个问题是：预算将通过何种方式展示它所包含的支出和收入项目？针对这一问题，发展出“一致性”、“清楚性”、“公开性”、“可比性”等原则。第三个问题是：何时提交预算？对此，发展出了“事前批准原则”。最后一个问题是：预算规定在何种程度上约束着各个政府部门的行动？在此，发展出了“严格性原则”。桑德森
[14]

 认为以上这些预算原则的分类都没有回答各种人为分类的目的，也没有发展出一个新的分类框架。桑德森将预算原则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预算原则涉及预算体系和政治单位的财政活动，包括全面性原则和排他性原则(exclusiveness)。第二类预算原则涉及预算机制如何对待和处理包括进体系内的要素，包括一致性、严格性、年度性和准确性原则。第三类预算原则涉及提交预算内容的形式和技术，包括清晰性和公共性原则。

虽然不同的理论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某些预算原则却是基本的，如全面性和一致性。由于某些原则(如清楚性和公开性等)的含义是一目了然的，因此，我们主要详细介绍以下四个基本的预算原则：全面性原则、一致性原则、年度性原则和严格性原则。


(一)全面性原则


全面性原则强调所有政府收支必须纳入预算，进入预算程序，受预算机制的约束。
[15]

 这就是说，不得在预算之外存在政府的收支活动，不得有预算外财政活动。不过，在以下两种情况下运用该原则将面临一些困难：
[16]

 一是总值概念的预算和净值概念的预算。全面性原则对于总值概念的强调使得运用这一原则有时比较困难，因为许多政府活动的财政独立性(如政府企业)使得公共预算很难“全面地”计算收入与支出并将其纳入政府预算。二是某些财政交易很难明确地定义为收入或支出，或者某些项目很难准确地用货币来测量，例如卖出或转移政府资产、贷款、实物支付、为其他人支付等情形。

与此原则相联系的是预算的排他性原则。该原则关注于哪些收支不能被纳入预算。换言之，预算必须完全集中在财政事务上。
[17]

 这一原则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决策者将公共资金用于各种非公共的目的，尤其是用于各种私人目的。


(二)一致性原则


一致性原则强调所有的政府收入和支出应该被同等对待，同时，预算的各部分应该恰当地联系起来。
[18]

 此原则关注的是，对于所有的收支来说，是用一种预算方法还是多种预算方法来处理。
[19]

 多种预算方法的存在意味着某些收支是用一种预算方法来处理，而另一些收支则是用另一种方法来处理，这就意味着某些收入和支出获得了特殊待遇，从而违反了一致性原则所要求的同等对待。

一致性原则经常挑起关于特殊预算的讨论，如额外预算、紧急预算等。德国学者瓦格纳认为，一种“一般性基金”(general fund)应是预算一致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20]

 这意味着专用基金是与一致性原则相冲突的。与此相联系，纽玛克提出了所谓的“收入的非专用性原则”。
[21]

 在一定程度上，收入的非专用性原则可以视为达成预算一致性原则的途径之一。因为，收入的非专用性原则强调应该从“一般性收入”(general revenue)来为各种支出提供资金，而不能将某项收入变成某项支出的专项收入。如果收入是不能专用的，那么，预算的一致性就得到了保证。

对于那些在财政管理上追求秩序和健康财政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来说，一致性原则是至高无上的原则。
[22]

 在一致性原则之下，运用一种模式处理和管理所有的收入和支出，则所有的收入决策和支出决策都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这就有助于改进预算管理。

正如桑德森指出，许多研究者常常将全面性原则与一致性原则混为一谈，某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全面性原则和一致性原则必须放在一起才有价值。
[23]

 但是，正如桑德森指出的那样，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只要所有的收支都放进预算中，并受预算程序的制约，它们就满足了全面性原则。但是，从全面性原则的角度出发，并不一定需要把它们都放进“一个预算”(a budget)。一个存在多个预算(multiple budgets)的预算体系，虽然违反了预算的一致性原则，但是，只要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受预算程序的约束，那么，它们就是满足全面性原则的。


(三)年度性原则


年度性原则意味着预算每年都必须重新做一次并只能覆盖某一个特定的时期。
[24]

 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原则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许多国家都开始实行两年或多年预算。年度性原则无疑增加了预算官员的决策成本，而且不能满足那些跨年度的支出项目的需要。此外，公共预算理论无法很好地回答为什么要采取一年作为基本的预算单位。
[25]



其实，年度概念是一个非常误导人的概念。年度性原则的基本精神是预算的非连续性。只要预算是非连续性，一年做一次或两年做一次预算在本质上都达到了非连续的目的。在19世纪只是为了方便，同时根据习惯选择了年度预算。

与此相联系的是预算的“事前批准原则”，即在进行支出前，必须确保所有的支出——有时也包括收入——必须通过投票并获得批准。显然，与年度性原则一样，事前批准原则也是要确保没有任何政府支出是连续性的，因而是无法控制的。


(四)严格性原则


严格性原则强调预算一经做出后就必须被严格执行，并能有效地约束各个政府部门的行动。该原则又包括定性和定量两个层面的内容。在定性层面上，预算拨款只能用于预先规定在预算中的目的，将拨款从某一个项目(或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项目(或部门)常常被禁止。在定量层面上，该原则规定只有当政府决定在预算中提供某笔资金后才允许进行支出，同时支出不得超过批准的预算额度。
[26]



为了落实这一原则，现代公共预算体制的早期一般都在预算执行中实行了外部控制这样一种公共支出控制模式。在该模式下，核心预算机构或财政部门从外部对各个支出部门的支出决策和支出行为进行事前审计，而且，各个部门支出决策和支出行为是否合理与合法是由这个外部控制机构作出最终决策的。
[27]




(五)预算平衡原则


预算平衡原则要求，某个财政年度内的支出不能超过当年的收入。不过，在实践中，各国的实施方式有所不同。在一些国家这一原则只适用于经常性收支，而另一些国家则包括资本性支出。在当时，这一原则没有考虑经济的周期，也没有考虑跨年度的问题。因此，在实践中，常常难以在年度内真正做到预算平衡。尽管如此，各国基本都尊重这一原则，并用之来约束支出要求和控制赤字。
[28]

 正如加尔布雷思指出的，预算平衡原则最初是为了约束君主不负责的财政行为而建立起来的，“王子和政府的挥霍习性受制于这一规则，他们收入多少就支出多少”。
[29]




(六)审计原则


政府部门的收支活动与预算执行必须受到审计监督。早期审计的重点是政府各个部门的收支行为是否与通过的预算保持一致，是否遵守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例如采购制度、会计制度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审计的重点开始转向绩效审计。


(七)公开、透明原则


政府预算的制定过程是透明的、受公众监督的。政府预算作为公开性的法律文件，其内容必须真实、详细和准确，以便于公民及其代表能理解和审查。同时，政府预算的执行、审计以及决算也须向公众全面公开。


 三、现代公共预算：控制、管理与计划

希克指出，任何公共预算体系都包括计划、管理和控制三个过程。
[30]

 计划过程涉及确立目标，评估替代的行动方案和批准选择的项目。计划更多地是与预算准备联系在一起。当然，其他的预算过程也涉及计划问题，预算的准备也要涉及管理与控制。管理涉及将确定的目标具体化为行动，设计所需的组织结构，并配备所需的人员和其他所需的资源。在目标确定后，管理过程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控制过程涉及确保执行官僚的行动与所决定的政策和计划保持一致。在预算执行和审计阶段，控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希克进一步指出，由于预算机构的时间有限，这三种预算过程常常又需要不同的技能和不同的工作方式，现实中的预算体系不可能同时赋予这三种预算功能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有的预算体制的重心在控制，有的重心在管理或计划。希克进一步指出，不同取向的预算体系在以下这些方面存在不同的特征：信息焦点、人员技能、管理责任、计划责任、控制责任和预算与拨款分类(如表1-2)。

表1-2　预算体制的职能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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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chick， Allen. 1966. The road to PPB：The stages of budget reform. Public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26(December)：243-258。



尽管，所有的预算体系都可能具有控制、管理和计划三种职能。但是，不同国家的预算体系，或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预算体系，可能会更加侧重于其中的某一种职能。从表1-2可以清楚看到，不同职能取向的预算体系将会呈现很大的区别。一个计划取向的预算体系将会主要关注一些范围广泛的问题：如什么是政府长期的目标与政策，它们如何与具体的支出目标联系在一起？应该运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估政府机构的资金需求？什么项目应该支持，什么项目应该取消？一个管理取向的预算体系将会关注这样一些相对不那么基本性的问题：什么是达成规定目标的最好方法？提出的各种资助提议，哪一种应该被批准？一个控制取向的预算体系则关注于更加狭窄的问题：如何确保支出机构遵守支出上限？为确保支出机构的支出行为符合规定，应该实施什么样的报告程序？对于各机构的人员和设备支出应该设置什么样的限制？

两百年的预算历史也可以从这三种职能取向上来理解。19世纪形成的现代公共预算制度是控制取向的。从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是预算体制的控制阶段。这一时期现在一般被称为传统预算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预算体制开始关注管理职能。20世纪60年代，计划职能开始被引入预算体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一个综合的时期，计划和管理的职能都得到重视。


(一)传统预算模式：控制取向


19世纪建立起来的现代公共预算制度是“控制取向”的。
[31]

 预算改革者希望通过建立各种预算控制约束政治家、官员以及每个公共管理者的活动，确保公共资金全部被用于公共目的，防止决策者将公共资金用于私人目的，进而使得政府是负责的。

传统预算模式的这种控制导向最充分地体现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各种经典预算原则。年度性原则意味着政府每年都要到议会去争取政治支持，从而为议会控制政府的预算创造了条件。在政府内部，年度性原则意味着各个政府机构每年都必须接受预算办公室或财政部门的审查，从而加强了政府内部的预算控制。但是，仅仅年度性原则并不能保证议会能够有效地控制政府的预算，也不能保证财政部门能有效地控制各个政府机构的预算。如果政府或政府各部门有其独立的不受议会或财政部门监督的预算外资金来源，而且它们的支出也没有包括在预算内，那么，议会对政府的预算控制和财政部门对于各个政府部门的预算控制就会形同虚设。所以，全面性原则要求所有的政府收支都必须放进预算内，以实现预算控制的目的。同样地，一致性原则的目的也是预算控制。因为，如果预算体系内有某些收入或支出是按某种不同于其他收入和支出的方式来处理的，那么，即使它们已经被放进预算内，对它们的预算控制也会相对弱化。最后，严格性原则的控制导向就更加明显了。正如著名公共预算专家瓦达沃夫斯基指出的那样，一个预算可以视为一个预算合同，预算办公室作为政治家的代表承诺在某一条件下提供资金，而支出机构承诺按照预先规定的方式和目的来使用资金。
[32]

 同样地，这种预算合同也可以存在于议会和政府之间。但是，政府或者支出机构常常会“违约”，即不按规定的目的和方式使用资金。
[33]

 为了控制政府或支出机构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就逐渐发展出了预算的严格性原则。因此，根据这些经典的预算原则建立起来的现代公共预算制度就是控制取向的。

传统预算模式的控制取向还体现在它采取的“分项列支预算”(lineitem budgeting)的预算报表格式上。从预算技术的角度来讲，“分项列支预算”首先将财政信息按照主要的组织单位(如农业部)分类，然后再按其内部的组织单位(如农业部下的各个部门)分类，在这下面，支出通常按会计项目分解，常常包括人员经费、公务费、各种职能性支出等。分项列支预算详细地罗列了政府花钱的所有项目，提供了关于谁在政府做事和做什么事的大量详细的信息，以及生产公共服务的各种投入的详细信息，所以，这种预算模式非常有助于支出上的预算控制。
[34]

 同时，这种预算格式也为预算执行中加强支出控制提供了方便。财政部门可以根据这个详细的预算，在每个支出科目的基础上，对部门的支出行为进行监督控制，而且是一种事前控制。
[35]




(二)管理取向和计划取向的兴起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各国都在19世纪形成的现代公共预算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地改革预算制度，尤其是预算编制方法。这些预算改革都期望将预算理性引入预算过程中，以期在预算投入和产出或结果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这就使得预算体系的重心开始从强调支出控制转变到关注管理和计划功能。
[36]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预算模式，包括绩效预算、计划项目预算、零基预算和新绩效预算。

绩效预算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开始在美国联邦政府层面全面推广。绩效预算的重点是关注政府在做什么而不再是谁在做，它关注的是政府部门的产出而不再是预算投入。
[37]

 这种预算模式的目的是提高预算项目的效率，更好地评估预算项目的结果，为决策者提供关于公共服务的更好的信息。
[38]

 虽然绩效预算没有在政府范围内广泛地运用，但是，它在预算史上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因为它标志着政府预算首次从支出控制开始转向重视管理。

不过，绩效预算的重心是完成了什么工作，还不是支出的目标本身是否有用。
[39]

 随后出现的计划项目预算模式弥补了绩效预算的这一不足，它着重分析支出目标的价值。从技术的角度来讲，计划项目预算不再将财政信息按照组织单位分类，而是按项目分类。这就意味着计划项目预算在预算格式上是跨组织的，某一项支出项目常常会涉及多个政府部门。
[40]

 如果说绩效预算将政府机构的目标视为既定的，因而主要关注投入的资金是否实现了该目标，那么计划项目预算则将政府机构的目标当成一个“变量”。计划项目预算区别于以前的控制取向和管理取向的预算之处是，一旦成功实施，它将从根本上影响资源配置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管理系统。
[41]

 此外，它还是预算史上第一个强调计划性的预算模式。

20世纪70年代零基预算开始被引入政府预算。对于传统预算来说，零基预算是一种颠覆性的预算模式。传统预算模式下资金分配的基础是上一个预算年度形成的预算基数。然而，零基预算的基本逻辑是，对于任何机构的项目来说，不能因为它上一年获得了一定数量的预算资金，就因此赋予它继续获得预算资金的权利，预算决策必须从零基础开始。
[42]

 零基预算将计划与目标设定、预算、运行决策整合成一个过程。
[43]

 当然，零基预算中计划并不一定是计划项目预算中强调的中长期计划。

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公共管理的产生，新绩效预算开始兴起。这种预算模式将集权与分权整合进一个制度框架中。首先，这种预算模式强调运用战略计划引导资金分配，强调资金的分配应该是结果导向的，并制定一个非常具有约束力的中长期支出框架。在部门编制预算之前，政策制定者对支出总额和目标进行集中控制。其次，在预算执行中放松各种支出控制，赋予各个部门及其管理者使用资金的自主权和自由度。这是一种希望将中、长期计划与管理职能融合进一个预算体制中的预算模式。表1-3总结了不同预算模式的职能取向。

表1-3　预算模式的职能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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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公共预算的基本目标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公共预算，在实践活动中，它都需要解决一些预算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公共预算应该追求的基本目标也和这些基本问题相对应。所谓基本目标就是在解决这些基本问题时应达到的理想状态。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公共预算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与层次分析了公共预算的基本问题。1940年，政治学家科依(Key)指出，虽然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假设、解释和案例研究，政治科学的一个问题是它没有一个关于预算的理论。
[44]

 在他看来，公共预算理论必须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什么基础上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将某一数量的资金配置给活动A而不是活动B？这就是公共预算研究中非常有名的“科依问题”。科依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规范性的问题。科依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经济学不能提供一个在竞争的项目之间进行决策的有说服力的工具。
[45]



然而，希克认为，“科依问题”不是一个公共预算本身所能回答的问题。
[46]

 因为，这是一个规范性问题，而不是一个经验性问题。作为一个规范性问题，它的答案主要取决于政治体系的核心价值。他指出，一个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公共预算理论必然是一个能够配置权力和体现政治价值的理论。
[47]

 而且，正如科依自己意识的那样，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虽然公共预算并不否定规范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现在的问题是，无论谁回答了科依的这个预算问题都会受到质疑。处于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下的人们，一般都会从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角度，为科依提出的预算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持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的预算决策者也会对“科依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一个坚信社会公平的预算决策者可能会赞同将某一数量的财政资金配置给一些能够促进社会公平的支出项目；然而，一个信奉自由竞争的预算决策者则会对此表示质疑甚至反对。这就说明，最重要的问题是探究决定预算的制度基础和文化背景。正如斯特劳斯曼指出的，科依希望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寻找一个资源配置的标准，以使得预算决策更加理性，然而这种做法是误导性的。
[48]

 科依最后也暗示说这个问题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而这是与他倡导的理性分析不相吻合的。
[49]



不过，尽管有这些批评，主流的公共预算理论基本上还是将科依(1940)所提出的这个问题作为公共预算的基本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次又一次的预算改革都希望通过重构预算编制模式来为“科依问题”寻找一个理性的解决方案。这些改革所倡导的预算模式都希望将某种预算理性引入预算决策过程中，都希望为公共预算提供一个理想的、最佳的预算模式来“科学地”将有限的财政资金配置向最有价值的方向或活动，使得预算决策不再像现实世界中存在的那样主要取决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讨价还价。也就是说，这些改革者都希望公共预算决策主要取决于理性的预算分析而不是政治判断。

针对科依问题存在的问题，希克指出，
[50]

 对于公共预算理论来说，预算的基本问题必须是描述性的。在此基础上，希克将“科依问题”改为：在什么基础上决定了把某一数量的资金配置给活动A而不是活动。
[51]

 这可以称为公共预算中的“希克问题”。显然地，“希克问题”要建立的是一个关于公共预算的经验理论而不是规范理论。不过，虽然“希克问题”比“科依问题”更加合理，但是它也存在着局限性。与科依提出的预算问题一样，“希克问题”关注的焦点也是在竞争性的支出项目之间分配资金的活动。也就是说，它们所关注的都只是预算资金的分配问题。毫无疑问，这是公共预算的一个重要问题，但这只是公共预算的一个方面。首先，在分配财政资源之前，必须有可供分配的资源。收支之间的联系是公共预算必须有效解决的问题。其次，对于预算执行问题的忽视是“希克问题”和“科依问题”共同的缺陷。

过去200年的现代政府的预算历史表明，公共预算在三个层次上影响着公共部门的运作：宏观层次上公共预算的规则或者程序对于决策者来说将形成一种总财力约束；在中观的层次上公共预算的规则或程序将影响以战略重点为基础的资源配置和利用；在微观层次上公共预算的规则或者程序将影响生产和供给公共服务的效率。
[52]

 换言之，公共预算的规则或者程序将影响财政收支的总额、财政资源的分配效率(公共支出的内部结构)和公共部门的运作效率。因此，公共预算主要有三个基本问题：(1)如何确定财政收支总额？这涉及到有多少钱可以用来分配，涉及在某一特定时期准备开展多少活动，进而需要从社会汲取多少资源？(2)如何在不同的活动之间分配资源？(3)如何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有效率地组织和管理财政交易，确保预算顺利执行，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与此相对应，公共预算有三个层次的基本职能和基本目标：财政总额控制、资源配置效率、运作效率。
[53]




(一)总额控制


总额控制是指对财政收支总额的控制。对于公共预算来说，控制预算总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方面，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支出机构都有支出冲动，他们都希望从公共资金中得到尽可能多的预算拨款。政治家主要用这些支出向他或她的政治支持者提供各种好处，从而确保再次当选。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目的，支出部门同样也会要求增加预算。
[54]

 而且，正如希克所说的：

由于支出项目的好处往往是集中体现，而税收负担往往是分散性的，因此，通过要求追加开支，特定的受益者可以获得比主张预算约束更多的收益。这些没有理性的动机驱使自私的申请者向政府提出比政府可支出的资源更多的资源要求。
[55]



对于预算申请者来说，公共资金是一种公共资源，每个申请者都希望从中获得更多的份额。因为，每个人都预期，如果他不从这个公共资源中要求更多的预算拨款，其他预算申请者就可能获得比自己多的拨款份额。在这种预期的指引下，每个预算申请者都会尽量要求更多的预算拨款。换言之，对于公共资金来说，同样存在一个“公用地悲剧”的现象。而且，当公共支出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借债并且政府可以将成本在代际之间进行转嫁时，公共预算中的“公用地悲剧”就会变本加厉。
[56]



总额控制问题涉及这样一些问题：在某个预算时期(比如一个预算年度)根据什么确定了可供分配的财力？换言之，在某一个预算时期，根据什么作出了收入决策，即从社会中汲取多少的资源来进行预算分配。作为一个基本目标的总额控制是指，对于政治家决定在某一时期准备开展的活动，可以通过一个预先确定财政收支总额来进行约束，进而将公共支出、赤字、债务的比率控制在一个可以承受的水平，最终使得财政是可持续的。


(二)配置效率


公共预算就是将资金分配给某些用途而非其他用途来配置资源。正如希克所说，“配置效率指的是政府根据公共项目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效果的基础上对资源进行分配的能力。它要求政府具有将资源从旧有的优先项目转移到新的优先项目以及从效果差的项目转移到效果好的项目的能力”。他进一步指出，“配置效率要求政府建立目标并区分其优先次序，而且它要求政府评估公共支出对于这些目标的实际或者预期的贡献”。
[57]

 科依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

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无论怎么强调配置效率也不为过。首先，对于现代税收国家来说，公共支出的来源都是纳税人所缴纳的税金，纳税人交纳税金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政府提供的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公共服务。因此，配置效率是实现政府公共责任的关键所在。其次，预算资金相对于预算要求来说总是处于短缺状态，预算决策之所以必要，原因也在于此。如果资金充足到这样的程度，即它可以满足所有的预算要求，那么，预算就是不必要的。
[58]

 对于财政资金极端短缺的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提高配置效率更是意义重大。因为，正如希克指出的，改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预算分配所取得的效益要大于富裕国家，“改进富裕国家的预算分配可能会使人均收入上升几个百分点，而在穷国，它可能意味着从一贫如洗到满足基本需求之间的区别”。
[59]



配置效率问题涉及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在什么基础上决定了把某一数量的资金配置给活动A而不是活动B？
[60]

 显然，这是一个希克改进后的科依问题。这一问题关注的核心是现实中的财政资源配置模式是否能够有效率地在公共部门中配置稀缺资源。


(三)管理效率


管理效率是指政府能够有效率地组织和管理财政交易。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充满了一笔笔的财政交易。例如，在政府采购时，政府获得某一商品或服务并根据预算支付一定数量的资金，相应的财政交易就发生了。如何组织和管理这些财政交易是至关重要的。组织和管理财政交易的不同方式将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在组织和管理财政交易时，需要考虑这样四个问题：控制、灵活性、协调与激励。
[61]

 在预算执行中，基本的控制机制是必要的。否则，就会出现贪污、挪用与浪费。不过，在控制的同时，必须确保各个部门拥有一定的灵活性，否则就会失去效率。同时，也必须考虑将节约与创新的激励植入对各种财政交易的管理中。在某些情况下，过分的控制可能会产生负激励。最后，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还必须考虑协调问题。这种协调既包括负责控制的预算机构与支出部门和收入征收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包括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之间的协调，也包括政府与立法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

在希克的分析中，管理效率被称为运作效率。不过，希克对运作效率的界定比较窄。在他看来，运作效率是政府机构运作的效率，即政府机构所花费的资源与这些资源形成的产出之间的比率。
[62]

 资源可以体现为货币，也可以体现为工作投入数量。产出不仅包括产出的数量，也包括产出的质量(例如服务的态度、服务的及时性、服务接受者的满意程度等)。运营成本影响着政府的运作效率，要提高运行效率必须降低运营成本，但是，运行效率并不仅仅包括运营成本。在发达国家，尽管运营成本只占中央预算的10％，但是，它没有包括许多重要的运作支出，例如给监狱囚犯提供食物所需支付的费用等。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公共部门膨胀而且生产效率低，所以，运营成本是非常高的。
[63]

 除了运营成本之外，运作效率还涉及公共部门在预算执行中服务供给模式、公共部门职员的服务态度、资金是否按照规定使用到正确的方向上去，即是否有挪用资金等问题，是否存在浪费、腐败等情况。正如希克所说的，“无论预算是如何构成的，运作效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影响了可以用于社会发展的资源、国民对政府的态度、政府和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政府的可信度、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资源的分配以及与公共财政和项目有关的信息的可靠性”。
[64]



管理效率问题涉及这样几个问题：在预算执行中，根据什么对财政交易进行组织和管理？这一问题关注的是，现实中的预算管理模式或治理结构能否有效率地组织和管理财政交易，包括能否为资金的使用者提供充足的激励，能否有效地进行协调，能否有效地控制和约束各种财政机会主义行为。


(四)财政问责


归根到底，公共预算必须对公民负责。这是现代公共预算的基本要求，也是公共预算需要实现的目标。对于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这一目标来说，财政问责是最核心的。政治问责在很多情况下主要关注的是财政问责。这涉及这样的问题，政治家和管理者分别是按什么方式履行其对公民的财政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如果预算制度能够很好地实现前面提到的三大目标，那么，它在财政责任方面负责的程度就比较高(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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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财政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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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 预算制度


 第二章 预算过程与制度

从它诞生之日起，预算就被一系列年复一年很少或者不会变动的程序所界定的，通过这些程序，政府在各个机构之间配给资源并控制它们的支出。预算是程序化的选择，这是预算区别于其他政府行动之处。

——A.Schick
[1]



公共预算是一个汲取和使用财政资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预算参与者参与预算活动。不同的参与者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因此，需要建立各种制度来规范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约束参与者的行为。在现代公共预算产生的19世纪，各个国家的公共支出规模都比较小，但是，各个国家都致力于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来规范与引导预算行为，各种正式的预算程序和规则也被发展出来规范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控制政府支出，这些程序和规则最后都被逐渐完善和规范化为预算制度。总之，进入“预算时代”以来，资金的分配与管理一直是在一系列相对稳定的预算制度的规范下进行的。年复一年，议会就是根据这些制度来审查政府的预算，政府也是根据这些制度在各个部门之间分配资金并控制部门的支出行为。
[2]

 在过去的200年中，预算制度经历了许多变化。现在的预算制度与19世纪的预算制度相比，在许多方面体现出明显的不同。但是，许多基本的东西仍然被保留下来。例如，强调预算的全面性原则、预算的透明度并将之制度化。


 一、预算基本要素与预算参加者

正如艾伦·希克指出的，理解预算制度，必须先理解预算的基本要素。他认为，预算至少包括两个基本要素：申请资源(claiming resources)和配置资源(allocating resources)。
[3]

 如果没有这两个要素，预算就不存在。预算过程可以看成一个申请资源和配置资源的过程。资源不仅包括资金，而且也包括物质资源。在现代社会中，预算过程不是唯一的配置资源的机制，市场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机制。预算过程和其他资源配置机制的主要区别在于资源申请或预算申请以及资源配置是根据一些专门为此目的而建立的程序与规则进行的。预算过程规定了如何、什么时候、谁来申请资源和配置资源。而市场并没有类似的资源配置的规则，市场交易仅仅以参加者的同意为原则。

资源申请是指根据预算过程的程序和规则形成的关于资源的请求。在预算文献中，这一般称为预算申请(budgetary request)。资源申请是预算过程中最容易识别的要素。一般的，资源申请是由政府机构提出的。无论如何设计预算过程，必须有资源申请。如果没有人需要资源，没有人申请，也就没有必要建立预算过程来配置资源。资源配置是指根据预算过程的特定程序与规则，将资源配置到提出资源申请的政府机构或者项目。资源配置活动之所以必须，是因为各个政府机构的资源申请加总之后经常超过可供分配的资源。如果资金是充裕的，所有的预算要求都可以满足，那么，预算过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预算本身就意味着某些预算要求会得到满足，有些则没有。所以，在预算申请和资源配置之间存在着另一个预算活动。希克将这种居于资源申请和资源配置之间的预算活动称为资源保护(conserving resources)。
[4]

 资源保护的主要功能是对于各个支出机构的预算要求进行评估和筛选，同意某些预算要求而拒绝另一些预算要求，支持那些有生产效率的资源申请而抵制那些没有效率的资源申请。

预算的三要素意味着预算参加者主要有三类：资源申请者、资源保护者、资源配置者。在希克看来，资源申请和资源保护是最一般性的预算功能，它们通常与预算过程参加者的特殊角色相区别。
[5]

 支出机构通常是资源申请者。不过，在一个比较成熟的预算体系中，大多数支出机构都要遵循一些程序来保护它们所获得的资源。具体地说，这些程序使得支出机构能够拒绝它的下级机构或者外部机构的一些资源要求。希克指出，政府内部的核心预算机构的主要功能是资源保护。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它也会是资源申请者，即核心预算机构在支出上具有自己的偏好。在某些情况下，它也会要求为某些它偏好的项目配置更多的资源。或者它甚至可以成为某些支出项目的创议者。
[6]

 不过，本书以为，核心预算机构实际上还承担着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即资源配置。由于行政预算体制的建立，核心预算机构实际上在行使着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一是资源配置，二是资源保护。也就是说，至少在政府内部，核心预算机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配置机构。在行政预算体制下，政府首脑作为政府的总负责人，可以是资源申请者(相对于议会来说)，也可以是资源配置者和资源保护者(相对于政府各个支出机构来说)。希克最后指出，在现代公共预算中，议会是资源配置的最终决策者。但是，它也可以是资源申请者，即议会也可以形成反映自己偏好的支出动议。
[7]



在其《预算能力》(1990)一书中，希克进一步完善了他的预算要素理论。他对预算三要素进行了修改，新的预算三要素包括资源生产(generating)、资源申请(claiming)、资源配给(rationing)。
[8]

 与1988年的分析相比，资源生产是一个新要素。这一要素的增加使得希克关于预算要素的分析更加完善，因为，这一新的要素将收入决策也整合进了预算要素分析，从而使得在此基础上进行的预算分析既可以包括支出决策也可以包括收入决策。资源配给是一个综合了资源配置和保护的新概念。不过，在此我们选择使用资源配置和资源保护这两个概念。因为，虽然资源配给意味着拒绝某些资源申请进而可以保护资源，但是，它不能概括资源保护的全部内容。而且，在预算执行中，资源保护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所包含的内容远非资源配给所能包容的。当然，在预算执行的拨款过程中也存在配给制。

希克的基本要素可以进一步推广到预算执行过程。在预算执行中，预算有两个基本要素：资源使用和资源保护。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资源申请者(支出机构)就是资源的使用者。核心预算机构、政府首脑和议会则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继续发挥资源保护的作用，监督支出部门的支出行为，防止资金被滥用、挪用和贪污等。在预算执行中，资源保护还要求政府能够有效率地组织和管理财政交易。因此，对于整个预算过程来说，预算过程包括五大基本要素：资源生产、资源申请、资源保护、资源配置、资源使用(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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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预算五要素与参加者




 二、理解预算制度

在分析了预算的基本要素进而明确了预算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之后，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些预算参与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联系，如何将各种要素链接起来，如何组织、引导和规范这些预算参与者的预算行为。正如希克所说的，预算过程就是要在资源申请、资源保护和资源配置之间建立联系。
[9]

 在做出资源生产的决策时，谁有权作出收入决策(税收、债务、收费等)？谁来审查？谁作出最后的决策？形成收入政策需要经过什么程序？收入决策面临哪些限制？在形成资源申请的过程中，谁有权提出预算？何时可以并应该提出预算？应该按照什么程序形成预算？应该按照什么格式编制预算？预算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在资源配置和保护的过程中，谁有权审查预算？如何审查？运用什么标准？采取什么程序？在预算执行中，如何征收收入？如何管理收入？何时拨款？如何拨款？如何购买？如何支付？谁可以开具支付命令？资金的使用必须遵循什么程序？遵守什么规则？谁有权判断支出行为的合理与合法？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预算制度设计中的根本性问题。这些制度既关乎政治制度也关乎预算领域的治理结构或管理模式。

在预算过程中，所有的预算参与者都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争斗，预算过程因此充满了竞争与冲突。希克在描述美国预算时说，“预算就是美国政治一个长年不断的战场”。
[10]

 在这个战场上，支出机构想争取更多的预算，核心预算机构则希望控制支出。政府首脑提出一个预算的优先顺序，而国会则可能实施另外一个。在国会内部，众议院和参议院、授权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支出者和节约者之间都可能在预算上存在冲突。地方政府也会介入预算，争取更多的联邦补助并在分配中互相对抗。利益集团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影响预算，纳税人则会希望少收税但是获得更多的公共福利
[11]

 。这意味着，在预算过程中必须设计各种预算制度来对预算行为进行规范。19世纪建立起来的现代公共预算制度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运用一些仔细设计的制度来规范政府的收支行为以及具体的财政管理。正如韦贝尔和瓦尔达沃夫斯基指出的，经过19世纪前半期的改革，一种规则约束的政府预算和财政管理活动取代了以前的那种无规则约束的机会主义政策和实践。
[12]

 一方面，预算制度要能够约束各种掠夺性的支出行为，保护公共资金。另一方面，预算制度还必须能够解决预算冲突。正如希克指出的，“预算实践本身主要与限制和解决冲突有关”。
[13]

 预算冲突的产生主要是因为预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1)不能运用一种机制来压制某些不处于劣势的利益要求；(2)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所有政治上有吸引力的资源申请。
[14]

 当然，在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制度设计者通过设计结构、程序和规则来限制甚至遏制某些利益要求进入预算过程，进而降低预算冲突。但是，这样设计的预算制度将面临制度是否具备公平性和合法性的诘问。

总之，公共预算制度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一种合理设计的预算制度，预算过程就不能有效地运行，预算活动就无法有效地组织起来。公共预算制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预算原则就是通过具体的预算结构、程序和规则来贯彻落实的。实际上，每一条预算原则都有正式的预算制度支持。如果没有制度支持，各个预算参与者是不会主动遵守这些原则的。
[15]

 其次，如果预算过程在预算制度的约束下得到规范，那么，这就为在政府内部进行财政控制奠定了基础，预算行为就可能在一个规范的框架内进行；反之则无法进行有效的财政控制。
[16]

 其三，在预算制度下，规范化的预算过程有助于确保财政信息的准确性、统一性和及时性。
[17]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完善的预算制度或者它的预算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政府就无法有效地对公共支出进行管理
[18]

 。

正是由于预算制度的重要性，所以，长期以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者都坚信预算过程决定预算结果，只要有一设计良好的预算过程，就可以得到预期的预算结果；或者，“如果预算程序是合理的，那么其结果也是正确的”。
[19]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一直都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完善的预算制度。不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都表明，“规范的预算程序也不能为公共支出管理提供充分的基础，因为正常预算程序也会从体制上导致人们不希望的财政结果”。
[20]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预算制度不重要。实际上，希克在分析健全的预算程序为什么不能产生满意的结果时指出，传统的预算程序有确定的预算决策时间、方法，预算编制的结构和形式以及预算涵盖的范围。但是，“这些规则并未对预算参与各方利益的分配行为给予充分的考虑”，因此，“表面上良好的规则完全可以导致出现不正当的动机并产生人们不希望出现的结果”。
[21]

 因此，希克一方面主张将预算程序与预算结果分开来考虑，另一方面提出了他的公共支出管理模式。希克的公共支出管理模式主张“通过加强预算的目标管理，即预算的非正式程序，来弥补传统预算的不足”。
[22]

 明显的，在希克看来不能实现希望的预算结果的预算程序是传统的预算程序而不是预算制度本身。实际上，传统的预算程序不能实现希望的预算结果，正好表明传统的公共预算制度存在问题，因而需要对这一预算制度进行改革。另外，希克的公共支出管理模式强调在非正式预算程序上寻找突破口和出路本身也表明预算制度的重要性。其实，希克提出的公共支出管理模式本身就意味着要建立一种新的公共预算制度，在总额控制、配置效率和运行效率领域实现满意的预算结果。

如果预算制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何理解公共预算制度呢？图2-2描述了一个理解公共预算制度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是一般性的，在这个框架中，公共预算制度就是指那些规范预算过程中各个参加者预算行为的预算结构、预算程序与预算规则。预算结构决定了预算过程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参与者行动的基本框架。预算程序决定了预算活动的顺序，决定了在预算活动中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预算规则明确规定哪些行动是不允许的，哪些行为是允许的。预算结构、程序和规则将影响预算参与者的角色与动机、信息，进而影响预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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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预算制度



·预算结构

预算结构规定各个预算参加者的预算权力与责任。预算结构的首要问题是分配权力。在预算编制环节，预算结构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预算权力应该如何在政府和议会之间分配，如何在议会内部进行分配，如何在政府内部进行分配，等等。在预算执行环节，也有权力分配的问题，例如议会应该赋予政府多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财政部门应该赋予支出部门多大的灵活性，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应该多大，等等。对于预算制度来说，预算权力的分配是最基本性的。不同的预算权力分配将会形成不同的预算制度。其次，预算结构要明确责任。也就是说，在赋予参与者预算权力的同时，要明确相应的预算责任。 ·预算程序

正如希克所说的，“程序是预算的基础”。
[23]

 预算程序通常涉及两个非常基本的问题：(1)行动顺序。行动顺序涉及行动的先后顺序以及将各种活动有序地联系起来的方式。它要解决以下问题：什么时候做出生产资源的决策、什么时候做出申请资源的决策、什么时候做出配置资源的决策、什么时候做出使用资源的决策？这即是通常所说的预算周期。在编制和审批预算时，也有相应的预算程序，例如，从部门申请预算到议会审批，然后财政部门将预算批复给部门这个程序。在预算执行中，也有行动顺序的问题，例如，支出周期就是用来确定支出过程中的行动顺序。(2)预算程序的集权与分权程度。在预算编制环节，主要涉及这样一个问题，是使用“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预算程序来将资源申请、资源保护和资源配置联系起来。在预算执行环节，主要涉及是选择外部控制还是内部控制。在自上而下的预算程序中，部门的支出决策需要经过财政部门的事前审查才能有效；而在自下而上的预算程序中，财政部门的审查是事后的。 ·预算规则

预算规则是指各个环节明确规定预算参与者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这些环节主要指资源生产、资源申请、资源保护、资源配置和资源使用。预算规则的设定，主要涉及哪些行为是被允许的，哪些行为是制度期望的，哪些行为是严格禁止的。与此相联系，预算规则还包括相应的奖惩规定。

这些制度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正式制度是由法律和法规明确规定了的预算制度，而非正式制度在法律和法规中没有任何规定。虽然非正式制度没有任何法律和法规支持，但是，在某些时期或者某些预算体系中，它们可能是最关键的预算制度。不同的预算制度对预算参与者的行动的影响是不同的。具体地，公共预算制度将会影响预算参与者的角色定位和动机结构，影响预算参与者能够获得的信息，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行动选择。

·角色与动机

在预算过程中，某个预算参与者具体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是由预算制度决定的。从根本上讲，预算参与者的角色是由预算结构决定的。预算结构决定了不同的预算参与者所享有的预算权力和相应的预算责任，以及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不同的预算结构对于预算角色的规定是不同的。例如，如果预算结构的设计将绝大部分预算权力赋予了政府首脑而不是议会(例如，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那么，政府首脑将在预算过程中扮演最主要的角色，而议会则可能变成一个次要的角色。反之，如果预算结构赋予议会很大的预算权力(例如美国)，那么，议会将是预算过程中最主要的角色。预算程序和规则可以进一步影响预算参与者的角色定位。虽然预算结构将特定的预算权力赋予了某个预算参与者，但是，预算制度可以通过制定预算程序和规则来进一步扩张或限制该预算参与者的预算权力与责任，从而改变预算参与者的角色。角色定位的过程，同时也是参与者的动机的塑造过程。不同的角色定位，一般会形成不同的动机。例如，在现代公共预算中，由于核心预算机构在预算过程中的角色被定位成监督者或者公共资金的看守者，核心预算机构就会形成比较强的削减支出的动机。

·信息

信息是预算决策的基础，也是监督控制的基础，更是实现财政问责的基础。在不同的预算制度中，形成的信息是不同的，信息的流动方向和对信息的使用方式也不同。权力结构会影响信息的流动方向。在一个行政主导的预算过程中，预算信息主要在政府内部流动，而很少流向议会，这就不利于议会监督政府的预算；如果议会拥有的权力较强，那么，信息将会更多地向议会流动，那么，预算信息就可以被议会使用来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不同的预算程序也会影响预算信息的流动。在一个自下而上的预算程序中，预算信息主要自下而上地流动，而在一个自上而下的预算程序中，则会出现相反的信息流动方向。预算规则也会影响预算信息。例如，不同的预算编制模式最后会形成不同类型的预算信息，以及不同的信息流动方向。信息如何在各个参与者之间共享也是预算制度必须考虑的问题。有些预算制度使得各个参与者之间都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其他参与者所掌握的预算信息，这有利于预算监督控制，也有利于提高预算决策质量以及预算的顺利执行。在另一些预算制度中，信息的分享则很困难。例如，斯基亚沃-坎波和托马西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绝大多数经济转型国家，各个机构之间缺乏交流，缺乏共享信息的激励(信息通常被视为个人财产)，这种状况导致了四分五裂的政策执行过程以及各自为政的决策过程”。
[24]



·行动

各个参与者的行动选择不仅受他们固有的利益影响，也受预算制度影响。预算权力结构确定了各个参与者的角色，影响了他们动机，这就会影响到他们最后的行动选择。在很多情况下，预算程序与规则，直接规定了什么时候可以而且必须采取什么行动，什么时候不能，以及哪些行动是被允许的，哪些行动是不允许的。这就直接地影响参与者的行动选择。另外，预算程序与规则影响着信息的形成、流向和使用，而信息是参与者做出行动选择的条件，因此，这些程序与规则通过影响信息进而影响着参与者的行动选择。


 三、预算制度中的结构

预算结构主要关于预算参加者之间权力与责任的分配。在预算编制的过程中，它主要涉及这样一些问题：公民和利益团体能否方便地介入预算过程？如何在议会和政府之间分配预算权力？在政府内部，如何分配预算权力？在议会内部，如何分配预算权力？图2-3展示了在预算编制环节，分配预算权力必须考虑的问题。

预算权力结构涉及的都是一些基本性的问题，很多还是宪政层面的问题。首先是政府和议会之间的权力分配。在现代公共预算中，基本都是政府编制预算，然后提交给议会来审查批准。为什么要这样设计预算制度？希克的预算基本要素，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制度安排背后的道理。

资源申请和资源保护是两个不同的活动，也是两种不同的预算权力。从保护资源的角度看，这两个权力不能同时属于一个机构。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自己申请自己审批，公共支出肯定就会失去控制。由于公共服务是由政府供给和生产的，因此，由政府来规划活动，并提出资源申请比较合适。但是，政府既然已是资源申请者，就不能同时是审批者。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是预算的最终审批者，所以这个审批者就不能同时是资源申请者。如果允许议会自己提出资源申请，那么，支出的控制也比较困难。此外，议会必须有预算修正权。但是，议会是否可以拥有无限制的预算修正权，例如可以在修正的过程中提出新项目，通过增加某个项目的支出变相地提出新项目？从申请者和审批者这个角度出发，答案是否定的。当然，现实中的预算制度并不完全是理性分析的结果。有些国家的议会的预算权力很大，可以自己提出新的项目，可以有无限制的预算修正权，有些国家则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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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预算编制中的预算权力结构

资料来源：第一点引自Rubin， Irene. 1997. The politics of public budgeting(3th).Chatham：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Inc. p. 85。第二、三点来自Potter， B. H.，&Diamond， Jack. 1999. Guidelines for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 Washington， D. C.：IMF.p. 16。本书作者进行了修改。



由于议会通常是各种政治力量汇聚、竞争的地方，如何在议会内部分配预算权力就非常重要。尤其当议会在预算过程中拥有实质性的权力时，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这主要涉及预算权力集中与分散的问题。在议会内部，预算过程一般都是围绕着委员会展开的。如何在各个委员会之间分配预算权力，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例如，各个拥有授权权力的专业委员会是否也可以拥有拨款权？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这样，议会内部就会出现预算权力的分散。授权委员会一般与作为资源申请者的部门之间具有同样的利益，因此，如果它们拥有拨款权，那么，支出就容易失去控制。不过，在现实中，在某些时候或者某些国家，授权委员会也会拥有拨款权。

预算制度设计时必须考虑的另一问题是，如何在政府内部分配预算权力。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权衡也是集中与分散之间进行选择。在集中型模式下，在政府内部所有的预算分配权都被集中到一个机构，由这个机构在政府内部实施集中统一的行政控制。这个机构一般被称为核心预算机构。在分散型模式下，预算分配权被分散到多个机构手中。通常，尽管存在一个核心预算机构，但是，仍然有其他的机构掌握着某一资金的分配权。
[25]

 在有一些国家，政府内部的预算资金分配权是集中在一个具有很大独立性和权力的核心预算机构手中的，例如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联邦预算的预算权就集中到总统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但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名义上的核心预算机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机构承担着核心预算机构的作用，即所谓的双轨模式。核心预算机构(例如财政部)主要负责经常性预算的分配，而资本预算通常是由一个计划部或者发展部来分配的。
[26]

 在一些预算体制非常落后的国家，整个预算体系则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格局，预算资金的分配权是极度分散的，不仅存在多个预算机构(两个以上)，而且，由于预算外财政的膨胀，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拥有一些自主分配的资金。

从预算过程对外部环境的开放程度来看，预算过程有两种：开放的预算过程和封闭的预算过程。在最开放的预算过程中，预算决策过程是对所有公众、新闻媒体和利益集团开放的。这种预算过程对于公众来说是负责程度最高的，但是，它也使得预算过程容易屈服于利益集团的压力。在封闭的预算过程，预算决策不对公众、新闻媒体、利益集团开放。虽然它使得预算过程免受利益集团控制，但是，它是一种负责程度很低的预算过程。
[27]

 不过，即使是一个开放的预算体系，预算各个阶段的开放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一般的，预算起草阶段(尤其是政府内部的预算编制过程)的开放程度就要比议会审批阶段的开放程度低。预算体系的开放性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公民能否参与预算过程，影响预算决策。在一个封闭的预算体系中，公民是无法参与预算过程，影响预算决策的。在一个开放的预算体系中，公民参与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一般的，存在有两种形式：积极参与与被动参与。被动参与是指公民可以获得关于政府预算的各种信息，也可以向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传达他们的意见与诉求(例如通过回答政府的问卷，向政治家写信等)，但是，公民并未直接地介入预算过程。积极参与是指公民直接参与了预算过程，并能影响预算决策。各种公民参与预算(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西的公民参与预算)就是这种积极的参与。

在预算执行中，同样也有一个权力与责任如何在各个预算参与者之间分配的问题。当然，在此主要涉及议会和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内部各个部门之间(图2-4)。在这一阶段，权力的分配实质上都涉及控制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在预算执行中，政府和部门都必须严格执行议会批准的预算，若需改变预算，须经一定程序审批。如此，才能确保预算能够约束政府及其各个部门的活动，才能落实财政问责。但是，为了让政府及其部门更好地履行财政责任，也必须赋予它们一定的灵活性。缺乏灵活性的政府及其部门也不可能是负责的。然而，赋予政府及其部门预算执行的灵活性也是有限度的。如果赋予政府及其部门的灵活性过多，它们就可以不受约束地开展活动，议会通过的预算就无法有效地约束政府的活动。因此，尽管在预算执行中需要将一定的灵活性赋予政府及其部门，但是，在制度设计上必须考虑：赋予政府及其部门多大的灵活性？哪些对预算的改变可以授权给部门，哪些只能授予政府(尤其是其预算机构)，哪些则必须报议会审批方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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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预算执行中的权力分配




 四、预算程序

预算程序首先涉及的是一个基本性的问题，即行动顺序。行动顺序主要考虑什么时候生产资源、申请资源、配置资源、开始使用资源和对整个预算执行进行评估，以及先开展哪个活动，再开展哪一个活动。这即是通常所说的预算周期。当然，在议会内部也有一套预算程序，确定先从事哪个活动，再从事哪一活动。在预算执行中，也有一个行动顺序问题，这通常体现在所谓的支出周期中。预算程序还涉及另一个问题，即集中与分权的问题。这体现在预算编制环节中的程序设计上，即所谓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预算程序。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详细地分析议会内部的程序设计和预算执行中的支出周期。在此，主要分析预算周期。相对于议会内的程序以及预算执行中的支出周期而言，预算周期是最基本的。一个好的预算周期能够将整个预算过程有秩序而且理性地联系起来。实质上，整个预算活动就是在预算周期的约束下展开的。


(一)预算周期


在绝大多数工业国家，预算周期在12个月内。但在一些国家则比较长。在一些发达国家，一旦上一个财政年度完成，政府就开始起草下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准备指南。如此，预算编制在提交立法机构审议之前的9—10个月内就已经开始。在美国，由于国会的地位非常重要，预算周期长达18个月，比许多国家都长。而在澳大利亚，只用7个月来准备预算和批准预算。
[28]

 在发展中国家，例如拉美国家，预算周期尤其是预算准备阶段的结构性比较弱。经济不稳定通常要求采取某种应急手段来解决问题，这增加了不可预测的因素，使得预算充满不确定性，难以按照既定的时间进度完成预算的编制、审批和执行。政治不稳定经常改变预算，这也增加了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不过，最近这些年，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进行规范，努力遵守预算的时间安排。例如，阿根廷在1991年以前，有30多年，从来没有按时批准过预算。不过，从1991年以来，它做到了这一点。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时预算编制开始得很早，但是，对主管部门的最高限额指标却很晚才发布，全面的削减和权衡通常要到最后阶段才能做出。
[29]

 应该承认，很难确定一个理想的预算周期。

为了使得议会有充足的时间讨论预算，预算应该及时地提交给议会进行审查。一般的，大多数国家都规定预算应该在财政年度开始前2—4个月提交给议会。不过，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例如编制过程中出现延误、内阁人员变动等原因，经常是很晚才将预算提交议会审批，甚至在财政年度开始后才提交议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种延误甚至已经制度化。例如，在尼泊尔，预算通常是在离财政年度开始只有几天的情况下才提交给议会，在这种情况下，议会不得不立即通过预算，立即向政府提供六分之一的拨款。在中国，每年1月1日，新的财政年度已经开始，而全国人大要在3月才开会。最后，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已经是实施中的预算。
[30]

 在一些工业化国家，议会有充足的时间来分析预算细节，例如美国和瑞典等国。在另一些国家，议会审查预算的时间则比较短，例如，澳大利亚和西班牙。
[31]

 在拉美国家，虽然各国议会的截止时间不同，但是，议会一般都有足够的时间来分析政府的预算提案。
[32]

 图2-5描述了美国联邦层面的预算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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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美国联邦层面的预算周期




(二)集权与分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在预算编制环节，预算程序的设计涉及一个最基本的选择，即预算过程应该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在一个自下而上的预算过程中，预算编制是从每个机构的预算请求开始的，然后由政府首脑及其预算部门或者议会审查。然而，无论是由何种机构审查，在这种预算中，行政机构的预算请求奠定了预算决策的基本框架。在自上而下的预算过程中，各个支出机构通常没有任何影响。政府首脑可能不会要求各个支出机构提出预算要求。很可能地，政府首脑及其预算部门会发布关于如何形成预算要求的指示，要求这些支出机构遵守。
[33]



自下而上的预算过程的优点是这种预算过程最后形成的预算可以比较好地反映支出部门的要求。但是，它的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首先，这种预算过程不利于在资金的分配中贯彻政府首脑的政策意图。因为，在这种预算体系中，预算主要是在各个部门预算要求的基础上形成的，政府首脑通常要等各个部门把预算报上来后才决定最后的政府预算。其次，在这种预算体系下进行支出控制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在这种模式下，政府预算是在各个部门形成的预算要求的基础上产生的，而部门通常都会有扩张支出的冲动。与自下而上的预算体系相反，一种自上而下的预算过程将是相对集权的。这种相对集权的预算模式有利于政府首脑进行支出控制，并将其政策偏好落实到预算上来。不过，它不利于反映支出部门的实际需要。

由于这两种预算程序各有优缺点，因此，现实中的预算体系通常都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因素综合起来。当然，尽管现实中的预算程序同时兼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因素，但是，这两种因素的影响仍然有一个程度上的差异。在某些预算程序中，自下而上的成分会多一些；而在另一些预算程序中，自上而下的成分会多一些。另外，这两种因素的影响，在时间上也会出现差异。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也许会在某些情况下，加强自上而下的因素，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加强自下而上的因素。正如鲁宾指出的：

在面临收入问题或者明显的预算危机因而需要削减支出时，预算就倾向于是自上而下的。自上而下的预算是与支出控制和政策取向的预算相联系的。也就是说，如果政府首脑对于实现某些目标有明显的偏好，他或她就很可能采用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来选择一些项目和拒绝其他的项目，从而保证目标的实现。
[34]



20世纪80年代中期，希克研究了五个工业化国家，发现资金的短缺使得这些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集中型的自上而下的预算。
[35]

 到90年代，为了更好地控制资源的再分配，许多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也开始集中预算决策权。
[36]



在不同的预算决策模式下，预算程序也是不同的。在传统预算模式下，预算过程是自下而上的。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出现的绩效预算将预算的重点从控制转到了管理，但是，在预算程序上，绩效预算仍然是自下而上的。60年代出现的计划项目预算则将预算程序转变成自上而下的。不过，70年代出现的零基预算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预算编制程序。80年代以来的新绩效预算整体上看非常强调运用战略计划引导资金分配，强调总额约束控制，因此，自上而下的特征非常明显。但是，这种预算模式也包含有自下而上的特征。在高层确定了政策重点和支出重点后，在选择具体的活动、形成活动预算以及绩效评估方面，每个基层单位乃至项目管理者都有很高的参与度。因此，这是一种在顶层控制的基本框架内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因素综合起来的预算决策模式。表2-1总结了这些预算决策模式下的预算程序。

表2-1　预算决策模式中的预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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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书作者绘制。




 五、预算规则

现代公共预算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规则导向的，公共预算是在各种规则的约束下展开的。在一定程度上，现代公共管理之所以是规则驱动的主要就是因为现代公共预算是规则导向的。各国的预算制度均包括各种预算方面的规则。这些规则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与预算结构相关的规则，这类规则主要用来规范预算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权力与责任。另一类是与预算程序有关的规则，这类规则主要用来规定参与者之间行动的先后顺序，活动时间上的规定或者限制，以及信息应该如何分享，等等。第三类规则是直接对预算编制、预算执行以及执行后的审计评价过程中出现的预算行为进行规定的各种行为准则。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主要是第三类规则。

这些直接的行为准则非常多，包括期望相应的预算参与者在某个环节必须采取的行为，允许采取的行为以及禁止采取的行为。在预算编制环节，各个部门在编制预算、提出部门的资源申请时必须遵循以下这些方面的规则：(1)预算范围。这主要涉及哪些收支必须纳入预算，哪些活动绝对不能纳入预算；(2)预算分类体系。这主要涉及财政收支应该按照何种方式编制进预算；(3)编制预算的模式。这主要涉及按照什么方式做出预算决策，按照什么方式汇总、呈现预算信息。在不同的预算编制模式下，例如零基预算、绩效预算等，要求部门采取的预算决策模式是不同的。相应的，核心预算机构在审查部门的预算时，也应考虑部门是否遵循了相应的行为准则，是否出现了不符合规定的行为，等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核心预算机构常常也必须遵守一些施加于它们之上的行为准则。议会在审查、批准政府的预算时，也必须遵守各种用来规范议会、议会中各个委员会以及议员的预算行为的各种规则。例如，议员在行使预算修正权的过程中必须遵守预算修正程序的各种规则。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同样有各种针对收入和支出行为的行为准则。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这个环节的行为准则可能是最多的。这主要是因为，在预算执行环节，各个部门将开始筹集资金、使用资金，进行政策执行。若无控制或对行为缺乏规范，各种浪费和腐败就会出现。在现代公共预算制度下，各个部门在使用资金时必须遵循各种规则，包括采购、支付、人事、会计、审计等方面的规则，以及关于预算调整方面的规则等。


 第三章 政府部门

财政问责最终应落实到部门层面，应该建立起以部门问责为基础的财政问责体制。

——本书作者

在现代公共预算中，政府预算是以部门为基础编制的。在预算编制的过程中，部门一般是扮演资源申请者的角色。各个官僚部门根据预算制度的一些基本规定(例如预算的范围、科目体系、预算周期等)，政府首脑(有时包括议会)的政策意图，预算机构对未来预算年度预算编制的规定，以及部门的政策设想或者活动计划等编制部门的预算，在部门预算的基础上，预算机构编制出整体的政府预算草案。部门预算实质上就是部门在未来财政年度的工作计划，同时也是一个财务计划。在预算执行中，部门也是实际上的资金使用者，即部门根据议会批准的预算，将资金使用到各个项目，供给各种公共服务。总之，官僚部门是预算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预算参与者。


 一、以部门为基础的财政问责体制

对于实现预算民主来说，需要政府首脑在预算上直接对议会负责，这要求建立起一种“水平问责”(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但是，这首先需要在政府内部建立一种“自上而下的垂直问责”(topdown vertical accountability)，即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必须对政府首脑负责，此外，也必须明确部门内部纵向的权力与责任。如果政府内部缺乏一种集中统一的财政问责体制，那么，政府首脑也无法有效地对议会负责，甚至根本无法提交一个关于政府全部活动的整体性预算。例如美国进步时代改革之前的预算体制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37]



在19世纪建立现代预算的过程中，也同步建立起行政预算体制，赋予政府首脑在编制和执行预算中的决定权。在这一体制下，一个整体的政府预算应该由政府内部各部门的预算组成，各部门的预算是整体预算的有机组成部分，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例如中央政府各个部的部长)都必须在预算上对政府首脑负责。当然，各个部的部长也需要对议会负责。一般有两种负责方式：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在一些国家——主要是议会内阁制国家，例如加拿大、日本等，一般都在宪法中明确了部长内阁的责任。在这种体制下，行政权是授予内阁的，内阁集体向议会负责，向议会提交预算，如果议会不通过，则是对内阁不信任。在另一些国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部长需在年度预算领域就其行动对议会承担个人责任。在北欧国家，宪法专门对各个部的部长提出了很强的问责要求。不过，瑞典同时强调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瑞典议会的宪法委员会可以审查部长在任期内的绩效，可以查阅政府内部的所有决策记录。在法国，议会根据法律建立了“预算和财经纪律法庭”，负责稽核任何资金挪用或者资金使用不当的情况。不过，由于议会成员和市长等可以不出庭，这种做法的效果比较有限。
[38]



在不同的国家，建立部委并确定其角色的方式是不同的。在一些国家，政府建立一个部委必须有议会通过的法律作为依据。例如，美国就非常强调这一点。美国法典明确规定，如果没有国会明确的批准，政府不得建立任何行政机构。日本1948年的《国家组织法》也明确做了这方面的规定。在欧洲大陆国家和北欧国家，建立和合并部委主要是政府内部的事务。当然，也有一些国家，例如英国，某些部委的建立是以法律为依据的。
[39]



在预算执行的机构方面，在极少数国家，例如瑞典，存在一些具有拥有宪法权力和自主权的执行预算的机构，宪法不允许议会和政府在具体的事例上规定这些行政机构如何行使公共权力。在其他国家，建立一个公共机构或许需要一个法律。在欧洲大陆国家，有两种不同的机构，即根据公法和私法建立的公共机构，后者是企业化运作的，较少受部委的监督。不过，总体来说，不是所有机构的建立都需要专门的法案，因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多数机构一般都视为部委下面的一个职能机构，对部委的负责人负责。例如，在英国，雇佣了超过75％公务员的执行机构都是这种类型的。少数国家采用一个法律框架并按功能、独立程度或者治理结构来对机构进行分类。
[40]



要建立以部门为基础的问责体系，还必须在部门内部规范部门领导与部门内各个机构之间的关系，明确问责链条。在许多国家，宪法要求关于公务员的行政体制应以法律的形式表述。因此，在一些国家，专门的公务员法一般都规定了部门内部所有公务员的职能与责任。大部分国家则通过政府法令的方式规定部门内部各个机构负责人对部门负责人的责任。在少数国家，例如美国，部门内部财政管理的责任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的。这主要是因为议会希望能够对预算执行进行控制。而在大多数国家，议会授权政府来发布各种关于财政控制程序的法令。
[41]

 不过，新西兰的模式比较独特，它采用一种合同关系来规范部门内各个机构与部长之间的问责关系(专栏3-1)。


专栏3-1　合同化的部门内部问责关系


1988年，新西兰实施了《国家部门法案》，以清楚地界定内阁部长(政治性的)与负责提供公共服务的高级公务员(非政治性的)之间的问责关系。这个法案从根本上改变了部门内部各个机构负责人的角色。首先，这个法案将预算权力赋予了各个机构的负责人，使得他们成为负责管理投入的行政主管，将他们转变成为分配给他们的预算的真正的管理者。其次，明确了这些行政主管在生产高质量的产出上的个人责任。第三，用一种合同关系来处理各个预算管理者与部长之间的关系，前者是服务的供给者，后者是服务的购买者。部长与每个行政主管签订一个购买合同，该合同明确规定并说明各个机构最后递交给部长的产出和结果包括哪些内容。这些产出包括服务的质量、数量、供给时间以及价格等。此外，部长与每个行政主管之间还有一个绩效合同。

资料来源：Lienert， Ian，&Jung， MooKyung. 2004.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budget system. OECDJournal of Budgeting Vol.4， No.3：1-479. p.78。


 二、部门预算的范围

在编制部门预算时，需要首先明确一个问题，即哪些收支根据制度规定必须编进部门预算。现代公共预算强调预算的全面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收支都应该按照同样的程序来管理。在实践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未能将所有收支全部纳入预算，这就使得预算呈现碎片化的特征。
[42]

 目前，所有的OECD国家都建立了各种预算外运作的收支，例如政府拥有的养老金、其他社保基金，以及其他的预算外基金。这些基金大部分是由某个部门管理，但是不一定编制进部门预算。
[43]

 在发达国家，在预算之外运作的职能平均起来占政府支出的三分之一，绝大部分是社会保障基金——大约占预算外支出的90％。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比较小，但是，其他预算外资金的比重却比较高。
[44]



在实践中，即使预算制度比较成熟的OECD国家，也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明确在法律上禁止预算外收支活动。在这一方面，唯一的例外是芬兰(专栏3-2)。在很多情况下，这些预算外基金都是根据议会通过的专门法律而建立起来的。在法律中，具体规定了基金的目的、收入来源、治理结构等。威斯敏斯特国家在法律上采用了“统一收入基金”(consolidated revenue fund)。这种规定可以追溯到1866年的“国库与审计部门法案”(Exchequer and Audit Departments Act)。根据该法案，将所有的收入都缴纳进这个统一基金，然后所有的支出都必须从其中拨付，这被视为一个宪法要求。但是，除此之外，与所有OECD国家一样，某些支出所得到的议会授权并不在这一统一基金内。当然，与那些没有明确在法律上规定采用统一基金的国家相比，威斯敏斯特国家的预算所涵盖的收支要全面得多。
[45]




专栏3-2　芬兰对预算外基金的法律规定


芬兰专门在宪法中对预算外基金进行规定。宪法第87条规定，预算外基金只能通过法律的形式建立，而且必须是议会以一个绝大多数的同意票(至少三分之二的同意票)通过议案才能建立。根据宪法，建立一个新的预算外基金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只有当建立基金对履行国家根本性的、永久性的职责是必须的情况下，预算外基金才被允许建立。

资料来源：Lienert， Ian，&Jung， MooKyung. 2004.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budget system.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4，No.3：1-479. p. 87。

通常，预算外支出的原因有四种，或者是因为政府需要某种支出的灵活性，或者是因为政治上需要确保某些支出不被削减和取消，或者是为了回避预算准备过程中过度的讨价还价，更有甚者是为了使得某些支出可以逃避公众或者议会的监督。而且，其中的不少预算外支出都是固定地与某些收入挂钩的专项基金，也就是说，是一些不需要与其他的活动进行竞争比较的支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预算外支出都是通过一些特殊的制度安排而形成的。这些特殊程序包括
[46]

 ：

周转基金。为了在预算执行中回避预算控制，同时也为了赋予政府支出一定的灵活性，许多国家都在预算之外建立了周转基金。

贸易基金。在一些国家，为了方便属于某些部门的企业运作或者从其他的商业活动(例如出售资产)中获得收入满足支出，在预算之外建立了专门的贸易基金。

紧急基金。在绝大部分国家，一般都设置有应对紧急情况并赋予政府及其部门一定的支出灵活性的紧急基金。不过，有些国家将之完全置于预算之外。

特殊目的基金。为确保某些特定的支出目的不受影响，许多国家都建立了一些由特定部门管理的服务于这些特殊目的的基金，这些基金一般都与特定的收入挂钩，专款专用，例如道路基金和卫生基金。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特殊目的基金就是各种与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对特定群体提供的服务或现金、社会援助)相关的基金。这一类支出主要是一种法定的赋权型支出，一般都在预算之外与特定的收入挂钩，并实行专款专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了专门的道路基金，根据受益原则将一些税收(例如燃油税)独立出来建立道路基金，专门用于道路的维护和建设。但是，运作后的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外部资源支持的预算外支出。7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很多支出都依赖外债和外国或者国际组织的财政援助，但是，这些支出通常都是在预算之外的。

自主性机构或者获得放权的机构的预算。在许多国家，都有一些自主性较大的机构，尤其是高等教育和卫生部门，它们的支出大部分是在预算之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服务收费有关的。在高等教育和卫生领域，如果不允许大学和医院具有一定的支出上的自主权，那么，这些机构就没有足够的积极性来提高效率。此外，一些实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国家，采用政策制定与执行分离的制度设计，促使国内出现了很多获得放权的机构。

财政部的特殊账户。许多国家的财政部(例如日本、韩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都有一个特殊账户。其中一些账户专门用来管理财政部或者其他各个部门的预算外资金。在某些情况下，通过这些账户处理的交易主要是关于政府的内部财务转账，而不是真实的支出。这就类似于单独记录内部交易的一个共同的国库账户。但是，它经常是不透明的。

“黑箱”预算和平行预算。在一些国家，从自然资源中获得的收入通常不纳入预算，而被看成是总统或者其他政治家的小金库。例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从70年代以来，来源于商品贸易领域的收入通常都被用来建立一个秘密的平行预算，由某些政治家在预算之外决定如何支出。其中，最典型的是来自石油收入的基金。

这些预算外支出给预算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一方面导致预算碎片化，使得政府无法从整体上进行政策制定，也难以对大量的支出进行控制。这些年来，对于其中的一些基金，将其纳入预算或者至少纳入统一的控制程序的呼声越来越高。例如，由于社会保障基金形成的支出具有极大的社会、经济和财政影响，尤其是难以控制其支出的增长，因此，这些年来，在许多国家，要求将其纳入预算的呼声一直很高。由于不是所有的支出都是由政府负担的(例如，在养老金中，雇主和雇员也提供了资金)，因此，将其纳入预算的确存在着困难。然而，即使这样，也应该将社会保障基金作为附录写进政府预算，并纳入政府的财务报告。
[47]

 专栏3-3介绍了泰国的预算外财政及其存在的问题。


专栏3-3　泰国的预算外财政


在泰国，政府首脑控制着三大类不纳入预算的基金：预算外基金(extrabudgetary funds)、周转基金(revolving funds)和特殊基金(special funds)。这些基金都不受预算约束，进而也不受议会监督。这使得一大部分政府支出都处于议会的监督之外，进而引起了许多关注。

预算外基金包括：为了满足紧急支出的储备基金；法律授权政府可以提前支出的资金；财政部为了特殊目的而预留的资金；政府机构在国库的暂时存款；政府机构获得的捐赠；国外资助和贷款；公共服务机构(例如医院、学校和其他福利机构)的收益；对政府财产损失的补贴。

周转基金是根据某些机构的需要专门从正规的预算中分离出来并由这些机构运作的基金。其目的是在资金的使用上为政府提供更多的灵活性，而这种灵活性可能在预算程序中不存在或受到限制。而且，对于这一类基金并没有规定它们什么时候必须用完。大约有80个这样的基金。特殊基金包括用于石油产品价格的石油基金、农户帮助基金、农业发展基金、土地改革基金、橡胶援助基金。

资料来源：SchiavoCampo， S.，&D. Tommasi. 1999. Managing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chap. 3， Box 13。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将某些支出置于预算之外，至少都必须建立一些最低程度的预算规则对这些基金进行约束。一般的，如果现有的预算程序对于管理某些活动不恰当，最佳的办法是改进预算程序或者对这些活动设置特殊的预算程序，而不是将这些活动置于预算之外。建立预算程序是要加强支出控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运作效率。这三个目标同样适用于建立特殊的预算程序来管理某些支出。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应赋予某些活动一定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以提高支出效率，但是，如果这样的做法会导致无法进行支出控制或者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那就是得不偿失的。对于那些根据特殊程序或者制度安排进行管理的支出，对于它们的审查标准和问责要求绝不能比预算内支出低。因此，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管理模式——预算程序和特殊程序，都必须遵循一些最起码的管理原则
[48]

 ：

不论是哪种立法授权形式，收支估计或者测算应该以总量的科目形式合并到预算中去，而不能漏掉；

与总体预算一样，收支都应该是在相同的分类体系基础上进行分类；

自主性基金和特殊账户的会计必须由一个外部机构进行定期审计；

政府财务报告必须包括自主性基金的运作以及有其他运作的机构。

前面分析的预算外活动都是和直接支出相关的。但是，在直接支出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更加复杂的预算外活动：(1)准财政活动。这是中央银行或者国有金融机构为了实现某个政策目标而采取的财政交易，例如利息率补贴、为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支持、支付政府债务以及为政府导致外汇损失提供资助等。其实，通过预算直接补贴同样可以实现目标，而且，央行应将精力集中于货币政策，而一般不应介入这些准财政活动。如果出现这些准财政活动，应和预算中的其他项目一起接受审查监督。最低限度上，应在预算中附一份准财政活动报告。(2)政府的债务尤其是或有负债。长期以来，各国在编制预算和进行预算决策时，都将重点放在支出项目上以及部分地考虑多年的法律承诺(例如债务支出)。但是，很少考虑那些长期的、隐性的负债尤其是或有负债。这使得这些债务不能纳入预算约束。其中贷款担保就是一种典型的或有负债，长期以来一直在预算之外运作。目前，在大部分国家都仍然是这样的。只有个别开始编制权责发生制预算的国家，例如新西兰，开始将这些或有负债纳入预算。(3)税式支出，例如税收减免、税收优惠等。这是一种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在不少国家，税式支出是完全不在预算约束之内的。在一些国家，税式支出是根据税法而采取的政策工具，并与支出预算一起提交，但是，它不受那些审批其他支出的预算程序约束。从理想的情况看，税式支出的直接影响都应同时反映在预算的收支两方面。但是，只有当税式支出比较容易测量和监督时才可行，例如在退税。然而，不少税式支出是很难测量和监督的。因此，必须特殊处理。即使这样，应在预算中包括一个税式支出报告，以便在预算决策时充分考虑其对预算收支的影响，并在税式支出和直接支出之间进行权衡。目前，一些发达国家，例如比利时、法国和美国已经这样处理税式支出。
[49]




 三、预算分类体系

部门预算编制时需要遵循特定的预算收支分类体系。一个全面的、前后一致的、统一的预算分类体系是有效的计划、预算和管理的前提条件，它有助于形成一个清楚的、有条理的预算，帮助部门决策者、政府首脑以及议会做出决策、明确责任，也有助于追踪拨款、监督预算执行。对于规范部门的预算编制来说，支出分类至关重要。支出分类为政策制定和问责提供了一个规范性的框架。在预算中，支出必须根据不同的目的而分类，例如，为政策制定者、公众和管理者准备各种所需的报告，向政府首脑和议会提交一个有意义的能够反映政府功能或者活动的预算，管理预算执行和预算会计，等等。支出分类有助于决策者和公众确定资源在各个职能领域和部门之间的分配，确定政府的活动及其绩效水平(在实行绩效预算时)。支出分类也为预算决策提供一个基础和框架，确保部门在预算执行中不随意改变议会已通过的预算及其资金的用途和数量，对支出进行有效的会计监督。不同的预算模式会对支出分类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分项列支预算与绩效预算中的支出分类就不同。但是，预算模式常常处于不断的改革中。为了给政策制定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基础，我们需要一个最基本的支出分类体系。根据政策制定，报告和预算管理的不同需要，支出一般可以分为以下主要类型
[50]

 ：

功能分类，适应历史分析和政策制定的需要(例如联合国的分类体系)；

组织分类，适应问责和预算分配的需要；

基金分类(财政资金的来源，以及预算外基金)；

为了预算分配或者其他的特殊需要而进行的分类；

经济分类，适应统计或者支出目标以及服从控制和经济分析的需要(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

项目/活动/产出，适应政策制定和绩效问责的需要。

尽管一些预算模式，例如计划项目预算，特别强调跨组织的资源配置，将预算管理置于项目之上，但是，根据行政组织类型及其层级对支出进行分类仍然是需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因为，这有助于确定活动主体，进而有助于明确支出管理的责任。因此，支出必须能够在政府内部的各个组织之间、各个组织内部的各级和各类机构之间做出区分，以明确政府内部的自上而下的垂直问责关系，以及各个部门占用的资源。不过，在一些国家，尽管也可以根据组织对支出进行分类，但是，具体分类方法却不完全一样。例如人员经费是按部委组织起来的，其他的经常性支出则按较低一层的组织单位来分类。为了提高预算决策、强化预算控制、提高预算透明度，需要同时从功能和经济两方面对部门支出进行分类。功能分类告诉我们支出用于实现什么目的，而经济分类则告诉我们资金使用到什么具体的用途。目前，最流行的支出分类体系是联合国的“政府功能分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府财政统计》采用的分类体系。


(一)功能分类


联合国的功能分类将政府的活动按照它们的目的进行分类，这种分类独立于组织结构之外，它对于分析资金在各个主要领域之间的分配情况非常有用，而且有助于进行历史分析。这个分类体系包括14个大的功能分类，其下又包括61类及127个次级分类。工业化国家也有类似的分类体系，有的包括10—15个功能，有的则更加详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采用这个分类体系是有许多好处的，例如提高透明度，改进预算决策的质量。
[51]

 一般的功能支出分类主要包括
[52]

 ：(1)经济服务支出，即政府为了使商业活动更为有效地运行而对之进行管理导致的支出；(2)社会服务支出，即政府直接向社会或者家庭提供服务而导致的支出；(3)一般政府服务支出，即政府在一般性公共管理、国防、公共秩序与安全等领域提供服务导致的支出；(4)其他支出。图3-1描述了联合国的功能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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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联合国的功能分类体系




(二)经济分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采用的支出分类体系是按经济性质对支出进行分类。对于预算分析来说，这也是非常需要的。这种分类实质上是按经费性质——即资金使用到什么具体的方向——来对支出进行分类。它有助于说明支出交易对象的经济性质和资金的具体用途，例如多少资金用于经常性支出(例如工资)，多少用于资本性支出。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府财政统计》正在迈向采用权责发生制的方式来报告政府支出与负债。
[53]

 图3-2描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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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分类



分项列支预算采用的支出分类是以投入为核心，它分行列出各项资金的使用方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经济分类。这种分类有助于监督与控制。不过，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它们的投入分类与经济分类有一定的区别。有些国家缺乏一个统一的经济分类——要求将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作出区分。另外，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的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是互相混淆的。例如，所有的发展性支出都划分为资本性支出，但是，其中常常又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同时，经常性支出中又包括有资本性支出。这就不利于准确地反映资金的支出方向。将支出按照支出用途或支出方向进行分类非常有助于事前详细地控制。不过，这些年来，由于各种理性预算改革的出现，这种投入控制的问题已经被广泛认识。尽管存在各种问题，但对于任何管理系统来说，这种分类仍然是必要的。


(三)其他分类


预算模式会影响着支出的分类。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计划项目预算发展出一种项目分类，即将支出按照项目进行分类。项目是一个“活动集”，包括多个实现同一个目标的活动。活动是部门赖以申请资源并获得预算的基础和依据。通过项目分类，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各个部门希望实现的主要政策目标以及支持这些目标的活动。项目分类与功能分类有一些联系，但是，项目分类更具体考虑了一个国家在若干年度(包括该预算年度)的政策目标。一些发展中国家在60年代和80年代推行计划项目预算，已经能够将支出按照项目来分类。不过，在某些国家，项目通常只不过是组织的另一个昵称，或者只是功能分类下的一类支出。项目分类经常会涉及多个组织，这也是计划项目预算一直以来最有争议的方面，也是导致其失败的原因之一。解决这一问题，既不是取消跨组织的项目，也不是将整个预算分类完全按照某一部分跨组织的项目需要进行重组。一个解决办法是，仍然主要以组织为基本单位组织预算，但是，在预算之后用一个附表说明哪些活动是属于这些跨组织的项目。此外，新西兰实行产出导向的绩效预算后也发展出一种新的分类，将形成产出的支出单列出来。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将支出按照收入来源进行分类。
[54]




 四、部门预算的构成

长期以来，在预算研究中，我们一般都倾向于隐蔽地假定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是一样的。这阻碍了对政府部门的预算构成进行深入的分析。1991年，英国政治学家唐莱威在其构建的“官僚重塑模型”中深入分析了官僚部门的预算构成(图3-3)，并在此基础上对官僚部门进行了分类。他指出，公共官僚组织的支出预算包括四大成分：核心预算(core budget， CB)、官僚机构预算(bureau budget， BB)、项目预算(program budget， PB)、超项目预算(superprogram budget， SPB)。核心预算是指用于官僚机构自身的活动支出，它包括工资成本、设备和物资成本以及重置成本等。这一概念类似于常用的“运营成本”。官僚机构预算包括核心预算，再加上官僚机构支付给个人和私人部门的任何资金。在这些资金到达私人部门之前官僚机构保留完全的权力和控制。项目预算包括官僚机构预算，再加上其支付给其他公共部门并由他们来支出的资金。这些预算是由该官僚机构监督运用的，但是具体的项目执行则已经赋予了其他的官僚机构。超项目预算包括官僚机构的项目预算，再加上其他机构用他们自己的资源来支持的任何支出。该机构并没有为这些新的支出提供资金，但是，却对这些机构的活动拥有某些政策责任，或可以在计划的意义上对其进行扩大和限制，或因此而获得政治奖赏或政治责难。最后这种预算对于联邦国家并不适用，但是对于分析单一制国家则很有用。此外，对于大多数官僚机构来说，通常只有前三种预算而没有超项目预算。
[55]



这一支出分类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部门的支出特点，以及官僚部门的预算动机与行为。在分析了官僚机构预算构成的基础上，唐莱威指出，对于不同的官僚机构来说，核心预算、官僚预算和项目预算的相对规模都是不同的。
[56]

 根据各个部门预算构成的不同，唐莱威对各个部门进行了分类，包括：供给或生产机构(delivery agencies)、管制机构(regulatory agencies)、转移支付机构(transfer agencies)、合同机构(contracts agencies)、控制机构(control agencies)。此外，还包括税收机构(taxing agencies)、贸易机构(trading agencies)、服务机构(service agencies)。


[image: ]


图3-3　部门预算构成



供给或生产机构即是马克斯·韦伯理论和传统官僚经济模型中分析的线性官僚机构，这种机构直接生产和供给公共服务，并用其自身的人员来负责大多数的政策执行，因而是劳动密集型的。这种机构的预算相对于其职能来说较大，核心预算(CB)占用了其官僚机构预算(BB)和项目预算(PB)的很大部分。

管制机构的CB/PB和BB/PB曲线与生产机构相同，但是它的预算规模相对要小，从预算的角度来讲，管制机构的营运相对较廉价。

转移支付机构是一个将资金以补贴等形式转移到私人部门和个人的机构，其核心预算只占机构预算的很小部分，而且核心预算并不总是随着项目预算的扩张而扩张。此外，一旦基本的行政设施已经具备，机构预算和项目预算的增加或许并不会对营运成本产生影响。

合同机构负责发展服务规定或者资本规划以供投标之用，然后将合同交给私人公司或者商业性运作的公共组织。因此，合同机构的核心预算只占他们的机构预算的一小部分，机构预算则占整个机构的项目预算的几乎全部。

控制机构是指那些专职负责将资金以补助金和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形式转移到其他公共机构，并监督其使用和政策执行。对于这一类机构来说，核心预算和机构预算都只占项目预算的小部分。此外，由于这类机构常常监督下级政府和机构，控制机构的超项目预算在项目预算之上呈现出大规模的增加。

此外，税收机构负责筹集政府收入，它们和管制机构一样可以将部分行政成本外在化，此外又是劳动密集型的和公文处理较多的组织。因此，税收机构的核心预算较大。贸易机构直接在经济市场上以准商业的方式运作，当它向其他的公共部门提供服务时会收取费用。服务机构为其他的政府机构提供服务和设施，有时收取费用但是没有私人消费者和价格。


 五、部门的预算决策与财政管理

在预算过程之初，各个部门要根据预算机构的预算编制指南形成部门的工作计划，编制部门预算。在形成部门预算要求的过程中，部门需要考虑：(1)政府的政策目标，在议会影响比较大的体系中，还包括议会的目标；(2)部门的目标，这些目标或者是部门将政府目标落实进部门的结果或者是部门根据自己的职能确定的本部门在未来年度内要实现的目标；(3)实现这些目标需要采取的活动或者包括多个活动的项目；(4)预算机构可能给部门的预算总量，这个总量可能是一个预算上限，也可能是相对于上一年的最大增加比例；(5)活动成本的测算。当然，在编制部门预算时，部门还需要遵守统一的各种关于预算编制的程序和规则，例如预算范围、预算科目体系、预算程序的时间限制等等。在预算编制出来之后，部门要为自己的预算申请进行辩护，尤其是在预算机构对预算有质疑时，更是如此。实际上，在编制预算的过程中，部门就要考虑如何为自己的资金申请进行辩护。这些辩护可以有形式上的，例如预算格式的规范性、准确性等。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对预算的内容进行辩护。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预算模式，例如绩效预算和零基预算，最基本的辩护都是围绕活动和成本的。部门必须明白自己申请资金去开展什么活动，必须能够清楚地说明每个活动的必要性。然后需要为自己对成本的测算进行辩护。

当然，更具体的预算决策——形成预算申请和辩护，取决于预算模式。在不同的模式下，部门预算决策的重点是不同的，为自己的预算进行辩护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传统的预算模式下，基数既是部门形成预算要求的基础，也是它们为自己进行辩护的基础。在绩效预算下，部门预算决策的重点转到了产出，部门必须根据产出以效率为目标形成预算要求，在辩护中也必须以此为中心，例如，活动是生产该产出必须的，成本的测算是以可以接受的单位产出的平均成本测算出来的。在计划项目预算中，部门必须形成跨年度的战略目标，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项目。因此，形成预算要求和预算辩护的焦点就是跨年度的目标的合理性，项目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关联程度，项目的成本与收益，等等。而在零基预算下，部门预算决策及其辩护的重点是项目对于实现部门的目标来说是重要的，排序是合理的，等等。在新绩效预算下，部门预算决策及其辩护的重点是资金是否与特定的绩效目标紧密联系，绩效目标是否合理，测量是否可接受，成本测算是否基于一个可以接受的单位成本，等等。这实际上意味着，尽管有一些基本的预算程序和规则，但是，在不同的预算模式下，部门的预算决策是不同的，最后编制出来的部门预算也是不同的。

长期以来，大致从19世纪现代公共预算建立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部门的预算决策都是以基数为基础的，采取的是一种基数加增长的预算决策模式。在这种预算模式下，在预算过程，官僚机构内部的各个部门及其负责人一般都不审查所有的支出要求，而只是分析今年的预算要求和去年实际的预算基数之间的差别。在形成预算拨款要求时，去年的预算基数是一个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基础。在形成预算要求时，各个支出部门通常是在去年的预算基数的基础上加上一个支出的增加数。官僚机构的预算决策主要集中在预算的增加或减少部分。当然，对于预算基数，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机构会有不同的定义。关于支出机构的预算基数的传统定义是去年的预算拨款数。目前，很多的支出机构仍然是这样来理解预算基数的。然而，有些机构开始更加精明地理解和定义预算基数。例如，在美国的联邦政府和一些地方政府，支出机构就将“目前的服务底线”(current service baseline)作为预算基数。这种底线是指继续供给目前的服务必需的资金，它因此是指能够弥补服务生产成本的资金，从而就将通货膨胀对于服务供给成本的影响等因素考虑进去了。
[57]

 50年代以来的理性预算改革都希望用一个更加理性的预算模式来取代基数加增长这种预算决策模式。毫无疑问，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在许多国家，尤其是一直在领导理性预算改革的发达国家，各个部门的预算决策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完全是基数加增长的模式。然而，基数加增长仍然是一种生命力极其顽强的预算决策模式。其中的道理是，这种模式简单，比较符合人的有限理性，而且它导致预算冲突的可能性比较小。

从部门的角度来看，预算执行就是各个部门开始运用获得的预算资金，实施项目，提供服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部门需要建立有效的财政管理体制，确保资金按照批准的预算用于事前确定的项目和活动，而且资金的使用是经济的、有效率的，也不会出现资金的挪用或者贪污等现象。19世纪建立的现代公共预算在很长一段时期都通过一种外部控制来确保预算执行实现这些目标，即由财政部门从外部对部门的支出进行事前审计来控制部门的支出行为。不过，即使如此，在部门内部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体制也是非常必要的。而且，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都开始放松外部控制，转而主要依赖内部控制体制——即主要由部门控制自己——来进行支出控制。放松外部控制的前提条件是，实施了若干年的外部控制已经将法治原则植根于政府的运作过程中，而且各个部门的内部控制体制已经相当完善。80年代以来的新绩效预算改革，则将更大的支出自主权下放给各个部门，由部门根据环境的变化，决定如何使用资金。不过，赋予部门支出灵活性是有前提的，即部门的项目管理者必须完成事前承诺的绩效目标。在这种财政管理模式下，各个部门还必须在预算执行后汇报自己部门绩效的完成情况。
[58]



部门的预算决策和财政管理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展开的，必然会涉及部门与其他预算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不过，在不同的预算体系中，这种互动是不同的，部门的权力与角色也不同。在行政主导的预算体系中，例如英联邦国家，议会在预算领域的影响比较小，政府首脑对预算和财政管理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政府准备年度预算和年度财务报告的过程中，财政部常常要和各部委秘密磋商。在编制预算的过程中，各个部委一般会提前从财政部那里获得各种决定来年预算的关键性指标的信息，最后形成的预算估计能够反映政府对经济以及中短期财政状况的预测。目前，一些国家的议会建立了咨询委员会或者常设委员会来专门审查政府部门的预算申请，并将意见提交大会以供议会决策之用。但是，议会讨论每个部门预算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对部门影响不大。预算通过后，拨款要么是按年，要么是按月授权的，或者是通过财政部的支付主计长(Paymaster General)的委托书进行开支。在支出过程中，部门要遵守各种财政管理规则，并定期和财政部沟通。不过，预算追加必须每年三次提交议会。在这种模式下，尽管议会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对于部门来说，在制订预算和进行财政管理时，最需要考虑的是政府首脑及其核心预算机构的意见。
[59]



在议会预算体系下，议会积极地介入部门的预算编制与执行，并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尽管在预算编制的过程中，政府的预算机构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它在政府内部控制和引导着各个部门的预算决策。但是，预算机构与各个支出部门之间的互动只是第一步。这种预算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议会和部门之间存在着直接的互动关系。其后，在各个部门和议会(主要相关的议员)之间还有更加详细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部门的预算申请可能会被增加、否决或削减。这种直接的互动可以提高部门预算的负责程度，也可能增加部门的拨款，但是如果部门的活动与议会相冲突时，则存在着预算被削减甚至否决的风险。因此，在这种体系中，部门必须认真对待与议会的关系。
[60]

 在这一模式中，美国是最典型的。在1921年以前，美国国会的影响是最大的。部门预算编制乃至财务管理都深受议会的影响，在预算编制中，部门常常绕过总统直接和议会各个委员会直接打交道，同时，议会通过详细的拨款控制部门的支出。1921年改革后，政府内部的预算控制加强了，预算必须先提交总统审查，再由总统提交议会。不过，国会的影响仍然非常大，部门在预算编制中必须考虑国会的意图。预算通过后，由预算局将预算按季度分配到各个部门，各个部门具体管理其支出。但是，最后阶段的支付是由属于财政部控制的官员负责的。
[61]



在转型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已经开始放弃中央计划体制，但是，这一体制的许多因素仍然影响着部门的行为。人们常常以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部门除了听从命令之外是没有任何自由度的。然而，实际情况完全与此相反。像许多国家一样，在这些国家，预算的编制同样涉及核心预算机构——原来常常是计划部门，现在是财政部这样的机构——之间的讨论和磋商，此外，各个部门也要和政治体系中的其他机构沟通。预算制定以及基本的目标确定之后，预算目标就是命令性的，各个执行层级都要负责实现这些命令。在计划经济时期，预算和年度计划或多或少都要经过执政党会议的同意。不过，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与议会预算体系和行政主导的预算体系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部门要拥有更多的灵活性。预算资金一般通过在专业银行为各个主要的经济部门开设的账户直接拨付到各个部门的户头。各个部门需要每月提交三个财务报告，核心预算机构偶尔会进行检查。除此之外，既然资金已经拨付到部门的账户，部门就可以灵活地使用。目前，这一体制正在改革中，这些国家开始借鉴西方国家预算和财政管理的一些经验。在一些国家，部门的专业银行账户已被取消，政府交易开始通过一个开设在中央银行的单一银行账户来处理，支付系统也在开始集中。
[62]



最后的一个问题是，在部门内部如何合理地分配权力和责任。一般的，我们可以假定，部门的负责人以及部门内部各个机构的负责人应该在形成部门预算以及执行预算的过程中发挥最重要的影响。但是，在有些情况下，部门的负责人可能对预算缺乏兴趣，也可能缺乏专业知识，因而只是在征求了各个机构的意见之后，将预算编制的权力交给部门的财务官员来负责。如果部门完全缺乏预算和财政管理的能力，例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那么，部门负责人就会完全依赖预算机构的指示编制预算。在发达国家，一般的，在部门内部都有一个很强势的、地位也比较高的预算办公室。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或者是直接对部门负责人负责，或者是对部门内专门管理财务的一位高级官员负责，或者像英国那样对部门内部专门监督人事服务和运作机构的常务秘书长负责。
[63]

 不过，在许多情况下，这一机构在各个部门内部的角色取决于政府的核心预算机构如何确定其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英国各个部门内部的财务主计长角色演变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专栏3-4)。


专栏3-4　英国各个部门内部的财务主计长


自公务员制度建立以后，财政部和各个部门负责财政管理的官员之间的职责就开始划分得很清楚。各个部门涉及预算和财政管理的官员是财务主计长(Principal Finance Officer)。他们要么是财政部任命的，要么是征求了财政部的意见的。财务主计长的工作是协助部门的常务秘书长(Permanent Secretary)组织和管理部门的预算。然而，很快地，财务主计长的运作碰到了一些问题。部门常常将其视为是财政部安插进部门来控制部门的外人，而不是帮助部门的自己人，而财政部认为，财务主计长的级别太低，权力太小，使得他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一战”以后，财政部曾有提高其地位的想法。但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问题的根源是部门和财政部之间目标是不同的。部门更多地考虑实现他们自己的政策目标，而不管这些政策的财政影响，财政部则更多地关心财政影响。财政部因此认识到，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将一种财政意识灌输进每个部门。于是，财政部将预算和财政管理的权限赋予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而财务主计长则变成他的助手。这个模式一直沿用至今，并存在于其他英联邦国家。以前，财务主计长是财政部下属的公务员部门任命的。90年代初期，这一部门取消。

在这一新的制度安排下，财务主计长就变成部门的一个部分，他能够帮助部门理解财政部的各种政策和信息，也能理解部门的政策和项目。不过，这也使得财务主计长处于冲突的核心。部门需要扩张预算，但是财政部可能希望控制支出。如果反对部门的某些预算，就会被部门视为障碍，因此，财务主计长常常屈服于部门的短期考虑。然而，这又将在长期中削弱自己的影响。在财政部看来，财务主计长的作用是协助政策制定，以实现项目的经济、效率和效果，将一种财政意识植入部门，而不仅仅是控制部门的支付。

实行新绩效预算改革以来，财政部和支出部门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首先，财政部认识到它不可能(没有能力也没有相应的手段)直接管理各个部门的财务。可行的办法是与各个部门建立伙伴关系，并将自己的角色确定为制定预算上限，确定绩效目标与资源之间的关系，监督执行过程。其次，这一改革将政策和财政管理在部门的顶层整合起来，并赋予部门很大的管理自己支出的灵活性，前提是部门对绩效负责。在此背景下，部门的财务主计长的角色也开始发生变化。在这一新的制度下，他开始处于部门的预算和财政管理的核心位置，在形成部门的中期计划、编制预算、执行预算以及控制成本方面他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资料来源：Premchand， A. 2000. Controlof public money：The fiscal machiner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26-329。

在西欧国家，例如法国，各个部委内部都有一个非常发达的预算机构，而且，责任分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比较强。不过，在这些国家，预算编制和执行的责任是分开的。根据习惯，这一机构属于部门负责行政、财务和人事的秘书长体系的一部分，它主要在部门内部协调整个预算准备过程，在部门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影响很小。在制定政策和预算方面，部长主要依赖他们自己的内阁，尤其是其主要负责人。
[64]

 在预算执行方面，法国将行政阶段与会计阶段分开。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是能进行授权的官员，负责将人和物授权给下级机构，同时将预算资金分配给这些机构，启动行政活动过程。然后，是一个单独的会计过程，行政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与财务会计有关的文件和凭证都送交各个部门内部的会计官员(Accounting Officers)审查，不过这些官员是财政部控制的，实际上是财政部派驻各个机构的监督者。它们负责会计、报告和支付，后者负责审查各种文件和凭证，确认其准确性以及是否遵守预算和规章制度，然后授权进行支付。部门内部的各个机构在做出支出承诺之前一般都会征求会计官员的意见，并需获得其认可。在预算年度末期，会计官员负责准备年度会计报告。这种由财政部直接控制会计、报告和支付的模式，在其他的欧洲国家也存在。不过，瑞典的管理体制相对分权一些，部门自己负责其中某些的业务。
[65]



与法国等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部门预算和财政管理体制则变动性很强。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议会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也因为政府内部不断进行改革。1921年改革后，在每个部门都有一个机构专门负责预算、会计和事前审计。这个机构一般是在助理秘书长的监督下工作的。“二战”后，美国开始重新建构部门内部的财政管理。主要受私人企业的会计稽核体制的影响，开始在各个部门内部建立会计稽核官员办公室(Comptrollers Office)。这一机构最早是在国防部内部建立起来的。不过，这一体制的效果似乎不理想。每年国会审计署都会揭露出各种问题，这些问题都反映出各个部门内部的内控体制仍然不完善。80年代开始，美国又进一步完善部门内部的预算和财政管理体制。由此一直到90年代，通过了一系列法案，例如《联邦管理者财政诚实法案》(1982)、《单个审计法案》(1984)、《财务主任官员法案》(1990)、《政府绩效与效果法案》(1993)、《政府管理改革法案》(1994)以及《联邦财政管理改进法案》(1996)。这些改革都影响着部门的预算和财政管理改革，使得部门能够有效地承担起计划、预算、执行和会计的职能，并希望在部门的项目管理者和财政管理者之间建立一种合作的伙伴关系，进而将部门活动的项目与财政两方面结合起来。其中，1990年的《财务主任官员法案》至为重要。除了加强政府的核心预算机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在总统办公室的角色之外，这一法案的另外一项目标就是加强各个部门内部的财政管理。在各个部门，财务主任官员以及(Chief Financial Officers)负责保留一个整体性的会计和财政管理体系以及内部控制、资产管理系统，形成成本信息和绩效信息，此外，负责一些人事管理工作，准备年度财务报告。不过，关于财务主任官员在预算制定领域的角色，这些法案似乎没有明确下来。在实际中，在一些部门，财务主任官员在部门的预算和政策形成中是有影响的。不过，整体来说，他们的影响仍然是不确定并受一些限制的。
[66]




 六、部门的预算行为与策略

预算过程充满着参与者之间的博弈，在其中，策略性行为是非常普遍的。部门的预算行为和策略选择在各种预算行为和策略中是最基本的。在多数情况下，部门的行为是最先发动的，进而激发出其他预算参与者的行为与策略。在部门的预算行为及策略方面，最流行的是尼斯坎南(Niskanen)在1971年提出了官僚预算最大化理论。不过，这一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是符合现实的，最近这些年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一)官僚预算最大化理论


尼斯坎南(1971)将复杂的预算政治简化为官僚机构和议会资助者之间的预算交易，并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边垄断。在这种双边垄断关系中，官僚机构作为唯一的公共服务的供给者
[67]

 ，它垄断了关于生产的真实成本的信息。因此，官僚机构可以强迫议会接受一个过分大的预算，而将剩余留在官僚机构内部，由官僚机构自行支出。显然，在尼斯坎南看来，官僚机构是追求总产出和总预算最大化的。尼斯坎南的官僚预算最大化假设在理论上受到了很多批评和反对。其中米格和贝伦格的批评和修正应该是最有影响的。他们指出，官僚希望最大化的是“有自由裁量权的预算”而非总预算
[68]

 。所谓的“有自由裁量权的预算”是指总预算和最小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1991年，尼斯坎南在重新反思他的官僚预算最大化理论时，也认为“有自由裁量权的预算”比“总预算”概念更恰当。当然，他仍然认为他的理论基本上是正确的。
[69]

 在公共预算中，很多重要的研究实际上都和尼斯坎南一样假设官僚部门是追求预算最大化的。早在尼斯坎南的官僚预算化理论出现之前，公共预算研究已经持有和运用了这样的假设。瓦尔达沃斯基的“预算过程的政治”实际上就是假设官僚机构是追求预算最大化的。在以后的公共预算的文献中，许多研究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运用这一假设的：寇沃特等人在研究挪威的预算
[70]

 ，诺得在研究法国预算过程
[71]

 ，克雷森在研究美国城市政府预算
[72]

 ，夏坎斯基在研究美国的州政府预算时
[73]

 ，都假设官僚及官僚机构会运用各种策略来追求预算最大化。

30多年来，很多研究从经验上检验了原始的尼斯坎南的预算最大化模型，绝大部分的经验事实都没有为这个模型提供支持。尼斯坎南模型假定官僚是预算最大化的理由是，官僚的效用函数中的关键性因素是和预算规模成正相关关系的，即预算规模增加之后，官僚能够从中获得经济上的满足，进而增加个人效用。但是，来自经验研究的结果并不支持这一假设。这些经验研究都发现从经济上来讲，官僚没有从机构预算的增加中获益。彼特斯的经验研究发现，在很多国家，人事成本在公共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都是在下降的。
[74]

 而且，在公共部门内部，工资的差别是很小的。高级公务员的工资实际上落后于整个经济。考森诺和基若德也发现在公共部门，公务员工会在工资领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75]

 此前的许多经验研究也发现
[76]

 ，官僚机构增长和官僚的工资之间没有关系。
[77]

 尼斯坎南模型的另一个假设是，预算的增加或许会为官僚的提升提供更多的机会。因为，预算增长后机构的规模就会增加，机构内部的层级也会相应地增加，从而为官僚提供更多的升职的机会。但是，正如容格的文献评估表明的，许多经验证据都没有为这一假设提供支持。
[78]

 它们都发现，在官僚机构的顶端，正常的升职很多都是取决于政治家的任命，而与机构的预算规模无关。1996年，巴特尔和科塞克运用美国城市经理在私有化中的行为检验了改进的尼斯坎南模型。
[79]

 他们的检验指出，改进后的尼斯坎南模型仍然缺乏足够的经验事实的支持。当然，和传统的尼斯坎南模型不一样，关于改进后的尼斯坎南模型的经验检验仍然还很少。所以，改进后的尼斯坎南是否正确仍然需要更多的经验检验才能得出结论。

当然，官僚个人在经济上不能从官僚机构的预算增长中获益这一事实并不足以推翻官僚预算最大化理论。因为，在现实中，的确存在官僚机构及其官僚追求更大的预算的例子，正如我们同样可以找到官僚机构对于预算的增长缺乏兴趣的例子。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能从预算增长中获益的官僚会要求预算的增加？这意味着，即使预算最大化的假设在某些情况下是关于经验事实的一个准确描述，尼斯坎南模型对于产生这种官僚行为的原因的分析是不准确的。布莱斯和戴恩认为，在预算和官僚的工资之间没有关系的情况下，官僚仍然追求更多的预算可能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
[80]

 ：(1)官僚追求更多的预算是因为他们坚信的价值而不是基于任何“自利”的考虑。正如林
[81]

 与堪姆佩尔和诺尔斯
[82]

 的经验研究发现的，许多公务员都是任务-导向的，他们都致力于提高提供公民服务的质量。因此，如果更多的预算能够保证他们更好地完成他们的这一任务，他们就会取追求更多的预算。(2)对于高级官僚来说，虽然他们的兴趣不是在经济收益上，而是在权力、名誉和提升上，他们也会追求预算最大化，因为，一个机构提供的权力、名誉和提升上的满足是和一个机构的预算紧密相关的。不过，正如上面的分析已经指出的，官僚的升职或许与预算是无关的。(3)许多官僚错误地相信增加预算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二)唐莱威的“官僚重塑模型”


唐莱威分析和比较了唐斯(Downs)和尼斯坎南(Niskanen)的官僚模型。他指出，尽管他们在分析方法上不同，但是，唐斯和尼斯坎南模型在以下四方面都是失败的
[83]

 ：(1)他们都将官僚组织视为相同的层级组织。(2)他们对于官僚效用函数的组成成分的定义都过于广泛。(3)他们都认为所有官僚行为都是相同的，因而不能解释官僚机构的目标和策略的变化。(4)他们都将对某一官僚机构的分析简单地扩大为对整个官僚系统的分析。唐莱威重点批评了尼斯坎南的官僚预算最大化模型。他指出，由于以下四个原因，理性的官僚不会去追求预算最大化。这些原因包括：
[84]

 　 官僚组织内部存在集体行动问题，即官僚们可能会在追求预算最大化上采取搭便车的策略，这种集体行动问题会对整体的官僚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官僚的效用和预算增长相联系的程度取决于预算的不同组成成分，这意味着不是所有的预算成分都可以被用来增加官僚的效用。官僚的效用和预算增长相联系的程度还随官僚机构的不同而变化，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同的官僚机构有着不同的预算组成。

即使某些理性的官僚仍然追求预算最大化，但是，他们也仅仅在一个内部最优化的水平上追求预算最大化。

资深的高级官僚更可能追求与工作相关的而不是与金钱相关的效用。在这种情况下，采取集体策略将他们的官僚组织塑造成不同的机构类型或许更能提高这些高级的官僚的利益。

唐莱威指出，官僚是否追求预算最大化取决于三个条件：官僚的等级和预算的类型、涉及的机构类型、时间上的变化。
[85]

 唐莱威认为，总预算中各个组成部分的增长对于官僚的效用影响并不完全一样。他指出，“从预算增长中获得的最基本的个人效用的收益都与核心预算有关，它们对于低层和中层的官员来说是最重要的。相反，从预算扩张中获得的比较分散的效用收益主要与官僚预算相联系，它们对于高级官员最重要”。
[86]

 对于高级官员来说，核心预算扩张的唯一好处在于缓解管理中的冲突。项目预算的扩张也能够帮助高级管理者建立可以用来对付紧急事态的“宽松的资源”，然而，由于大多数的项目预算最后都要转到其他的机构，所以，对于高级管理者获得管理中的弹性来说，在官僚机构自己控制的官僚预算中保留“宽松的资源”更有用。同时，虽然预算扩张的收益主要与核心预算与官僚预算相联系，预算扩张的倡议成本(所花费的时间、资源、努力等)很可能主要与项目预算相联系。
[87]



对于官僚机构来说，最主要的是核心预算(低层和中层官僚)和官僚预算(高层官僚)。然而，即使理性官僚主要关心最大化他们的核心预算和官僚预算，这种动机也主要体现在那些核心预算、官僚预算和项目预算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的组织中。供给机构就是最大的这种组织。在这种组织里，高级和低级官僚的福利都会与项目预算的增加形成最紧密的联系。这种模式也存在于管制机构，不过，管制机构的规模很小，而且对于这种机构的官僚来说，预算扩张只是增加效用的各种手段中的一种，因为他们可以用将成本外在化的方式来增加效用。对于税收机构来说，预算最大化的压力是存在的，因为这种机构一般规模很大，而且它的大部分预算都是花费在运行成本上。对于贸易机构来说，市场机会、竞争压力以及要求它们产生利润回报的规则限制了机构的扩张。服务机构一般比较小，而且它们的预算扩张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对于它们服务的需求依赖于其他的机构。对于某些合同和转移机构来说，高级官僚有动机去追求“官僚预算”最大化。这些机构的核心预算一般只占项目预算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因此，低层官僚只有很弱的动机去追求项目预算的扩张。然而，在某些条件下，高级官僚则有很强的动机去追求官僚预算(此时，几乎与项目预算相同)最大化，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益。然而，对于所有的控制机构以及那些与零散的多个顾客打交道的合同和转移机构来说，官僚预算和项目预算最大化的动机则不存在。因为，对于这些机构来说，核心预算只占项目预算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且，即使项目预算和官僚预算增加了，高级官僚也不会因此而获益。
[88]

 此外，唐莱威还认为，官僚的预算行为会随着时间而变化。

在此基础上，唐莱威认为，尼斯坎南模型是一个不准确的关于官僚机构的预算决策的模型，该模型没有分析官僚机构预算构成的复杂性，也没有分析官僚机构的复杂性，从而将官僚(高级和低级的官僚)的预算决策简单化了。此外，唐莱威特别强调在官僚寻求预算最大化的过程中存在着“集体行动”的问题。在存在集体行动问题时，虽然低层官僚可以从预算扩张中获益最多，他们知道该种增加的实现对他们个人的倡议是不敏感的，所以，即使他们的倡议成本很低，他们也会认为致力于预算的扩张不会有助于他们个人效用的增加。同时，虽然高级官僚意识到他们的努力对于预算的增加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们从预算增加之中只能获得很小的收益而他们倡议增加机构的预算基数的成本是很高的。因此，官僚尤其是高级官僚并不一定去追求预算最大化。
[89]

 那么，高级官僚追求什么？唐莱威进一步建立了他的“官僚重塑模型”。该模型认为，公共部门的雇佣体系使得高级官僚的福利主要紧密地与他们的工作特征而不是经济上的效用联系在一起。在“官僚重塑模型”中，高级官僚最感兴趣的是将他们的地位和工作的质量最大化。具体地说，高级官僚最感兴趣的是他们的政策咨询功能。所以，当他们面临大范围的支出削减时，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机构，也为了使他们自己能够将精力集中到他们所偏好的政策咨询功能，他们会将他们的官僚机构重塑成为人员较小的机构。这就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高级官僚会主动选择预算最小化而不是预算最大化。总之，在唐莱威看来，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高级官僚可以通过改变他们的机构的性质来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即通过官僚机构重新塑造而不是预算最大化来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唐莱威总结了五种高级官僚用来在集体层面上实现官僚机构重新塑造的方法：发动或鼓励比较大的内部重新组织；转变内部工作实践；重新界定官僚机构和外部伙伴的关系；管理和其他的机构的竞争；将低层繁琐的工作承包出去。通过这些重新塑造，高级官僚不仅保护了机构和他们自己，而且还能帮助他们自己从许多的管理活动中脱身出来，专心于他们偏好的政策制定功能。在此基础上，唐莱威认为，这就是为什么理性的高级官僚愿意接受预算削减和将他们的某些部门私有化的原因。
[90]




(三)部门的预算策略


公共预算研究中最盛行的一个概念恐怕要数“策略”一词。不过，在策略上，存在着两派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机会主义策略和诚实策略。机会主义策略的文献认为，官僚部门为了实现预算最大化会采取一些机会主义的策略，包括对预算审查和评估的部门(预算机构或者议会)隐瞒那些将会损害它们预算要求的信息、在向高级官员提供事实或数据时有意扭曲信息、只向预算审查的预算机构提供有利于官僚机构扩张预算的“客观的”研究。此时，官僚被描述成经典的“马基雅夫利”预算者。尼斯坎南模型实际上就是假定官僚部门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来实现预算最大化。诚实策略的文献则认为，从长期来说，诚实和正直的预算策略更能成功地为自己部门的预算要求辩护并获得拨款。因为，不诚实的机会主义策略会在预算审查机构及其预算官员的心目中损害该支出机构的形象，使得预算机构倾向于认为该支出机构是不诚实和不可靠的。
[91]



在很长时期，人们都倾向于相信部门会采取机会主义的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归功于尼斯坎南官僚预算最大化的流行。不少研究都发现，在预算过程中采用“贪婪的”策略是收获最大的。寇沃特等人早期对于官僚机构的预算数据的时间序列分析发现，从机构预算的长期增长率来看，大胆的和富于进取的预算策略将会有相当可观的报酬。
[92]

 因为，虽然大胆的和富于进取的预算策略很可能会碰到预算审查机构的大幅度的预算削减，但是，由于大胆的和富于进取的预算策略所要的预算拨款的增加通常是非常大的，预算削减并不能真正有效地阻止大胆的和富于进取的预算策略实现其增加预算拨款的目标。其他的早期研究也发现，在预算过程中，虽然预算机构通常会大幅度地削减那些要求非常高的预算增加率的官僚机构的预算要求，但是，这些机构最后都能比那些比较诚实的官僚机构获得更多的预算增加。
[93]

 其后的研究也发现(例如Cowart， 1989)，这种预算策略在20世纪80年代仍然大行其道。一些研究者还极其形象地总结了部门采取的各种具有机会主义特征的预算策略。例如，伦纳德·里德汇编了这一方面的资料，风趣地分析了各种支出机构用来扩大其预算的策略。例如，仿效君主抵押品拍卖、玩弄资金缺口把戏、施展筹建华盛顿纪念碑时的手段。
[94]

 托马斯·林奇教授更加全面地探讨和总结了支出机构的各种预算策略
[95]

 ：

仿效君主抵押品拍卖。即有意过高估计某项支出计划的费用；

玩弄资金缺口把戏。即有意过低估计“不规定具体用途的”支出部分的费用，转移资金，并通过追加拨款方式来补足差额；

施展筹建华盛顿纪念碑时的手段。即通过威胁取消原计划项目的办法来阻止削减所在的机构的经费；

取整的策略。由于预算中的数字经常根据百、千甚至百万来取整，所以，在一些小的但是在政治上非常重要的支出项目来说，这种策略就会非常有收获。

然而，无论是机会主义策略还是诚实策略都过于绝对。假定官僚是机会主义的过于悲观，假定官僚是绝对诚实的则过于理想化。更加准确的理论应该将官僚的机会主义动机假设成为一个变量而不是常数。换言之，官僚机构的行为倾向处于这样一个区域：从机会主义盛行到机会主义为零。
[96]

 正如寇沃特指出的，很少有预算研究者认为这两种极端的策略是最成功的。
[97]

 瓦尔达沃斯基对美国联邦预算过程中预算策略的研究也倾向于暗示，更好的预算策略或许介于这两者之间。
[98]

 渐进主义的奠基人林德布鲁姆描述了一个竞争的参加者在两者之间互相调整(mutual adjustment)的过程，并指出这种互相调整会产生一种适度(moderate)行为。不过，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如何才是一种适度策略。瓦尔达沃夫斯基及其追随者在预算领域明确地描述了这样一种适度的预算策略。在其名著《预算过程的政治中》，瓦尔达沃夫斯基这样描写了机构的适度策略：

机构通常不会申请他们感觉到他们能从中获益的所有资金。在很大程度上……理由是策略。如果一个机构持续不断地递交远远超出它实际能够获得的数量的申请，预算局和拨款委员会就会对它失去信任，就会在审查预算的细节之前自动地削减一大块。即使项目是非常重要的也会变得很难进行辩护，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一个不断地要这么多钱的机构。
[99]



一些较新的研究也支持这一分析。寇沃特在挪威的调查研究发现，存在机会主义程度不同的支出机构预算者：低程度的“马基雅夫利”预算者、中等程度的“马基雅夫利”预算者和高程度的“马基雅夫利”预算者。
[100]

 低程度的“马基雅夫利”机构追求“较软的”策略。例如在1974年的挪威行政预算中，这类机构平均只要求在去年的预算拨款的基础上增加10％左右的预算，而中等程度的“马基雅夫利”机构则要求两倍半的增长。最后的结果是，前者平均获得了大约8％的增加，而后者获得了大约22％的增加。寇沃特认为，根据各个机构的总预算在前一年的拨款的基础上增加的百分比，低程度的“马基雅夫利”机构相对于中等程度的“马基雅夫利”机构和高程度的“马基雅夫利”机构来说是比较不成功的。
[101]

 中等程度的“马基雅夫利”机构最后获得的预算拨款的增加几乎是低程度的“马基雅夫利”机构的三倍。这是因为，低程度的“马基雅夫利”机构在预算策略上过于胆小，它们只要求在前一年的预算拨款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很小的百分比。在预算机构看来，如果一个机构只要求很小的预算拨款，那么这就意味着该机构不需要更多的拨款。正如寇沃特指出的，“既然很少有机构获得他没有要求的东西，它们的总的百分比增长就是低的”。
[102]

 而中等程度的“马基雅夫利”机构和高程度的“马基雅夫利”机构由于采取了大胆而富于进取的预算策略，因而获得了增长幅度相当大的预算拨款。寇沃特1989年的这个发现从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他在1975年完成的经验研究的结论。
[103]



寇沃特还发现，预算机构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支出机构的这些预算策略。
[104]

 他发现，各个层级的预算机构，马基雅夫利主义程度和预算成功之间都存在某种“轻微但是一致”的负向关系。预算审查或评估过程的净效果是降低马基雅夫利策略的成功率。寇沃特发现，低程度的“马基雅夫利”预算者、中等程度的“马基雅夫利”预算者和高程度的“马基雅夫利”预算者预期到在预算审查的过程中他们要求的预算增加分别将会被降低2％、5％和7％。
[105]

 这一发现表明，马基雅夫利预算策略所能达到的成功程度并不像心理学中的马基雅夫利博弈的实验研究中估计的那样高。一个原因是这些实验研究没有考虑政治和社会制度。一旦我们考虑了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影响，马基雅夫利预算策略达到效果的可能性和程度都会小得多。因为，预算机构或上级机构会预期到出现这种扩张性的、进取性的和掠夺性的马基雅夫利预算策略，从而就会对其进行约束。但是，寇沃特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支出机构来说“非马基雅夫利预算策略”或“低程度的马基雅夫利预算策略”是最好的预算策略。
[106]

 因为，虽然在预算审查的过程中“非马基雅夫利预算策略”会在短期内从预算机构和上级获得奖励或报酬。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由于它采取了胆小的预算策略，在预算要求中只要求很小的预算拨款的增加，采取“非马基雅夫利预算策略”的支出机构将会受到损失。所以，某些机构仍然会采取“马基雅夫利预算策略”，在预算要求中采取扩张性的和掠夺性的策略。虽然中等程度和高程度的寇沃特要求的预算增加会被预算机构削减策略所限制，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预算审查过程所施加的约束并没有充分到能够使“马基雅夫利预算策略”的总体优势消失。
[107]

 所以，寇沃特最后结论说：对于支出机构来说，“似乎，策略决定了结果”。
[108]



官僚机构所运用的预算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预算过程中的各种约束与规则。9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施了所谓的“企业型预算”。这种预算模式的一个特点是将预算形成过程由原来的自下而上的过程转变成了自上而下的预算过程，从而使得政府部门及其预算控制机构可以在支出部门形成其预算要求之前确定一个支出总额。这种自上而下的预算过程的目的之一是控制官僚机构的支出扩张，使得政府不再像传统预算下那样根据支出部门的预算要求来形成预算，从而不再像以前受制于支出部门的种种预算策略。那么，一个经验性的问题就是，这种新的预算模式能否限制官僚机构对于预算策略的运用。根据他1990—1991年在挪威全国范围内对地方政府的调查，梭伦森发现，虽然挪威的地方政府已经实行了一些企业型预算的措施，例如自上而下的支出限制、绩效测量和非边际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但是，“在管理风格上的这些改革并没有同时在实际的预算行为上出现相应的变化”，公共部门的组织文化仍然是扩张主义的。
[109]

 测量一个机构的成功仍然是该机构扩张其雇员和支出的能力，而不是效率的提高与公民的满意。在预算竞争中，“进攻的”(offensive)或“贪婪的”(acquisitive)的支出机构常常要占有很大的优势，而那些致力于改进效率的支出机构则得不到奖赏。根据对挪威地方政府官员(机构负责人和行政主管)的一项调查，表3-1/2展示了“贪婪性策略”的预算影响和效率提高的预算影响。

表3-1　挪威地方政府中贪婪性策略的影响


[image: ]




表3-2　挪威地方政府效率提高后的预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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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Sorensen， Rune. 1994. Improving government resource allocation：The impact




 第四章 核心预算机构

夸张地说，各个部门把预算办公室看作是穿着整齐套装的官僚；而预算办公室则认为各个部门不了解全局。事实比这个要缓和得多……有段时间我们像猫狗那样打斗。我们为预算的“缩减”而战。

——美国菲尼克斯市一位消防官员
[110]



由于行政预算体制的建立，政府首脑有权向议会提出政府预算。现在的问题是，在政府内部，预算决策是在何处作出的？政府首脑是如何审查各个部门提出的预算要求，从而进行预算分配？从法律上讲，在政府内部，政府首脑是政府预算的最后决策者，政府预算就是政府首脑的政策和财政计划。然而，政府首脑不可能直接面对所有的政府部门，评估和审查它们的预算要求，并监督其预算执行。一般的，各国政府内部都设置一个专门的核心预算机构，协助政府首脑评估和审查支出机构的预算要求，监督预算执行。核心预算机构在政府预算的形成及其执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是宏观预算和微观预算的连接点，是支出部门和政府首脑之间的中介。
[111]

 所以，如果我们未能充分理解核心预算机构的角色和功能、它的内部决策过程的性质、它在预算决策中与政府首脑及各个部门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预算过程(Axelrod， 1988， p.64)。


 一、核心预算机构的历史

在历史上，财政或国库机构只履行很少的职能。在欧洲大陆以及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它们最初只是政府财政的会计机构，负责管理皇家国库和财政。它们的主要角色是记录收到的支付要求，协调王室的账簿，告诉国王可以用来支付的收入。它们很少介入其他部门的政策领地，这些部门通常在安排收支上有比较大的自主权。总之，传统的部门自主性一直制约着财政部门权力和责任的扩张。19世纪政治民主化以来，这些机构开始向一个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报告财政情况。但是，其履行的仍然是原来的那种会计功能。随着财政问责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这些机构开始向议会报告财政情况，以使得议员们能够审查政府的财政。从19世纪中期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机构逐渐演变成公共资金的控制者，对支出进行事前控制以及实施一系列财政管理程序。在这一时期，预算机构开始在支出控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在预算编制的环节通过详细的预算科目体系对各个部门的预算进行控制，在预算执行中对各个部门的支出是否与预算保持一致、是否与政府的各种规则和程序保持一致进行事前控制。但是，它们仍然没有被看成一个政治上非常重要或者是具有很高地位的机构。在英国，即使到20世纪，曾有首相将财政部部长排除在内阁之外。不过，从整体来看，在这一时期，这些财政机构逐渐成长为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核心预算机构(central budget agency)。政府首脑主要依赖这一机构来运作整个预算程序，审查各个部门的预算，形成支出计划，管理各种财政事务，监督政府的收支。控制了资源就获得了权力，控制了预算程序也意味着一种权力。这一机构依赖其对资源的控制，逐渐发展成为政府内部权力非常大的一个强势机构。在许多现代预算体制发达的国家，这类机构一般都被描绘成一个通过控制钱袋子进而能够影响政策和服务供给的权力巨大的核心机构。例如，英国的财政部被称为“内阁中的上帝”。英国的财政部的一位常任部长曾经夸口说，英国的财政部是“部门中的部门”和“我们行政系统的心脏”。
[112]



从20世纪中期开始，核心预算机构的权力和责任进一步得到扩张，角色也开始发生变化，从传统的公共财政的监督者转变成一个同时还承担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分析和绩效管理的机构，它们不仅具有传统的资源配置或者预算角色，还承担了政策审查和制定的角色。
[113]

 核心预算机构在这一时期权力与责任的扩张是在一些经济和政治因素的推动之下出现的。从20世纪70年代直到90年代初，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开始放缓，同时支出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削减支出、控制赤字与债务就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这种财政状况就为财政机构在支出水平和资源配置的决策中扩大其影响创造了条件。在这种背景下，随着财经纪律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核心预算机构也越来越认为自己应该在这种财政状况中发挥公共资金看守者的角色，应该在削减支出、实现节约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核心预算机构的权力和责任也就越来越大。同时，政府及政府首脑也越来越倾向于发挥核心预算机构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预算机构与各个部门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资源申请者，因此，在预算决策中它更能够提供必需的同时也比较客观的政策意见。而且，核心预算机构的这种权力的上升是与其传统的“负责的管家”的角色一致的，其他各个部门也很难反对。自从80年代以来，预算机构开始介入总额控制目标的设定，中期支出框架的制定，审查现有政策和新政策的预算影响。不过，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一些国家的财政开始出现盈余，各种扩大支出的要求又开始获得越来越大的支持。这对预算机构的权力形成了挑战。面对这些要求放松支出约束的压力，各国的预算机构采取了一些比较有效的策略来捍卫其对支出和总额进行控制的权力。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策略是，强调财政可持续性的重要性或者呼吁一种坚实持久的财政管理。
[114]



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的结果导向的预算对核心预算机构的作用产生了双向的影响。一方面，这一改革通过协商绩效合同的方式将核心预算机构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从传统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层级制关系转变成一种平等的合同关系，同时在预算执行中要求核心预算机构放松控制，让各个部门乃至项目管理者在支出上拥有较大的灵活性。这显然削弱了核心预算机构的职责与权力。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一改革要求在资金与结果之间建立联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要求核心预算机构重塑自己的职能和角色，从而发挥更重要的超越传统的投入控制的角色，而在设定战略目标和政策重点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实际上，进入21世纪，为了进一步完善结果导向的绩效预算，一些OECD国家的预算改革都在加强核心预算机构在政策和项目审查方面的权力。
[115]

 例如，英国财政部从2001年到2004年启动公共服务合同，与各个部门协商其绩效目标。正如帕雷和德肯指出的，这表明英国财政部开始超越其传统的组织定位，雄心勃勃地进入政策领域，并使得各个部门不得不考虑财政部，尤其是财政部长，关于政策或者支出重点的考虑。
[116]



尽管在公共预算中，这类机构一般通称核心预算机构(central budget agency)，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它们的具体名称是不同的，各自所承担的功能也有所不同。最通常的一个名字是“财政部”，此外，也被称为“国库部门”、“预算管理办公室”(美国)、“计划与预算部”(韩国)。而且，即使名称相同，各国的预算机构具体行使的权力及履行的职能都不尽相同。而且，在有些国家，预算权并不都是集中在一个机构。尽管有这些差异性，但是，经过将近两百年的现代公共预算实践，核心预算机构在各国的预算过程和政策过程中都已经是一个居于核心地位的强有力的机构。而且，一个国家的预算制度越发达，其核心预算机构的权力也越大。不过，正如最近关于核心预算机构的比较研究发现的，核心预算机构的权力及其强势地位也不是绝对的。
[117]

 归根到底，核心预算机构的权力是在其与其他各个预算参与者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不断地在重构中。核心预算机构也必须不断适应这些环境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地重塑自己的角色。汤姆肯在其对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详细的研究中，则是这样描绘该机构的：它“处于联邦政府神经中心的一个关键点，能够对公共政策的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
[118]

 但是，正如希克指出的，OMB的权力主要是一种“配给功能”(rationing function)，但是，即使这一权力也因为预算环境及某些预算外程序的影响而受到削弱。而且，随着OMB适应环境而将自己的角色从一个主要负责审查进而配给资金的机构转变成一个具有“申请功能”的机构，它的这一配给权力也进一步削弱。
[119]

 同样地，帕雷和德肯对于英国财政部的研究也发现，尽管财政部仍然是英国政府内部权力无比巨大的机构，但是，最近这一机构也适应绩效预算改革的需要重塑了自己的角色，放弃了原来的那种站在各个部门对立面进行单边控制的角色，而开始与部门开展互惠的协商。
[120]



不过，现在核心预算机构的角色及其职责已经越来越具有弹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在越来越难以像以前那样准确地定位核心预算机构的角色。这主要是因为，它运作的环境以及它所管理的支出也越来越复杂和不同。或许借用凯顿的话，现在的核心预算机构是处于“超预算时代”的核心预算机构，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121]

 现在，各国面临的情况基本相同，即支出要求越来越强，而且随着政府承担的福利责任越来越多，支出的性质和形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各国的支出中，强制性的法定支出(mandatory payments)、赋权型支出(entitlements)以及税式支出(tax expenditures)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些都对核心预算机构的传统角色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这使得核心预算机构的支出控制范围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这也使得它的影响能力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的核心预算机构开始介入部门的政策特权，影响政策重点的确定，例如英国、美国等；另一些国家的核心预算机构则退缩到主要成为一个强大的监督者和信息收集者的角色。
[122]

 在这种情况下，核心预算机构的角色变得越来越不清晰，它对治理的贡献也是如此。
[123]




 二、预算权的分配：集中/分散

在行政预算体制内部，一个关键的制度问题是，预算权应该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图4-1)。目前，预算制度发达的国家主要都是采取集中型的核心预算机构模式，而预算制度不太成熟的国家通常都或多或少地采取分散模式。不过，也有预算制度成熟的国家采取分散模式。


(一)集中型


在集中型模式下，在每级政府内部将预算权集中到一个核心预算机构，并由它在政府内部实施集中统一的控制。在许多国家，核心预算机构就是财政部门或者设在财政部内部(例如英国和法国的财政部)，而某些国家则设置了专门的预算机构来承担预算审查的任务(例如美国的OMB)。在一些国家，核心预算机构或者是放在政府首脑的办公室之下的(美国)，或者在总理办公室之下的(泰国)，或者在计划机构之下(如韩国)，或者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机构(如澳大利亚)，或者是一个独立的部(法国)。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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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预算分配权的分布



在一些实行总统制的国家，例如美国、菲律宾、墨西哥和巴西等，存在一个统一、完整的核心预算机构，而且该预算机构具有非常广泛的权力，除了预算审查之外，它们还具有项目评估、项目管理、经济管理等职能。核心预算机构是政府首脑(总统)的强有力的助手。而在议会制的体系中，如英国、法国和德国，财政部拥有广泛的财政和经济职能，但是以预算审查为主。然而，在这些国家，财政部作为核心预算机构一般不拥有政策发展、项目评估与管理的职能。在这两类体系中，预算审查权都是集中在一个预算机构，只不过在议会体制中，该核心预算机构就是财政部，而在总统制中，有些国家在财政部之外设立了专门的核心预算机构(如美国的OMB)。另外，总统制赋予了核心预算机构更加广泛的权力，而议会制主要是将预算审查权赋予了核心预算机构。
[125]



这种模式有助于在政府内部实行集中统一的财政控制，比较有利于进行总额控制，也比较有助于改进资源配置效率，因为，这有助于将稀缺的资源统筹起来根据轻重缓急进行分配。当然，要实现这些目标，仅仅集中资金分配权仍然是不够的。


(二)分散型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财政部可以进行预算审查，但是仅仅局限于收入和现有的预算，而外国援助、相关的外来资源或者发展支出都在计划部门的控制之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预算过程是零碎的，两个或者更多平等的机构对预算的不同部分负责”。
[126]

 换言之，在行政预算体制内部，预算审查权和预算资金的分配权是由多个权力相等的预算机构所分享的。最典型的是一种“双轨预算”(dual budget)，即一个负责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计划委员会或计划机构负责资本预算或投资预算，而财政部负责经常性或运营预算。在有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埃及)，预算审查权和分配权的分配则更加零碎。一个名义上的中央预算办公室负责运营预算，计划机构负责资本预算，人事机构负责决定雇员数量与雇佣方式，财政部门下面的一个专门机构负责收入预测。
[127]

 不过，分散型的核心预算机构模式在发达国家也存在。例如，加拿大就有两个资金看守者，也即两个核心预算机构。财政部主要负责经济和财政政策，以及税收政策、债务管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确定支出总水平，但是，与其他同属富裕国家的G7国家不同的是，它不详细地审查各个部门的预算。国库委员会及其总负责人负责管理政府的支出，编制支出预算。
[128]



这种模式使得资金分配权分散，有时容易弱化财经纪律，也不利于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此外，在某些情况下还必须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
[129]

 然而，这种协调不是免费的，核心预算机构越多，协调成本也越高。例如，在那些预算分配权极端分散和零碎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埃及)，为了在多个都拥有预算分配权的机构之间进行协调，政府不得不建立一个委员会，所有的这些拥有预算分配权的机构都参与这个委员会，并在这个委员会中就预算问题达成一致和共识，最后再由名义上的核心预算机构将这些“预算”汇总到一起。然而，名义上的核心预算机构对于预算中的许多重要的部分都没有实质意义的影响。
[130]




(三)预算执行中的财政管理权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财政管理权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管理权。这里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是否将财政管理权也集中到一个负责预算编制的核心预算机构。一般的，各国都有国库部门，这一部门一般也都属于财政部。在大部分国家，财政管理权力一般都在财政部，由财政部下面的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同时，财政部另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预算编制。例如，在澳大利亚，财政与行政司主要负责支出预算、项目支出审查以及财政控制的机构，但是，国库司既承担财政管理职责，同时，它也为经济政策制定提供建议。
[131]



然而，美国的财政部，与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的财政部相比，则只有很有限的角色和政策范围，它主要负责预算执行，预算编制是由总统办公室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负责的。
[132]

 这种将资金分配权与财政管理权相分离的模式虽然有助于获得专业性分工的好处，但是，也带来了一定的协调成本。


 三、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机构之间的关系

在预算过程中，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机构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预算关系。从制度上来讲，核心预算机构只是政府首脑在预算领域的代理人。但是，由于核心预算机构控制着资源分配，在政府内部的预算决策中，它就占据了重要地位，无形中获得了一种比其他部门更高的地位。沃肯甚至认为，预算决策中真正的动态过程是发生在支出机构(spender)和预算保护机构(guardians)之间，而不是在政治家和官僚之间。
[133]

 在支出机构和预算保护机构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预算机构是委托人，而各个支出机构是代理人。传统上，这主要是一种资金守护者和支出者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一种申请者和审查者之间的关系。不过，随着不断的预算改革，双方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核心预算机构的角色也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


(一)从层级制到市场制


现代公共预算是一种控制型的预算体制，它在政府内部建立起集中统一的预算控制。制定并实施这些预算控制的机构就是核心预算机构。这就将核心预算机构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转变成一种层级制关系。在这种模式中，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机构之间不是平等的合同双方的关系，而是某种以命令与服从为特征的等级制关系。
[134]

 在这种传统的预算模式下，核心预算机构主要是一个支出控制者。它一般通过两种方式对各个部门的支出进行控制：(1)事前详细规定支出的细目；(2)配置增量。自传统预算模式建立一直到二战后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核心预算机构主要通过事前详细规定支出细目来事前详细地控制部门的活动，随后在预算执行中监督各个部门是否按照事前规定的支出细目进行支出，进而确保支出总额不致失控。通过对增量进行分配，核心预算机构就能够影响政府的支出重点，因为，核心预算机构可以在不引起较大预算冲突的情况下，决定哪些项目的资金可以增加，哪些活动可以开展。
[135]

 20世纪50年以来直到80年代的历次预算改革，都想改变这种预算模式，但是，都没有取得成功。所以，总体上看，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部门之间关系仍然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各种预算改革充其量只是为核心预算机构的支出控制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并使得这种层级制关系更加复杂和精致。概括地说，在这种等级制的预算模式下，核心预算机构主要依赖行为和结果进行测量，全面的监督和评估，标准化的运行程序来约束各个部门的行为，同时，通过设计组织结构来影响预算过程。
[136]



进入20世纪80年代，对于预算机构来说，传统的支出控制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再有效地控制支出总额和影响政府的支出重点。由于各国的公共支出的总规模越来越大，通过控制细目来控制总额的方法已经越来越没有效果。因为支出总额太大，而各个细目太小，而且，各种赋权型支出根本不受细目控制的影响。同时，由于西方各国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支出压力越来越大，赋权型支出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而政治家又不愿意增加税收，基数加增长可以依赖的增量收入变得越来越少，这也使得增量配置这种方式也无法有效地用来确定政府的支出重点。
[137]

 在这种情况下，新绩效预算在80年代兴起。这种新的预算模式使得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部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层级制关系转向合同制关系。其实，即使在传统预算模式下，预算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合同。不过，在传统预算下，这种合同是隐性的，预算机构承诺在需要的时候向部门提供一定数量的资金，而部门承诺将按照预先规定的支出用途进行支出。
[138]

 20世纪80年代的新绩效预算，通过签订绩效合同的方式并在预算执行中放权的，将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部门之间的关系从一种层级制的关系转变成一种合同关系。在编制预算的过程中，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部门的负责人以一种平等的方式就部门的支出重点、活动选择、绩效测量以及所需的预算等进行磋商，最后围绕项目形成的绩效预算实质上就是一种显性的合同。在一些国家，这种预算合同化的色彩已经非常强烈。例如，英国的公共服务合同，新西兰各部部长和部门内各个机构的负责人签订的产出合同，美国得克萨斯州的预算编制甚至采用了“采购”的逻辑，即核心预算机构运用公共资金向部门采购所需的产出和结果。克雷斯腾森在研究了丹麦的预算改革后也认为，将预算看成一系列的合同安排能够为预算改革提供一个有用的基础。
[139]

 他批评说，丹麦的预算改革是一种宏观层次的改革，未能成功地改进丹麦的预算体系。因为，这些预算改革忽略了运用激励合同。虽然在丹麦的预算体系下，在确定的预算目标之下，特定的支出机构拥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是，丹麦的预算体系并没有为预算制定者提供恰当的动机来遵守该预算目标。预算最大化的支出机构存在强烈的动机去故意模糊支出机构的财政状况来保留它的灵活性。为了使得各个部门更加关心绩效，应该运用合同体系来取代传统的等级制预算体系。
[140]




(二)核心预算机构的角色变化


在过去两百年中，随着预算模式的变化，核心预算机构与部门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核心预算机构的角色也在变化。塞缪尔和魏劳比认为，希克所说的预算的四种预算取向也适用于核心预算机构。因此，主要有四种取向的核心预算机构：
[141]

 控制、管理、计划和政策。
[142]

 控制取向的核心预算机构主要致力于削减支出机构的支出，以及限制它们在内部重新配置资源的能力。管理取向的核心预算机构主要致力于促进支出机构改善管理。计划取向的核心预算机构主要致力于帮助支出机构进行预测，建立多年期的项目计划。政策取向的核心预算机构的关注点则从支出转移到了政策变化，它主要致力于鼓励支出部门在它们的支出项目之间进行权衡，而且这种权衡已经成为预算决策的焦点。
[143]



控制职能是预算机构最早的职能，它产生于现代公共预算形成之时。所以，长期以来，在预算研究中，核心预算机构都是被看做是支出的“削减者”和“财政资金的看守者”。
[144]

 例如安东认为，无论支出机构在准备预算时是否真的是扩张性的，预算审查者都认为它们是这样的，从而，预算审查者都会很自然地将自己视为支出削减者。
[145]

 然而，很多研究者都已经对此提出了质疑。例如，阿泼比就指出，在有些情况下，支出的节约可以通过支出得更多来实现。
[146]

 这种观点无疑是很有启发性的。在很多情况下，削减现在的支出或许会带来公共服务质量的进一步恶化，从而增加未来的支出需求。在这些情况下，不对支出机构的预算要求进行削减反而会在将来节约预算支出。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的预算取向逐步转向复杂的组合，已经将管理、计划和政策包括在内。与此同时，核心预算机构也开始逐步地摆脱完全以控制为主的模式，强调其他职能。从70年代开始，伴随着计划项目预算模式的产生及其在各国的推广，核心预算机构开始在政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核心预算机构的官僚也变得越来越像政策分析家。汤姆肯在研究了美国联邦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之后发现，该机构已经从控制取向转向了政策取向。
[147]

 在州一级，美国的核心预算机构也逐渐放弃了它们传统的预算控制的职能，而更多地转向了管理和政策分析。1971年，希克调查的17位州预算负责人更希望他们自己被称着“政策人员”，7个州的预算负责人称他们自己的办公室为“管理协助机构”，没有一个州的预算负责人认为他们的机构主要是在进行“支出控制”。
[148]

 显然，这些预算人员都自视为政策制定者，都在回避传统的财政控制的角色定位。古斯林调查了美国中西部三个州的预算机构后发现，爱荷华州的预算机构仍然是控制取向的，威斯康星州的预算机构则已经是政策取向的，明尼苏达州的预算机构则处在向政策取向的转变中。
[149]

 和塞缪尔一起，古斯林在1997年重新调查了他10年前调查过的三个州，他们发现这三个州的预算机构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向政策取向的转变。在他们调查的三个州，没有证据表明预算机构具有任何显著的管理和计划取向。
[150]

 此外，这些发现都表明，州一级的预算机构及其预算人员必须和各个支出部门一起将各个部门的项目活动和预算优先项目与政府首脑(州长)的政策和支出的优先项目保持一致。

塞缪尔和魏劳比分析了两类预算机构：政策取向和控制取向的预算机构。
[151]

 他们发现，在控制取向的预算机构，预算官员的主要作用是在预算执行中控制支出机构和为它们提供帮助。虽然预算机构的官员也评估和分析支出机构的预算要求来为他们的预算建议提供支持，但是，这只是他们主要从事的预算控制工作的一个方面，他们主要是和各个支出机构而不是政策制定者打交道。因此，这种预算机构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政策距离”是很大的。控制取向的预算机构主要是一个信息提供者和一个支出的监督者。作为一个信息的供给者，它负责向支出机构传达政策制定者决定的政策和预算安排的信息，并把支出机构的支出信息及其绩效传达给政策制定者。在预算形成的过程中，控制主导型的预算机构主要起一个将支出机构的预算汇总成政府总预算的角色。作为一个监督者，它最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对支出进行检查、监督和协调，以确保支出机构的支出行为是符合法律和技术理性，而并不关心支出机构的活动及支出的政治理性和社会理性。即使这种预算机构也会评估和分析支出机构的预算，但是，它关心的是预算要求涉及的数目的准确性(过去和预计的支出的准确性、每个支出细目的准确性等)、格式上的规范性，等等。它审查的重点是项目的投入，而不是产出或结果。它一般先审查预算的连续情况(或预算基数)，然后，集中分析每一个项目下新的预算要求和上一个预算年度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的部分。可见，控制取向的预算机构的预算评估过程比较倾向于传统的分项列支和渐进预算。

政策取向的预算机构既不做完全技术性的分析，也不做完全政治性的分析。这种预算机构中的官员主要是根据问题的以下几个特征，来选择分析支出机构的预算问题。这些特征包括：哪一方面是最迫切的，他们处在预算过程的哪个阶段，以及是否有迹象表明某个问题或支出是或不是州长的优先安排。这种政策取向的预算机构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政策距离”是很短的。当资金宽裕而且财政约束放松的时候，边际效用分析就会被用来将多余的资金分配到某个机构项目而将其他的项目保持在现有的水平。在出现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他们就会要求将资金从重要程度较低的活动重新配置到重要程度较高的活动上去，或者配置到和支出机构的任务至关重要的项目上去。他们发现，政策取向的预算机构会根据州长的政策目标和优先安排，一般会推荐这样的预算，即满足管理良好(技术理性)、有可获得的资源(经济理性)、法律约束(法律理性)、充分考虑政治压力(政治理性)以及支出机构活动的合理性(社会理性)的预算。显然，为了解决所面对的复杂的政策问题，预算审查者不得不运用传统预算官员常用的技术和政治理性之外的各种理性。实际上，塞缪尔和魏劳比就是主张用一种“多理性”预算理论来研究预算问题。总之，随着预算机构开始在政策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预算审查者就开始扮演政策分析者的角色。

核心预算机构在职能取向上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它在预算决策中的角色定位。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预算机构的角色越来越趋于复杂，除了传统的支出削减和信息传递的角色之外，它还具有了政策分析、政策支持的角色。实际上，核心预算机构在角色定位上的复杂化反映了在过去几十年中预算体系在取向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预算体系在取向上逐渐从传统的控制转向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核心预算机构的职能也就逐步复杂起来。以美国为例，在60年代，核心预算机构在角色选择上还是以中立为主的。1969年，戴维斯和莱普里发现，在美国联邦政府各个支出机构预算官员的眼里，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对于支出机构项目的态度有支持(advocacy)、中立(neutrality)和敌意(hostility)，其中中立是常态。
[152]

 但是，将近30年后，汤姆肯发现，从支出机构的角度来看，美国联邦政府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承担着更加复杂的角色，它最少履行着四种不同的角色
[153]

 ：

支出削减者(cutter)。在不存在政治迫切性的情况下，核心预算机构的主要职责是通过削减各个支持支出机构的预算要求来控制其扩张的冲动。

中立的政策分析家(neutral policy analyst)。核心预算机构的主要角色是为政府首脑将预算决策进行简化，从而提高行政决策的质量和理性水平。

信息管道(conduit)。核心预算机构是连接政府首脑和各个支出机构的纽带，它负责将支出机构的预算要求、生产成本的信息、绩效的信息汇总、分析，然后传送给政府首脑，同时，它也负责将政府首脑对于支出机构预算的要求向各个支出机构传达。

政策支持者(advocate)。核心预算机构不再是中立的政策分析家。它有着自己的政策偏好，并根据这种政策偏好来进行预算决策。核心预算机构的这种新角色被一些人认为是将预算机构的角色“政治化”，从而损害了它在履行政策分析者和信息管道时所具有的“中立”。

塞缪尔和魏劳比研究了美国州政府的核心预算机构后也发现，核心预算机构和预算审查者承担着多种角色
[154]

 ：反对者(adversary)、信息管道(conduit)、协助者(facilitator)、政策分析者(policy analyst)和支持者(advocate)。

反对者

这是核心预算机构的传统角色。作为支出机构预算要求(项目及其数额)的反对者，核心预算机构一般对支出机构的支出估计及其提供的成本信息不是很信任，所以，它们倾向于对支出机构的预算要求持否定的态度，从而在预算评估中会削减支出机构的预算要求。为什么核心预算机构会明显地对支出机构的预算要求持有否定的态度呢？正如安东指出的，对于核心预算机构的这种削减支出的偏好，不能仅仅从核心预算机构对于支出机构的不信任来解释，而应该考虑核心预算机构这样行动的个人和政治利害。他指出，自现代预算体系产生以来，人们都期望核心预算机构能够有效地削减支出机构的支出，因此，如果核心预算机构没有能够有效地削减支出机构的支出，这就会动摇它们作为一个专业化的预算评估、审查机构存在的基础，从而危及核心预算机构本身以及预算官员的工作。
[155]

 尽管核心预算机构现在承担做越来越多的新角色，许多研究都发现，核心预算机构仍然保留着这个传统角色。
[156]



信息管道

有些核心预算机构的审查者认为他们自己是中立的信息管道，他们认为自己既不是支出机构的反对者，也不是支出机构的支持者。当然，他们也意识到在预算过程中维持这种中立是非常困难的。

协助者

和那些将核心预算机构视为信息管道的预算官员相比，那些当自己是协助者的核心预算机构的官员一般比较积极地帮助他们管辖之下的支出机构形成技术上合理的预算要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支出机构的支持者。因为，他们仍然十分看重自己在预算过程中的“中立”地位。他们会以一种积极的、正面的态度而不是敌对和不信任的态度去建立与支出机构的关系。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是来帮助支出机构通过预算要求的，他们也不会帮助支出机构推销其预算要求。他们主要致力于在技术上帮助支出机构形成预算要求，帮助支出机构评估它们的预算，帮助支出机构以一种比较客观的方式提交预算要求。当然，采取协助者角色的预算官员常常会面临角色冲突。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发现自己必须履行核心预算机构传统的“看门人”的角色。 政策分析者

现在，很多预算审查者都将政策分析引入了预算决策，尤其在那些政策取向的核心预算机构中。然而，分析政策导向型的核心预算机构及其官僚所面临的一个困难是：不是只有一种政策分析，也不是只有一种政策分析者。梅尔茨纳识别了三种政策分析者：技术员型的、政治家型的、企业家型的政策分析者。技术型的政策分析者的主要活动是研究，严格遵循某种内在的质量标准。他们一般认为政治是非理性的，因而在政策分析中会忽略政治因素。政治家型的政策分析者关心的是取悦他们的政治上的客户，他们一般不像技术型分析者那样掌握分析技术，他们主要依赖于沟通和协调的技术。企业家型的政策分析者实际上(或者企图)综合前两种政策分析者的技能和取向。一方面，由于他们有着一种知识是一种权力的信念，他们不会让他们的直接客户约束自己，他们在很多情况下是将公共利益当成他们的客户。但是，他们也不像技术型的政策分析者那样视政治为政策约束，他们常常将这些政治约束转化为政治机会。他们的长远目标是和客户建立长期的良好关系，而不是事事顺从政策客户。虽然在预算决策中政策分析型的预算审查者扮演者复杂的角色，但是，他们的主要特征是“价值客观”和“客户服务”。实际上，这些预算审查者承担的角色与客户取向的政策分析者最接近，尤其与“客户顾问”型的政策分析者最接近。他们一方面非常看重自己的客观中立，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充分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合法性来源于他们的客户或政治委托人。他们的成功主要是看他们为政治委托人提供的政策建议是否有助于政治委托人在预算交易中增加自身的讨价还价的权力。最后，这一类的预算官员常常发现，他们在从事政策分析的同时，也承担着敌对者和协助者的角色。

支持者

在调查中，许多预算官员都指出，在过去他们主要是支出机构的敌对者，但现在他们重新调整了自己的角色，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支出机构的支持者。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不再对支出机构的预算要求说“不”，而是说他们尽可能地采取合作的方式来与支出机构一起发展它们的预算要求。许多研究都表明，核心预算机构能否真正履行支出项目支持者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心预算机构及其预算审查者与支出机构之间是否形成了某种良好的、互相信任的工作关系。


(三)建立合作与互信


尽管职能分工不同，但是，支出机构与预算机构都是公共机构，它们共同构成了政府本身。无论是预算编制还是预算执行，都有赖于两者密切合作。完全依赖核心预算机构单方面的控制，不仅成本极高，而且效果不佳。正如美国某州政府的预算官员所说的：“我们非常地依赖机构来提供准确的信息。如果它们选择不合作的话，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使我们的工作陷入绝境。”
[157]

 同时，许多研究都发现，在预算机构与支出机构之间的互相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158]



然而，两百年的预算史表明，要在两者之间建立合作与信任是十分艰难的。在预算制度上，支出机构被设定为资源申请者，核心预算机构被设定为审查者。因此，在预算过程中，它们之间常常在目标上存在着冲突。支出机构常常希望增加支出，而核心预算机构主要关注于控制支出。此外，核心预算机构和支出机构在达成目标的手段上也存在着差异，这会导致它们之间出现利益冲突。
[159]

 同时，两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在通常情况下，支出机构作为公共服务的生产者对于真实的生产成本在信息方面的确拥有先天的优势。支出机构经常利用自身的这种信息优势来实现扩张本部门的预算，而核心预算机构则通过在事前详细地审查部门的预算(例如，挤“水分”)来加强对支出机构的控制。长期以来，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机构之间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战争”，都是围绕着信息展开的。这些年来，在各国国家，核心预算机构都在努力地提高自己收集和分析预算信息的能力。同时，在长期的与支出机构讨价还价的预算交易过程中，核心预算机构也累积了关于各个支出机构活动及其成本的“历史信息”。但是，这充其量只能缩小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机构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而不能消灭这种不对称。

在传统预算模式，核心预算机构一般采取事前详细审查部门各项支出的方式来实施控制，其职能主要都是削减支出。核心预算机构的这种职能定位实质上反映了核心预算机构对支出机构的不信任，而这又进一步激发支出机构的对策性行为。此外，核心预算机构采取的详细的事前审查方式使得预算官员必须与部门详细地讨论每个投入的具体内容。然而，这不仅使得核心预算机构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更加明显，而且使得核心预算机构被淹没到部门提供的各种对策性的细节之中，而无精力关注整体性的、宏观性的大问题。
[160]

 总之，长期以来，双方之间的关系常常就是一种围绕着支出细目的“猫和老鼠”的关系，相互间的合作与互信程度很低。

当然，并不是在预算周期的所有时间内，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机构都是敌对的。在预算刚刚制定之时，支出机构尤其是那些预算要求没有得到很好满足的支出机构就会将核心预算机构视为敌对的，因为，它们可能会认为预算的削减是核心预算机构向政府首脑建议的。然而，如果支出机构接受了政府首脑的预算方案后，它们就可能会与核心预算机构紧密合作来为它们的支出进行辩护，例如，在议会内部为它们的支出进行辩护。在预算末期，支出机构可能就会比较主动地与核心预算机构进行合作。它们这样做是为了在下一个预算年度获得核心预算机构的支持。
[161]



20世纪50年代以来，尽管一些国家的核心预算机构都已经开始向计划或政策导向的核心预算机构转型，但是，它们都仍然履行着“财政资金保护者”和“看守者”的角色，经常不得不削减支出机构的预算要求，尤其在资金紧张是更是如此。尽管支出机构在某些条件下也会接受甚至主动选择支出削减，但是，支出机构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支出扩张(至少维持现有支出水平)的动机。总体上，这些改革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80年代以前的预算改革主要是核心预算机构施加于支出机构的，缺乏支出机构的参与，进而未得到赢得各个支出机构的支持与合作。实际上，这些改革未能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支出机构的合作。

80年代以来实行的新绩效预算改革，重构了预算模式，也重构了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机构之间的关系。与以前的预算模式相比，这种预算模式也许更能激励合作，并在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机构之间建立一定的信任。在这一预算模式下，核心预算机构放弃原来的那种详细的事前控制。这使得核心预算机构从各种细节中跳出来，更多地关注于帮助支出机构确定支出重点以及总额。同时，在这种预算模式下，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机构之间不再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不信任关系。在编制预算的过程中，双方在一种平等的协商关系中讨论部门的支出及其绩效以及如何不断地改进绩效，而不再是原来的那种支出增加与削减支出的博弈。在预算执行中，核心预算机构将支出控制的权力下放到各个部门。这种放权显然就是基于一种信任，也将信任植入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机构的关系之中。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核心预算机构完全放弃了控制。一方面，核心预算机构只不过选择了新的控制方式——控制部门的总额，控制部门支出的产出和结果；另一方面，需要的时候，核心预算机构可以很方便地回到以前的那种事前对部门支出进行详细的控制。
[162]

 例如，新西兰在实行了这一预算模式后，信任变成了预算过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核心预算机构的组织文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许多财政部长都鼓励预算官员和各个部门建立公开的、良好的、建设性的关系，通过提高预算官员的职业主义，尤其是预算官员的预算分析和政策分析水平，为各个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在这种新的关系中，“预算决策的基础从财政部形成秘密和规则转变成一个良好的管理必须具备的公开和商业标准”。这使得核心预算机构失去了以前的那种建立在控制之上的权威和特权，在这种新的组织文化中，核心预算机构的管理者开始意识到，他们权力的合法性“更多的是来源于他们的分析能力以及为各个部长提供各种解决问题的合意的办法之能力”。
[163]



当然，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机构之间的关系还受预算环境影响，主要包括环境的确定性和财政资金的宽裕程度。当预算环境充满不确定性或者财政资金非常紧张时，核心预算机构和支出机构之间的关系就会比较紧张。在经济贫穷或者经济处于萧条时期，财政资金都会比较紧张，支出机构会发现它们的许多预算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核心预算机构也不得不进行更大幅度的预算削减。此时，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机构之间的关系就会比较紧张。在预算环境充满不确定性时，即使支出机构能够成功地在预算制定的过程中获得一笔预算，但是，预算承诺很难兑现。在这种预算环境中，支出机构与核心预算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信任就会下降。正如韦伯和瓦尔达沃斯基指出的，“确定性将激励机构与核心控制者合作……因为，财政部承诺支付预算中通过的数量，支出机构会限制它们的预算要求和努力在拨款之内安排活动”。
[164]

 但是，他们进一步指出，当环境出现不确定性时，支出机构就会变得不愿意和预算机构进行合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机构之间的隐性合同就很难维持，核心预算机构一般很难履行它对支出机构的预算承诺。韦伯和瓦尔达沃斯基这样写道：

一旦隐性合同破裂，一系列的结果就会出现。因为财政部不能确保同意配置的数量，支出机构的政治活动就会增加，不仅是为了获得所要求的东西，而且是将它保持住。如果预算的信号是“如果你能够的话，抓住它”，那么，提前适应就是不明智的，这就导致延迟的决策，也增加了不确定性。一旦这种不确定性出现，感到无法容忍的支出机构就会通过要求更多的拨款(以保证削减之后仍然有更多的拨款留下来)来企图逃避事前的约束。于是，最初的投标(initial bids)作为一个测量机构预期的标准就变得很不可靠。
[165]



面对这种环境不确定性，支出机构与预算机构合作的动机就会削弱，从而就会试图绕开这个充满相当多的不确定性的“拨款过程”，例如运用预算外、“后门支出”(backdoor spending)或者赋权型预算(entitlements)等方式来保障自己部门的预算需求。


 四、核心预算机构的预算决策

许多研究都发现，核心预算机构在预算决策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有时，这种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首先，核心预算机构推荐的预算在通常情况下都会被政府首脑接受。例如在美国的州政府一级，在核心预算机构推荐的预算方案中，大约95％的方案都被州长接受了。
[166]

 在美国的州以下的地方政府，塞缪尔也发现预算机构推荐的预算平均有95％都被城市经理接受了。
[167]

 其次，即使将议会的影响也考虑进去，预算机构的影响仍然是不可低估的。在某些情况下，尤其在存在非常强的行政预算体系的预算过程中，核心预算机构的影响甚至可以是非常大的。例如，史密斯和柏多茨在研究纽约市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机构(主要包括税收与财政局和精神障碍与发展缺陷办公室两个支出机构)之间的关系后发现，该市的核心预算机构推荐的预算拨款与最后议会通过的实际预算拨款之间只出现很小的变化，如表4-1。
[168]



表4-1　纽约市预算机构的推荐拨款和议会实际拨款　拨款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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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Smith， Robert&Mark Bertozzi. 1998. Principals and agents：An explanatorymodel for Public budgeting. Journalof Public Budgeting， Accounting&Financial Management Vol.10， No.3：325-351。



在制定预算的过程中，公共预算决策包括三个层次的预算决策。
[169]

 在不同层次的决策中，核心预算机构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第一层次的预算决策主要涉及调整支出机构的预算基数，因此它将影响很大数量的支出。它的目标是确定“连续的预算”(continuation budget))或继续为某一机构提供预算资金的成本，即是否接受现在拨给官僚机构的支出水平作为预算基数来形成下一年的预算。这一层次的预算决策主要关心，在没有出现政策变化的情况下，是否允许某个支出机构继续提供现有的公共服务水平。一般的，核心预算机构的预算审查将影响着这个领域的大多数决策。
[170]

 虽然渐进预算模型假定机构的预算基数通常会被接受，但是，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官僚机构现在的预算支出会被拒绝成为下一年的预算的基础，而在这些情况下核心预算机构都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71]

 ：

官僚机构现在获得的支出可能是一次性的支出。在这种情况下，核心预算机构及其预算审查者就会(而且也必须)重新审查这种一次性的支出是否仍然是必要的。通常情况下，这种支出应该从预算基数中剔除。核心预算机构及其预算审查者必须确保在测算某一机构明年的预算时已经将这种支出从连续的预算基数中剔除了。

在某些情况下，政府首脑可能会决定一个支出削减水平。此时，核心预算机构就会根据政府首脑的要求制定和发布预算指示，要求官僚机构提交一个预算基数削减的方案，即将现在的预算拨款削减比如3％到5％。在财政资金紧张的情况下，这就可以达到削减总支出的目的或者将从某一个机构节约下来的资金转到另一个机构去。核心预算机构还要负责分析和调查削减官僚机构的预算对于机构运行的影响。由于后一项工作主要是由核心预算机构的预算审查者承担的，所以，官僚机构对付这种支出削减的最佳办法是与预算审查者结成联盟。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支出机构逃避支出削减的难度就会很大。另外，即使不存在财政资金紧张，政府首脑也会采用支出削减来迫使支出机构显示它们的支出的优先顺序。在这个过程中，核心预算机构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层次的预算决策涉及微小的政策和预算调节，它常常涉及这样一些决策，如在支出项目中加入一个人事职位或者为大型的设备和建筑的改建增加资金投入。这一类预算决策通常称为“预算改进”(budget enhancement)的决策，因为它增加或改变了一个机构支出或服务的水平。
[172]

 在这一领域，核心预算机构及其预算审查者仍然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核心预算机构及其预算审查者关于政策和预算变化如何影响支出机构的信息和分析对于政府首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核心预算机构在这一方面的建议对于政府首脑的预算决策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另外，大部分预算决策都是发生在这一领域，因为支出机构总是倾向于要求增加预算拨款。此时，核心预算机构就承担起非常重要的看门人的角色：仔细地分析支出机构的预算要求，确定它们是否有内在的价值，是否值得纳入预算日程。
[173]



在古斯林的预算发展模型中，第三层次的预算决策包括重大的而且显著地改变预算基数的政策决策。
[174]

 在这个层次的预算决策中，核心预算机构所起的作用一般比较小。
[175]

 这或许是因为，这一层次的预算决策实际上已经是政策决策，主要是由政治家控制的。在面临重大的政策转型时，这种预算决策就会变成最主要的预算决策。此时，常常需要剧烈地调整既得利益的分配格局，因而导致的预算冲突和政治冲突都是非常大的。此外，正如凯顿和瓦尔达沃夫斯基的研究指出的，各个政治力量之间在根本性问题上达不成共识时——例如美好的社会应是如何的？政府应该发挥何种作用？——预算决策常常就是这种类型的决策。
[176]



决策者对待风险的态度将会影响到决策本身。现有的预算文献都认为，像核心预算机构这样的预算控制机构一般都是高度风险回避的，特别是在支出的估计上。
[177]

 在这些研究者看来，核心预算机构的风险回避倾向是因为它们所面临的激励结构和各种制度约束，而不是因为它们是内在地风险回避的。他们认为，在现有的制度下，成功地在收入和支出之间形成某种配置，并能实现预算平衡的预算控制者就会得到奖励。这种倾向最集中地反应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的这样一些倾向：形成一定的剩余以便运用到不可预测的事件上去；将财政责任转移到其他层级的政府或私人部门或者将来的政府；过分强调支出预测的确定性而不是服务或产出的数量和质量。
[178]

 由于核心预算机构及其预算官员的风险回避偏好，所以，核心预算机构及其预算官员常常会过度容忍技术上的低效率和支出机构在预算要求中放进的宽松的预算。正如琼斯指出的，由于预测未来存在高成本和不确定性，因此，宽松的预算是一种非常经济的手段，它也能降低组织及时应付变化的环境的成本。
[179]

 从这个意义上说，宽松的预算并不一定是浪费。然而，这里面的问题是，由于存在风险回避的倾向，核心预算机构常常会容忍过度的宽松的预算，进而容易容忍某些浪费。

正如支出机构在编制预算的过程中存在一个策略的选择问题一样，核心预算机构在预算决策中也会发展出各种策略。有一些预算策略是相当标准化的，而另一些策略则是为了对付支出机构的预算策略而发展出来的“反策略”。正如林奇教授指出的，对于核心预算机构来说，最安全的预算策略包括：降低预算增加、质疑隐藏的收入、削减不重要的项目、采用延期的办法。
[180]

 虽然在预算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增加预算拨款的压力，而且某些项目的政治支持是相当强的，但是，如果预算体系允许公开讨论预算增长的合理性，那么，对预算增加的要求进行削减是可以达成的。质疑隐藏的收入是指尽力地调查和识别出隐藏的收入，例如运用前一年的财政拨款或者使用现在的政府资产而不是购买新的资产。这种方法将发现一些可以运用的节余，从而可以用来抵制支出机构增加预算的要求。
[181]



不过，古斯林的预算发展模型忽略了另一层次的预算决策，即预算执行阶段的预算决策。
[182]

 在这个层次的预算决策中，核心预算机构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83]

 尤其是在传统的外部控制模式更是如此。在传统的外部控制体系中，尽管部门已经获得授权使用预算中安排的某一数量的资金开展某项活动，但是，支出部门的负责人作出的支出决策还不是最终有效的，这一决策必须经核心预算机构相应的预算官员审查同意后，实际的支出才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核心预算机构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还要做出大量的预算决策，进一步审查支出部门的支出决策是否符合详细地分解了的预算，是否合理合法，是否符合政府各种规章制度的规定，进而决定是否同意支出部门开始支出。不过，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支出控制主要依赖内部控制，核心预算机构对预算执行过程的介入开始减少。80年代以来的新绩效预算使得核心预算机构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的介入程度进一步下降。

核心预算机构在预算决策中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取决于它在预算过程中拥有的权力。自现代预算确立以来，核心预算机构一直处于现代预算的命令与控制体系的中心，这使得它获得了一种正式的制度权力，而且控制资金这一点也使得它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此外，这个机构尤其是其负责人常常会获得非正式的权威。这主要是因为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常常是政府首脑最亲信的人。正如国会议员约翰·南切·加纳(John Nance Garner)在1921年《预算和会计法案》颁布前夕所说的：“预算行政官员可能并不优秀，但他是总统的手下。(核心预算机构)也许绩效并不理想，但只要(总统)下决心任用一个人，这个人又尽职行事，那么他就会成为政府行政部门的二把手。”
[184]

 美国预算局的一位负责人是这样描述核心预算机构负责人的：这个人“在总统的助理当中是独一无二的”；他是“总统潜在的一位极其重要的助手”；并且这个人是“根据法令和行政命令并基于非正式关系来发挥其职能作用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人本身特有的个性，一些负责人自身表现非常杰出并成为对总统极其重要的人物”。
[185]

 不过，核心预算机构在预算决策中发挥多大的作用还取决于它是否有足够的专业人员。如果它只有很少的雇员，那么，它就不可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反之则能发挥很大的作用。表4-2提供了一些国家核心预算机构的人员编制情况。

其中，最重要的是专门从事预算的人员，尤其是从事预算分析人员的人数及其在机构总人数中的比重。这类人员越多，他们在机构总人数中的比重越高，核心预算机构在预算决策中发挥的影响越大(表4-3)。

表4-2　各国核心预算机构的人员编制(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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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anna， John. 2003. Introduction：The Changing role of central budgeting agencies. In Wanna， John， Lotte Jensen，&Jouke de Vries. Eds. Controlling public expenditure：The changing roles of central budget agenciesbetter guardian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xxxviii。



表4-3　美国各州核心预算机构的人数及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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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ASBO， Budget processes in the states(January， 2002)，转引自侯一麟、马骏、吴建南：《中国试行绩效预算过程中预算机构的角色转换》，见刘昆主编《绩效预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五、中立性问题与政治化的预算机构

核心预算机构及其预算审查者的角色从控制者转变到计划者再到政策分析者的过程，尤其是核心预算机构成为支出机构项目的支持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其中，最大的一个争议就是中立性和政治化之间的争议。在这个过程中，核心预算机构开始被“政治化”，从而偏离了它早期的中立地位。

在许多国家(包括发达的工业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早期，核心预算机构都主要是政治中立的。公务员制度更进一步为核心预算机构的这种政治中立的角色提供了强大的制度支持。在公务员制度下，核心预算机构的预算官员主要都是由职业性公务员而不是政治任命的官员组成。在这样一种制度结构下，由于在核心预算机构工作的预算官员的职业生涯都是不受党派变动影响的，因此，在预算审查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够提供独立的、比较客观的专业判断，尤其当他们能够广泛地运用专业的分析手段来进行预算审查时，更加如此。预算官员从而也成为一群具有“中立的能力”的技术精英。

但是，在许多国家，20世纪中期以来，在核心预算机构逐步成长为预算过程中最主要的角色的同时，它的这种政治中立性也在逐渐地被侵蚀。主要是由于两大原因，各国的核心预算机构都逐渐地被政治化：(1)核心预算机构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政治任命的官员而非公务员所充斥；(2)随着各种理性预算改革的实施，核心预算机构越来越多地卷入政策制定。
[186]

 专栏4-1介绍了美国联邦预算机构在这方面的情况。

核心预算机构的政治化使得核心预算机构的高级官员经常在预算过程中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要利用核心预算机构独特的专业资源为政府首脑以及其他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客观、中立的专业性分析；另一方面，他们必须保持政治敏感和政治忠诚。而这两种价值观之间经常会存在冲突。
[187]




专栏4-1　美国联邦预算机构


在美国，从1921年到1971年，总体上来讲，尽管预算局(Bureau of Budget， BOB)——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ing， OMB)的前身——经常为总统办公室提供各种关于敏感的政治问题的建议和分析，它基本上是政治中立的。因为，在该机构的高级官员中，只有三到四个是政治任命的。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预算局的这种政治中立地位就开始受到怀疑，一些总统(如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开始质疑预算局的官员是否真的是政治中立的，他们感到这些预算官员与以前的政府的政策联系非常紧密而对新总统的政策提议没有回应。他们于是开始在预算局中安排自己信得过的人员，从而开始了将预算机构政治化的过程。在1971年，尼克松总统将预算局正式地改为管理与预算局(OMB)。虽然尼克松总统强调管理与预算局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和执行项目而不是制定政策——这似乎是强调预算机构的政治中立，但是，他同时将许多非职业性的政治任命的官员安排到该机构各个项目部门的领导职位，从而进一步正式地将该预算机构政治化。

资料来源：Axelrod， Donald. 1988. Budgeting for modern government.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pp. 72-74。


 第五章 政府首脑

总统是国家这条船的船长，要使得他是对人民负责的，人民以及人民的代表必须控制燃料。

——Cleveland
[188]



政府首脑是行政预算体制中最终的决策者。在现代预算中，政府预算是由政府首脑向议会提出的，在预算批准后，由政府首脑负责预算执行。不过，政府首脑在预算过程中的作用既取决于政治体制，尤其取决于立法和行政之间的权力分配，也取决于具体的预算体制，例如是否建立了行政预算体制，预算体制的职能取向，实行何种预算资金分配模式，等等。随着各国的预算改革越来越强调整合计划、政策与预算，政府首脑在预算过程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其介入影响预算资金分配的方式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一、行政预算体制的建立

由于资金相对于支出要求来说总是短缺的，因此，在预算过程中，必须设置一个程序来对各个支出机构的预算要求进行评估和筛选，同意某些预算要求并拒绝另一些预算要求。换言之，必须对官僚部门的预算要求进行审查。在现代公共预算中，由于议会是人民的代议机构，因此，无论是总统制国家还是议会内阁制国家，都强调议会在预算中拥有最终的审查和批准权力。然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谁可以向议会提出政府预算？这不仅是一个预算制度问题，也是一个关键性的宪政问题。在一些议会拥有非常大的预算权力的国家，例如美国，议会可以自己提出预算，但是，即使在这些国家，提出预算要求的主体仍然是政府。然而，这又进一步带来一个问题：在政府内部，是由各个部门分别向议会提出预算要求，还是由政府首脑提出一个整体的政府预算？如果采用前一种模式，那就是一种分散型或碎片化的预算形成机制，如果采用后者，那就是一个集中型的预算形成机制。

目前通行的做法是一种集中型的预算形成机制。在各个国家，政府各个部门的预算在提交议会进行审查之前都要由政府首脑在核心预算机构的协助下进行审查，然后汇总成一个整体的政府预算由政府首脑或者以政府首脑的名义提交给议会审查、批准。在议会通过预算后，政府首脑负责执行预算。这即是所谓的行政预算体制。行政预算体制赋予政府首脑审查并提出整体的政府预算的权力与责任以及执行议会通过的政府预算的权力与责任。正如罗伯特·李和约翰逊2002指出的，行政预算体制是一种保障政府责任的预算体制。这种预算体制在赋予政府首脑预算权力的同时也要求政府首脑在预算过程中承担起对公众的受托责任。
[189]



这种保障政府责任的预算体制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英国的《大宪章》时代。不过，在当时，责任和预算的重点是在税收权上。诚如罗伯特·李和约翰逊2002所说的，《大宪章》并没有制定完备的预算，它的重点是确保握有行政权的王权在税收行为上是负责的。1787年，英国国会制定《英国统一基金法案》，初步确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预算体系。1822年，政府第一次向议会提交了一份完整的收入和支出报告。这一做法反映了对于预算过程中行政责任的关注。
[190]

 19世纪，当现代公共预算在欧洲大陆形成时，各个欧洲国家都建立起了行政预算体制，明确赋予政府首脑编制一个全面反映政府活动及其成本的政府预算，并向议会提交。在当时的改革者看来，这就使得政府首脑可以履行他对公民和议会的责任。
[191]

 可见，建立行政预算体制是公共预算制度的一个主流趋势。不过，18世纪至19世纪的美国是一个例外。

美国在18世纪末建立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时，也对政府的行政责任非常关注。不过，美国公共预算早期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税收方面，对于支出程序的规定则比较含糊。关键地，美国宪法并没有正式赋予总统在收入和支出上的权力。这使得美国未能建立起行政预算体制。当然，在宪法实施的最初十年美国是有机会建立行政预算体制的。但是，由于一些特殊的事件，行政预算体制最终未能建立起来。1789年的财政法案在联邦政府内部建立了财政部，并授予财政部长“整理并准备增加收入计划……(及)准备并报告公共收入和支出评估”的权力。而且，当时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也是一位非常强势的政治家，在政府预算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领导作用。虽然法律并未赋予财政部长在准备预算时推荐项目和否决项目的权力，但是，汉密尔顿事实上行使了这些权力。汉密尔顿的强势引起了美国国会加强对预算的控制。为了减少政府尤其是财政部门的自由度，美国国会采取了分项列支的拨款模式，对各个支出的资金用途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定。而且，国会开始绕开财政部直接与各个部门协商预算。其结果，预算编制就成为立法机构的专有职能，并且，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1921年以前，议会都是美国预算过程中最有权力的机构，总统并没有在预算过程中发挥直接的作用。他不能审查各个部门的预算，进而不能审查各个部门的活动选择及活动成本的估算，不能将他的政策意图完整地贯彻进预算资金的分配，不能将所有的政府部门按照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那样管理起来。在这种议会支配型的预算过程中，议会就非常偏好一种对它来说直接和简单的预算审查模式，它要求政府的各个支出机构直接将预算要求提交到议会而不用经过政府首脑审核。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美国财政部表面上看像一个预算机构，但是，它实际上只是一个预算传达室，负责将各个部门提出的请求拨款的预算申请汇总后提交议会审批，而不能进行任何修改。总之，在这种模式下，政府首脑(总统或州长)及其财政部门根本无法在政府内部进行预算控制，进而使得各个部门对政府首脑负责。这种将预算审查权完全交给议会并排除政府首脑的预算审查模式充分反映了美国政治文化对于强大的行政权所持有的一种强烈的怀疑，也源于美国人对选举制度的迷信。美国人倾向于认为，既然美国没有君主而且选举制度运转正常，那么，美国就不需要欧洲的那种行政预算体制。
[192]



20世纪初，行政预算体制越来越成为主流的行政预算形成模式。当时，欧洲的英国、法国和德国，政府首脑(如首相或总理)在议会制度之下对于预算拥有非常大的控制权。而在同一时期，美国的预算过程仍然是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议会主导的预算模式。随着城市化和政府规模的扩大，越来越明显的情况是，仅仅依靠选举制度已经不能确保官员会对人民负责，还需要一个控制制度来控制官员的活动，以使得他们对权力的使用是负责的。而这需要在政府内部建立集中的预算控制。由于没有行政预算体制，美国实际上没有预算，没有一个能够全面而详细地反映政府活动的预算，政府进而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政府”。
[193]

 所以，在20世纪初，进步时代的改革者纷纷呼吁进行预算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建立行政预算体制。这一改革最初在纽约市开始，很快在其他的美国城市推开，进而影响了州一级的预算改革，最后这一改革毕其功于20世纪20年代。192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921年预算和会计法》，赋予总统在预算制定方面的权力与责任，使得总统可以直接影响政府支出决策，从而在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了行政预算体制。在1921年的预算改革中，总统获得了对于政府各个支出机构的预算要求的审批权，所有支出机构的预算要求必须先在政府内部由政府首脑批准之后才能提交议会进一步审查。在20年代末期，大多数的州政府也建立了行政预算体制。
[194]

 当然，并不是所有州政府都实行了行政预算体制。一项关于美国州一级公共预算的研究发现，在某些州，并没有建立行政预算体制，立法机构仍然继续主宰着预算决策过程。
[195]



行政预算体制的建立极大地扩大了政府首脑的预算权力，使得政府首脑可以通过行政预算体制将自己的政策目标贯彻到预算资金的分配上去，同时也使得政府首脑可以控制各个支出机构的支出决策。行政预算体制的建立也在政府内部扩大了核心预算机构的权力，该机构主要在政府内部协助政府首脑审查各个支出机构的预算。行政预算体制的建立，既有助于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一种纵向的问责机制——这是政府对议会负责的基础，又有助于提高预算体制的理性化程度。
[196]

 现在结合美国进步时代改革前后的经验，对此进行分析。

首先，在议会直接审批部门预算的预算体制下，预算过程是碎片化的，而行政预算体制结束了这种碎片化，增强了预算过程的理性程度。在以前议会主导型的预算体系中，各个政府部门直接将预算要求提交给议会，通常情况下，政府部门向议会提交一个预算总额，然后和议会的各个委员会以及拨款委员会进行讨价还价。议会对于每个机构的预算要求逐一审批，有时甚至对于每个项目进行逐个审批，而不是对一个统一的预算进行投票。此外，政府各个部门不是同时将它们的预算估计提交给议会的，它们在不同的时候将预算估计提交给议会。而且，预算格式也不统一，预算科目体系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分类。
[197]

 显然，这是一种非常碎片化的预算过程，这样一种预算审批的过程涉及非常高的交易费用。而且，在这种预算模式下，收入和支出经常无法衔接起来。所以，以美国为例，当时的许多预算改革者都将这样一种预算过程视为低效率的。然而，在行政预算体制下，各个支出机构的预算要求在经过政府首脑的审批之后，就会汇编成一个统一的政府预算，议会只需对这个政府总预算进行表决，因此大大地提高了效率，也有利将收入和支出总额衔接起来。

在美国建立行政预算体制的时期，也是美国公共行政学诞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以效率为核心的行政价值逐渐取代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政治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行政预算体制的建立获得了这种行政价值的支持。正如希克所说的：

行政战胜政治使得公共预算获得了一个一致的价值结构。行政预算被作为一个改进政府效率而不是一个将权力从议会重新分配到政府首脑的东西而被提倡。事实上，行政价值是如此地占有主导地位，以至于美国各级政府的议员都自愿地放弃了权力，将预算过程中的权力赋予了政府首脑。
[198]



其次，行政预算体制有助于约束议会机会主义。在一种议会绝对主导的预算体系中，预算审批权完全垄断在立法部门手中。预算审批权的垄断使得政府首脑无法约束议会在预算审批上的机会主义行为。议会在预算上的机会主义行为主要体现在它不能很好地自我约束，从而导致支出的不断膨胀。因为，议员的一个主要动机是再次当选，为此，他们就必须能在任期内为他们的选区和政治支持者提供某种好处。因此，议员们就会互相为对方的支出项目提供政治支持，从而导致政府支出的增加。因此，这并不是一种最优的预算制度。以美国为例，实行国会主导型的预算体系的一个结果是支出的不断增长。在19世纪最后1/3的时间中，政府支出介于2亿美元和4亿美元。然而从1899年到1912年，年度的政府支出已经高达5亿至7亿美元。所以，1921年建立行政预算体制的一个目标就是通过扩大行政首脑在预算审批上的权力来控制开支。
[199]

 行政预算体制的建立将提出政府预算的权力——实质上是提出活动的权力——赋予政府首脑，从而使得议员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通过政府部门提出自己希望开展的活动再自己批准。这就有助于控制支出的增长。

第三，行政预算体制的建立使得政府首脑获得了在政府内部形成和协调预算要求的控制权，并可以将政策目标与预算决策结合起来。
[200]

 在议会各个委员会逐一审查、批准各个政府部门预算的预算体制中，议会控制了预算过程，政府首脑被排除在预算过程之外。政府首脑不能在各个部门提出的预算之间进行协调，不能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也不能修改这些部门提出的预算，因而无法将自己的政策意图贯彻于各个部门的预算，不能将各个部门的支出汇总后与可获得的收入进行比较以确保预算平衡。
[201]

 相应地，即使在政府内部设置了预算机构(或者财政部门)，它也没有真正的预算审查的权力。预算信息是从支出机构直接流向议会，议会可以通过对预算信息的内容、格式和流程进行规定来控制预算过程，进而控制预算决策。因此，在这种模式下，政府首脑的政策目标根本无法融入预算，政府也就无法形成一种整体的政策并获得预算支持，整体性的政府预算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一系列代表部门利益的、零碎的预算要求，所谓“政府预算”不过是部门利益的堆积。这就是说，在这种模式下，整体上，根本不可能制定战略计划、确定政策目标并用之来引导资源配置，从而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而行政预算体制的建立，为政府首脑将自己的战略意图和政策贯彻到预算进而将政策与预算整合起来创造了条件。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因为，最后能否运用战略计划引导资金分配还取决于其他因素。

最后，行政预算体制有助于在政府内部建立集中统一的行政控制。行政预算体制的核心是一个责任问题，它是一种确保政府在收支中履行公共责任的一种机制。现代公共预算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在政府内部建立集中的财政控制以确保政府预算履行公共责任。为此，预算体制就必须赋予政府首脑在政府内部进行集中的行政控制的权力。对于总统制国家，建立行政预算体制更是必要。

在总统制国家，政府首脑是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着全体选民，因此，他应该在政府预算的形成过程中拥有最高的权力，否则，他将无法有效地履行自己对选民的受托责任。在美国进步时代改革时期，许多预算改革者(例如A.R.Hatton和William Willoughby)都强调说，民主回应支持赋予政府首脑更大的预算权力，行政预算体制是落实政府责任(gonvermental accountability)的一个工具。在他们看来，只有当选民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能够运用预算来影响公共资源的支出，能够组织公共利益的分配时，多数选举意义上的民众控制才能得到保证。
[202]

 而且，在总统制下，政府首脑的代表性可能比议会的议员还要广泛，因此，更应该将预算权力赋予政府首脑。对此，旨在联邦层面推行行政预算体制的1921年美国国会报告中反映得最直接：“他[总统]是代表整体而不是部分的唯一官员。他是唯一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行政官员，因此，他在政治上对他的行动负责。”
[203]

 即使政府首脑是由议会间接选举产生的，他仍然需要承担对公众的受托责任，因此也需要拥有预算权力。不过，在议会内阁制国家，政府首脑通常是议会中多数党领袖，因此，他通常会拥有这种权力。


 二、行政预算体制类型与政府首脑的角色

由于行政预算体制的建立，政府首脑在预算过程中将发挥两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政府首脑在资源申请中扮演最终的决策者，负责准备年度预算，并以其名义向议会提交政府预算。其次，负责执行议会批准的预算，并就预算执行及其结果向议会报告。
[204]

 艾伦·希克指出，任何公共预算体系都包括计划、管理和控制三个过程，但是不同的预算体系侧重不同，有的侧重控制，有的侧重管理，有的侧重计划。
[205]

 希克进一步指出，尽管行政预算体制是现代预算的重要特征，但是，它们之间也有所不同，有的行政预算体制侧重于控制，有的侧重于管理，有的侧重于计划。20世纪20—30年代美国行政预算体制改革的支持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行政预算体制，强调行政预算体制的不同的预算功能。
[206]

 米勒也认为，控制计划可以视为行政预算体制所包括的三个方面的内容。
[207]

 在不同类型的行政预算体制中，政府首脑能够发挥的影响是不同的，作为其助手的核心预算机构的角色和作用也是不同的。


(一)计划型的行政预算体制


美国行政预算体制改革的主要代表人物，例如克利夫兰(Frederick Cleveland)、古德诺(Frank Goodnow)和威劳比(William Willoughby)，就非常强调预算过程的计划功能。所以，克利夫兰德等人认为政府首脑应该是预算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政府首脑不应该只是一个将各个部门的预算汇总起来再转给议会的传输者，它应该对所有的政府支出实施一个全面和一致的判断。政府首脑提出的预算不应只是一个对各个部门预算进行加加减减之后汇总的结果，而应该是一个政府首脑关于政策重点和项目优先顺序的权威判断。为了保证政府首脑能够在预算过程中发挥计划的作用，他们还主张，政府首脑提交的预算应该具有某种特殊地位。具体地，他们主张通过限制议会的支出动议权来保证政府首脑提交的预算的完整性。也就是说，虽然议会可以削减和取消政府首脑提交的预算中的某些项目，但是，议会不能将任何支出增加到政府首脑提交的预算中去。因为，如果允许议会这样做，各个支出部门就会绕开政府首脑直接和议会进行讨价还价，从而就会破坏政府首脑提交的预算的完整性，使得政府首脑无法对整个政府的活动进行计划。
[208]




(二)管理型的行政预算体制


另一些行政预算体制改革者则强调行政预算体制的管理功能。这些改革者强调预算的效率。在他们看来，通过行政预算体制改革，加强政府首脑对于各个部门预算的影响之后，行政预算就可以变成一个政府首脑用来协调和重组政府各种活动的工具。具体地说，政府首脑可以通过预算工具在政府内部重组和协调各种活动。例如，终止某些活动，支持某些活动，将某些活动与另一些活动合并，来实现管理效率。在这种行政预算体制下，政府首脑的主要工作就是将各个部门的预算估计标准化并整合起来实现效率目标。
[209]




(三)控制型的行政预算体制


对于行政预算体制的第三种理解就是一种控制型的行政预算体制，即通过建立行政预算体制，在政府内部建立一种集中控制，以此来约束浪费与非法的行政行为。在这种模式下，政府首脑是最主要的支出控制者，他将运用行政权力来防止各个部门的不当行为，避免这种不当行为对公众利益的侵犯，防止在预算过程中出现滥用权力的情况。控制型的行政预算体制将会把重点放在建立统一的会计程序、集中采购、人员编制控制、支出审计等。
[210]



针对美国的经验，希克指出，关于行政预算体制的三种主张分别与三种不同的“预算理念”相联系。计划型行政预算体制主要和关于民主政府的理念、立法和行政之间的权力恰当配置以及维持公共问责有关。管理型行政预算体制主要和20世纪初刚刚在美国诞生的公共行政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控制型行政预算体制则与经济与效率紧密相关。
[211]

 尽管这三种行政预算理念各有侧重，但它们都推动了行政预算改革的进程，都强调加强政府首脑在预算中的影响。

在实践中，很难同时兼顾这三种理念。例如，美国20世纪初的预算改革，最后是控制取向的行政预算模式占了上风。纵而观之，在不同的预算发展阶段，行政预算体制所呈现出来的特征也是不同的，政府首脑在其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从19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各国行政预算体制的主要特征都是控制型的。从50年代开始，行政预算体制开始呈现出管理型和计划型的特征，有时偏重管理，有时偏重计划。各个国家究竟属于哪种行政预算体制，关键取决于各国具体实行的预算模式。实行产出导向的绩效预算者就会偏重管理，实行计划项目预算者就会偏重计划。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新绩效预算兴起以来，似乎一种新的行政预算体制正在出现，即计划、管理和控制这三者似乎正在被结合起来，至少很多国家正明显地将计划与管理的功能结合起来。当然，这三种取向的行政预算体制之间并非完全不兼容。计划型行政预算体制也需要进行管理和控制，管理型的行政预算体制也需要有计划和控制，控制型的行政预算体制也需要考虑计划问题和管理问题。

在不同类型的行政预算体制中，政府首脑及其预算机构主要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在预算决策中关注的重点也是不同的。在控制型行政预算体制中，政府首脑及其核心预算机构极可能将预算的重点放在投入控制，尤其是支出削减上；在管理型行政预算体制中，政府首脑及其核心预算机构则会将预算决策的重点放在产出，关注各个部门项目的投入—产出关系上；在计划型行政预算体制中，政府首脑及其核心预算机构关注的重点则转变成目标的选择以及实现目标的活动选择。因此，在控制型行政预算体制中，政府首脑的角色是被动的，即使他/她有自己的政策意图，也很难将政策意图整体而且全面地贯彻进资金分配领域。管理型预算体制使得政府首脑开始运用预算来将政府各个部门的活动协调起来进行管理，提高资金效率，因而其角色开始变得主动。不过，只有在计划型行政预算体制中，政府首脑才能真正地将预算变成一个最重要的治理工具。


 三、政府首脑的预算权力与责任

在现代公共预算中，政府首脑的预算权力取决于政治体制。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政府首脑在预算过程中的影响是不同的，他们的预算权力以及履行责任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总统制下，例如美国，所有的行政权都是属于总统的。总统在预算方面的权力和责任包括准备年度预算、向议会提交年度预算、签署议会通过的预算使之成为法律、(全部或者部分地)否决议会通过的预算、执行预算以及就预算执行向议会报告。此外，还包括起草与预算体制相关的法律以及提出预算追加草案。在总统制下，总统是以个人的名义负责准备和提交预算，并对此进行负责。不过，在个别的总统制国家，例如，韩国，宪法并未要求总统以个人的名义提交预算并对之负责，而是以行政系统集体的名义来提交预算并对之负责。在半总统制国家，例如法国和芬兰，总统在预算领域的责任主要是通过总统是部长内阁的领导者这一宪法规定来行使的。在芬兰，根据宪法第58条规定，“共和国总统在政府提出的决策建议的基础上在政府内部做出决策”。当然，芬兰总统的权力比法国总统要小。在法国，如果部长内阁的部长与总统是同一政党，那么，总统在内阁的预算决策上就可以发挥巨大的影响。
[212]

 不过，在这些国家，除了总统之外，还有一个首相，履行着政府首脑的角色。例如，法国1958年宪法规定，首相是政府的负责人，负责执行法律包括预算，而且对政府的项目负责。当然，宪法也规定，首相可以将某些职能授权给部长。因此，财政部长通常代表政府向议会提交预算。不过，首相对于财政部长提交给议会的预算拥有最后的决定权。
[213]



不过，即使在总统的个人权力很大的国家，重要的预算决策——形成详细的预算并报告预算执行——也通常是授权给政府内部的一个集体机构的。君主制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一些立宪君主制国家，例如丹麦、挪威、西班牙，表面上，宪法赋予了君主很大权力。但是，宪法同时限制了君主的权力，例如规定“君主必须通过部长们来行使其至高的权力”，“部长们应该负责政府的活动”。目前，在OECD国家，没有任何国家的君主在预算过程中发挥着影响。
[214]



在议会制国家，首相通常是政府首脑。一些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首相的权力与责任，例如，德国。在另一些国家，主要是实行威斯敏斯特体制的国家，虽然没有法律对首相在预算中的权力与责任明确地进行规定，但是，首相在预算中的权力是非常大的。例如，在加拿大，首相不仅有权任命内阁部长，而且可以任命参议员。在所有的威斯敏斯特国家，首相有权决定政府整体的政策重点进而决定支出重点，他或她在内阁和本党的高层会议上拥有否决权。首相在决定政府的预算政策和年度预算的过程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这取决于首相对财政部长的信任程度以及授权程度。
[215]



在议会制国家，政府首脑的权力有时也受制于部长内阁。一般的，在这些国家，部长内阁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并以内阁的名义对议会承担集体责任。在一些实行议会制的国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部长内阁的责任。例如，日本宪法第65条规定，“行政权授予内阁”，而且是由内阁集体对议会负责。预算是由内阁准备并提交给议会的，如果议会不通过就相当于对内阁投了不信任票。在威斯敏斯特国家，尽管部长内阁没有法律上的地位，它是一个法律之外的组织，但是，内阁的决策具有很大的约束力，这个机构控制着政府的各个部门，包括它们的预算。
[216]



通常情况下，政府首脑都拥有准备预算和向议会提交预算并就预算执行情况及其结果向议会报告的权力及责任。但是，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政府首脑是否拥有其他的权力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就呈现出不同的局面，例如，政府首脑是否应该有否决议会通过的预算的权力，包括整体否决和单项否决？政府首脑是否可以在预算执行中拥有扣押权、取消权？在议会制下，由于政府首脑通常是议会中多数党的领袖，所以，他或她提交的预算在议会中一般都能够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因此，在议会制下，政府首脑似乎并不特别渴求这些权力。但是，在总统制国家，政府首脑通常希望获得其中的某些权力。这主要是因为，在总统制国家，议会的预算权力一般都比较大，甚至可以在总统提交的预算中加入一些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就会感到有必要获得一些否决议会通过的预算的权力。


(一)准备和提出预算案的权力


由于行政预算体制的确立，在所有国家，预算提案权都是由政府首脑行使的。各个部门不得自行向议会申请预算拨款，部门的预算要先由政府首脑审查，然后编制成整体的政府预算，由政府首脑或以其名义向议会提交。从议会审查监督的角度出发，政府预算提交的时间越早，议会越能有效地进行审查监督。在OECD国家，政府预算一般在新的财政年度开始前三个月提交议会审查，提交时间最早的是美国，总统在财政年度开始前八个月就向国会提交预算，最短的是新西兰，在新的财政年度开始后一个月向议会提交政府预算。在某几个国家，提交政府预算的时间是一种宪法规定，不过，在另一些国家则是用其他的方式进行规定的，例如瑞典的《议会法案》、日本的《公共财政法案》都对此进行了规定，挪威则由议会的规章对此进行规定。
[217]

 表5-1描述这方面各国的实践。

表5-1　政府首脑提交预算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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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Lienert， Ian&MooKyung Jung. 2004.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budget system.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4， No.3：1-479. p. 91。




(二)整体否决权


在议会内阁制国家，由于控制政府的执政党是议会的多数党，政府提交的预算一般容易获得议会的支持，所以，在这些国家，政府首脑一般是不需要整体否决权的。在另一些国家，主要是总统制国家，例如美国、意大利以及一定程度上包括1991年以后的俄罗斯，国会在预算中发挥着非常巨大的作用，国会可以推翻政府首脑提交的预算提案并起草新的法案，提交给政府首脑通过或否决。但是，国会通过的拨款法案需要总统签署才能生效。
[218]

 因此，在这些国家，虽然国会的权力非常巨大，政府首脑可以整体否决国会通过的拨款法案。

现在以美国为例进行分析。从制度上讲，美国总统可以对国会通过的拨款法案行使否决权，而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的国会才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不过，在现实中，国会要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通常很难，也就是说，一旦总统否决国会通过的拨款法案之后，国会就很难推翻总统的否决。不过，总统对于采用否决权通常是非常慎重的，总统一般会事先就他所反对的支出项目给国会发出信号，以免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主要是因为，运用否决权是有成本的，它会推迟一些将要实施的项目，更关键的是，国会再次提供的预算最多也只会比总统否决的预算稍有改进。在美国的州一级，几乎所有的州长都拥有否决权。
[219]




(三)分项否决权


分项否决权是指政府首脑不是整体否决议会批准的预算或拨款法案，而是对拨款法案中自己不赞同的部分进行否决。虽然这种否决权一般不会对预算产生很大的影响，也不可能大幅度削减支出，但是，这种否决权的确使得政府首脑的权力得到增大，使得政府首脑可以利用这种否决权来“对立法机关施加政策控制力”，尤其当议会是由反对党控制时更是这样。
[220]

 但是，并不是所有赋予政府首脑否决权的国家都同时赋予政府首脑分项否决的权力。即使在一个国家，在中央和地方层面的制度安排也不同。

在美国联邦预算史上，总统们很早就希望能获得这一权力。从格兰特总统(Ulysses S.Grant)开始，美国总统都希望在立法权之外获得对国会通过的预算分项否决的权力。支持赋予总统分项否决权的一个理由是，这种权力有助于总统控制议员为讨好选民而提出的各种不负责任的支出议案，有利于削减和控制赤字。具体地，这项权力使得总统不必对一个支出法案做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艰难选择：议员们会将一些他们自己的支出塞进拨款法案中，给总统一个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的选择。这就使得总统可以制约议员们在拨款法案中的“政党分肥”。由于运用整体否决带来的政治冲突过大，所以，在没有分项否决权力的情况下，如果总统希望自己的支出方案通过，他经常也必须接受议员们塞进拨款法案中的支出。但是，直到1996年，美国国会才通过分项否决法案，正式将这一权力赋予总统，并于1997年1月1日生效
[221]

 。

1996年的分项否决权法案允许总统废除：(1)每个拨款法案中能够发现的任何可自由支配的个人开支；(2)任何一项新的直接支出，例如，与权利相关的立法，诸如医疗保险和公共医疗补助；(3)任何有限的税收优惠，其受益者在100或100人以下。不过，分项否决权不能够适用于未经总统签署而成为法律的支出或税收法案，也不适用于那些越过总统否决而成为法律的法案。即使在拨款法案中没有明确某项支出的金额，但是，只要这些支出可以在相应的委员会报告中可以识别出来或者是授权立法中指定用途的款项，总统都可以运用分项否决权废除那些包含在一次性拨款目录中的条款。若国会想阻止总统的废除，就必须想办法否决总统的否决。在总统分项否决之后，除非国会在30天之内经由两院开会通过一项不赞成案，否则废除就会生效。然而，总统还可以否决国会的不赞成案。如果国会不同意，它必须以三分之二的反对票才能使得总统的否决无效。这一法案极大地加强了总统对于国会的制约能力。赋予总统如此大的否决权的理由是：通过分项否决而节约下来的资金将被用于削减赤字，而不能用于其他的支出目的。
[222]



然而，一些国会议员开始对总统分项否决权的合宪性提出了挑战。他们的挑战最初得到了一个地方法院的支持。然而，当最高法院以国会议员不具备该诉讼的起诉权为由驳回地方法院的判决之后，总统克林顿就非常大胆地使用了这一新权力。他废除了1998财政年度预算调停法案中的一项支出和两项税收条款，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使用分项否决权的总统。随后，他又在1998财政年度13个拨款法案的9个当中否决了79项拨款。但是，1998年6月25日，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分项否决权违宪。
[223]



在美国的50个州，有43个州的州长拥有分项否决权。
[224]

 从理论上讲，这种制度安排可以防止不合理的支出发生。不过，在现实中，正如艾伯尼和劳斯发现的，州长通常是因为政治原因而不是为了加强财政约束而使用这一权力，例如，为自己选区的政治支持者而使用这一权力。
[225]

 总统分项否决权的支持者们常常引用州实行分项否决权的经验来支持授予总统该权力。在州一级，43位州长拥有分项否决的权力。州长分项否决权之所以发展起来部分是因为既有的行政性否决权很难有效地制约拨款法案中存在的议员在支出中“分猪肉”以及其他不经济的支出。分项否决旨在通过使政府首脑有权否决由立法机关增加到拨款法案中的不适当项目来重建政府首脑维护行政预算的能力。
[226]



在美国，尽管州的经验常常被用来支持赋予总统分项否决权，但是，总统的分项否决权和州长们所拥有的不同形式的分项否决权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别。首先，总统的分项否决权使得总统能够在一项法律制定和签署之后还可以对它做出实质性的修改，然而州长们则通常被要求在签署拨款法案并使之成为法律的过程中否决某些项目。其次，总统无权减少某项支出。不过，在州一级，有12个州的州长有权削减和取消某项支出。第三，总统无权否决与拨款法案相关的政策条款或者对资金如何使用进行限制，然而，州长们则经常否决上述事项。第四，总统可以否决税收优惠和新增的直接支出款项，而州长们却没有这个权力。最后，总统的分项否决权并不是州长们所拥有的分项否决权的宪法化，而是对总统既有的否决拨款资金的权力的强化。
[227]




(四)取消或者推迟权


大约一半的OECD国家的议会允许政府首脑取消或者推迟议会通过的预算拨款。但是，一般都有一些限制。例如，法国的《预算组织法》规定政府首脑可以通过法令的形式取消拨款，但不能超过1.5％，而且在法令颁布之前必须告知议会的相关委员会。不过，美国1974年的《扣押控制法案》则对总统的这一权力进行了全面而且严格的约束。对于各种法定支出，OECD各国的政府首脑几乎都不能取消和限制其支出。对于自由裁量的支出，三分之二的OECD国家不允许政府首脑扣留议会通过的支出。
[228]



在总统制国家，政府首脑是否应该有取消拨款或者推迟拨款支出这一权力以及应该如何使用这一权力常常是一个充满争议和冲突的事情。在这一方面，美国的经验最能说明问题(专栏5-2)。

专栏5-2　美国总统的扣押权

从杰弗逊总统开始，美国总统一直都在预算执行中扣押某些国会已经通过的预算拨款，不过，数量比较小，因此，国会一般都默许总统使用这一权力。然而，没有哪一个总统像尼克松那样广泛地采用扣押权，而且将总统的扣押权变成一种改变国会的支出重点的政策工具。在1973年，根据尼克松总统的决定，总统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扣押了超过180亿美元的对州和地方的联邦补助，涉及水污染控制、公共交通、住房、教育、农村地区发展等。作为应对，州和地方政府向联邦法院提出了超过一百份诉讼，联邦法院裁决了其中的60份，大部分否定了政府的做法。在国会看来，尼克松如此悍然地使用扣押权是在挑战国会的传统权力，是在通过使用扣押权来拒绝向那些在预算制定过程中总统反对但是国会通过了的项目提供拨款。

1974年，国会通过《扣押控制法案》，对总统的扣押权进行了全面的限制。同时，该法案对取消与推迟进行了区分。对于前者，如果总统认为某些拨款的部分或者全部资金不需要，需向国会提交取消提案，必须经过议会同意才能有效。推迟支出也必须向国会提交议案，如果国会两院中的任何一院通过一个决议对此进行反对，那么，总统就不能将本年度的支出推迟到下一个年度，只有当国会没有反对时，总统才能推迟支出。

在80年代后期，国会又进一步限制了总统推迟支出的权力。这主要源于1987年美国法院审理哥伦比亚特区持续使用推迟支出一案时指出，除非国会保留立法否决权，否则国会不应赋予总统推迟支出的权力。随后，审计长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建议，指出里根时期的25项“政策推迟”是非法的。里根政府也未向最法院提起诉讼。其后，所有的推迟支出，像取消支出一样，也必须国会同意。

资料来源：Gosling， James. 2002. Budgetary politics in American governments. Routledge， Inc. pp. 198-199. Lee， Robert， Johnson Ronald W.，&Philip Joyce. 2004. Public budgeting(7th). Sudbury，MA：Jones&Bartlett Publisher. p. 206。

尽管对总统的扣押权进行了限制，主要限制总统取消拨款的权力，但是，总统仍然经常使用扣押权。如表5-2显示的，尽管对总统取消支出的权力有严格的限制，但是，几乎所有的总统都使用过取消权，而且，在绝大部分年份，都是用过这一权力。尤其在里根时期，总统更是极其频繁地使用这一权力。

表5-2　1974—2000财政年度，由总统提出的取消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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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总统于1981年的财政年度提出的33个取消项，在里根政府期间被转变成延期项，因此没有被包含在总数中。该表并没有包含由国会发起的取消项。

资料来源：Gosling， James. 2002. Budgetary politics in American governments. Routledge， Inc. p. 201。




 四、整合计划、政策与预算

由于行政预算体制的确立，在所有国家，预算提案权都是属于政府首脑的。但是，在不同的预算模式下，政府首脑影响预算资金分配的方式是不同的，最后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在相当长的时期，预算程序主要是自下而上的，政府首脑一般都是等各个部门编制了部门的预算后在核心预算机构的帮助下对各个部门的预算要求进行审查。通常地，政府首脑是这样影响预算的——在部门编制的预算中挤压掉某些“水分”后或者否决掉一些部门的开支项目之后，再加入自己希望开展的一些项目，进而形成整体的政府预算。在这种模式下，尽管部门在编制其预算时也会考虑政府首脑的政策意图，政府首脑也可以事先告知部门相关的政策意图，但是，政府首脑在预算编制或资源分配中的作用是比较消极的、被动的，政府预算经常变成部门利益的堆积。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西方国家，例如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和瑞典等，开始将预算流程颠倒过来，即从传统的“自下而上”模式转为“自上而下”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下，预算程序是这样的——政府首脑先明确基本的政策框架及支出重点，然后，部门才开始在核心预算机构的指导下编制预算。而且，随着新绩效预算的推广，这种预算模式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这种新模式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强调运用战略计划引导资源分配。因此，在这种预算模式下，预算编制要求政府首脑首先形成一个中长期的战略计划，明确政府在未来某个时期的政策重点，进而明确支出重点，并制定中长期的支出框架，然后部门才开始在这个框架内确定部门的战略计划并编制预算。在这种预算模式下，政府首脑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政府首脑需要将计划、政策与预算整合起来，战略性地确定支出重点，运用战略计划引导政策制定和资金分配，在此框架下，既要确保计划与预算的衔接，以及确保政策制定是与战略计划相一致，又要保证政策能有效地引导资金分配，以及预算过程能够有效地约束政策制定，将各种政策的中长期成本纳入预算决策。同时，在这种新的预算模式中，政府首脑不仅会在确定收支总额、战略目标和政策重点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而且也需要在预算决策过程中确保事前制定的总额、目标和政策重点能够有效地约束预算决策。总而言之，这种预算模式使得政府首脑开始在预算过程中扮演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将自己的战略和政策意图贯彻进预算资金的分配和政府活动的规划。
[229]



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政策协调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政策协调涉及政府首脑、内阁以及各部部长。在OECD国家，尤其是议会制国家，自从预算程序变成自上而下后，内阁在政策协调中的作用就变得非常重要。通常的办法是在内阁内部建立各种委员会，由一些相关的部长参与。在这种模式下，部长们参与预算的方式，以及他们与政府首脑的互动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原来，常常是各个部门的部长和政府首脑一对一的互动、协商，现在政策协调变成一种集体活动或者多边协商，每个部长都要与其他部长一起，在一个事前设定的总体限制下讨论战略目标、政策重点、具体的政策以及项目和预算，各个部长不仅要对他/她所管理的部门的支出负责，也需要在一个整体设计的框架下对不同领域的支出负责。
[230]




 第六章 预算过程中的议会

事实上，钱袋子的权力或许可以被看成是最全面和最有效的武器，通过运用它，任何宪法都可以将人民代表武装起来纠正各种痛苦，有效地实施各种公正的和值得尊敬的措施。


——詹姆斯·麦迪逊
[231]




现代公共预算的一个特点是政府的预算必须提交议会批准。这主要是由现代政府的性质决定的。现代公共预算确立的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正是政治体制从君主制向民主制过渡的时期，也是宪政体制建立的时期。民主制和宪政体制的建立意味着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调整，“人民主权”取代了传统的“君权神授”，人民成为国家权力的最终所有者和国家权力的最终源泉。“人民主权”作为一个理念，需要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上，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保证。议会制就是这样一种政治安排和制度保证。作为人民的代表，议会及议员从外部监督着政府的预算，促使其对议会进而对人民负责。为了履行这一职能，议会内部也必须发展出一系列的预算结构、程序与规则。正如政府之所以需要预算是因为对于资源的申请总是超过可用的资源一样，议会面临的也是同样的问题。议会内部的预算活动同样也要涉及资源生产、资源申请、资源配置、资源保护，也需要设计预算制度以在这些要素之间建立一个合理的联系。
[232]




 一、“钱袋子”的权力的兴衰

议会的预算权力是议会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力。这个权力一般被称为“钱袋子”(the power of purse)的权力。在政治史和财政史上，议会最先获得的权力就是财政方面的权力，正是围绕这一权力才逐渐形成宪政体制。而且，议会是在获得“钱袋子”的权力之后，才获得了其他权力的，例如立法权和人事任命权。
[233]

 正如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最早发展出现代民主制国家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议会最初获得的财政权力体现于税收，然后才逐步扩展到支出方面。
[234]

 现在以英国和美国为例，说明议会是如何获得这一重要权力的。


(一)英国


预算权是英国议会最先获得的权力，甚至比立法权还早。英国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王和国会争夺国家控制权的历史。与其他欧洲的封建王国相比，1066年建立的英格兰诺曼王国更加强调国王凌驾于其他一切(包括贵族)的权力，大量控制土地的领主仅仅是国王的“佃户”而非财产的实际所有者。1215年，征服者威廉的后裔约翰王统治了这个王国。约翰发动了一场与其他领主和贵族之间的内战。这场战争没有出现一方消灭另一方的结果，所以，作为妥协，国王被迫签订了著名的“大宪章”(magna carta)。大宪章宣告了国王无权擅自征税的原则。该宪章的第十二款规定：除了传统封建捐税之外，任何赋税都必须经过“全国人民普遍同意”才能征收。所谓“全国人民普遍同意”即是指大会议同意。随着大会议逐渐演变成议会，这一原则也成为议会征税权的法律依据。
[235]

 14世纪后期，英国议会开始控制了国家的征税权。1333年，由于拨给羊毛业的一笔补助金被全部挪用于战争支出，所以，1340年，议会指派了一个委员会调查最后一笔补助金的账目，从而开创了议会委员会财政监督的权力。从14世纪40年代开始，议会在通过征税法案的同时，明确规定了税收的使用范围。
[236]



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国王并不完全遵守大宪章第十二款的规定。在16和17世纪这一条款更是被忽视。
[237]

 1603年，英格兰王国政府从都铎王朝进入斯图亚特王朝。斯图亚特王朝一直面临着财政困难。例如，1617年就存在36000英镑的赤字。在这一时期，随着君主政府不断出售土地而弥补支出不足，斯图亚特王朝政府已经不可能像中世纪传统所要求的那样“靠自己的收入来生存”，君主政府经常利用各种手段来筹集收入。根据14世纪形成的制度传统，议会对政府的影响主要在于向政府提供税收的权力，这些税收通常用于战争等特别目的。虽然议会也负责向君主政府拨付其他的收入，例如关税，但是，斯图亚特王朝政府，尤其是查理一世，继续在没有得到议会同意的情况下筹集收入。而且，在这一时期，公共法律的执行和开支没有经过一个公共预算程序，议会在决定支出方面仅仅有很小的影响，君主政府在支出方面有着非常大的自行决定权。
[238]

 17世纪初期以来，斯图亚特王朝政府一直在寻找新的财政收入。君主政府所运用的手段包括
[239]

 ：(1)通过新的“征税”来提高税收收入，这导致了君主和议会之间的冲突。(2)借债。在17世纪早期，君主政府借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君主政府偿还债务的承诺经常是不可靠的。例如，1617年的借债直到1628年都没有偿还。虽然这些借债越来越像税收，但是，由于它们在名义上是借债，所以不需要议会同意。借债似乎使得政府可以不依赖议会而生存。然而，这种没有承诺可靠性机制的借债严重地侵犯了私人的财产。(3)出售专营权。专营权授权实质上像税收一样，它没收了现有投资的价值和未来利润。(4)征募权，即君主政府的代理人为了“公共目的”向民间征收各种物资，而其所支付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5)君主政府还利用政府权力或者巧妙或者赤裸裸地掠夺公民的财产。

君主政府的这种无限制的收入汲取行为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议会和普通法院都做出了许多努力来反对王国政府的这种行为。议会定期向国王呈递请愿书，议会也期望以拨款作为交换来限制国王利用其权力对私人财产的侵犯。但是，国王不愿意接受这种限制。因此，国王和议会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议会常常还未与国王达成一致就被解散，君主政府因此常常得不到议会的拨款。这进一步使得政府的财政状况恶化，迫使它加紧寻找新的收入来源，这常常更进一步造成对私人财产的侵犯，使得议会和有产者更加不满。对于君主政府的不满者最后结成了反对国王的联盟，最后，由于双方都不妥协，终于导致了英国议会和保皇党人之间的内战(1642-1646和1648-1652)。内战以议会的胜利告终，克伦威尔执政，成为英伦三岛的领袖。在他逝世后，1660年君主政体复辟。但是，国王和议会之间的矛盾继续存在。
[240]



1688年的光荣革命终于在英国确立了宪政制度，开启了议会至上的时代，国王变成“议会中的国王”。议会恢复和巩固了对政府税收的控制权，尤其是对新税收的否定权。同时，政府独立的收入来源(例如借债)也受到了议会的限制。1777年，国王甚至接受了一笔由议会控制的年金。这意味着，国王或政府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与议会建立良好的关系或者获得议会的支持。此外，光荣革命后不久，议会对政府开支的否决权被制度化。议会还获得了对政府已开支款项的审计权。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力。随着议会取得对支出的否决权，并能对其表决通过的支出款项如何使用进行监督，议会将把君主政府置于约束之下。
[241]

 总而言之，17世纪，随着英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近代预算与财政管理制度开始在英国确立下来。在这种制度下，政府预算必须先经过议会审查、批准后才能生效，而且，预算案一经通过后国王不得随意改动和挪用款项，同时，国会要对上一年度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检查。1690年，下议院审查了前两年的政府军费收支账目，次年又进行了同样的检查。而且，下议院拒绝了上议院议员的参与。
[242]

 所以，正如哈维茨指出的，“在1691—1697年间，君主政府被迫生活在相继数个议会委员会的监督之下”。
[243]

 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议会建立了正式的制度化的预算制度。在每年议会大会上，都确定某一天专门讨论财政预算，先由政府的财政大臣向全院会议作详细预算报告，再由下议院各个委员会对报告内容分别进行审查。18世纪，国会开始对政府支出进行特别拨款。1780年，议员们批评王室财政管理不善，浪费巨大，国王滥用年金收买议员，威胁了议会的独立性，最后迫使当时的诺思政府同意议会成立专门委员会对国王的年金收支进行审查。
[244]

 不过，直到1822年才第一次由财政大臣向国会提出一个完整的政府预算，直到19世纪60年代，国会才建立了独立的政府决算审计。
[245]




(二)美国


在殖民时期的美国，英国国王的代表管理着政府，但是，各州议院控制着政府的收支。在一定程度上，美国革命就是由公共预算问题引起的，例如，英国决定对殖民地征税。所以，1789年宪法第一款第九节规定，所有与收入有关的事务都必须源自国会。
[246]

 正如林奇教授指出的，美国的建国者们不愿意说，国会必须解决有关收入的问题，正如一个世纪以前的英国《人权宣言》对议会要求要求的那样。他们只是宣称这些问题必须来自代表人民的国会。
[247]

 宪法第一款第七节还规定，“除法定拨款外，不得从国库提取任何资金”。在这种规定之下，首先，政府必须向国会提交预算。1789年，极其崇拜英国政治体制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按照和他的英国同行一样的方式向美国国会提交了第一份预算申请并请求通过。其次，拨款一般以预算的形式呈现，拨款必须由国会通过拨款法案。一旦一项拨款预算经过选举产生的议员通过后，它就变成了法律。
[248]

 一言之，1789年宪法确立了这样一种制度：凡与收入和拨款有关的问题，国会都是主导机构。
[249]



不过，议会和政府之间的制约与争斗同样是美国公共预算最重要的一个特征。1776年美国革命时期确立了立法部门(议会)至高无上的权力，行政权因而应该控制在一个恰当政府的范围内。从革命结束到1789年，美国是由联邦宪章建立起来的一个弱行政体系来管理的。1789年宪法通过后，“恰当政府的含义从弱中央政府、弱行政权转变向一个强大的行政权威和国家政府”。在联邦政府成立的最初几年，汉密尔顿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财政部长。他有效地偿还了革命战争时期的借债。同时，他作为联邦党人的领袖，强烈要求增加政府的行政权力。他认为，强有力的行政权是重要的，政府预算和财政管理则是这一权力的首要工具。
[250]

 但是，以杰斐逊为首的反联邦党人反对汉密尔顿的这种主张。他们认为，分权是必要的，包括预算在内的所有政治问题都应该在国会的决策范围内。而且，一些总统也认为，由政府对所有的预算问题行使领导权是不恰当的。
[251]



在建国的早期，国会就开始采用规范和全面的办法来管理预算。国会筹款委员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它负责在收入和拨款问题上做出决策。与此同时，政府并没有相应的预算管理办法。财政部负责收集了各个部门的支出估算，但是，它从来没有分析和审查这些估算。这些活动很自然地被认为是国会的权力范围。进入19世纪，国会弱化了它对预算的规范化管理，但是，政府也没有起而有所作为。
[252]

 不过，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虽然步伐一直比较慢，但是，国会开始逐渐地加强对政府的预算控制。正如美国总统加菲尔德指出的，拨款的历史表明，“一直有一种愈来愈明显的倾向——要求限制行政部门的处理权，并将开支细目更快地置于国会年会的监督之下”，而且，这种倾向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变得更加明显。
[253]

 1865年，国会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拨款委员会，将支出决策分开来考虑。到1885年，国会建立了八个独立的委员会来推荐拨款。
[254]



进入20世纪20年代，随着进步时代预算改革的推进，政府的预算权力开始上升。以1921年《预算与会计法》的通过为标志，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了行政预算体制。在提高公共预算效率和理性的旗帜下，行政预算体制将主要的预算权力集中到总统手中。不过，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会又开始夺回预算权力，将一部分预算权重新收回国会。1974年，国会《预算改革法案》通过，它限制了总统在预算上的一些自由裁量权并加强了国会检查政府进行预测和经济调控的能力。1985年，国会通过《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法案》来控制预算赤字。几经反复，该法案被1990年的《预算执行法》所代替，以进一步强化预算平衡标准。1996年，一部分授权再次返还给总统，国会给了总统更大的减少国会批准的预算支出的权力。这主要是因为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分项否决法案，赋予总统分项否决的权力。这使得总统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拨款法案内取消国会批准的某些项目的支出的数额。不过，随后，总统的这一权力被宣布违宪。20世纪80、90年代，预算权力常常沿着党派路线在国会和总统之间更加平等地分配，这使得双方经常需要就预算进行协商。
[255]



总而言之，19世纪是现代议会开始掌握并行使“钱袋子”权力的时代。正如韦伯尔和瓦尔达沃夫斯基在他们的巨著《西方世界的税收和支出史》中总结的，在公共预算的发展史上，19世纪是预算权力从君主转向人民及其议会的时期。
[256]

 在这一时期，议会为了更好地监督政府的收支，建立了一系列监督审查政府预算的程序与规则。在现代民主政治中，议会的事务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预算程序来批准政府开支，并为政府的各项计划筹集款项”。
[257]

 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19世纪形成的议会至上的原则受到了一些挑战，许多民主国家都出现了行政权力膨胀的现象，在公共预算领域亦然。在这些最早建立议会的预算监督的国家，都出现了议会的监督能力下降的趋势。
[258]

 不过，最近十多年，一些国家已开始重新加强议会的预算监督。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议会的预算监督能力也在逐步加强。
[259]




 二、现代议会的预算监督

在现代公共预算中，为了使得政府更加负责，议会需在整个预算过程中行使各种预算权力，通过监督政府的预算进而监督政府的活动。议会对政府的监督包括很多方面，但是，预算监督是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只有通过对政府预算进行监督，才能更好地监督政府的收支，也才能更好地监督政府的活动，进而使得政府更加负责。议会的预算监督包括：审查、批准政府预算；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议会监督着政府是否按照通过的预算执行政府预算；在预算执行后，议会也要对预算执行结果进行监督。正是在这一监督过程中，议会的“钱袋子”的权力才得以落实。从预算过程来看，议会对政府的预算监督包括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事前监督主要是指议会通过审查、批准预算对政府预算进行监督，事后监督是指议会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以及预算执行后对政府的预算执行进行监督。


[image: ]


图6-1　预算周期过程中的议会监督

资料来源：Stapenhurst， Rick. 2008. The legislature and budget. In Rick Stapenhurst，Riccardo Pelizzo， David M. Olson&Lisa von Trapp. Eds. Legislative oversight and budgeting：Aworld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p. 53。



当然，尽管议会要在预算全过程中对政府预算进行监督，但这并不意味着议会要监督所有的与预算相关的事情。一是需要给政府一定的灵活性，以使其更好地履行责任，二是议会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人力陷入各种细节性的监督。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如果将预算视为一个“预算周期过程”的话，那么，其中的某些内部职能主要应由政府负责承担，议会一般不介入干预，但是，为了使得整个预算过程运作得透明、公开和负责，议会需要从外部监督政府的预算。现以图6-1进行说明：圈内的功能主要政府自行负责，例如政府会计、管理报告和内部审计，但是，议会需要在圈外功能的实现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包括计划、收支预算、政府财务报告、独立审计与评估、问责。
[260]




(一)审查、批准预算：事前监督


审查和批准政府预算是议会对政府的事前监督。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对政府的政策与活动进行事前审查、批准，与之相联系的是一种对于政府政策和活动的事前批准与授权。这种监督对于议会监督来说意义重大，通过这种监督可以将政府的政策与活动全部纳入议会的授权范围。目前，许多国家的议会都在这一阶段审查政府的收支计划，并在这个过程中对政府的预算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以使政府的政策选择和活动安排更符合议会的意图，进而确保政府对公民负责。此外，在这一过程中确立的授权原则，使得政府的活动越来越依法治原则进行。正如斯达彭赫斯特所说的，“正是议会批准预算这一过程将法治原则带进了预算过程”(p.52)。不过，在实践中，各国对于这一权力的使用程度是不一样的。

在现代民主国家，一般都以宪法或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议会在审查、批准预算的过程中具有的一系列预算权力，包括：

税收、举债审批权

国家的收入汲取行为通常会侵犯私人财产，尤其在国家的收入汲取行为不面临任何约束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所以，在现代民主制度建立之时，赋予议会在收入政策上的最后决定权。正如布伦南和布坎南指出的，对国家的控制，一直是通过对征税权的约束来实现的，而在非立宪主义的政治过程中，一般“不存在正式或法定的、使得人们免于遭受国家财政剥夺或任何其他自由裁量行为的侵害的保护”。
[261]

 因此，在民主国家，征税和举债的权力都是掌握在议会手中的。非经议会批准，政府是不能自行征收税收和发行债务的。例如，瑞典宪法规定：“未经议会授权，内阁不得以国家名义进行任何借款或承担任何财政义务。”

支出决定权

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特点是政府支出必须经过议会审批。只有通过对支出(用途、数额等)进行控制，议会才能有效地监督和约束政府，确保政府对议会进而对公民负责。因为，政府无论制定什么政策、开展什么活动，都必须有经费支持。如果没有经费，政策就是不可能付诸实施，政府也无法做任何事情。控制了政府的经费就控制了政府的政策与活动。正如美国公共预算学者克里夫兰在“民众控制的政府”一文中所说的，如果国家是一条船，政府首脑是船长，那么，要控制政府首脑，只有通过控制“燃料”才能实现，而“燃料”就是资金。
[262]



现代公共预算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事前批准原则”。在支出上，这条原则要求，非经议会同意，政府不得进行任何开支。这在许多国家都是写进宪法或者法律的。实际上，对政府支出进行审查、批准就是在对政府的政策和活动进行审查、批准。

审批政府预算

审查、批准政府的收支结合起来就是审查、批准政府的预算。议会预算监督的核心就是审查、批准政府预算。在议会内阁制国家，如果议会不批准、通过政府的预算就等于对政府投了不信任票。而在总统制国家，如果议会不批准、通过政府的预算，就意味着政府既不能征税或举债，也不能开支，就宣布政府关门。

19世纪是议会进行预算监督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预算监督最集中地体现在审查、批准政府预算。20世纪以来，从长期来看，在许多国家，议会在这一领域的监督都在下降，议会对政府预算政策的影响一直在下降。其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议会最初在支出，后来又在收入领域将权力授权或下放给政府，二是赋权型预算和政府债务的扩张。
[263]

 这在英国表现得最突出。这些年来，英国议会几乎已经很少影响政府的预算政策(Davey，2000)。最近这些年，一些OECD国家开始重新加强议会在审查批准预算中的作用。例如，法国最近的预算改革一方面对预算重新分类来加强议会的监督，另一方面扩大了议会在支出上修改预算的权力(Chabert， 2001)。
[264]

 表6-1总结了七个发达工业国家和六个拉美国家的议会在审查、批准政府预算过程中的监督。

表6-1　议会在审查批准预算过程中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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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etrei， Humbreto. 1998. Budegtand control：Re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 inLatin American. Washington， D. C.：InterAmerician Development Bank. pp. 190-191。



在某些情况下，或者是因为政府与议会之间在预算上无法达成一致，或者是因为议会内部无法达成一致，使得预算审批面临一个难题，即虽然财政年度已经开始，但是预算还没有获得议会批准。根据现代公共预算的事前批准原则，非经议会批准，任何支出都是违法的。然而，如果没有经费，政府部门就无法正常运作，无法为公民提供服务。因此，必须有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在大多数国家，预算法都规定，如果预算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得通过，可以启动自动更新拨款，即允许政府根据去年同期的拨款进行开支。但是，在有一些国家，例如美国，议会可以不给政府任何资金，从而使得政府关门。
[265]

 根据世界银行和OECD在2003年的调查，表6-2总结了世界各个主要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措施。

表6-2　财政年度开始前预算未通过而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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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orotinsky， Bill. 2008. A note on what happens if no budget is passed beforethe fiscal year begins. In Rick Stapenhurst， Riccardo Pelizzo， David M. Olson&Lisa vonTrapp. Eds. Legislative oversight and budgeting：A world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table 7-1。



在审批年度预算的过程中，由于议会内部存在一院制和两院制的区别，所以，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非常重要的。在OECD国家，主要有一下四种模式
[266]

 ：

模式一。在直接和分别选举两院的国家(例如美国)上下两院都有平等的预算权力。而且，在这些国家，在议会内部就预算达成共识就比较复杂，通常需要在两院之间建立某种协商程序。尤其当两院由不同的政党控制时是更是如此。

模式二。在两院由直选(例如日本)、间接选举(例如德国)或通过一定程序指定产生(例如法国和西班牙)的国家，两院都有一定的预算权力，但是，通常有一院是强势的。在审查政府预算时，两院都可以审查，但是，通常都是由直接选择产生的下院先开始审查。当两院在预算上达不成共识时，就需要有一个协商调解程序。不过，通常是由选举产生的下院做出最后决策。

模式三。在上院由政府指定(例如加拿大参议院)或者由贵族组成(例如英国)，上院没有或者只有很小的预算权力。例如，英国上院基本被排除在年度预算审查之外，加拿大的参议院在被禁止提出资金议案。

模式四。在实行一院制的国家，直接选举产生的唯一的议会独立行使预算权力。例如韩国、改革后的新西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二)预算监督预算执行中的监督


现代公共预算强调预算执行的严格性原则，因此，在预算执行中议会仍然需要进行预算监督，以确保议会通过的预算得到严格而且有效的执行。不过，在编制预算时，无论是政府还是议会都很难完全准确地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所以，在预算执行中，预算变更经常会出现的，也是必要的。毫无疑问，议会需要对预算变更进行监督。如果将变更预算的权力过多地赋予政府，那么，议会审查批准预算就会失去意义，这也意味着议会放弃了对预算执行的监督，容易导致政府的行为偏离财政问责的轨道。但是，如果事事都纳入议会的预算监督，既限制了政府的灵活性，也会使得议会的工作量无比大，反而不利于加强预算监督。这就是说，在预算监督中，需要将一定的改变预算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赋予政府。

总之，议会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开展预算监督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既要赋予政府一定的预算执行的灵活性，尤其是在必要时改变预算的自主性，又要防止授权过多，弱化议会的预算监督。议会应该授予政府多大的灵活性呢？这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在议会监督能力强的国家，许多重大的或者层级比较高的预算变更一般都要经过议会同意。在议会边缘化甚至是橡皮图章的国家，政府随意地改变预算，而不需经过议会，甚至事后也不告知议会。在制度设计上，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自由决定在预算科目、项目或部门之间转移资金(调剂或调整)，政府是否可以扣押议会通过的预算，政府是否可以不经议会同意增加支出。如果政府在这方面拥有巨大的权力，那么，政府实际上就拥有了修改议会通过的预算的权力，进而就能够通过预算执行了否定议会的政策选择。所以，在大多数民主国家，议会一方面将一些影响较小的或者层级比较低的改变预算的自主权授予政府，例如预算调剂甚至调整，但是，对于影响较大的改变预算的行为，则严格加强预算监督，要么禁止(例如，扣押)，要么设置严格的程序由议会进行审批(例如，比较大跨项目和跨部门的预算调整，安排新支出等)。可见，在预算执行中，议会监督的重点是对政府改变预算的行为进行监督控制。当然，这也涉及在多大程度上，议会可以改变预算。表6-3总结了七个发达工业国家和六个拉美国家议会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的预算监督。

表6-3　议会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的预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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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etrei， Humbreto. 1998. Budegtand control：Re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 inLatin American. Washington， D. C.：InterAmerician Development Bank. pp. 330-331。



从预算发展的过程来看，一般在预算制度发展的早期，议会在预算执行中赋予政府的灵活性比较少。在最近实行新绩效预算改革之前，由于各国都主要实行一种以详细的预算科目体系为基础的投入控制，因此，在预算执行中，议会也严格地按照这个科目体系来严格监督政府的预算执行，较少赋予政府预算执行的灵活性。新绩效预算改革在这方面引起了一些改变。议会赋予政府在一个总额限制内改变预算的自由度，而把监督的重点转移到控制总支出和净负债。
[267]




(三)预算执行结果监督


现代公共预算强调对预算执行及其结果进行审计，并将审计结果报告议会。在此基础上，就发展出议会对预算执行结果的监督。议会对预算执行结果的监督是一种事后监督。在大多数国家，预算执行后，政府的账户和财政说明都要提交给一个独立的审计机构进行审计，而且，审计结果要提交议会审查。在审查审计结果的基础上，议会一般会就预算编制和执行形成意见，并向政府提出一些建议。这些建议通常会反映到来年的政府预算，以不断提高财政问责程度。最近的一项关于民主国家议会的研究发现，总的来说，政府财务报告和议会对公共账户的审查在议会内阁制和准总统制国家比在总统制国家更普遍。不过，即使在总统制国家，有84％的国家，议会要对政府的财务报告进行分析和审查。
[268]



许多国家的议会都设有专门负责审查、监督政府预算执行结果的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查对政府预算执行的审计结果。这个委员会形成的报告通常要提交议会，并在议会进行表决。议会进行决算审查的目的是分析政府在执行预算的过程中是否偏离议会同意的资金用途，是否有违规行为，是否很好地履行了公共责任。具体地，在许多民主国家，都有一个审计机构对政府各个部门进行审计。这个机构或者属于议会，或者依赖于议会，并且通常都要向议会报告对政府预算执行的审计。
[269]

 虽然各有不同，目前，在这些国家，这种外部控制都从凭单审计转向抽样审计，审计的目标主要是识别存在风险的领域，以提高资源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当然，这种外部审计的一个主要目标仍然是很传统的，即确保政府各个部门在支出过程中遵守法律和程序上的要求。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承担外部审计的机构在推动法律修改和行政实践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只是为立法机构提供信息。这些审计机构形成的报告不仅提交给议会，而且要向公众公开。在某些国家，例如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这个外部审计机构在议会有一个体系，负责监督从前一年的财政年度中得出的建议。
[270]

 表6-4总结了发达工业国家议会对政府预算执行结果的事后控制。

表6-4　发达工业国家议会在预算执行后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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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etrei， Humbreto. 1998. Budegtand control：Re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 inLatin American. Washington， D. C.：InterAmerician Development Bank. p. 201。




 三、对议会预算权力的限制及其争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议会对预算的影响力已经下降的背景下，关于议会的预算权力开始出现了一些争论。这一争论主要是集中在议会审查、批准政府预算的权力上。相对而言，对于议会的事后监督权力，争论则比较少。
[271]

 一方面，议会的影响力下降对传统的议会监督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削弱了传统的以议会的预算监督为核心的水平问责(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机制的效果。另一方面，尽管议会是政府预算的最终审批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应该赋予议会绝对的、不受制约的预算权力。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不仅政府官员喜欢花钱，议员也喜欢花钱。而且，由于议会是一个权力相对分散的机构，因此，如果赋予议会绝对的预算权力，那么，对公共资金进行掠夺的预算决策者将会更多。那么，究竟应该赋予议会多大的权力呢？这不仅是关乎议会制度命运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国家宪政制度的头等大事。


(一)议会机会主义


在公共预算中充满着各种预算机会主义行为。最流行的当数官僚机会主义，尼斯坎南的官僚预算最大化理论就是一个关于官僚机会主义行为的理论。不过，除此之外，议会也可能在预算领域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272]

 议会在预算上的机会主义行为主要体现在，议会及议员不能很好地自我约束，从而导致支出的不断膨胀。这主要是因为，议员的一个主要动机是再次当选，为此，他们就必须能在任期内为他们的选区和政治支持者提供某种好处。由于每个议员都有相同的动机，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策略就是互相为对方的支出项目提供政治支持，从而就容易在议会的预算交易中形成某种“互惠”规则，如瓦尔达沃夫斯基所形容的，议员之间互相“你给我搔痒，我给你搔痒”。
[273]

 这种互相帮忙的结果就是公共支出的膨胀。
[274]



当然，对这种典型的公共选择分析，公共预算学者提出了质疑。例如，鲁宾教授就指出，再次当选对于某些议员来说并不是最主要的，在他们看来，为社区服务是最主要的，他们还非常关心公共和社会利益。另外，即使议员的主要动机是追求再次当选，他们也不一定非要用增加支出来实现这一目标，因为减税同样也可以达到目的。最后，某些议员并不担心落选，因而比较能够独立于选区的压力。
[275]

 然而，即使鲁宾教授也并不否认议员之间存在互相为对方的支出项目提供支持的现象，只不过她认为这种互惠交易导致的支出的增加正在减少。如果不能否定互惠交易存在于议会内部，那么，可以推导出这样的假设，互惠交易将会导致支出的膨胀。

在议会支配型预算模式下，议会机会主义造成的影响最为严重。从表面上看，议会支配型预算模式似乎是一种最能够确保公共预算实现财政问责的预算制度，但是，这种模式所伴随的议会机会主义最后将损害财政责任。在议会支配型的预算体系中，议会不仅控制了预算审批权，而且可以自己提出资金申请或者与部门联合起来提出资金申请，这就为议员无节制的开支创造了条件，也使得政府无法约束议会在预算审批上的机会主义行为，最终导致支出失控。美国的预算史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专栏6-1)。


专栏6-1　美国的预算史


在1921年建立行政预算体制之前，美国各级议会在预算中的权力都是支配性的。在进步时代预算改革前，州政府的各个部门准备自己的预算，然后直接提交给州议会的拨款委员会，最后，由议会直接给各个机构分别拨一笔预算，在预算执行中，各个机构在没有任何监督与审计的情况下把钱花完。同时，这种议会支配型的预算模式也使得政府各个官僚部门的预算行为不受约束。官僚部门通常都是追求预算最大化的，因为充裕的经费不仅可以帮助机构改进机构整体的福利(包括办公条件等)，而且有助于机构的负责人运用经费来消除和缓解结构内部的各种冲突和矛盾。议会支配模式下，支出过程是碎片化的，无论是政府还是议会都没有一个核心的预算审查机构来审查机构的预算。因此，这种模式使得美国州政府的支出在20年的时间内增长了650％。联邦政府一级也是一种国会支配型的预算体制，总统在预算领域几乎没有发言权，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和议会中的各个委员会讨价还价，确定预算拨款。这种分散和碎片化的预算过程也使得联邦政府的支出不断膨胀。在19世纪最后1/3的时间中，政府支出介于2亿美元和4亿美元。然而，从1899年到1912年，年度的政府支出已经高达5亿至7亿美元。

1921年建立行政预算体制的一个目标就是通过扩大行政首脑在预算审批上的权力来控制开支。在1921年的预算改革中，总统获得了对于政府各个支出机构的预算要求的审批权，所有的支出机构的预算要求必须先在行政部门内部由行政首脑批准之后才能提交议会进一步审查。在美国州政府层面，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行政预算体制改革主要也是针对议会支配预算模式中存在的问题。行政预算体制的建立增强了政府首脑在预算领域的权力，限制了议会在预算申请中的权力，从而限制了议员的机会主义行为。

资料来源：[美]怀特·L. D.：《行政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07—208页。Schick， Allen. 1971. Budget Innovation in the States. 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 15.[美]艾伦·鲁宾：《公共预算中的政治》，叶娟丽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二)争论


1992年，经济学家冯·哈根(Von Hagen)研究了西方国家控制支出和赤字的绩效之后，得出如下结论：议会在预算审批阶段的权力及影响较大将会弱化财政纪律。
[276]

 具体地，那些支出和赤字控制比较好的国家都具有两个基本特征：预算机构的独立性较高、议会在预算中的权力受到约束。其后的研究将更多的OECD国家纳入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且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许多国家的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研究实际上都持有一种议会机会主义的假设。在这些研究者者眼里，为了强化财经纪律，控制支出和赤字，似乎就需要限制议会在审查批准预算中的权力和影响。

最近，魏纳对此观点进行了批评和反驳。他指出，议会并不是唯一的推动支出增长的力量，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议会能够在控制政府不负责任的支出方面发挥作用。魏纳进一步指出说，即使在某些情况下，议会在预算形成的过程扮演的角色过于积极的，也确实导致了财政状况的恶化，从吸纳更多公众的意见和需求以达成全社会的共识这一角度来看，这种代价也许是值得付出的。议会是一个从公民社会中吸取各种积极的意见的重要渠道，它为各种商业组织、学术界、公民组织和政策群体进入预算过程提供了一个“进口”。实际上，如果一个国家已经将总额控制或加强财经纪律确定为预算管理的重要目标，那么，议会也可以在加强财经纪律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277]




(三)受限制的预算权力


过度限制议会的预算权是错误的，这样做违背现代民主制度的原则。然而，议会机会主义的确也是存在的。一个好的制度设计不能将不受限制的预算权力赋予任何一个预算参与者，无论是政府还是议会。在现实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必要的对议会预算权的限制。不过，其中某些限制一直都充满了争议，而且没有一个最佳的理论来解释。

首先，在现代公共预算制度中，政府编制预算、议会审批预算的分工明确地将资金申请权主要赋予了政府而不是议会，这实质上就限制了议会的资金申请权，即提出支出议案的权力。进行这种限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议会已经是最终的审批者，若再赋予它资金申请权，就容易形成“自己申请，自己审批”，则支出将失去控制。

其次，预算修正权是议会最重要的权力，是议会有效地行使其各项基本权力的基本手段。但是，在现实中，大部分国家都只赋予了议会有限制的预算修正权，对议员提出预算议案(申请资金)和增加支出的权力进行限制。根据国际议会联盟1986年对82个国家的调查，尽管有32个国家的议员是可以提出增加支出的预算修正议案而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有34个国家要么禁止议员提出增加支出的预算修正案，要么设置了一些限制条件(详见后)。

再次，政府首脑对议会通过的预算的否决权也对议会的预算权构成了一种制约。不过，这种限制并不是很普遍。在一些总统制国家，总统可以整体否决议会通过的预算，而议会必须以绝对多数的多数票才能否决总统的否决。在一些国家，政府首脑还可以对议会通过的预算采取单项否决，即不是整体否决议会通过的预算，而是对其中的某些的项目进行否决。
[278]

 不过，在国家这一层面，只有极少的国家赋予政府首脑这一权力。一项研究发现，在23个总统制国家中，只有2个国家(阿根廷和菲律宾)赋予了总统这一权力，而议会必须以绝大多数的票数才能进行再否决。
[279]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限制，包括在议会的内部程序上设置一些限制。例如，1959年，法国宪法限制了议会在预算程序中的权力，比如，限制了议会对预算进行辩论的时间。
[280]




 四、各国议会的预算监督能力

尽管各个民主国家都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了议会的预算权，但是，在现实中，是否使用这些权力，能否有效地使用这些权力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各个国家，议会在预算过程中实际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即使在民主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美国国会这种在预算过程中权力非常大的议会，它实际上有权抛开政府预算另外提出一个预算，尽管它不一定这么做；另一个极端，议会在预算决策中的影响越来越小，并开始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例如英国、法国。
[281]

 根据议会在预算中的重要性，艾克斯罗德定性地划分了四种类型的议会：相对积极的议会预算、反应型的议会预算、边缘化的议会预算和橡皮图章议会预算。
[282]

 最近，一些研究者开始运用跨国定量测量的方式，比较研究各国议会在预算决策中的影响力。例如，艾利斯廷纳等人运用测量政府与议会的10个变量来建立测量预算程序的指数，其中的四个变量是直接和议会的预算监督能力直接相关的，例如议会的预算修正权、议会没有通过预算时政府的权力、政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修改议会通过的预算、政府是否可以削减议会通过的预算。
[283]

 赖纳特则更广泛地测量了议会的预算权。他运用5个变量建立了一个议会权力指数，包括：议会在批准中期支出参数中的角色、议会的修正权、议会审批预算的时间、议会所得到的技术支持、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对行政灵活性的限制。
[284]

 最近，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魏纳测量了各个国家的议会的制度能力，这些制度能力是议会在预算领域监督和控制政府的前提条件，它们决定着议会的预算监督能力。魏纳主要运用六个变量来测量并计算议会监督预算的制度能力指数，这些变量分别测量议会的预算监督制度能力的两大方面，一类是正式的权力，另一类是组织特征或能力。
[285]

 这六大变量及其测量如下： 修正权

即议会具有的修正政府预算草案中的某些内容的权力，它决定议会改变政府提出的预算政策的潜在可能。在问卷中，答卷者有四个选择：(1)议会只是接受或者拒绝预算(分值0)；(2)只能削减现有的科目(分值3.3)；(3)在总额不变的情况下，议会可以在科目或项目之间调整资金(分值6.7)；(4)议会拥有不受限制的修正权(分值10)。 救济性预算(reversionary budget)

这是用来定义议会不批准预算的成本。如果政府的预算在财政年度开始时没有获得批准，答卷者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在四种可能的结果中进行选择：(1)采用政府的预算进行执行(分值0)；(2)表决一个临时预算(分值3.3)；(3)执行去年的预算(分值6.7)；(4)不能进行支出(分值10)。

在预算执行中允许政府拥有灵活性的相关规定

这种灵活性是指政府可以在预算通过后改变支出的选择。这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进行测量，即政府是否可以扣押议会批准的支出而不经议会同意，是否可以在项目之间调剂资金而不经议会同意，政府是否有储备金来应付预算年度中出现的未预见的支出。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则赋予分值3.3，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则赋予分值0。加总后得出该国议会赋予政府的灵活性。 审查时间

时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由于议会开会时要处理的事务非常多而且时间紧，因此，审查预算的时间多少影响着议会预算监督的质量。国际经验表明，为了确保议会能否有效地审查政府预算，应该至少在财政年度开始前三个月将预算提交议会审查。在问卷中，有四个选择：(1)预算提前2个月提交议会审查(分值0)；(2)2—4个月(分值3.3)；(3)4—6个月(分值6.7)；(4)6个月以上(分值10)。 委员会的能力

健全的委员会体系是议会在政策和预算制定领域有效监督政府的一个必要条件。委员会的能力主要通过两方面来测量，一是介入预算审查的委员会，包括预算委员会和其他的专业委员会，二是审计结果是否在议会内公布和讨论。每一类委员会的介入分别得3.3的分值，不过，只有当它介入是有权影响部门预算时，专业委员会的介入才能获得3.3的分值。如果预算委员会、各个专业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都介入了某个国家的议会的预算监督，那么，它得到分值10，如果没有任何委员会介入，那么，分值为0。加总各个类别的分值后，就获得委员会能力的分值。 获得预算信息

预算监督需要获得全面的、准确的、及时的信息。在提交政府预算时，需要政府提交全面的而且有一定深度的支持文件，对预算执行的监督也需要及时获得财政收支的信息以及审计报告等。不过，政府可能会操纵这些信息。因此，议会需要专门的预算分析机构来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以帮助议会更好地审查各种预算信息来提高政府负责程度。在此，议会的研究能力被用来测量议会获得信息的能力，而这主要用议会预算办公室的专业人员数量来测量。没有这种研究能力的议会被赋予一个分值0，有10个专业分析人员的议会获得一个分值25，有10—25人的议会获得一个分值5，有26—50人的获得一个分值75，有50人以上的获得最高分值10。

运用这一测量，将各个变量的分值加总后就得出各国议会在预算领域的制度能力，这也可以用来测量各个国家议会的预算监督能力。如图6-2显示的，预算监督能力最高的是美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议会，其中美国最高。议会预算监督能力最低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实行威斯敏斯特体制的国家。其他国家的议会处于美国国会和英国式的威斯敏斯特体制议会之间，其中欧洲大陆国家议会的预算监督能力处于中等水平。


[image: ]




图6-2　各国议会的预算监督能力指数

数据来源：Wehner， Joachim. 2008. Assessing the power of purse：An index of legislative budget institutions. In Rick Stapenhurst， Riccardo Pelizzo， David M. Olson&Lisa vonTrapp. Eds. Legislative oversight and budgeting：A world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魏纳的研究以及其他研究都表明，议会的预算修正权、委员会的能力以及信息的获取是非常重要的影响议会预算监督能力的因素。
[286]

 随后的几节将对这三个因素进行分析。


 五、预算修正权

在现代公共预算中，预算准备权是由政府首脑掌握的，预算都是由政府首脑汇总后提交议会审查的。因此，衡量议会权力或者议会监督能力大小的一个关键性指标是议会能否修改政府提交的预算。如果议会不能对政府预算进行修改，那么，议会的权力相对就比较小，预算监督能力也就比较弱。反之，则比较强。在审查政府预算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国家的议会都是可以对政府预算进行修正的。在修正的过程中，议会可以将自己的支出偏好整合进政府预算。当然，各个国家的议会在审批和修正方面的权力是不同的。在一些国家，议会可以改变资金的用途，但是不能增加支出总额(例如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或者改变总数需要政府的同意(例如西班牙)。在另一些国家，例如美国，议会可以修改政府预算的总数和构成。
[287]



虽然大部分国家都允许议会修改政府预算，但是，各国的情况是不同的，预算修正权有大有小。各国赋予议会的预算修正权主要有三种：(1)没有限制的权力，即议会可以向任何方向(增加或减少)改变收入和支出而不需要政府同意。绝大部分总统制国家都是这样的。(2)有限制的权力，即议会可以在某些确定的限制内修正预算，通常是和增加总支出联系在一起的。绝大部分议会制国家都属于这种类型。(3)平衡预算权力，即只要有一个制衡机制来确保预算平衡，议会就可以增加或减少支出或收入。
[288]



表6-5总结了82个国家的议员修正政府预算的权力。从这个总结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国家的议会都对政府预算拥有不同程度的修改权。

表6-5　议员在预算中的修正权力


[image: ]


资料来源：InterParliamentary Union(IPU). 1986. Parliaments of the World. AComparative reference compendium(2nd Edition). Aldershot(Gower). table 38A。



首先，议会制和总统制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一般的，总统制国家赋予议会很大的修改预算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权力几乎是无限制的权力。当然，这种修改权通常要受行政权否决的制约。例如，美国、菲律宾等。在美国，国会能够在法律规定的某种一般限制内对政府预算提出建议和修正。绝大多数议会制国家允许议会拥有这种修改权。但是，这一权力并没有对议会制构成普遍的、实质性的影响。例如，在英国和澳大利亚，预算修正案通过的情况是极少的而且影响相对比较小。
[289]



这表明，政治制度影响着议会预算权力。议会制国家的政治权力的组织方式是一种多层委托—代理的模式，即是由选民(委托人)选举议员(代理人)形成议会，再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或政党联盟组建政府，这就在议会和政府之间形成新一级的委托—代理：议会是委托人，政府部门是代理人。而且，这种政治制度强调一种立法和行政的融合。在议会制下，政府内阁一般是由议会中多数党的议员组成的，从而，立法和行政之间的区别就较小。因此，虽然议会作为选民代表有权对于政府的收支行为进行审查，但是，这种体制并不要求议会对政府施加一种非常强的制约。而在总统制国家，政府首脑和议会都是选民选举产生的代理人，因此，从选民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多头代理模式。这种多头代理模式实际上是在代理人之间形成一种竞争，以更好地保护委托人(选民)的利益。在总统制下，当立法权和行政权由不同的两个政党控制时，议会和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就会比较大。总而言之，由于这种模式特别强调一种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互相制约，所以，赋予议会比较大的预算权就是十分自然而然的。

其次，虽然绝大部分议会制国家的议会都是拥有一种有限制的预算修正权，但是，在不同的议会制国家，这一权力的大小是不同的。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极端。在议会体制的一端，议会的预算修正权力比较大。例如，在德国，如果议会的修正是增加收入或减少支出，那么就不需要政府同意；如果是减少收入或增加支出则需要政府同意。而且，议会修正案对于收支规模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例如，1988年，议会的预算委员会将总支出削减了42亿马克，同时，在法案间转移了超过170亿马克的支出。
[290]

 同样，印度的议员可以减少支出和改变收入，但是，增加支出则需要总统的推荐。

在议会体制的另一端，议会的权力则相对比较小。例如，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不仅议会修正案很少获得通过，而且修正案导致巨大改变的情况也是罕见的。在英国，下议院不能增加支出，比较奇怪地，它也不能增加收入。议会唯一合法的修正权力是减少支出或取消一项税收或关税。英国议会的这种“只能减少”的权力主要是来源一种历史传统而不是某种理性的设计。要理解这种制度安排的产生必须追溯到英国下议院早期的实践，即下议院开始考虑国王提出的补贴需要时。在当时，议会的主要工作是决定是否满足国王的需求，如果决定满足国王的需求，那么，必须考虑在什么限制内满足，用什么方式满足。由于议会早期的任务是限制国王，因此就形成了一种“只能减少”而不增加的传统。对于这一传统，英国议会一直恪守不变。因此，它一般不会通过一个超过政府预算的预算总额，唯一的修正就是以削减总额为目标的提议。英国议会这种“只能减少”的权力的作法也被其他也是实行威斯敏斯特体制的国家借鉴了。在英国，只要执政党能在下议院中保持一个(哪怕是较小的)大多数，税率的改变很少与政府的意愿相冲突。在近些年来，唯一的一次改变是在1994年12月。当时，保守党提交的预算提案将国内消费汽油和燃料的增值税税率从8％提高到17.5％。工党反对派在预算决议中加入了一个修正案。该修正案以319比311的表决获得通过。同日，政府表示遵从议会的修正。这反映了当时政府的执政党在议会内部越来越危险的地位。不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很难发生的。在通常情况下，执政党在下院中控制了绝大部分席位。在澳大利亚，议员可以减少支出或收入。但是，只有政府才能增加支出或收入。澳大利亚最大的一次修正案发生在1995年。该修正案导致了250000澳元的资本性支出削减。尽管存在这些不同，绝大部分议会制国家都允许议会拥有修正权。虽然通常都会对增加支出进行限制，但是，减少支出是所有议会制国家都普遍采用的一种制度安排。而且，虽然存在各种不同的限制，改变税收通常也是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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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制国家议会的权力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议会获得的实际权力、委员会在预算过程中的作用。正是由于不同的议会制国家在这两方面的制度设计不同，它们议会的预算权力才呈现差异。在议会制国家，不同国家在改变预算方面赋予议会的权力是不同的。如果一个国家的议会制度赋予了议会很大的修改政府预算的权力，那么，这个国家的议会改变政府预算的能力就比较大。当然，在现实中，即使各个国家的议会在法律上都有改变政府预算的权力，但是，各个国家在运用这一权力的程度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议会改变政府预算的能力受议会内部委员会的地位影响很大。议会内的委员会在预算过程中的作用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1)委员会(或者下院本身)是否有修改预算的权力；(2)委员会内辩论的时间；(3)哪些委员会介入，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4)委员会获得独立研究能力的机会；(5)委员会接触政府部门信息的机会。一个有效的预算修正体系必须能够在预算过程中将赋予议会的权力和委员会的地位结合起来。在一个议会拥有预算修正权力但是委员会不能发挥有效作用的议会体系中，议会改变政府预算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例如澳大利亚。然而，如果议会不仅有预算修正权而且它的委员会也在预算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那么，议会改变政府预算的能力就很强，例如德国。总体来讲，在下列条件下，议会改变政府预算的能力将是最大的：(1)议会拥有一些改变政府预算的权力；(2)委员会有权向议会(下院)提出修正政府预算的建议；(3)委员会有充足的时间来审查预算；(4)有一个协调委员会来综合财政委员会和其他专业机构的投入；(5)涉及的委员会有渠道获得独立研究能力；(6)会内相关的委员会有渠道接触政府部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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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议会内的委员会

议会在预算审查、监督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议会本身能否发展出相应的组织能力来监督政府的预算，而这取决于议会内部的委员会体系是如何建立的。委员会体系能在议会内部建立起一种专业分工，并雇用专业人员为议会的预算监督提供服务，这有助于议会形成和发展出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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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使得议会可以同时处理很多不同的事务，这就极大地提高了议会的生产率；它也有助于提高议会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因此，有效的委员会体系使得议会能够对预算进行实质性的审查。此外，专门承担监督职能的委员会，尤其是审计委员会，有助于提高议会对预算执行的监督能力，发现其中的问题，强化政府对议会的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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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议会内的委员会：预算审查、批准


在OECD国家，委员会在议会审查和批准预算中的作用是不同的，主要有四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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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模式一

在议会内部，没有专门的委员会来事前审查政府预算。实行这种模式的国家比较少，英国就是其中最典型的。英国下院的公共审计委员会仅仅只审查预算执行，而不审查政府预算草案，它的税收委员会(即筹款委员会)在1967年被取消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议会存在一个很强的“议会的权力属于所有议员”的政治传统。 模式二

议会内部有一个专门的预算委员会或财政委员会，但是，这个委员会要和其他的部门委员会分享预算权力。例如，在加拿大和新西兰，就设置专门的财政委员会来事前审查预算。不过，由于没有预算修正权，该财政委员会的权力和作用就相对比较小。而瑞典议会的财政委员会(建立于1974年)则拥有很大的权力，并发挥很大的作用。该委员会负责在20多个支出领域建立支出上限，并进行监督；随后，其他的部门委员会在这些上限内负责分配资金。日本和韩国的议会则设置专门的预算委员会，其权力不仅包括事前审查政府预算草案，而且包括对预算执行进行监督。

模式三

在议会内部存在多个与预算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同时，这些委员会又和其他的委员会分享权力。美国国会内部就是这样一种非常复杂而且独特的委员会体制。在其内部，不仅有专门的筹款委员会、拨款委员会，而且，其他的各个专业委员会也在预算监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外，1974年预算法案在国会参、众两院内部都设置了预算委员会，负责起草国会的年度预算计划并监督联邦政府的预算执行。

模式四

在议会内部设置一个拥有广泛预算权力的预算委员会。例如，法国议会内部参、众两院都设置了一个财政委员会(Commission des Finances)，负责审查政府预算草案的收入和支出。西班牙议会两院也都设置一个专门的预算委员会来审查政府预算草案，修改政府预算。德国的联邦议会(Bundesrat)设置一个财政委员会来审查政府预算草案，不过它的下院[Bundestag：(前联邦德国的)下院]则设置了一个专门的预算委员会来审查支出概算，另设一个财政委员会来审查税收立法草案。

表6-6展示了各国国家议会的委员会在预算中的作用。

表6-6　预算决策中的议会结构(％)


[image: ]


资料来源：Barraclough， Katherine，&Bill Dorotinsky. 2008. The role of the legislaturein the budget drafting process：A comparative review. In Rick Stapenhurst， Riccardo Pelizzo，David M. Olson&Lisa von Trapp. Eds. 2008. Legislativeoversight and budgeting：Aworld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可见，63％的国家由一个预算委员会(或者财政委员会)来单独处理所有的预算事务，其他专门委员会的委员有时也就一些专门的议题参与预算讨论，但没有实质性的预算权；有18％的国家预算委员会的主要权力是决定收支总额以及分类总额，而各个专门委员会在各自管辖的领域内具体拥有资金分配权；有15％的国家，没有预算委员会，预算权分散在各个专门委员会中。
[296]




(二)委员会间的权力分配：预算审查、批准


在审查、批准预算的过程中，绝大部分国家都有专门的委员会来审查预算。那么，如何在议会内的各个委员会之间的分配预算权是非常关键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大部分国家，预算权都集中在一个独立的预算委员会，在绝大部分国家，都设置有预算委员会；只是在一小部分国家，各个专门委员会拥有预算权。这是否具有某种理性的理由？在具体就此分析之前，需要明白一点，尽管在制度设计上，议会是公共资金的看门人，但是，议会也是由一些并不在道德上比政府官员更加高尚的人组成的，议员也会在预算上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分析议会内的预算权力分配，需要先明确议会在审查、批准预算时需要做出哪些最基本的决策。理论上讲，议会内部的预算决策一般包括宏观决策和微观决策。宏观决策主要是一种总额决策，具体包括财政收支总额决策，以及一种财政平衡方面的决策。而微观决策主要包括两种决策：支出决策和收入决策，而前者又包括授权决策和拨款决策。总体来说，议会内部的决策包括四种决策：(1)总额决策，即对于财政收支的总额以及收支平衡进行决策。在实行年度预算的情况下，主要是对未来一个财政年度内的财政收支总额进行决策。在实行中长期支出框架的情况，则需要对多年期的财政收支总额进行决策。(2)授权决策，即对于政府(具体是政府某个部门)提出的项目进行必要性审查，然后决定是否同意政府及其具体的部门实施该项目。由于政府预算中的项目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政府即将开展的活动，因此，在项目上的授权决策是对政府部门提议要开展的某一活动进行授权。在做出授权决策时，议会审查的重心是，政府计划从事的某一活动是否有必要。(3)拨款决策，即在授权决策之后对于同意政府开展的活动决定给予多少资金。(4)筹款决策，即对于政府提出的各种税收、收费或债务提议进行审查然后做出同意与否的决策(图6-3)。

对于议会来说，这是四种最基本的决策，也是议会在预算审查中必须开展的四种基本活动，他们分别代表着议会的四种预算权。因此，如何在议会内部各个委员会之间分配预算权，必须考虑以下三个基本的问题：(1)在支出决策中，授权决策与拨款决策是应该集中还是分开？(2)收入决策与支出决策是应该集中还是分开？(3)在进行微观决策前是否需要进行总额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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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议会的预算决策



授权决策与拨款决策：集中与分散的权衡

在支出决策方面，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关于支出的决策应该集中还是分散？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出是因为，支出决策实际上可以细分为两部分：一是某件事该不该做？二是如果这件事值得做，那么，应该给它多少拨款？现在的问题是，在议会内部，这两个决策是应该交给一个委员会还是多个委员会去做？这个实际上涉及是否应该赋予其他专门委员会预算权？从上面的分析看到，目前，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将拨款权赋予这些委员会。其中是否有理性的成分？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需明确议会内的这一类专业委员会或者部门委员会和专门负责预算事务的委员会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别。

在议会内部，各个专业委员会或部门委员会都是授权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它们实质上是议会内部的资源申请者，尤其是那些对于政府的项目和机构拥有管辖权的授权委员会(authorizing committees)。一般的，它们与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政府部门之间在利益上是很容易出现一致的，例如教育委员会通常和政府的教育部门一样对于增加教育支出同样有兴趣。围绕着这些授权委员会的是一个授权过程，通过授权过程，这些授权委员会推荐和审批各种对特定公共项目进行授权的实质性立法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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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鲁宾指出的，研究议会预算而不涉及拨款机构和政策授权机构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议会预算的本质。因为，在议会内部，这两个过程是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议会的各种授权委员会负责设计、批准和监督政策立法。而拨款委员会负责决定政府各个部门可以支出的资金。因此，它们在主要职能上是互相区别的。但是，这两个决策过程又是互相联系的。因为，一般的，政策或立法授权必须在议会拨款之前，是议会拨款的前提和依据；而政策或立法的授权常常有预算的含义。
[298]



关于拨款机构和政策授权机构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理论：竞争理论和程序理论。竞争理论认为这两种类型的议会委员会之间存在着竞争，它们都在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扩大它们在预算上的权力范围。但是，正如鲁宾指出的，这种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在美国的预算政治中，政策授权委员在很多年的时间里常常不提出预算建议，然后又突然致力于增加它们在拨款水平上的影响。此外，这种“权力贪婪”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时政策授权委员会会自动地取消它们在拨款上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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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程序理论看来，拨款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的、程序性的关于资金的决策，而政策授权委员会负责非日常性和非程序性的政策决定。正常情况下，特别是在它们的支出项目运作得很好时，政策授权委员会不关心支出水平。但是，如果拨款过程的决策涉及某些重大的政策或者行政部门并不是像议会中的政策授权委员会期望的那样执行支出项目时，政策授权委员会就会运用预算作为一个加强对预算控制的手段。显然，在程序理论中，政策授权委员会对于预算水平的兴趣是有选择的，某个政策授权委员会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对于某一领域的预算比其他领域更有兴趣。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预算决策都是在某种程序性的过程中进行的，并主要由拨款委员会来承担。同时，拨款委员会的预算是一种程序性的决策，而且是渐进性的——主要关注年与年之间的变化、不重新考虑预算基数、也不比较主要的政策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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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程序理论一样，鲁宾将政策授权委员会在拨款决策中的影响概括为“周期性影响模型”，即政策授权委员会周期性地影响着预算拨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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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析了三个政策授权委员会在预算拨款中的作用后，鲁宾指出，当议会对于政策的兴趣很高时，政策授权委员就会在预算拨款上发挥很大的影响。这些情况主要发生在：(1)议会的大多数与政府行政部门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很大的差异，(2)政府部门没有执行议会的意图，(3)政府部门超过了拨款活动的限制。在这些情况下，议会内的政策授权委员会就会开始介入拨款过程。它们的策略包括：(1)影响着特定支出项目的资金底线和上线；(2)限制项目重组以保证当它们与行政部门和预算机构发生冲突时，它们能够确保议会的最优先项目得到履行；(3)有时，它们会规定行政成本、决定延迟或取消政府部门的支出；(4)它们会运用“专款专用”的方式来加强控制。

现在的问题是，在议会内部，预算决策权究竟应该集中还是分散？预算决策权是应该集中到拨款委员会还是可以由拨款委员会与政策授权委员会分享？在分散型的预算过程下，预算决策是由多个委员会作出的，存在着多个拨款渠道；而在集中型的预算过程下，预算交易是非市场化的，或者是等级结构的，拨款权集中到一个主要的拨款委员会，因而只有一个拨款渠道。运用交易费用政治学，迪克西特指出，集中型的预算过程比较有利于约束议会内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能够控制支出增长。因为，在分散型的预算过程中，由于预算决策权分散到议会内的各个委员会，不仅拨款委员会可以安排预算支出，其他的政策授权委员会也可以安排预算支出。那么，在这种委员会结构下，对于所有的都有着自己支出需求并且都控制着拨款权的委员会来说，最佳的预算策略都是“掠夺”总的预算。这时候就出现一个典型的“共有资源”问题，即由于资源是共有的、非排他的，因此，对于所有对于资源有使用权的个人来说，最佳的行动策略都是掠夺性地对该资源进行消费。其结果就是一个典型的“囚犯困境”博弈，政府支出的增加就是不可避免的。
[302]

 因此，要防止这种预算机会主义行为，就需要在议会内部的预算拨款决策制度上采用等级制的委员会结构来取代市场型的委员会结构。正如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威尔逊总统在1917年就指出的，“在公共资金存在多个拨款渠道的情况下，不可能对付这种浪费和奢侈的形式……除非众议院将同意回到以前的那种运用一个委员会提出和准备所有拨款议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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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迪克西特看来，美国国会内部委员会结构的发展就反复证明了这一点，预算权力在议会内部的分散将诱导议员采取掠夺型的支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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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6-3)。

专栏6-3　美国国会内部委员会权力的演变

美国国会的早期，决定支出的程序非常简单。而且都是由一个众议院的委员会作出全部的拨款决策。从1789年到1865年，众议院的筹款委员会作出所有的拨款决策；从1865年到1877年，由新成立的拨款委员会作出拨款决策。但是，从1877年到1885年，形成了几个新的委员会，并将支出决定权分散到这些委员会。这种分散的市场型的委员会结构使得议会无法控制支出。在美国预算历史上，赤字一直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独立战争中形成的赤字很快就被预算节余弥补，到1835年就已经没有这种赤字。墨西哥—美国战争甚至国内战争所形成的债务也很快就全部偿还。但是，到1885年以后，支出很快增长——到1893年增长了50％，从1900年到1916年之间增长了45％。1919年的预算改革重新将支出决策权集中到拨款委员会。于是，财政纪律很快就恢复起来，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府预算又重新出现预算节余。不幸的是，这一改革重新确立的集中型的预算拨款模式未能维持长久。从30年代开始，国会内的拨款模式又回到了以前的那种分散型的市场模式。以至于到1974年时，几乎每个国会委员会都有权将要求批准的支出提交议会表决。其结果就是对预算收入这一“共有资源”的掠夺。

资料来源：Dixit， A. 1996.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Cambridge：The MIT Press. pp. 119-120。

收入决策与支出决策：集中与分散的权衡

议会需要审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决策。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收入决策和支出决策应该分开来进行还是应该集中到一个机构？在预算史上，这两种模式都存在过，而且都有其理由。表面上看，英国18世纪形成的议会内部预算过程就是将这两个决策分开来进行审查的。不过，在英国议会内部这两个决策都是由议会全体作出的。只不过由两个不同的委员会来召集议会全体会议，预算委员会召集支出拨款的审议，筹款委员会召集筹款的全体会议。
[305]

 在美国，在1865年以前，收入决策和拨款决策都是由筹款委员会控制的，1865年，设立了专门的拨款委员会。从此，筹款委员会专门对收入决策进行审查，拨款委员会和其他的授权委员会审查支出决策。具体地，税收立法是由众议院的筹款委员会和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决定的，而支出则主要是由两个参、众两院的拨款委员会决定。
[306]



为什么需要将收入决策和支出决策分开进行？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防止无节制的开支、防止出现掠夺性的税收政策而设计的。如果收入和支出决策都是由议会中的同一个委员会来审查，那就很容易出现无节制的开支行为和掠夺性的税收政策。因为，如果这个权力极大的委员会已经决定了某个庞大的开支计划，那么，它一般就会通过一个能够支持这个开支计划的税收政策。这个同时集中了收入决策和支出决策权的委员会完全可以“以支定收”。从这个角度来说，收入决策与支出决策应该分开。然而，将收入决策与支出决策隔离后又会带来新的问题。正如罗伯特·李和罗纳德·约翰森指出的，“如果收入和支出委员会彼此独立运作的话，那就类似于一对夫妇，一方赚钱而另一方花钱，花钱方只是偶尔地查询一下赚来的钱有多少而已”。
[307]

 这种模式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1)缺乏一种正式的程序来评估税收和支出决策对于财政节余或赤字的总体影响。正如希克所说的，“每年的节余或者(更可能地)赤字的产生只不过是一系列分裂的收入和支出决策的结果”。
[308]

 例如，在美国，1974年改革前，由于这种分离，在税收削减的同时支出增加了，结果导致了巨额赤字。所以，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出现了多次控制支出的改革，但是都未成功。
[309]



(2)预算过程碎片化，无法制定合理的政策。沃茨(Ott， 1993)对美国1974年以前国会传统预算过程的批评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一过程使得国会没有可能审视预算的两方面并将预算视为一个整体一致的提议，也没有可能考虑形成的预算赤字是否与经济的需要一致，隐含在各个支出和税收措施中的预算优先顺序是否反映了国家的优先顺序。
[310]



总额决策的独立性

支出决策和收入决策集中起来进行会导致支出失控，将两者分开后又会导致新的问题。不过，相对来讲，将两者分开后的弊端要小一些。这主要是因为，议会内部权力结构比较分散，利益比较多元化，而且议员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为其政治支持者提供好处的动机，因此，有必要将这两个决策分属两个机构，防止出现掠夺性的支出和收入行为。

当然，由于将这两个决策分开后，容易导致收支之间脱节，也不利于实现预算平衡。为弥补这一不足，在收入决策和支出决策分属两个不同的委员会之后，必须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协调，促进预算平衡。一种可行的协调方式就是，在议会内部建立一个预算委员会来协调收入委员会和支出委员会的决策，统筹考虑收入和支出及其对整个预算的影响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三)公共审计委员会


从预算监督的角度来看，议会内部还有一类非常重要的委员会。这类委员会专门负责审计政府预算执行是否履行了财政责任，负责在事后对政府预算进行外部控制。20世纪30年代以来，和以前相比，许多国家的议会在政策制定领域的影响都在下降。在此背景下，各国议会都通过加强对政府预算执行的监督来抵消其在政策制定上的影响力的下降。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公共审计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就变得越来越大。
[311]



公共审计委员会可以追溯至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s Gladstone)在19世纪中期的一系列改革，其后，所有英联邦国家和许多非英联邦国家都建立了这种委员会。1861年，英国在下院建立了公共审计委员会(Public Account Committee)，这是最早的公共审计委员会，它专门负责审计政府预算执行及其结果。一般的，公共审计委员会是下院的常设委员会。有几个国家例外，例如，在澳大利亚和印度，公共审计委员会是两院共有的；在尼日利亚，两院都有自己的公共审计委员会。
[312]

 在英联邦以外的许多国家，在议会内部也建立了公共审计委员会或者类似机构，在一些国家的议会中，这个委员会不仅负责审查预算，而且负责审查审计报告。此外，由于政府审计越来越复杂，公共审计委员会(或者在非英联邦国家的类似机构)都建立了各种分委员会来对具体领域(例如教育与卫生)的预算进行审计。而且，公共审计委员会也与其他负责监督和审查政府特定政策领域的专业委员会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合作(Stapenhurst，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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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议会、政府与审计

资料来源：Stapenhurst， Rick. 2008. The legislature and budget. In Rick Stapenhurst，Riccardo Pelizzo， David M. Olson&Lisa von Trapp. Eds. Legislative oversight and budgeting：Aworld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Figure 3.2。



公共审计委员会是议会的常设委员会，其职责是帮助议会监督政府开展的活动。图6-4描述了该委员会与政府与审计机构的关系。与其他委员会一样，它有权就议会赋予它的所有事务或议题展开调查和审查，它也可以就某一具体的问题开展专门调查，例如，政府在实施议会批准的支出时是否履行责任，政府开展的政策的有效性和效率，以及行政质量等等。为了更好地履行其监督权，各国都授予公共审计委员会以各种必需的权力，例如审查公共账户以及对公共账户进行评价，审查所有的审计报告，展开直接或间接的调查，获得任何它认为对于履行职能来说必需的文件，邀请政府成员参加公共审计委员会的会议并回答问题，向社会公布公共审计委员会的结论，向议会报告，以及向政府提交委员会的建议。
[313]



许多国家的公共审计都面临一个问题，即政府通常未能有效地处理审计中发现的问题或不执行公共审计委员会的建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国家都建立了不同的“跟进程序”(followup procedure)。在加拿大，政府部门可以在审计长的审计报告中加一章来说明它们在执行中如何跟进的想法，而来年的审计报告将审查部门是否做到了它们所承诺的整改。在德国，审计机构将定期提交一个追踪报告，对政府是否实施了审计机构在上一年审计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进行追踪。在其他国家，议会则要求公共审计委员会提交一个中期报告来确保政府采取了有效的措施进行整改。
[314]



在现实中，不少公共审计委员会都非常活跃。例如，在南非，公共审计委员会与媒体密切合作，揭露了国防预算的丑闻，迫使政府采取改正措施。在加纳，公共审计委员会启动了相关的议案来加强对地方公立学校的控制。在乌干达，公共审计委员会将许多财政违规的案子提交法院。
[315]

 表6-6描述了各国公共审计委员会介入预算监督的程度。

表6-6　各国公共审计委员会介入预算监督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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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tapenhurst， Rick. 2008. The legislature and budget. In Rick Stapenhurst，Riccardo Pelizzo， David M. Olson&Lisa von Trapp. Eds.， Legislative oversight and budgeting：Aworld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公共审计委员会能否成功地监督政府预算，取决于一些因素，包括：(1)该委员会是否有广泛的监督范围和职责，以阻止浪费和不当行为；(2)是否有权不以政府的指示和意见而选择调查的问题；(3)是否有权开展有效的分析，公布结论和采用有效的跟进程序；(4)获得审计部门和议会研究人员的支持。由于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分部不同，各国公共审计委员会监督政府预算执行的有效程度是不同的。
[316]



2005年，世界银行研究院及世界银行南亚区域财政管理小组专门就此调查了英联邦国家国家议会和地方议会(表6-7)。虽然有78％的被调查议会的公共审计委员会主席报告说政府一般会接受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但是，只有63.3％的答卷者认为政府会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虽然只有15.2％的答卷者报告说政府很少会接受委员会的建议，但是，27.3％的答卷者报告说政府很少执行委员会的建议。有60.8％的公共审计委员会主席认为，从形成委员会建议的角度看，政府常常提供了更好的信息。但是，公共审计委员会的建议、行动与意见对那些违反规则的官员的行为很少构成约束，对立法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表6-7　公共审计委员会获致的结果(％)N=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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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elizzo， Riccardo&Rick Stapenhurst. 2008.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s. InRick Stapenhurst， Riccardo Pelizzo， David M. Olson&Lisa von Trapp. Eds.， Legislative oversight and budgeting：Aworld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 C.：The World Bank. Table8. 1。




(四)委员会发挥作用的条件


各种比较研究都倾向于认为，在议会内部建立各种常设的委员会体系是议会更有效地履行其“钱袋子”权力的基础。而委员会能否在议会的预算审查监督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取决于各种因素
[317]

 ：

委员会是否有权向议会(下院)提出预算修正的建议

虽然在所有议会制国家所有的修正案都必须要提交下院大会讨论，但是，不同国家的具体做法是不同的。在一些国家，例如德国，委员会发挥着最主要的作用，它负责向下议院提出修改建议，它强有力地介入了预算辩论，预算辩论主要发生在委员会内部，委员会决定着议院中的预算辩论，委员会的建议一般都会为议院所接受。但是，在另外一些国家，例如印度，委员会的角色被限定为向议院的预算会议提供评论，而不能提出具体的修改建议。在澳大利亚的众议院，预算决策并不需要经过一个委员会阶段。参议院的委员会介入了预算权衡，但是，是由各个参议员形成修正的请求。研究表明，委员会发挥着积极作用的国家的议会更加能够有效地运用预算修正权，而委员会作用小的国家则不能。

委员会辩论时间

委员会越有时间讨论，它在预算修正上越有能力，反之，则无法发挥作用。澳大利亚议会的预算过程持续一到两个月。但是，在众议院不经过委员会阶段。虽然参议院的委员会介入预算，而且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根据传统，参议院在预算过程中主要发挥一个咨询作用。英国的委员会在三个月的议会预算过程中有几周的时间讨论预算。但是，英国议会中的财政事务方面的常设委员会是临时性的，这种委员会只能处理反对党和政府同意的预算中的没有争议性的部分，真正有争议性的问题是在下议院的大会上讨论的。但是，在德国议会的预算程序中，有四个月的预算讨论。其中，下议院的预算委员会有几周的时间讨论预算，此外，上院的财政委员会有几乎一个月的时间讨论预算。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尽管都是议会制德国议会的预算修正能力比较高。

介入预算的委员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议会改变预算的能力取决于是什么委员会介入预算过程以及这些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在收支决策过程中，如果有一个机制来协调财政或预算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使得财政或预算委员会能够充分利用其他委员会的专长，那么，议会在审查、监督各项决议以及在项目和部门之间转移资金的能力就会上升，议会改变预算的能力也会得到加强。进一步地，在预算执行中，如果预算或财政委员会与国会中的审计部门能够紧密配合，那么，有效地监督就能够强化议会改变预算的能力。

在大多数国家，财政委员会在预算过程中负有主要责任。它或者单独履行责任，或者作为各个委员会的协调机构。不过，目前的国际趋势似乎是强调一种广泛的委员会协商。例如，在印度，直到1993—1994年之前，预算只由估算委员会审查。现在也要经过其他的专业委员会审查。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在参议院引入了一个委员会阶段，相同的发展也出现在澳大利亚。1968年，英国也引入了一个围绕着财政常设委员会的委员会阶段。
[318]



在英国议会，处理收入提议的过程比处理支出提议的过程正式化。收入决策的处理涉及一个暂时的财政常设委员会。永久性的国库特别委员会(Treasury Select Committee)通常会在预算陈述(描述各种规定)和二读辩论(关于法案的原则)之间审查财政法案。但是，并没有要求这样做，政府也没有责任等待任何委员会的报告。而且，在英国和澳大利亚，虽然议会的审计机构非常强大而且富有资源，但是，公共审计委员会并不是预算过程的一部分，它与预算过程之间的联系已经断开，它的专长并不能协调进预算过程。
[319]



在德国，预算委员会能够根据议员的专长，将这些议员分派去监督某个部门的预算执行。而且，通常每个议员会负责一个部门好几年，这有助于他们发展出关于某个部门的专业知识，进而使得预算委员会有足够的能力在部门内部以及部门之间改变资金分配。此外，公共账户委员会是预算委员会的一个分委员会。这意味着预算委员会既能够控制支出的授权，也能够对预算执行进行监督。而且，公共账户委员会在预算执行中获得的信息可以帮助预算委员会提出准确的、强有力的修正案。
[320]




 七、议会内部的运作程序

由于议会控制着钱袋子的权力，因此，如何设计议会内部的预算程序就至关重要。而且，一个国家的议会在预算过程中的影响越大，合理设计它的议会的内部预算程序就更加重要。设计议会内部的预算程序，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分配各种微观的预算权，包括收入决策、授权决策和拨款决策，既设置各种防范措施以有效地控制议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又能将各个部分的决策协调起来，确保议会能够有效率地进行预算决策。议会作为一个立法机构，它内部的权力是分享性或者是分散性的。在议会内部，通常有各种各样的进入和影响的渠道，所以，重大的决策都是断断续续和不一致地制定。这使得议会内部的预算过程面临很大的困难。
[321]

 针对美国国会复杂的预算程序，希克这样评论说，“虽然立法准则驱使国会走向权力碎片化，预算要求集中权力……对于国会预算的关键性考验是，它将碎片化的立法要求与和寻求完整的预算结果的动力协调起来”
[322]

 。


(一)传统的预算程序：微观决策型


从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议会内部的预算审查都是围绕着各种微观决策进行的。这些微观决策包括：授权决策、拨款决策、筹款决策。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将这些决策活动链接起来，而不同的链接方式就形成不同的预算程序。从理论上讲，在议会内部支出决策上，一般应先进行授权决策，再进行拨款决策。不过，如何将收入决策(即筹款决策)和支出决策联系起来就不是这样简单。此外，另外两个问题也会使得议会内部预算程序的设计变得复杂起来。首先，是否需要在议会内部建立专门的常设委员会并由它们来履行这些决策活动？其次，如果在议会内部将权力授予各个委员会，如何在各个委员会之间进行协调？对于第一个问题，有些国家，例如英国，强调议会的权力属于全体议员，因而不设置常设委员会；另一些国家，例如美国，设置常设委员会，由它们从事不同的预算决策。目前，选择后者的国家较多。对于第二个问题，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将各种决策权力适当地分离，以更好地保护公共资金。不过，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权力的分配常常充满反复和变化，尤其围绕这拨款权的分配，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当然，许多国家都将筹款和拨款决策分开。而这又带来一个协调问题。此外，对预算执行监督也需要设计一定的程序。现在介绍英国和美国议会内部的传统预算程序，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类不同政体的议会预算审查程序。

议会内阁制：英国

英国国会内部的预算审查、监督程序是在18、19世纪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国会对于政府支出预算的批准非常重视。国家支出预算是“由内阁全体成员集体负责”。按照惯例，预算在提交议会之前要先由内阁会议审议决定。每届年会的早期，国家支出预算要提交下议院。下议院一般要召开全体会议，通称预算委员会，来听取政府各部提交的预算说明书。这些说明书是四开本的细目性的简明提要，其目的是为了使得按照预算委员会的非正式规则召开会议的下议院了解所提出的支出方针以及据此进行的支出估算是否正确。在会议中，各个大臣要对自己部委的预算进行说明，然后议员提问。预算委员会对大臣的说明满意之后，将对经费支出的每一项目逐一进行表决。在英国，内阁在预算方面的集体责任不仅是技术性的，而且也是实质性的。一旦预算委员会否决或抵制政府提出的国家支出预算，大臣就要辞职。因此，“预算委员会的投票表决是至关重要的，它标志着下议院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323]

 。

对支出预算表决完后，议会开始审查筹款政策。在支出预算批准之后，为了筹措资金来偿付预算委员会批准的支出，下议院以筹款委员会的名义召开议员全体委员会。在筹款委员会的会议上，政府的财政大臣将就支出以及相应的筹款措施向全体议员进行汇报。实际上，在向预算委员会提交支出预算和向筹款委员会提交筹款措施之前，财政大臣需要先和各个部门沟通并审核它们的预算，还需要在预算需要和预算资源之间进行平衡。因此，在议会的预算委员会批准支出预算之后，他要就如何提供充足税收的措施向议会的筹款委员会提出建议。具体地，他要向筹款委员会汇报去年的财政管理情况，并且提交新预算年度的调整税收和准备预定开支的方案。筹款委员会在听取财政大臣的报告和建议之后，通常要将这个收入筹措的方案与预算委员会通过的预算相比较。如果议会否决，也表明议会对于内阁的信任下降。如果筹款委员会同意了财政大臣的筹款建议，它就实际上执行了预算委员会的决议。
[324]



在核准预算中列出的开支项目时，预算委员会决议的金额就包括在筹款委员会提出的从一般基金中拨款的决议。这个决议然后就送上议院和英国国王审核，然后再由下议院以议案的形式提出。财政大臣关于改变税收的建议也以同样的方式包括在筹款委员会的决议中，由下议院以议案的形式通过。“筹款议案”在上议院通常都会顺利通过的。在英国，无论是收入还是支出都是由下议院控制的。上议院的特权只限于对经费议案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完全拒绝，无权进行修改。所以，上议院通常不做什么详尽的审查就通过议案。
[325]



国会也要对预算执行进行监督。关于上一个年度的开支，一般进行双重审查程序。在政府内部有一个专门的审计部，它负责审查所有发生的开支的账目和凭证。同时，下议院每年又提名一个专门委员会，对审计部的审查进行审查。这个委员会通常由议会中非常有经验的商人组成。这个委员会要审查上一个预算年度的全部账目，它的审查通常都非常细致：它通常要查问出现某些支出项目的原因；除了审查政府的日常开支外，它还要要讨论要求赔偿费、补助费以及其他特殊支出问题。每年3月31日是结算日。议会审查的账目只涉及上一个预算年度的实有收据和付出款项。在这一日，所有未支出的存款将被冻结。即使某些项目的经费已经获得议会的批准，但是，如果到4月份仍未支取，那么，这些经费只有在下议院重新批准之后才可使用。同样，贷款也有明确的期限。
[326]

 在威尔逊看来，这种冻结的做法可以避免账目的混乱，有助于议会的监督，有助于减少奢侈和浪费。尤其是与法国19世纪末期的做法相比更是如此。在19世纪末期的法国，在国家的结算单中，税务欠款年年重叠，旧的赊欠与新的赊欠混在一起，通常要到三四年后才能知道某一年确切的开支数目。
[327]



总统制：美国

美国国会的传统预算程序是在18和19世纪形成的。这一预算程序与美国实行的总统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联系。正如威尔逊在1885年描述的，在总统制下，“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由一条严格的界限隔开，原意是使它们保持各自的独立，结果却是完全孤立”
[328]

 。因此，在预算中，美国国会不直接与政府财政官员发生联系，国会不得不自己提出和完善预算。曾经担任过美国总统的威尔逊认为，这种预算程序存在着这样的弊端：

因为国会与行政机关完全分离，国会不得不自己提出和完善预算。它并不听取由熟练官员用简练文字改写并扼要说明的预算情况……当要决定税收问题时，国会也得不到训练有素、有实际经验的金融家的有益指导。国会并不征求财政部关于税务问题的意见，除了一份为满足下一财政年度正常开支所需款项的详细说明外，有关开支的动议，并不征求各部的意见就作了处理。
[329]



在1865年设立专门的拨款委员会之前，由于政府在社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小，政府支出的规模也比较小，而且，党派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和睦，所以，国会内部的预算过程也比较简单，筹款和拨款都是由一个筹款委员会负责的，而且，拨款法案也非常简单。国会也满足于由行政部门先提出各种详细的项目，再由自己审批。在这种安排下，总统确定的议程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30]

 在美国宪法颁布的最初几年，拨款方法比较粗糙。一年的所有经费都列入一个议案，即所谓的“供养政府拨款法案”。该法案并没有详细地列出将要开支的项目。这实际上就将很大支出自由权授予了政府首脑，使得他可以在总额之内任意使用。美国的财政年度截止于6月30日。在财政年度到期前的几个月，新的年度预算已经编制好供国会使用。每年秋季，各个部委开始编制预算，并送交财政部。财政部长将这些报告(包括财政部自己的预算报告)编制成所谓“财政部长转交的6月30日截止的财政年度所需拨款的预算文书”。在众议院开会后立即交给众议长及常设的拨款委员会，众议院本身并不听取预算宣读。当然，任何对预算有兴趣的议员都可以获得一个副本。拨款委员会研究过这些预算报告之后就制定一个“总拨款议案”。当然，对各个行政部门分别制定拨款议案的做法是后来才有的。1862年，国会对此进行了改革，对拨款的用途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与规定。
[331]

 19世纪形成的这种拨款方式与政府部门当时实行的分项列支预算方法密切相关。然而，随着政府规模逐渐扩大，详细的拨款法案越来越难以实施，其后就逐渐转变为一次总付或者一揽子拨款的方法。目前，国会内部的各种委员会取代了各种正式法规，通过委员会的报告非正式地指导着政府部门的支出。
[332]



1921年建立行政预算体制之前，议会国会审查的是政府各个部门提交的预算。1921年后，国会审查的是总统提交的政府预算。在审查预算时，各个委员会根据权力的划分，对不同的部分进行审查、表决。各个专门的授权委员会负责具体的立法工作，提出授权法案，建立机构和确定项目，同时规定一笔资金作为支出上限。不过，具体的支出必须经过拨款程序，这个程序是由拨款委员会控制的。预算拨款控制在参、众两院的13个属于拨款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手中。这13个委员会负责对外报告拨款法案，拨款法案就支出的权力及额度向各个部门进行授权。同时，众议院的筹款委员会和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决定预算收入，只有这两个委员会形成税收法案、债务法案等与收入相关的法案后，政府才有合法的收入。除了13个覆盖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常规拨款法案之外，每年国会还要正式通过一个或多个补充拨款法案以应付未预料到的情况。
[333]

 对于这一预算程序，希克(1980)做了一个非常简洁的总结：

在其传统的预算制定活动中，国会通过以下方式来追求政治需要：将税收决策与支出决策隔离开来，设置一个平行的授权和拨款过程，将支出活动分解到超过一打的拨款法案(分委员会)和其他的立法中去。
[334]



不过，自20世纪40年代起，这个预算过程存在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对此，罗伯特·李和罗纳德·约翰逊进行了总结：

由于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法案处理预算，预算被零碎地处置，从而就使得制定全面广泛的政策变得更加困难。第二个问题是，零碎地处理预算的方法，意味着各个小组委员会、委员会以及国会两院不得不设定纪律要求，逼迫自己按照财政年度开始日期完成各自的任务……如果各个拨款法案没能准时通过，各个行政机构就不再会有运行资金。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国会就通过一个继续拨款法案，该法案基本上准许受影响的部门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运行，并能以刚刚完成的财政年度同样的水平进行支出……常常有些行政机构在整个财政年度内都是运行在继续而非常规的拨款法案之下的。
[335]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46年国会通过了《立法机构重组法案》，准许国会在没有提出并通过详细的税收和支出法案之前先批准整个一揽子预算计划。但是，这个法案并未付诸实施。1950年，国会决定实行单一的综合拨款法案来控制整个支出。虽然这一做法在1951年财政年度运行良好，但是，由于努力不够，整体效果也不是很明显，所以，无论是拨款委员会还是白宫都没有再使用。
[336]




(二)宏观决策的必要性：1974年美国的改革


1974年，以美国国会重构内部预算程序为标志，议会内部预算程序的设计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议会开始超越传统的以微观决策为主的预算程序，开始考虑宏观决策问题。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国会的传统预算过程面临极大的挑战。一是越南战争，实行“伟大社会”计划导致的巨额支出吞噬了财政盈余，并导致了结构性赤字。这使得人们开始怀疑国会能否有效地控制财政赤字。二是在国会内部，出现了各种“后门支出”，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后门支出”是一种在正常的拨款程序之外发生的支出，包括：(1)合同授权，它允许各个部门承诺支出，然后可能迫使拨款委员会同意提供资金。(2)授权委员会授权各个部门一定的借款权，该权力允许各个部门从财政部借钱。(3)权利型项目，在这些项目之下政府部门必须为各个符合法律规定资格的受益人提供福利并导致支出。这种支出与其他支出的最大区别在于，其他的授权支出都是通过拨款程序确定并且有支出限制的，而这一支出完全不是这样。三是国会内部经常在预算上无法达成一致，形成旷日持久的争执。例如，从1966到1973年这一段时期，由于授权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之间在预算总额上持续地争论，导致了希克所称的“七年预算战争”。“后门支出”使得所有的国会委员会都可以进行财政决策，影响资金分配，但是，并没有一种机制来协调它们之间的活动，并对总额进行控制。1972年，在总统竞选中获得压倒多数胜利的尼克松公开挑战国会的预算权威。他指责国会预算过程存在问题，声称宪法中隐含着总统拥有扣押资金的权力，并实际行使了这一权力。对此，国会一方面承认自己在预算上确实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强调这并不足以让国会放弃宪法赋予的拨款权。结果，1974年，国会通过了《国会预算和扣押控制法案》来对抗总统权力的扩张。这个法案是20世纪美国预算史上最重要的法案之一。它的主要目标包括：(1)为国会提供一个从总体上对预算进行控制的手段，将各个拨款法案彼此连接起来，并将它们与各个收入法案连接起来。(2)解决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冲突，尤其在资金扣押方面。
[337]



在保留原有的组织结构和传统预算程序的同时，这一法案增设了新的组织和程序来改善传统的预算程序。这一改革在参、众两院各设一个新的预算委员会来协调整个预算过程。其成员来自两院的领导层和有关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授权委员会)。另外，设置了国会预算办公室来为预算委员会以及需要在预算方面提供服务的其他委员会和议员个人提供服务。但是，这一改革没有消除互相敌对的委员会之间的冲突。新设立的预算委员会并没有成为权力中心，尤其是众议院的预算委员会，因为它的成员的任期是有限的，而且主要是从与其有竞争关系的委员会中抽调出来的，这些委员如果想在国会多呆的话是不可能挑战其他的委员会的权力的。
[338]

 不过，这一法案催生了一套新的预算程序(专栏6-3)。

专栏6-3　1974年改革后美国国会内部的预算程序

1974年改革改变了美国国会的预算程序，将宏观决策整合进传统的预算程序。这个新的预算程序是这样的：

1.通过一个预算决议来设定总量目标。5月15日，预算委员会首先起草一份首次“预算决议”，它规定了总收入和总支出的目标。夏季就是各方讨价还价的时间。在这一时期制定的支出和税收法案一般都要以这个决议为依据。不过，如果某项拨款细目超过决议设定的标准，该项目就要重新进行讨论。9月15日，再起草第二次“预算决议”，对10月1日开始的预算年度的税收和支出规定“约束性”限额，而且，在这一日期之前通过的不符合预算决议案中的限额的议案一般都要修改。这一决议将预算数据汇总起来供预算委员会和其下属委员会在评估拨款时使用。根据总量目标，预算决议将支出额分配到预算中的各个职能领域，例如国防、外交、教育等。在讨论决议案时，议员们经常要讨论支出的优先权的确定，例如“大炮还是黄油”。不过，这种讨论经常是象征性的。预算委员会可以在委员会分配的、决议规定的各个职能领域的支出份额之间进行调节。拨款委员会的作用则更加重要，它可以不理预算决议中的职能目标，将本来要拨给国防的资金划拨到非国防的支出中去，因为它在这两个领域都有管辖权。

2.在传统的资金分配的基础上增加实施程序。在总预算目标的指导下，国会考察各个单独立法机构的活动是如何加总起来并与目标进行比较。在一定程度上，这就是一个“神秘的”计分制。资金分配的程序是这样的。首先，国会必须对款项的支出进行授权。这主要是由各个授权委员会控制的。这些委员会要审核是否应该开展某一项目或设置某一机构，以及相应的资金数额。如果同意，则发布一份正式声明或授权法案。同时，国会的委员会和分委员会要审核行政部门和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提案。其次，两院的拨款委员会要向各自的议院提出开支议案。如果通过拨款法案，就予以拨款。

资料来源：(1)Meyers， Roys. 1999. Legislatures and budget. In Roy Meyers. Eds. Handbook of government budgeting. San Fransico，CA：JosseyBass Publishers.(2)Dye， Thomas R. 2006. 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pp. 170-174.(3)[美]斯蒂芬·施密特、马克·谢利、芭芭拉·巴迪斯：《美国政府与政治》，梅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三)宏观决策与微观决策相结合的预算程序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议会的预算决策主要是微观预算决策，即主要是审查政府提议的活动是否必要，应该为该活动提供多少拨款，以及审查政府提议的收入政策。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各国普遍面临支出难以控制，赤字、债务累积，财政难以为继的危机。在此背景下，为了加强财经纪律和总额控制，美国1974年预算改革在议会审查程序中加入宏观决策。从总额控制的角度看，这种先进行宏观决策再进行微观决策的做法就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制度设计，因而很快就被其他国家借鉴来重构议会内部的预算审查程序，例如法国、瑞典等。
[339]

 在瑞典，每年11月，在年度预算细节通过之前，议会先通过一个三年支出总额的上限。具体地，瑞典议会每年都在三年支出总额上限之上加上新的一年的支出总额上限，从而使得该三年期的中期支出限制是自动向前滚动的。
[340]

 由此，在这些国家，议会的预算表决就包括两个阶段：首先对预算总额进行表决，然后才对政府各个部门的拨款和资源配置以及收入政策进行表决(图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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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宏观决策与微观决策相结合的预算程序



20世纪8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OECD国家开始实行中期财政框架。在这种背景下，议会宏观决策的重要性就越来越突出。目前，在OECD国家，向议会提交中期财政战略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做法。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向议会提交的预算草案一般包括一个中期财政战略，政府计划在一个预算年度或跨一个预算年度的总支出、总收入和收支总额的平衡方案都必须获得议会的同意。不过，各国在是否将这种做法制度化成一种法律要求上存在不同。目前，在OECD国家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341]

 ：

议会通过量化的多年期的中期财政战略。在这种模式下，议会将根据法律实行一个量化的财政规则(通常包括一些量化的赤字与债务限制)，从而在中期财政总额控制框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每年都要向议会提交一个与该中期财政总额控制框架相一致的预算。在这种模式下，议会是根据一些法律来行使这一权利的。例如，美国1985年的平衡预算法案和1990年的预算实施法案，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赤字和债务标准等。

中期财政战略每年都要提交议会并由议会通过。在正常的预算程序中，并没有一个法律要求必须由议会每年批准政府的中期财政总额控制战略。但是，议会的确在行使这一权力。每年在批准年度预算的细节前，议会都会先批准多年支出总额的上限，并逐年向前滚动。例如，瑞典就采取这种模式。

中期财政战略每年都提交议会，但并不正式地被议会通过。大多数OECD国家都没有法律规定中期财政战略需要被议会正式地批准。但是，在将近75％的国家，政府每年都向议会提交中期财政战略。

为了帮助设定政策重点进而确定支出重点，并使得政府和议会双方在形成和考虑预算的过程中都遵守这些重点，一些国家建立一个正式的程序，让议会辩论支出总额或上限。根据世界银行和OECD的一项调查，表6-7描述了开始辩论具体的支出项目或科目之前议会是否有一个程序来辩论支出总额。从中可见，在57％的国家，议会对支出总额进行辩论，有20％的议会还可以设定强硬的支出上限。在OECD国家，这一比例则更高，达到60％，在总统制国家更是高达64％。但是，有40％的国家，议会完全不介入总额的确定。
[342]



表6-7　开始辩论具体的支出项目之前议会中是否有一个程序来辩论支出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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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arraclough， Katherine&Bill Dorotinsky. 2008. The role of the legislature inthe budget drafting process：A comparative review. In Rick Stapenhurst， Riccardo Pelizzo，David M. Olson&Lisa von Trapp. Eds. 2008. Legislativeoversight and budgeting：Aworld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八、预算监督与信息

议会的预算监督有赖于议会及其各个委员会能否及时获得全面、准确的与政府收支、政府政策以及活动相关的各种信息。这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合作与支持，例如，政府是否尽早发布预算声明，是否积极配合和回应议会的信息要求，另一方面取决于议会自身能否发展出相应的组织能力来收集和分析信息。对于议会的预算分析能力，有必要强调一下。由于现代政府的预算越来越复杂，同时，议员的专业不一定在预算领域，加之议会除预算之外，还有其他事务，所以，提高议会对预算信息的分析能力至为重要。


(一)预算前声明


政府首脑是否尽早向议会发布有关于预算编制的信息，对于议会有效审查预算来说至关重要的。最近，国际预算项目(International Budget Project)就此在36个国家开展的一项调查，其中24个是总统制国家，12个是议会内阁制国家，12个是中等收入国家，其他是低收入国家。这一调查发现，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都未能向议会提供充足的信息来帮助议会在预算领域做出合理的决策。
[343]



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国家采取的方式是，政府在正式启动预算编制前向议会提交“预算前声明”(prebudget statement)。预算前声明是指政府在财政年度开始之前或者在政府正式向议会提交其预算获得审批之前，向议会提交的一份正式文件，它一般是公开发布的，它包含了关于政府政策和支出重点、总收入和总支出、盈余或赤字以及债务预测的信息。这有助于议会提前把握政府在未来年度的政策重点、预算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从而为其后的预算审查做好准备，也使得议会能够介入更具实质意义的预算讨论。
[344]

 根据OECD的财政透明标准，政府应该至少在政府正式提交预算草案前一个月发布这一声明。根据国际预算项目的调查数据，过半的国家都在财政年度开始前发布这一声明，53％的国家还向公众发布这一声明，59％的总统制国家和67％的中等收入国家向公众发布这一声明。但是，只有29％的两院制的议会内阁制国家发布这一声明。总体来说，总统制国家发布预算前声明的要比议会内阁制国家要稍微多些。
[345]

 表6-8展示了各国政府公布预算前声明的时间。

表6-8　各国政府公布预算前声明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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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arraclough， Katherine&Bill Dorotinsky. 2008. The role of the legislature inthe budget drafting process：A comparative review. In Rick Stapenhurst， Riccardo Pelizzo，David M. Olson&Lisa von Trapp. Eds. 2008. Legislativeoversight and budgeting：Aworld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除了公布声明的时间早晚之外，对于议会就预算问题展开有意义的辩论来说，声明的内容也是非常关键的。尽管大多数国家都公布了“预算前声明”，但是公布的内容和质量则各不相同。根据国际预算项目的调查数据，有50％的国家提供了关于政府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的解释，但是，只有17％的国家在其中包括细节和定量的估计。在总统制国家，55％的政府提供了至少一个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的解释，但是，只有13％的国家提供了细节和定量的估计。在中等收入国家，无论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内阁制，政府公布的预算信息在质量和内容上都比低收入国家要好。在中等收入国家，66％的政府提供了至少一个解释，其中33％的国家，政府还提供了细节和定量的估计(表6-9)。
[346]



表6-9　声明是否包括对政府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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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arraclough， Katherine&Bill Dorotinsky. 2008. The role of the legislature inthe budget drafting process：A comparative review. In Rick Stapenhurst， Riccardo Pelizzo， David M. Olson&Lisa von Trapp. Eds. 2008. Legislative oversight and budgeting：Aworld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预算前声明”同时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映政府政策意图的文件。根据国际预算项目的调查数据，表6-10描述了这一声明在多大程度上阐述了政府的政策和支出重点，以帮助议会形成一个关于来年预算的详细估计。

表6-10　声明是否描述了政府的政策和支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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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arraclough， Katherine&Bill Dorotinsky. 2008. The role of the legislature inthe budget drafting process：A comparative review. In Rick Stapenhurst， Riccardo Pelizzo， David M. Olson&Lisa von Trapp. Eds. 2008. Legislative oversight and budgeting：Aworld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二)预算草案的信息


预算草案是政府向议会正式提交的资源申请提议，议会的审查主要是针对政府提交的预算草案的，议会审批的也主要是政府的预算草案。因此，预算草案是否向议会提供了及时、全面、准确的信息，对于议会的预算监督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理论上看，在议会内阁制下，政府和议会之间容易形成一种合作关系，而总统制容易在政府和议会之间造成对立，尤其在政府和议会分别由不同的政党控制时更是如此。
[347]

 换言之，政治体制可能会影响发生在两者之间的信息流动。表6-11描述了政府在提供预算草案信息的合作程度。由表6-11可见，政治体制的确导致了差别，但并不是特别大。不过，中等收入国家的情况要比低收入国家好得多。

表6-11　如果议员提出要求，政府是否会提供关于预算提议的更详细或更好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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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arraclough， Katherine，&Bill Dorotinsky. 2008. The role of the legislaturein the budget drafting process：A comparative review. In Rick Stapenhurst， Riccardo Pelizzo，David M. Olson&Lisa von Trapp. Eds. 2008. Legislative oversight and budgeting：Aworld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在议会审查预算的过程中，负责预算审查的委员会可能需要举行预算公共听证会，而政府部门的官员会被要求参加这些听证会，回答议员的问题，并对本部门的预算申请进行辩护或者提供一个恰当的、可接受的理由。这对于加强预算审查监督来说非常重要。它可以使得议会获得更准确的信息，提高自己对预算及其政策影响的理解，从而做出更正确的决策，也可以在议会和政府之间建立起一种以预算为核心的政治对话与讨论，从而使得政府和议会更加对公民负责。根据国际预算项目的调查数据，表6-12描述了各国在这一方面的情况。从中可见，42％的国家举行了这种预算公共听证，或者专门针对某个具体的行政领域，或者是全面性的问题，另有42％的国家没有这种预算听证。中等收入国家采用这一制度的比例比低收入国家高，为75％。总统制国家有42％的议会采取这一制度，另有33％的国家没有这种制度；议会内阁制国家中，41％的采用了这一制度，另有较高比例的国家没有采用这一制度，即58％。

表6-12　议会中的委员会是否就预算中的宏观经济和财政框架举行公共听证会，\r\n届时政府部门将提供证词，公众将旁听？(％)


[image: ]


资料来源：Barraclough， Katherine&Bill Dorotinsky. 2008. The role of the legislature inthe budget drafting process：A comparative review. In Rick Stapenhurst， Riccardo Pelizzo，David M. Olson&Lisa von Trapp. Eds. 2008. Legislative oversight and budgeting：Aworld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三)预算研究机构：预算办公室


若欲有效地审查预算，并对政府的预算进行实质性而且合理的修改，除了需要预算修正权以及必需的信息之外，议会还必须有能力对政府提供的各种预算信息进行专业性的分析。对预算执行和执行后的结果进行监督，首先也需要获得信息，但是，更重要的是，议会必须能够专业性地分析进而有效地利用这些信息。
[348]



为了获得更高质量的预算信息，以及更好地利用这些信息，目前，许多在预算过程中扮演者非常积极的角色的议会都在议会内部建立了非党派的、独立的、专门从事客观分析的预算研究机构来协助议会审查预算，加强预算监督。
[349]

 而且，一个国家的议会在预算过程中的影响力越大，它对于这种研究机构的需求也越大。
[350]

 总的说来，这种研究机构可以为议会的预算审查提供如下好处
[351]

 ：

使得复杂的信息简单化，使之更容易为议员、公众、媒体理解；

该机构的专业性可以防止政府的各种技术伎俩，从而提高透明度；

通过简单化和提高透明度，它可以提高预算预测的可信度；

提高负责程度，主要是指预算过程中使用的预算估计的负责程度；

改进预算过程，以上这些将使得预算过程更加直截了当、更容易被理解；

该机构提供的信息分析同时服务于议会中的多数派和少数派；

作为一个议会自己的机构，它能比政府的预算机构更快更积极地回应议会提出的预算信息方面的要求。

尽管各个国家议会预算研究机构的定位各有侧重，但是，综合起来，这一机构的核心职能包括
[352]

 ：

经济预测。所有的预算分析都开始于经济预测，这也因此是该机构的核心功能。

底线估计。对收入和支出的预测应该是一个趋势外推，而不应是一个简单的预言。它们应该是建立在目前存在的法律之上而不能建立在政策提议之上的。

分析政府的预算提议。这不应该是一个耗时的政治意义上的项目评估，而应是一个对政府预算草案中包括的预算估计的技术性分析。

中期分析。以上这些分析都必须至少在一个中期的时间框架内进行分析。这有助于提醒政府、议会和公众目前的或者提议的政策的跨年度后果。

当然，它也可承担其他的议会认为必要的职能。例如，对各种预算提议进行分析，提出削减支出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对各种将会导致支出的法令进行分析，进行经济分析、税收分析，进行长期影响的分析，提供政策简要等等。
[353]



这一机构的建立大大地提高了议会获取、分析进而使用预算信息的能力，使得议会在预算信息方面与政府首脑至少开始越来越势均力敌。这一机构最早建立于1941年美国加州州议会，名为“加州议会分析办公室”(California Legislative Analysts Office)。不过，这种模式在国际上流行起来则是由于1974年美国国会建立的国会预算办公室。1974年，为了重建国会的预算权力，遏制总统在预算领域的权力扩展，美国国会在改革国会内部的预算程序的同时，在新成立的预算委员会之下建立了“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不断扩张预算权力及其预算能力，除了悍然地使用扣押权之外，尼克松还将原来的主要是技术性的预算局改为一个更加有权但更加不透明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面对这一局面，美国国会在1974年启动预算改革，除了明确禁止总统使用扣押权以及重构国会内部的预算程序之外，还成立了一个有权审查和控制税收和支出总额的国会预算委员会。同时，建立了“国会预算办公室”，专门为这个新的委员会提供至少不亚于总统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预算信息。其后，许多国家都模仿了美国国会的这一做法。1990年，菲律宾在国会内成立了“国会计划与预算部”(Congressional Planning and Budget Department)。1998年，墨西哥在议会内成立了“公共财政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de las Finanzas Públicas)。2001年，乌干达在议会内部成立了“议会预算办公室”(Legislative Budget Office)。2003年，韩国在议会内部成立了“国民大会预算办公室”(National Assembly Budget Office)。此外，其他一些国家也在筹备成立这一机构，例如，尼日利亚和肯尼亚。
[354]



根据世界银行和OECD的一项调查，表6-13提供了各国议会建立和使用预算办公室及其专业人员的数量的情况。在此表中，该机构也可是审计署的一部分。从中可以看出，目前，大部分国家(高达72％)的议会还没有建立这一专门的预算分析机构。此外，这一模式在总统制国家比议会内阁制国家更普遍。

表6-13　议会是否有一个专门的预算研究机构来从事预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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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arraclough， Katherine，&Bill Dorotinsky. 2008. The role of the legislaturein the budget drafting process：A comparative review. In Rick Stapenhurst， Riccardo Pelizzo，David M. Olson&Lisa von Trapp. Eds. 2008. Legislative oversight and budgeting：Aworldperspective. Washington， D. C.：The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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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 总额控制


 第七章 总额控制

对于通货稳定来说，公共财政的可控性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Poterba， Strauch&von Hagen
[1]



公共预算是一个规则驱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规则约束着政府筹集公共资金并进行支出的行为。在这些规则中，一个最基本的规则是对财政收支总额进行控制的规则。
[2]

 19世纪以来，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预算平衡原则一直是各国政府奉为圭臬的预算原则。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50年代以来，随着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以及福利国家建设的需要，各国政府纷纷放弃了预算平衡原则，导致公共支出与债务迅速膨胀，政府赤字规模越来越大，并使得财政可持续性不断下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总额控制(aggregate control)问题重新被提出，许多国家都开始重建总额控制。


 一、总额控制的兴衰

长期以来，公共预算学者和财政官员都是在财经纪律(fiscal discipline)这一概念下讨论总额控制问题的。在公共财政的文献中，财经纪律有三种互相联系的定义：(1)一个政府只能用日常收入来支持经常性支出，如果用赤字财政来支持经常性支出就违反了财经纪律(Musgrave， 1959；Musgrave&Musgrave， 1989， p.10)。(2)财经纪律不仅包括“在可获得的财政的限制内约束支出”，且包括“确保通过的预算得到执行，且在内容上和数量上保持机构支出的法律性”(Mikesell， 1999， pp.44-45)。后者意味着，如果政府机构诚实地执行了拨款法案，即将事前同意的一定数量的资金支出到立法希望并同意的科目或目的，那么，财经纪律就得到了实现。(3)财经纪律被扩展到包括立法者。财经纪律意味着立法机构应该遵守它在协商、预算和拨款法案方面的时间底线。
[3]

 不过，在很多情况下，财经纪律也被用来指称预算执行中各个部门对于规则和预算的遵守程度，因而不能很好地概括希克所说的“总额控制”或者“总额财经纪律”，而且容易引起歧义。与此相关是另一个概念，“财政规则”(fiscal rule)。
[4]

 不过，这一概念也会引起歧义。因为，财政规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可以指称预算过程中的所有规则。希克是这样理解和使用财政规则的：“财政规则约束预算制定者，将他们决定总收入和支出政策的许多权力取走。这些规则典型地规定了收入和支出政策之间的平衡。每一个规则都是对实现政策意愿的一个制约。”
[5]

 总额控制问题还在于“财政可持续”的概念被讨论。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它强调了进行总额控制和维持财经纪律的最终目的，即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最近，侯一麟将财经纪律重新定义为“一个政府维持平稳的日常财政运行和财政健康的能力”。
[6]

 这样定义的财经纪律就包括：多年期视角的预算、在商业周期中维持财政健康和稳定的机制、中长期计划、在预算编制和采纳阶段的结构平衡(即在日常收入和经常性支出之间)以及在财政年度开始之前采纳预算、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实现结构平衡。

无论采用何种概念，总额控制也好，财经纪律也好，它最核心的内容都包括收支总额上的约束。它们都希望通过实施这些约束来制约政治家、各个部门以及利益团体无节制的支出要求。本书主要采用总额控制这一概念。总额控制是指通过在预算编制前确定财政收支总额，并以之严格约束政府预算编制，从而确保日常的财政能够平稳运行，确保财政在长期中具备可持续性，确保财政健康。正如希克所说的，“财政总额控制要求支出(和其他预算)总额在对预算的各个不同部分作出决定之前就确定下来，并且不受其干扰”
[7]

 。财政总额控制通常要考虑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即收入和支出之间的相互作用。总额控制意味着预算参与者不能随意地增加收入和追加支出的限额。当然，这不是说政府的支出不能增加。即使一个政府的支出年年增加，但是，如果这种增加是与收入的正常增加相称的，那么，这个政府仍是满足财政可持续性的。
[8]



希克指出，即使好的预算程序能起作用，政府的财政政策也能影响预算结果。在过去两百年，总额控制几起几浮，西方国家在总额上的财政态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平衡预算时期、动态财政管理时期和目前的财政总目标时期。
[9]




(一)传统预算时期的财政总额控制


传统的预算过程是自下而上的。在这种预算过程下，预算的形成是从基层的支出单位开始，层层审核，层层汇总。预算以各个部门的预算要求为基础，各个部门先形成自己的预算要求，然后上报预算机构审查。预算机构在审核了各个部门的预算要求之后，削减一些、同意一些，最后决定各个部门的预算拨款。这种预算过程有利于反映支出部门或者各个职能部门的资金需求，但是它无法控制支出的膨胀。因为，各个部门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种预算最大化的倾向，预算要求中的“水分”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而预算机构在许多情况下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信息来完全剔除这些多余的预算要求。所以，这种预算过程不利于控制支出的增长。

不过，在“二战”前，由于大多数国家至少在形式上都坚守预算平衡的原则，要求预算年度内的支出不能超过当年的财政收入，所以，支出的膨胀并没有大到足以威胁整体的财政健康。此外，正如希克指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政府规模比较小，税率也比较低，因此，预算平衡主要是通过控制支出项目来实现的。
[10]

 具体地，由财政部门或者类似的部门严格地从外部控制着各个部门的支出决策和行为进行事前约束，来对支出进行控制。财政部门有权制止那些没有得到预算授权的支出、那些它认为是不经济的支出、那些它认为会使得预算平衡遭到破坏的支出决策。这种模式的支持者相信：“只有当具体的支出项目得到控制时，开支总额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11]



总的说来，在这一时期，即使在某些特殊时期，例如“一战”以及30年代的经济大衰退时期，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预算会暂时地偏离预算平衡，但是，它们一般都能重新回到预算平衡。例如，尽管各国在30年代的经济危机期间都出现了赤字，但是，到1937年，许多没有备战的国家又重新回到预算平衡。实际上，直到20世纪40年代，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都是很低的，福利国家的建设也还没有大规模地启动，所以政府的赤字、债务都基本上还未失控。
[12]




(二)“二战”以来预算总额控制的松弛


“二战”结束后，平衡预算一度重新成为许多工业化国家政府奉行的财政规则，公共支出都主要是通过增加税收来维持的。直到60年代，尽管收入增长缓慢，但是与支出是同步的；1960年，各国政府的总收入平均起来是GDP的29％，而支出是GDP的28％。然而，进入70年代，随着凯恩斯主义进入鼎盛时期，政府在支出不断扩大，一些国家的财政开始不断地打破赤字记录，而赤字的累积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负担。
[13]

 随着凯恩斯主义盛行，预算平衡的原则就被赤字预算理论所取代。同时，各个工业化国家都开始启动社会福利计划，建立福利国家。在这种那个情况下，财政总额约束开始松弛。更加严重的是，在总额控制松弛的情况下，预算申请者在传统的自下而上的预算过程中更容易获得预算拨款。而且，在这一时期，许多国家都将支出项目合并成若干大类，并且放弃了事前外部控制和事前审计，转而实行一种分权型的预算控制模式，将控制的重点转向事后审计和内部控制。这就使得财政部门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可以通过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实行事前外部控制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支出总额。
[14]

 总之，正如希克所说的，“当政府采取灵活的财政态度时，无论是在预算编制还是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财经纪律都被放松了”
[15]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自下而上的预算过程所具有的支出膨胀趋势就变得更加严重。

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之下，公共支出的膨胀就不可避免。为了维持不断增长的支出，在增加税收存在着阻力的民主国家，实行赤字财政就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对政治家来说，也是最佳选择。其结果就是，公共支出失控，赤字、债务持续堆积，财政可持续性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极其紧迫的问题。到1980年，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总支出已经显著地偏离其总收入。在工业化国家，政府总支出平均占GDP的比重从1960年的28％上升到1980年的41.9％；而总收入平均占GDP的比重从1960年的27.8％上升到1980年的36.8％；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则从1969年0.7个百分点的盈余状况变为1980年3.3％的赤字状况(图7-1)。


[image: ]


图7-1　工业化国家的财政状况，1960-1996

资料来源：[美]坦齐、[德]舒克内希特：《20世纪的公共支出》，第67—68、10—11、78页。



而且，1960年以后出现的赤字是长期性的，即使在正常的经济增长时期也存在财政赤字。在1980年代，多个国家的财政赤字都在3％这个警戒线上，例如比利时(8.8％)、爱尔兰(12.3％)、意大利(8.6％)、日本(4.4％)、荷兰(4.2％)、瑞典(4％)。其中的前三个国家更是奇高。
[16]




(三)重新建立预算总额控制


如果政府收入能够一直维持增长，这些问题都不会使得政府财政陷入困境。但是，当政府收入的增长减慢甚至出现下降时，在预算编制和执行中放松总额控制就会导致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改革预算过程及预算制度，将某种总额控制因素引入预算过程中就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选择，而且非常必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些工业化国家，资金的短缺使得这些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集中型的自上而下的预算。到90年代，为了更好地控制资源的再分配，控制支出膨胀，许多国家都开始集中预算决策权。
[17]

 同时，各国都纷纷认识到，要想解决它们所面临的财政问题，必须对收支总额以及赤字、债务进行控制，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进入90年代，这些重建总额控制或财政约束规则的改革已经开始奏效，绝大多数国家的赤字开始下降，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盈余。如图7-1所示，在工业化国家，赤字占GDP的平均比重已经由1980年的高峰(3.3％)下降到1996年的0.8％。


 二、为什么需要建立总额控制？

总额控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资源要求总是会超过可用的资源。如果总开支与申请动用的资源总额正好相等，如果所有的资源申请者总是能够根据正常的收入增长来形成资源申请，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编制预算，也没有必要进行总额控制。由于申请支出的总额总是会超过政府能够或者愿意支出的总额，也就是说，资源总是供不应求的，由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希望在预算中实现自己的利益追求，所以，如果不对总额进行控制，如果公共预算总是尽力向每一个资源申请者提供他们所想得到的东西，那么，政府将会逐渐耗尽当年的财政收入以及政府的借贷能力，支出总额将无可避免地会因为适应各种支出要求而不断膨胀，公共支出就会失去控制，高额的赤字和债务就会累积起来，税收和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就会不断上升。
[18]

 因此，正如希克指出的，“控制支出总额是每一个预算体系的基本目的”
[19]

 。

然而，对财政总额进行控制绝非易事，因为，所有的人都希望从预算分配中获得好处，而我们的预算制度在这一方面又存在着一些弱点，加上20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国家都抛弃了19世纪形成的预算平衡原则。不过，在经过几十年的总额控制和财经纪律松弛之后，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进行总额控制的重要性，并掀起了一场重新确立总额控制的运动。正如希克指出的，这一运动的出现是因为，各国的政治家和学者终于在以下四个方面达成基本的共识：(1)传统的以程序合理性为核心的预算制度存在一种不理想的预算结果，即一个不断扩张的政府；(2)民主国家的预算决策存在着一些无法控制收支总额的偏见以及各种硬性支出；(3)放弃预算平衡原则使得预算制定者缺乏一个确定恰当总额的坚实指导；(4)一些国家制定税收和支出决策的制度(或规则)存在着弱化预算平衡的特征。
[20]




(一)好的预算程序并不能确保好的预算结果


长期以来，各国政府都相信，只要有一个好的预算程序，那么，这个预算程序形成的预算结果就是正确的。这个好的预算程序就是在19世纪形成的预算程序，这些程序包括了预算周期的各个步骤，它决定了预算过程中预算参与者的角色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规定了如何完成各种任务，需要什么样的信息，行动的期限等。这些程序最后逐渐制度化成为一些固定的规程(routines)，并凝炼成一些作为“好的实践”的经典预算原则。
[21]

 正如希克指出的：

这些程序以及支持它们的原则构成了预算中的恰当的程序(due process)。恰当程序这个词的涵义就是如果这些程序是恰当的，那么，由此而来的结果就是正确的。与法院的恰当程序形成的判决一样，预算决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由使用的程序而不是实质性的目标或标准来测量。
[22]



然而，正如希克指出的，“恰当程序”准则存在这样一些问题。
[23]

 首先，预算中的“恰当程序”不关心结果。也就是说，它并不关心支出多或是少，不关心更高或更低的税收，不关心预算平衡或不平衡，不关心上升或稳定的债务负担，也不关心其他的预算结果。它只关心一点，是否遵循了“好的预算程序”的那些原则或标准。如果遵守了，即使支出膨胀了，债务负担上升了，也是合理的。其次，预算中的“恰当程序”是政治中立的，无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即使是一个倾向于扩张财政总额的政党上台，只要它遵循了“好的程序”，那么，结果也是合理、正确的。因此，实际的预算结果就取决于政治和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与预算程序无关。这种“好的程序”的支出控制模式使得政治家能够非常自由地改变预算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也就是说，“只要政治意愿通过规定的程序来实现，那么，它就是不受约束的”
[24]

 。其三，实施“恰当程序”使得预算控制者要做的事越来越多，并使得他们关心的重点逐渐转移到监督预算参加者是否遵守各种程序与规则而不是预算结果是否真的合理、正确。因此，至少对于总额控制而言，这些公认的好的程序并没有带来好的结果。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许多国际机构都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好的预算程序，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现在都已经建立了符合这些基本标准的正式预算体系，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的财政结果一直都不是很理想。
[25]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些国家仍然缺乏一种对总额控制的预算体制，或者如希克所说的，没有“受约束的预算”(disciplined budgets)。富裕国家的情况要好一些。
[26]

 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它们的预算体制是高质量的，也不意味着富裕国家的财经纪律比较强，而是因为它们的经济和财政比较富裕。实际上，正如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经验表明的，发达国家的财经纪律一直很松弛。

总而言之，好的预算程序——尽管它们仍然是必要的——并不能确保好的预算结果，不能有效地对支出的总额进行控制，不能保证财政健康和持续性。这意味着，既需要对传统的预算程序做一些完善，例如在预算程序中增加自上而下的控制，更需要直接建立一个总额控制机制，并用之来约束预算程序。


(二)预算决策的偏见与硬性支出


即使在那些已经稳固地建立了现代公共预算体制的民主国家，它们的预算过程常常存在着一些偏见，这些偏见常常引导政府超出可以获得的资源来进行支出，从而使得总额控制无法实现。
[27]

 首先，所有的支出机构每年都希望多获得一些资金，为了有一定的约束，一种通行的模式是允许支出者要求增加资金，再由预算机构来削减。但是，这种模式并没有什么效果，大多数支出者每年都比前一年多获得了一些资金。正如希克指出的，在这种模式下，“核心预算机构的官员获得了权力，而支出者获得了资金。预算官员因为削减资金而获得了声誉，而支出单位获得资金来继续或扩张它们的项目”
[28]

 。其次，政治家和各个利益集团都想支出更多的资金，在他们看来，支出更多表明他们正在做好事。所以，任何支出的削减都会引起政治上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预算总额就是非常脆弱的，总额控制经常被调整来适应各种支出压力。第三，公共预算存在一个问题，即支出的收益是非常集中而税收成本是非常分散的。支出的收益越集中，那么，那些从中受益的团体争取资金的动机就越强烈；税收成本越分散，每个纳税人为了支持支出扩张而支付的成本就越小，他们反对增加支出的动机越弱。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支出的要求几乎是不能抵制的。第四，几乎所有国家的资金分配模式都是渐进预算模式，即对于每个单位或项目都是在上一个预算年度形成的预算基数的基础上增加一定数量。这种模式节约了决策成本，而且也降低了预算冲突。对于渐进预算能够减少预算冲突，保持预算上的“和平”，希克做了这样的批评：“预算和平的代价是上升的支出水平”
[29]

 。此外，在这种模式下，基数是不用审查的，支出每年都会渐进地增长，这不仅使得无法重新配置资源，而且最终使得总额控制无法实现。正如希克所说的：

渐进主义侵蚀了财经纪律，它迫使政府通过增加支出而不是用新的支出优先顺序取代旧的支出优先顺序来适应新的需求。渐进预算是一个配置增量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将资金从较小效果的用途重新配置到较大效果的用途的过程。可以争辩说，如果预算的渐进性少一些，而且对于审查基数支出更加开放，那么，政府和赤字将更小。
[30]



同时，希克指出，许多国家的支出都呈现出一种非常强的僵硬性，每年的预算都会碰到若干预算决策无能为力的硬性支出。
[31]

 这种僵硬性和凯顿讨论的“超预算时代”的许多特征是一致的。
[32]

 在绝大部分发达国家，中央政府超过一半以上的支出都是“赋权型支出”。这些支出的产生都是因为一些永久性的法律规定，公民只要符合某些条件或资格就可以不断地从政府那里获得支付。无论财政情况如何，也无论其他支出需要是什么，这些“赋权型支出”都必须支付，既不能拒绝，也不能调整。这意味着，在公共支出中，有一半以上的支出是非常刚性的，预算的很大一部分变得非常僵硬，这种支出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不可控制的支出。

总之，这些偏见以及硬性支出的存在都使得政府不能进行总额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政府约束财政总额，否则，预算总额就会为了适应支出需要而增加。好的程序不足以抵制这些压力”
[33]

 。


(三)财政政策的变化


财政政策方面的变化使得传统的平衡预算被放弃，这使得政策制定所受的预算约束越来越少，极大地助长了支出的失控以及债务与赤字的上升。“二战”以前，尽管有时会有偏离，但各国基本都奉行平衡预算原则。然而，“二战”后，尤其是70年代以后，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这一原则被一个非常弹性的财政原则所取代。在这一新的原则下，财政总额必须适应经济周期以及政府政策的变化而调整。这一新的财政规则有多种形式。一种要求政府在经济周期而不是一年内保持平衡，这可以称为“周期性预算平衡原则”。另一种强调，如果经济处于充分就业阶段，政府的支出就不能超过政府可得的收入。如此，尽管政府可能会存在周期性赤字，但是却可能产生结构性结余。与之相伴随的，政府的财政政策也开始发生巨变，各国都放弃了审慎的财政政策，转而采取一种动态的财政政策来对经济周期进行调节。
[34]



尽管这种动态的财政政策承诺在周期内实现预算平衡，但是，在所有民主国家，财政赤字(和债务)都开始出现，而且已成为一个结构性赤字，不再像动态财政政策理论所说的那样，财政赤字只是应对经济困难才出现的周期性反应，而且也存在于经济增长时期。根据这种财政政策理论，经济均衡比财政平衡更重要，为了实现经济均衡，可以运用周期性赤字来对经济进行调节。此外，这种理论强调区分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认为周期性赤字不是也不会带来结构性赤字，因为只要经济复苏了，赤字就会下降。然而，问题是一年的赤字常常会使得将来的财政结构失衡。因为，由于要支付利息等其他费用，周期性赤字会给以后的预算构成支出压力。更重要的，允许出现周期性赤字实际上就放松了财经纪律，诱导政治家改变行为来扩大支出，并用短期经济福利的改进来为扩大支出以及赤字上升进行辩护。其结果，这不仅使得赤字和债务被接受，而且在经济正常增长的时期也被合法化，而且使得政府失去了判断财政赤字或盈余是否处于合意水平的标准，也使得政府无法抵制各种要求政府增加支出的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更严重的是，财政状况的恶化很快波及到经济。随着各国经济在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的恶化，各国纷纷意识到需要对财政收支的总额进行控制，确保财政健康，进而为经济绩效创造条件。
[35]



80年代以来，预算改革采取了一个新的途径来重建财经纪律。一方面，它放弃了70年代以来的动态调适的财政政策，因为实践证明是不可行的；但另一方面，它也不是回到传统的预算平衡原则，因为预算对于经济是非常敏感的，传统的预算平衡原则非常僵硬，因而是不可行的。总的说来，80年代以来，OECD国家重建财政约束规则的努力都是在预算编制之前设置一些对财政收支总额的控制目标，并用它来约束政策与预算。
[36]




4(四)财政制度的碎片化弱化财经纪律


如果预算过程存在着各种推高支出总额的力量，那么，即使事前已经设置了财政总额的控制目标，要实现总额控制仍然是非常难的。因此，规范和约束预算过程的财政制度就非常关键。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影响的是经济学家冯·哈根(Jorgen von Hagen)在90年代初为欧洲共同体所做的一系列研究。根据财政制度在预算编制、议会的支出行为和预算执行三个阶段是集权的还是碎片化的，冯·哈根对欧洲共同体各国财政制度进行了分类。
[37]

 在他的分类中，如果一个国家的财政部在设定和实施财政目标以及协调解决与支出相关的冲突方面发挥着强大的作用，财政部有权制止支出和确保实际的支出不能超过授权的支出水平，同时，议会的预算修正权是有限的或者不能增加支出总额，那么，它的预算制度就是集权的；反之则不是。冯·哈根的研究发现，如果预算制度赋予财政部高于各个支出部门的权力，限制议会的预算修正权，严格限制在预算执行中改变预算，那么，这种预算制度就是非常有助于落实财经纪律的，而一个碎片化的预算制度则无法有效地维持财经纪律。其后的研究也都得出基本相同的结论。
[38]

 这些研究对国际组织和工业化国家的预算改革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和稳定协定(the Stability Pact)都深受其影响，前者要求其成员国采用一种能够实现财政持久性的预算程序。此外，瑞典在90年代中期改革其预算制度时，也引用了这一研究。
[39]



因此，要解决赤字、债务问题，实现总额控制，需要重新设计预算程序，在预算过程中集中预算权力，减少预算过程中的决策者，或者设计一种能够在各个决策者之间进行协调的决策规则，以使得决策者都能够将“财政外部性”(externality)内部化，即让各个决策者都将财政赤字的全部成本内部化，进而迫使政策制定者全面地审查公共政策项目的成本与收益。
[40]

 首先，各个决策者应该就财政总额目标达成共识，而且应该在预算过程的早期阶段就达成共识，或者在预算编制之前，各主要决策者已经就财政总额目标达成了共识，而且，在整个预算过程中，这一财政目标对所有的决策者都是有约束力的，任何违反都会被惩罚。其次，需要一种新的规则重建预算机构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将预算权集中，以解决预算制度碎片化的问题。
[41]




 三、总额控制的基本制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传统的、固定的预算平衡不可行，另一方面灵活的财政政策也不可取，因此，在实行结果导向的绩效预算改革的过程中，工业化国家开始建立一种新型的总额控制机制。这是一种目标设定的方式(targeting strategy)。这种方式允许存在赤字，但是，这个赤字是可控制的赤字，而且它是由政府公开、明确地宣布，并通过一些支出限制以及其他财政约束规则来实施的。与传统的预算平衡原则相似，而在这种模式中，总额控制的目标是固定的，而不是像灵活的财政政策主张的那样是适应性的或者可以调整的。不同的是，这个目标是由政府，或者具体地说，是由政治家共同决定的，而不是由一个先定的原则决定的。在凯恩斯主义时期，收入限制(如果有的话)是在制定和执行预算的过程中确定的，而且可以修改的，而在这种新的模式中，总额控制目标的制定是在预算编制和执行的过程之前的，是独立于年度预算过程，并对整个预算过程构成强制性的约束的。
[42]

 尽管各国的实践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有一些基本的方面，它们都是相同的。例如，尽管核心预算机构或者财政部门和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开始从层级制转向市场制，但是，这一改革都不同程度地强化了核心预算机构或者财政部门在总额控制和支出/政策审查中的权力，而且都在预算编制之前就制定了总额控制，并在一种跨年度的框架内对支出和政策制定进行约束；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赋予各个部门支出灵活性的同时，强化财政部门对总额控制的监督作用。表7-1总结了各国的总额控制制度。

表7-1　总额控制的制度规定


[image: ]


资料来源：Schick， Allen. 1998. Acontemporary approach of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 Washington， D. C.：World Bank. p. 13。




(一)总额控制目标的设定


总额控制的第一步是设定总额控制的目标，而这必须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对哪一些财政总额进行控制？总额控制的目标是收支的平衡，但是，与财政收支相关的很多方面都会影响这一平衡，因此，很难用一种方式进行有效的总额控制，总额控制的方式是多样性的。在公共财政中，政府的政策和管理活动至少会导致四种结果：总收入、总支出、赤字、公共债务。如果政府是在权责发生制的基础上进行预算，那么，就需要报告总的支出责任(obligations)。此外，政府需要计算总的或有负债(congtingent liabilities)，以及总收支的年度变化。理论上，这些都可以成为总额控制的对象。如果只对其中的一种进行控制，不仅不能实现总额控制，反而会激发和方便各种对策性的财政行为，进而扭曲财政行为。例如，如果只对赤字设定总额控制目标，那么，尽管政府并未遵守总额控制，但却可以采取其他的手段来满足这一目标，例如变卖资产、推迟支出、进行一次性支出等。因此，要实现总额控制，必须采用一个更加广泛的总额控制目标。特别地，最好有一个包括了政府净资产值的总额控制目标。这样的总额控制目标将有助于控制各种对策性的、扭曲的财政行为。不过，目前，很少有政府能够形成一个全面的财政决算(financial statements)来为财政总额控制提供及时而且可靠的基础。
[43]



由于存在多个可能的总额控制对象，因此，在设定总额控制目标时，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目前，OECD国家的总额控制目标目前主要分为三类。各国一般使用其中的两种甚至三种标准来确定总额控制的目标。这三种总额控制目标是：比重、支出变化率、名义目标变量的绝对值。
[44]

 这些形式各有侧重，各有长短。例如，比重形式的总额目标有助于趋势分析和跨国比较，也有助于帮助决策者充分认识到：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从根本上来说依赖于国家的经济总量。但是，过分关注赤字(收入或者支出)与GDP的比较可能会对财政结果产生误解。如果政府的目标是维持稳定收入或者支出相对于GDP的比重，那么，在经济增长时期，它就会认可或者允许支出增长，但却发现在经济衰退时期很难压缩支出，从而就会在整个经济周期中导致财政总额相对于GDP而言不断地上升。
[45]



比重。通常以占GDP或其他总经济活动规模的比重指标来规定总额控制的目标，包括债务水平、预算平衡或政府债务状况和收支方面的比重。

支出变化率。常用的指标是相对于基期的实际增长率或下降率，也可以用名义变化率来表示，这主要用来衡量预算平衡或收入负担的状况。

名义目标变量的绝对值。以现金表示的未来支出或赤字水平，或以某个水平为基准的变化情况。

欧盟制定的《马斯特里赫条约》规定，成员国的公共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60％，公共部门的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3％。这对成员国的财政总额目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6]

 1985年开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开始采取三步走的策略来抑制收支占GDP比重的上升，降低赤字占GDP的比重。例如，1992年，澳大利亚政府计划在1995-1996年度将赤字占GDP的比重降到1％左右。为了更好地控制赤字，在9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还配套实行了了税法改革，提高税收在GDP中的比重，进而减少了负债及其占GDP的比重。奥地利政府在1987年实行中期财政计划，其财政总额控制目标是在1992年将赤字占GDP的比重从当时的5.5％降至2.5％。1984年以来，加拿大政府一直努力控制公共支出占GDP比重的增长，尤其是项目支出(债务服务支出除外)比重的增长，以使公共支出的增长率低于名义GDP的增长率。1991年，加拿大政府制定《支出控制法》，对项目性支出从法律上进行控制，计划将支出的增长速度在未来五年多的时间里控制在3％以内。然而，该法案是一个临时性法案，有效期至1995-1996年度结束。1980年以来，英国每年一次的“中期财政战略”都会提出相应的总额控制目标，期限一般是4年，主要针对以现金形式计算的公共部门借债及其占GDP的比重。1992年制定的“新控制总量”更进一步要求公共部门借债增长率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同时，公共支出的增长速度必须小于经济增长速度。
[47]

 当然，总额控制目标在许多情况下很难完全与政府的希望保持一致。在年复一年的预算执行过程中，经济变化(例如，发生经济萧条)、政治冲击都可能使得政府必须重新审视确定了的财政目标。

除了这些工业化国家之外，其他国家也高度重视财政总额约束。表7-2描述了拉美国家实施财政约束规则的情况。除了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之外，拉美国家都建立了财政约束规则，而且大多数都设置了两种以上的财政约束规则。在各种财政约束规则中，使用得最多的是直接对年度赤字和盈余进行限制(10个国家)、对支出进行限制(8个国家)、对公共部门持有的债务进行限制(6个国家)。

表7-2　拉美各国的财政约束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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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urristine， Teresa，&Maria Bas. 2008. Budgeting in Latin America：Resultsof the 2006 OECD survey.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7， No.1：83119. p. 96。




(二)硬约束或软约束


设置了总额控制目标并不意味着决策者一定会遵守这些目标。这就涉及这些财政总额约束是硬约束还是软约束。这可以用两个标准来判断：一是财政总额目标是否会适应经济境况或者政治偏好而改变或调整。如果是，那么就是软约束，如果不是，就是硬约束。二是财政总额控制是永久性的、年复一年的，还是必须在每年的预算制定之前或者在政府换届时重新确定，如果是前者就是硬约束，如果是后者则是软约束。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协定》就是一种持续的硬约束。相对更具弹性的方法是每年或每几年决定一次财政约束规则或者总额控制，然后预算必须在这个新的约束之下作出。目前，各个实行结果导向预算的国家实行的中期支出框架就是这种模式。澳大利亚是采取中期支出框架最早的国家，在这一框架下，远期估计或者概算是考虑各个机构预算申请的出发点，各个机构的预算申请必须限制在政府制定的资源约束框架内。在瑞典改革后的预算程序下，每年在开始编制年度预算之前，政府和议会必须先确定支出总额。新西兰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采取的财政责任模式(fiscal responsibility model)也主要是一种软约束。在这种模式下，每年政府都要提交一个政策申明，并在其中提出自己的中期或者长期财政目标，一般是在启动年度预算前几个月。它一般不会规定明确的、特定的结果，但是，要求政府对财政持续性负责，而且要求政治家以一种透明的方式做出财政选择。
[48]



财政约束的约束力还与它们的法律形式相联系。目前，确保财政政策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关心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在财政总额上实施了各种财政规则，那么，预算编制和执行都要遵守这些规则。不过，各国的财政规则采取的形式是不同的，无论在内容上和具体形式上都有不同。在OECD国家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49]

 ：

财政规则主要体现在政府声明而不是法律中，例如英国、瑞典和挪威等。英国主要实行两条财政规则：(1)黄金法则(golden rule)，即政府只能借债进行投资而不能借债来支持经常性支出；(2)实质性投资法则(substantial investment rule)，即政府净债务占GDP的比重应该被维持在一个稳定而且审慎的水平，目前是4％。

在法律中包括一些定性的财政规则。这种定性而不是定量的财政规则使得政府具备一定的灵活性与弹性，从而能够在碰到外部财政冲击时修改在中期财政战略中制定的预期的债务水平和财政平衡目标。例如，新西兰1994年通过的《财政责任法案》就以这种方式对总额控制进行了规定，具体包括五条原则：(1)将总债务降低到一个审慎的水平。(2)在一个合理的时期内并以平均水平来计算将总公共支出限制在总公共收入水平内。(3)将净值控制在一个特定的水平，以使得政府能够抵制任何可能会对净值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4)审慎地管理财政风险。(5)确保政策与未来的税率水平及其稳定性之间保持合理的、可预期的一致性。

财政规则体现在某一时期的法律中，例如加拿大、美国、日本。为了应对高赤字和迅速增长的债务，加拿大在1992年制定了《支出控制法案》，通过直接控制支出从而相对成功地限制了联邦债务的增长。美国则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通过了两个法律来控制联邦赤字。1985年的《平衡预算法案》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在1986—1990年削减赤字并在1990年实现预算平衡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所以，1990年又制定了《预算实施法案》。该法案不再制定一个赤字上限，而是对自由裁量支出设立了一个法律约束的上限，并对强制性支出设定了一个现收现付的要求。

在长期的法律中包括财政规则，例如德国、韩国和西班牙。德国的宪法规定，从借债中获得的收入不应超过预算中的总投资。韩国1961年的《预算与会计法案》确立了黄金法则：年度支出应该以公债和其他借债之外的收入来支持，若有不可避免的情况可以例外，但是必须经国民大会事前批准。西班牙的《预算稳定一般法案》要求各级政府根据滚动的中期预算框架中设定的预算稳定目标来准备预算草案。

不过，最重要的也许不是这些约束的软硬程度，而是这些财政约束规则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了政治家的行为。一方面，固定的、强硬的财政约束并不总是像它主张的那样是一种硬约束，例如，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协定》的实施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
[50]

 尽管所有的成员国都同意条约和协定中的总额限制目标，但是，在实践中，各国都不得不经常应对国内经济情况和政治压力而采取灵活的财政政策。
[51]

 另一方面，那些由政治家设定的看起来比较软的财政规则反而能有效地约束政府的财政行动。例如，新西兰在20世纪后期的总额控制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在这一时期，新西兰的联合政府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也非常遵守财经纪律。另外，在某些时候，年度的财政约束规则也可能比永久性的财政约束规则更有效。其原因有二：每年制定的财政约束规则比永久性的约束规则更加现实而且可行；与永久性规则相比，它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当前的政治支持。
[52]




(三)确保财政约束规则得到有效实施


财政规则不会自我实施。在实践中，只要有机会，各种各样的决策者都可能会违反它们，而无论这些规则规定得如何严格。若欲有效地实施总额控制，不仅需要在启动预算编制之前就制定总额控制目标，还需要重构预算制度和预算程序，确保财政规则能够有效地约束整个预算过程中的行为。
[53]



首先，要想有效地进行财政总额控制，必须使得预算的时间框架超越年度预算的框架，在一个跨年度的时间框架内审查各种政策变化和预算行为对预算的中期和长期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在年度预算的框架内，政府非常容易采取各种对策性行为来违反总额约束，例如推迟支出、提前征收收入、获取一次性收入、削减支出，甚至修改预算年度的时间长短(例如将财政年度延长为13个月或者缩短为11个月)，等等。工业化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已经采取中期支出框架或者其他类似的做法来实现这个目的。与中期支出框架相联系，这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始运用各种工具测量政策变化对预算的影响。这将有助于抵制那种低估政策提议和政策变化的中长期影响(或者低估成本)的做法。它一般包括：(1)如果政策将继续而且不会有变化，那就需要估计将来的预算情况。在这一过程中，就需要运用底线或者远期估计对目前政策从现在开始到将来的收入和支出进行估计。(2)运用一些程序和技术手段估计政策变化带来的收入和支出的变化。
[54]



其次，需要将预算过程分离成两大阶段——形成总额(各个主要领域的资源总量)的框架阶段和准备预算细节的估计阶段。因为，如果这两个活动是合并在一起的，那么，即使制定了财政总额的约束，那么，这个总额最后也很容易在制订各部分预算的过程中被牺牲掉，政府迫于各种支出压力最后将会制定出一个比较高的总额。一旦将这两个过程分开，总额将在一个主要关注财政约束规则和财政状况的框架中制定，这个框架并不具体考虑各个活动需要多少资金；而一旦总额确定之后，详细的预算与资金分配就只能在这个事前决定的总额和主要领域资金上限的限制之内完成。如此，方有可能进行有效的总额控制。
[55]



目前，工业化国家以及其他一些推行新绩效预算的国家，大多在预算过程之前确定总额控制目标。许多国家都采用的中期支出框架就是一个将这两个过程分开的预算过程。
[56]

 如果希望对财政收入和支出实施有效的总额控制，该总额的制定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每年的预算要求之外，必须在预算编制之前就已制定，而且，汇总后的支出总额一定要与这些限制保持一致，不能因为对财政资金的需求超过事前确定的财政总额对该总额进行调整。如果不这样，支出总额就会被人为地增加来适应预算需求。而且，政治家应该参与总额控制的确定，财政总额应该反映政治家所作出的政治承诺。如果政治家没有参与这一总额限制的形成过程，他们在预算过程中遵守这一限制的动机就会很低。而且，财政总额目标必须是符合现实的，能够实现的。如果财政总额控制目标是不现实的，那么政治家就会忽视该目标或者隐瞒、瞒报预算的真实状况。
[57]



第三，重构预算过程，集中预算分配权，加强财政监督。这首先需要在政府内部解决预算碎片化的问题。目前，各国主要采取有两种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赋予财政部更多的权力，二是在相关的决策者之间就支出和赤字目标达成各种合同。
[58]

 80年代以来，工业化国家普遍都采取了一种自上而下的预算程序，由一个强有力的财政部或者政府首脑领导下的集中程序来约束支出增长。在各个部门提出支出申请之前，政治高层已经确定了宏观的预算限额，并要求各个部门遵守。这种办法在实行两党制的大国最普遍，例如英国和美国。在一些较小的欧洲国家，例如丹麦，在预算制定的最初阶段，就制定了明确的、量化了的总额约束目标。在荷兰，各个政党也要在预算之前就多年预算达成共识。
[59]

 同时，各国都开始实行结果导向的绩效预算，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即采取一种合同的方式就支出总额达成共识。目前，各种经验研究都发现，这两种手段都有助于强化财经纪律，提高公共财政的持续性。
[60]



同时，必须考虑议会的影响。如果议会可以不受限制地运用预算修正权改变预算，或者不能明智地作出预算决策，那么，总额控制可能就难以生效。目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又不影响议会履行其重要的预算审查权，一些国家已经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例如，让议会对财政总额或者中期支出框架进行表决，它们或者与预算一起表决，或者是一个单独的阶段。此外，为了帮助议会更明智地作出决策，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及时地向议会提交政策变化可能在将来产生的预算影响。
[61]



此外，财政总额必须在整个预算年度内强制执行，而不只是在编制预算时才有效。为了在预算执行中实施总额控制，财政部理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必须确保它有足够的权威来实施财政总额控制。在预算执行中，财政部必须按照总额控制要求和预算配给的资金，将各个部门的支出限制在预算授权的数量内。它必须足够强大以抵制各种规避支出限制的压力，它应该有权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制止某些将会导致财政总额被突破的支出行为。不过，80年代开始的总额控制并不像传统预算那样主要通过严格控制具体、详细的支出科目的支出行为来进行总额控制。在传统预算下，核心预算机构对于预算执行进行严格的外部控制，以确保公共资金被用到批准的预算科目上，进而防止出现超支。在这种模式下，财政总额控制只不过是控制具体支出科目的一个副产品。该模式相信，只有对每个具体的预算科目的支出进行严格控制，才能控制支出总额。然而，80年代以来的预算改革则主张放弃这种严格的外部控制，将支出的灵活性赋予各个部门。该改革认为，对于总额的控制应该与对于其中各个部分的控制区别开来，财政部门主要控制总额，对各个支出科目的控制责任应该下放给各个支出部门或者执行单位，财政部门将支出科目上的自由决定权下放给各个部门来换取对总额的严格控制。目前，在实行这种预算模式的国家，财政部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对具体的支出科目进行控制，而通过控制次级总额(例如，部门的运行成本或者配置到某个类别的资源)来对总额进行有效的控制。不过，在预算执行中，若要有效控制总额，仍然必须严格控制预算追加。
[62]



第四，控制主要的支出成分。实施财政总额控制要求政府控制预算总额，但是，要想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在作出有关总额的决定之后，必须决定主要支出成分的总额(分类总额)，例如支出的类别、政府部门和预算功能。如果政治领导层面不能在支出的主要成分上达成一致，那么，在预算决策的过程中，政府首脑或者核心预算机构就很难抵制在这些成分上的各种要求增加预算总额的要求。因此，要实施有效的总额控制，不仅需要确定收支总额，还要同时确定部门或者不同功能类别的支出总额。
[63]



实行新绩效预算改革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出一些控制主要的预算支出成分的方法。例如，瑞典在决定预算总额时将支出分为27个类别，每个类别都有自己的预算份额。当议会对预算拨款进行表决时，它必须遵循这个预先决定的支出成分的份额。澳大利亚的远期估计结构则包括17个大的资源组合(portfolios)，每个部长负责一个。尽管在编制预算的过程中，政府可能会增加支出，但是，各个部长想花钱时，他们需要先查看一下自己的资源组合中还剩多少钱。在美国，国会采用一个预算计划，将总支出分成大致20个预算功能。希克特别指出，在预算权力比较分散时，对主要支出进行控制就是非常必要的。如果预算决策是在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作出的，那么即使没有这种分类总额的控制，预算总额的控制也比较容易成功。但是，“当预算是由内阁以集团的方式决定，或者议会能够超出政府规定的权限授权开支时，提前对分类拨款额度进行控制可以强化财政总额控制的执行”
[64]

 。

在预算执行中继续加强这个“分类总额”的约束也是十分重要的。目前，那些在预算执行中对支出实行了集中控制的国家，总额控制的情况一般都比较好。例如，在实行严格的预算执行程序国家，例如德国和法国，赤字都比较低。而在那些预算执行不严格的国家，则是另一种景象。例如，在意大利，长期以来，尽管存在总额控制目标，但是，由于预算执行缺乏控制，支出结构就在预算执行此阶段发生重大的变化，致使总额控制的效果大大降低。而且，在意大利，议会经常可以比较容易地修改预算。此外，对医疗和养老金支出也缺乏限制机制。这些都使得该国的预算呈现软约束的局面，财经纪律松弛。不过，1997年以来，该国决意遵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在拉美，许多国家都在预算过程实施了集中化的改革，根据现实的宏观经济框架制定预算，同时限制议会修改预算增加支出和赤字，结果带来了赤字的下降。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一些预算管理比较好的国家，类似的总额约束机制也已见效，尽管程度不同。不过，在一些国家，总额控制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在俄罗斯，不现实的预算，以及对支出承诺完全没有控制，导致了债务累积。
[65]




 四、中期支出框架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期支出框架(mediumterm expenditure framework， MTEF)是一种比较普遍使用的支出约束方式。根据世界银行界定，“中期支出框架包括一个自上而下的支出封顶，一个对现存政策的现在和中期成本的自下而上的估计，以及最终在年度预算过程中将这些成本与可获得的资源匹配起来”
[66]

 。中期支出框架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将一个自上而下的资源与支出计划过程与一个自下而上的项目预算过程结合起来。自上而下的支出封顶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宏观经济模型，它包括了财政目标与收支估计，其中包括政府的财政债务以及成本很高的各种项目，部门则主要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审查部门的政策和活动(这与ZBB颇为相似)，同时关注部门间的资源配置比较。
[67]

 中期支出框架的目标是
[68]

 ：

提高宏观经济平衡，尤其是财经纪律；

在部门间和部门内更好地配置资源；

为各个部门创造更高的可预测性；

更加有效率地使用资金；

通过更加合理的决策过程，使得公共支出实现的结果更加负责；

预算决策过程更加可靠(政治约束)。

一个全面的中期支出框架主要包括六大步骤(表7-3)。显然地，这一框架有助于将计划、政策和预算整合起来，而这不仅是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条件，也是总额控制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六大步骤中，第三阶段，计划、政策和预算就衔接起来了。一旦制定了战略性支出框架——反映资源约束以及政府政策，政府就可以界定部门的资源配置，而这可以被部门用来形成它们的项目和预算。在部门审查项目和政策的过程中，只要在战略性的支出框架内，部门就拥有很大的自主权最大化地实现以效率和效果为目标的管理。中期支出框架是每年自动向前滚动一年的，也就是说，一旦制定后，未来一年的预算估计就是该年预算的基础，当然，需要同时考虑当时的经济情况和政策。
[69]



表7-3　全面的中期支出框架的六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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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orld Bank. 1998.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 handbook. Washington，D. C.：The World Bank. p. 47-51。



发达国家是最早实行中期支出框架的，但是，90年代后期以来，在很短的时间内，中期支出框架开始在发展中国家迅速地普及开来。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在非洲、亚洲(东亚、中亚、南亚)、拉美和东欧，有25个国家已经在不同程度地采用中期支出框架，而且，90％的国家都是在从1997—2001年这一时期采用的，另外有10个国家已经在考虑采用。
[70]

 对于中期支出框架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世界银行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在1998年世界银行提出并极力推广的“公共支出管理框架”中，中期支出框架是其核心内容。其他的国际组织，例如IMF和亚洲开发银行也参与了这一模式的推广。专栏7-1描述了澳大利亚的中期支出框架。


专栏7-1　澳大利亚的中期支出框架


澳大利亚是采用中期支出框架的先驱国家。80年代初，澳大利亚采用年度预算，无论政府还是议会，重点都是下一个年度的估计指标和拨款，通常忽略预算决策对下一个年度的影响。而且，所有的政策问题都陷入支出细节的讨论之中，而缺乏整体的长远的考虑。从90年代初以来，澳大利亚开始采取中、长期财政计划来引导资金分配，不仅编制当年预算，而且也编制今后三年的中长期财政计划。中长期财政计划每年都自动地向前滚动，并且根据政府决策、经济状况的变化以及对各个项目成本开支的修订估计而调整。这个计划使得政府能够在财政总额控制的框架内确定预算计划和支出重点，如此，总额控制框架就能够约束部门的预算申请。这个中长期财政计划为每年的预算编制确立了一个权威的基准。当某部长提议修改预算计划时，他或她就会根据远期估计指标作出相应的调整。内阁并不重新审查预算估计指标的细节，而主要对修改预算计划的提议进行讨论和评估，并重新确定部门间的支出重点。

在该计划下，财政部监督着政府各个部门的预算申请，以确保对于远期估计的调整是准确的。如果政府不对远期估计的数字进行调整，那么提出新的支出要求的部门就必须用本部门的节余经费来支持该项支出。

资料来源：Schick， Allen. 1998. Acontemporary approach of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 Washington， D. C.：World Bank. pp.56-57。

表7-4展示了OECD国家实行中期支出框架的情况。从中可见，在22个国家中，有13个国家采用了中期支出框架，有9个国家没有采用，也就是说，过半数的国家都采用了中期支出框架。

表7-4　OECD国家实行中期支出框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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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参见亚洲开发银行：《政府支出管理》，财政部财科所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4—335页。其中英国情况根据OECD的最新报告更新，参见OECD. 2007. Performance budgeting in OECD countries. Paris：OECD Publishing. chap. 12。



表7-5更详细地展示了拉美国家实行中期支出框架的情况。在过去的几年中，拉美国家纷纷采用中期支出框架，目前，在13个拉美国家中，有8个国家实行了中期支出框架。

表7-5　拉美国家实行中期支出框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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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urristine， Teresa，&Maria Bas. 2008. Budgeting in Latin America：Resultsof the 2006 OECD survey.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7， No.1：83119. p. 98。



在发展国家中，非洲国家采用中期支出框架的势头也极其引人注目。在采用中期支出框架的发展中国家中，52％是非洲国家，而且，大约一半的非洲国家是在1992—1997年期间采用的，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早。在非洲国家采用这一模式的过程中，世界银行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在下面这些国家的中期支出框架改革中，世界银行的作用都是很明显的，贝宁(2001年开始)、布基纳法索(2000)、加蓬(1998)、加纳(1996)、几内亚(1997)、肯尼亚(1998)、马拉维(1996)、莫桑比克(1997)、纳米比亚(2000)、卢旺达(1999)、南非(1997)、坦桑尼亚(1998)、乌干达(1992)。
[71]

 非洲国家对于中期支出框架的兴趣是非常有意思的。凯顿和瓦尔达沃夫斯基1974年研究贫穷国家的计划与预算时发现贫穷国家存在着一个计划悖论：一方面，贫穷国家的预算环境是资金短缺而且预算充满不确定性的，预算和计划都很困难；另一方面，改进这些国家的预算又需要加强它们对收支的计划能力。
[72]



最近，世界银行的专家专门研究了非洲国家实施中期支出框架的情况及其效果。这一研究主要从三个纬度研究了非洲国家中期支出框架实施的情况。
[73]

 一般纬度评估主要考虑：中期支出框架包括的部门是全部部门还是关键性部门，支出是否包括全部支出(日常和资本性支出)、支出分类是否全面合理(经济的、功能的、组织的、项目为基础的)、是否包括所有层级的政府、时期是否合理(是否在3-5年之内)。技术纬度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宏观经济和财政框架：该框架是不是在一个合理的预测模型基础之上做出的，该框架中是否包括预测总额上限以及部门支出上限。二是部门的支出框架：该框架是否包括了政策和战略框架，是否有项目为基础的成本估计或者总额上的成本估计(关注成本估计的详细程度)。组织纬度主要关注三个问题。一是中期支出框架在预算过程中的地位，包括是全部还是部分地整合进预算过程，是否需要议会审批。二是管理结构，包括预算机构和支出部门的角色，是否有一个多层的管理结果，是否有公民社会的参与等。三是监督和支持，包括是否有跨部门的以绩效合同和绩效指标为基础的监督，是否提供培训等。图7-2描述了几个非洲国家的中期支出框架在这三个方面的发展水平。其中，乌干达和南非的中期支出框架是最全面的，居于中间水平的是坦桑尼亚、肯尼亚和加纳，其他四个国家的则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总的说来，只有乌干达和南非相对接近有一个全面运行的中期支出框架，在其他占大多数的非洲国家，中期支出框架改革离成功还比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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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非洲国家中期支出框架的发展水平



根据中期支出框架的目标，在这些非洲国家，实施的效果也是很有限的。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一改革提高了宏观经济平衡。只有一些有限的证据表明，这一框架的实施在一些关键性领域的某些部分重新配置了资源。也没有证据表明，中期支出框架提高了预算的可预测性，以及它已经在部门支出上形成了效率。
[74]

 例如，以总额控制为例，如表7-6表明的，在实施了中期支出框架前后，南非和坦桑尼亚的赤字占GDP的比重出现下降，但是并不显著；加纳和乌干达则出现了上升。问题也许并不是因为中期支出框架本身不恰当，而更多地在于这些国家预算制度的其他环节需要改进。没有这些领域的改革，仅仅依赖中期支出框架很难达成总额控制，而且也很难建立中期支出框架。
[75]



表7-6　实行中期支出框架前后的赤字/GDP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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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Le Houerou， Philippe&Robert Taliercio. 2002. Medium term expenditureframeworks：From concept to practice， preliminary lessons from Africa. The World Bank，Africa Reg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8。




 五、控制“难以控制或不可控制”的因素

总额控制是一项非常艰难而且极具挑战性的事业，尤其在当今这种政府责任越来越大，财政与金融越来越紧密联系的时代，更是如此。最大的挑战在于，控制那些难以控制甚至是不可控制但是必然会导致支出持续增长、总额控制失效的影响因素。一般的，如果财政约束规则是现实的、拥有政治承诺支持的，而且很好地整合进预算过程，它就能比较有效地约束政府回应支出要求的能力。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即使这样一个财政约束规则可能也无法有效地约束各种可能冲击总额控制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中，从法律创设的权利，到或有负债，再到经济周期的冲击和来自政治或战争等的冲击，这些因素的控制难度越来越大。
[76]



正如冯·哈根等人指出的，在不同程度上，这些因素导致的支出可以说是一种“非[预算]决策型”(nondecisions)的支出，即一种根本不用进行预算决策的支出决定。
[77]

 “非决策型”决定“发生在这样的预算过程中，政府支出和赤字的决定交给它们直接控制之外的变量”，它“将预算过程降低成为仅仅是一个对外生事件的预测练习，并使得政治家不用作出那些或许在选民中不受欢迎的艰难的决策”。更要命的是，“非决策型”决定的存在意味着，总额控制能否见效主要依赖于年度预算过程之外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质量，例如，劳动市场和社会福利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总额控制来说，仅仅改革预算过程是远远不够的。
[78]

 下面主要简单分析赋权型支出和或有负债。

在西方国家，预算过程在过去几十年来出现的一些变化已经使得可预测的、稳定的预算只占总预算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一种通常被称做“权利基础的预算”(rightbased budget)或“赋权型预算”(entitlement)或“法定支出”的新预算构成已经出现，并且在预算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种预算的核心和基础是“权利”，即任何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公民或法人或政府都可以享受政府(主要是通过政府的特定支出机构)提供的某种福利。这些权利常常在支出机构导致各种支出，而且，这些支出的出现及其具体数量都不是支出机构预算权衡的结果，也不是支出机构所能控制的。对于预算机构和整个政府来说，这种预算支出也是无法控制和预测的。总的来说，这种权利从公共预算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成问题的，因为权利是不可分割的，同时，除非相应的法律已经作废，权利也是不能否定的，而在各种支出项目之间进行某种权衡则是预算的本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赋权型预算是公共预算的“敌人”
[79]

 。对于总额控制来说，这种支出已经构成极大的挑战。正如希克指出的，“赋权型支出的扩张弱化了财经纪律和预算的恰当程序”
[80]

 。一方面，赋权型支出是不能进行预算的，它不需要考虑资金情况，不用考虑这些支出的远期成本，这就使得财经纪律无可避免地失去意义。另一方面，绝大部分预算程序对于这一种支出是无能为力的，这种支出是自动发生的，“随着它们的影响增大，这些事前决定的支出就把预算从一个决定未来支出的手段转化为一个记录过去决策的手段”
[81]

 。而且，要对这种支出进行控制，要维持一个国家公共财政的持久性，还必须改革社会福利制度，而不能仅仅改革预算制度。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欧盟议会曾经要求意大利政府改革其养老金制度才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
[82]



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的市场国家来说，最大的挑战也许不是这种赋权型预算，而是或有负债(contigent liability)。或有负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传统的预算体制和政府会计都主要反映那些直接的、明显的负债，例如国债。但是，在20世纪中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政府债务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一种可能发生可能不发生的政府负债，即或有负债，并且在实践中使用得越来越多。这种新的债务形式对总额控制构成了巨大挑战。常常地，即使一个国家的政府采取了审慎的财政政策，遵守总额控制目标，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或有负债立即使得它的债务或者赤字剧烈上升，而且，传统的预算体制根本不能预知，更不能控制。
[83]




 第八章 政府债务与财政风险

我们现在知道，传统的财政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直接的、显性的债务，而忽视了或有负债，因而不能对或有负债所掩藏的财政风险进行处理。

——Nicholas H.Stern&Gobind T.Nankani
[84]



现代政府通过征税获得主要预算收入，并将贷款利息、外汇储备、中央银行掌握的现金、固定资产投资等列入资产。同时，政府又必须承担更为广泛的社会责任，包括向全社会提供必要的教育、卫生、养老等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对各国中央政府来说，还必须最大限度地保证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和充分就业等目标，从而形成政府支出。当国家经济发展处于上升时期，政府可以通过不断增税来弥补收入与支出之间的不足。但是，当经济发展不再能够容纳持续增税要求的时候，政府支出刚性会迫使它们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资源。政府借助各种债务形式，可以实现融资或延缓支出的目标，但同时也必须承担起偿还债务的责任和义务，各类风险相伴而生。此外，这些年来，政府债务的形式越来越复杂，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些都使得风险控制和总额控制的难度越来越大。


 一、政府债务的类型及其特点

预算的各类问题都源于一点，即有限的财政资金总是不能够满足社会和政府的实际支出要求。为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类需求，政府有时会想方设法推迟支出，尽早实现收入，而这种行为被称为财政机会主义(fiscal opportunism)。
[85]

 这种情况存在于所有国家之中，并且能够找到很多现实的例子。一般来说，政府会通过直接向金融机构借款、发行债券、提供各类贷款或担保等形式筹集资金。

首先，政府习惯于借助国有或私人金融机构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为政府项目提供帮助。因为，这种方式可以在不增加预算压力的基础上满足各机构的资金需求。然而，一旦当金融机构自身无法解决这些债务问题时，政府还必须拿出一定的财政资金来解决这些问题。2008年10月，美国爆发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并产生全球连锁反应。为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阻止危机对实体经济产生难以控制的严重负面影响，美国乃至全球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救市举措，向银行业及其他重要经济领域注入财政资金。经过美国国会和政府之间“马拉松式”的谈判，国会最终批准先由布什政府拿出7000亿美元救市资金，帮助银行业清理不良资产和增加市场信心。
[86]

 随后，奥巴马政府又于2009年2月拿出8000多亿美元，通过设立投资基金和减税等措施刺激经济发展，缓解金融危机所导致的风险。
[87]

 其次，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提供某些社会福利从而负有为其债务兜底的责任，或者通过向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供各类担保的形式，缓解短期内的预算压力，从而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比如，要求国企增加社会服务的支出，为职工提供保险、住房、学校等服务；但是，政府同时也背负起国企的债务和潜在责任，当国企盈利不好，无法持续的时候，这些问题都必须有政府财政解决，从而形成或有隐性负债。另外，政府为了缓解直接支付可能造成的财政预算压力，就通过担保的方式，鼓励国企向商业银行贷款。第三，普遍存在的预算外收入，容易导致政府隐性负债和风险。预算外收入往往游离于严格预算程序之外，不受预算过程约束，当政府利用此类资金进行担保、贷款等活动时，隐性的、难以估算的风险也随之产生。更重要的是，政府无法对此类资金的规模及其可能导致的风险进行合理的估计和控制，所以预算外资金引发的财政风险危险会更大。第四，随着私人资本逐渐进入公共资产投资领域，政府需要承担的财政风险也随之增加。政府可以通过与私营企业签订建设—运行担保合同等形式，帮助私营企业融资并督促它们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任务。但是，当私营企业无法顺利完成任务、履行责任、偿还债务的时候，政府财政又不得不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第五，地方政府的借债行为，发行债券、担保私人或公司贷款，会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风险。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所以地方政府因发展需要而形成的各类债务，多数需要中央政府兜底来承担最终风险。最后，养老金和公共医疗项目也会增加未来政府的财政风险。
[88]

 各种养老金和公共医疗项目都是一种缓解当下政府预算压力的方法。由于政府承诺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或在某类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必会兑现承诺。所以，当未来必须兑现承诺时，又恰逢政府财政状况并不理想，那么该政府会为此承担比较大的压力和风险。尤其对一个老龄化社会比较严重的国家，当下政府作出的承诺，将会导致未来政府不得不面临巨额支出的沉重压力。

尽管政府债务的产生并不必然导致风险的产生，但是风险确实随着债务的产生而产生。如果不能清楚地记录和认识政府的各类债务，那么就难以对政府债务及其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1998年，布莱克斯在提交世行的一份报告中，首次将政府债务的主要特征总结为四种：直接的、或有的(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显性的和隐性的。其中，显性特征与隐性特征之间的区别在于负债是否被法律或者合同所承认，或者是否是基于法律或合同责任，若被承认就是显性的，反之为隐性的；直接特征与或有特征之间的区别在于，负债是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存在的，还是只有当某个特殊事件发生才发生的。如果是前者，对政府来说这种负债就是直接的；如果是后者，这种负债就是或有的。根据这四大特征，布莱克斯将政府债务又细分为四种主要类型：直接显性负债、或有显性负债、直接隐性负债和或有隐性负债(表8-1)。
[89]



表8-1　政府债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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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为财政部门的负债，而非中央银行的负债。



对于政府来说，直接显性负债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承担的责任，并且这些都已得到法律或合同的认定，其中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必须偿付的主权借款和法定预算文件中规定的支出，主要包括公务员工资和养老金，有些国家还包括全社会安全系统支出。
[90]

 目前，各国都十分关注对此类债务规模和结构的分析与研究。比如，各国法律都规定政府必须向退休公务员支付养老金，这就构成政府的长期负债。对于养老金来说，它的规模主要由政府雇员的人数、养老金标准、退休年龄等因素决定。
[91]



直接隐性负债主要包括公共养老基金、保健医疗筹资、公共项目投资的未来运行成本等内容。这些项目通常是政府对未来作出的支出承诺，目的是为了维护公民利益、保证公共服务的长期性。承诺一旦作出，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就必须要兑现。但是，这种负债的规模究竟有多大，会受到未来宏观经济状况、社会老龄化结构和规模，以及社会服务需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由于对以上影响因素的估算与未来的实际支出之间必然存在偏差，所以此类负债同样存在风险。比如，公共养老基金是政府对未来服务的一种承诺，所以支出是在未来某个时间发生。那么当资金闲置在预算账户中的时候，如何管理这笔资金就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
[92]

 不同的公共养老金的管理理念和方式对政府债务规模及财政安全的影响是不同的。20世纪70年代，当财经纪律松弛，预算总额控制原则也不再具有很强约束力的时候，政府对赤字和债务风险的敏感性慢慢减弱。与此同时，加快公共资金流动性的要求，以及增加可支配资金的冲动却在不断上升。20世纪90年代，某些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利用公共养老基金进行投资，终因管理不善而导致政府陷入财政困境，甚至逼近破产。比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康奈狄克州的布里奇珀特县和俄亥俄州的库亚格县都发生了金融崩溃，其主要原因都是这两个县动用了自己的公共养老金和其他现金来源进行资本投资，最终却投资失败，仅库亚格县就损失了11400万美元。
[93]



或有显性负债主要是指中央政府担保项目可能产生的负债，这些债务支出受法律或合同的约束，包括对地方政府、公司和个人的某些贷款提供的担保，对大型私营企业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的担保，对银行存款承兑和特殊事项(包括自然灾害、战争等)提供的担保等。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如果这些由中央政府担保的项目不能够按时完成还款或者出现大的亏损等问题，那么政府就必须承担起偿付债务的责任；如果这种情况不出现，那么政府预计可能发生的担保支出就不会发生。由于这些需要政府提供担保的未来支出很难预期(其中包括支付时间和具体规模)，并且政府在预算系统中难以做出准确的反应，因此政府常常乐愿选择担保的形式，而不顾其隐含的支出责任。然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担保系统涵盖的范围越广泛，政府需要承担的道德风险就越大。
[94]



或有隐性负债主要是指政府面对未来某个时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或灾难，出于社会稳定等原因，必须承担相应支付责任的债务类型。由于这种突发事件发生的时间，随之产生的风险成本以及需要政府为之支付的资金规模都不太确定，所以相关实体尤其是银行系统希望政府对这类债务提供更宽泛的担保。
[95]

 对于政府来说，由于这种债务的风险最隐蔽，所以政府往往容易忽视对此类风险的记录、管理和审计工作；然而，此类债务风险一旦发生，却很可能对政府财政稳定性造成极大影响，同时也会增加政府的道德风险，所以，政府更需要关注此类债务及其风险管理问题。


 二、财政风险及其管理

政府债务并不一定导致财政风险的产生，但是，风险必然与债务共生共存。政府债务管理的目标就是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上，尽可能以最低的借债成本保证政府可以获得足够的年度资金(政府债务管理问题可详见第十八章)。因此，争取债务成本最小化，减少债务风险成为各国债务管理的重点。


(一)财政风险的类型


为了更好地管理财政风险，首先必须了解财政风险的主要类型。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分析，财政风险主要有市场风险(market risk)、偿付风险(rollover risk)、流动性风险(liquidity risk)、信贷风险(credit risk)、结算风险(settlement risk)、运行风险(operation risk)(表8-2)。
[96]



表8-2　财政风险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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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World Bank. 2001. Guidelines forpublic debt management， http：//www. imf. org/external/np/mae/pdebt/2000/eng/。



总之，财政风险问题不仅与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状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自由债券市场密切相关，而且还同政府的预算和债务管理系统紧密相连。换句话说，政府的预算和债务管理系统都需要对潜在的风险给予充分的关注。政府需要在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框架下确定债务规模和增长水平，同时保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长期稳定，从而降低因债务问题而引发的各类风险。

(二)财政风险管理内容及方法

风险管理逐渐成为政府实现债务管理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之一。目前，很多OECD国家已经将其视为广义政府债务管理战略框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衔接债务管理决策和执行的重要工具。根据OECD国家的经验，如果政府希望比较有效地管理债务风险，它就必须建立债务风险管理系统，对各类风险进行仔细鉴别和分析，利用各种风险测量方法量化政府可能面临的各类风险及其级别，并对风险进行实时监控，最后由债务管理机构或者风险管理机构及时撰写评估和分析报告。目前，很多国家都采用一种风险管理五步法：(1)鉴别；(2)测量；(3)监管；(4)控制；(5)报告。
[97]

 表8-3介绍了多数国家采用的风险管理的内容及其主要方法。

表8-3　风险管理的内容及其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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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债券投资里，久期(duration)被用来衡量债券或者债券组合的利率风险，它对投资者有效把握投资节奏有很大的帮助。久期也称持续期，是1938年由F.R.Macaulay提出的。它是以未来时间发生的现金流，按照目前的收益率折现成现值，再用每笔现值乘以其距离债券到期日的年限求和，然后以这个总和除以债券目前的价格得到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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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眼原则”源于西门子的管理制度，又称“四眼”管理原则，是指所有的重大业务决策都必须由技术主管和商务主管共同做出决策，以保证运营战略能平衡商业、技术和销售等各方面的风险。



政府债务并不必然导致风险，问题的关键在于债务和清偿债务的资源之间是否能够取得有效的联系。布莱克斯和莫迪为此将政府的资产与负债类型进行结合分析，利用资产负债分析框架建立起一个“风险对冲矩阵”
[98]

 ，将政府资源同样划分为四类：直接显性资源、直接隐性资源、间接显性资源、间接隐性资源(表8-4)。通过这样的分析，期望政府能够比较明确债务与偿债能力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地避免财政风险。

表8-4　政府风险对冲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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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稳定的和应急基金可能被指定用于一般性目的或非常特殊的目的，可能受政府的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因此，在每一个案例中，该类基金的分类都可能有所不同。

资料来源：Brixi， Hana Polackova，&Ashoka Mody. 2002. Dealing with government fiscal risk：An overview. In Hana Polackova Brixi&Allen Schick. Eds. Government at risk：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fiscal risk. The World Bank. p. 26。



布莱克斯和莫迪的“对冲矩阵”为政府化解财政风险提供了资金信息，但是政府如果希望能够对风险进行管理和防范，就必须尽可能地将其透明化、公开化。政府不仅需要清楚地掌握风险的类型，而且还需要对不同类型的风险规模进行准确估算和及时记录。这些工作，政府可以借助公共预算系统来完成，但前提是必须对传统的预算系统进行改进，使其能够容纳和反映财政风险的各类信息。


(三)建立反映财政风险的预算系统


传统的预算系统不能明确地记录和反映财政风险类型及其规模。因为，传统的公共预算系统主要反映短期的现金流动情况，最多也只是列出包含3～5年中期预算的规划框架；而不能全面和准确地反映负债、担保等可能导致政府未来成本增加的长期风险。甚至在政府内部，由于受财政机会主义的影响，掩盖成本或财政风险的做法不仅不被谴责，还有可能获得好处。于是，政府不断地制造财政幻觉，机会主义者也抱着侥幸的心理行事，各种潜在的风险在这些机会主义行为的驱动下逐步累积，并且迅速地蔓延至发达国家、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如希克曾经警告的，最近几年，发达国家对财政风险不恰当的控制，以及疏于记录的做法，可能会对未来公共预算造成很大的压力，甚至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99]

 为此，布莱克斯和希克等专家呼吁，预算系统应该进行改革，以便成为有效管理财政风险的重要工具。
[100]

 例如，希克(Schick， 2002b)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增加透明度，对包括风险信息在内的财政状况进行全面披露；二是在预算决策中引入风险和成本分析，以减少因决策偏见而引发的财政风险；三是政府尽可能地通过限制风险产生的方法来管理财政风险，尽可能地减少风险的产生，或者在接受风险之前做好充分的防范和准备；四是政府可以利用市场化措施，将风险转移到私营部门或机构。
[101]

 具体见表8-5。

表8-5　政府风险管理的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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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chick， Allen. 2002. Budgeting for fiscal risk. In Hana Polackova Brixi&Allen Schick. Eds. Government at risk：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fiscal risk. The World Bank.p. 81。



一些国家开始尝试将布莱克斯的政府债务分类与政策决策方法和预算系统结合使用，以减少财政风险，比如南非就是这样做的(见表8-6)。

表8-6　南非财政风险的政策决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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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chick， Allen. 2002. Budgeting for fiscal risk. In Hana Polackova Brixi&Allen Schick. Eds. Government at risk：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fiscal risk. The World Bank.p. 83。




 三、或有负债及其管理

根据布莱克斯的分析，或有负债主要源于政府已经做出的潜在承诺，这些承诺在某个特定时期或事件发生时就会转化为政府的实际负债。
[102]

 由于或有负债隐蔽性比较强，它容易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加上各国债务管理中缺乏一套有关或有负债记录、鉴别和报告的制度，所以，或有负债潜藏的风险容易被忽视，也不易管理。为此，布莱克斯提出了降低或有负债和隐性负债风险的四个原则
[103]

 ：

像控制直接负债一样控制或有负债，像控制显性财政风险一样控制隐性风险，使政策达到好的效果而不是成为财政调节器；

明确承认政府责任的有限性，以抵制市场环境下的道德风险；

为公共财政确立制度性安排，为预算、会计、财政计划、报告和监督设定标准，包括或有负债和直接负债，提高财政的审慎性和公平性，将所有或有债务也直接计入相应公共项目中；

发展并雇佣专业机构进行评审、调节、控制，从而帮助公共部门和私 营机构规避财政风险。

希克认为，防范或有负债可能引发的风险，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需要增加或有负债的透明度，尽可能详细和全面地记录此类负债。其次，对此类债务可能导致的风险进行测量。第三，在预算中包括一个关于或有负债的财务报告。
[104]

 如何将或有负债纳入预算系统？对此，希克提出了四种基本方法(表8-7)：(1)在预算中包括反应或有负债的背景资料和其他财政风险信息，但是，预算决策主要围绕直接支出和现有支付义务展开；(2)为或有负债而建立独立的平行预算；(3)将或有负债整合进以现金制为基础的预算中去；(4)为或有负债形成的成本做预算。
[105]



表8-7　或有负债的四种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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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chick， Allen. 2002. Budgeting for fiscal risk. In Hana Polackova Brixi&Allen Schick. Eds. Government at risk：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fiscal risk. The World Bank.pp. 86-92。本书作者稍作整理。



近几年来，尽管将或有负债(contingent liabilities)风险管理真正纳入债务管理范围的国家为数不多，但确实有越来越多的OECD国家开始关注或有负债问题。其中，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就是将或有负债纳入债务管理范围的重要国家，它们还分别创立了一套系统来记录和报告政府或有负债情况。
[106]

 专栏8-1介绍了新西兰的做法。


专栏8-1　新西兰中央政府或有负债管理的相关规定


1994年新西兰中央政府公布了《1994新西兰财政责任法案》(New Zealandss Fiscal Responsibility Act of 1994)，要求中央政府必须在一年内或每半年内，在财政报告中公布或有负债相关数据。定期报告政府或有负债情况被认为是确保政府财政状况良好的根本所在。所有的财政数据和资料，包括或有负债数据在内，都必须提交国会通过，并同时在政府网站上公布。

新西兰中央政府或有负债的基本情况一般都通过表格形式列示和公布出来。其中，报告或有负债的机构包括新西兰中央银行，国有企业，中央政府的预算机构等。或有负债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担保和补偿；二是未申请的资产，主要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的资金；三是因立法程序或抗辩而引发的债务；四是其他或有负债，包括向政府要求个人伤害赔偿等。

资料来源：Ma， Jun. 2002. Monitoring fiscal risks of subnational governments：Selected country experiences. In Hana Polackova Brixi&Allen Schick. Eds. Government at risk：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fiscal risk. The World Bank. p. 407。

根据新西兰1994年法案的规定，每年新西兰财政部都必须向国会和社会公布或有负债信息。根据新西兰财政部1997、1998和1999三年公布的数据(表8-8)，四种主要或有负债的规模就变得清楚起来。
[107]



表8-8　1997—1999新西兰政府或有负债记录(新西兰币，百万)


[image: ]


资料来源：1997、1998、1999年新西兰财政部公布的财政报告。转引自Ma， Jun.2002. Monitoring fiscal risks of subnational governments：Selected country experiences. In Hana Polackova Brixi&Allen Schick. Eds. Governmentat risk：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fiscalrisk. The World Bank. p. 407。




 第九章 赋权型预算

法定支出既有损于短期的财政控制，又有损于政府长期稳定及其财政状况。从短期来看，政府要准确估计需要的支出金额和款项，从而缓冲经济状况波动对预算的负面影响是困难的。从长远看，许多国家的预算将会受到由于人口老化而带来的财政压力。

——艾伦·希克
[108]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飞速增长。其中与养老金、医疗支出、社会保障等相关的社会性支出的增长速度最快。这些支出通常以现金形式直接支付给受益人，而政府行政部门对此类支出的控制和管理权力非常有限。这些用以支持社会福利项目和活动的支出，是通过一种几乎独立于传统官僚预算之外的预算方式实现的，被称为“赋权型预算”或“权利基础的预算”。与传统官僚预算相比，赋权型预算在策略、目标、过程、时间安排、参与者角色等方面均体现出独有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特点是，赋权型预算所确立的项目及其支出规模是经过法律认定的，除非修改相关法律条款，否则任何人也没有权力擅自改变这些项目资金的使用方式、受益群体、支出规模等内容。赋权型预算与社会权利相关，涉及到社会公平问题以及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福利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赋权型预算的增长速度和规模已经成为政府实际支出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并且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产生了直接的影响。20世纪末，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控制赋权型预算的增长速度，并开始寻找方法来解决因赋权型预算所引发的财政问题。


 一、赋权型预算的产生及其发展

“赋权型预算”是一种“以权利为基础的预算”，它的核心和基础是“权利”，即任何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公民或法人都可以享受政府(主要是通过政府的特定支出机构)提供的某种福利。
[109]

 换一个角度，赋权型预算导致的支出是一种“法定支出”。在20世纪，这种支出的出现并迅速扩张是与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尤其是福利国家的建设密切相关的。一般来讲，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养老金、社会保险是最典型的赋权型预算项目。另外，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赋权型预算项目还包括退伍军人补贴、失业补偿、联邦政府提供的大学在校生补贴贷款、食品券、学前教育、抵押贷款税收减免、商业资本收益税收减免等。
[110]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为了缓解市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开始建立起社会政策体系。不过，在这一时期，社会政策体系提供的只是一种有限的社会福利，国家承担起的社会责任也是有限的。在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的补贴和转移支付支出在GDP中的比重只有1％。即使在这方面处于领先的英国，这一比重也只占2.2％。而且，社会保险几乎是不存在的。20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重创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各国纷纷建立起社会保险制度。这使得补贴和转移支付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到4.5％，它在公共支出中的比重也从19世纪末的10％上升到1937年的将近20％。其后，这一支出一直保持增长。到60年代，这两类支出占GDP的比重已上升到9.7％，约占公共支出的三分之一。欧洲大陆的西方国家这两类支出占GDP的比重普遍都在10％以上，其中奥地利最高。美国和日本原来是比较低的，但在这一时期也大幅度地提高了这两类支出的比重。不过，在这一时期，西班牙削减了这些支出，英国也稍微削减了这些支出的比重。
[111]



从60年代到80年代，随着西方各国进一步扩大社会福利的范围，提高各种福利标准，迈向福利国家，补贴和转移支付支出在GDP中的比重在这一时期提高了一倍以上，平均起来上升到20％以上，相当于政府总支出的50％。在西欧和北欧国家，这两类支出占GDP的比重接近或超过25％，其中荷兰最高，达38.5％；在美国、日本等也保持在10％左右。非常明显的是，在各种权利性支出中，最难控制的就是那些与现存的社会政策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支出，尤其是教育、医疗、养老金、失业救济金等转移支付支出。从1960年到1980年，欧盟国家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翻了一倍多，从10％上升到20％以上。
[112]

 80年代以来，为了减缓赋权型预算所带来的财政压力，西方各国对各种法定支出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变得越来越不愿意扩张福利计划；一些国家采取了正式的规定，禁止出台各种将会增加赤字增加的赋权型预算计划。
[113]

 在这种背景下，补贴和转移支付支出的增长趋势开始放缓。但是，这些支出仍然在继续增长，它们在GDP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21％上升到1995年的23％，略超过政府总支出的一半。在这一时期，真正得到控制的是生产者补贴，新西兰甚至完全取消了这种补贴。但是，转移性支出仍然在增加。尽管一些国家，例如爱尔兰、新西兰、荷兰和比利时，在减少国家在这方面的责任，但是，其他的国家，例如西班牙，则在进一步扩大社会福利支出。
[114]



在发展中国家，赋权型预算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小。但是，随着这些国家的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尤其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公民对于社会福利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大。在过渡期的国家也存在相当大的扩大赋权型预算的压力。因为，这些国家正在实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并处在民主发展的早期，市场化的改革必然会给许多的家庭与个人带来风险和压力，因而它要求政府进行补贴。因为市场化的改革通常伴随着国家财政补贴的减少、物价上涨、私有化或者国有企业关闭，这些都会给家庭带来压力与经济困难。
[115]

 总之，随着福利国家建设在全球范围的开展，赋权型支出将可能变成一个全球性的预算问题。


 二、为什么需要赋权型预算？

这些年来，赋权型预算的扩张使得政府支出规模的不断膨胀，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已充分认识到这种支出的弊端，并开始寻找方法来控制其增长。然而，迄今为止，仍未有哪个国家完全放弃赋权型预算。这或许是因为，赋权型预算有着某些独特的长处，非常适合于福利国家的建设需要。根据怀特的总结，赋权型预算主要有三大优点。
[116]



首先，赋权型预算比较适合于那些可以分割和量化的利益。正如对于某些项目来说官僚预算似乎是更加自然的模式一样，赋权型预算也存在着非常充足的政策理由，尤其对于那些易于分割和量化的利益。因为，对于那些很难分割和量化的利益来说，确定受益人的权利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实行一种以权利为基础的预算模式就是不可能的。例如，治安保护等就比较难用赋权型预算的方式来提供。因为，如果决定用赋权型预算的方式来处理治安保护，那么，就必须确定谁是受益者以及应该享受多少利益，而为此就必须能够将治安保护作为一种可以分割的福利，并且要精确地进行测量，从而确定每个符合条件的公民都可以获得的他所拥有的那一部分权利所包含的利益。然而，治安保护是不可以分割的，也是很难准确测量的。因此，对于像治安保护这样的利益来说，由于很难确定它的具体受益人的受益份额，运用传统的官僚预算来安排是最恰当的。而对于像养老金这样的利益来说，它既是可以分割的，也是可以测量的，因而可以用赋权型预算的方式来供给。
[117]



其次，赋权型预算还是一种能够降低不确定性的制度安排。社会保险是最典型的赋权型预算。设置这些社会保险的主要目的是将风险和不确定性从个人转移到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赋权型预算无疑是一种最好的资助模式。因为，赋权型预算的最大特点就是支出的连续性，也就是说，赋权型预算中的支出是不受年度预算原则制约的，从而就没有必要受制于不断的(一年或数年一次的)预算审查与监督。此外，在赋权型预算下，支出的数量(或相应的官僚机构在这方面的支出)并不受官僚机构的绩效的影响。赋权型预算的这两个特点就使得它能够为受益者提供最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换一个角度，像社会保险这样的支出，如果用官僚预算的模式来资助的话，这些支出及其所包含的利益(或福利)的数量就必须受制于定期的预算审查(通常是年度预算审查)和官僚机构的绩效，从而对于受益人来说，不仅没有解决原有的不确定性，而且会形成新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于社会福利的支持者来说，赋权型预算就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提供社会保险的预算模式。
[118]



最后，对于那些政府准备鼓励或奖励的特定行为来说，赋权型预算也是一种比较好的预算模式。例如，为了鼓励人们在军队服务而设置的老兵福利项目；为了鼓励目前就业的劳动者努力工作，为现在退休的人员支付费用而设置的养老金制度。从受益者的角度来说，如果这些福利是由官僚预算的模式来资助，那就无法在长期中保证福利承诺的可靠性。结果是，那些政府鼓励的行为就可能不受重视，相关的供给者也没有足够的动机采用政府所鼓励的那些行为。这主要是因为官僚预算是不连续的，它要受制于定期的预算审查和对官僚机构效率的评估。而赋权型预算则可以保证这种长期承诺的可靠性。
[119]



正是由于赋权型预算的这些优点，使得它非常适合于各种社会政策。实际上，公共支出在20世纪的膨胀并不单是因为受到“鲍莫尔病”或“瓦格纳定律”等技术因素的影响，更是由政府扩张社会服务的各种明确的政策造成的，这些政策将原来比较有限的社会安全网络扩展成普及性的社会福利体系。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府支出增长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政府实施了庞大的社会福利计划，而且一般采取现金转移支付形式。对于这些社会福利计划来说，赋权型预算无疑是最佳的预算模式。在实践中，各国政治家都通过建立、扩大这种能够直接惠及公民个人的赋权型预算项目，向公民做出慷慨的福利承诺，以获取广泛的政治信任和支持。当然，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人们对政府信任度大大提高，并普遍认为政府能够解决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
[120]




 三、赋权型预算带来的挑战

赋权型预算的产生及其扩张对传统的公共预算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传统预算是一种以“官僚预算”(bureau budgeting)为基础的预算过程，它主要是一种主要服务于行政过程，关注官僚机构和政治决策执行的预算过程。设计这种预算模式的主要目的是：为各种向公众提供服务的官僚机构提供财政资助。官僚预算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决定向官僚机构提供多少预算拨款。在这个过程中，官僚机构作为具体的支出机构，它的预算要求被看得很重要。然而，赋权型预算与政府传统的预算过程是不相吻合的，它不需要经过传统的以官僚预算过程为基础的传统预算过程，而直接形成于议会内部。而在议会内部，控制赋权型预算过程的是议会内部的各个委员会。在许多国家，例如美国，这些委员会在很多情况下同时承担着授权和拨款两项职能，即同一个委员会既负责设计和通过赋权型预算项目又进行支出审核。
[121]

 一般的，设立赋权型预算项目必须经过授权委员会，由该委员会通过授权法案予以确认。所以，若要取消或修改某项赋权型预算项目的内容，也必须经授权委员会同意。只有经委员会同意，相关的授权法案才能进行相应的撤销或者修改。总之，赋权型预算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预算决策过程。它在策略、目标、过程、时间安排、参与者角色等方面都与传统的官僚预算不同。

首先，从关注的目标和重点来看，官僚预算同时关注两部分资金的决策：一是保证官僚机构用于提供服务的项目资金；二是与官僚机构正常运行相关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然而，赋权型预算关注的重点是福利接受者和特殊承诺及其实施情况。为了实现这些承诺，向特殊群体提供相应的直接的福利，赋权型预算必须保证相关机构(比如社会保险管理部门等)能够正常运转，而这些机构的人员经费和绩效则不是该预算模式关注的重点。对于赋权型预算来讲，支出即是服务，赋权型项目所服务的受益者本身就有权利接受已经带有资金的项目服务。然而，传统的官僚预算所考虑的是，如何将有限的财政资金在不同支出部门的不同项目之间进行分配，并且能够实现资金使用的最大效率、效果和效益，而不是以现金或类似现金的形式分发给受益者。当然，对于官僚预算来讲，由于它所涉及的利益难以进行明确的分割，它也不能恰当地直接将资金分配给受益者。
[122]



其次，从预算参与者的角度来看，官僚预算的参与者要比赋权型预算的参与者广泛。有关官僚预算的争执，主要发生在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之间，所以官僚预算的参与者至少包括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然而，赋权型预算则主要形成于立法部门内部，行政部门对其影响非常小，参与度也很小。控制赋权型预算过程的主要是议会内部的各类委员会。
[123]

 这意味着，要控制这种法定支出的增长，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议会在预算领域的权力，尤其是限制制定各种社会福利计划并以法律的形式通过的权力。
[124]



第三，从预算过程来看，官僚预算遵从近乎程序化的预算过程，而赋权型预算是以权利为基础的，不一定遵从这种程序化的过程。长期以来，围绕着官僚机构的预算，已经形成了一种近乎程序化的预算过程。在这个程序化的预算过程中，存在着多对博弈，充斥着纷繁复杂的博弈过程。第一对博弈发生在政府内部，即负责申请预算的官僚机构与负责审批各部门预算的核心预算机构之间的讨价还价。一般来说，申请预算的官僚机构倾向于要求在前一年预算拨款之上增加一个适中的比例，而核心预算机构通常是财政控制导向的，一般倾向于怀疑官僚机构的预算要求，从而会抵制官僚机构的扩张倾向。第二对博弈发生在立法机构和政府之间。由于立法机构掌握着政府总预算申请的审批权，所以为了控制政府及其各个官僚机构获得更多拨款的冲动，立法机构通常都会对政府提交的预算草案进行削减。然而，这两对博弈之间并非相互孤立的，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是相互联系的。比如，申请预算的官僚机构，如果面对核心预算机构的支出削减，也可以在议会或者政府首脑处获取支持。官僚机构能否成功地获得它所期望的预算拨款取决于官僚机构的战略、它的负责人的政治技巧、支出项目与议员的政策偏好一致的程度。预算过程的这些特征已经程序化了，这使得预算具备了一种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125]

 在一定意义上，传统官僚预算过程的程序化特点，体现了各种利益之间需要不断权衡的现实要求。在各种支出项目之间进行某种权衡是预算的本质。然而，赋权型预算却通过立法程序将某个或某几种利益固定化，预先剔除了在利益之间进行权衡的条件。除非相应的法律已经作废，权利是不能被否定的。如果权利不能被否定，那么，该项权利应该享有的预算额度也不能被否定。从公共预算的传统观点来看，在某种程度上，赋权型预算是预算的“天敌”
[126]

 。

第四，从预算控制程度来讲，官僚预算强调预算控制和机构绩效，而赋权型预算则不关注预算的控制问题。在官僚预算中，预算控制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官僚机构的绩效和行为取向的问题：官僚机构是否会恰当地运用资金？议会、政府首脑和机构的负责人是否控制着支出项目？即使后来的预算体系在控制之上增加了管理、计划或政策的职能，预算过程本身仍然是以官僚机构的预算为基础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公共预算经历了多次改革。无论哪种改革，加强对预算资金使用的控制，一直都是核心问题。这些改革唯一的区别在于，不同的预算模式要求官僚机构的预算侧重于不同的方面。分项列支预算关注于官僚机构的投入或成本，绩效预算关注于官僚机构的产出，计划—项目预算关注于官僚机构供给的产出的合理性(即政策本身的合理性)，新绩效预算关注于官僚机构的产出和结果。换言之，在官僚预算下，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获得预算拨款后，官僚机构将用这些拨款来实现什么。
[127]



传统的以官僚机构为基础的预算理论和实践非常关注三个问题：强制性的赤字、支出细化的详细程度、在预算决策中存在的投入导向和项目导向之间的冲突。强制性的赤字是指官僚机构会在预算年度结束之前用完它们的拨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进一步的预算拨款，该机构将无法履行其职能。此时，议会就只好向这些官僚机构提供新的资金，从而被迫出现赤字。为了对付这种强制性的赤字，预算领域发展出了一些制度安排：(1)要求官僚机构在它们的预算拨款限度内进行支出，官僚机构的负责人在项目支出决策上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而且应该受到可获得的预算拨款的限制。(2)分期拨款制度，即由一个专门的预算控制机构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将议会同意提供的预算拨款分批分期地拨给各个官僚机构。在以官僚机构为基础的预算下，这种强制性的赤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官僚机构在支出领域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最好的例子。
[128]



然而，在赋权型预算中，这些问题都不再有意义。
[129]

 从赋权型预算的角度来看，无论如何选择预算模式——分项列支预算、绩效预算、计划项目预算、零基预算还是新绩效预算，这些以官僚机构为基础的预算模式都是传统的。比如，在传统的以官僚机构为基础的预算体系下，支出的细化程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分项列支预算要求非常详细的支出分解，其他的理性预算模式则不然，它们所要求的支出分行的详细程度比较低。但是，对于赋权型预算来说，这根本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如怀特教授指出的，“一个赋权型预算项目的规则就是项目的规则；它们不是在较高或较低的详细程度上来提供资助”
[130]

 。另外，强制性赤字问题在赋权型预算过程中也是不存在的。在赋权型预算下，如果一个管理赋权型预算的官僚机构的支出超过它的预算拨款，那么这种预算赤字的出现主要不是因为官僚机构在支出决策中采取了机会主义行动，而是由于：(1)该官僚机构向错误的受益人支付了过多的拨款，这通常是因为该机构误用了法律，而这种错误是不应该发生的，无论可用的预算拨款是多少，也无论最后的支出是多少；(2)最初的估计是错误的。如果由于这种估计错误导致官僚机构的支出超过了预算，这种赤字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官僚机构强迫或者操纵议会而造成的。
[131]

 正是由于赋权型预算完全区别于官僚预算，所以，以官僚预算为出发点的渐进预算模型也无法解释赋权型预算的存在。
[132]

 怀特甚至认为，以权利为基础的预算从根本上讲是不同于传统的以官僚机构为基础的预算，赋权型预算意味着传统的以官僚机构的预算决策为基础的官僚预算已经衰退。
[133]



第五，从预算时间和联系性来看，官僚预算是非连续的，而赋权型预算则呈现出很明显的连续性。无论是一年预算还是多年预算体系，官僚预算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不连续的，官僚机构的预算通常每年都要受到预算审查。即使是实行了多年期预算，官僚预算非连续性的本质仍然没有改变。因为，多年期预算只是将审查的时间从一年改为几年。这种非连续性使得传统的官僚预算是可以控制的。然而，在赋权型预算中，项目的受益者实际上被赋予了一定数量的预算的权利，支出就是这些服务的总和。因此，赋权型预算的支出一般不受定期的预算审查制约，实际的预算支出完全取决于有多少公民和组织申请该种“权利”，有多少公民和组织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的条件，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
[134]



最后，从官僚机构在预算支出中所承担的角色来看，在官僚预算过程中，官僚机构是预算关注的重点，也是服务的生产者或者组织者，而在赋权型预算过程中，官僚机构只是一个转移支付机构而不再是一个生产机构，尽管仍然有官僚机构在管理这些赋权型项目。传统的以官僚机构为基础的预算体系非常关注预算决策中存在的投入导向和项目导向之间的冲突。这主要是因为官僚机构一般被看成一个生产或组织生产公共服务的机构，官僚机构在投入了一定的资金和劳动力之后就会生产出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服务。从预算的角度出发，预算拨款就是官僚机构的投入。对于预算体系来说，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预算体系到底是应该关注预算投入还是这些预算投入的产出、结果以及效率。在公共预算发展的早期，预算体系主要关注预算投入，以后逐步关注产出、效率和结果。但是，这个在传统的官僚预算中十分重要并且争议不断的问题在赋权型预算下却是没有意义的。
[135]



可见，赋权型预算很难整合进传统的预算过程，尤其是它具备很强的“硬约束”特点，一旦确立必然形成刚性支出。这就给总额控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首先，对赋权型预算的支出实行制约要比对官僚预算中常见的消费支出或投资支出实行制约困难得多。因为，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数额一般是确定的，并且受到年度预算拨款额的限制；而赋权型预算涉及的支出数额一般是不确定的，主要取决于当时申请该项利益(或权利)的个人与组织的数目以及他们具体申请的利益额度。这就意味着，最后由于赋权型预算所导致的支出常常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推动，而不受直接的预算行动所左右，不受年度预算拨款所限制。正如希克教授指出的，“对于许多赋权型支出来说，预算主要用来记录将要支出的款项；对于消费和投资项目来说，预算决定将有多少钱可以支出”
[136]

 。所以，赋权型预算既会损害短期的财经纪律，也不利于政府长期稳定其财政状况。因为，“从短期来看，政府要准确估计需要的支出的金额和款项，从而缓冲经济状况波动对于预算的负面的(或者不希望的)影响是困难的。从长远来看，许多国家的预算将会受到由于人口老化所带来的财政压力，特别是在老年的养老年金和医疗卫生方面”
[137]

 。

其次，赋权型预算容易鼓励政治家对公共收入采取掠夺性的支出行为。在赋权型预算下，由于所有的支出都是某种不能否定的法律创设的“权利”，“这些权利并不会因为政府支付能力有限或者不愿支付而受到削弱，也不会因为其他的预算申请而受到削弱”
[138]

 ，因此，所有的受益人及其代理人都会采取一种掠夺性的策略，从而使得公共收入比较像“公共资源”。在典型的“公共资源”情况下，每个成员都对公共资源拥有产权，因此，每个成员都可以从这个公共资源中获取收益。而且，当别人都在从该资源中汲取最大化的收益的同时，对于每个成员来说，最优的策略就是从公共资源中获取最大的份额。当所有的成员都采取这样的策略时，公共支出总额就会不断地攀升。此外，在一般的“公共资源”下，每个成员的汲取程度是不一样的，某个成员得到的东西，其他人就未必能够得到。然而，在赋权型预算下，人们领取的赋权型预算支出是一种普遍的待遇，某个人或组织得到的利益，其他的符合条件的个人或组织也能得到。
[139]

 这也进一步强化了赋权型预算下的掠夺性支出的冲动。最后，也是最麻烦的，一旦赋权型项目确立后，若政府想控制这种支出的膨胀，只能采取两种政治上极其不受欢迎的办法：取消以前创设的福利；缩小福利范围或削减福利水平。
[140]



总之，赋权型预算项目一旦被确定下来，无论政府财政收入是否充足，某项既定的法定权利都必须长期获得资金保障。这就给各个建立福利国家的政府的支出控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赋权型支出在总预算支出中的比重一直在上升。以美国为例，自从1935年通过《社会保障法案》以来，尤其是自1945年政府范围逐步扩大，以权利为基础的预算项目就逐渐成为公共预算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从1940年到1986年，美国政府在赋权型预算项目下支付给个人的福利支出一直在攀升。每年支付给每个个人的福利总数占总预算支出的百分比在1940年是18％，在1950年是32％，在1960年是26％，在1970年是33％，在1980年是55％，在1986年是45％。
[141]




 四、控制赋权型支出

尽管赋权型预算能够确保福利承诺的可靠性，但是，随着赋权型预算在总预算中的规模逐步扩大，它所带来的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赋权型预算引发的财政支出膨胀和财政赤字扩大的并发症，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府开始思考：这种与某个特定利益直接相关的政策选择，是否实现了让应受益者真正受益的目的？在支出规模无限扩大，而收入增长缓慢的现实中，赋权型预算究竟是不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预算模式？如果放任这种类型的支出继续扩大，财政是否可以持续？20世纪80年代，预算专家凯顿就警告说，由于这些权利型的支出具有缺乏弹性、不可预测进而不可控制等特点，它的出现已经对传统预算制度构成挑战。
[142]

 她因此指出，我们或许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预算阶段——“超预算时代”。希克也担心，如果不对这种权利型支出进行控制，现代公共预算究竟有无未来，也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
[143]



正是由于赋权型支出带来了这些致命的问题，所以，这些年来，西方各国都在开始改革赋权型预算，试图控制赋权型支出的膨胀，恢复财政可持续性。一些国家直接地通过正式的规定来禁止将会使赤字增加的赋权型项目的通过。例如，美国在1990年开始实行“量入为出”的做法，规定任何增加赋权型项目的立法必须由削减其他的赋权型项目或者增加财政收入作为补偿，以提高增设新的赋权型项目的难度。
[144]

 最近，希克总结了工业国家采取的控制赋权型支出的六种方法。
[145]

 剥夺权利

剥夺当前或者未来的受益者的权利。这是一种最简单也是最古老的方式，但是，实施起来会面临很多政治上的困难。具体的方式包括：通过法律终止受益者的合法权利或者使赋权型项目的支付依赖于定期审查的预算拨款。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使得权利型支出也要受预算决策的约束，并且取决于政府的支付能力。它的缺点是，将削弱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作用，并使得政府不能及时、有效地为存在各种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帮助。 受益者自动放弃

将政府的福利计划转化为私人计划，从而减少政府的财政义务。具体的做法是引导公民参加私人经营的保险计划而自动放弃某些权利。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将市场刺激引入赋权型项目的设计与管理当中，也有助于降低政府的财政风险。它的缺点是存在逆向选择的风险，那些经济能力非常脆弱的受益者一般都继续选择政府的福利计划，因为这是一种最安全的保障方式。此外，私营的保险机构常常会破产，这也是许多赋权型项目的受益者所担心的。一旦私营保险机构破产，政府就不得不在道义或法律上承担起提供社会保险的义务。 设置支出限额

政府在赋权型预算上的拨款总额是有限制的，超出这个限额的支出必须由政府或立法机构另外做出专门的决定。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迫使赋权型项目与其他的预算要求一起竞争资金，而且能够有助于控制超支。它的缺点是，其他的预算要求(比如政府的行政费用)可能会阻碍赋权型预算获得足够的资金，从而影响政府供给社会保险的能力。同时，由于政治或者技术的原因，执行这种支出限额可能比较困难。 与指数脱钩

预算拨款额度是固定的，不随通货膨胀调整。在这种情况下，赋权型预算拨款额的增加就不再是自动的，而必须根据政府的财政状况和预算决策来决定。不过，这种方法也存在很大的缺点，即拨款的实际值将会由于通货膨胀而减少，从而使得低收入的受益者受到不利的影响。

明确领取福利支出的对象

福利不再是面对所有公民的。在赋权型预算的福利支付实际发生之前，要调查受益者的家庭经济状况，然后确定领取福利支出的对象。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它有效地缩小了政府供给的社会保险的受益范围，从而可以将稀缺的资源提供给最需要帮助的受益者，并且有助于减少政府的福利负担。它的缺点是，将削弱某些公民对于社会保险的政治支持，也会削弱普遍福利的公共理念。

对福利进行征税

虽然福利拨款是面对全体公民的，但是，政府将对福利受益者获得的福利征收所得税。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减少政府的福利负担与支出。这一点与明确领取福利支出对象的方法一样。但这种方法也有缺点，即边际税率对于某些福利的受益者来说是很高的，这样反而阻碍了他们从事增加自身收入的工作或活动。

总而言之，由于赋权型预算是一种独特的以权利为基础的支出，它能够轻而易举地突破财政总额控制，而且必然会不断攀升，导致财政支出膨胀和财政赤字不断堆积，最终使得财政失去可持续性。此外，西方国家建立福利国家的历史也表明，尽管各国最初建立社会福利体系并不断扩大福利体系的覆盖范围、提高福利水平的初衷都是希望这样可以实现社会公平，进而实现社会稳定。但是，根据坦齐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政府规模、补贴和转移支付资金规模与社会稳定等指标之间的比较研究可知，“大政府”或者盲目地增加赋权型支出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稳定水平的提高，也并不一定能够让穷人获得更多的利益，实现政治公平目标。所以，他们明确指出，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促进经济和社会指标的改善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制定明智的政策，政府可以用低得多的公共支出水平来实现同样的社会经济目标。
[146]

 希克也指出，尽管赋权型项目及其支出仍然是各国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今后二十年里，各国都应该尽力寻找将赋权型预算纳入总额控制的方法和策略。并且，公共预算今后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支出的总规模，还应包括支出的绩效。
[147]




[1]Perotti， Roberto， Rolf Strauch，&Jurgen von hagen. 1999. Sustainability of Public Finances. UK：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p. 2.



[2]Schick， Allen. 2003. The role of fiscal rules in budgeting.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 3， No. 3：8-34.



[3]以上转引自Hou， Yilin. 2004. Budget stabilization fund：structural features of the enabling legislation and balance level. Public Budgeting and Finance Vol.24， No. 3(September 2004)：38-64。



[4]Schick， Allen. 2003. The role of fiscal rules in budgeting.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 3， No. 3：8-34.



[5]Ibid.， p. 8.



[6]Hou， Yilin. 2004. Budget stabilization fund：structural features of the enabling legislation and balance level. Public Budgeting and Finance Vol.24， No. 3(September 2004)：38-64.



[7]Schick， Allen. 1998. Acontemporary approach of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World Bank：Washington， D. C. p. 12.



[8]Ibid.



[9]Schick， Allen. 2003. The role of fiscal rules in budgeting.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 3， No. 3：8-34.



[10]Schick， Allen. 1998. Acontemporary approach of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World Bank：Washington， D. C. pp. 13-14， 46-48.



[11]Ibid.， p. 49.



[12][美]维托·坦齐、[德]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20世纪的公共支出》，胡家勇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9页。



[13][美]维托·坦齐、[德]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20世纪的公共支出》，胡家勇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0、69页。



[14]Schick， Allen. 1998. Acontemporary approach of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World Bank：Washington， D. C. p. 50.



[15]Ibid.， p. 52.



[16][美]维托·坦齐、[德]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20世纪的公共支出》，胡家勇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8页。



[17]Schick， Allen. 1990. Budgeting for results：Recent development in fiv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50(January/Feburary)：26-34.



[18]Schick Allen. 1998.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of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World Bank：Washington， D. C. pp. 46-47.



[19]Ibid.， p. 46.



[20]Schick， Allen. 2003. The role of fiscal rules in budgeting.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 3， No. 3：8-34.



[21]Ibid.



[22]Ibid.， p. 10.



[23]Ibid.



[24]Schick， Allen. 2003. The role of fiscal rules in budgeting.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 3， No. 3：8-34. p. 11.



[25]Ibid.



[26]Ibid.



[27]以下参见Schick， Allen. 2003. The role of fiscal rules in budgeting.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 3， No. 3：8-34。



[28]Ibid.， p. 12.



[29]Ibid.， p. 13.



[30]Schick， Allen. 2003. The role of fiscal rules in budgeting.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 3， No. 3：8-34. p. 13.



[31]Ibid.



[32]Caiden， Naomi. 1988. Shaping things to come：Superbudgeters as heros(heorines)in the latetwentieth century. In Irene Rubin. Eds. New directions in budget history. 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Caiden， Naomi. 1989. A new perspective on budgetary reform. Australi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48， No.1：51-58.



[33]Schick， Allen. 2003. The role of fiscal rules in budgeting.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 3， No. 3：8-34. p. 14.



[34]Schick， Allen. 2003. The role of fiscal rules in budgeting.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 3， No. 3：8-34.



[35]Schick， Allen. 1998. Acontemporary approach of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Washington， D. C.：World Bank. pp. 51-52.[美]维托·坦齐、[德]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20世纪的公共支出》，胡家勇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9页。



[36]Schick， Allen. 2003. The role of fiscal rules in budgeting.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 3， No. 3：8-34.



[37]Von Hagen， Jorgen. 1992. Budgeting procedures and fiscal performance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Economic papers 96，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38]Poterba， James M.&Jorgen von Hagen. 1999. Eds. Fiscal institution and fiscal performanc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9]Perotti， Roberto， Rolf Strauch&Jurgen von hagen. 1999. Sustainability of Public Finances. UK：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p. xi. Schick， Allen. 2003. The role of fiscal rules in budgeting.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 3， No. 3：8-34.



[40]Von Hagen， Jorgen. 1992. Budgeting procedures and fiscal performance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Economic papers 96，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Poterba，James M.&Jorgen von Hagen. 1999. Eds. Fiscalinstitution and fiscal performanc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erotti， Roberto， Rolf Strauch&Jurgen von hagen. 1999.Sustainability of public finances. UK：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41]Von Hagen， Jorgen. 1992. Budgeting procedures and fiscal performance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Economic papers 96，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42]Schick， Allen. 1998. Acontemporary approach of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Washington， D. C.：World Bank. pp. 52， 53.



[43]Schick， Allen. 2003. The role of fiscal rules in budgeting.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 3， No. 3：8-34.



[44]经合组织编：《比较预算》，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45]Schick， Allen. 2003. The role of fiscal rules in budgeting.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 3， No. 3：8-34.



[46]Perotti， Roberto， Rolf Strauch，&Jurgen von hagen. 1999. Sustainability of public finances. UK：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p. 1.



[47]经合组织编：《比较预算》，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6， 31页。



[48]Schick， Allen. 2003. The role of fiscal rules in budgeting.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 3， No. 3：8-34.



[49]Lienert， Ian，&MooKyung Jung. 2004.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budget system.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4， No.3：1-479. pp. 89-90.



[50]Schick， Allen. 2003. The role of fiscal rules in budgeting.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 3， No. 3：8-34.



[51]Perotti， Roberto， Rolf Strauch，&Jurgen von hagen. 1999. Sustainability of public finances. UK：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52]Schick， Allen. 2003. The role of fiscal rules in budgeting.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 3， No. 3：8-34.



[53]Ibid. Perotti， Roberto， Strauch， Rolf，&von hagen， Jurgen. 1999. Sustainability of public finances. UK：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p. xi.



[54]Ibid.



[55]Schick， Allen. 2003. The role of fiscal rules in budgeting.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 3， No. 3：8-34.



[56]Ibid.



[57]Schick， Allen. 1998. Acontemporary approach of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Washington， D. C.：World Bank. pp. 12-15.



[58]Perotti， Roberto， Rolf Strauch&Jurgen von hagen. 1999. Sustainability of public finances. UK：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p. xi.



[59][美]维托·坦齐、[德]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20世纪的公共支出》，胡家勇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7页。



[60]Perotti， Roberto， Rolf Strauch&Jurgen von hagen. 1999. Sustainability of public finances. UK：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p. xi.



[61]Schick， Allen. 2003. The role of fiscal rules in budgeting.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 3， No. 3：8-34.[美]维托·坦齐、[德]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20世纪的公共支出》，胡家勇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7—188页。



[62]Schick， Allen. 1998. Acontemporary approach of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Washington， D. C.：World Bank. pp. 65-66.



[63]Ibid.， p. 61.



[64]Schick， Allen. 1998. Acontemporary approach of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Washington， D. C.：World Bank. p. 61.



[65][美]维托·坦齐、[德]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20世纪的公共支出》，胡家勇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8—189页。



[66]World Bank. 1998.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 handbook. Washington， D. C.：The World Bank. p. 46.



[67]Le Houerou， Philippe，&Robert Taliercio. 2002. Medium term expenditure frameworks：From concept to practice， preliminary lessons from Africa. The World Bank， Africa Reg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8.



[68]World Bank. 1998.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 handbook. Washington， D. C.：The World Bank. p. 46.



[69]Le Houerou， Philippe，&Robert Taliercio. 2002. Medium term expenditure frameworks：From concept to practice， Preliminary Lessons from Africa. The World Bank， Africa Reg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8.



[70]World Bank. 2001.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 and accountability：Evolution and current status of World Bank work. PREM Network， Operation Policy and Country Services Network， Ms. p. 6.



[71]Le Houerou， Philippe，&Robert Taliercio. 2002. Medium term expenditure frameworks：From concept to practice， preliminary lessons from Africa. The World Bank， Africa Reg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8.



[72]Caiden， Naomi，&Aron Wildavsky. 1974. Planning and budgeting in poor countries. New York：Wiley， John&Sons， Inc.



[73]Le Houerou， Philippe，&Robert Taliercio. 2002. Medium term expenditure frameworks：From concept to practice， preliminary lessons from Africa. The World Bank， Africa Reg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8.



[74]Le Houerou， Philippe，&Robert Taliercio. 2002. Medium term expenditure frameworks：From concept to practice， preliminary lessons from Africa. The World Bank， Africa Reg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8.



[75]Ibid.



[76]Schick Allen. 1998.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of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Washington， D. C.：World Bank. pp. 71-72. Schick， Allen. 2003. The role of fiscal rules in budgeting.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 3， No. 3：8-34.



[77]Perotti， Roberto， Rolf Strauch&Jurgen von hagen. 1999. Sustainability of public finances. UK：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pp. xi-xii.



[78]Ibid.， p. xii.



[79]Straussman， Jeffrey. 1988. Rightbased budgeting. In Irene Rubin. Eds. New directions in budget history.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 103.



[80]Schick， Allen. 2003. The role of fiscal rules in budgeting.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 3， No. 3：8-34. p. 14.



[81]Ibid.



[82]Perotti， Roberto， Rolf Strauch，&Jurgen von hagen. 1999. Sustainability of public finances. UK：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p. xii.



[83]Schick， Allen. 2003. The role of fiscal rules in budgeting.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 3， No. 3：8-34. p. 14.



[84]Stern， Nicholas H.，&Gobind T. Nankani. 2002. Forward. In Hana Polackova Brixi&Allen Schick. Eds. Government at risk：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fiscal risk. The World Bank. p. ix.



[85]马恩涛：《财政调整、机会主义与政府或有负债》，《财经论丛》2006年第4期，第25—30页。Brixi， Hana Polackova，&Allen Schick. 2002. Introduction：government at risk：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fiscal risks. In Hana Polackova Brixi&Allen Schick. Eds. Government at risk：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fiscal risk. The World Bank. pp. 9-11.



[86]新华社：《德国2009年预算草案减少国债发行规模》， 2008年8月13日，http：//www. chinamil. com. cn/site1/xwpdxw/2008-08/13/content_1417911. htm。



[87]Kane， Paul，&Shailagh Murray， Congress Reaches Stimulus Accord，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1， 2009. Downloaded on July 26， 2010 from http：//www. 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2/11/AR2009021101836. html？nav=rss_email/components.



[88]Brixi， Hana Polackova，&Allen Schick. 2002. Introduction：Government at risk：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fiscal risks. In Hana Polackova Brixi&Allen Schick. Eds. Government at risk：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fiscal risk. The World Bank. pp. 9-11.



[89]Brixi， Hana Polackova. 1998. Government contingent liabilities：A hidden risk to fis cal stability. The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90]Brixi， Hana Polackova，&Ashoka Mody. 2002. Dealing with government fiscal risk：An overview. In Hana Polackova Brixi&Allen Schick. Eds. Government at risk：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fiscal risk. The World Bank. p. 21.



[91]刘尚希：《财政风险及其防范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92]Brixi， Hana Polackova，&Ashoka Mody. 2002. Dealing with government fiscal risk：An overview. In Hana Polackova Brixi&Allen Schick. Eds. Government at risk：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fiscal risk. The World Bank. p. 21.



[93][美]罗伯特·D.李、罗纳德·约翰逊：《公共预算系统》，曹峰、慕玲、张玉坤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页。



[94]Brixi， Hana Polackova，&Ashoka Mody. 2002. Dealing with government fiscal risk：An overview. In Hana Polackova Brixi&Allen Schick. Eds. Government at risk：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fiscal risk. The World Bank. p. 24.



[95]Ibid.， p. 25.



[96]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World Bank. 2001. Guidelines for public debt management， http：//www. imf. org/external/np/mae/pdebt/2000/eng/.



[97]Blommestein， Hans J. 2005. Introduction. In OECD. Eds. Advances in risk management of government debt. Paris：OECD. pp. 11， 28.



[98]Brixi， Hana Polackova，&Ashoka Mody. 2002. Dealing with government fiscal risk：An overview. In Hana Polackova Brixi&Allen Schick. Eds. Government at risk：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fiscal risk. The World Bank.同时参见刘尚希：《财政风险及其防范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99]Schick， Allen. 2002. Budgeting for fiscal risk. In Hana Polackova Brixi&Allen Schick. Eds. Government at risk：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fiscal risk. The World Bank. p.79.



[100]Brixi， Hana Polackova. 1998. Government contingent liabilities：A hidden risk to fiscal stability. The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Schick， Allen. 2002. Budgeting for fiscal risk. In Hana Polackova Brixi&Allen Schick. Eds. Governmentat risk：Contingentliabilities and fiscal risk. The World Bank. p. 79.



[101]Schick， Allen. 2002. Budgeting for fiscal risk. In Hana Polackova Brixi&Allen Schick. Eds. Government at risk：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fiscal risk. The World Bank. pp.80-81.



[102]Brixi， Hana Polackova. 1998. Government contingent liabilities：A hidden risk to fiscal stability. The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103]Ibid.



[104]Schick， Allen. 2002. Budgeting for fiscal risk. In Hana Polackova Brixi&Allen Schick. Eds. Government at risk：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fiscal risk. The World Bank.



[105]Schick， Allen. 2002. Budgeting for fiscal risk. In Hana Polackova Brixi&Allen Schick. Eds. Governmentat risk：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fiscal risk. The World Bank. pp.84-92.



[106]Ma， Jun. 2002. Monitoring fiscal risks of subnational governments：Selected country experiences. In Hana Polackova Brixi&Allen Schick. Eds. Government at Risk：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fiscal risk. The World Bank. p. 405.



[107]Ma， Jun. 2002. Monitoring fiscal risks of subnational governments：Selected country experiences. In Hana Polackova Brixi&Allen Schick. Eds. Governmentat risk：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fiscal risk. The World Bank. p. 407.



[108][美]艾伦·希克：《当代公共支出管理方法》，王卫星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109]Straussman， Jeffrey. 1988. Rightbased budgeting. In Irene Rubin. Eds. New directions in budget history.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10]Blendon， Robert J.，et al. 1997. Trends：What do Americans know about entitlements？Health Affairs Vol.16， No.5：111-15.



[111][美]维托·坦齐、[德]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20世纪的公共支出》，胡家勇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0—41页。



[112]同上书，第41—42页。



[113]Schick Allen. 1998.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of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Washington， D. C.：World Bank. pp. 73-74.



[114][美]维托·坦齐、[德]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20世纪的公共支出》，胡家勇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1—42页。



[115]Schick， Allen. 1998. Acontemporary approach of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Washington， D. C.：World Bank. p. 73.



[116]White， Joseph. 1998. Entitlement budgeting vs. bureau budget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58， No.6：510-521.



[117]White， Joseph. 1998. Entitlement budgeting vs. bureau budget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58， No.6：510-521.



[118]Ibid.



[119]Ibid.



[120][美]维托·坦齐、[德]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20世纪的公共支出》，胡家勇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0， 61， 73页。



[121]White， Joseph. 1998. Entitlement budgeting vs. bureau budget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58， No.6：510-521.



[122]White， Joseph. 1998. Entitlement budgeting vs. bureau budget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58， No.6：510-521.



[123]Ibid.



[124]Von Hagen， Jorgen. 1992. Budgeting procedures and fiscal performance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Economic papers 96，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25]White， Joseph. 1998. Entitlement budgeting vs. bureau budget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58， No.6：510-521.



[126]Straussman， Jeffrey. 1988. Rightbased budgeting. In Irene Rubin. Eds. New directions in budget history.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27]White， Joseph. 1998. Entitlement budgeting vs. bureau budget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58， No.6：510-521.



[128]Ibid.



[129]Ibid.



[130]White， Joseph. 1998. Entitlement budgeting vs. bureau budget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58， No.6：510-521. p. 513.



[131]Ibid.



[132]Rubin， Irene. 1988. Introduction. In Irene Rubin Eds. New Directions in Budget Theory. Albany：State University New York Press.



[133]White， Joseph. 1998. Entitlement budgeting vs. bureau budget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58， No.6：510-521.



[134]White， Joseph. 1998. Entitlement budgeting vs. bureau budget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58， No.6：510-521.



[135]Ibid.



[136]Schick Allen. 1998.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of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World Bank：Washington， D. C. p. 72.



[137]Schick Allen. 1998.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of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Washington， D. C.：World Bank. p. 72.



[138]Ibid.， p. 73.



[139]Ibid.



[140]Ibid.， pp. 73-74.



[141]Straussman， Jeffrey. 1988. Rightbased budgeting. In Irene Rubin. Eds. New directions in budget history.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42]Caiden， Naomi. 1988. Shaping things to come：Superbudgeters as heros(heorines)in the latetwentieth century. In Irene Rubin. Eds. New directions in budget history. 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Caiden， Naomi. 1989. A new perspective on budgetary reform. Australi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48， No.1：51-58.



[143]Schick， Allen. 2002. Does budgeting have a future？OECD Journal On Budgeting Vol. 2， No. 2：7-48.



[144]Schick， Allen. 1998. Acontemporary approach of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Washington， D. C.：World Bank. p. 74.



[145]Ibid.， p. 75-76.



[146][美]维托·坦齐、[德]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20世纪的公共支出》，胡家勇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3—144页。



[147]Schick， Allen. 1998. Acontemporary approach of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Washington， D. C.：World Bank. p. 78.




 第三篇 配置效率


 第十章 传统预算

传统预算继续存在……是因为它比像计划项目预算、零基预算以及指数化的赋权型预算这些现代的替代选择更简单、更容易和更可控。

——Arron Wildavsky
[1]



19世纪建立现代公共预算时，各国的预算制度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当时，各国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一种便于控制的公共预算制度，防止决策者将公共资金用于私人目的。为此，就需要一种预算方式，能够全面而且详细地列出各项资金的使用去向。在这种背景下，各国都采取了分项列支的预算格式，根据一个详细的预算科目体系分解政府各个部门的资金，详细地罗列政府的各项支出。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一种极其流行的预算决策模式——以“基础加增长”为特征的渐进预算。这种预算模式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突出。其优点是非常便于对预算投入进行控制，其缺点是不利于实现资源配置效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历次预算改革都希望建立更加理性的预算决策模式来取代传统预算。然而，这种传统的、分项列支的预算模式，其生命力却异乎寻常的顽强。


 一、分项列支预算

传统预算模式是控制导向的，主要关注公共资金是否存在滥用，政府机构的支出行为是否恰当，是否将拨款支出到了事前规定的用途，是否按照事前规定的方式进行支出。而且，由于各个政府机构所购买的产品和服务大同小异，所以也可以设计出一种通用的会计分类，既能适用于所有政府机构，又能让审计人员用统一的标准评估所有部门的支出。
[2]

 因此，在传统预算时期，各国政府采用的都是一种“分项列支预算”(lineitem budget)或者“支出用途预算”(objectives of expenditure budget)。在这种预算模式中，根据详细的预算科目体系，部门资金被分解到各个具体的支出科目，并被详细地分行罗列出来。每一行就是一个支出科目，表明具体的资金用途，对应着申请的或者可使用的资金数量。通常情况下，分项列支预算是按政府部门来组织编制的。
[3]



分项列支预算主要关注预算支出的特定用途，它的目标是对预算投入(即资金)进行严格的控制，其具体做法是将支出详细地科目化，对购买和雇佣实行严格的集中控制，严格监督支出机构的支出行为。
[4]

 首先，从预算技术上看，这是一种功能预算，它首先将财政信息按照主要的组织单位(如农业部)分类，然后再按其内部的组织单位(如农业部下的各个部门)分类，接着，支出通常按预算或会计科目进一步分解，常常包括人员经费、公务费、各种职能性支出等。
[5]

 在分项列支预算中，各种成本科目被建立起来记录所有的支出，通过一个拥有详细的信息备份的簿记系统，确保所有的支出都符合法律和预算的规定。
[6]

 其次，由于人事成本(工资、雇员福利等)通常占了预算的一半以上，因此，传统分项列支的预算一般都非常重视人员数量的变化，并且常常将政府部门雇员的变化纳入预算考虑。这就将预算控制和编制控制结合起来。
[7]

 第三，分项列支预算一般不允许将某一预算科目的资金转移到另一预算科目中使用。当然，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这种资金转移并没有被完全禁止，但是这种资金转移或调剂必须遵从严格的条件与程序。为了有效地监督支出机构的支出行为，分项列支预算特别强调会计控制——即以系统的方式对收支进行记录、查账，同时也非常强调财务会计的完整和真实。
[8]

 自19世纪以来，这种分项列支预算被广泛运用，对政府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不同的政府可能对于政府支出(即生产公共服务的投入)有不同的分类方式，不同的国家也常常采用不同的预算科目体系将资金详细地分解为大量的支出明细。但是，每个政府机构的支出用途一般分为以下几类
[9]

 ：

个人服务成本：用来支付雇员相应的服务工作成本，因为雇员为维持机构运行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包括工资、加班费以及其他直接支付给雇员的费用；

雇员利益：政府机构在工资外支付给雇员的额外优惠和福利所导致的成本，包括养老金、医疗保险等；

服务购买支出：政府机构购买机构运行所需的各种服务支付的资金，包括维修费、公共设施使用费、租金等；

商品购买支出：为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行而购买的各种商品而导致的支出，如办公用品、设备维修等导致的支出；

资本性支出：购买、获得或建造超过一定数额的某一资本品时必须支付的费用(如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城市政府规定，只有单位成本超过$100以上的支出才能算作资本性支出)；

资金转移：即资金从某一支出科目转到另一支出科目时涉及的资金数量。

表10-1提供了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城市政府从1990年到1993年分项列支预算的总体情况。表中列示了该市政府所有部门的营运基金的分项列支总预算。每个部门的预算格式与这种预算格式保持一致，只是更加详细，而每个科目具体的支出数额会比较小。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人事成本的确占有非常大的份额。另外，其中也包括某些资金转移。而且，资金的转移在该城市政府预算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表10-1　分项列支预算：所有部门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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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MacManus， Susan. 1998. Budget format. In Jay Shafritz. Eds. 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Colorado：Westview Press. p. 254。




 二、渐进预算

传统预算模式希望通过严格控制各个部门的资金使用来促使各个部门在财政上对公民负责，防止决策者滥用权力，将公共资金用于私人目的，因此，传统预算决策的重点是预算投入。传统预算模式主要关心预算投入是否存在滥用权力，支出是否符合预算并遵守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而不是预算投入使用后生产了什么，更不是生产出来的服务是否是社会所需要的。在传统预算模式下，对于预算资金的需求是自下而上形成的，预算决策是按照基数加增长的模式做出的。一般的，支出部门提出自己的预算要求，并且主要是新增预算的要求，核心预算机构对这个增量预算要求进行审查，对于预算基数则一般不进行审查。因此，在传统预算模式下，决定资源如何配置的预算决策是以预算基数为基础的，预算增量部分的决策主要取决于政治上的讨价还价。当然，预算基数的形成和维持也依赖于政治上的讨价还价。在政治出现剧烈转折的时候，预算基数也会出现变化。正如希克指出的，在这种预算模式下：

预算是一个分配过程而不是一个再分配的过程。政府内部的冲突很少发生，因为一般都避免在政府范围内此增彼减的权衡发生；胜利者是通过要求增加新的资源而受益，而不是从那些已经获得了预算的人手中夺取资源。相互间的优先顺序是通过对预算的各个部分给予不同的增长比例来重新安排的。
[10]



由于分项列支预算的关注点是预算投入的控制，即预算资金是否按既定的方式和目的支出了，而不考虑支出本身是否必要。因此，前一年的预算基础一般不会受到质疑和挑战。每个支出科目的成本一般是建立在部门或者机构预算基数以及预期变化之上的。其结果是，在分项列支预算下，从一个预算年度到另一个预算年度，在支出模式上，只会出现一些微小的和渐进的改变。
[11]

 因此，这一时期盛行的是渐进预算模式。

1964年，瓦尔达沃夫斯基(Wildavsky)根据对美国联邦预算的研究，发表了《预算过程的政治》这一经典著作。在此书中，瓦尔达沃夫斯基最早从理论上总结和分析了渐进预算模式。他指出，公共预算是而且应该是渐进的，即在现有的预算基数之上，各个部门再增加一个公平的份额。对于瓦尔达沃夫斯基来说，渐进预算模型的理论逻辑是：由于预算决策过程是渐进的，因而预算结果也是渐进的。正如贝雷指出的那样，渐进主义模型意味着决策过程决定了资源配置的结果，而没有考虑外在因素(如公共舆论的改变、支出机构运用策略来增加它们在新资金中的份额以及资源的减少)对预算决策进而对预算结果的影响。
[12]

 同时，瓦尔达沃夫斯基的渐进预算模型也有其规范性的一面，即认为多元政治和渐进预算是最好的政治决策和预算决策模式。在他看来，渐进预算使得多元政治中各种各样的群体利益都可以通过稳定的基数找到一个影响资金分配的渠道，进而影响预算决策，因而是一种在竞争的预算要求之间配置资源的最好的预算决策模式。

这些年的研究发现，渐进预算理论既具有很多经验事实支持，又存在一些不支持的证据。1966年，戴维斯、德姆普斯特和瓦尔达沃夫斯基(Davis， Dempster&Wildavsky)经验性地验证了这一理论。在最初的模型中，他们假定了八个等式来解释决策参与者所持的决策原则，如用来计算预算请求的规则和国会投票决定拨款的决策原则。他们发现这些原则的运用过程和结果都是渐进的。后来，瓦尔达沃夫斯基和德姆普斯特(Dempster&Wildavsky， 1986)进一步评估了这项验证，在加入了计量经济学模型后，他们发现渐进预算模型具备非常好的预测能力。自渐进预算理论诞生以来，许多学者研究了美国各级政府以及其他国家、国际组织的预算实践。这些研究都发现，渐进预算是一种普遍采用的预算决策模式。夏坎斯基(Sharkansky， 1965， 1968)和安东(Anton， 1966)的研究发现，渐进预算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美国州政府的预算情况。克雷森(Crecine， 1967)将对该理论的检验推广到城市政府的预算，同样也发现渐进预算模型有一定的解释力。不过，他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渐进预算要受到财源的限制。杰文(Gerwin， 1969)在学区政府预算中也发现了渐进预算。寇沃特等人(Cowart et al.，1975)将理论检验扩展到挪威的预算实践，也发现了很多支持渐进预算理论的经验证据。胡勒等人(Hoole et al.，1976)发现，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这些国际组织中，预算过程都是遵循着渐进决策的规则
[13]

 。

然而，这些年来，渐进预算理论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多。首先，有些研究者指出，渐进预算模型只是描述了某一个历史时期。
[14]

 由于硬性规定了的赋权型预算、财政赤字和不断的预算改革，政府预算已经不再是渐进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政府不断地进行预算改革，这些改革都使得传统的分项列支预算的地位从根本上受到了挑战。其次，渐进预算模型的规范性假设也受到了批评，该假设认为多元政治和渐进预算是最好的政治和预算决策模式。例如，希克批评渐进预算理论过于敌视理性决策，也太过于支持现存的多元政治过程。
[15]

 鲁宾则指出，渐进预算过程为各种社群利益提供的多个入口并不能保证它们都能进入影响预算结果的协商过程，也不能保证它们都能对预算决策产生同等的影响。
[16]



尽管渐进预算是传统预算模式下最普遍采用的预算决策模式，但是，通过研究贫穷国家的预算模式，凯顿和瓦尔达沃夫斯基发现预算环境影响预算模式的选择
[17]

 ，渐进预算只存在于某一类预算环境中，在另一些预算环境中，渐进预算模式无法存在。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预算环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纬度：富裕程度和可预测性。将这两个纬度结合起来，就存在四种预算环境。在不同的预算环境中，预算决策将碰到不同的问题，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最后导致不同的预算模式(表10-2)。

表10-2　预算环境与预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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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ldavsky， Aaron. 1986. Budgeting：A Comparative theory of budgetingprocesses. Transaction Publishers. p. 19。



当预算环境是富裕的而且具有预测的确定性时，一方面由于每年财政收入都在上升，这就为基数加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核心预算机构一般比较容易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履行预算承诺，按照批准的预算和预算执行计划或者用款计划向支出部门拨付资金。在这种情况下，部门也就没有动机去放弃基数加增长的预算模式，渐进预算就会成为一种普遍的预算决策模式。然而，在一个预测充满不确定性而且贫穷的预算环境中，一方面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皆大欢喜的“基数加增长”这种预算模式；另一方面，核心预算机构也很难在预算执行中兑现自己曾经作出的预算承诺，例如，一些原来预计将会获得的收入未能及时或如数收到，甚至会完全消失，一些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支出也会突然出现。例如，在许多贫穷国家，剧烈波动的汇率和持续的通货膨胀都会使得收入预测难以准确，甚至毫无意义。在这样的环境中，核心预算机构就很难履行它自己曾经作出的预算承诺，即按时向支出部门拨付承诺的预算资金。在这种预算环境中，渐进预算模式也无法运行，“预算消失了”，变得毫无意义，占据主导地位的预算决策模式就会变成一种“重复预算”(repetitive budgeting)，即在预算年度中不断地做出资金分配决策，每获得一笔资金再分配一次。
[18]



在《预算过程政治》的最新版《预算过程新政治》中，瓦尔达沃夫斯基和凯顿在研究了美国20世纪的预算史后，将渐进预算纳入经典预算时代。这个时期，由于美国社会在诸如美好社会是什么、政府应该在这个美好社会里扮演什么角色等基本问题上存在着共识。因此，渐进预算就成为主导性的预算模式。在存在共识的政治环境中，所有政治力量都不会要求调整既得利益分配格局，因而不可能出现对预算基数的重大挑战。然而，从6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在这些基本问题上越来越失去共识，而可用的财政资源越来越紧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调整既得利益的政治要求就出现了，预算基数逐渐遭受质疑。基数加增长的预算模式也开始面临众多挑战。
[19]




 三、分项列支预算的优点、问题与前景

分项列支预算的优点是非常明显的，主要包括：

由于分项列支预算详细地罗列了所有的政府的支出科目，所以它提供了关于谁在政府做事以及做什么事的大量详细信息。
[20]

 分项列支预算提供了有关公共服务投入的详细信息。

分项列支预算中的每一行(line)就是一个特定的支出科目(item)，这些科目分别代表着特定的支出用途(object of expenditure)以及相应的资金数量。关于支出用途的信息越详细，预算部门越能有效地控制各支出机构的支出。所以，这种预算模式非常有助于对支出实行预算控制。
[21]



分项列支预算是一种功能预算，易于理解，特别当财政信息是按组织单位来安排时，这种优点更加明显。这种功能分类，特别在预算科目体系稳定后，还非常有助于进行年度之间的比较，进而有助于加强对支出用途的监督。
[22]



然而，分项列支预算也有一些缺陷。首先，它没有提供关于产出的信息，即它没有告诉我们在这些预算资金花费后，政府机构完成了什么，完成的效率如何？
[23]

 其次，建立在分项列支预算之上的渐进预算模式不仅不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而且会妨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主要是因为渐进预算模式下的预算决策不仅不置疑基数，而且还要在基数的基础上增加资金。这种皆大欢喜的预算决策模式固然有助于减少政治冲突，但是它无法进行有效的资源再配置，无法将稀缺的资源从低效率的活动或项目转移到高效率的活动或者项目
[24]

 ，更糟糕的是，即使某一个活动是低效率的，也要继续给它拨款，并逐年增加资金。即使事情愚蠢，也要继续下去，而且还要加大支持力度。这就是基数加增长的最大弊端。第三，分项列支预算过分关注于投入的控制，忽略了在预算管理中赋予公共管理者一定的支出自由度的必要性。在分项列支预算下，公共管理者的权限不断缩小，管理的灵活性下降，预算管理的职责实际上完全掌握在预算管理部门手中，具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机构却没有支出自主权，不能根据情况选择最恰当的支出方式，这样就大大地损害了资金使用的绩效。

在过去60年中，许多国家都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预算改革。尽管各有侧重，但是，这些预算改革都是直接或间接地针对基数加增长这种预算模式的，它们都希望建立一种比分项列支预算更加理性的预算模式。然而，分项列支预算并没有消失。瓦尔达沃夫斯基甚至宣称，虽然每个对于传统预算模式的批评都是正确的，但是现实中的预算仍然是渐进的而不是全面的，仍然是后顾性的、不关心目标的，并且分项列支预算依然到处可见。
[25]

 即使在不断实行预算改革的美国，根据一项调查显示，1988年，在人口超过25000的美国城市和县政府以及较小的政府中，80％的政府仍然在使用分项列支预算；1993年，超过79％的政府仍然在使用分项列支预算。
[26]



为什么传统的分项列支预算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首先，从根本上来讲，预算必须告诉我们每一项支出项目的成本，而这正是分项列支预算的长处。
[27]

 其次，与分项列支预算相适应的是渐进预算模式，在权衡预算收支的过程中，分项列支预算是以历史的预算基数作为出发点而不是对于所有的收支都进行审查。因此，与其他理性预算模式相比，分项列支预算是一种比较简单容易的预算模式。
[28]

 换言之，它是一种制度实施成本相对较小的预算模式。第三，分项列支预算是一种灵活性很大的预算模式。分项列支预算是按组织的活动与功能将支出组织起来的，它并不涉及支出项目的合理性以及相应的政策问题。正如瓦尔达沃夫斯基所说，“传统预算不需要政策分析，但是，它也不排斥政策分析。因为，对于政策来说，它是中立的。传统预算可以和许多政策和睦相处，所有这些政策都可以转化为分项列支”
[29]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看，分项列支预算的许多缺点同时也是它的长处。

然而，分项列支预算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而且致命的，尤其是它缺乏产出方面的信息以及妨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意味着，对于那些常常要关注政策问题并常常会出现政策转变的政府来说，分项列支预算就不再是很好的选择。这就意味着，分项列支预算比较适于低层级的政府组织而不适于高层级的政府组织。如果意识不到这点，很可能会在高层级组织中运用分项列支预算，从而导致“在宏观层面上进行微观管理”
[30]

 。正如前面提及的调查所发现的那样，仍然运用分项列支预算的政府主要都是较低层级的政府。
[31]




 四、理性预算改革

传统预算模式的建立强有力地约束和规范了官员的活动，在政治过程和公共管理中确立了法治原则，使得政府更加负责。然而，它仍不是一个完美的预算体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预算改革。尽管各有侧重，但是，这些预算改革都希望找到一种科学的、理性的预算决策模式，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公共预算中的资源配置问题，它们都希望用理性的预算分析来取代政治判断和预算基数在资金分配中的影响。所以，它们也被称为理性预算模式。
[32]

 在19世纪建立现代公共预算的过程中，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20世纪新一轮的理性预算改革中，尤其是从50年代直到80年代，美国则取代欧洲成为理性预算改革的先驱国家，美国的预算改革(50年代的绩效预算、60年代的计划项目预算、70年代的零基预算)极大地影响了各国的预算改革。不过，进入90年代，在新绩效预算改革中，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等成为新一轮预算改革的领袖。美国联邦政府1993年才全面启动新绩效预算改革。最近，美国新绩效预算改革的一些做法已经开始影响到其他一些国家的绩效预算改革。例如，韩国的新绩效预算改革就深受美国的影响。图10-1比较了这些预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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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预算模式

资料来源：Martin， L. 2003. Budgeting for outcomes. In Aman Khan&BartleyHildreth. Eds. Budget theory in the public sector. Westport：Quorum Books. OECD. 2007.Performance budgeting in OECD countries. Paris：OECD Publishing。本图系综合上述文献而绘制。



每一次理性预算改革都改变了预算决策的重点。50年代出现的绩效预算将预算决策的重点从投入转到了产出，以活动为基础将资源与产出绩效联系起来。60年代出现的计划项目预算将预算决策的重点转到政策目标，强调运用战略计划引导资金分配，在一个跨年度的框架内，为实现至少是中期的目标而考虑资金分配问题。70年代出现的零基预算主张按照活动的轻重缓急——活动对目标的贡献程度——对支出申请进行排序，取消预算基数对资金分配的影响，实现资源的再配置。80年代以来涌现的新绩效预算充分吸收了以前这些预算改革有价值的成分，强调在总额约束的框架内，运用战略计划引导资金分配，将预算决策的重点转移到最终的结果，在预算与围绕“结果”的绩效之间建立联系。这种预算模式也被称为“结果导向的预算”或者“结果预算”。同时，不同的预算模式不仅意味着预算决策的重点不同，也意味着不同的预算程序和职能取向(表10-3)。

表10-3　预算模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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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这些理性预算改革都希望取代传统预算模式。但是，80年代以前的理性预算改革都没有成功，各种理性预算决策模式都未能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的决策机制。虽然每一种预算改革模式都对政府预算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是，每种模式都很快被另一种模式所取代，并很快“蒸发”掉了。
[33]

 怀特分析了从美国第80届国会(1947—1948)到第100届国会(1987—1988)联邦政府各个部门预算拨款增加的百分比之后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过程仍是渐进的。他最后结论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
[34]

 。这一方面说明，尽管历次预算改革的目标都是要——直接或间接地——消灭传统的渐进预算模式，但是这些改革包括直接针对基数加增长的零基预算改革都没有取得成功，这另一方面似乎也表明渐进预算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

这些改革为什么没有成功呢？80年代以前的理性预算改革都具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它们都试图将完全理性引入公共预算中；二是它们都将预算过程中的政治因素视为公共预算缺乏效率的根源，因而都希望用一种理性的预算分析将政治因素从预算过程中排除出去。
[35]

 而且，这两个特点是紧密相联的。如果预算可以是完全理性的，预算决策可以完全根据理性分析作出，那么，政治判断就是多余的。然而，一方面，预算很难做到完全理性；另一方面，政治因素也很难被排除出预算过程。所以，虽然不同的预算改革模式面临的问题与困难是不同的，但是，它们的失败都与它们所具有的这两大特征直接相关。

首先，理性预算模式对预算信息和预算分析能力(或者计算能力)的要求都非常高，最后导致的信息成本和计算成本都非常大。在预算改革之前，西方国家已经实行了多年的“控制取向”的传统预算模式，这种预算模式已经使得核心预算机构和各个支出部门积累了大量的预算信息，也使得它们发展出了较高的预算分析能力。但是，由于这些预算改革模式的目标是用完全理性的预算分析决定资金分配，要达到此目标必须具备非常高的预算分析能力和较完备的预算信息，而这些要求远远超出了核心预算机构和各个部门的能力范围，因而在实践中这些理性预算改革模式最终都未能按照改革者所预期的那样去运行。在渐进预算理论的创始人瓦尔达沃夫斯基看来，像计划项目预算和零基预算这样强调预算理性的模式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36]

 首先是因为在预算过程中，决策者的理性是有限的，预算决策又是非常复杂的，需要复杂的计算能力和信息，而像计划项目预算和零基预算这样的理性预算模式，往往忽略了传统预算模式在简化预算计算以及降低信息负担上的价值。理性预算模式要求拥有充分的信息，并进行大量复杂的计算，而这些工作往往超越了人类的理性能力。所以，这些理性预算模式不仅不能减少制定预算的信息和计算负担，反而使得预算计算变得更加难以管理。

其次，由于预算不可避免地是政治性的，预算的核心就是政治，预算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因此，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在预算过程中回避政治，更不要说完全取代政治。
[37]

 这些理性预算改革都希望回避政治因素，它们发展并推荐了各种理性的预算分析(例如，计划项目预算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来取代政治因素在资金分配中的影响。与此相一致，这些理性预算改革都是在政府内部改革预算编制模式，并将议会排除在预算改革之外。然而，在西方国家，议会是政府预算的最后裁决者。而且，美国国会是全球预算权力最大的议会。所以，不难理解，按照这些理性预算改革模式编制出来的政府预算一到议会就被议员们扔到一边，预算决策最后仍然必须根据政治判断来作出。即使在编制政府预算的过程中，各种政治因素也会渗透进预算编制过程，预算编制很难摆脱政治因素的影响。
[38]

 总之，预算决策本质上是政治的，即使可以建立理性预算模式，它也不可能在预算决策中取消政治。

在瓦尔达沃夫斯基看来，尽管理性预算改革的支持者对于传统预算的批评大多都是正确的，但是，传统预算一直顽强地生存下来说明这种预算模式的缺点也许就是其价值所在。他因此结论说，传统预算是适宜于所有时候的一种预算模式：“传统预算继续存在……是因为它比像计划项目预算、零基预算以及指数化的赋权预算这些现代的替代选择更简单、容易和更可控”
[39]

 。也许瓦尔达沃夫斯基太过于保守，也对人类的理性过于悲观。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新绩效预算似乎给预算改革带来了一丝希望。新绩效预算汲取了以前预算改革中一些有价值的成分，例如早期绩效预算的绩效测量，计划项目预算的功能分类及其对计划的重视，目标管理的目标协商，零基预算的目标排序。同时，新绩效预算也充分地汲取了以前预算改革失败的教训。首先，以前的理性预算改革都主张通过引入“理性的”预算分析将政治因素排除在预算过程之外；而在新绩效预算中，政治家在确定支出总额、战略目标、政策重点或支出重点方面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这意味着，在实践中是可以将预算理性和政治判断结合起来的。通过相对理性的预算程序形成的信息，应该与政治过程结合起来，使得这些信息为政治家所采用，帮助政治家改进政策制定和预算决策。其次，与计划项目预算和零基预算相比，新绩效预算比较简单，造成的信息负担比以往的理性预算改革小。它不像零基预算那样要求对所有的支出项目进行全面的评估和审查并进行排序，也不像计划项目预算那样需要在预算编制的过程中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来确定项目，而是希望在不过度增加信息负担和政治冲突的前提下通过联结资金与结果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前的历次预算改革，从实施到终结从来没有超过10年的，而新绩效预算改革已经持续了近30年。尽管，新绩效预算改革仍然面临很多挑战，但各国都在不断地完善和推进这一改革。所以，这一预算改革成功的希望似乎比较大。当然，新绩效预算最终能否稳定成一个新的预算模式仍然有待观察。最关键地，这一预算模式将预算决策的重点放在结果上面，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预算模式。只有这样的预算模式才能像瓦尔达沃夫斯基希望的那样，将公共资金配置来实现人类的目的，提高人类的福利。
[40]




 第十一章 绩效预算

如果政府首脑以绩效为基础准备联邦预算……这就能够将“国会的行动聚焦到不同的联邦活动的范围和重要性”，进而就能够将“成绩和成本清清楚楚地置于国会和公众的眼前”。

——胡佛委员会的观点
[41]



建立一个对公众负责的政府，首先需要建立各种预算控制，确保公共资金不能用于任何私人目的。但是，仅仅这样仍然不够。一个负责的政府还必须是一个能够有绩效地使用资金满足公民需要的政府。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绩效预算尽管在当时并未取得成功，但是，这是自现代公共预算建立以来，预算实践开始首次全面地探索提高财政支出绩效，并由此开启了一场持续60年并且至今仍未结束的预算改革。


 一、绩效预算及其特点

尽管绩效预算正式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但在美国进步时代预算改革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绩效预算的思想。例如，1907年纽约市政研究所在向地方的预算改革者推荐各种管理控制措施时强调，政府应“有效率地运用资源来实行通过的项目”。1913年，总统的“经济和效率塔夫塔任务小组”也提出了绩效预算的思想，主张将公共支出和它们创造的结果联系起来。实际上，在进步时代预算改革后期，许多美国城市政府、一些州政府以及个别联邦政府部门都已经在预算过程中使用着各种形式的绩效预算工具，例如单位成本、生产率测量等。不过，在这一时期，绩效预算这一名称并未出现。各种与绩效预算相似的预算模式通常被称为“功能预算”(functional budget)、“活动预算”(activity budget)或“项目预算(program budgeting)”。
[42]

 例如，许多城市政府都采用了一些初级形式的预算模式，包括弗吉尼亚州的里奇蒙德(Richmond)，科罗拉多州的丹佛(Denver)，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Los Angeles)、伯克利(Berkeley)、圣地亚哥(San Diego)，堪萨斯州的威奇托(Wichita)等等。在那些进步改革运动比较发达的州，政府也实施了各种早期形式的绩效预算，例如，俄克拉荷马州在功能预算方面就取得很多的成绩，加利福尼亚州的预算拨款已经建立在项目基础之上。一些联邦机构也开展了这一方面的探索，例如，1934年，美国农业部开始按可清楚识别的项目编制预算，内务部也发展出以活动为基础的预算模式。在这些早期改革的基础之上，1949年，总统的第一届胡佛委员会正式提出了绩效预算。胡佛委员会批评说，虽然当年的预算厚达1625页，但它却没有告诉我们政府要做的事及其要达成的目标。该委员会因此建议，预算应该建立在功能和活动上，应该根据完成的工作而不仅仅是对支出进行分类来表明政府的目标。实际上，绩效预算这个名称本身也是1949年胡佛委员会提出来的。1950年，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实行绩效预算，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交的该年的政府预算草案就是根据支出绩效编制而成的。其后，美国的州和地方政府也开始实行绩效预算。根据一项48个州的调查，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有33个州，州长的预算提案都包括了某种类型的绩效预算成分。但是，总体来说，绩效预算的实施效果并不是很理想。绩效预算并没有真正影响预算决策，改进资源配置效率。进入20世纪60年代，绩效预算被新出现的计划项目预算取代。不过，根据90年代美国国会审计署的一项调查，不少州和地方政府仍然在使用某些绩效预算的做法。
[43]



根据美国总统预算局(1950)的定义，“绩效预算是这样一种预算，它提交所需资金的使用目的和目标，提议用来实现这些目标的项目成本、测量每个项目成绩和已完成工作情况的定量数据”
[44]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绩效预算“通过对于政府效率的长期关注以及努力将政府活动的信息整合进预算过程，使得预算决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政府做了什么与花费了多少成本这一联系之上。这种改革……是设计出来使得管理者能够对工作量与单位成本进行测量”
[45]

 。从根本上讲，绩效预算首次将支出与绩效联系起来。在绩效预算中，预算过程不再仅仅是一个提供资金的过程，预算过程开始承担起双重功能：提供资金和确立绩效目标。
[46]

 在这种预算模式下，预算拨款主要是拨给具体的活动而不再像传统的分项列支预算那样是拨给某个与预算科目相联系的支出用途(objectives of expenditures)。绩效预算将运行分析(operation analysis)引入预算分析，测量投入所形成的产出或者该投入形成了多少单位的活动。一般的，绩效预算需要的信息也是不同的，它要求获得以下方面的更多信息：什么样的活动，运用什么程序，将提供的服务的水平和数量。
[47]

 由于绩效预算将机构的活动成本和具体活动及其产出联系在一起，即将成本和产出联系在一起。这种做法不仅使得政府能够比较不同机构之间的单位成本，而且也能在每个机构内部，比较一个较长时期内，该机构的营运效率是否有所提高。绩效预算的目标是，通过将支出与产出绩效联系起来，使得政府部门能够以较少的成本提供更好的服务。
[48]

 表11-1提供了一个绩效预算的例子。

表11-1　一个公共工程部门街灯处的绩效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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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herwood&Best(1975， p.395)，转引自Miller， Gerald. 1996. Productivityand the budget process. In Jack Rabin， W. Bartley Hildreth&Gerald Miller. Eds. Budgeting：Formulation and execution. Georgia：Carl Vinson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绩效预算在以下三方面区别于以控制为导向的分项列支预算。首先，绩效预算的重点是政府在做什么，而不再是谁在做，也再不是买了什么。它关注的是政府部门的产出而不再是预算投入。
[49]

 换言之，绩效预算将预算决策的重点从投入转到了产出。其次，这种预算模式之目的是提高预算项目的效率——投入产出之比，这使得政府能够更好地评估预算项目的绩效，向决策者提供关于公共服务的更好的信息。因此，它强调设计各种机制来测量各个机构的工作强度和成本效果。
[50]

 第三，虽然绩效预算没有在政府范围内广泛地运用，但是，它在预算史上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因为它标志着政府预算首次从支出控制转向管理绩效，使得预算体制的职能取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绩效预算下，预算官员的任务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关注准确的、严格控制的会计，各种各样的管理职能逐渐成为官员必须掌握的技能，包括对行动进行分类，描述机构的项目及其绩效，重新设计支出账户，发展各种工作和成本测量手段、调整核心预算机构的角色以及它与各个支出部门之间的关系。
[51]

 最后，绩效预算不再是以控制为导向的，许多决策都是以分权的形式进行的。当然，实施绩效预算同时也需要集中程度很高的协调和控制，这使得高层管理者可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政策问题上，并且评估各个支出机构是否提供了它所许诺的产出和服务。当然，非常遗憾的是，在最早实施绩效预算的美国，有一段时间，在实行绩效预算的程序时，计划和控制的功能却被分散在各个支出机构的负责人手中，而不是由一个集中的机构负责。后来，由于支出机构不能有效地维持控制和对未来进行计划，改革者开始建议将计划和控制职能集中到预算部门。
[52]




 二、绩效预算的程序

绩效预算通常将申请的支出分解成各个组织内部的一系列活动，然后将拟开展的活动与成本联系起来进行工作量测量。在这种预算模式下，预算可以在预期工作量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而不再像传统预算那样是在预算科目的基础之上渐进地形成。在编制预算时，决策者要根据机构的功能，以项目或者活动为核心，以效率为目标，对活动的运作进行分析；一边考虑产出，一边考虑成本；确定绩效单位并对之进行测量；确定单位成本——即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出将耗费的成本；最后，将单位成本乘以预期产出的单位总量，就可以编制出部门的预算。
[53]

 图11-1展示了绩效预算的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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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绩效预算的基本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绩效预算必须满足一些基本条件：(1)预算决策和预算信息必须根据活动(例如，修路)而不是各个预算科目来展开；(2)必须收集绩效测量的信息，所有与这些绩效项目相关的成本必须报告，也必须评估使用资源的效率；(3)需要一个比较实际成本和绩效与计划水平偏离的绩效报告，用之来监督每一个机构，促使各个机构的管理者注意这些问题，不断改进，提高支出绩效。
[54]

 尽管各国各地的实践有所不同，但从理论上来讲，一个典型的绩效预算应包括以下步骤
[55]

 ：

部门的高层管理者要以活动为核心，确定部门准备生产或者供给的主要产出。在可能的条件下，根据这些产出重组部门内部的机构；

对于每个活动或产出，确定需要的产出水平；

确定绩效单位(例如，修建多少公里的高速公路)；

测量各个产出的成本，确定单位成本；

建立内部报告程序，对项目的绩效进行跟踪；

议会以绩效概念和绩效框架来起草预算、批准立法。议会不再像以前那样拨款到含糊不清的支出科目，而是为那些特定的、被清楚定义的目标提供资金；

设计一个会计体系来追踪支出和结果。

表11-2提供了一个美国盐湖城绩效预算的例子。在绩效评估部分，需求部分定义了该预算年度预期的营运环境，并对以前和现在年度的需求水平进行了比较。工作负荷部分确立了营运单位如何通过分配职员的工作时间来回应预期的需求。生产率部分总结了在预算成本中显示出来的每个活动单位的成本。有效性部分表明该单位的绩效，以及它是否完成了预计的目标。
[56]



表11-2　美国盐湖城的绩效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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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Mikesell， John. 1999. Fiscal administration. New York：Hartcout BraceCollege Publishers. p. 188。




 三、绩效预算实施及其影响

绩效预算使得预算的重点从投入控制转向了管理效率。50年代实行的绩效预算还不是在整个政府范围内进行支出重点的预算权衡，不一定会导致资源的再分配，而主要是通过测量各个机构的成本和工作量来提高管理效率。这意味着它不会引发太大的政治冲突。但是，绩效预算在50年代的实施碰到了许多困难，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许多机构的管理者以及一些政治家缺乏实施绩效预算的积极性。对于机构管理者来说，实行绩效预算就意味着必须将机构的各种细节向外界公开，例如，需求的估计、平均成本、工作负荷的变化趋势等。对于很多政治家来说，实行绩效预算就意味着必须将现有的预算审查和拨款程序从传统的分项列支转向对部门和机构的活动进行评估。而大多数政治家很难适应这一变化。其次，绩效预算的成功主要依赖于两点，一是测量水平，二是预算决策者之间能否在绩效测量上达成某种共识。由于在公共部门测量投入相对容易，而测量产出则比较困难，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官僚机构从事的很多活动没有可以识别的产出，这就碰到了测量上的困难。例如，测量可能会过分关注可测量的产出，过分关注效率而忽视了产出的质量等。此外，测量成本也过高。不过，最大的困难是，预算决策者常常无法在测量上达成共识。由于政府和议会常常关心不同的东西，因此，要在它们之间达成绩效测量的共识非常困难。在政府内部，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部门之间发生的冲突也经常源于绩效测量本身。
[57]



由于这些问题，绩效预算在美国的实施并未成功。一项在1961至1965年间开展的调查发现，州政府的预算官员和议员对于绩效预算的评价并不高。
[58]

 许多州实际上是用“新瓶装旧酒”的方式来实施绩效预算，它们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测量预算中最可见的领域，预算决策过程本身并没有受到绩效预算的影响。所以，很快地，许多州要么抛弃了绩效预算，要么对它进行了修改。当然，绩效预算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某些州尤其是更低一级的地方政府，绩效预算仍然顽强地存在。例如，从1977年开始，佐治亚州就一直要求州政府的各个机构提交两种类型的绩效测量结果来支持它们的预算要求：对有效性和工作负荷的绩效测量。然而，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在该州，大多数预算分析官员对绩效预算仍持怀疑态度。
[59]



绩效预算也影响了其他一些国家的预算改革。尤其是在60年代，随着联合国根据美国绩效预算和计划项目预算的经验发布了《项目和绩效预算手册》，更多的国家开始引入绩效预算。在60年代，有将近50个国家都在实行不同形式的项目预算和绩效预算。
[60]

 不过，这些国家的绩效预算改革同样也未取得成功。专栏11-1介绍了印度和牙买加的绩效预算改革。

专栏11-1印度和牙买加的绩效预算改革

1968年，由于认识到从殖民地时期继承下来的预算体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以及支出控制的需要，印度开始引入项目预算和绩效预算。到1972—1973财政年度，一个新的预算体系已经开始运作。这一新的预算体系将预算的重点放在确定项目，测算项目的成本，列出它们的目标，提供绩效指标，阐明项目的成本与收益。尽管存在着数据有限的问题，印度的绩效预算无论是在范围和清楚程度上都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这个绩效预算体系只是传统的分项列支预算的一个补充。通常地，它是在政府已经发布了预算之后，绩效预算才单独地以预算文件的形式颁布。例如，1984—1985财政年度的项目和绩效预算有2200页，但是，发布了39个单独的预算文件。

1984年，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作为政府改革的一部分，牙买加启动了预算改革。其目标是将分项列支的预算转变成产出导向的预算。不过，这一改革没有取得成功。这部分是因为改革者没有意识到，那些一直困扰着原来的分项列支预算的各个问题——例如糟糕的组织和计划、缺乏收支预测的能力等——同样也会妨碍牙买加建立新的更高级的预算体系。此外，以手工的记账为主而且是分项列支格式的会计体系也妨碍了该国建立新的预算体系。在预算执行中也有许多问题。对于这个体系的运作必需的报告或者没有，或者不能及时地提交。虽然预算执行的速度还算满意，但是，对于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没有一个及时有效的修正。对供给的产出和服务的类型以及质量的绩效测量经常也是误导性的。结果是，形成的绩效预算不能有效地转换成预算执行，也不能变成绩效问责。各个部的部长都不认同这个新体系，财政部主要依赖地分项列支来使得各个部门负责的做法也从根本上动摇了绩效问责的改革。

资料来源：印度的情况引自Axelrod， Donald. 1988. Budgeting for modern government.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p. 273.，牙买加的情况引自World Bank. 1998.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 handbook.Washington， D. C.：The World Bank。

不过，从根本上讲，绩效预算本身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绩效预算的重心是关注完成了什么工作，以及是否有效率地完成了该项工作，而并不关注支出目标本身是否合理。换言之，在绩效预算下，目标是给定的，毋庸置疑的，只需高效率地实现目标就算有绩效。绩效预算关心的是支出效率(成本与产出之比)，而不是支出的效果。实行绩效预算不需要在政府范围内重新确定政策重点和支出重点，只需要在年度预算的框架内以最少的资源生产出既定的产出，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即可。这种完全以效率为目标而不考虑政策效果的预算决策模式使得绩效预算不能独立地发展成为一个有效率的预算决策模式——这需要超越年度预算的框架，重行设定政策目标，然后才考虑活动选择。随后出现的计划项目预算模式弥补了绩效预算的这一不足。在该模式下，预算决策首先在一个跨年度的框架下分析政策目标的价值，然后才开始预算资金的分配。
[61]

 不过，绩效预算中最有价值的成分，即将活动的信息整合进预算过程，继续存在于以后各国的预算改革中。
[62]




 第十二章 计划项目预算

计划项目预算应该消亡，因为它是一种非理性的分析方式，它带来的是压制而不是对错误的修正……没有人知道如何做项目预算。


——Arron Wildavsky
[63]




即使是年度预算，它本身也是一个计划。但是，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计划都是预算。
[64]

 如何将年度预算与中长期计划结合起来一直是公共预算决策中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计划项目预算体制(PlanProgramBudgeting System， PPBS)——或简称计划项目预算(PPB)——是预算史上首次在政府内部整合计划与预算的一次雄心勃勃的努力，并影响了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预算改革。尽管这一改革未能取得全面的成功，但是，它使得公共预算开始关注和重视计划，开始形成跨越年度预算的时间框架。计划项目预算中有价值的成分，尤其是其对计划的重视，被吸收进20世纪80年代的新绩效预算中。


 一、计划项目预算及其特征

计划项目预算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防部的预算改革。当时，具有丰富企业管理经验的麦克拉马拉(McNamara)被任命为国防部长。麦克拉马拉接管美国国防部后很快就发现，他常常被各个部门之间的预算竞争以及缺乏整体性的计划所困扰。首先，各个部门提出各种武器发展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它们自己的预算申请提供辩护，所有部门都关心自己能获得多少资金，但是它们都不是真正关心国防本身。其次，国防部内部的计划一片混乱，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军事计划和财政计划之间几乎没有联系，这两部分计划是由两个不同的小组负责执行的，并且，分别使用不同的术语，既不能通用，也不能互相对照。第三，这两部分计划的时间期限是不同的，军事计划有中期的和长期的，而财政计划却没有跨越下一个年度的内容，其结果，中期和长期的军事计划大多数效率低下。
[65]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麦克拉马拉改革了国防部内部的预算决策过程，实行一种被称为“计划项目预算体系”的预算模式，其目的是使得国防部内部各个部门在制定预算时避免年度预算的短视，具备跨年度的战略眼光，并使得各个部门的计划结合起来以更好地服务于国防部高层的战略目标。一方面，国防部的管理在采用计划项目预算后出现了各种显而易见的改善，这给约翰逊总统留下很深的印象；另一方面，计划项目预算也为约翰逊总统实现其“伟大社会”的计划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工具，因此，1965年，约翰逊总统命令所有的联邦机构采用计划项目预算。
[66]



在60年代，计划项目预算被逐步推广到美国联邦政府的其他机构、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计划项目预算在州政府层面的推广最快，到70年代初，大约35个州政府都根据自身的需要和情况实行了计划项目预算。
[67]

 其实在州政府层面，纽约州1964年就已经采用了计划项目预算，比联邦政府还要早一年。当然，各州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要发展自己的计划项目预算。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的计划项目预算与联邦政府的计划项目预算最相似，而且在某些方面比联邦政府还前卫，例如，为各个机构提供政策指导，强调长期计划而不仅仅是多年期的预测与预算。而威斯康星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则没有全面采用联邦的模式。地方政府实行计划项目预算的速度比州政府慢一些。在60年代后期，只有大约31％的城市和26％的县政府在它们的预算决策过程中引入了一些计划项目预算的成分。
[68]

 在60和70年代，计划项目预算的影响逐渐超出美国，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开始引入计划项目预算。
[69]

 例如，法国就充满热情地实施了计划项目预算，这主要是因为法国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经济计划以及预算理性的传统。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建议下，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实行了计划项目预算。即使现在，一些国家仍然用项目预算称呼它们的绩效预算。
[70]



计划项目预算强调在跨年度的计划框架内进行预算，将中长期计划和年度预算结合起来，为实现跨年度的政策目标构建项目，运用理性的分析工具选择最佳的项目，运用项目引导资金分配，而且对资金的竞争是发生在项目之间的。一言之，计划项目预算是通过项目将计划与预算衔接起来。
[71]

 计划项目预算的特征主要包括：

首先，计划项目预算是目标和政策取向的，它关注的重点是预算结果，即一定数量的财政资金支出后实现了什么样的结果。
[72]

 对于计划项目预算来说，预算决策的重心不应再是投入和产出。在决定是否为某一产出提供某一数量的财政资金之前，必须先决定该产出是否是社会需要的。换言之，如果该产出不是(或不再是)社会所需的，即使能够以非常有效率的方式生产这一产出，也不应为其供给资金。因此，计划项目预算要求政府部门首先清楚地表述它的可以测量的服务目标。
[73]



其次，计划项目预算要求部门制定预算时要具有长远目标，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关注某一年的预算。具体地，虽然预算仍然按年度进行更新，预算预测(或计划)则是建立在多年而非一年的基础之上的。
[74]

 跨年度计划是计划项目预算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不仅使得它超越了传统预算模式狭窄的年度时间视野，也使得它不同于其他的预算改革模式，例如50年代的绩效预算以及70年代的零基预算。

第三，计划项目预算要求政府部门在确定目标之后，设计达成该目标的各种替代方案，最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选择一个最佳方案并为之提供财政资金。运用成本—收益方法选择项目和进行项目构建也是计划项目预算的一个鲜明特征。
[75]



第四，计划项目预算的核心是项目构建。在这种预算模式下，所有能对同一个目标作出贡献的项目应该组合起来，从而使得对于资金的竞争都是发生在“真正的”替代选择之间的。这就和以前的预算模式大不一样。在此之前，无论是传统的分项列支预算还是绩效预算，资金的竞争都是发生的机构或政府部门之间的，然后，部门内部才会出现项目之间的资金竞争。常常地，仅仅因为它们是处在不同的政府部门或机构中的，目标相同的项目将会被不同地对待。而在计划项目预算中，竞争是相同的项目之间的竞争，而不是机构内部的不同项目之间的竞争。
[76]



最后，计划项目预算的资源配置是跨组织的。传统的分项列支出预算是按组织来配置财政资金，也就是说，组织是基本的预算单位。绩效预算强调按产出重新组织政府机构，不过，在这个重组完成后，资金配置仍然还是按组织来进行的。然而，计划项目预算的资源配置则跨越了标准的组织或部门界线。通常情况下，计划项目预算要求寻找一个广泛的目标并将其项目化，该项目又分成若干的次级项目，进而分成若干行动，资源(资金和人力)最后就被分配到这些具体的目标、项目、次级项目和行动上去。由于很多项目的实现涉及多个的组织或部门，因此，在计划项目预算下，资源配置常常是跨越传统的组织或部门边界的。其结果，许多政府机构都同时在为多个项目而工作，大多数的项目都落实到一个以上的政府机构。
[77]



所有预算决策都涉及一个关于活动和资金分配的权衡，计划项目预算亦然。但是，和传统的分项列支预算相比，计划项目预算希望提供一个更加理性的预算权衡。在传统预算模式下，预算权衡的焦点是对集中体现在预算基数中的现状进行边际调整，而计划项目预算希望将项目(或者或活动)的成本与项目的效果联系起来。计划项目预算也不同于50年代出现的绩效预算。在绩效预算下，关键的任务是寻找最有效率的方式来实现给定的目标，而计划项目预算的重点是在竞争的政策目标之间进行预算决策，它是将政策目标本身视为变化的而不是给定的。如果说绩效预算更多的是一种管理模式，而计划项目预算则更多的是一种资源配置模式。
[78]

 另外，计划项目预算也与紧随其后出现的零基预算不同。在计划项目预算下，预算权衡主要是同一种项目之间的比较，资金竞争是发生在项目之间，而在零基预算下，预算权衡主要是同一项目的不同资金水平之间的比较，资金竞争是在项目内部发生的。所以，尽管这两种预算模式都会引发激烈的资金竞争，但是，相比之下，计划项目预算引起的资金竞争是最激烈的。
[79]




 二、计划项目预算的程序

虽然各个政府部门对于计划项目预算的应用会出现差异，但是，一般的，计划项目预算过程包括以下三大步骤：目标计划、项目构建与选择和预算。
[80]

 总之，计划项目预算过程是由长期政策目标推动相对短期的项目构建，再以项目推动预算资金分配的过程。项目是连接长期计划和年度预算的中间枢纽，是根据它们对长期计划中的政策目标的贡献程度构建起来的，而不管是哪个行政组织提供具体的服务来实现这些目标。这就使得预算重点从具体的支出科目(objectives of expenditures)转移到政府为公民提供的服务。
[81]




(一)目标计划


计划项目预算的第一步是制定组织的目标计划。为了更好地在各种项目和活动中进行最佳的选择，决策者首先必须确定确定其组织的基本目标(fundamental objectives)，然后再把它们分解为一些次级目标(subobjectives)，而且，组织的政策目标不能是一年的，而必须是跨年度的。
[82]

 此时，预算决策者实际上是在做战略计划。在这种过程中，决策者需要在各种可行的政策目标之间进行选择，确定组织的目标。一旦确定了组织或者机构的目标后，计划项目预算就能够根据组织的各个活动对实现每个目标的贡献程度对这些活动进行分类。资源竞争的焦点现在是政策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各种可以替代的项目，因此，项目就是根据那些与政策目标实现密切相关的最终产出和服务而组织起来的。这就使得计划项目预算的预算结构是以机构的“最终产出”(end product)为基础的，而不再像传统预算模式那样以各个机构的投入为基础。
[83]

 图12-1描述了目前仍在使用计划项目预算的宾夕法尼亚州项目预算的预算结构。这是一个最终服务导向的预算结构。预算结构是以向公众提供的最终服务而不再是以部门为基础进行分类的，同一个项目涉及多个部门，而一个部门可能参与多个不是本部门的项目——这对部门预算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而且也不是以将要购买的投入或者部门的活动来划分的。

1.教育：本项目的目标是确保教育基金使用于已被证明是能够提高学生成绩的那些活动。这个项目支持“建立一个世界水平的公共教育体系”这一行政目标。

涉及的机构：教育、收入、公共福利和劳工部门，以及高等教育援助机构、税收公平委员会。

2.个人和财产保护：本项目的目标是提供这样的一个环境和社会体系，在其中，每个人以及个人和组织的财产免受自然和人为的灾害以及非法和不当行为的侵犯。这个项目将支持“确保我们的公民安全”这一行政目标以及“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这一目标。

涉及的机构：州警察；银行、矫正、军事事务、州环境资源、农业等部门；紧急管理机构；牛奶营销委员会；保险委员会等。

3.卫生与人类服务：本项目的目标是确保公民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卫生服务，支持人民实现自足，提供军事援助，最大化个人和家庭参与社会的能力。这个项目包括支持“增加获得有质量的卫生服务的机会”这一行政目标的各种活动。

涉及的机构：老年、卫生、公共福利、农业、劳工与工业、军事事务、交通等部门。

图12-1　宾夕法尼亚州计划项目预算的项目预算的结构，2005—2006年///资料来源：Mikesell， John. 2007. Fiscal administration. Belmont， CA：Thomson Wadsworth. p. 206。


(二)项目构建与选择


计划项目预算的第二大步骤是项目构建与选择。在这一阶段，需要将这些基本目标和次级目标落实到项目(programmes)，这就形成一个项目结构，每个项目都是为了实现某个目标而设计的。项目可以进一步分解成项目类别(programme categories)，即所有有助于实现同一个目标的项目。项目类别又可进一步分解成项目成分(programme elements)——在既定的资源条件下，有助于实现政策目标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方式或者活动。这个过程就是在设计解决同一问题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然后，比较它们的成本与收益分析，以对项目进行选择。
[84]

 这是一个将目标项目化并进行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预算决策者决定如何将人力资源、设施、物质资源和其他的资源组合在一起来实现跨年度的政策目标。这也是一个将战略计划分解为较为短期的目标的过程。如果假定政府各种活动的目标是提高人民整体的福利，那么，计划项目预算的目标就是辨识广泛的政策目标的组成部分，在这些成分以及各种有助于实现它们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方式中作出最佳的选择。
[85]



构建项目是计划项目预算的“标志性特征”。计划项目预算的项目形成遵循这样一些逻辑标准：(1)方便比较。项目的设计要能方便在各种有助于实现仍未完全定义的政策目标的可供选择的方式或活动之间进行比较；(2)包括补充性资源。项目必须包括互相补充而且不能分开来运行的各个组成部分，例如卫生项目需要医生、护士、医疗设施等各个部分具有一个恰当的比例，所有这些成分(elements)都必须包括在项目中；(3)辨识不可分开的资源。当政府中的某一部分为其他几部分服务时，常常会需要一些独立的“支持性的服务项目”(supporting service programs)。在这种情况下，集中的数据处理(尤其电子化的)、人事管理等等都能够使得运作更加经济，这种经济是在各个机构单独处理这些事务时很难实现的。尽管这些活动的产出并不直接贡献于政府的政策目标，但是，这些活动都是可以按照项目来处理的。(4)多样化的结构。
 政府或许需要一个重叠的项目结构来实现各种政策目标。例如，收入征收部门的结构既是按照功能也是按照地区分布的。当全国性的或者地区性的政策目标非常重要时，这种方式就是必要的。(5)辨识长期的活动
 。一些涉及研究、发展、或长期投资的活动应该被当成独立的次级项目来处理，因为它们的支出是在长期的时间框架内发生的。
[86]




(三)预算
 　

预算决策者进行预算。将战略计划转化成具体的项目和次级项目有助于预算决策者决定每个项目需要哪些资源、多少资源以及何时需要该资源。在预算过程中，对于各种支出事项，必须根据它们与政府目标的相关程度来进行评审。尽管预算仍然是年度的，但是，整个预算的时间视野必须超越预算年度，包括项目的整个实施时间，决策者对于项目成本的预测应尽量有足够长的时间跨度(例如5到10年)，应考虑项目的总成本或者长期成本，而不能仅仅是头期拨款。由于部门或机构常常存在预算扩张的动机，因此，需要确定一个达成既定政策目标的最佳(最经济的)活动水平。这常常需要运用一些方法来激励部门或机构考虑各种可供选择的操作手段，然后选择那些能够以最小成本实现目标的手段。在预算阶段，需要进一步考察和衡量这些计划的实施效果，确保资金充分发挥其效益。
[87]



在不同的预算模式下，预算分类是不同的。不同的预算分类就意味着对同等数量的支出采取不同的预算处理方式。这会进一步影响在预算决策中围绕着支出我们将重点关注什么问题，也会影响预算拨款的规模。计划项目预算使得预算分类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例如，以一个行为矫正机构的教师工资为例。在分项列支预算下，这项工资一般反映在行为矫正部门的人事预算中，通常是在工资与薪水这一预算科目。工资将在该部门内与其他的预算科目一起竞争资金。在绩效预算中，这项工资就会和某项产出联系在一起，成为实现某个产出绩效目标(例如多少个小时的行为矫正时间)的成本的一部分。此时，工资的资金竞争主要是针对部门的其他活动。不同的活动，投入不同，工资作为投入的一部分也不同。但是，在计划项目预算中，这项工资支出将成为一个项目(例如人力资源发展项目)的一部分，这就将工资支出与监禁项目分开，而主要与培训和教育活动联系起来。表12-1更具体地描述了该项工资支出在不同预算模式下的预算处理方式。

表12-1　不同预算模式下的工资分类


[image: ]


资料来源：Mikesell， John. 2007. Fiscal administration. Belmont， CA：Thomson Wadsworth. p. 213。作者有所修改。



在计划项目预算中，每年都要制定一个多年期的项目和财政计划，该计划必须充分关注这一点。在许多领域，前期的资源配置(例如，一到五年)需要预测计划和项目在更长时期的成本，例如，10年或者更远。此外，为了实施计划项目预算，必须改革现有的会计和统计报告体系，为计划和项目制定提供必要的信息，以及不断地提供关于项目实施和采取行动所需资源的信息。
[88]




 三、实施情况及其影响

在各种理性预算改革中，计划项目预算最强调预算理性。但是，这同样也使得其实施非常困难。实施计划项目预算碰到的主要问题包括：首先，公共部门常常承担着多个目标，而且在有些情况下，目标之间是互相冲突的，在这种情况下，将目标项目化就会面临许多困难。许多公共服务通常是服务于多个政策目标，要对它们进行很好的分类是很困难的。无论如何进行选择，强调某一政策选择都意味着牺牲其他的政策选择。而且，项目之间常常会相互影响。
[89]

 此外，当目标改变时，纵向分析常常就变成是不可比较的。
[90]



其次，在公共预算中，真正的成本—收益分析有时是不可能的。这主要是因为：(1)时间、资源和专长的约束；(2)关于什么是成本和收益以及如何测量成本与收益常常会出现不一致的意见；(3)有些项目和活动比另一些项目和活动更加不容易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
[91]

 此外，项目的成本估计对于预算决策的意义可能要比想象的小得多。因为，很多机构同时为多个项目而运作，它占用的相当多资金通常都是由许多项目共享的，很难清楚地分离出完全属于某一项目的资金。
[92]

 因此，尽管计划项目预算强调将资金配置到特定的项目，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预算决策者可能只是很随意地和武断地将资金分配到项目。
[93]



第三，计划项目预算的资金分配是跨部门的，这固然可以整合资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是，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项目是不能完全取代部门在预算中的地位的。因为，关于资金和绩效的行政责任和问责最后都必须落实到某个具体的部门，项目很难作为问责的对象，而部门可以。这就需要一个超越项目的预算和拨款结构。
[94]



第四，由于在计划项目预算中支出是跨越传统的组织界限而分配到特定项目的，因此，在预算执行中，很多情况，很难追踪支出，很难进行会计控制。
[95]

 在计划项目预算中，由于它没有像绩效预算那样要求根据产出(或项目)重新组织政府机构，所以，计划项目预算中的预算必须有一个“连接方式”(crosswalk)来将项目成本转换成为行政单位的拨款。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连接方式，或者该连接方式不易操作和难以理解，那么，对于预算决策者来说，项目预算提供的信息和数据都是无用的，预算决策就只能按传统的预算方式来进行，因为，传统预算模式易于理解。计划项目预算后来的失败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个问题有关。
[96]

 如果决策者尤其是政治家都不熟悉、不明白、不喜欢计划项目预算的预算结构，那么，计划项目预算形成的信息就不能影响决策。
[97]



这些问题表明，计划项目预算是一个预算理性很高的、非常复杂、难度很大的预算模式。1965年，美国联邦政府决定全面启动这一改革时，绝大部分政府部门都不像国防部那样已经在“二战”期间积累了丰富的计划、政策和项目分析能力。这使得改革的推进碰到了许多问题。1969年联邦预算办公室和国会的审计署调查了16个机构后发现，只有3个机构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而且，对于那些庞大的支出——赋权型支出、转移支付、税式支出以及预算外支出，计划项目预算根本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同时，尽管国会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反对预算改革，但是，它仍然坚持使用传统的预算格式，维持原有的拨款结构。国会的各个委员会在审查预算时，主要也是考虑部门和支出科目，对于项目分析只是匆匆地看一下。
[98]

 1971年，属于不同党派的尼克松取代约翰逊成为美国总统，宣布停止计划项目预算。这使得某些学者，例如瓦尔达沃夫斯基，就宣布计划项目预算已经失败。某些学者则认为，计划项目预算不适合于处于复杂和变化多端的环境中的组织。
[99]



然而，在60年代，计划项目预算开始在国际上流行起来。这一方面是受美国计划项目预算的影响。1965年，联合国根据美国预算改革的经验而撰写的《项目与绩效预算手册》，对于推广计划项目预算以及其绩效预算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不过，计划项目预算是以项目预算的名义出现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试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二战”后，一些欧洲国家，例如法国等，开始尝试编制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同时，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在“二战”后也开始编制五年计划，在一定程度上，这与计划项目预算是很相似的。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引入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经验编制发展计划。计划项目预算的出现，正好符合这些国家的需要。计划项目预算有助于这些国家将发展计划中的长期目标转换成年度计划中的操作目标。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实行计划项目预算的热情比发达国家更高。在60年代，将近50个国家引进并发展了各种类型的项目预算(包括绩效预算)。在发达国家中，瑞典、丹麦、荷兰、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都是实行项目预算比较有名的国家。当然，各国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要，选择美国计划项目预算的一些有用的因素来改进自己的预算体系。在60年代末期，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几个亚洲国家以及一些非洲国家都实行了各种各样的项目预算。其中，巴西、菲律宾、印度和马来西亚的项目预算是最雄心勃勃的。
[100]



不过，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计划项目预算都不是很成功，它们都没有全面地采用美国的计划项目预算，只是根据条件和需要引入其中的某些成分，而且，最后都放弃了计划项目预算。
[101]

 当然，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在一些国家，虽然计划项目预算没有完全取得成功，但是，这一改革对这些国家的预算模式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其中的一些有价值的成分被吸收进预算实践以及随后的新绩效预算改革中。例如，其对跨年度计划的重视被转变成中期支出框架，以项目为核心联结支出和政策目标的这一做法也被继承下来。专栏12-1介绍了英国和法国的项目预算改革。


专栏12-1　英国和法国的计划项目预算


英国的计划项目预算始于1963年。当时，国防部采用一种被称为“功能成本”的计划项目预算方式。不过，英国的教育和科技部很早就在使用一种与计划项目预算很相似的“产出预算”，对达成效果提供财政奖励。产出预算一般被视为英国版本的计划项目预算。一项关于70年代英国教育和科学部产出预算的研究发现，该部预算的重点是一些中介性的目标(intermediate objectives)，例如师生比，而不是最终的目标——教育水平。不过，产出预算在70年代的政府重构中消失。但是，在80年代的管理主义改革中，一些项目预算的因素在预算改革中重新出现。同时，英国从1961年开始启动一个最雄心勃勃也是最全面的多年期预算，即所谓的公共支出调查(public expenditure survey)。

这一模式在某些方面与计划项目预算有相同之处。英国多年期预算的计划期限从1961到1965—1966财政年度，包括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政府企业。当然，这个调查不是一个计划，而是尝试预测现有政策在未来五年的将来成本，同时预测同期的经济发展和预期收入，并将计划期的收支匹配起来。此外，英国也根据功能类别(大约20个，例如教育、国防、卫生等)和经济类别(例如经常性支出、资本性支出和转移支付)对支出进行分析。每年，这个五年的收支预测都会向前滚动一年，而且第一年的预测一般就成为年度预算的基础。这一远期预测框架的目的是通过将支出限制在现有的项目和政策，以及根据预测的新收入来决定哪些新的政策可以获得资金，来限制支出总额。在英国，这个框架并不是一个取消项目以及选择比现有项目更好的支出用途的工具。60年代，经济繁荣，财政状况良好，因此，这一远期预测一直运行得不错。但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经济和财政状况的恶化，预测开始越来越不准确，而且其中的支出承诺反而限制了政府的手脚。1976年，英国政府开始采用以前的年度财政控制，并对每个机构的支出设置现金上限。当然，尽管公共支出调查的地位已经下降，它并未消失。在80年代中期，英国将五年期的远期预测改为三年期的预测。其后，这逐渐汇聚进80年代的新绩效预算改革。其实，项目预算的其他成分也在这一时期汇聚进新绩效预算。

在法国，经济计划一直有很强的支持。它的“指导性计划”以及法国版本的计划项目预算——“预算选择理性”(Rationalization des Choix Budgetaires)改革对法国的预算体制影响甚大。指导性计划诞生于1946年，其目的是重建战后经济，并在马歇尔计划下提高支出的理性化程度。其后，该计划开始发展成为一个五年期的计划，覆盖定量的目标(targets)、产出预测、实现目标需要采取的行动、财政与经济政策。1969年，为了控制支出，法国根据美国计划项目预算的经验采取了“预算选择理性”改革。该项改革一方面重视项目结构、形成目标(objectives)、多年期项目规划、运用了成本收益分析，另一方面也非常关注于与成本相关的效果、发展绩效指标、建立信息系统。到80年代后期，虽然项目预算在法国的影响仍然非常大，但是，政府已经减少了对这两大机制的使用。

资料来源：Axelrod， Donald. 1988. Budgeting for modern government.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pp. 278-279， 293-294。英国情况还参考了Rose， Aidan. 2003. Resultoriented budgeting practice in OECD countries. http：//www. odi. org. uk/resources/odi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209resultsorientedbudgetpracticeoecd. pdf(retrieved on Feb. 9，2009)。

计划项目预算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效果则更不理想。例如，一项关于伊拉克和科威特项目预算改革的研究发现，这一改革没有对这两个国家的预算产生较大的影响。
[102]

 在斯里兰卡和牙买加的实施也没有取得成功。
[103]

 在一些计划项目预算的批评者看来，这一改革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一预算模式本身是有问题的，一方面它的计算成本太高，另一方面它忽略了预算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企图用预算理性完全取代政治决策注定是要失败的。
[104]

 其中最猛烈的批评者当数瓦尔达沃夫斯基，在他看来，计划项目预算太过于强调预算理性，它所要求的理性计算能力太高，以致完全超出了人的有限理性。一方面，计划项目预算将经济理性与组织理性混淆起来，企图牺牲组织动机来满足经济动机与效率；另一方面计划项目预算将各种决策集中后形成一些庞大的政策，这同时也容易产生巨大的错误，难以修正，修正的成本也很高。而且，预算本质上是政治性的，项目不可能在真空中制定，政治理性比经济理性更重要。
[105]

 不过，在另一些人看来，计划项目预算实施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一些实行计划项目预算所需的条件，例如政策分析和项目分析能力，关于项目的足够信息，社会经济环境，持久的政治支持等。
[106]

 例如，斯里兰卡的计划项目预算改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专栏12-3)。


专栏12-3　斯里兰卡的项目预算改革


1969年，斯里兰卡开始进行预算改革，其后大范围地推行一种与计划项目预算大致相同的预算模式。至1974年，政府的预算几乎都是以项目预算的格式编制并提交议会审批的。1975年，全部的23个部委都提交了一部分绩效信息。在财政部内部，专门设置了一个项目预算机构来推进这一改革，这一机构负责制定并发布预算准备的指导性意见、设计需要的文件、为部门开展绩效测量和形成目标提供建议、根据预算目标审查部门的绩效。到70年代中期时，斯里兰卡的预算改革似乎已经离成功不远了。但是，1977年，自由主义的政府取代了原来的社会主义政府。这使得项目预算的命运逆转。负责推行项目预算的专门机构被取消了，这使得项目预算改革失去了核心与推动力。虽然各个部门还在像以前那样提交预算，但是，它们越来越没有动力和压力去那样做，于是就慢慢地松懈下来。到80年代，政府已经不再对现金流进行预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各个部开始提交月度支出报告，但是不再与项目和绩效相联系。转了一圈，斯里兰卡又回到了起点，现金流为基础的预算战胜了绩效监督。斯里兰卡项目预算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立法和行政部门的政治支持，缺乏推动改革的人才，没有在财政和行政(尤其是会计和审计)领域进行配套改革，未能用项目来取代部门作为政策决定的重点，等等。

资料来源：World Bank. 1998.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 handbook. 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p. 14。

但是，追求预算理性一直是20世纪预算改革一个恒久的主题，计划项目预算的魅力仍然未消失，它的一些做法仍然在美国的某些联邦政府机构、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府被保留下来，例如多年度预算、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分析主要的政策替代选择和在其中进行权衡。
[107]

 而且，在美国联邦政府，尽管计划项目预算1971年正式结束，许多部门都未取得成功，但是，计划项目预算在国防部却很成功，而且至今国防部等机构仍然在采用计划项目预算，并将其与新绩效预算结合起来。
[108]

 虽然美国政府已经停止使用计划项目预算，但它却改变了美国的预算过程。20世纪80和90年代进行的一些调查都发现，计划项目预算(即使不再用这一名称)已经成为一个被公共管理者接受的管理工具。一项80年代早期的调查报告表明，77％的受调查的美国城市政府仍在继续使用计划项目预算。
[109]

 80年代末的一项调查报告继续支持这一发现，74％的美国大城市的政府都在采用计划项目预算。
[110]

 80年代末的另一项关于城市政府运用管理工具的调查发现，39％到49％的管理者都认为像计划项目预算和零基预算这样的预算和财政管理工具都是非常有用的。而且，从1976年到1987年，对于这些管理工具的运用一直都比较稳定。这项研究还发现，计划项目预算的运用范围比零基预算广泛。
[111]

 不过，另一项调查发现，分项列支预算仍然是美国地方政府最常用的预算模式，当然，计划项目预算也被广泛运用。
[112]

 在澳大利亚，1993年的一项调查指出，52％的维多利亚城市政府采用了计划项目预算。
[113]

 另一项调查发现，70％的南澳大利亚的地方政府运用了计划项目预算。
[114]

 可见，大部分的调查都发现，尽管最早运用计划项目预算的美国联邦政府已经正式停止了计划项目预算，但是对一些美国地方政府以及一些外国政府来讲，计划项目预算仍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预算工具。

那么，计划项目预算到底对政府预算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只有当一种预算模式能够影响预算决策，即影响支出项目的选择及操作时，它才算产生了效果。最近，库路福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调查了计划项目预算对地方政府预算决策的影响。
[115]

 他发现，计划项目预算形成的信息是非常有用的，进而推翻了著名预算专家瓦尔达沃夫斯基
[116]

 关于计划项目预算的一个结论：管理者不能运用计划项目预算形成的信息。他的调查发现，计划项目预算提供的信息使得管理者能够更好地在支出中辨别出直接成本和配置成本，而且，成本在这种预算模式下受到了比在其他预算模式下更好的控制。另外，计划项目预算也改变了预算官员对于计划的态度，计划的重要性越来越受重视。不过，他也发现，虽然计划项目预算形成的信息的确被运用到了预算决策中，但是，其运用范围仍然比较有限。具体来看，尽管大多数地方政府运用了绩效指标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处理关于现有项目的预算决策，但是，这些信息很少被用在比较选择各种替代项目的工作上。对于计划项目预算是否影响了资源配置这一关键问题，被调查的管理者并不是很肯定，而且他们都否认计划项目预算有助于清除重复的项目。对此，一点也不应感到奇怪。因为，公共预算对于资源配置的决策还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政治因素和环境因素。
[117]




 第十三章 零基预算

零基预算是一个理想化的、反历史的信息系统……如果取消历史，一切都变成不确定的。旧的争吵会重新浮现，成为新的冲突。

——Aaron Wildavsky
[118]



　　

仅仅从字面上理解，零基预算(zerobased budgeting， ZBB)主张的是这样一种预算模式，在制定预算时，不考虑以前发生过什么，预算决策是建立在对目的、手段和资源从根本上重新评估的基础之上的。
[119]

 实践者很早就认识到以预算基数为基础进行预算决策所固有的各种弊端。1915年，英国财政部就提醒所有负责准备预算的官员不要根据本年的预算去准备下一年的预算。
[120]

 预算专家刘易斯(Lewis， 1952)曾这样批评美国的预算体制：预算审查者只关心增加支出，而很少关心基数中的那些科目是否合理。
[121]

 1964年，美国农业部曾试验过某种与零基预算非常相似的改革，但是失败了
[122]

 。20世纪70年代，美国全面地推行了零基预算。这在当时的确是一次雄心勃勃的预算改革，而且影响了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然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零基预算实施的效果都不甚理想。


 一、零基预算及其特征

零基预算最早是一种私人部门用来控制人员成本和边际分析的管理工具。在70年代早期，彼特A·派尔(Peter A.Pyhrr)根据得克萨斯州的一家公司运用零基预算的经验，在《哈佛商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零基预算的论文。其后，这一概念和模式开始流行起来。
[123]

 70年代初，零基预算引起了时任美国佐治亚州州长卡特的兴趣。1971年，卡特将零基预算引入该州的预算过程，以期改进预算决策。卡特认为，这种预算模式提供了一种确定轻重缓急的机制，有助于我们将公共资源配置到社会最需要的领域。他还宣称，他在佐治亚州的经验表明，运用零基预算能够将政府机构的预算申请减少1％到15％；对于在某个机构内部相应的支出项目削减来说，零基预算的运用没有导致任何变化，但是在别的机构则导致完全取消支出项目。其后，许多美国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开始了零基预算试验。当然，在州和地方政府，零基预算被用来满足其他的目标。例如，新泽西州采用零基预算的目的是减轻财政支出的压力；加利福尼亚州则使用零基方法来为预算分析提供额外的信息。美国地方政府的零基预算有两点不同于州政府：(1)通过采用零基预算，以前处于低优先性的支出项目获得了重视；(2)政策决策者与下级组织管理者之间的交流得到加强，例如凤凰城(Phoenix， Arizona)和威明顿(Wilmington， Delaware)。1976年，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宣布在美国联邦政府全面实施零基预算。
[124]



零基预算是一种管理取向的预算模式，它目的是在政府内部提高政府首脑和预算机构对各个部门预算申请的管理控制，进而改进资源配置效率。
[125]

 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对于所有的支出来说，现有的支出水平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预算基数，预算基数不再自动地成为下一年预算决策或者预算拨款的依据和基础，现有的支出必须和新的支出一起比较和竞争，各个部门每年都必须为它的全部预算申请进行辩护。
[126]

 零基预算的目标就是要取代传统的在分项列支预算下盛行的“基数加增长”，若能成功实施，将会彻底地消灭传统的渐进预算。
[127]

 在“基数加增长”的传统渐进预算模式下，决策者关心的问题是：在边际上，项目A增加一定比例的支出是不是比项目B增加一定比例的支出更加重要？在这一模式下，决策者只能选择拒绝或者接受这一增加，或者削减增加的数量，而不能在项目之间进行权衡。
[128]

 换言之，在这种决策模式下，资源根本无法重新配置。
[129]

 而在零基预算模式下，决策者可以在各类可相互替代的资金水平下进行选择。现在决策者关注的问题变成：在边际上，项目A增加一定比例的支出是不是比项目B增加一定比例的支出或者项目A、B、C以前资助的科目更加重要？这就使得目前正在开展的活动不再一定是应该继续的，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可以削减或者完全取消现有活动的资金来为新的项目让路，或者可以削减某一项目从而使得其他的项目可以扩张其活动水平。
[130]

 因此，从理论上讲，零基预算使得决策者可以在预算决策中进行资源再配置。和以前的预算改革模式相比，零基预算也是不同的：(1)零基预算不是计划项目预算的继续——尽管在其刚出现之时，有人认为它是计划项目预算的变种，因为它不像后者那样强调结果，而且它并不要求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2)零基预算不像绩效预算那样重视工作负荷的测量，虽然它并不排斥工作负荷测量。
[131]

 不过，由于零基预算的决策单位可以确定为项目，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零基预算可以整合进计划项目预算的框架内。
[132]




 二、零基预算的程序

零基预算包括三大步骤：(1)寻找和确定基本的决策单位；(2)形成决策包；(3)对决策包进行审查和排序。零基预算的基本逻辑是：先由部门的高层管理者提出关于可用资源的基本目标和总原则，然后由中级管理部门准备一揽子决策包，该部门负责说明为了完成赋予它们的目标，项目规划的哪些部分应该保留，哪些部分是不必要的。具体地，它们将根据需要把全部支出项目及其组成部分按以下的顺序进行排列：终止、最低限度、缩减、持续和扩充。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考虑中层管理提出来的一揽子项目，并对之进行排序。于是，高层管理者就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一揽子决策包，并开始确定它们的优先顺序。
[133]

 从理论上看，零基预算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步骤
[134]

 ：

确定和定义基本的“决策单位”(decision unit)，确定决策单位的目标与任务。决策单位是预算的基础，它可以是支出项目、机构的次级单位或者机构准备了单独的预算的计划、投资中心、成本中心，等等。零基预算要求将组织分解为若干的决策单位。零基预算被广泛采用的一个原因是，它能够适应任何一种组织结构，而计划项目预算则常常与某些组织结构不适应。

为各个决策单位建立项目的“决策包”(decision package of programs)。一旦决策单位及其目标确定以后，决策单位的管理者就要准备决策包，即一系列的决策方案。决策包必须与活动联系起来，描述项目活动的目标与成本。管理者需要分析达成这些目标的不同方式和实现目标的不同水平的活动。这些决策方案都是各种不同的达成决策单位目标的方式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不同活动水平。一项决策方案就是一项简单的预算。决策方案包括短期目标和重大目标(明确表达，尽量将目标量化，但不是必须)、资源需求(该预算年度和未来四年的资源需求)、资金水平和预算增量、绩效测量(每个决策描述特定水平的资金和人员的产出和结果)。具体地，决策单位的管理者可以在四种不同资助水平的基础上准备决策包：(1)最低水平，在该水平之下项目或活动就可以终止；(2)维持水平，在没有大的政策变动的情况下，继续供给现有的服务；(3)中间水平，介于最低水平和维持水平之间的资助水平；(4)扩充水平，要求增加资金来扩大产出和服务。

对决策包中的决策进行排序。决策单位的管理者根据它们的重要性或优先程度对决策包进行排列。

将排序进行合并。如果决策单位是一个项目的话，那么在项目管理者对其决策包进行排序之后，决策包就要经过逐级排序：部门管理者、核心预算机构和政府首脑。在最高一层，政府首脑在核心预算机构的帮助下将各个部门的排序合并成为一个政府的总体排序。

按优先顺序配置资金。当所有的项目都按优先顺序排列后，决策者就可以从优先顺序中排列在最优先的项目开始分配资金，直到当年可供分配的资金分配完为止。

图13-1概括了零基预算的主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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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零基预算的主要流程

资料来源：Mikesell， John. 1999. Fiscal administration. New York：Hartcout BraceCollege Publishers. p. 200，有所改动。



图13-2更加形象地描述了零基预算决策包的排序过程。步骤1：管理者A、步骤2：管理者X步骤3：管理者X步骤4：管理者R B、和C分别对各收到决策包后进行(和Y)将决策单评估从管理者X和自单位的决策包进评估并在每个决策位A、B、C的决Y那里得到的决策行排列，并提交给单位里对决策包进策包进行混合排序包，然后将所有决管理者X。行排序。并将其提交给管理策包进行混合者R。排序。


[image: ]


图13-2　零基预算排序过程

资料来源：Rabin， Jack， W. Bartley Hildreth，&Gerald J. Miller. 1996. Budgeting：Formulation and execution. Anthen：University of Georgia， Carl Vinson Institute。




 三、零基预算的实施及其问题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零基预算开始成为美国各级政府和私人组织中非常流行的一种管理模式。70年代后期在美国的一份调查中发现，11个州和超过50个大公司采用了零基预算。
[135]

 80年代的一份调查发现，在美国各州，40％的政府已经采用了零基预算，而且高达95％的受调查者都认为，零基预算是有效的。然而，尽管从理念上看，零基预算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实行起来，困难却很多，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迄今为止，零基预算改革仍未有成功的例子。

美国的零基预算改革并未成功。在现实中，零基预算的实施很少是从零开始的。因为，许多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约束使得政府不可能中止某些支出项目或者削减其支出，即使在零基预算的优先顺序排列中这些支出项目都被排在最下面。换言之，项目管理者、部门管理者、核心预算机构和政府首脑实际上在很多项目上是无法进行选择的。首先，从政治上讲，零基预算的核心是确定支出重点，将支出重点按照重要程度排序，但是，这个排序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过程，而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政治家(例如国会议员)基于政治考虑极有可能会将零基预算形成的排序置之不理。
[136]

 尤其是，如果某些项目可能获得了很强的政治选区和议员的支持，那就很难对它们进行削减和停止资助。
[137]

 从法律上来看，某些项目的支出是在法律上被规定了的，因而无法进行削减和中止。同时，由于零基预算的预算形成过程是自下而上的，它的成功依赖于各个层级的管理者配合。但是，如果各个层级的管理者与核心预算机构、政府首脑的目标是不一致的，那么他们就会采取各种策略性行为来保护他们偏好的支出项目并增加这些项目的预算，例如，将那些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很难削减和取消的支出项目放到优先序列的最底部，而把他们偏好的项目放到优先序列的较高位置。这样的话，零基预算预期的效果很容易就会被机构管理者的策略性行动所抵消。
[138]

 另外，实施零基预算在技术上也面临一些困难，主要有
[139]

 ：

决策单位很难定义。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机构把决策单位确定在太高的层级，进而不能很好地对于各个项目进行权衡；有些机构则把决策单位确定在非常低的层级上，从而使得它们自己被淹没到了各种文字工作中。

难以确定目标。由于零基预算是从下到上地形成的，低层管理者通常主要考虑它们单位的狭小利益，而没有考虑整个部门所面临的问题。因此，这个过程就很难确定明确的目标。然而，对于零基预算来说，没有明确的目标，就不可能对决策包进行优先顺序的排列。所以，低层单位对于项目的优先顺序排列常常是任意和武断的。

比低层单位对项目排序更困难的是更高层级的管理者或者机构逐层合并排序，尤其当一个支出机构的活动非常广泛时更是如此。由于这一困难，核心预算机构有时就不得不允许高层管理者不合并他们机构项目的优先顺序，从而偏离了零基预算。不过，最难的是政府层面的总排序。

工作量太大。在1979年，零基预算在美国联邦政府生产了25000个决策包，合并后仍然有10000个决策包。

实践中，零基预算一般是从一个规定的努力的最小水平开始的(例如，去年预算拨款的80％)，在此基础上，管理者将他们的决策包集中起来在这个最小水平的基础之上增加一定的数量(比如，去年预算的90％、100％或110％)。其结果，在实践中，零基预算只是在现有项目的边际上分析各种可供选择的可能，它只要求决策者在现有预算基数的基础之上考虑那些较小的改变。不过，它也像边际分析那样要求决策者比较每一个决策包的价值并依此对它们进行排列。尽管零基预算的目标是消灭渐进预算，但是，实践中的零基预算却是与渐进预算相相辅相成的，“零基预算寻求在渐进过程中加入理性思维”
[140]

 。常常是这样的，许多机构实际上只是将零基预算嫁接到现有的预算过程上去，而没有改变预算决策过程的规则。这种将零基预算建立在渐进预算过程的做法限制了零基预算的运用范围；同时，它也鼓励了支出机构管理者的策略性行为。机构管理者可以将他们期望保留的支出项目放进预算基数中保护起来。
[141]

 其结果是，倡导零基预算的美国总统卡特却提交了一个最渐进的预算，卡特政府1979年的联邦预算与运用传统预算模式编制出来的联邦预算相比并无太大的区别。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之后，许多项目的拨款要么和原来一样，要么轻微地增加了。
[142]

 自从1981年里根总统当政以来，零基预算就被搁置不用。

零基预算的先驱者——美国佐治亚州政府——的零基预算改变也没有改变该州的预算决策过程以及预算结果。在实行零基预算之前，佐治亚州的预算过程是渐进的，“基数加增长”是最重要的预算决策模式。在实行零基预算数年后，一项研究发现，尽管在名义上佐治亚州的预算模式已经改名为零基预算，但是，预算过程中的预算参与者仍然用渐进预算的方式来形成预算要求，预算审查也主要受基数影响，预算过程的重构并没有改变预算行为和预算结果。
[143]

 支出机构的预算官员仍然认为，在决定下一个预算年度的预算要求时前一年的资金水平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出发点。在形成预算要求时，支出机构总是倾向于保护预算基数的完整性，它们通过在新增加的资金中增加和扩张它们的份额来增大其预算基数。在官僚机构内部，各个机构的预算要求和总的预算要求都没有被全部重新审查，对所有的支出项目也没有进行评估。零基预算所主张的“排序”过程不仅没有消灭渐进预算过程，反而为渐进预算过程的边际分析提供了方便。此外，不仅预算过程仍然是渐进的，佐治亚州的预算结果也是渐进的。在此，可用几种不同的定义来测量佐治亚州从1974财政年度到1978财政年度预算结果的渐进性。如果运用最严格的渐进预算定义，即年度间机构的预算拨款水平变化的百分比小于10％，那么，该州49％的支出机构的预算结果都是渐进性的；如果运用比较宽泛的定义，即年度间机构的预算拨款水平变化的百分比小于15％，那么，该州65％的支出机构的预算结果是渐进性的；如果运用瓦尔达沃斯基的标准，即年度间机构的预算拨款水平变化的百分比小于30％，那么，该州87％的支出机构的预算结果都是渐进性的(表13-1)。同时，这一时期佐治亚州政府各个支出机构的预算拨款在总预算拨款中的比重一直都是比较稳定的。根据各个支出机构的拨款在总预算中的比例来对机构进行排序，可以发现，1973预算年度和1978预算年度的机构排序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两年的排序的相关系数高达0.978。
[144]



表13-1　在支出机构的各种拨款变化率下支出机构的数目及其在总机构中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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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Lauth， Thomas. 1978. Zerobase budgeting in Georgia state government：Myth and realit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September/October)：420-430. p. 424。



在美国地方政府，零基预算最后演变成一种以目标为基础的预算模式，即“目标基础预算”(TargetBased Budget)。当然，目标基础预算早在20年代就已经出现过。在这种预算模式中，为了解决核心预算机构和支出部门之间的对策游戏和对抗关系，在编制预算之前，核心预算机构先确定了各个部门能够获得的资金上限。部门的预算申请必须严格地限制在这个限额之内，如果部门提交的预算超过这一限额，核心预算机构就会将部门的预算退回，要求部门在这一限额内重新编制部门的预算，只有当部门的预算是在这一限额内时，核心预算机构才会接受部门的预算申请。在这个限额之内，部门的领导在项目或者活动的选择上有很大的自由度，部门领导可以根据部门的目标将部门的项目按照轻重缓急排序。资金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进行分配，直到当年的资金用完为止。未获得资金的项目排序继续保留，以待预算执行过程中有可用资金时再按照这个剩下的排序进行分配。
[145]

 可见，目标基础预算保留了零基预算的一些基本成分，例如排序。但是，目标基础预算与零基预算不同，它在预算编制之前下达了一个预算控制上限，从而在预算程序中加入了自上而下的因素，而零基预算的预算程序是自下而上的。

与以前诞生在美国的预算改革模式相比，零基预算产生的国际影响要小得多。在英国，美国的零基预算引发了一些讨论，但是，没有对预算实践产生影响。在发展中国家，零基预算的影响也要小于绩效预算和计划项目预算。根据“行政科学阿拉伯组织”(1987)的调查，只有印度和菲律宾曾经尝试过零基预算，但是，只试验了很短的时间就放弃了。
[146]

 不过，由于“基数加增长”这种决策模式一直顽强地存在，而其弊端也非常明显，所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人们对于零基预算的兴趣并未完全消失。在90年代，一些印度的改革者表达了他们对零基预算的兴趣，他们认为，零基预算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的计划性、控制和理性程度。
[147]

 2008年，印度财政部长也暗示要在政府采用零基预算。
[148]

 最近，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文莱政府开始启动零基预算改革。根据一项研究，尽管文莱的预算官员觉得零基预算很耗费时间，而且带来许多文件工作，但大部分预算官员都认为，在改进管理决策质量方面，零基预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并可以使高级官员更好地了解他们部门的运作，也使得基层官员能够更好地参与预算编制。
[149]

 不过，文莱的改革效果仍有待观察。此外，零基预算也是可以和其他预算模式整合起来使用的。它除了可以与计划项目预算整合起来使用之外，最近一些实行新绩效预算的国家，开始在结果导向的绩效预算框架下引入零基预算。例如，2003年，俄克拉荷马州为了控制支出而引入了零基预算。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关键是因为它无法告诉公众政府部门使用资金的绩效，因此需要与绩效测量更好地结合起来。
[150]

 英国在2007年的全面支出评估中也运用零基预算来对各个部门的底线支出进行一个零基数的评估，其目标是评估部门的各种活动对于实现中长期目标的有效性，在这些评估的基础上部门要制定它们的三年支出限制。
[151]

 由于全面支出评估是三年一次的，这就相当于采用一种周期性的零基预算。显然，这是比年度性的零基预算更好的方式。这使得政府可以每隔几年运用零基预算来清除不合理的基数，又不至于像年度性的零基预算那样导致那么大的信息负担和工作量。


 第十四章 新绩效预算

对公民来说，真正的、最重要的东西是结果。

——Perrin
[152]

 (2007)

在过去的60年中，西方国家一直在对19世纪建立起来的传统预算模式进行改革、完善。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预算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政府预算过程，但是，它们都没有取得成功。
[153]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为了应对财政危机、削减公共支出的社会压力以及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下降构成的挑战，西方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预算改革——新绩效预算改革。这一改革的目标是探索将支出与结果联系起来的预算模式，以更好地对公民负责。新绩效预算继承了以前预算改革的一些有价值的成分，同时也进行了新的探索。与以前的预算改革相比，新绩效预算是一次更为全面和彻底的预算改革。它不仅像80年代以前的预算改革那样继续探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预算模式，并在这个问题提出了迄今为止可能是最合理的解决模式，而且也在总额控制和运行效率方面进行了改革。此外，80年代以前的预算改革都是纯粹的预算改革，并没有配套地改革公共部门的其他部分，这或许是这些预算改革未能成功的一个原因。而新绩效预算则是整个公共部门重新构造的一个部分。以前的预算改革没有一次改革持续的时间达到10年，而这次改革已经持续不断地推行了近30年。这或许意味着这一改革成功的希望比较大。尽管如此，由于新绩效预算改革的实施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管理模式，目前仍面临各种巨大的挑战。


 一、新绩效预算的兴起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财政危机、削减支出的社会压力以及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下降等因素的推动之下，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等国率先启动了新绩效预算改革。例如，1982年，英国启动了“财政改革创新”；1983年，澳大利亚启动了“财政管理改进项目”和“项目管理和预算”改革；新西兰在1989年颁布了《公共财政法案》，启动了新绩效预算改革。在研究了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瑞典和英国80年代的预算改革之后，希克指出，这些国家已经开始进行某种旨在“为结果而预算”的预算改革。
[154]

 具体来讲，这些国家的政府都企图通过各种形式，在总支出上实现集中控制，同时将灵活使用资金的权力下放给各个部门，但要求各个部门更好地对结果负责。进入90年代，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等)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蒙古、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也开始推行新绩效预算改革。例如，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政府绩效和结果法案》。除了被称为“新绩效预算”
[155]

 之外，这一改革还被称为“结果预算”
[156]

 、“结果导向型的绩效预算”
[157]

 或“企业家预算”
[158]

 。新绩效预算是“一种将配置的资金与可测量的结果联结起来的预算模式”
[159]

 。新绩效预算通过重构预算过程和机制，系统地运用绩效信息——不仅形成和提供绩效信息，而且在预算决策中使用这些信息，加强资金与结果和产出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公共支出的“货币价值”(value of money)，即使得纳税人缴纳给政府的税收在使用后能够创造出最大的货币价值。
[160]



对于传统预算来说，新绩效预算是革命性的。传统预算强调依靠详细的预算科目对公共服务的投入进行分解进而严格控制。传统预算希望通过实施这些预算控制使得政府更加负责。新绩效预算则将预算决策的重点从投入转到了产出和结果，尤其是结果，这就使得治理过程从关注投入控制到资金使用后要实现预期的效果。
[161]

 当然，在改革之初，新绩效预算并不完全排除传统预算中控制取向的制度设计。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威斯特敏斯特市政府在实施新绩效预算时，市董事会是按传统的分项列支预算模式拨款的；不过，市政府允许部门管理者自由地使用资金，允许他们将资金从一个项目转移到另一个项目。在运用分项列支预算的同时，赋予支出部门支出上的自主权，使得政策制定者在赋予管理者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又能保有随时启动预算控制的可能。
[162]

 不过，随着新绩效预算改革的推进，传统预算模式的弊端也变得越来越明显。虽然传统的分项列支预算非常有助于微观控制，但是却很难将绩效信息包括进来。为了在预算决策过程中更好地运用绩效信息，这就有必要超越以行政部门为基础的传统预算分类，从结果的角度跨部门地考虑预算。目前，一些国家已经不再简单地在预算文件中包括和附带绩效的信息，而开始探索改变它们的预算分类与结构，以更好地将绩效信息整合进预算过程。例如，一部分国家(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将它们的预算结构改变成更加关注于产出和结果的形式。从这方面来说，新绩效预算与以前的预算改革一样都希望超越传统的投入控制的预算模式，探寻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新模式。
[163]

 同时，新绩效预算也汲取了以前预算改革的一些有价值的成分。它包含了早期绩效预算的绩效测量、计划项目预算的功能分类以及战略性地确定支出重点(expenditure prioritization)、目标管理的目标协商、零基预算的目标排序。
[164]



但是，新绩效预算在以下三个方面区别于以前的预算改革。首先，虽然它从表面上看与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绩效预算很像，它们都强调资金支出后的绩效，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早期的绩效预算强调预算支出应该生产的产出(output)，新绩效预算则强调支出的最终结果(outcome)。正是由于这一区别，它才被称为新绩效预算。其次，以前的预算改革都主张通过引入“理性的”预算分析(例如，计划项目预算的成本—收益分析)来将政治因素从预算过程中排除出去；然而，尽管新绩效预算也强调项目分析，但是，在这种预算模式中，政治家在确定财政收支总额、战略目标以及支出重点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其三，以前的预算改革主要关心预算编制环节的改革，没有同时在预算执行领域进行改革，也未关注总额控制问题。而新绩效预算则全面地重构了预算过程。在预算执行中，新绩效预算放弃了传统预算模式下对于支出部门的外部控制，将资金使用的自由度与灵活性下放给支出部门和管理者，主张让管理者自己进行管理。这是以前的预算改革所缺乏的。新绩效预算非常重视总额控制，强调政治家应该在总额控制的约束下制定战略目标、确定政策重点和支出重点。
[165]



在这一波改革中，美国落到了一些国家的后面。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则成为新绩效预算改革的先锋和前沿国家。不过，90年代后，美国新绩效预算在国际上的影响开始上升。对主要国家的新绩效预算改革进行简要介绍，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新的预算模式。


(一)英国


1982年，英国在“财政改革创新”的名义下启动了新绩效预算改革。在改革后的预算体系中，内阁根据财政部的建议决定总的支出限额，然后，财政部放松对部门的控制，让各个部门在如何使用资金上享有自由。1988年，英国又启动了名为“下一步项目”(Next Step Program)的改革，进一步将支出权力下放到各个服务供给机构。到1996年时，这种拥有运作独立性的机构已经有126个，将近占公共服务机构的3/4。每个机构在预算执行中都有很大的灵活性，例如，财政部用行政成本的总财政限制代替了以前实施的那种对每一个部门的雇员上限。只要总行政成本不超过规定的限制，各个部门可以在支出过程中自由地选择它的人员和设备组合。当然，赋予各个机构支出的灵活性是有条件的，每个机构都有明确具体的绩效目标，以使他们更好地对结果负责。通常地，各个部门要和财政部门一起建立各种绩效测量的机制。20世纪90年代初期公布的一份政府报告就罗列了超过了1800的产出和绩效测量指标。政府每年都发布一个年度报告，将各个机构实现的绩效与绩效目标进行比较，并设定来年的绩效目标。1991年，政府又启动了名为“公民宪章”(Citizens Charter)的改革，以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政府向公共服务的使用者(公民)公布政府机构提供的服务应有的各种质量标准，如果服务没有达到标准，使用者可以要求政府机构提供合理的解释。除了一个政府范围的标准之外，各个部门和机构也制定了它们自己的服务标准，以更好地服务于公民。
[166]



1998年，布莱尔政府启动了新的改革，进一步完善新绩效预算。这一改革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内容：(1)建立两个以中期为基础定义的财政规则；(2)从年度预算转向一个“多个年度支出计划”(multiannual expenditure planning)，该计划是在一个每年两次(现在是三次)的支出审查的基础上制定的；(3)通过采用公共服务合同(public service agreement， PSA)转向一个结果为基础的绩效管理。
[167]

 1998年，英国首次在其绩效预算中引入“全面支出审查”(Comprehensive Expenditure Review)，其后在2002、2004、2007年都开展了支出审查，而且一年两次，最近已经变为三次。这一改革的目标是，将资源重新配置到更加重要的领域，提高配置效率和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在对所有的部门支出进行审查后，各个部门要制定一个三年支出计划和一个公共服务合同。财政部长将和各个部委的部长协商他们未来三年时间内主要的绩效目标(performance targets)，这些绩效目标将被包括进公共服务合同。目前，合同主要关注结果目标，当然也有一些产出目标。在公共服务合同中，各个部门还需要提交一个技术说明(technical note)和一个供给计划(delivery plan)。前者说明绩效目标是如何测量的，后者解释部门计划将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公共服务合同还要明确谁将负责供给这些绩效目标。与澳大利亚、瑞典、丹麦等实行分权的新绩效管理模式不同，英国的新绩效预算及其管理是相对集权的，采取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方式。形成和发展公共服务合同是在财政部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所有的绩效合同和各个部委的绩效目标都需要财政部同意与认可。尽管在绩效和资源配置之间仍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在财政部长和各部委部长讨论支出评估时，将会使用到绩效信息。在政治高层，关键性的项目目标和绩效目标将会被整合进预算决策过程中去。
[168]

 英国的绩效预算是既包括绩效测量也包括支出评估的。最近改革的目标是将资源重新配置到更关键的领域去，同时，让部门更早进行支出计划，并明确责任。
[169]




(二)加拿大


1979年，加拿大实行一种“封顶预算”(Envelope Budgeting)来加强高层的政策制定者对于总支出和优先支出的控制。具体来讲，各个支出项目被集中起来放进广泛的政策领域，如国防、社会发展等，然后，内阁决定每个政策领域的拨款总额。只要是在拨款总额内，管理者可以自主地使用资金，包括在各个部门之间调整资金。由于各个部门所有项目的经费加总后不得超过它们所在的政策领域的拨款总额，如果部门想开展新项目，它就必须先清除现有支出项目中效率低下的那些项目。总之，“封顶预算”迫使各个部门去确定支出重点，将有限的资金从相对不重要的领域转移到更加重要的领域。1986年，为了进一步完善“封顶预算”体系，加拿大政府启动了名为“增加部委的权力和负责性”体系(Increased Ministerial Authority and Accountability， IMAA)的改革，引入一个更加分权但是也更加强调部门责任的预算体系。首先，在内阁决定了各个政策领域的总支出之后，各个部门拥有比以前更大的自主权来支出资金，它们可以在各个项目之间挪动资金，可以将未用完的预算拨款转到下一年去使用。其次，在赋予了各个部门支出的自主权之后，财政部门要求各个部门能以结果的实现以及绩效上的改善作为回报。具体地，财政部门和各个部门之间通过协商后签订某种类似于绩效合同的协议。在这个合同中，各个部门按层级的形式设定它们要实现的具体目标，并说明它们是如何测量和监督的。当然，财政部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目标都是可以量化的，因而，它允许各个部门选择特定的指标来说明它们是否实现了各个项目的目标。
[170]



90年代中期，加拿大政府又启动了“项目审查改革”(Programme Review Reform)。其目标是确定资源重新配置的重点和削减支出。从90年代后期到2005年左右，加拿大绩效预算改革的重点是发展和完善以结果为基础的绩效管理，使得政府更加对议会和公民负责。
[171]

 2000年，加拿大政府引入“以结果为基础的管理与问责框架”(Resultsbased Management and Accountability Frameworks， RMAFs)，对所有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评估和周期性审查。这一框架的目的是将绩效信息整合进支出管理领域。目前，绩效测量和周期性的评估已经在加拿大付诸实施，绩效信息开始被用于项目调整，并整合进提交的预算申请中来支持行政系统的预算决策。“以结果为基础的管理与问责框架”将有助于管理者(1)确保在资源、活动与预期的结果之间建立清楚的、有逻辑的联系；(2)明确规定项目或政策提议涉及的各个参与者的角色和责任；(3)在一个不断改进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改进绩效的调整；(4)表明项目对公民的负责程度和好处。
[172]

 加拿大的绩效预算及绩效管理框架是非常复杂而且分权的。所有主要部门都要制定它们的战略计划，通常被称为“计划和支出重点报告”(Reports on Plans and Priorities，RPPs)，该报告包括各个部门预期实现的、详细的战略结果(outcomes)以及计划效果(result)，也包括各部门三年的资源需求。根据各自在“计划和支出重点报告”中的承诺，各个部门要形成自己的“部门绩效报告”(Departmental Performance Reports， DPRs)以确定绩效目标，报告自己各个项目计划实现的效果。政府的财政委员会(The Treasury Board)每年都要向议会提交两个非常重要的报告：“计划和支出重点报告总览”(春季)和“加拿大的绩效”(秋季)，前者帮助议会理解各个部门的“计划和支出重点报告”，后者帮助议会理解各个部门的绩效报告。政府还努力在它的750个非法律性转移支付项目的决策中引入绩效信息。2000年的一项改革政策要求，各个部门在管理和继续这些转移支付项目的过程中要发展以效果为基础的管理和问责框架，以及一个以风险为基础的审计框架。
[173]

 2005年，为了获得关于各个项目的详尽信息，加拿大采用了一个包涵管理、资源和效果在内的政策结构，对各个部门如何在政府层面收集、管理和报告财政和非财政方面的信息制定了具体的要求。这是一个以效果为基础的结构，为绩效计划和报告提供了坚实的支持。这一改革的目的是，为所有部门和机构设定战略结果，在所有项目的资源、绩效测量和实际效果之间建立联系。
[174]



2006年选举后，保守党政府要求改革政府支出管理系统并在资源分配和再配置中更多地运用绩效信息。也就是说，除了对转移支付项目审查时要进行以绩效为基础的审查，新的改革计划要求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战略性的项目评估。
[175]

 这表明，加拿大绩效预算改革的重点又重新回到确定预算支出的重点——将资源配置到更关键的领域，这包括取消没有效果的项目，在资源再配置中使用绩效信息，等等。
[176]

 2006年，加拿大通过了“联邦问责法案”(Federal Accountability Act)，除了在议会内部建立预算办公室以及扩大了审计机构的权力之外，这一改革还对政府的补助金和其他项目建立了一个系统的评估体系。此外，政府开始根据三条原则重新设计了支出管理系统，包括(1)政府项目应该将重点放在结果和资金的价值；(2)这些项目必须与联邦政府的责任相一致；(3)不再能够有效服务于立项初衷的那些项目必须终止。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加拿大政府在2006年和2007年分别采取了三个重要的行动。一是要求所有部门都必须根据计划的结果管理它们的项目，正式地评估项目的绩效，分析和识别实施过程中的支出重点。二是内阁的财政委员会将对各个部门的支出进行评估，以确定项目是否实现了它们预期的效果，是否有效率地管理，是否与政府的支出重点保持一致。三是内阁将审查所有新的支出申请，并在同时考虑有联系的领域中是否有现存的项目，它的资助情况、绩效和资源要求。
[177]




(三)澳大利亚


1983年，澳大利亚引入“财政管理改进计划”(Financial Management Improvement Program)，启动了绩效预算改革。预算改革大幅度地将管理决策下放，并强调各个部门要对结果负责。这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实现的：(1)减少分项列支预算的科目数量；(2)在每个部门内部，对于资源的管理实行放权；(3)在每个部门内部发展评估能力。
[178]

 这一改革初步建立起了一个以项目为基础的现金流动计划与报告系统。对于每个部门和机构的结果、产出和行政活动都有一个全面的、详细的、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计划以及一个实际实现效果的分析报告。在其后的年份中，尽管澳大利亚政府不断实施新的改革措施，但是，其基本目标都是提高资源使用的成本—效益和财政问责，同时将财政管理的责任和灵活性下放给项目管理者。
[179]



进入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进一步推动新绩效预算改革。直到1996年，各个机构每年都要提交正式的评估计划，主要评估各自所负责领域五年时间内的所有项目。但是，评估的质量参差不齐，它们在决策中是否有用以及是否被使用也开始变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政府开始考虑采取一种更加集中和均衡的策略来推动绩效评估与测量。
[180]

 1996年，澳大利亚的改革又进一步深入。该年，全国审计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f Audit)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和完善财政管理的建议，例如，改进财政透明度。与此相呼应，澳大利亚通过若干法案来加强财政透明和问责，例如《财政管理和问责法案》(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Accountability Act， 1997年)、《预算诚实章程》(Charter of Budget Honest， 1998年)、《公共服务法案》(Public Service Act， 1999年)。90年代改革的主要目标是，针对财政和非财政性质的绩效建立明确的责任和问责，以使得各个机构更好地对绩效负责。在这一时期，作为一种外部控制的全面性评估计划开始放松，预算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发展准确的、可测量的绩效信息。
[181]



2002年，在全面评估预算改革的成效的基础上，澳大利亚进一步从两个方面推动绩效预算改革，一是明确决定采用权责发生制预算，二是强调财政部门具有改变各个机构预算估计的权力。澳大利亚希望通过这一改革使得整个政府的预算估计更有质量也更及时。
[182]

 目前，澳大利亚绩效预算的整个框架是结果导向的，但是，整个框架也是比较分权的，其基础是各个机构的结果。绩效管理和绩效预算主要是各个部委及其部门与机构的责任，各个部委内部每个部门和机构都需要全面而且具体地分析和识别它们的结果、产出以及对它们活动的数量、质量、价格及效果的绩效测量，并在它们的预算计划和年度报告的年底结果中就这些事项以及任何重要的评估提交相应的报告。支出和项目评估是澳大利亚绩效预算的一个核心特征，也是绩效信息可能影响预算决策之处。然而，在此之前，它一直是一个无效的预算测量评估(budget measure review)。2006年，澳大利亚改变了它的评估制度。在这一新的评估体系中，财政部通过加强与部门的合作，开始在评估领域的识别和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部长们要在预算过程的早期决定哪些主要的支出领域需要在某个年份进行评估。可见，澳大利亚的绩效预算框架既对支出开展绩效测量，也要进行绩效评价。
[183]




(四)新西兰


新西兰于1989年通过了《公共财政法案》，启动了新绩效改革。该法案将公共部门财政管理的重点由投入转向产出和结果，它主要致力于两个方面的革新：(1)《公共财政法案》要求所有公共财务报表都要使用权责发生制，并且对普通大众公开，以此来提高预算的透明度；(2)要求所有拨款都要和产出直接相挂钩，以此来提高机构预算资源的责任。这些财政改革都有助于部长们更好地监督部门的绩效、更有效地测量部门的绩效，确保部门有能力去实现绩效。在这个新体系下，政府必须制定明确的目标或者“结果”，部门则负责设计项目或者“产出”。因此，它迫使政府和政治家重新审视政府正在做什么并明确项目(或产出)与目标(或结果)之间的关系。而且，在这一新体系下，部长对结果的实现负责，部门只对产出的生产负责。为了从管理上理顺结果和产出的关系，新西兰政府在以下几方面对预算框架进行了改革：(1)将预算的重点从投入转向产出，同时放松投入上的控制，实行以产出为核心的预算和管理，强调对产出的明确定义；(2)引入资本费用，对资产买卖进行放权；(3)采用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和预算；(4)在强调公共责任的同时下放财政决策权力，赋予部门负责人更大的责任，同时也加大奖惩的力度；(5)引进信息管理系统来帮助评估绩效。这些改革的一个目标是，在公共部门建立一种改进绩效的激励结构。
[184]



新西兰早期的预算改革重点在放松预算执行中的支出控制。因此，政府开始放松以控制预算投入为核心的传统预算模式，转而采取了一种强调实现目标而不是严格监督分项列支支出的预算体系。
[185]

 总体上来说，这一预算改革使得预算体系从投入控制、现金制会计和年度报告转向一个以产出为基础的战略计划和资源配置的完整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资源一般是根据协议的价格来配置给相应的产出的。在这一模式中，机构必须证明它们能够有效率地使用资产，并且和其他供给者相比有价格上的竞争优势。这些主要通过一系列合同来规范各个参与机构之间的关系，包括购买合同、所有者合同、管理合同等。这些合同中涉及各种各样的讨价还价规则、实施过程中绩效监督和报告(包括月、半年、年度报告)的具体操作等内容。
[186]

 1989年的《公共财政法案》还改变了拨款和会计系统。年度预算拨款被分为三类：(1)适用于现金支出和投入获得的方式一；(2)适用于资源消费的方式二；(3)适用于产出消费的方式三。

1994年，新西兰议会通过了《财政责任法案》(Fiscal Responsibility Act)，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一方面，这一改革通过细化各种与财政管理责任有关的原则，提高绩效报告的质量来规范财政政策的实施，例如，规定在财政有剩余的情况下，可以维持政府债务适度增长；在财政上要为将来的恶性事件做好准备；加强财政风险管理；确保将来税率的可预测性，等等。同时，《财政责任法案》要求任何与上述原则相偏离的情况都必须要向社会公布，并且这些偏离只能是暂时的。另外，《财政责任法案》进一步明确了财政部长对财政管理的目标负责。这些目标和产出相关，并且和他/她的工作绩效评定以及任期期满后是否继续留任紧密相连。同时，新西兰对1989年的《公共财政法案》进行了修订，要求每个月份都要提交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财务报告。
[187]



另一方面，随着战略管理在新西兰的兴起(1994—1995)，预算在新西兰公共管理改革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新西兰开始将战略管理引入绩效预算。
[188]

 从1994年开始，新西兰的预算改革要求政府建立最高层面的结果目标，而且这些结果目标要与长远的战略目标相一致。1994年《财政责任法案》要求政府说明广泛的战略优先顺序(Strategic Priorities)，作为政府准备预算的指导性文件。战略优先顺序具体包括战略结果领域(Strategic Result Areas)、战略优先顺序和主要目标(Strategic Priorities and Overarching Goals)、指导公共部门政策和绩效的关键性政府目标(Key Government Goals to Guide Public Sector Policy and Performance)。这些战略优先顺序的指导性文件主要用来说明政府政策的大致方向而不是具体的目标，它们是引导预算过程的“优先顺序工具”(Prioritization Tool)。
[189]

 在这些策略的指导下，新西兰紧紧围绕着部门的战略计划来推行预算改革。

1993年新西兰政府颁布了《通往2010之路》(Path to 2010)。这份35页的文件展望了未来近20年的政府发展规划，如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等。不过，这份文件并没有具体说明应该选择什么具体的公共项目来实现这些宏观的政府规划。同时，新西兰国家服务委员会(State Service Commission)认为，原有的公务员绩效评定合同缺乏细节的指标，没有太大的实用价值。所以，国家服务委员会提出了一年一度的公务员评价体系，称作关键结果领域(key result areas)。另外，国家服务委员会指出，先前的产出评估主要以一个财政年度为基础，未能和政府的长期政策目标相衔接，因而建议将绩效评定从定量管理型向定性管理转移，更多的考察结果，而不是单纯考察产出。1994年，国家服务委员会与总理内阁(Depar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一起出台了战略结果领域(strategic result areas)，把《通向2010之路》的长期规划和关键结果领域的年度绩效考核联系起来。接下来的《后三年》(Next Three Years， 1994)、《向我们的未来投资》(Investing in Our Future， 1995)以及《新机遇》(New Opportunities， 1996)都是围绕《通向2010之路》而制定的。
[190]




(五)美国


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政府绩效和结果法案》(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 Act， GPRA)，希望将预算过程从一个投入和产出取向的体系转变成一个效率和效果取向的体系。这非常充分地体现在总统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关于1994年预算估计的准备和提交的建议中。该办公室这样建议：“没有绩效指标、绩效目标或者一些其他类型的绩效数据，机构就很难为它们要求相当数量的资金来继续或增加现有项目的预算要求进行辩护。”
[191]

 一些州政府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例如加利福尼亚州(1993)、佛罗里达州(1994)、乔治亚州(1993)。某些更低一级的地方政府比较成功地实行了新绩效预算，例如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德斯堡市、北卡罗来纳州的卡塔巴、加利福尼亚州的桑里瓦拉。
[192]



1993年的绩效预算改革要求各个机构都要提出自己的战略计划和年度绩效计划，并在年度绩效报告中向国会报告达致的效果。2002年，总统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开发了“项目评估排序工具”(Program Assessment Rating Tool， PART)，并提出一个“预算与绩效整合提议”(Budget and Performance Integration Initiatives)。“项目评估排序工具”对各个项目的管理和绩效进行评估，包括项目的目的、设计、计划、管理、结果和负责程度，来确定项目整体的有效性。尽管这一评估并不会影响各个项目的资金规模，但是，它会公布并向各个部门提出如何改进绩效的建议，随后还要跟踪部门的改进情况。该评估方式实施到2007年的结果表明，它极大地提高了各个部门改进项目绩效的热情，大多数项目现在都已经被评估为“有效果”、“有一定的效果”或“合适”
[193]

 。

OECD各国绩效预算改革的目标基本上可以归为三类。一类是通过支出或政策审查，重新确定支出重点，进而控制支出，最终改进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率；二是建立一个以结果为基础的管理体系，改进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绩效；三是提高预算对政治家和公民的负责程度。有些改革可能更关注其中的某个目标。例如，英国实行的全面支出审查的目标就是将资源重新配置到更关键的领域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过，许多改革都同时兼顾两到三个目标。此外，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改革目标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加拿大)。新绩效预算改革是一项挑战性的事业，它是一个长期的、牵涉范围广而且不断演进的过程。目前，许多OECD国家都经历了十五年的新绩效预算改革，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至少两到三轮的新绩效预算改革，以在公共管理和预算决策中更好地使用绩效信息。
[194]

 根据OECD在2005年对所有成员国(30个成员国中26个回答了问卷)和两个观察国(全部回答了问卷)的问卷调查结果可知，绝大部分OECD国家都有了至少五年实行新绩效预算的经验，超过40％的国家已经有超过十年的经验(图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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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OECD国家在整个政府范围内最早引入产出测量的时间表和百分比

资料来源：OECD. 2007. Performancebudgeting in OECD countries. Paris：OECD Publishing. p. 18。



一些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也在90年代启动新绩效预算改革。比较引人注目的国家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智利、南非等。目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已经建立起注重效果的项目预算体系，同时也向各个部门放权，并实行绩效问责制度。智利很早就开始引入公共部门绩效问责制度，不过，直到最近才开始将预算与绩效联系起来。1999年，南非引入了一个相对全面的以效果为核心的项目预算制度，然而，资金与项目的绩效目标之间至今仍然缺乏明确的联系。其他一些低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引入绩效预算。例如，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在中央和地方层级建立了持续而且成功的多部门协调的预算和绩效管理。玻利维亚和加纳已经开始引入新绩效预算，但是，目前的实施效果仍不是很明显。布基纳法索和马里已经系统地在项目管理中引入新绩效预算，并在政府内部向各个部门放权。但是，由于经验和信息障碍，目前，其预算过程仍不是很注重效果。柬埔寨也开始在其公共财政管理改革中引入新绩效预算，不过，主要集中在教育和卫生领域。在90年代，泰国也开始启动了新绩效预算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是否向部门放权，泰国财政部采取了一种“跨栏管理”的制度：只要部门在内部控制方面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就给它放权，将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和自由度赋予部门，否则仍然进行控制。
[195]




 二、新绩效预算的特征与优点

新绩效预算希望预算过程中各个层级的决策者更好地理解所需要的资源和期望实现的结果之间的关系，将支出与结果联系起来。它主张在一个长远的框架内以及总额约束的条件下，根据核心使命、整体性思考和计划，确定战略目标和支出重点，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正确的活动，对活动进行结果导向的绩效测量，然后分配资源，并在最后评估实现的绩效。
[196]

 尽管每个国家的新绩效预算都具有各自特色，但新绩效预算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点
[197]

 ：


(一)目标和总额上的集中控制


新绩效预算强调在总额约束的条件下，运用战略计划来引导资金配置。在确定财政收支总额和战略目标以及支出重点方面，新绩效预算采取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将权力集中到高层的政策制定者。一般来讲，政策制定者只对支出目标和支出总额进行控制，并规定了这些资金大致的支出方向——例如，规定将某一百分比的资金配置到健康领域(即分类总额控制)。在政策制定者制定了支出目标、支出总额和分类总额后，各个部门才开始编制预算。在此，新绩效预算完全不同于传统预算。在传统预算下，政策制定者一般先等待各个支出部门提交预算要求，然后再形成政府总预算。而在新绩效预算中，高层的政策制定者事先确定了支出重点以及支出的总额限制。因此，传统预算的预算编制是从下到上的，而新绩效预算是从上到下的。
[198]

 目前，绝大多数OECD国家都会通过政府范围的绩效计划或者部门及机构的战略计划，向议会和公众提交关于政策重点、支出重点和明确的绩效目标等信息。例如，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所有部委都要制定包括中期绩效目标在内的战略计划。
[199]



实现资源配置效率，需要政府确立战略目标，并确定目标的优先顺序，评估公共支出对实现这些目标的贡献；它还要求政府能够战略性、评估性地向前展望，确定自己希望实现的目标，并倒回去评估是否实现了预期的结果。这就需要在资源配置中将战略计划和项目评估联系起来。
[200]

 正如澳大利亚预算改革设计师霍姆斯(Malcolm Holmes， 1996)指出的，政府绩效管理的一个关键条件是明确任务和目的。在选择活动之前，公共部门需要知道政治家或公民希望他们完成什么。因此，战略计划就变得非常重要，它为绩效和成本信息确立了一个基本框架和背景；从某种程度而言，它为政策制定和项目选择指明了方向。总之，新绩效预算非常强调运用战略计划引导资金分配。实行新绩效预算的国家都非常重视战略性地配置资源。例如，澳大利亚政府1984年进行预算改革时就明确指出，改革的第一个广泛的目标就是“发展更好的手段来识别和确定预算的轻重缓急，以确保最好的总体结果能够实现，即在可以获得的资源内实现政府的目标”
[201]

 。新西兰的预算改革则要求政府在最高层面确立结果目标。1994年的《财政责任法案》要求政府制定广泛的战略优先顺序，说明大致的政策重点，进而指导政府的预算准备。
[202]

 不过，最强调战略计划的应该是美国。1993年制定的《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明确，要求制定一个全面的战略计划来引导资源配置。

在实行新绩效预算的国家，政府的战略计划最后一般都在预算上具体化为一种约束力比较强的多年期支出框架。这个多年期支出框架通常是建立在对支出的远期估计之上并每年自动向前滚动。
[203]

 这个多年期支出框架非常有助于支出总额的控制。这里以澳大利亚的改革为例，说明新绩效预算对总额控制的积极作用。根据澳大利亚政府1989年的预算报告，任何对于远期底线的偏离都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这就保证了远期估计能够反映为了维持现有项目和政策所需的最低成本，从而就使得远期估计能够有助于实现总体的财政约束。此外，由于远期估计提供了一个能够对支出进行持续不断审查的框架，因此，它也建立起了一个更加具有结构性的预算过程。在这个预算过程中，所有影响预算的提议都必须在这个框架下来考虑，这就使得预算者可以同时考虑这些提议在稀缺资源竞争中的相对重要程度。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支出都是在这种中长期的支出估计中互相竞争并经过审查后形成的，很少有支出可以享受特殊待遇。远期估计体系还使得部长们能够将时间和精力集中到涉及实质性的项目改变的政策活动中去，而不再像从前那样在形成基数估计的过程中考虑各种细节。最后，远期估计体系还鼓励各个部长考虑他们的任何支出决策的跨年度后果，这就使得那些最初成本很低但是在以后年份中将导致大量支出的政策或者项目不易通过。
[204]



为了实现目标和总额上的集中控制，许多国家，尤其是那些从宏观预算层面开始进行预算改革的国家，还致力于将预算过程和政策过程更好地整合起来。例如，在澳大利亚，为了约束支出的膨胀，澳大利亚政府在改革之初就建立了一个支出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由高级部长组成的一个永久性小组，专门负责审查所有新政策提议的预算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委员会还被用来审查现有项目的效果和决定重大的改动甚至取消一个项目——这主要发生于存在明显成本—效益低下的情况。
[205]

 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控制支出膨胀，加拿大政府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重新评估政策和预算决策。该委员会最后的结论是，加拿大的政策决策和资金配置之间缺乏协调，而且也没有机制来进行系统性的评估或者长期的预算计划。所以，1979年，加拿大实施了一个称为“政策和支出管理体系”(Policy and Expenditure Management System)的改革，整合政策制定和公共支出决策，加强内阁的控制，改进支出计划。正如佩特里指出的，这一改革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区别于以前的项目预算：它将运行计划与政府的战略联系在一起，建立一个结构性的公共选择机制，关注的重点是监督结果的实现。
[206]

 如前所述，进入21世纪以来，实行新绩效预算的国家都越来越重视定期开展支出评估，确定政策重点和支出重点，将资源转移到或者重新配置到更加重要的领域。

对于某些新绩效预算改革的支持者来说，战略计划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实践中，制定战略计划是非常困难的，运用战略计划引导资金分配则更加困难。因此，对于战略计划，尤其是全面性的政府范围的战略计划，各国强调的程度有所不同；而且，在不同的时间，对它的重视程度也不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澳大利亚要求所有的机构都遵守一个强制性的、规定性的战略计划程序。然而现在，澳大利亚已经放弃了这种制定全面的、整体性的战略计划的努力，而主要由各个机构自行制定战略计划。不过，在美国，战略计划则一直是其新绩效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
[207]

 在加拿大的一些地方政府，战略计划的地位也很重要。例如，加拿大哥伦比亚省的新绩效预算就非常重视战略计划。在该省，各个部门都要制定三年工作计划，其内容包括：部长的责任陈述、部门的战略计划、目标和核心业务领域、绩效指标和目标、与政府战略计划的一致程度、资源。
[208]




(二)手段分权


传统预算模式在预算执行中对各个支出部门进行严格的外部控制，由核心预算机构从外部对各个部门的支出决策与支出行为进行事前审查。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放松外部控制转而采取内部控制，由各个部门自己进行预算和财务方面的内部控制。无论外部控制还是内部控制，支出控制的重点都是基于详细的预算科目体系分解的预算投入。新绩效预算则放弃了这些控制，转而采取一种管理责任的支出控制模式，将支出控制的重点从投入转到了产出或结果，在赋予各个部门支出灵活性的同时，要求支出机构承担起对于产出或结果的管理决策的责任。
[209]



在这种模式下，在政策制定者决定了大致的支出方向和支出总额后，管理者可以像商业部门的经理那样灵活地、创造性地根据环境的变化使用资金。管理者可以自由地决定用多少资金来雇用职员，如何支付他们的工资，购买哪些设备等，可以将某一支出项目的资金移到其他支出项目。总而言之，在这种模式下，对支出机构的支出决策及其预算交易的控制程度是很小的，支出机构的管理者在进行支出前并不需要获得一个外部机构(例如财政部)的同意，支出机构自己就是支出或者预算交易合法性或恰当性的最后决定者。同时，支出审计是事后的，而且是集中在结果而不是投入。
[210]

 此外，为了克服传统预算模式下普遍存在的“年底突击花钱”现象，鼓励节约与创新，新绩效预算还允许支出部门及其管理者将预算节余的全部或者一部分转到下一预算年度去使用，甚至可以将预算节余的一定比例用于奖励组织成员。这类似于企业管理中的“利润分享”计划。而在传统预算下，这些分权型激励措施都是不允许的。正是由于新绩效预算试图通过放权和利润分享使得政府部门的管理者能够像企业家那样去行动，所以，它也被称为“企业家预算”
[211]

 或者“分权预算”。
[212]



新绩效预算还存在一个让人非常困惑的地方，那就是它将集权与分权同时构建到一个预算模式中。这似乎是矛盾的、不可能的。然而，正如佩罗(Perrow， 1977)指出的，为了分权，组织常常需要先集权。
[213]

 在此基础上，科塞指出，在预算模式中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是可能的。
[214]

 他认为，如果高层的政策制定者相信他们制定的目标会成为更低层级的管理者追求的目标的话，他们就会更加愿意赋予下级更大的自由度来决定如何使用预算拨款。当然，“为了达到效果，权力的下放必须伴随着对目标、权力和责任的规定。分权需要事前清楚说明每个行政单位的目的、设定目标和监督与奖赏绩效的程序、一个将每个单位和整个组织的目标联系起来的控制结构”
[215]

 。因此，从理论上来讲，集权与分权是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种预算模式中，而且这种结合似乎可以帮助构建一种更加理想的预算模式。


(三)对结果负责


赋予各个部门及其管理者支出上的自主权和灵活性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各个部门必须有效率地完成他们所选择的项目，最为重要的是，各个部门必须实现他们承诺的结果。“为结果而预算”是新绩效预算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它区别于20世纪50年代绩效预算之处。通常情况下，核心预算机构将与各支出部门签订绩效合同，列出该部门的目标，并将目标按重要性排列，然后要明确测量这些目标，发展出衡量这些目标是否实现的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测量指标，并且要尽可能地将这些指标量化。
[216]

 总而言之，各个部门及其管理者将对结果的实现负责。相应的，对各个部门的审计也从传统的常规审计转变成绩效审计。当然，由于新绩效预算在支出控制中采取的是一种管理责任模式，所以，新绩效审计也是一种事后的审计。核心预算机构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并不控制支出部门的支出活动，它现在只关心支出部门最后是否实现了绩效合同中明确定义的结果。
[217]



由于新绩效预算与50年代绩效预算的差别在于前者的预算重点是结果而后者的预算重点是产出。而且，人们经常容易将产出和结果相混淆，因此，对于理解和实行新绩效预算来说，必须在产出测量和结果测量之间进行区别。表14-1进行了这种比较。从产出和结果测量的差异可以看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于一个支出部门来说，实现结果目标的难度比实现产出目标的难度要大。原因之一：在现实中，影响结果的因素非常多，而有些因素是部门不能控制的。也就是说，影响产出的绝大部分因素是部门可以控制的，而影响结果的一些因素甚至许多因素是部门不能控制的。不难预期，如果支出部门的管理者意识到，一方面结果目标实现的难度非常大；另一方面，假如结果目标不能实现，他们就要承担管理责任的时候。一旦核心预算机构要实行新绩效预算，各个部门就一定会要求核心预算机构放权，将使用资金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下放给自己。因为，在部门看来，如果没有这种支出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它们就很难根据环境变化和自身特点来选择最有效率的生产公共服务的投入组合。一旦部门自己无法灵活选择投入组合，就有可能出现因部门无法完成结果目标而必须承担相应责任的情况，这是部门不情愿接受的结果。这或许也是新绩效预算必须采取管理责任这种支出控制模式的原因之一。

表14-1　美国联邦政府部门的产出测量和结果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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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BO(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1993. Using performance measures in theFederal Budget Office. Washington， D. C.：Congress of USA. p. 4。




(四)预算透明与沟通改善


新绩效预算非常重视预算透明与沟通改善。预算透明是指政府应该尽可能地对选举官员、公民、利益集团等利益相关者开放和透明；沟通改善意味着政府应该提供关于项目、结果和成本方面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的表达必须保证让各个利益相关者都能明白。
[218]



为了做到预算透明和沟通改善，实行新绩效预算的国家都做了许多努力。例如，加拿大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改革收入和支出的记录方式，开始考虑将原来使用范围比较有限的权责发生制会计运用到整个会计和预算体系。同时，加拿大政府也做出巨大的努力来增加预算过程的透明度，预算过程现在更加开放和更容易被公众审查。以前，一般是到了预算决策的后期，公众才有可能了解预算数字和主要变化。现在，这些信息都提前向公众公开，征求公众的意见。此外，政府向公众所提供的预算信息质量也大大地提高了。这些都使得公众能够更好地监督和评估管理者的绩效。
[219]

 可见，新绩效预算要求的是一种更高层面的预算透明，包括真实的财政状况(通过使用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和预算体系)，使得预算过程更加开放，信息更容易获得。它所强调的沟通改善工作也主要是指政府应该采用结果导向的新绩效预算，用这样的预算向议会和公民展示支出预期要达致的结果。

新绩效预算对于预算透明和改善沟通的重视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对于政府部门是否实现了预算结果，最权威的评价者是公民(政府公共服务的消费者)及其代表(即选举官员)。对于这些利益相关者来说，只有当预算是高度透明的，而且关于政府项目、成本和结果方面的信息是非常容易获得并容易理解的时候，他们才能准确地判断政府预算是否实现了预算结果。可见，预算透明和沟通改善这两个概念与绩效问责(performance accountability)概念紧密相关。
[220]



由于新绩效预算的以上这些特征，目前，越来越多的实践者和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新绩效预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非常理想的预算模式。2004年12月，IBM公共部门研究中心召集实行新绩效预算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者汇聚美国华盛顿特区，交流改革经验，参会者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埃及、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坦桑尼亚、乌干达。与会者一致认为，结果导向的绩效预算是值得追求和应该追求的预算模式，而且也是一种真正能够实现财政问责的模式，它还能显著地提高政策质量和管理水平。
[221]

 总的说来，新绩效预算具有如下优点：

第一，从“手段”到“目的”

传统预算模式也有它的绩效追求，但是，它所强调的是一种“遵从绩效”。遵从绩效关注的重点是预算投入的使用是否严格遵守财经纪律，例如是否严格遵守预算上限、事前分配的额度、特定的采购程序和支付程序等。传统预算希望通过对预算投入的控制来实现预算的目标，即向公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在这种模式下，遵守各种财经纪律的支出部门通常就被视为有“绩效”的部门。但是，这种绩效模式最终导致“手段替代目的”，即预算管理者会将控制的重点集中到对于资金使用规则的遵守，久而久之，无论是核心预算机构还是支出部门都会忘记甚至忽略使用纳税人税收的真正目的，最后就会形成一种只重视控制投入或者为控制而控制，进而忽略了支出的最终目的的官僚思维。
[222]



绩效预算将预算决策的重点从投入(花了多少钱)转向了产出(生产了多少公共服务)，从而将效率绩效引入了公共预算。效率绩效关注的是生产公共服务的效率，即单位成本生产出的公共服务的数量。由于绩效预算强调预算资金的配置必须与某种明确的产出相关，这就使得预算资源的配置与公共支出的最终目的更加接近。但是，这样理解的绩效仍然存在着问题。因为，公共支出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某种产出，而是为了解决某种社会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即使财政资金使用后高效率地生产出了一定数量的产出，公民希望政府解决的问题可能仍然存在。
[223]

 新绩效预算强调的是结果绩效，即一定数量的公共资金支出之后必须实现某种社会期望的结果。在新绩效预算中，核心预算机构放弃了对预算拨款的使用情况进行严格控制的传统模式。但是，这种分权是有条件的，它要求支出机构必须确保实现某种社会所希望的预算结果。如果资金支出后没有实现预期的结果，支出机构的负责人就要承担管理上的责任。
[224]

 所以，新绩效预算使得预算改革最终完成了从“手段”到“目的”的转移。

第二，改变支出机构的动机

过去两百年的预算实践表明，支出部门存在着一种支出冲动。尼斯坎南将这种支出冲动概括为“官僚预算最大化理论”
[225]

 。虽然尼斯坎南模型的解释力度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是，在传统预算模式下，这种支出冲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传统预算模式强调的是一种遵从绩效。在该模式下，只要支出机构严格按照预算进行支出，同时严格遵守了行政或者会计上的各种规则与程序，那么，即使资金使用后没有生产出什么实际的产出或结果，支出机构及其管理者都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换言之，资金的供给者(预算机构、政府首脑和议会)并不要求支出机构提供某种“明确的”产出或结果作为回报。于是，支出机构就会倾向于向核心预算机构和议会要更多的资金。因为，这种“钱”花起来实在很容易。

在过去两百多年中，各国议会和核心预算机构主要采取两种方式来制约支出机构的这种“要钱”和“花钱”冲动：(1)加强议会和核心预算机构的监督和审查能力(尤其是信息收集和处理方面的能力)来克服预算审查中的信息不对称；(2)为各个部门设置一个预算控制数或者一个定额。但是，这些办法都不是很成功。因为，信息收集与分析是需要成本的。而且，由于支出机构控制了实际的生产过程，支出机构总是拥有更多的信息。所以，第一种方法至多只能缩小信息不对称，却无法消灭这种不对称。同时，设置预算定额的办法也是可以被支出部门突破的，尤其是在缺乏财政总额约束而且核心预算机构在无法抵制政治家的支出压力的环境中更是如此。

正如委托—代理理论所说的，克服代理成本的关键在于设计一种有效率的激励合同来改变代理人的动机，而不是建立无穷无尽的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控制。新绩效预算正是这样一种旨在改变支出机构动机的预算模式。在新绩效预算的资源配置过程中，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机构签订绩效合同，将支出机构的预算要求与部门承诺实现的与政府的战略目标相关的结果联系起来，而且，支出机构在使用了预算经费后必须实现该结果，否则就要承担管理责任。最近的一些研究已经发现，在这种模式下，支出机构将会通过重组机构来更好地实现目标而不是去追求预算最大化。
[226]

 这种预算模式之所以能够改变支出机构的动机是因为，在这种预算模式下，预算经费支出后必须根据绩效合同中承诺的绩效向核心预算机构、议会乃至公众展示结果的实现程度，比如，警察局在支出了经费后必须将社区的犯罪率下降到某个百分点。简单地说，在这种模式下，资金花费后的管理责任是非常明确的，钱花了后必须确保结果实现。总之，在这种模式下，由于“钱”是不好花的“钱”，支出机构就不敢再随意地乱要“钱”和乱花“钱”。

第三，鼓励创新与节约

在新绩效预算下，核心预算机构放弃了传统预算中实行的那种严格的“外部控制”，管理者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以及部门的特点来选择最佳的投入组合方式生产公共服务，可以将资金从一个科目转移到另一个科目，甚至从一个项目转移到另一个项目。
[227]

 支出方面的灵活性使得支出部门有条件在管理上进行创新，同时，绩效合同中确定的支出部门在结果上的责任也迫使管理者进行管理创新。所以，这种预算模式有助于鼓励管理者进行创新。
[228]



另外，新绩效预算中实施的“利润分享”计划允许各个部门将一定比例(例如30％到50％)的预算节余转到下一个预算年度使用。这使得部门管理者不再像以前那样担心他们在这一预算年度没有用完的拨款会被核心预算机构收走，这也使得他们不再担心预算节余的出现会导致核心预算机构、政府首脑或议会在下一个预算年度削减本部门的预算拨款，因而有助于克服传统预算模式下各国政府都普遍存在的“年底突击花钱的冲动”。而且，“利润分享”计划允许支出部门将一部分预算节余用于奖励员工，这就将节约资金、减少浪费的动机植入了管理者的动机结构。
[229]



第四，易于操作

与以前的理性预算改革模式相比，例如与计划项目预算与零基预算相比，新绩效预算比较简单。它不像零基预算那样要求对所有的支出项目进行全面的评估和审查，并进行排序。它也不像计划项目预算那样在预算编制的过程中要仔细分析和建立项目，并要进行非常复杂的社会成本与收益分析，而是确定一个支出的总额和大致的分类总额，然后再启动预算编制。因此，正如希克所说的，新绩效预算所需要的预算信息的规模与数量比以前的理性预算改革模式都要小，它所导致的信息负担也相对要小。
[230]




 三、新绩效预算的基本框架

新绩效预算的目标是将资源与绩效联结起来，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共资金的“货币价值”。尽管在实践中，各国联结资源与绩效的方式不同，但它们基本上都强调在总额约束的条件下根据政策目标，战略性地将资源配置到更加重要的领域，并运用绩效信息来引导预算决策。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确保在战略目标、结果和产出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分配绩效责任。图14-2的金字塔描述了战略、结果和产出目标之间的关系。每个战略目标至少必须有一个相关联的结果目标，而该结果目标也必须至少与一个(通常是很多个)产出目标相联系。
[231]



在此，需要明确的是，虽然新绩效预算的决策重点是支出实现的结果，但是，它仍然需要关于公共部门活动必然会涉及的投入和产出信息。而且，公共部门的结果经常要受环境的影响。图14-3展示了公共部门活动的资源、投入、产出与结果之间的关联，以及外部环境对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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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　战略、结果和产出目标

资料来源：[美]约翰逊·布鲁尔：《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以绩效预算为实施方向》，刘昆主编《绩效预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image: ]


图14-3　绩效链条及其环境

资料来源：OECD. 2007. Performancebudgeting in OECD countries. Paris：OECD Publishing. p. 194。




(一)联结绩效与资源：两个关键


尽管各国的实践不同，但是，新绩效预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或部分：(1)确定支出重点(expenditure prioritization)；(2)设定绩效目标(performance targets)。不过，在这两个问题上，各国的处理方式各有不同，但又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

确定支出重点

确定支出重点是指在预算编制之前，要明确政府关键性的战略目标、政策重点进而确定支出重点，重新配置资源。它要求政府战略性地制定政策，为实现跨年度的战略目标确定政策重点和支出重点(expenditure priorities)，将资源从不重要的领域重新配置到关键性的领域。OECD国家采用了许多方式和预算制度来实现这一目标，包括中期支出框架、各种财经纪律的规则、支出审查等。有些国家强调通过整体性地在政府层面制定战略计划，并落实成部门的战略计划，来确定政府的支出重点，例如，美国、加拿大以及受美国模式影响甚深的韩国。另一些国家则不这样强调整体性的战略计划，而采取其他的方式来根据战略目标确定支出重点。例如，英国等国定期采取支出审查，并在此基础上要求部门制定未来三年的支出计划。
[232]



当然，无论哪种模式，都必须开展支出审查，并在此基础上战略性地对支出进行规划。对于支出审查来说，项目评估非常关键。一般的，大部分项目评估都是由各个支出部门做的。不过，支出审查不同于普通的项目和政策评估，因为，支出审查通常都是由核心预算机构主导的，更关注于在整个政府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替代性的资金水平将会带来的结果。它可以是随时的、任意的，也可以是系统性的，它既可以是年度预算的一部分，也可以与之分离。一些国家采取非常规性的支出审查。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例如，加拿大政府在1994年财政危机时期采用的“加拿大项目审查”(Canadian Program Review)。在该审查中，财政部制定了各个部门必须遵守的支出削减目标，规定了各个部门应该如何进行项目审查(评估项目的目标和目的、对社会的影响、该项目是否应该由政府提供、改进项目效率的手段和方式等)。在此基础上，部门开展项目审查，制订各自的行动计划，其中需要确定它们自己的战略重点以及替代的项目或活动。另一些国家则建立了整个政府层面的支出重新配置机制，对整个政府层面的支出展开系统性的全面审查。例如，英国1998年以来采取的全面支出审查，荷兰1981年采取的部门间政策审查(interdepartmental policy reviews)，新西兰2001年采取的货币价值审查(value for money reviews)。目前，英国和荷兰的支出审查被公认为是比较成功的。不过，两者也有所不同。英国采取的是一个全面的支出审查，并在政府内部进行支出再配置，而荷兰则主要是每年集中审查某些(通常是10个左右)政策领域。至于新西兰的支出审查则实行起来难度非常大。例如在2002年的审查中，内阁最后同意了17个审查，但是，尽管这些审查都提出了新的替代性支出计划，最后却只出现了两个支出重新配置的情况。
[233]



支出审查的目的是跨部门进行资源再配置。但是，这需要核心预算机构的权力比较大，而且有很强的政治支持。在议会内阁制国家，内阁领袖的支持非常重要；在美国这样的总统制国家，还需要议会的支持。总体说来，目前在OECD国家，政府层面发生的跨部门的资源再配置仍然不是很显著。在支出审查中，过去项目的绩效水平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它与支出削减和增加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因为，预算决策是在政治环境中做出的，绩效水平只是影响因素之一。支出审查之后，部门要提交新的支出计划，并需要向核心预算机构说明它们是否做到了将资源配置到更关键的领域，增加了什么活动，取消了什么活动，资金水平发生了什么变化，如何改进服务的效率，等等。而且，这个支出计划应该是跨年度的。

设定绩效目标

一旦支出重点确定之后，项目的选择就具备了方向。在项目预算的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为确定的项目或活动设定明确而且可行的绩效目标。在新绩效预算中，设定绩效目标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有助于改进项目支出的效果(通过明确结果目标)或者效率(通过产出目标)，或者同时对两者进行改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在预算决策中运用绩效信息，为支出项目或计划的活动设定绩效目标，建立一个以绩效为基础的预算管理，不断改进管理水平。根据OECD(2005)的定义，绩效信息是包括“评估(evaluations)与绩效指标(performance measures)”
[234]

 。当然，仅仅是绩效目标不能构成绩效预算，绩效预算的核心是将资金与效果挂钩。新绩效预算需要将绩效目标与预算整合起来，即将资金水平与设定的绩效目标相匹配，绩效目标越高，可能给予的资金越多，反之则越少。美国1993年的改革就明确提出了这一思路，布什政府也一直致力于实现这种整合。
[235]



目前，美国1993年建立起来的绩效预算框架，尤其是在战略计划的指导下制定出来的年度绩效计划，就是一种非常有影响的绩效目标设定模式。年度绩效计划的核心工作就是设定明确的、可测量的年度绩效目标。另外一种影响较大的模式则主要运用“合同”的形式来设定绩效目标，即政府首脑与部长签订服务合同，部长再与每个机构负责人协商一个服务合同，并在其中就每个服务项目设定绩效目标。英国的“公共服务合同”就是这种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模式。公共服务合同实质上就是一个设定了每个机构的关键方向以及一系列绩效目标的文件，而且，绩效目标设定过程是与一个多年期的预算过程结合起来的。
[236]

 从这个层面看，或许英国模式是最大规模地将绩效目标与预算过程结合起来的模式。

新绩效预算强调在预算决策和管理中使用绩效信息，尤其当它将绩效目标的设定与预算过程联接起来时，更加强调绩效信息的重要性。目前，在OECD国家开发绩效信息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将近有3/4的国家都在其预算文件中包括各种与绩效相关的非财政类信息。不过，不同国家评估非财政类绩效信息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图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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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4　何种类型的绩效信息被发展出来评估政府的绩效？

资料来源：OECD. 2007. Performancebudgeting in OECD countries. Paris：OECD Publishing. p. 19。




(二)美国模式


美国模式非常强调在绩效预算中使用整体性的战略计划。它强调将战略计划、年度绩效计划和年度绩效报告有序地结合起来，以帮助决策者根据提供的绩效信息确定支出的优先顺序、资源分配和项目水平。美国的绩效预算包括(布鲁尔，2007)：(1)战略计划，包括机构的使命，一系列长期目标，以及机构主要项目和功能的目标；(2)年度绩效计划，包括对于某一个特定财政年度的可测量的绩效目标，包括机构所有项目和功能，通常展现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绩效目标的年度数据；(3)年度绩效报告，用于比较绩效计划中的目标与实际绩效，每年进行一次。
[237]



战略计划

各国的改革者都意识到，制定战略计划非常困难，运用它来指导资金分配则更难。但是，战略计划仍是美国等国的预算改革者关注的重点。这主要是因为，战略计划能够为绩效和成本信息确立了一个基本框架和背景。对任何组织来说，无论是为了评估绩效，还是为了实现绩效而分配资源，都必须首先明确打算做什么，为什么必须做这些事情。出于这个原因，这些国家在推行绩效预算改革时通常在一开始就对战略计划而不是绩效测量给予非常大的关注。在一些改革者看来，缺乏战略计划的绩效信息是无用的。当然，无视资源约束的战略计划也是毫无意义的。

美国的绩效预算要求，各个部门使用战略计划来明确它们自身的大部分结果目标。一个战略规划包括使命的阐述和一系列长期目标(主要是结果目标)。使命阐述描述了部门的核心任务、意图与责任；长期目标则描述部门将如何履行其使命，它必须包括部门的主要项目和功能。
[238]

 图14-5是美国环境署的战略计划。

EPA的使命是保护人类健康

目标1：净化空气

目标2：保护和净化水资源

目标3：保护食物安全

目标4：减少污染和减少社区、家庭和生态系统的危险

目标5：改善废物管理、存储

目标6：减少全球范围的环境污染风险

目标7：提高环境信息的质量

目标8：提高对环境危险的理解，环境污染研究的更大创新　　　　　　　　　　

目标9：抵制污染、更好的遵守此项法律

目标10：有效的管理

图14-5　环境署(EPA)2000—2005财政年度战略规划：使命陈述和10年目标

资料来源：[美]约翰逊·布鲁尔：《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以绩效预算为实施方向》，见刘昆主编《绩效预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年度绩效计划

绩效信息有助于决策者更好地进行政策讨论，改善决策质量，改进资源配置效率。在资源分配中，即使无法最终运用结果来分配资源，绩效预算也能够在预算决策中把决策者(申请者和审批者)关注的焦点引导到如下问题
[239]

 ：

希望实现的结果是什么？

对于实现这个结果来说，哪些手段、途径(实际上活动或项目选择)是最有效的？

为什么说它们是最有效的(因果关系)？

这些活动的结果现状如何？如何进一步改进(纵向标杆、横向标杆、理想标杆)？

图14-6说明了美国环境署如何在年度绩效计划中对目标进行绩效测量，进而设定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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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6　2003财政年度环境署年度绩效计划目标的说明、目的和绩效测量




(三)英国模式


英国目前推行的新绩效预算，其基础是1998年的预算改革。1998年的预算改革为英国建立了一个现代的公共支出和绩效管理框架。除了以总额控制为目标的财政规则体系之外，英国的新绩效预算还包括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首先是一个以全面的支出审查为基础的“多年支出计划”(multiannual expenditure planning)，其次是设定绩效目标的公共服务合同(public service agreement，PSA)。这一框架为在一个中期乃至长期的时间框架内制订审慎而有效率的支出计划提供了支持。
[240]



全面的支出审查

支出审查的目的是将资金重新配置到关键的领域去，改变政策重点以使资金花得更好，确保各个部门能更好地一起工作以改善公共服务，剔出不需要的或者浪费性的支出。
[241]

 随着其有效实施，英国开始用一个多年期的、全面的支出审查取代了已实行30年的渐进性年度预算，此项审查通常每两年或三年开展一次。全面的支出审查每隔两到三年举行一次，每个部门自下而上地根据目前的支出压力、改进效率的机会、新政策提议的成本详细审查自己的支出，向财政部提出一个未来三年的支出申请。不过，支出审查不是一个完全自下而上的过程，而是在财政部门的领导下进行的。对部门资源申请的评估有两个限制：一是关于日常支出的封顶线(envelopes)；二是关于资本性支出的封顶线(envelopes)。这个自上而下的约束是在支出审查年份启动之初(一般在3月份)就确定的，以确保各个部门形成的支出计划与一个多年期的收入预测相一致，确保形成的支出计划是与政府在中期内的财政规则相一致。
[242]

 在这个广泛的支出封顶中，总的公共支出被分为两类以方便制定支出计划
[243]

 ：

年度管理的支出(annually managed expenditure， AME)。这部分支出是一些变动大、需求引导或者对经济周期敏感的支出，很难在一个多年的基础上做出计划。这一类支出包括债务利息、社会保障以及一些小的支出项目。尽管支出审查包括对年度管理的支出的不同部分的自下而上的预测，但是，它对这一类支出并没有给予任何名义的限制，而且预测也会在随后的预算和预算前的报告中更新。

部门支出限制(departmental expenditure limits， DEL)。这部分支出包括许多传统的公共服务，例如卫生、教育、交通、警察和国防。对于这些支出，政府将之分为日常和资本性支出，并设置了一些三年期的名义支出上限(threeyear nominal expenditure ceilings)。对于各个部门来说，这些上限在四年的时间内对议会拨款施加了一个事前限制。一般来讲，在支出审查之间，除非是为了反应分类的变化和未预见的支出需要，这些上限是具有很强约束力的。不过，政府专门设置了一个数额较小的部门支出限制储备(DEL reserve)。这个三年期的部门支出限制并不具备法律地位(不需经过议会表决)，议会拨付给政府部门且具有法律性质的款项仍是年度性的，它主要体现在所谓的议会供给估算(parliamentary supply estimates)过程中。但是，这一改革要求各个部门在提交年度预算申请时尊重它们的三年期限制，而且，这个年度预算申请必须经财政部同意。

支出审查年度的六月份，政府一般都要给议会提交政府支出审查白皮书。一般来说，白皮书都会对25个主要政府部门的两类数据进行全面预测：一是部门年度管理支出；二是部门三年期支出限制。1997年以来，英国政府已经开展了五次支出审查，时间分别是1998年、2000年、2002年、2004年、2007年。
[244]



公共服务合同

实行公共服务合同的目的是明确各级官员或管理者应该负责的绩效目标，使得资金的使用更加负责，同时赋予管理者更多的自主性。从1998年实行全面的支出审查开始，各个部门在制订三年期支出限制时，必须确定一系列政府支出之后预期实现的多年期绩效目标(performance objectives)，该目标必须以结果为基础。这些绩效目标将在公共服务合同中以一种定量的方式明确下来。公共服务合同一般是与政府的三年支出计划一起准备和发表的。
[245]

 公共服务合同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246]

 ：

目的：用于陈述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希望实现的高层级的、长期性的战略目标(aim)，以及对实现这一目的具体负责的部长和高级官员；

目标：一套有助于实现某个战略目的之更加具体的目标(objectives)；

绩效目标：对于绝大部分目标，以绩效目标或者指标(performance targets or indicators)的方式设定具体的、可测量的、可实现的、相关的、及时的、以结果为中心的目标；

技术说明：描述每个绩效指标是如何测量、监督和报告的。这个测量附录(measurement annex)阐述了关于底线的详细信息、对绩效指标的具体说明、用于追踪进展情况的数据来源、报告的频率、负责确认数据质量的官员姓名、表明正在不断进步的最小限度的活动；

供给策略：用一个详细的供给策略(delivery strategy)来规划每个政府部门或者机构如何为实现战略目的、具体目标，以及何种绩效指标将作出贡献。

图14-7　描述了公共服务合同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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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7　公共服务合同的基本框架

资料来源：OECD. 2007. Performancebudgeting in OECD countries. Paris：OECD Publishing. p. 196。




 四、绩效合同：合同预算

新绩效预算的核心在于签订绩效合同，在合同中将支出与绩效连接起来。绩效合同的签订将传统预算中存在的隐性合同关系转化成显性合同关系，从而将公共预算转变成一种合同预算。在传统预算中，各个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等级制的，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机构之间不是平等的合同关系，而是一种命令与控制的等级制关系；各个支出部门内部的预算关系也是一种等级制关系，上级机构对于下级机构的支出行为可以运用命令的方式进行控制。这种等级制的预算强调对行为和结果进行全面的监督和评估，通过标准化的运行程序来约束行为，并通过组织结构来影响预算过程。
[247]

 但是，在新绩效预算中，各个组织之间的预算关系从一种等级制的关系转变成为平等的讨价还价的合同关系。
[248]



核心预算机构和支出部门之间的这种合同关系主要体现在绩效合同中。而且，正是依赖于绩效合同的签订，核心预算机构和支出部门之间的预算关系才被转变成一种合同关系。绩效合同是由核心预算机构和各个支出部门之间按照一种与市场上讨价还价逻辑相同的方式协商决定的，它们一般都要明确核心预算机构下放给部门的支出自主权，以及各个部门在绩效上作出的合理而可靠的承诺。所以，绩效合同一般都包括支出部门所需要的资金水平、支出上的权力、资金使用后的产出和结果以及测量产出和结果的绩效指标。例如，英国在1982年实行财政管理创新改革时就将预算定义为一个“以绩效为目的的合同”，在其中，各个部门承诺它们将实现某个具体的目标来换取一定的资源。1998年的改革，更是明确地采取了“公共服务合同”的方式来明确责任。加拿大在1986年实行了“提高部委权力和公共责任”的改革，在赋予各个部委支出自主权的同时，要求各个部委在结果上承担责任，即要求各个部门保证实现某种预期的结果。为此，加拿大的财政委员会和各个部门一个个地进行协商，最后达成不同的“理解备忘录”，即绩效合同。在协商的过程中，除了所有部门都可以享受的支出自由之外，各个部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要求更多的放权，但是，各个部门都要确立自己的履行支出责任的方式，即如何确保自己的支出最后能够实现预期的结果。
[249]



新绩效预算希望在预算与绩效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将资金分配给那些在绩效评估方面合理的部门或者项目。因此，实行新绩效预算的国家都要求，各个部门在正式获得支出之前必须对支出要求进行以结果为核心的绩效评估。根据科依的观点，公共预算的基本问题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即根据什么决定将某一数量的资金配置给活动A而不是活动。
[250]

 对于这个问题，新绩效预算的回答是：在比较了项目A与项目B实现的结果以及它们所需的成本的基础上配置资源。
[251]

 这样形成的关于结果的预算信息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政府首脑和议会)决定如何将稀缺的资源配置到互相竞争的项目上去。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从根本上区别于以投入为重点的传统预算模式。在传统预算模式中，资源配置主要是在分项列支的预算科目的基数上进行边际增减来进行的，支出科目之间并没有竞争性的比较。这种模式关心的是花了多少钱、花得是否符合规则、是不是每个项目都得到了“公平的”增加份额，而不是钱花了之后实现了什么结果。而在新绩效预算中，资源配置主要是在各个部门或者项目预期实现的结果之间进行权衡，预算决策者关心的是各个项目不同的结果水平以及相应的资金水平。
[252]

 目前，许多OECD成员国都在努力运用结果测量所提供的信息来配置资源。例如，1993年8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政府绩效和结果法案”。该法案的目的是，将政府管理的重点从投入转向产出和结果、从过程转向后果、从服从转向绩效、从管理控制转向管理创新。根据该法案，联邦的预算与管理办公室(OMB)制定了新的“准备和提交预算估计”规定，要求各个部门在为项目进行辩护和要求拨款时，必须明确产出和结果并对它们进行测量。正如麦克费雷和琼斯(McCaffery&Jones， 2001)指出的，这一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将绩效变成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
[253]



在新绩效预算中，一个部门或者项目能否得到预算拨款、能得到多少预算拨款，关键取决于它是否有合理的而且是可以被测量的结果。由于公共部门的结果或者目标是多样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比较抽象的，因此，新绩效预算的实施依赖于发展出一套绩效测量体系，将抽象的政府部门希望实现的结果具体化为一些可以操作的绩效指标。当然，虽然新绩效预算特别强调结果测量，但是，在它的绩效合同中，对预算投入和产出进行测量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关于投入和产出的信息对于衡量生产公共服务的效率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关于效率的信息有助于决策者了解项目的实际成本，也就是说，有助于了解为实现某个结果目标到底应该给某个部门或者项目多少资金。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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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8　在政府范围内开展绩效测量的最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如图14-8表明的，目前，实行新绩效预算的国家大部分(26个)都采用了绩效测量的方式。不过，根据OECD在2005年完成的问卷调查，不同国家实施绩效测量的时间长短不同，一小部分国家(11％)已经开展了10多年的绩效测量，34％的国家仍处于试点或者开展绩效测量的尝试性阶段。不过，总体来说，即使在2005年，81％的国家已经不再是试点，而且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都会选择全部项目，或者大多数项目，或者一些项目进行了一种将产出和结果结合起来的绩效测量。
[255]



新绩效预算的决策重点是结果。因此，对于判断一个政府的预算模式是否是新绩效预算以及它的新绩效预算发展到什么程度来说，关键是看，它的绩效测量在多大程度上是以结果为主的。根据这一标准，下面分析美国三个地方政府在2002—2003年间实行的新绩效预算：仍然处于实验阶段的亚利桑那州的新绩效预算、处于改进阶段的得克萨斯州的新绩效预算、已经处于制度化阶段的佛罗里达州的新绩效预算。
[256]



亚利桑那州

亚利桑那州从1993年开始实施名为“战略计划与预算”的预算改革。首先对所有项目进行识别、分类和归类，发展出一个合理的项目结构。然后，对于所有识别出的项目，形成战略计划并进行绩效测量。最后，将战略计划、绩效测量与预算联系起来。每个项目都有一个或者多个目标以及相应的绩效测量与配置的资源，而且要求与以前的预算年度进行比较。虽然该州的预算改革明确希望建立一种以结果为主的绩效测量，但是，实际的预算采用了五种绩效测量：投入、产出、结果、质量和效率。由于，结果导向的绩效测量指标在该州的预算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比较少，该州的绩效测量主要是产出导向的。图14-9展示了亚利桑那州经济安全部老工人项目2001年结果预算的格式
[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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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9　亚利桑那州经济安全部的结果预算(2001预算年度)



得克萨斯州

得克萨斯州是最早采用结果导向预算的几个州政府之一。1991年，它开始采用称之为“战略计划与预算”的预算改革。州议会要求州内的所有机构、部门和项目都要在一个计划和预算体系内运作，该体系要求预算的重点是结果而不是投入与过程。它要求各个机构都要发展以结果为核心的绩效测量，建立绩效计划与目标，并将绩效目标与预算联系在一起。在各个机构、部门和项目的绩效测量与目标建立之后，议会将进行“关键性的测量”。州长的“预算和计划办公室”和“议会预算委员会”将运用这些关键性的测量以及其他绩效测量的信息来决定预算。
[258]



非常独特的是，得克萨斯州的州审计办公室也在预算编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有权评估各机构、部门和项目所运用的结果测量指标。虽然得克萨斯州的新绩效预算也运用了传统绩效预算所依赖的产出和效率测量，但是，结果导向的绩效测量已经在该州的预算决策中占有主导地位。图14-10展示了得克萨斯州防治酒精和药品滥用任务结果预算的格式。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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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0　得克萨斯州防治酒精和药品滥用任务的结果预算(2002和2003预算年度)



佛罗里达州

1994年，佛罗里达州议会通过了《佛罗里达政府绩效和结果法案》。该法案的目标是增加预算在绩效上的公共责任和降低分项列支的财政控制。绝大多数的州政府机构、部门和项目都建立了结果测量体系和结果测量的底线。在此基础上，州预算将预算结果与预算过程联系起来。州政府和议会主要是通过运用一种“购买的方式”来实现预算结果。在1999预算年度之初，在55个主要项目中，有一些已经开始实施“一揽子总额拨款”，即议会或者政府支付一笔总额的预算拨款来向各个机构、部门和项目的负责人购买某种经过绩效测量的预算结果。佛罗里达州的绩效预算在结果导向方面发展得非常成熟，绝大多数的绩效测量指标都是结果导向的。而且，对于每一个项目都形成了多个绩效测量指标，从而更能提高测量的准确性。这种绩效预算也更能向公民和政治家说明每一个项目的目标及其预算最后实现的结果。图14-11展示了佛罗里达州儿童与家庭部门的儿童保护项目2002年结果预算的格式。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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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1　佛罗里达州儿童与家庭部门的结果预算(2002预算年度)



英国的公共服务合同也是一种明确的合同预算。图14-12提供了2007年全面支出审查中制定的教育部门旨在提高英国成年人技能水平的一个公共服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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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2　提高英国成年人技能水平的公共服务合同(2007)

资料来源：Hughes， Richard. 2008. Performance budgeting in the UK：10 Lessons from a decadeof experience. http：//siteresources. worldbank. org/INTMEXICO/Resources/1-4RichardHughesFinal. pdf。




 五、实施的进展与面临的挑战

绩效预算的实施有赖于一些条件，也需要进行艰难的准备，更面临一些巨大的挑战。尽管目前绩效预算已经推行了近30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将绩效信息运用到预算过程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

(一)实施条件

新绩效预算的最近文献表明，在公共部门成功地实行新绩效预算需要具备某些条件。
[261]

 这些条件主要有：

认真设计而且有效运行的绩效测量、报告和管理体系。这样的体系能为高层管理者提供详细的、可靠的、准确的关于各个部门绩效的数据，使得公共管理者能够理解将投入转化成产出再转化成结果的机制与过程。
[262]

 而且，为了在政府范围内准确地测量政府活动的结果和效果，在测量支出结果的过程中，引入公民评估是非常必要的。
[263]

 因为，公民是政府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作为消费者他们最有资格对政府部门花费一定数量的资金之后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和社会效果作出评估。

议会与政府在组织目标及绩效测量上形成一致，从而确保议会理解和支持这种新的预算模式。
[264]

 组织目标的明确以及有效的绩效测量是绩效预算成功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议会和行政部门之间能否在组织目标和绩效测量的指标上形成共识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议会与行政部门不能在这两个问题上达成共识，议会就不可能支持这种新的预算模式。
[265]

 另外，议员或政治家最关心的常常不是在现有的支出项目上改进绩效，而是支持新的支出项目
[266]

 ；同时，他们已经习惯了通过控制政府收支来行使权力，因而也比较习惯于控制型的预算和分项列支的预算格式。而新绩效预算一方面要放松控制，另一方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改变了预算格式。因此，很多议员可能会对新绩效预算没有兴趣。
[267]

 在这种情况下，获得议会的理解和支持就比较困难但又很必要。因此，从根本上讲，新绩效预算的实施需要政治家改变其决策方式和行为模式，支持结果导向的绩效预算，按照绩效预算的要求决策和行动。
[268]



管理者根据新绩效预算的要求改变其决策方式和行为模式，相应地要求政府各个部门每个层级都要改变其组织文化，创建一个以绩效为目标的组织文化。
[269]

 新绩效预算是一种全新的预算模式，更是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模式和公共治理模式。它将预算、政策和管理的重点从投入和规则转向结果，这就要求公共部门的所有管理者改变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行为模式，并在决策和管理中接受和运用基于结果和效果测量的绩效信息。


(二)成效与挑战


新绩效预算的推行在OECD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带来了公共治理的新变化，取得了各种明显的效果。它提供了更加详细的关于政府目标与重点的信息，政府的活动和项目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并与支出重点相一致的信息，以及在实现这些绩效目标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和实际的效果等极其重要的信息。根据OECD(2007)的研究，新绩效预算实施以来各个OECD国家都取得了如下的成效
[270]

 ：

由于新绩效预算建立了一套机制并发展了各种有用的工具以确定中、短期目标，并清楚地表明从各种公共部门的活动中我们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效果，所以，新绩效预算大大地改善了目标设定工作。

新绩效预算极其重视结果导向的绩效，并发展出各种绩效测量和绩效评估工具，这使得绩效信息变成了一个关于绩效的非常有用的信号机制，从而大大地改进了对绩效的监督。

通过引入3年到5年期的中期支出框架，以及对具有长期性结果的强调，新绩效预算使得各国的预算更加重视计划。这既有助于进行总额控制，又有助于将公共资金配置到更加重要的领域。

新绩效预算框架及其绩效信息使得各个部门的管理者可以在项目设计时更加具备战略性，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更好地进行政策管理和项目管理，以实现承诺的绩效，并在预算执行后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估，这些都已经开始极大地改进部门和机构的项目管理水平。目前，OECD国家已经广泛地在绩效预算的基础之上实行了以绩效为基础的管理，大约50％的国家已经有一个绩效管理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不仅要求设定和报告绩效目标，而且要求部门和机构在进行内部决策和管理中使用这些绩效信息。同时，在预算执行中，新绩效预算放权给各个部门和机构，使得它们能够有更多的灵活性开展管理工作，通过改进管理来实现绩效。

绩效信息的开发，尤其是提供了关于结果的信息——包括期望实现的结果和最后实现的效果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的公布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目前，在30个OECD国家中，已有24个国家向公众公布了关于绩效效果的信息。绩效预算明确了公共服务预期实现的结果，并对各种服务的质量制定了标准，这就使得公众能够更加明智地做出选择。

然而，新绩效预算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改革。从OECD国家的实施经验来看，尽管这些国家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改革，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仍然面临很多挑战。目前，仍然没有哪个国家的绩效预算改革已经成功地将绩效信息引入资金的分配。在OECD 2005年开展的问卷调查中，三分之二的答卷者都认为，他们仍没有直接地将绩效结果与拨款联系起来。
[271]

 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共同的挑战包括以下几点：如何改进绩效测量，尤其是改进绩效信息的质量；如何将绩效信息引入预算过程；如何使得决策者更加重视绩效信息。
[272]

 对于现代预算制度仍未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推行新绩效预算面临的挑战则更大。下面分析这些主要的挑战：

测量问题以及绩效信息的质量和相关性

尽管已经进行了10年到20多年的绩效测量，许多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仍然面临挑战，尤其是对结果进行测量。由于政府活动的多种多样，有些活动(产出不可见的，例如政策建议)比另一些活动更难准确地进行测量。而且，即使测量是以产出为主的，有时也很难对某些活动进行准确的测量。
[273]

 当然，结果测量和产出测量面临的挑战是不同的。如果绩效测量只考虑产出，那么就容易发生“目标置换”。所以，需要进行结果测量。然而，结果测量又是非常难的。这主要因为：结果涉及复杂的因素之间的互动；因果之间也有一个时滞，结果的实现从性质上看是长期性的；在某些情况下，有些因素不是政府能够控制和干预的，影响结果的因素很多，除了政府项目的干预和影响之外，还有政府部门和项目管理者不能控制的其他影响因素，例如任务环境。这意味着需要一种与产出和投入控制不同的“归因”或“确定贡献”的方式，而这又意味着需要改变现有的责任方式和奖励机制。
[274]

 总而言之，由于投入和产出比结果或效果容易测量，而且，更便于管理者进行控制，所以，政府部门运用结果和效果作为测量绩效的指标就比较容易面临许多挑战。
[275]



此外，测量成本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尽管新绩效预算的信息负担比零基预算等要小，但是，它仍然需要支付成本。新绩效预算要求收集所有竞争资金的机构和项目的绩效指标，然而，由于以下三个原因，在如此广泛的范围收集关于结果和效果的指标必须付出较高的成本
[276]

 ：(1)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收集关于结果和效果的绩效指标所花的时间是非常大的。一次评估平均要花费工作人员三个月到两年多的时间；(2)对项目的结果和效果进行评估也是很花钱的。通常要花0.5％—1％的项目拨款；(3)不同的机构和项目，测量结果和效果的难度和成本也是不同的。对于那些目标含糊不清的项目和机构，测量的难度和成本就很大，因此，这些机构和项目运用结果和效果的指标来测量绩效的动机就会比较弱。在这些情况下，政府部门就没有积极性去运用结果和效果。

最后，绩效信息的质量及其与决策的相关性也是必须考虑的，它们将影响绩效信息的使用情况以及决策的质量。在OECD国家，向议会提交绩效信息的国家大幅度上升。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政治家都在抱怨提交的绩效信息太多，而信息的质量及其与政策的相关度则参差不齐。而且，绩效信息不是以一种清楚和全面的方式提交的。此外，绩效信息的提交没有照顾到议会和政府首脑对于信息的特殊要求，而这对于绩效信息能否影响决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向政治家提交绩效信息的时机也是非常关键的。
[277]

 目前，许多OECD国家都在推动进一步的改革，提高绩效信息的质量和相关度。根据OECD在2005年完成的调查，各国都反映，在过去五年中，绩效信息的质量一直在改进。但是，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大，各个国家财政部中均有50％的受调查者认为，各个部门提交的成本—效果分析以及资金价值分析都是不充分的、不完全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准确的。
[278]



改变组织文化和管理者的行为，建立结果为主的管理文化

几乎所有的改革都要面对如何赢得管理者合作的问题。新绩效预算改革则更是如此。这主要是因为，新绩效预算代表着一种根本不同的思维和管理方式，需要整个政府各个层面的组织文化进行根本性的转变，甚至要颠覆性地放弃实行了200多年的管理方式，转而使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管理逻辑。然而，组织文化及行为的转变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这种转变是需要时间的，更需要防止逆转，通常也会面临一些抵制(尤其在最初阶段)。
[279]



各个层级的管理者都有可能会抵制新绩效预算的管理模式。在下面这些情况下，支出部门的管理者会抵制新绩效预算改革：他们不清楚政治家和核心预算机构是否会使用以及如何使用绩效信息；绩效信息会引起公众对某些项目的批评或者会引致部门的资金削减；让他们对那些他们不能完全控制甚至不能控制的结果负责；绩效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将大大地增加他们的工作量。核心预算机构的管理者也可能会抵制新绩效预算，而倾向于他们熟悉的投入控制体系。核心预算机构的管理者会担心实行新绩效预算会降低他们对支出的控制。绩效信息可能质量不高或者与决策不相关，进而在决策中无法使用。在这些情况下，核心预算机构的管理者也可能会抵制新绩效预算。
[280]



在2004年IBM组织的经验交流会上，各国的改革者都一致认为，新绩效预算改革的持久性有赖于建立一种重视结果的组织文化。如果能建立这样的文化，那么，管理者在实践中注重结果并不仅仅因为是上级要求他们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有价值的，是因为他们自己认为就应该这样行动。这就是说需要管理者自己转变观念或管理理念，进而改变行为。为此，各国都采取了一些办法来培育这种组织文化，例如，采取一些具有可行性的结果导向的预算模式、鼓励基层管理者参与并赋予他们荣誉感和成就感(例如埃及)、核心预算机构及时地对部门的意见和问题进行反馈、提供培训和支持(例如马来西亚)，等等
[281]



改变政治家的行为，获得政治支持，将绩效信息整合进预算过程

对于新绩效预算的启动和推广，以及设定的绩效目标和绩效信息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决策来说，政治家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在新绩效预算中，政治家的作用是：确定财政总额和支出重点，为机构设定清楚的目的和目标，最终使得资金实现某种值得追求的结果，并建立各种机制来监督机构在实现这些目标上取得的进展。但是，在实践中，政治家可能主要是遵循其他的规则，而不是按照新绩效预算的要求行事。
[282]



目前，为机构确定目的以及清楚的绩效目标，仍然是OECD国家都面临的挑战。一大挑战是，如果存在多个委托人或者在机构应该承担的角色上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对于机构应该追求的目标以及实现的结果方面就会出现互相冲突的政治要求。这个问题在美国等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会表现得更加严重。另一大挑战则是绩效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被整合进预算过程并影响了决策。这也主要和政治家有关，因为预算决策最终是一个政治问题。新绩效预算的成功取决于政治家在进行预算决策时是否和如何使用绩效信息。形成高质量的绩效信息并向政治家提交了这些信息并不等于这些信息就一定会在被整合进预算过程，并能对决策产生影响。目前，即使大多数实行了新绩效预算多年的OECD国家都发现，要使得政治家——尤其是议员——关注绩效信息并在决策中使用这些绩效信息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根据OECD在2005年完成的调查，只有19％的OECD国家的议会在预算审批中使用了绩效信息。在议会内阁制国家，这个比例更低，只有8％。即使在由议会推动新绩效预算改革的立法启动型国家，例如美国，绩效信息对预算决策的影响也非常有限。
[283]



“基础优先”、“一步到位”或“同步进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控制型的现代预算制度仍然不是很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实行新绩效预算则面临更大的挑战。1998年，著名预算专家希克专门告诫发展中国家说，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正式制度的约束性太小，各种非正式制度盛行，因此，这些国家不要轻而易举地决定采用发达国家的新绩效预算，尤其是不要在基本的控制制度都没有健全之前就去放松各种支出控制。
[284]

 他主张，发展国家应该先建立起各种控制制度，严格地实施这些控制制度若干年，在法治原则已植根于公共部门的管理和政治过程之后，再实行新绩效预算。他还告诫说，在这些基础不具备的情况下推行新绩效预算，不仅改革很难成功，而且容易导致因支出失去控制的财政风险。根据财政史及中国最近的预算改革，其他的一些学者也支持这一结论。
[285]



希克的这种主张被一些学者称为“基础优先论”
[286]

 。这些学者对于基础优先论表示质疑。在他们看来，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控制型的现代预算制度仍在建设的过程中就开始推行新绩效预算，并且有所成绩，例如，马来西亚和泰国等。这说明，建立现代预算制度和新绩效预算可以同时同步进行。另一方面，正如许多国家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即使建立了控制制度，也并不一定像希克所说的那样有助于建立新绩效预算，反而妨碍新绩效预算改革。
[287]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发展中国家推行新绩效预算面临的挑战远远比发达国家要大。对于新绩效预算来说，以经济发展水平判定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实行新绩效预算或许并不十分准确。一个国家是否具备条件实施新绩效预算，关键是看它的预算制度的发展程度。当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预算制度都比较落后。在这些预算制度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推行绩效预算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预算控制制度不是必然带来绩效的改进，带来新绩效预算，因为对于新绩效预算来说，控制制度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但是，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必要条件。正如那些对发展中国家新绩效预算改革的研究所发现的，低收入国家实施绩效预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效果并不显著，面临的挑战也非常多。
[288]




(三)整合绩效信息与预算过程


新绩效预算改革后，各个国家都开始提供数量越来越多的绩效信息，并不断地改进这些信息的质量及其与政策的相关性。但是，如前所述的，目前各国面临的最大挑战都是如何将这些绩效信息整合进预算过程，并使得这些信息能够对预算决策产生影响。在这一方面，OECD国家采取了的方式各不相同。一些国家采取了一种正式的方式将绩效信息整合进预算过程，核心预算机构(例如财政部)要求各个部门在提交它们的支出要求时提交绩效计划或者绩效结果；而另一些国家并无正式的要求来规定绩效信息应该如何在预算协商中使用。根据绩效信息在预算过程中的作用，目前各国的绩效预算主要有三种类型(表14-2)：绩效提交型的绩效预算、绩效启发型的绩效预算、直接或者公式型的绩效预算。
[289]



表14-2　绩效预算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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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OECD. 2007. Performance budgeting in OECD countries. Paris：OECD Publishing. p. 21。



绩效提交型的绩效预算

采用绩效提交型的绩效预算(presentational performance budgeting)的国家一般是运用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在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部门的协商过程中将绩效信息整合进预算过程，或者说，在预算编制环节，政府并没有一个正式的机制来系统性地整合和使用绩效信息。例如，丹麦和瑞典的绩效预算改革就没有正式的、统一的制度在政府全范围内规定各个部门应该如何将绩效信息整合进预算过程，而是由各个部门来决定是否进行绩效测量以及是否向财政部门提交绩效信息。即使支出部门提交了绩效信息，而且这些信息也成为各个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的协商的一部分，但是，在绩效信息和资金分配之间缺乏直接联系。
[290]



在这种预算模式中，绩效信息可以是绩效指标(targets)或者结果(results)，它们仅仅是出现在预算文件或者其他政府文件中。绩效信息只是提供了一种背景方面的信息，一则展示政府负责的程度或者方式，二则方便政府与议会和公民就政策问题和政府的方向展开对话。绩效信息在决策中没有影响或者决策者根本没有想在决策中使用绩效信息，绩效信息和资金之间就没有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291]

 即使其中的一些国家也许会要求政府及其各个部门以部门年度报告或者政府范围的绩效报告的形式向议会报告绩效结果，并就此制定各种指南，绩效信息的使用主要是出于问责的目的——即用以表明政府支出的负责方式，然而绩效信息是在实质性的预算协商过程之外的。
[292]



绩效启发型的绩效预算

在绩效启发型的(performanceinformed budgeting)绩效预算中，资源至多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与预期的绩效或者绩效结果(results)相联系。绩效信息在决策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与其他的信息(例如财政政策的宏观约束以及政治和政策重点)一起被系统地用来促使预算决策更加明智。但是，它在决策中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它只是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之一，它一般并不必然决定配置的资源数量，在资金和绩效指标或结果之间没有一个自动的、直接的联系。绩效信息能够发挥多大的影响取决于特定的政策环境。
[293]

 总而言之，在OECD国家，绩效信息在预算决策过程中的使用情况是这样的：在一些国家它们根本没有被使用，而在另一些国家，尽管它们被用来为决策提供更好的信息和指引，却是和其他信息一起影响决策。
[294]

 在这种模式中，各国使用绩效信息的目的主要有两种：计划目的和问责目的。
[295]



(1)计划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的绩效只是松散地与资金分配结合起来，核心预算机构主要使用计划来说明将来要实现的绩效，以为资源配置提供更好的信息，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进资金分配的效率。即使在传统预算模式下，每年的预算也会涉及一些计划的因素，因为预算本身就包含有计划，即资金使用后要实现一个什么目的。新绩效预算将这一过程正式化下来，并特别强调设定目标和测量实现的效果。一些国家要求所有的部门都要在提交支出申请时提交绩效计划，而另一些国家只要求一些部门或者某些领域提交绩效计划，或者只要求新项目或者要求追加资金的项目提交绩效计划。例如，澳大利亚和英国都要求将新支出或者增加支出与绩效目标或者绩效评估联系起来。如前所述的，英国采用了一个更加系统的方式，要求部门提交三年支出计划和公共服务合同。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真正决定资金分配的是政治上的重点和经济上的考虑，但是，绩效目标也可以被用来确保支出的逐步增加是能够有绩效回报的。相对而言，澳大利亚则更加关注新的政策提议。在提交支出申请时，部门和机构要说明每个政策提议的主要好处、风险、意义以及如何追踪进展和改进评估。
[296]



如果核心预算机构在设定绩效目标或者指标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在预算协商的过程中，如何设定目标和确定绩效目标或测量绩效都是必须讨论的问题。目前，除了新西兰之外，大部分OECD国家都没有一个系统的方法在全政府范围内将支出和绩效目标结合起来。超过46％的国家仅仅是将支出和一些(或者没有)产出或者结果目标联结起来。绩效计划和目标不一定完全需要在预算过程中讨论和审批，审批可以在预算过程之外由核心预算机构负责
[297]

 。

(2)问责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核心预算机构主要运用实现了的绩效结果(performance results)来使得部门和机构对实际的绩效(actual performance)负责，或者说提高它们在支出上的负责程度。目前，究竟应该如何使用实现的绩效结果，是否应该将其与来年的资金分配挂钩仍然存在着争论。不过，在OECD国家，很少根据实现的结果来决定资金分配。它们至多也只是与其他的信息一起为预算决策提供启发和信息。即使这样，对绩效结果和信息的使用也是偶发的，而不是系统的。总体来看，由于国家具体情况并不一样，各国在预算协商中使用绩效信息的情况以及绩效信息在预算决策中体现出的重要程度也有所不同；而且在一个国家内部，绩效信息的使用也并非一成不变，变化主要取决于信息获取量、政策领域以及政治与经济环境。
[298]



在澳大利亚，在整个政府层面的资金分配决策中使用的绩效结果是非常有限的。影响预算决策的信息主要是在支出和政策审查基础之上形成的信息。目前，澳大利亚正在改进这一体系，建立一个更加具有战略、计划导向的预算过程，将预算计划与资源配置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英国的财政部和各个部委协商支出审查时，实现的绩效结果也在考虑之列。但是，它与资金分配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英国的预算过程主要是前瞻性的，主要关注未来的绩效和绩效目标。美国运用PART(Program Assessment Rating Tool)体系来评估各个项目实现的绩效。这一评估的结果被整合进预算过程。虽然这个排序的结果并不会直接自动地、机械地转换成资金分配，但是，PART排序的评分和绩效信息被部门用来为资金申请进行辩护。当然，在实践中，仍然很难将绩效结果与资金分配联系起来。所以，总的来说，PART体系中事后评估的绩效结果以一种重要但是有限的方式影响着资金分配。不过，韩国的新绩效预算则更加关注实现的绩效。在预算编制时，计划与预算部鼓励各个部门使用相关的绩效信息，在双方讨论预算时，部门去年实现的绩效也在考虑之列，而提议的绩效目标不予以讨论。预算项目自我评估的项目排序(selfassessment of the budgetary programme)被计划与预算部用来削减那些没有效果的项目的预算。2005年，该部将这个排序的结果运用到资源配置中，削减了那些被评为没有效果的项目15％的预算。
[299]



目前，大多数国家的财政部都没有运用绩效结果在财政上对部门和机构进行奖惩。表14-3展示了OECD国家使用绩效信息的主要方式。从中可见，财政部很少在预算中使用绩效信息。这主要是因为预算决策是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做出的。由于缺乏组织能力或者政治支持，财政部是很难取消项目和削减支出的。某些国家甚至没有正式的程序来明确财政部如何在预算过程中使用绩效信息。另有一些国家，财政部以外的其他机构在决定薪水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300]



表14-3　OECD国家使用绩效信息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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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OECD. 2007. Performance budgeting in OECD countries. Paris：OECD Publishing.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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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3　OECD各国如何使用绩效测量的结果

资料来源：OECD. 2007. Performancebudgeting in OECD countries. Paris：OECD Publishing.p. 48。



不过，正如研究发现的那样，各个部门比财政部门更多地使用绩效信息。
[301]

 在预算编制阶段，各部门通过与其内部机构讨论绩效合同的方式，将绩效信息整合进预算过程。这种讨论的重点经常集中在未来的绩效目标(performance targets)或者过去的绩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不过，除了新西兰的“采购—供给”模式，一般情况下，资金和未来的绩效目标之间只是建立了松散的联系。这尤其容易发生在那些有许多具备一定独立性的执行机构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英国和北欧国家。图14-13描述了OECD各国如何使用绩效测量的结果。

直接或者公式型的绩效预算

尽管在整个政府范围内，绩效信息整合进预算过程的程度仍比较有限，但是，在某些领域，在资金和绩效之间已经开始建立比较紧密的联系。这种模式被称为直接或者公式型的绩效预算(direct/formula performance budgeting)。在这种模式中，资源配置直接和明确地与绩效单位(通常是产出)联系起来。拨款建立在有明确且具体的绩效或活动指标的公式或者合同之上，资金的分配因而也是直接地建立在实现的结果的基础上。不过，这种模式的实施需要能够对产出进行清楚、明确地测量，也需要有关于活动的单位成本的信息——这实际上也是将绩效与决策联系起来的前提条件。由于这些前提条件通常是政府难以具备的，因此，这种模式在现实中的运用是有限的。

目前，这种模式主要在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的一些领域中使用，例如高等教育、卫生等。表14-4描述了这种模式的应用情况。

表14-4　直接或者公式型的绩效预算的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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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OECD. 2007. Performance budgeting in OECD countries. Paris：OECD Publishing. p. 47。



当然，现实中的新绩效预算可以有多种形式，这意味着仍有其他形式的新绩效预算。而且，即使在一个国家，其绩效预算也可能呈现出多样性。丹麦的新绩效预算在财政部这个层面上是绩效信息提交型的。它在整体上采用的是绩效合同，在财政部和各个部委协商绩效合同时还需要提交与资金分配并无直接联系的绩效信息，但是，丹麦政府在高等教育和卫生部门等其他某些领域采用的则是直接或公式型的绩效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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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资本预算

基础设施不仅有助于改进生活质量，而且创造了商业运行必需的许多条件。

——Bland&Rubin
[303]



公共支出可以分成两大类：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前者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等，主要用于维持公共部门的日常运行。后者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它不仅对于公民的生活质量来说至关重要，而且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也非常重要。在很多所谓的“国家领导的发展型国家”，资本性支出常常在总支出中占很大的比重。目前，有些国家将这两类支出在预算上区分开来，编制单独的资本预算，从而使得这些国家的预算变成一种“复式预算”。而另一些国家则没有。资本预算的使用将对预算资金的分配产生重大的影响，也有利于提高资本性支出的配置效率。近年来，随着中期支出框架的普及以及权责发生制会计和预算的实施，尽管各国不再需要依赖资本预算来加强资产管理，但是资本预算的资产库存分析以及资产评估等做法或者技术仍然被保留下来。


 一、资本性支出的定义

对于资本预算来说，首要的问题是：什么是资本性支出？主要有两种关于资本性支出的定义：经济学和会计学的定义。经济学的定义认为，资本性支出是指那些能够在将来形成多年份或者至少一年以上收益的支出，而经常性支出只能在本年度形成收益。这种定义是比较宽泛的。如果用这种定义，政府部门用来吸引投资的广告支出也可以视为资本性支出。会计学的定义则比较窄。这种定义认为，资本性支出是那些大规模的能够导致获得或增加政府固定资产的支出。经济学定义和会计学定义的资本性支出的主要区别在于：(1)是否强调获得固定资产。经济学定义并不强调获得固定资产，会计学定义的资本性支出则非常强调这一点。在会计学定义看来，将来收益的实现是和政府支出后形成某种固定资产联系在一起的。固定资产是能够使用一年以上的可见资产，而不仅仅是不能移动的资产。(2)是否有支出规模的要求。经济学定义的资本性支出并不强调这一点，而会计学定义的资本性支出则非常强调这一点。对于会计学定义的资本性支出来说，只有规模达到一定水平的支出才能被视为资本性支出。即使某一支出最后也形成了固定资产，但是，如果它的支出规模小于这个规模水平，那么，这一支出也被视为经常性支出而不是资本性支出。当然，至于多大规模才可以视为资本性支出则是由各个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的。
[304]



会计学的定义是一般通用的定义。从该定义出发，资本性支出具有以下特点：(1)持久性，即资本性支出形成的收益会持续许多年，或者它所形成的财产可以使用许多年；(2)非经常性，即资本性支出不是每年都发生的，在周期性地更新设施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间隔；(3)花费巨大，即与经常性支出相比，资本性支出涉及的支出规模非常大(Vogt， 1996)。如此定义的资本性支出包括使用到下列支出：(1)土地，即购买土地的各种支出，准备土地的成本等；(2)建筑，即修建或维修某一建筑的成本，以及购置和维修各种与建筑附设在一起的设施和设备的成本；(3)非建筑的资本改进(improvements)，即修建或维修街道、桥梁、供水管、污水管等的成本；(4)与建筑无关的设施和设备，即购买和维修各种与建筑无关(即没有附设与建筑)的设施和设备的成本，例如汽车、家具等。
[305]



根据美国“政府财政官员协会”的定义，资本性支出是指投资于土地、建筑和大型固定设备的支出，它形成的资产具有非常大的价值而且可以使用很多年。资本性支出将资源使用到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来获得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的收益。
[306]

 很显然，这是一个会计学的定义。不过，这个定义仍然过于宽泛，从而很难使用。例如，购买交通工具是不是资本性支出？显然，汽车是可以使用很多年的，是政府的固定资产，可以视为一种资本性支出。然而，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将这一类支出视为资本性支出。对于一个规模比较小的政府来说，购买一批汽车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资本性支出。但是，对于一个规模比较大的政府来说，这笔支出算不上一个大的资本性支出，从而就可能将这笔支出当成日常性支出。在实践中，各国的不同规模的政府都有一个关于资本性支出的操作性定义。这个操作性定义被用来确定什么是资本性支出，什么是经常性支出。这个定义除了考虑资产的使用寿命之外，还考虑资本性支出的数额。许多政府都只将支出数额达到某个数量的固定资产支出视为资本性支出。
[307]



不过，会计学定义的资本性支出与公共预算中的资本预算定义的资本性支出仍然有一些不同。由于资本预算是对资本性支出设置一个独立的预算编制和执行程序，因此，资本预算对于纳入考虑的资本性支出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这也就是说，并不是会计学意义上的所有资本性支出都要纳入资本预算。那么，哪些资本性支出应该纳入资本预算呢？一般的，在采用独立的资本预算的国家或者政府采用以下方法处理这个问题
[308]

 ：

首先，没有涉及大规模支出的资本性支出，一年或两年的运行预算就可以比较方便地处理。例如，涉及到不是与某一建筑附设在一起的设施与家具、小块土地、小型建设项目等固定资产的支出。虽然政府会计会将这些支出归入资本性支出，但是核心预算机构一般不将它们放进独立的资本预算过程中去审查，而只是将它们归入运行预算中的“资本性支出”或者是“永久性财产”。

其次，每年都发生的资本性支出一般也不放进资本预算，即使它的支出规模符合资本性支出的规模要求。由于这种支出是每年都要发生的，一般的运行预算也能够很好地处理。通常，资本预算会留给那些支出规模非常大而且也不是每年都发生的资本性支出。

最后，一些人主张应该把那些额外的、不常见的、规模极大而且也不是每年都发生的支出都纳入资本预算，无论它们是资本性支出还是经常性支出。因为，这种支出耗费了巨大的政府资本资源。如额外的、数额巨大的医疗补助支出。但是，这种支出一般也不应该放进资本预算来单独考虑。因为将数额巨大的、不是每年都发生的运行支出纳入资本预算将会带来一个风险：如果资本预算是由长期的借债来支持的，那么这样做将在制度上打开一个缺口，使得政府可以用债务来支持日常的运行支出。由于债务将来是要偿还的，因此，债务只能用来支持能够在将来形成各种收益的支出项目。


 二、资本预算的争论

由于资本性支出的特殊性，这些年来，如何对这一类支出进行预算一直有许多争议。争论的焦点一直是：究竟需不需要在预算过程中将资本性支出和经常性支出区分开来考虑，需不需要一个单独的资本预算过程？此外，在一个国家内部，对于哪一级政府应该使用资本预算或者不能使用资本预算也存在争论。在美国，尽管资本预算被美国的地方政府普遍使用，但联邦政府却没有。围绕着联邦政府是否应该采用资本预算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资本预算的原则在现实中经常不被遵从，也部分因为资本预算在经济稳定中所起的作用很小。
[309]



资本预算的支持者认为，由于资本性支出与经常性支出不同，具有特殊性，因此，应该被单独考虑。例如兰德和鲁宾就认为，在州和地方一级政府，将资本性支出的决策和经常性支出的决策进行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310]

 ：

资本性支出常常是由一次性的、专款专用的资金(例如债务收入或者专项补助)来支付的。将资本项目分离出来有助于确保规定专门用于这些资本性支出项目的收入的确被用于这些领域。资本预算与日常预算这两大类支出的决策过程是不同的。在资本预算决策中，需要将所有提出的资本项目全部列出来并进行比较，然后排出一个优先顺序。当一个资本性项目的资助或者项目完成后，就必须加入新的项目，然后再一次重复比较和排序的程序。日常预算不需如此繁琐，绝大部分经常性支出是年复一年地重复发生的，因此，除了在零基预算下，一般不需要将它们进行比较并根据重要程度排序。

资本性支出的时间框架不同于日常预算的时间框架。日常预算是发生在一个财政年度内的，而资本性项目需要好多年来规划和实施。资本性支出之所以需要更长的时间框架是因为：(1)在很多情况下，资本性支出中一旦出现错误，纠正的成本就会很高，而日常预算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在预算年度中甚至来年的预算中纠正；(2)资本性项目之间常常在时序上互相关联，尤其是基础设施类的资本性项目，一个项目可能和下一个或者前一个项目有关，一个资本项目的设施(例如铺设道路)可能需要另外一个新项目的支持(例如更换下水道)。其他原因也导致这两类支出的时间框架不同。资本性支出使得政府可以向前规划，使得大型的项目可以延伸到多年，而日常预算则不能；资本性支出的资金支出流是不均衡的，它一般花费巨大，而且可能集中在某一段时期，而经常性支出的资金支出流则比较平滑，一般呈现出一种平稳但是逐渐上升的趋势。

资本性支出的资金量巨大，但是常常会碰到改变用途和超支的问题，因此，需要加强监督。一个独立的资本预算就有助于在预算执行中加强监督，而且也有助于实行单独的会计核算，进而有助于成本控制。

然而，资本预算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使得一些国家对之保持谨慎，也使得资本预算在一些国家实施了一段时间后被一个整合性的日常和资本性支出的预算框架所取代。这些问题要么表现为在实践中理想化的资本预算原则经常被违反，或者资本预算存在不利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因素。资本预算的问题主要包括
[311]

 ：

资本预算程序要求对资本项目不断地进行重新评估，因为环境在变化，项目的成本和价值也在变化。但是，在实际中，一旦公共投资计划做出来后，原来确定的投资重点就变成固定不变的。

有时区分日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非常困难，资本性支出之外的其他支出形式也可以形成多年的收益，例如培训支出，但是，它们被排除在资本预算之外。

尽管资本预算强调要通过一个理性的程序来选择资本项目，但是，在实践中，是否有资金支持某个资本项目经常成为一个项目是否应该纳入预算的主要理由。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有专款专用资金支持的项目以及那些能够形成收益并用这些收益来偿还债务的资本项目就容易被选中了。这就扭曲了资本预算的决策过程。

资本预算容易刺激政府利用债务来开展各种用税收支持无法开展的活动，导致债务上升。在经济扩张期，由于政府财政状况较好，政治家对经济前景比较乐观，他们就会增加债务来扩大投资，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增加。于是，资本预算不仅不能在稳定宏观经济上发挥作用，反而会带来问题。


 三、资本预算的实践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瑞典率先将日常预算和资本预算分离开处理。其后，一些国家开始在复式预算的框架下实行资本预算。6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预算的框架下实行资本预算。最近，一些国家又开始将这两类支出整合起来。但是，仍然有一些国家实行资本预算。总体上看，资本预算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
[312]

 ：

第一阶段是在大萧条时期。当时，各国的重点都是如何采取措施来振兴经济。不过，除了在紧急状态下，人们一般不接受运用公债来为资本性支出融资。此时，瑞典小心翼翼地引入一个公债支持的资本预算，以确保借债获得的收入主要用于资本性支出。当时的说法是，最后形成的持久的、自我融资的资产将会使得资产净值增加并与借债的数量相当。其后，这种被称为投资预算的资本预算被其他的北欧国家所效仿。

第二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这一时期，为了削减赤字，印度的殖民地政府引入资本预算，将一些支出科目从经常性支出中转出去。当时的理由是，引入一个复式预算将能够有效地控制支出，削减赤字，同时为借债提供一个合理的理由。在这一时期，英国也引入了资本预算。

第三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在这一时期，资本预算迅速发展。部分是受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编制全面的五年计划，并将资本预算视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过，这些国家并没有使用资本预算这一概念，而使用发展预算这个名称。

第四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在发达国家，随着计划项目预算等理性预算改革模式的兴起，各种定量的评估技术开始在政府范围内得到广泛运用，从而发展出一些复杂的、精致的投资评估和融资计划。这使得运用资本预算的呼声越来越高。

第五阶段大致在20世纪80—90年代。在这一时期，主要是在发达国家，尤其在美国，开始出现对资本预算的置疑。尽管，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许多地方政府一直在使用一个独立的资本预算，但是，联邦政府建立资本预算的努力却一直遭受各种抵制。例如1999年，总统委员会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使用资本预算只会增加花费到砖头和泥灰之上的支出。当然，区分经常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仍然十分重要。该委员会的建议是，在政府会计中运用一个能够将经常性支出和投资支出区分开的权责发生制会计。

第六阶段从90年代后期开始。鉴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权责发生制会计和预算方面的成功经验，许多专业组织和国际组织开始推荐或推广权责发生制会计与预算。它们认为，如果经常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不分开，就会导致在预算决策中忽略基础设施或者不重视资产管理。不过，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是资本预算，而是权责发生制的预算和会计。

目前，尽管复式预算发源于欧洲，而且美国的地方政府仍然广泛地使用资本预算，但是，发达国家采取资本预算时间比较短，而且现在兴趣越来越小。实际上，在70年代早期，最早采用资本预算的瑞典以及其他北欧国家已经开始重新评估它们的资本预算，并认识到过度依赖资本预算是不恰当的，政府整体的信用和信誉更多地取决于它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不是政府资产的净值。这使得资本预算在这些国家不再像原来那样流行。不过，到80年代后期，资本预算在这些国家又开始以一种新的形式复活。这种新形式已经不是资本预算，而是运用权责发生制的会计来改进财政管理。实际上，“二战”之后，随着各个发达国家对债务使用的限制越来越小，使用单独的资本预算的需要也越来越小，它们的预算逐渐开始整合。此外，由于以下两点认识，发达国家整合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一是在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之间进行的区分经常是武断的或者不确定的；二是良好的资源配置和管理决策常常可以在一个单一的、整合的、中期性的收支框架内实现。
[313]

 这两种支出之间的比重是判断各国整合经常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的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有些国家在这两种支出之间平衡的很好，有些则不理想。例如，在教育领域，教师多了但是教室和教学设施则不足；在医疗领域，建成了许多医院，但是缺乏足够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医生。将这两种支出进行高度整合的预算框架一般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314]

 ：

一个单一的(合并的)年度预算法和拨款过程；

在公共部门的制度内，有清楚的、整合的预算准备和执行责任；

存在有效的以及广泛使用的投资评审技术；

在相关的收支分类和会计体系的支持下，提交一个整合的预算；

每个支出机构的预算计划和管理手段鼓励更好地使用资源，并提供相应的条件。

自中期支出框架普及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资本性支出只有在一个中期或者长期的框架内考虑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目前，发达国家基本都使用中期支出框架。资本性支出也被包括进这个中期支出框架，这就将资本性支出的决策整合进预算过程。在一个中期支出框架内，绝大部分发达国家使用它们已经实践了几十年的资本项目评审制度来对资本项目选择。同时，从90年代末期开始都在尝试权责发生制会计。
[315]



不过，在美国地方政府，尤其是大城市，资本预算仍然非常重要。1982年，美国的全国城市联盟和美国市长会议调查了1400个美国城市的基建和资本预算实践。该调查发现，政府的规模会影响政府对资本预算和资本改进计划的态度，规模大的城市政府更倾向于采用资本预算，而规模小的城市政府则相反，规模小的政府更倾向于采用独立的分项列支的方式来描述它们的资本性支出，或者以一年或者是多年的形式。对于资本改进计划的态度也是如此。城市政府的规模越大，它越倾向于采用资本改进计划(参见表15-1)。

表15-1　处理资本性支出的方式和资本改进计划的采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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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os， C. Bradley. 1993. Capital budgeting practices. In Thomas D. Lych&Lawrence L. Martin. Eds.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budge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New York：Marcel Dekker， Inc。



从理论上讲，一个独立的资本预算是资本改进计划的一部分。因此，一个政府如果有资本改进计划就应该有资本预算，有资本预算则不一定有资本改进计划。但是，现实情况则与此不一致。根据美国的全国城市联盟和美国市长会议1982年的调查，地方政府的官员倾向于相信，无论是否有独立的资本预算，都应该有一个资本改进计划。一些没有独立的资本预算而只是有一个分项列支的资本预算或者其他资本预算形式的城市政府都在实行资本改进计划。表15-2描述了美国城市政府的资本预算与资本改进计划之间的情况。这项调查表明，在851个答卷人中，大约55％的答卷人表示(475)他们的政府有独立的资本预算，但是，其中只有85％的答卷人表示他们有资本改进计划。
[316]



表15-2　美国城市政府的资本预算与资本改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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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os， C. Bradley. 1993. Capital budgeting practices. In Thomas D. Lych&Lawrence L. Martin. Eds.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budge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New York：Marcel Dekker， Inc。



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资本预算的影响则更大。这些国家在殖民政府时期就有一个将资本预算和日常预算分开的复式预算过程。当时实施这一模式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受欧洲复式预算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政府的收入汲取能力有限，而资本性支出的资金量大，所以需要一个特别的预算审批程序。这些国家独立后，复式预算继续存留下来，并在60年代大行其道。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独立后的这些国家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愿望，于是它们纷纷采用前苏联的经济发展计划以及法国、西班牙等国至今仍在使用的国家发展计划，制定五年发展计划。当时流行的观念认为，经常性支出是消费性，只有资本性支出是投资性的，进而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因此，采用复式预算将资本预算独立出来，就能够确保一定数量的资金一定会用于资本性支出，实现五年发展计划的目标。由于传统的财政部在制定中期计划上缺乏经验，许多国家都建立了专门的计划部门来专司资本性支出计划及其预算，财政部主要负责日常预算。这就进一步将资本预算与日常预算的分离制度化，并在这些国家形成了强大的支持资本预算的利益群体——即各个计划部门。第二，国际组织也倾向于认为经常性支出是消费性的，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最初也主要集中在资本性支出领域，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预算与日常预算的分离被进一步强化了。
[317]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组织对于经常性支出的看法开始出现变化，开始关注一些同样也是发展性的经常性支出，例如在教育、卫生等领域。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减贫支出、公共支出评估等财政援助都开始强调部门内部或者部门间的预算分析，要求将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结合起来，评估这两种支出对于经济增长、减少贫穷以及资产维护的共同影响。此外，在这一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采用中期支出框架来取代以前的五年计划。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的年度项目和预算仍然是分开的，而且常常继续分别由两个不同的机构——财政部和计划部门——负责。
[318]



总之，目前资本预算在全球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但仍然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处理资本性支出的一个主要手段。专栏15-1简单地介绍了各国处理资本性支出的主要模式。


专栏15-1　各国处理资本性支出的主要模式


是否编制独立的资本预算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各个国家处理资本性支出的方式不尽相同，在20世纪主要有以下几种：(1)澳大利亚、新西兰、丹麦、印度、智利等国以及美国的许多地方政府等都将日常预算和资本预算分开。当然，各个国家采用资本预算的理由和原因是不同的。在印度，20世纪30年代的不断增长的赤字是一个主要原因。美国地方政府使用资本预算已经有几十年，这些地方政府采用资本预算的主要原因与议会对于通过借债来支持日常经费的监督有关。最近，新西兰和智利修改了预算格式，每个部门的预算被分为日常预算和资本预算。不过，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资本预算则逐渐从一种现金制会计和预算迈向一种权责发生制会计和预算，这种预算将全面计算项目和政策的成本，包括租金、养老金责任、保险成本、利息和折旧等。这使得资本预算的地位受到影响。丹麦曾是一个采用资本预算的北欧国家，它现在有一个投资预算，该预算包括投入基础设施和其他相关项目的支出。不过，这些国家最近开始在一个中期支出框架内整合这两部分支出，并越来越强调权责发生制会计。(2)日本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没有区分日常预算和资本预算。在这些国家，预算和会计体系包括一个一般账户和一些特殊账户。但是，它们仍然有一些类似于资本账户的东西。日本的特殊账户中有一个用来刺激经济的“财政投资与贷款项目”，详细记录为各个部门提供的这方面的资金。该项目的资金来源于邮政储蓄和养老金，与资本预算非常接近。(3)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常规或日常预算之外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预算。在一些国家，发展预算主要反映发展计划，而在另一些国家主要适用于国外资助的项目。一些国家区分了日常或一般预算与发展预算。不过，在这些国家，支出的分类基础是不严格也不总是一致的，所以，支出经常从一个类别被转移到另一个类别。(4)在俄罗斯、东欧国家和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虽然一直实行中央计划，但是，并没有在日常和资本性支出之间进行区分。不过，虽然这些国家没有资本预算，也没有在日常和资本性支出之间进行区分，这些国家一直存在着一种和资本预算相对应的支出，即基建支出。90年代初期，中国希望在复式预算的框架下引入资本预算，但是，没有真正实施。此外，虽然中国将基建以及其他相关的活动纳入资本预算，这一支出实际上只反映了一部分资本性支出。不过，资本预算对于中国政府投资体制改革来说仍然是非常有用的。首先，复式预算及资本预算无法实施的很多体制性原因，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大预算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而得到解决。其次，中国与许多西方国家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差异，那就是，中国的资本预算规模是非常大的，对于整体的经济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资料来源：Premchand， A. 2000. Controlof public money：The fiscal machiner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45-248.同时根据Jacobs， Davina F. 2008. A review of capital budgeting practices. IMF Working Paper(WP/08/160)修改了第一类国家最近的情况。


 四、资本预算过程

尽管资本预算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但是，它仍然是许多国家用来处理资本性支出的主要模式。而且，其中的一些成分对于提高资金分配效率来说仍然是有用的。在美国地方政府，资本预算不仅非常盛行，而且已经发展出各种非常有价值的制定资本性支出计划以及评估与选择项目的工具。这就形成了一个理性化程度很高的资本预算过程。这对于改进资本性支出的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工具和手段对于那些没有采用独立的资本预算过程的国家来说，也是非常有用的。因此，下面集中介绍、分析美国地方政府的资本预算过程。

一个独立的资本预算过程需要将至少中期的资本性支出计划与年度预算结合起来，将资金配置到最需要的领域，改进公民的生活质量或者促进经济发展。广义的资本预算包括资本计划、资本预算、资本预算的执行，例如包括计划阶段、预算阶段、实施阶段；狭义的资本预算则不包括资本预算的实施，或者资本计划。
[319]

 图15-1描述了一个广义的资本计划与预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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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广义的资本计划与预算过程

资料来源：Vogt， A. John. 1996. Budgeting capital outlays and implementation. In JackRabin， W. Bartley Hildreth&Gerald Miller. Eds. Budgeting：Formulation and execution.Athens：Carl Vinson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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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2　资本设施的计划与预算过程

资料来源：Lee， Robert， Johnson， Ronald W.，&Philip G. Joyce. 2004. Publicbudgeting systems(7th). Jones and Bartlett Publishers， Inc. p. 436。



图15-3也描述了一个比较狭义的资本预算过程，它主要包括物质计划(physical plan)和财政分析(financial analysis)两大部分，具体有三大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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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3　资本预算过程



在此，集中分析、介绍狭义的资本预算过程，或者更准确地，资本计划与预算过程。资本预算必须跨年度设计和运作，必须考虑跨年度的计划与预算之间的衔接。资本预算的计划与预算过程主要包括资本库存分析、环境趋势分析、形成初步的资本性支出需求并进行初步分析、形成资本改进计划、制定融资计划、形成年度资本预算(图15-4)。


(一)资产库存分析


资本计划与预算的第一步是对资产设施的现状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对政府辖区范围内现存的各种物质或基础设施进行分析，并评估它们提供的服务水平。
[320]

 如果没有这个信息，也没有仔细地分析自己辖区内各种固定资产的现状就进行资本性投资，那么，投资的效率就会非常低。例如，明明已经有某个设施并且这个设施提供的服务已经足够满足社会内公民的需要，现在又建一个同样的设施，从而导致重复投资。又如，某个设施已经非常陈旧，如果不及时维修就会破损的越来越严重，甚至不能再使用；如果立即维修，以后就毋需花费太多就可以继续使用它。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信息，所以该设施没有得到及时的维修，几年后，这个设施完全不能使用，从而必须花更多的钱去建一个新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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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4　资本计划与预算过程

资料来源：根据以下文献对资本预算程序的阐述整理：Dos， C. Bradley. 1993. Capitalbudgeting practices. In Lych， Thomas D.，&Lawrence L. Martin. Eds.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budge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New York：Marcel Dekker， Inc. Mikesell，John. 1996. Fiscaladministration. New York：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Vogt， A.John. 1996. Budgeting capital outlays and implementation. In Jack Rabin， W. Bartley Hildreth&Gerald Miller. Eds. Budgeting：Formulationand execution. Athens：Carl Vinson Instituteof Government，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Lee， Robert， Ronald W. Johnson&Philip G.Joyce. 2004. Public Budgeting Systems(7th). Jones and Bartlett Publishers， Inc。



可见，对资产库存进行分析非常重要。但是，许多政府一般都没有这样一个库存和这些必需的信息，而且，建立这样的库存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需要建设成本。但是，这样的库存一旦建立起来之后，政府资本性支出的效率就有了保证。当然，这个库存需要每年更新。

固定资产库存分析一般应该包括：(1)所有服务或基础设施建成的年代、最近一次大修的年代，建筑材料的类型、规模、容量；(2)这些设施提供的服务的数量水平，如服务的人数、总人口中从这些设施中获得服务的比重、服务的地理区域(地区、密度、空间分布)；(3)这些设施提供的服务的质量水平。服务的质量取决于所提供的服务的水平和类型(例如污水处理是只清除一般的垃圾还是清除各种重金属)，也取决于这些设施的年代和现有状况。
[321]




(二)环境趋势分析


资本计划与预算的第二步是对环境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这种分析主要是运用长期计划预测来估计未来的服务需求将会出现哪些变化。这些预测主要包括预测辖区内人口的增长情况、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商业和工业的增长情况、经济变化的情况、商业选址的趋势。这些预测一般与资本设施计划过程联系在一起，以明确服务需求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增加与下降。建立在预测基础之上的资本设施计划过程将帮助政府有计划、有顺序地安排资本性支出以更好地满足辖区内居民的需要。进行这种分析的原因是，环境变化将会导致辖区对资本设施的需求出现变化。通过对环境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就可以预测，辖区未来将会形成哪些新的资本性支出要求，或者哪些设施可能会过剩，即没有消费但是政府还必须支付维护成本，或者哪些设施必须马上新建、维修、更新，哪些设施可以稍微推迟建设、维修、更新。
[322]




(三)资本支出计划的初步分析与排序


将库存分析和环境趋势分析结合起来后，政府部门就可以判断现有的资本设施是否可以满足未来若干年的需要，从而就可以形成一些初步的资本性支出需要。不过，除了政府部门之外，资本性支出的需要还可以在政府之外形成，比如公民团体、私营企业等都会形成一些资本性支出需要，并将这些要求输入政府。此时，就需要对这些资本性支出需要进行初步分析。

如果政府没有资本改进计划之类的长期资本计划，那么，很可能就必须在做出正式年度预算前很短的时间内形成这些资本性支出需要并立即做出最后的预算决策。但是，如果政府是有资本计划和预算程序的，那么，这些需要就可以提前很多年进行计划并被仔细地分析。这就是说，资本预算过程的存在使得政府可以非常仔细地而且有计划地分析各种资本性支出需要。
[323]

 在资本预算中，这种初步分析包括这样一些步骤
[324]

 ：

决定某一支出究竟是资本性支出还是经常性支出，是否应该放进资本预算；

分析某项资本性支出需要是否真的需要；

分析每项需要最后会导致多少资本性支出；

分析每项需要对运行预算的影响；

初步考虑每项支出应用什么资金来资助。

由于资金有限，所以很难满足所有的资本性支出需要。此时，就需要判断一项资本性支出需要是否比其他支出需要更加急需和重要。这就需要在各个资本性支出需要之间确立优先顺序。排序在资本预算过程中是不断进行的。每次对资本性支出需要进行评估和再评估时都要排序。排序的最后结果将体现在一个资本改进计划中。但是，在编制资本改进计划前，一般要进行一个初步的排序。资本改进计划所做的是将各个资本性支出项目及其成本分摊到计划的各个年度。如果它将项目A和B放进第一个预算年度，那就意味着项目A和B比其他放在以后年度的项目更加紧迫。这就意味着，在编制资本改进计划之前，必须对各个资本性支出需要进行排序。
[325]



对资本性支出需要进行排序的办法有很多。最简单的办法是，计划部门自己根据每个项目的相对重要程度作出一个判断，然后将它们排序。或者，他们可以先确定一个资本需要的类别并确定类别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然后分析各个资本性支出需要或项目并将它们分配进这些类别。图15-5是一个资本需要类别的例子，从上到下的排列顺序代表着重要性的下降。这个类别主要偏爱于维修和翻新而不是新建设施。当然，计划部门可以根据自己辖区的实际需要而确立自己的类别。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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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5　资本需要类别

资料来源：Vogt， A. John. 1996. Budgeting capital outlays and implementation. In JackRabin， W. Bartley Hildreth&Gerald Miller. Eds. Budgeting：Formulation and Execution.Athens：Carl Vinson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美国的一些地方政府还使用一种二纬评分体系来对资本性支出需要进行排序。这实际上将两个资本性支出需要类别结合起来确定排序。美国地方政府一般是采用两种资本性支出需要类别：紧急程度类别和功能类别。每个资本性支出需要类别都按照轻重缓急或优先顺序排列并被赋予一个分值，将一个类别中的分值与另一类别中的分值相乘就得出一个分值矩阵。根据这个分值矩阵，决策者就可以赋予每个项目一个分值，从而就可以对它们进行排序。
[327]

 下面是北卡罗来纳州德汉姆市的二纬打分体系，它也采用了紧急程度类别和功能类别这两个类别来形成分值矩阵。每个类别的排列都是按照从上到下重要程度逐渐下降的原则。图15-6介绍了两大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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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6　资本项目评分的两大类别



将一个类别中的分值与另一类别中的分值相乘就可以得出一个分值矩阵(表15-3)。这个分值矩阵就可以用来给资本项目打分并排序了。

表15-3　资本项目分值矩阵


[image: ]


资料来源：Vogt， A. John. 1996. Budgeting capital outlays and implementation. In JackRabin， W. Bartley Hildreth&Gerald Miller. Eds. Budgeting：Formulation and execution.Athens：Carl Vinson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四)资本改进计划


从理论上讲，资本预算是一个整体的资本改进计划(Capital Improvement Plan， CPI)的主要部分。资本改进计划不仅包括立即需要实施的资本项目的预算，而且也包括对现有的资本项目的状况进行评估以及决定将来的资本需要——扩展与新建、对现有的资本存量进行更新。资本改进计划通常和土地使用计划、交通计划和其他的经济发展战略相关。
[328]

 资本改进计划最有用之处是，它将物质需要与财政需要联系起来。公众、各个部门、利益团体都会提出各种物质需要，例如，建立一条路、一座桥梁、一个图书馆等，但是，最终是在一个财政决策的框架内决定优先满足哪一个项目的资本需要。在这个决策过程中，预算过程的核心是一个价值判断(value judgment)。
[329]

 在资本改进计划下进行预算决策时，通常优先考虑下面这些项目：(1)已经在建的项目；(2)与其他项目有一种顺序上的联系的项目；(3)与其他项目相配套的项目；(4)急需的项目；(5)上级政府需要的项目。
[330]



资本改进计划除了需要选择各种投资项目，而且还需要考虑未来的收入流入情况。这意味着，需要进行准确的收入预测。同时，为保证资本改进计划的成功，必须能够准确地估计最初项目的支出(无论是购买还是建设)和预测可能导致的运行支出。
[331]

 在这一方面，公共部门的资本改进计划和企业的资本投资是非常相似的。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必须将确定支出的优先顺序(项目选择)与项目成本及现金流量和收入影响预测结合起来。
[332]



一些研究者主张，资本改进计划的时间跨度应该包括六年：一个计划年加上五年的每年修正。资本改进计划的时间跨度不能太短，因为资本投资的完成通常需要一定的时间，资本改进计划太短了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实施。也不能太长，太长了以后就不具备政治上的可行性。因为，有任期限制的政治家对于资本性支出的决策将会产生影响，如果资本改进计划的时间跨度非常长，那么，这些政治家遵守这些计划的动机就会降低，改变这些计划的动机就会加强。
[333]




(五)融资计划


资本项目通常是支出巨大的，而可用于资本项目的资源是有限的，政府必须把自己的资本性支出控制在现实的财政能力以内。通常地，政府在资本项目方面的财政能力取决于政府运行支出的水平、政府基本的收入能力、资本项目形成的设施可能创造的收入、其他政府或者私人部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分担某个资本项目的成本、政府可以使用的债务结构和工具。在制定融资计划的财务分析中，这些都必须予以考虑。
[334]

 因此，在制定融资计划时，政府先要对自己的财政能力，而且是一个长期的财政能力进行分析，确定自己在计划的资本改进计划期内能够承担多大的资本性支出。总之，有多少项目能获得资助取决于财政能力的审慎评估。在财政能力的约束下，那些处于资本改进计划最重要位置并获得资金的项目就转化成资本预算。
[335]



然后，政府必须考虑哪些资源是可以获得的，无论是日常收入还是借债收入，再决定如何将这些资金使用到选择的资本项目上去。一般的，资本项目的融资方式包括
[336]

 ：

费用拨款型：资本项目的成本直接由日常收入支付，日常收入主要包括税收、收费以及利息收入等；

其他政府的补助资助；

债务融资：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来为资本项目融资；

公私合作的企业，包括私有化；

资本储备金(capital reserve funds)，有些国家平日专门储备了一些资金用于以后的资本项目。

不过，政府近年来还经常采取变相借债等其他方式为资本项目融资，从而形成或有负债。政府必须在这些融资方式中为各个项目选择最恰当的融资方式。费用拨款型融资方式通常适用于小型的资本项目。当政府出现大量盈余时，使用日常收入为资本项目提供资金可以改进财政管理。另外，这种方式不用支付利息成本，而且可以将发债的能力留到以后需要大量投资或者资金紧张时使用。资本项目完成后，固定资产的获得可以提高政府的资产——负债比率，从而可以提高政府在未来发行债券时的信用评级。此外，与债务融资相比，这种方式可以限制政治家的浪费型投资决策。不过，债务融资是资本项目最主要的融资方式。由于许多资本项目的建设会持续一年以上，而且形成的设施可以使用很多年。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日常收入为资本项目提供资金就会在现在的纳税人和以后的纳税人之间形成一种代际间的不平等。而债务能够将成本分摊到多年，从而就能够解决这一代际公平问题。因此，对于那些投资期长或者建成后设施使用期长的资本项目，通常应采用债务融资的方式。此外，许多资本项目所需要的投资是非常大的，例如，许多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资本项目，日常收入很难支持，此时，债务融资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337]

 如果采取债务融资，就必须加强债务管理，例如偿还债务的安排，确定恰当的分期偿还率、期限结构等。
[338]



在制定融资计划时，需要考虑资本项目完成之后，建成的设施在增加政府资产的同时对经常性支出的影响。这些设施可以减少或者增加政府的经常性支出，也可能带来收入，例如许多对使用者收费的资本项目，例如公路建设。正如一个设计和建设不当的基础设施可以使得一个地方(例如城市)的基础设施出现问题一样，一个糟糕的财务计划也可能在将来给政府的财政状况带来噩耗。因此，在财务分析中，不仅必须全面而且应在一个跨年度的框架内分析政府整体的财政能力和支出压力，同时需要分析考虑选择的项目现在和将来的支出与收入，需要将财政融资方案和项目清单联系起来考虑，在其间建立恰当的匹配。例如，对于那些建成后能够形成收入的资本项目，借债时期大致应与项目的建设时期相一致。如果项目是短期项目那就应该用短期债券融资，如果是长期项目就应该用长期债券融资，而其建成后的经常性支出应用项目应该能够获得的收入来支付。
[339]




(六)资本预算


最后，在编制年度预算时，政府要根据融资计划的安排将资本改进计划中的优先选择项目，落实成年度资本预算，即年度投资计划。从根本上讲，当年能够支持多少个项目也取决于当年可以获得的收入。在单独编制资本预算的国家，这意味着部门在提交一个日常预算的同时，需要提交一个资本预算。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仍然存在一个与资源配置相关的决策问题：以什么为依据决定经常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之间的比重？为什么选择某个资本项目而不是另一个资本项目？在此，单独编制一个资本预算能够帮助决策者在收入限制内在各个资本项目之间进行比较，然后做出选择。图15-7提供了一个说明资本计划与预算过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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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7　资本计划与预算

资料来源：Mikesell， John.2007. Fiscal administration， Belmont， CA.ThomsonWadsworth.p.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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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篇 运作效率


 第十六章 预算执行

正像一个人发现自己舌尖上有蜂蜜或毒药，不可能不去品尝一样，负责管理政府资金的人不可能不去品尝一点，哪怕是一点点国王的财富……正如一条鱼在水里游动时，我们无法知道是否它在喝水一样，我们也无法知道掌管政府财富的人是否错误地分配了钱财……我们有可能发现鸟儿在天空飞过的痕迹，却不能发现政府官员隐藏其收入的方式。

——Kautilya
[1]



预算通过后就进入预算执行。预算执行是指政府根据议会批准的预算，实际运用资源实施预算政策。预算执行中将会发生各种财政交易。如何组织和管理这些财政交易就是预算执行过程中至为关键的制度设计问题，不同的组织和管理财政交易的预算制度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必须选择恰当的治理机构和管理模式来有效率地组织和管理各种财政交易，实现运行效率或管理效率。运行效率主要包括四大方面地内容：(1)控制。建立各种控制、约束机制将代理成本最小化；(2)管理的灵活性。在确保预算执行严格遵守预算及相关各种制度规定的同时，赋予管理者必需的灵活性；(3)协调。在政府和议会、财政部门和支出部门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确保预算顺利执行。(4)激励。激励支出机构及其管理者节约资金的使用，以最小的成本供给服务。
[2]




 一、预算执行的性质与目标

资金分配永远都是预算过程中最激动人心的环节。但是，预算执行同样非常重要。无论政策制定得多么合理，预算编制得多么好，如果预算执行是低效率的，例如，充满了浪费或腐败，或者支出管理者可以随意地在预算执行中改变支出用途，或者收入管理者不能按时足额地筹集财政收入，那么，预算就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既定的政策目标就无法实现。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公共预算研究中，预算执行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相对于预算制定来说，对预算执行的研究一直不是很充分。例如，彼茨瓦达指出，几十年来，预算执行一直是预算研究中最受冷落的一个领域。
[3]

 这或许是因为，预算执行是一个多样而且复杂的领域，涉及非常复杂的细节。麦克费雷和穆迪也批评说，在过去的十年中，尽管在实践中管理者越来越关注预算执行问题，学术界仍然主要研究预算政策的制定。
[4]

 黑克巴特和兰姆塞也作出了同样的批评，并呼吁重视预算执行中存在的决策问题。这些批评应该说都是正确的。
[5]

 目前，主流的预算理论都主要关注于预算决策的制定，而不是预算执行。
[6]

 从根本上看，预算执行的重要性之所以被忽视主要是因为，在许多人眼中，预算执行主要是一个纯粹的技术过程和管理过程。换言之，预算执行不涉及政治性因素，不像充满政治因素的资金分配过程那样吸引人。例如，有些研究者认为，预算制定是一个计划过程，预算执行是一个管理过程。
[7]

 而某些研究者仅仅将预算过程视为预算制定过程的延伸，因而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核心预算机构还是支出机构都采取和预算制定过程中同样的战略与策略。
[8]



然而，与预算资金的分配相比，预算执行的重要性一点也不小。从某个角度看，预算执行可能更加重要。首先，在预算执行阶段，核心预算机构和支出机构之间的联系比预算制定阶段更加频繁和重要。其次，预算制定通常只是涉及预算年度中的一个阶段，而预算执行贯穿整个预算年度。
[9]

 最后，无论是总额控制还是配置效率，最后能否实现其目标都取决于预算执行的效果。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一个合理设计的预算执行制度，“经过精心设计的预算可能会执行得一团糟；而本身就设计得一团糟的预算就更难取得好的结果”
[10]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绩效预算改革的兴起，预算执行越来越受关注，预算执行也开始出现一种从控制转向绩效。和以往的预算改革不同，新绩效预算改革认为，要将运行预算从控制转向绩效，必须改革预算体系赖以存在的管理系统，如果不对管理系统和过程进行改革，运行预算就不可能成功地从控制转向绩效。
[11]



另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尽管在预算资金分配的过程中政治性因素相对比较多，预算执行过程则主要是一个管理过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预算执行不涉及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整个预算过程都是政治性的，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政治性因素继续影响着政治家和管理者的行为。正如鲁宾所说的：

预算执行的重点在于按照通过的法案准确地执行预算，这就使得预算执行表面上看起来具有很高的技术性，成为政府官员和会计师们特有的领域，也缺乏政治内涵。事实上，预算执行也具有政治性，因为它可以调节预算中问责的程度，它涉及行政和立法之间政策控制的斗争，即使是最技术性的问题，诸如消除浪费、欺诈和滥用职权，都可以使预算执行成为政治活动的一部分。
[12]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议会和政府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首先，这主要发生在政府理解议会的意图方面。在预算通过之后，政府将负责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诠释议会在通过的预算中表达的政策意图。如果议会的意图是模糊的，政府在预算执行中就会享有很大的灵活性，而议会可能就会认为政府在预算执行中歪曲了议会本来的意图。此时，议会和政府之间就会在预算执行中出现冲突。其次，政府可能会通过预算执行来追求政府自身的政策意图，尤其是那些在预算审批环节未如愿以偿的政策目标。政府主要是运用它对支出政策的控制来这样做的。例如，在美国的预算体系中，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常常运用例如拨款扣押控制以及其他的行政手段来限制在某些项目或拨款单位上议会已经同意的支出，以更好地追求政府的利益或者阻碍议会的政策意图实现。拨款扣押是指政府单方面扣留议会批准进行开支的资金。在联邦一级，扣留拨款控制常常被总统运用来在预算执行中控制那些政府不喜欢的支出。从历史上看，国会一般允许或默许总统基于技术上的原因而扣押某些已经获得国会授权的开支。但是在尼克松时期，它被滥用来增强总统的预算权力，甚至于达到了无视国会的程度。政府将总统确定的预算总额当成了国会预算的最高限额，国会在总统预算之中增加的任何资金都可以被政府宣布为无效。尼克松时期滥用扣押控制的结果是国会在1974年通过了《国会预算和扣留控制法案》，禁止总统采取这一手段。
[13]

 最后，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就需要相应地改变预算，例如，削减支出、增加收入等。在这些问题上哪些必须提交议会审批，哪些可以授权给政府，哪些则可以授权给部门，这些实质上都是重要的政治问题。总之，预算执行过程既是管理性和技术性的，涉及许多技术性和管理性很强的活动，例如现金管理、会计等，但是，它也是政治性的。

自现代预算建立之日起，预算执行的目标主要包括
[14]

 ：

确保预算执行与批准的预算以及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一致

如果预算通过后，政府及其各个部门都将预算视若无物，预算无法约束政府及其各个部门的行为，那么，无论通过的预算多么完美，公共预算的目标都无法实现。所以，传统预算执行制度的重点就是确保公共资金的使用符合法律。这种合法性主要体现在两个一致上。首先，在预算执行中确保预算执行与批准的政策和预算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在预算执行中，需要“确保按照法律授权权限实施预算，这种授权既包括财务授权也包括政策授权”
[15]

 。传统预算执行是“通过细致的投入控制，确保预算执行过程不会出现各种超支现象，而且预算构成在执行中也不会发生变化”
[16]

 。通过这种控制，确保政府及其各个部门具体的收支管理活动不会违反财经纪律。其次，确保预算执行与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所有的支出决策与行为必须与政府实施的各种规章制度保持一致，包括采购制度、支付制度、人事制度等。
[17]



·防止浪费、欺骗以及滥用职权

在预算执行中，预算承诺的资金开始从国库中支付出去。在这一阶段，政治家与各个部门的官僚的支出决策影响着这些资金的使用情况。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缺乏有效的财政控制，资金可能被贪污、浪费，各种滥用职权的行为就会出现。2000多年前，考帝拉就写道：

正像一个人发现自己舌尖上有蜂蜜或毒药，不可能不去品尝一样，负责管理政府资金的人不可能不去品尝一点，哪怕是一点点国王的财富……正如一条鱼在水里游动时，我们无法知道是否它在喝水一样，我们也无法知道掌管政府财富的人是否错误地分配了钱财……我们有可能发现鸟儿在天空飞过的痕迹，却不能发现政府官员隐藏其收入的方式。
[18]



所以，传统预算执行制度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保护公共资金不被贪污、浪费，不被各种欺骗行为所侵蚀，并在这个过程中防止滥用职权。从根本讲，在预算执行中建立起来的各种控制机制都是为了确保政府及其部门在管理收入和支出时更加负责。最近二十多年，虽然预算执行变得越来越追求结果的实现。但是，这一传统的目标仍然是预算执行制度不可忽略的目标。

·确保项目顺利实行

控制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预算执行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有效的预算执行，确保预算中安排的项目顺利地得到执行。在这个意义上，预算执行也是政策执行，政策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有效的预算执行。

为此，需要确保资源在预算约束或者授权的限额内根据项目执行的需要及时地安排给部门和项目管理者，制定合理的预算执行计划或现金计划；要求部门加强项目管理，改进项目管理水平，提高部门的运作效率，实现体现在预算中的各个项目目标。

适应收入与支出的变化进行预算执行

现代预算要求严格执行预算，但是，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改变预算的需要。即使在编制预算和审批预算时已经充分地考虑了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即使对收入和支出已经做了各种尽量“科学”的预测，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仍然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这些变化要么会对政府的收入产生影响，要么会对政府的支出计划产生影响。当环境出现了变化，而且这些变化要求改变预算，预算执行就必须能够反映这些变化。此时，就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对预算进行调整。
[19]



正如完全无视预算约束会助长各种不负责的行为一样，一个绝对刚性的预算执行制度将会是迟钝的，进而会缺乏效率，也可能是不负责的。但是，同样是为了使得政府更好地履行财政责任，在预算执行中必须确保任何改变预算的行为都是合法的，需要禁止政府及其部门随意地改变预算。这意味着，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必须在控制与灵活性之间进行一个艰难的权衡。
[20]




 二、预算执行的内容及主要阶段

尽管各国预算执行的具体情况各异，但是，预算执行的基本内容都是一致的，即是指在预算通过后围绕着国库对收入和支出进行的管理。当然，也需要对整体的财政风险进行控制。一般的，预算执行包括三个阶段：制定关于支出权力和支出过程的运作计划和进度表(或预算执行计划)；对计划和预算进行改善和调整；在财政年底进行对账并对账户信息进行审计。
[21]

 这就形成一个预算执行周期，也被称为财政管理周期。这一周期包括了预算执行过程中的主要财政管理活动(图16-1)。

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预算环境中，这些活动的相对重要性是不同的。不过，一个完整的财政管理周期应该包括这样一些主要内容：(1)政府授权周期。这一周期结束于图中的6/1步骤，它表明月/季度账户的信息在年内得到复核，并被作为重新复核预算授权的基础。当然，在复核过程中也许会出现补充的预算授权请求或由议会批准的预算增减额。(2)与现金管理相联系的控制过程。例如，国库部门或许会基于流动性约束而在一定时期内对承付款项采取限制手段，如图中步骤4到步骤2的反向箭头所表示的。如果该时期被延长，那就会使得实行的预算授权被削减。此外，在不正常运行的支出管理中，财政部门还可能采取拒付应付账款，即图中的步骤4到步骤3的反向箭头。不过，一般情况下，财政很少使用这种支出控制办法。
[22]

 (3)现金和债务管理之间的配合，步骤4和步骤5。在这一阶段，对政府现有和预测的流动性资金需求的监督和控制将与政府债务管理紧密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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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　财政管理周期

资料来源：[美]哈希姆、艾伦(Hashim， Ali&Bill Allan)：《国库参考模型》，章彤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对阶段5作了修改。



在财政管理周期中，最关键的是支出周期。一个健全、完整的支出周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授权(authorization)、承诺(commitment)、确认(verification)、支付授权(payment authorization)、支付(payment)、会计(accounting)(图16-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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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2　支出周期




(一)预算授权


预算执行的第一阶段是预算授权。一旦议会批准了预算，核心预算机构就可以进行预算授权。预算授权是指核心预算机构将支出权力以一定的形式下达给支出机构，例如在美国是以法律的形式。一旦获得授权，各个部门就可以根据预算拨款的科目进行支出。一般的，支出授权涉及支出权力的分配和资金拨付。具体地，预算授权首先由核心预算机构按照比例将拨款分配给各个部门，即明确在某一时间各个部门可以利用哪一部分拨款。在此基础上，支出部门向各个下属单位按照比例分配拨款。通常是由支出机构的行政主管将预算拨款分配给各个执行人员，直到每一个与支出授权有关的人员都明确这项支出权的具体内容为止，并将各个单位和管理者可以使用的资金的数额通知相关的财务人员。
[24]

 如果财政年度开始后议会仍然没有通过预算，一般以“暂时授权”的方式允许政府各个部门进行支出。暂时授权通常允许政府各个部门每月开支前一年支出的十二分之一。
[25]

 预算授权的下达也涉及预算资金的拨付。资金的拨付通常可以采用这样一些方式：通过现金限额通知、支付凭证、向定额备付账户转移资金等。在实行法国模式的国家、拉美国家、转型国家和许多英联邦国家，一旦议会批准了预算，议会的预算授权一般都是一年。不过，在一些英联邦国家，授权期限可能是按月或按季度的。
[26]



预算授权涉及这样一些活动：预算拨款的分配、分摊、特别批准、预算拨款的转移和再规划。在预算拨款的分配和分摊上，存在着这样一些方式：项目配置、进度配置、额度配置、特别授权。项目配置是将一个总的支出授权分配给各个支出类别，它是将支出授权根据支出类别区分开来。进度配置是根据支出类别的具体时间进度来分配支出授权。
[27]

 与此相联系的是分期拨款制度。实行分期拨款的一个原因是，政府不可能在预算年度之初就拥有所需的全部预算收入，因而必须采取分期拨款的策略。否则的话，现金管理就会出现混乱。当然，在赤字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即使采取了分期拨款制度也不能避免现金管理上的混乱。
[28]

 采取分期拨款制度的另一个原因是，防止支出机构在预算年度结束前就花完了所有的预算拨款。额度配置是指上级将支出授权在下属之间进行分配。通常地，上级管理者在获得支出授权之后将其中的大部分再下达给下属，而且通常不再附加支出进度和支出类别的限制。如果有其他的限制，一般是在进行额度配置时同时下达。
[29]

 进度配置和额度配置不同于项目配置之处是它们都将一部分的支出授权保留在本级机构，以后再根据情况下达给下级机构。特别授权是指某项支出必须有特别的支出授权，它可能是日常性的，也可能是专门针对一些特殊的情况(例如对某项支出存在滥用)。它一般适用于一些具体的支出项目，例如差旅、培训、设备开支或者是大宗支出等。
[30]



预算授权还必须考虑上一年的预算节余。在大多数国家，预算节余是不能转到下一个年度去使用的。但是，在一些OECD国家，例如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可以将未支出资金的一个很小的百分比转到下一年使用；在意大利、日本、新西兰和美国等一些国家，支出责任在上一个年度形成而实际支付发生在下一个年度的资金可以转到下一个年度。不过，在大多数国家，一般允许将资本拨款的某些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是项目支出的某些部分)转到下一个年度使用；或者只要不突破总成本，允许在形成具体的工程时对原来的计划进行修改。最近，在一些OECD国家，预算改革越来越强调赋予各个部门支出的自由与灵活性，因而越来越倾向于允许将预算节余转到下一个年度使用。不过，这些国家的做法可能并不适于其他的国家。因为，在大部分的OECD国家，支出的总额控制已经不成问题，多年期的支出计划已经非常完备，财经纪律已经比较牢固地确立起来了。在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为了更有效率和更有效益地使用资金，而赋予各个部门比较灵活的预算授权。其他并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则不宜采用这种做法。
[31]




(二)支出承诺


从技术上讲，支出机构的管理者在获得支出授权之后就拥有了可以支出的资金，从而可以做出支出决策，自主地对政策和项目做出承付。但是，由于核心预算机构对支出机构的支出承诺实施的外部控制程度不同，各国在预算资金的支出上存在一些不同。一般的，大多数国家都明确规定，没有核心预算机构的特别许可不能进行任何支出。例如在法国模式及其变种的意大利模式下，支出机构在做出每一项承付之前必须取得核心预算机构(通常是财政部门)派往支出机构的财政代表的同意。这种模式对支出机构的支出决策实施了非常严格的外部控制，从而可以维护财经纪律，并为现金管理提供了便利。而在前中央计划体制中，承付阶段不需要取得核心预算机构的批准。不过，现在这些国家已经开始转变，由核心预算机构监督承诺付款。虽然最近的新绩效预算改革呼吁赋予支出机构更大的支出自由度，但是，许多国家仍然坚持这种严格的外部控制。不过，如果每一项支出都要由核心预算机构来批准将会导致管理上的混乱，而且也会加大核心预算机构的负担。所以，核心预算机构通常也会赋予支出机构的主管官员某些支出上的财权，由他们控制资金，自行进行支出。
[32]



不过，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关于承诺的精确定义。不同的预算体系对于承诺的定义是不同的，即使在那些政府会计很成熟的国家也没有一个共同的定义。广泛地说，当政府部门发出一个购买的订单或签订了一个合同，承诺就发生了。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政府将获得商品或服务进而必须为此付款。由于承诺可能会导致实际的支出并对财政计划构成巨大的影响，因此，一个成熟的、先进的财政管理体系需要保留关于承诺的信息并对之进行监督。
[33]

 承诺阶段经常会涉及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34]

 ：

承诺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获得产品或服务，因为部门或机构可能会改变主意或与供给商意见不一致。这在一些支出管理落后的国家是很常见的，而这并不是因为供货(或服务)商拿不到钱。

承诺的性质随着支出的经济分类不同而不同。在做出承诺和相应的现金支付之间会存在一个时滞。尤其在购买资本品时更是如此。

承诺并不意味着在同一财政年度内进行支付。对于投资支出尤其如此。

许多国家存在额外程序，允许在没有事先承诺的条件下进行支出。

在一些国家，所谓的承诺至多只是一种“保留”(reservation)，即支出部门向预算机构申请将某一预算配额(allotment)留下来用于将来的支出。在会计的意义上，这不能算着承诺，因为没有签订任何合同。然而，许多转型国家的财政官员喜欢将预算拨款等同于承诺。

在法语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对于承诺存在双重控制：各个部门及机构的行政控制、财政部门实行的财政控制。财政部门的财政控制在审计控制之前，它特别强调与拨款保持一致。

在许多国家，要么缺乏对承诺的记录，要么会计体系不能集中汇总所有的承诺(如各个部门或机构仅仅在内部记录这些承诺)。在这种情况下，就极其容易累积支付方面的拖欠。因为，无法确保在做出承诺时，这些承诺是与计划的现金相一致的。


(三)支出确认


在这一阶段，需要根据签订的合同确认商品或者服务的供给者是否已经按照购买时的规定条件提供了商品或者服务，同时也需要确认账单是否已经收到。通常地，物质商品的供给会比支出确认要早一段时间。如果部门或者支出机构购买商品或服务，它们就需要负责检查账单以及商品和服务。不过，在这一阶段，账单并不一定意味着政府的负债。这取决于会计方式。即使这种负债采用权责发生制会计方式记录，也不一定马上就要进行现金支付。例如，在许多国家都有一个支出确认后30—60天才付款的缓冲期。
[35]



在预算执行中，根据不同的会计基础，支出机构的支出可以用三种方式来确认：支出机构做出了支出承诺、支出机构负有支付责任、支出机构在消耗资源。
[36]

 支出承诺是将会产生未来支付义务的阶段，它表明支出机构在以某种方式形成了支出意向，例如发出订单或者签订合同。实际的支出通常就是从支出承诺开始，在出现支出承诺的会计账户中应该记入负债。不过，只有当对方(私人机构或者其他的公共机构)履行了合同的条款之后，支出机构才负有支出的义务。支付责任是指支出机构的某一行为产生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付款义务。消耗资源引起的支出是指当资源被消耗并且不能再获得时导致的支出，它关心的是公共机构在供给或生产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过程中实际使用的资源而不是被花费的资源。
[37]

 支出的确认方式与适用的政府部门会计基础联系非常紧密。这种联系可以在表16-1中看出来。

表16-1　会计基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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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B. J.里德、约翰·W.斯韦恩：《公共财政管理》，朱萍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政府会计的目的是对各个部门及政府整体的财务活动和状况进行记录、分析、总结、评估。收付实现制或现金制会计是最古老的会计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当政府实际收到税收等收入时就记录为收入，当政府实际上进行了付款时就记录为支出。
[38]

 现金制有几方面的好处：(1)现金是评价政府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程度时运用非常广泛的指标；(2)现金易于跟踪，能够很好地满足传统预算的控制要求，确保不超支；(3)大部分政府债务的发生时间与为清偿债务而支付现金的时间之间的间隔很短。
[39]

 不过，它有三个缺陷：(1)政府或者支出机构的财务状况容易通过操纵现金交易或记录而被扭曲。例如，支出机构可以通过拖延支付而隐藏债务。(2)它不能提供关于未来的财务信息，不能提供关于预期的收入和支出的信息。它所提供的财务信息可能是最晚的信息，当会计体系将这些信息记录下来时，通常发生的事件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因而不能预警某些支出决策的长期影响。(3)不能在政府服务的成本与绩效之间建立联系。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现在一些国家开始转向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在权责发生制下，在确认支出和供给公共服务的成本时，并不要求发生即期的现金支付，只要发生了在法律上是有效的交易及其支付义务，就需要在会计账户中记录该项负债。承诺制会计是指一旦做出支出承诺就记录经济交易，它主要用于支出类账户。在这种会计模式下，支出机构在为开支决定记账后，可能就会留置已经承诺的资金，因而就形成了有关支出的可能发生的最早信息。承诺制和权责发生制都记录实际资金运动的交易，它们可以一起使用。成本会计制根据消耗的资源来确认会计事项，它的主要目的是记录供给公共服务的实际成本。
[40]




(四)支付授权


支付活动包括支付授权和实际支付这样两个阶段。支付授权阶段也称为支付命令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活动是发布支付命令。支付授权在不同的体系中有不同的意义。在法语国家预算体系中，一个指导性原则是订购服务或商品的官员必须与授权支付的官员分离。负责支付的官员通常是一个公共会计官员，该官员隶属于公共会计部门(ComptabilitéPublique)，专门负责在支出过程中对于已经确认的账单授权支付。一旦账单确认后，支出部门就将该账单交给公共会计官员，并要求支付该账单。支付命令通常集中在财政部门。不过，拉美国家的做法恰恰相反。在拉美国家，对支出承诺的事前审计和支付都是由总审计长(Contraloría General)作出的。在英联邦国家，发出支付命令通常是由在这方面承担责任的财政官员负责的。不过，在英联邦内部也有变化。在一些国家，发出支付命令和支票的权力是分权性的，各个部门承担这一任务然后再报告给处于核心地位的控制机构。在另一些国家，这一活动则是集中在国库部门，通常是财政部门内部的主计长(the accountant general)负责的。在这种情况下，主计长既是支付的总负责人，也负责准备政府的会计报告。目前，大多数转型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建立一个国库部门并由其来发布支付命令。不过，这些转型国家的情况非常复杂，而且大都处于变革时期。一些国家里还存在拥有特别权力的部委，它们保留着一个单独的体系，例如国防和内政部。另一些转型国家却继承了以往体制中一些令人困惑的传统。比如，存在多层支出单位。在这种传统下，一旦资金从财政部的账户上转移到其他一层支出单位的账户上，财政部就认为支出已经发生。但是，这些资金还要层层拨付，实际的支出才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的支付命令通常不等于其他国家的支付授权。
[41]




(五)支付


这是支付活动的第二阶段，即实际支付阶段。只有经过支付授权后，才会发生实际的资金支付，所以，这一阶段有时也称现金支付阶段。在实际支付阶段，资金支付实际发生，通过现金、支票或电子转账等方式政府开始实际支付各种账单。在一些预算体系中，实际支付是通过一个财政单一账户进行的。这个财政单一账户通常由财政部设置在中央银行或指定的银行。在另一些预算体系下，支付是通过各个部门开设在商业银行的账户来进行的。
[42]

 不过，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同第一种支付模式。因为，在后一种模式下，财政部门非常难以对资金流动进行财政监管和会计控制。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单一账户体系是有效的财政管理的基础条件。

一般的，政府支付包括以下步骤
[43]

 ：

预算拨款记录；

记录给予不同部门的预算分配数额；

保存承付款项的记录；

支付要求的收集与核实；

发出实际支付的指令；

已经支付的记录；

收到商品和服务的记录；

成本记录，即政府机构在提供服务中实际使用的商品和服务的记录。


(六)会计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发生的现金交易必须全面地记录在账簿中，以备监督、控制之用。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从传统的收付实现制或现金制会计转向权责发生制会计。这使得会计功能出现了重大变化。在法国和拉美国家以及在财政部门内部专设了主计长职务的英联邦国家，由财政部门集中控制财政账户，而在一些财政管理分散的国家，例如仍未进行改革的转型国家，这些账户是分散在各个部门手中的，这些部门在一个或多个商业银行开设账户并处理支出。
[44]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政府如能定期发布财务报告就能有效地加强财政监督与控制。目前，只有一些国家的法律要求发布预算执行的财务报告(financial statement)。即使在这些国家，发布报告的时间也没有具体规定。不过，新西兰的《公共财政法案》要求政府每月发布财务报告，并规定了发布的时间、财务报告的范围和会计基础。法国1922年的《控制支出承诺法》要求，支出承诺必须每月报告一次，但不是一个完全的月度财务报告。不过，尽管法律没有规定，目前，许多国家每月发布预算执行数据，一般在该月的预算执行完成后的一个月内发布。此外，一些OECD国家的法律要求，财政部要向议会提交一个正式的中期报告。
[45]



对于现金管理和支出控制来说，发生在支出周期每个阶段的信息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现实中，并非所有国家的预算执行都包括这些阶段。即便包括了所有阶段，每个阶段能否提供及时、可靠的信息也是一个问题。从监督支出的需要看，确认阶段的信息也许最有价值。因为，通过确认就可以测量政府实际的负债，例如，一旦账单收到后，将之与可获得的资金相比，就可以比较准确地测量潜在的拖欠金额可能会有多大。但是，许多国家通常没有这一信息或者该类信息并不可靠。从现金制会计的角度看，次优方案是承诺阶段。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实行法国模式的国家，这个阶段的信息是可以获得的。然而，在许多国家，只有到支付命令或者支付阶段才能获得全面而且可靠的信息。在那些财政管理体制落后的国家，财政监督通常集中在最后的现金支付阶段。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需要将监督工作前移到确认和承诺阶段。
[46]

 表16-2比较了现金制会计体制时期，各类预算体系在支出过程中各阶段的具体管理方式。

表16-2　支出过程各个阶段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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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otter， Barry H.，&Jack Diamond. 1999. Guidelines for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 Washington， D. C.：IMF. p. 40.有所修改。



20世纪90年代后期，英联邦的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开始实行权责发生制会计。这极大地改进了这些国家的支出控制(参见政府会计一章)。


 三、预算执行中的控制

为了确保议会通过的预算得到有效执行，实现政策目标，落实总额控制，也为了约束各种欺骗、浪费以及滥用资金的行为，在预算执行中必须建立各种控制。在现代公共预算形成之时，就在预算执行中建立起各种控制机制。运用资金来供给公共服务，这是各个部门和支出机构的责任，也是预算执行的意义所在。不过，各部门和支出机构在具体执行预算时，必须在财政部门制定的控制框架内开展。此外，核心预算机构也会要求各个支出部门在内部建立各种控制机制。因此，在一个成熟的预算体系中，预算执行过程通常受到核心预算机构和支出部门财务负责人地控制和监督。当然，预算执行过程也处在议会的监督之下。从控制者的角度看，控制包括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前者主要是指在政府内部建立的各种预算控制，后者主要是指议会对政府及其部门的预算控制。从控制的时间来看，主要有事前控制和事后控制。在此，首先分析议会等对政府的外部控制，然后再集中分析政府内部的控制。


(一)议会的外部控制


对于预算执行中的预算控制，首要问题是，议会在多大程度上介入预算执行过程，实施预算控制。换言之，预算执行控制是以政府内部的控制为主，还是议会对政府的外部控制为主？由于预算执行中的控制是日常性的，议会过分介入控制不太现实。原因有二：一则工作量太大，二则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所以，在大部分国家，议会都倾向于将预算执行中具体的管理与控制权力赋予政府首脑及其核心预算机构，由核心预算机构(通常是财政部门)来负责实施议会审议通过的预算，再由审计机构向议会提交对预算执行的审计报告。在支出授权上，大部分国家的议会都赋予财政部门在预算年度中分配预算额度的权力。在一些国家，例如加拿大、法国、德国、新西兰、西班牙和英国，一般会有一个法律对预算授权的分配进行规定，但是，通常比较粗。例如，德国的《预算原则法》仅仅要求，拨款管理应能及时满足各种预算支出的资金需要。在法国，则通过政府的法令将年度内的拨款拨给各个部门。在威斯敏斯特国家，则由国王授权财政部将资金拨付给各个部门，而且，在特定时间内进行预算授权的程序是以政府规章的形式规定的，而非法律形式。总之，在日常的预算执行中，大部分国家的议会主要依赖政府财政部门来实现预算执行。不过，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比较特殊。美国国会制定了专门的法律详细地规定了预算授权的程序。美国法典(The US Code)第31款要求，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在财政年度内的各个时期，或者按照功能、活动、项目及支出方向将预算授权到各个部门。这一法典还具体规定了授权的具体时间。日本、韩国的预算模式深受美国影响，也对预算授权程序制订了相应的法律，但不像美国那样详细。
[47]



当然，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议会在某些领域或某些情况下会介入预算执行，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议会的外部控制也比较严。这通常是涉及改变预算的情况，例如，政府首脑取消或者转移议会通过的拨款；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如紧急情况动用应急基金)，政府先支出然后再由议会审批的情况。不过，美国等少数国家多少有些例外。在上面提到的这些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美国都制定了非常详细的法律，使得议会可以非常密切地监督和控制预算执行。
[48]

 总体而言，议会对预算执行的监督主要集中在改变预算的各种行为上。各国议会对预算执行的监督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大约一半的OECD国家的议会允许政府首脑取消或者推迟议会通过的预算拨款。但是，一般都有一些限制。

对于在预算拨款之间进行调剂和转移，各国议会一般授权政府可以对低层级资金进行调剂或者转移。但是，对于层级高、影响大的资金转移，议会一般直接介入，施加控制。在那些采用宽泛的拨款结构的国家，政府首脑拥有在投入上进行选择的权力，但是，不能在项目之间转移资金。在许多国家，在资本性支出和经常性支出之间转移资金受到严格的限制，在项目之间转移资金需要议会审批。不过，在某些国家，政府首脑有一些临时性的权力来调配资金。例如，在新西兰，政府可以用法令的形式调整产出方面的支出，但不得超过5％。在那些实行详细的、投入型的分项列支拨款结构的国家，法律通常严格限制政府进行资金转移。例如，在德国，1997年之前，调配规则严格限制政府进行资金转移。1997年采用新的法律，这种限制有所放松，但是，只能影响不到10％的支出。美国国会的限制则更加严格，对于1000个左右的账户，总统几乎没有转移资金的自由，任何转移都必须经过议会审批。日本和韩国也严格限制政府不经议会同意而转移资金。
[49]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紧急情况，政府支出需要超过议会批准的预算。一般来说，各国对此都会网开一面允许政府超支。但是，为了不损害议会的权力，各国一般又都设有规定和限制，让议会介入监督。例如，德国宪法规定只有在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并且的确需要时，政府才有权超过预算进行支出，而且，如果可以采取追加预算或者将支出推迟到下一年的方法解决问题时，政府就不能超支。而追加预算是需要议会审批的。在法国，政府可以以法令的形式超过议会批准的预算进行支出，但是，该法令必须尽快提交议会批准。在没有紧急情况但是出现超收时，政府首脑也可超过预算拨款进行支出，但支出上限仅有1％。同时，政府首脑必须保证超预算支出不会影响预算平衡。并且必须先告知议会的预算委员会。在一些欧洲大陆和北欧国家，某些拨款是以“估算”的名义出现的，通常包括两类：依法或者依合同必须兑现的支出，例如利息支出；某些性质上难以准确估算的支出。对于这些支出，政府可以超过预算进行支出，但是事后必须报告议会。在紧急情况下，经常需要动用应急基金。在日本等国，没有法律专门规定应急基金的数量，但是，在另一些国家则专门对此进行了规定。例如，英国1974年的《应急基金法案》授权政府可以不经议会投票而采取紧急支出，同时规定其数量不得超过去年支出的2％。不过，在美国等一些国家，议会严格限制政府首脑在预算执行中的灵活性。各个部门的应急基金是有限的，而议会自己在这一方面有很大的灵活性。
[50]



此外，在预算执行中，议会也可以通过审查政府提交的财务报告来监督政府的预算执行。如前所述，目前只有一小部分国家有预算执行的月度报告。一些OECD国家的法律要求，财政部必须向议会提交中期预算执行财务报告。在90年代，几个实行威斯敏斯特体系的国家也将这一点写进法律。这使得议会可以审查预算执行，并在需要的情况下追加预算。例如，新西兰1989年的《公共财政法案》要求，在预算执行半年后政府应向议会和审计机构提交一个财务报告和财务报表。在美国，总统也必须在每年7月16日向国会提交一个详细的预算执行中期报告，同时国会预算办公室也要向国会的各个委员会提交一个中期的预算执行分析报告。
[51]



预算执行后，政府要提交年度会计报告给审计机构，审计机构要出具审计报告，并将审计报告提交议会审查。通过这种方式，议会就能对政府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查、监督。在一些国家，例如丹麦、德国、芬兰、日本和挪威，政府向议会提交年度会计报告是宪法的要求。在德国，只有在议会审查通过了审计过的年度会计报告后，政府执行预算的责任才算真正完成。荷兰2001年通过的《政府会计法案》中也有类似的责任免除规定。在这些国家，相关的法律还详细地规定了预算执行年度会计与年度报告的具体内容。
[52]

 在这一方面，芬兰可能是规定得最详细的(专栏16-1)。

专栏16-1　芬兰对年度会计和年度报告的法律要求


国家年度会计报告


报告应包括：

国家年度会计，关于管理中央政府财政以及遵守国家预算的所有必须的其他信息，以及决定国家运行的效果和运行效率的最重要因素的信息。

这个报告也应包括关于公共企业和预算外基金的收入说明和资产负债。

关于编制国家年度会计报告的进一步规定可通过政府法令的方式发布。


国家年度会计


国家年度会计包括：

预算执行说明，以部门或者主要分支的方式按章按项说明。这份说明包括国家年度会计中显示的财政年度的盈余和赤字以及以前财政年度累积的盈余和赤字。

针对收入和支出作出的一个收入和支出说明。

说明财政年度最后一日财政状况的资产负债表。

说明现金流动情况的现金流说明。

对于会计账户的注释，以提供真实和清楚的信息。

真实和清楚的信息

国家年度会计以及包括在国家年度会计报告中的关于中央政府财政、国家财政管理和运行绩效的信息应提供关于遵守预算的情况、国家收支、国家财政状况和绩效的真实和清楚的信息。

资料来源：参见芬兰《国家预算法案1988-SS17，18》，转引自Lienert，Ian，&MooKyung Jung. 2004.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budget system. OECDJournal of Budgeting Vol. 4， No. 3：1-479. p. 116。

在年度会计和年度报告方面，有一小部分国家要求将议会通过的收支与实际执行结果进行比较，并对偏离情况进行解释。在这类国家中，议会的事后控制就比较严。在日本以及一些欧洲大陆的国家，比较通常是在一个总体水平上而不是在部门和项目间进行的，政府只需要向议会提交一个汇总的年度会计报告，通常不需要提交部门年度会计报告。即使要求部门提供年度会计报告，例如德国和日本，这些报告也主要服务于财政部门汇总之需要。在法国，2001年出台《预算组织法》之前，部门不需要提交年度会计和报告，年度会计和报告主要根据要求的法律内容提供总体的会计说明。例如，为什么支出超过批准的预算等。议会在审查的过程中批准、认可政府在法律权限内对预算的改变，批准政府超过预算的支出，取消未支出的预算等。然而在一些实行威斯敏斯特体制的国家，例如新西兰，尽管年度会计报告也包括超支、紧急支出等信息，但是，年度会计和报告的重点是部门就其财政结果提供一份分析。在实行威斯敏斯特体制的国家，很久以来就要求提交部门年度会计，部门和机构的负责人要在议会为他们的预算的财政结果进行辩护。一言之，在这些国家，政府既需要提交整体的政府年度会计报告，也需要提交部门年度会计报告，以方便议会监督政府的预算执行情况及其结果。
[53]



实行新绩效预算对年度会计和会计报告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芬兰的年度会计和会计报告就要求政府向议会提供绩效方面的信息。在一些国家，例如丹麦和瑞典，并没有法律规定政府必须提交关于部门绩效的非财务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向议会提交部门的绩效信息通常只是政府和部门根据政府的相关制度(例如英国的公共服务合同)而采取的自愿行动。不过，有个别国家专门对此进行了规定。美国1993年的《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细致地规定了年度绩效报告的内容，并适用于每个机构的所有项目。新西兰和法国也有法律规定了年度绩效报告的具体内容，例如要求评估预算执行的最终效果为什么比预期的高或者低。

对于议会及审计监督来说，除了年度会计和会计报告的内容之外，提交年度会计和会计报告的时间是否及时也非常重要。如表16-3所示，各国政府向审计机构和议会提交年度会计和报告的时间是不同的。

表16-3　OECD各国政府向审计机构和议会提交年度会计和报告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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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Lienert， Ian，&MooKyung Jung. 2004.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budgetsystem. OECD Journal of Budgeting Vol. 4， No. 3：1-479. p. 118。




(二)政府内部控制的方式


在预算执行中，最主要的、经常性的控制是政府内部的控制。这种控制主要是由核心预算机构(通常是财政部门)来实施的，控制的要点是通过控制使得项目管理者必须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在各种用来控制预算执行的手段和技术中，“偏差分析”(variance analysis)是最常用和最普遍的。预算官员和预算监督者监督着收入和支出上的预计数和实际数之间的差别(在总量和账户上)；他们按季度、月、周和日监督着违反“分期预算拨款控制”(allotment control)的收入和支出率，因为预算拨款的分配程序一般要求有某种“时间控制”(temporal control)；他们监督着支出的方向是否与已获批准的预算中同意一致，收入的来源、支出的单位(有时是地理位置)是否与已获批准的预算一致；他们比较现在的收支与历史上的收支的趋势来评估本年度支出项目的实施情况。
[54]

 在现代国库制度下，各国一般都通过财政单一账户将所有支出机构的全部支出置于核心预算机构的监督之下；以零余额账户为基础，控制支出机构的用款进度；采用分期拨款制度来限制支出机构在支出中的浪费和无计划；运用国库集中支付的方式来控制财政资金的去向，也就是说，让支出机构“只见数目不见钱”，从而不能改变预算支出既定的用途。
[55]



预算执行中的控制方式，可以从很多个角度理解。不同的控制机制并不具有排他性，它们只是控制的不同侧面而已。

行政控制和财务控制。
 财务控制主要涉及各类用于记录和处理政府收入和支出方面的财政交易的会计账户，行政控制主要涉及执行和调节预算计划的各种活动。
[56]




实质性控制和程序性控制
 。实质性控制关注的问题是哪些事项可以花钱，花多少钱。它一般通过事先明确规定支出类别来对支出施加限制。这些支出限制通常采用肯定式，即明确规定一定数量的资金可以被用于哪些项目或者事项。这意味着资金不得用于规定之外的项目或支出方向。程序性控制主要是关于应该如何进行支出而设置的各种限制。这些限制包括支出授权应如何决定，支出授权的方式，下达的方式，支出授权使用的方式，以及确认支出然后如何支付的方式，等等。在那些预算执行比较严格的国家，一旦违反支出的实质性和程序性限制，管理者就要承担正式的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例如，在美国联邦政府，依据《反赤字法案》，官员超支可以视为一种犯罪。
[57]



预防性控制、前馈控制和反馈控制。
 由于议会通过的拨款是政府运营活动的标准，所以，各种控制措施都是为了确保预算执行不偏离这些标准或对各种偏离标准的行为进行纠正。预防性控制是一种事前控制，即通过事前设置各种控制机制以减少各种偏离预算标准的行为发生。例如，有些政府建立额外的程序对价格超出限额的采购行为进行审查，并在财政紧张时降低这一限额。在填写支票和购买或实际支付发生之前设置特殊的事前审查程序，或者由多个机构审查支出的合理性。前馈控制是指在支出过程中对可能出现的偏离预算标准的行为进行诊断和纠正。例如，进行偏差分析。当实际支出与预算支出之间的差异超过某一水平时，偏差报告就会自动对某些账户发出停止支付的命令。反馈控制是指根据本预算年度预算执行的情况，尤其是实际支出和预算支出之间出现差异的情况，确定未来预算执行控制的重点。
[58]




常规审查和特别审查。
 由于担心支出部门或机构会滥用资金，各国一般都设置有支出审查程序。支出审查可以在支出发生之前、支出过程中和支出发生之后进行，审查的主要内容是支出是否符合程序和内容上的规定和要求。支出审查的形式包括常规审查和特别审查。常规审查包括会计报告、支付审查、事前审计和事后审计。特别审查包括预算审查、节支运动和支出调查。预算审查是指上级管理者询问下属机构有关预算执行的情况，通常也要对过去的支出进行审查，以供比较之用。节支运动是指在预算资金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迅速限制某些支出项目的支出来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转。它一般主要是针对那些最容易出现资金滥用和浪费的支出项目。支出调查一般是在问题出现之后进行的。它一般是在公众、企业或者官员对于某个支出机构的支出行为提出质疑后采取的行动。例如在美国，政府设置了专门的“欺诈、浪费和滥用热线”来鼓励社会各界人士监督与揭发政府财政管理中存在的欺诈、浪费和滥用，并且制定和实施了专门的法律来对付这些欺诈、浪费和滥用行为。
[59]



若要实现控制的目标，预算执行中的控制必须贯穿从预算批准之后的每个支出周期。对于这种全程监控来说，主要有四种控制方式：总额现金控制(aggregate cash control)、财务控制(financial control)、会计控制(accounting control)以及支出的恰当性控制(control of appropriateness)。
[60]



总额现金控制：支出授权阶段

这种控制主要适用于资金授权阶段。这个阶段决定各个部门在不同时期可以使用的预算额度。具体来讲，在这一阶段，财政部门通过发布资金授权或者分配拨款令来赋予各个支出部门对外做出支出承诺或者支付的权力。通过对预算额度授权的控制，财政部门就能够控制各个支出部门在不同时期可用的现金总额。这种控制是现金管理，尤其是现金计划或现金预算最关键的部分。
[61]



总额现金控制的目标是最小化资助政府的各种项目或者活动的成本。这主要是通过使国库账户的现金流进和流出量之间的缺口变得平滑，进而使弥补缺口的借债成本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低位，而且也不会出现任何拖欠。
[62]

 财务控制：承诺、确认、支付命令与支付阶段

财务控制是从做出承诺到实际支付发生之间采取的一系列支出控制。由于这一阶段是支出发生的关键阶段，所以，无论是为了确保支出符合规则和预算，还是为了限制总额，这一阶段的控制都是极其关键的。如果这些阶段的财务控制无效，那么，支出控制就难以成功。财务控制的目标是通过这些控制使得公共资金的使用与预算法、财政法和财政规章，以及与预算和现金计划中确定的支出重点保持一致，使得资源的使用是经济的，并保证各种规则的运用前后一致。
[63]

 表16-4总结了这一控制的各种类型。

表16-4　各个支出阶段的财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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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oe， Lubin&Sailendra Pattanayak. 2008. Financial controls in Africancountries. IMF PFM Technical Guidelines Note No. 5. p. 6。



会计控制与支出恰当性控制：会计阶段

这是在会计阶段实施的控制。此时，实际的现金支付已经发生。会计控制是用来确保支付和支出交易被准确地分类和记录在一般的会计账簿中。这一控制对于制定准确、及时的财务数据以及可靠的财务报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有些国家，它是由财政部的公共会计官员在执行支付和保留资金拨付的过程中负责的，在另一些国家则是由审计机构负责的。部门的会计记录和财政部门或者审计部门的会计记录最后需要对账。
[64]



在这一阶段，也需要根据资金的价值审查支出的恰当性。这是一种事后控制，它关心的问题是，尽管一项支付是有预算拨款才支出的，而且支出过程也符合各种规则，但是，这项支出也许不是各种选择中最佳的，因此，需要考虑其“资金价值”(value for money)。这种以“资金价值”为目标的控制要求超越传统的常规性审查，例如是否与预算科目和规章制度一致，分析某些已经发生的支出的资金价值。通常，只有在发达的预算体系中，财政部门及各个支出部门的控制才关注这一问题。在预算体制不成熟的国家，即使要分析资金的价值，也只有在事后依赖外部或者内部的审计机构。
[65]




(三)各个预算体系下的政府内部控制


在整个预算执行过程中，支出部门和财政部门都需要负责组织预算执行并对之进行监督，确保预算顺利而且能被有效地执行。不过，在各个阶段，不同国家财政部门和支出部门的职责也是不同的。
[66]

 法语体系

原则上讲，在这种体系中，预算执行的财务信息最容易获得。承诺或许需要财政部或者财务主管(financial comptroller，可能是财政部的一个下属机构也可能不是)审批。不过，无论是哪种情况，财政部都会有一个对承诺进行汇总的说明。支付命令一般都集中在财政部内的一个机构，或者这些支付命令必须得到财务主管的审批。而且，这些财务信息都必须汇总到财政部。财政部就现金支付定期准备财务报表，在计算化的条件下，可以每天都这样做。在这种模式下，预算执行控制主要依赖于财政部。
[67]

 英联邦体系

预算执行过程有些碎片化。财政部(treasury/finance department)负责支出或者预算授权。预算额度授权令按年度、季度，或按月发布，财政部通过这种方式将支出权力授予各个部门。然后，各个部门就可以去签订买卖商品和服务的合同，开始支出，进行会计管理，保留各种会计账簿。在许多国家，对于预算执行的会计功能是由根据法规任命的各个部门的财务主计官负责的。
[68]

 例如，在英国，各个部门的财务主计官就负责记录和处理发生在部门内的所有财政交易，确保本部门的资金使用是恰当的，也是与公认的最佳实践以及资金价值原则相一致的。此外，他还要负责根据财政部的内部审计守则在本部门内建立内部审计体系。当他与本部门部长在资金使用上出现严重分歧时，他可将有关情况向国家审计长报告。
[69]

 财政部的主计大臣(the accountant general)公署负责保留各个部门的会计账簿，向财政管理的最高部门汇报，并向议会提交一个最后的年度会计报告。一般的，主计大臣公署也负责发放薪水，负责签发支票或者支付现金来满足其他的支付。但是，有时利息支付——至少是准备支付命令——是由财政部之外的其他机构负责的；另外，国外资助项目的支付程序也比较独特。有时签发支票的权力下放到部门的财务主计官，有时又集中到主计大臣公署，不过这经常导致支付变慢。在实行这种模式的发展中国家，也许由不同的部门负责监督发展预算和日常预算，例如财政部和计划部门。
[70]

 拉美体系

预算执行及其控制的责任比较分散。通常，财政部负责收入和提供资金，而另一个部门，例如经济部，负责预算——至少是形成预算。一个强大的审计机构(contraloría general)负责事前和事后审计，此外还承担了政府预算执行的会计审计功能。支付命令通常必须经过这个审计机构，这使得该机构能够控制整个预算执行过程。
[71]

 在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开始认同这一点：政府内部也应建立起完善的预算执行控制体系来监督支出，以确保有效地执行政策。不过，在政府内部以及各个机构内部建立作为内部控制的审计体系仍未得到广泛的接受。
[72]

 转型国家

这些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继承下来的财政管理体系是非常分散的。由于预算是计划的一部分，根据计划的每个领域确定的支出目标也是按领域确定的。因此，预算执行是比较分散的。财政部将资金拨付给各个主要部委，它们再将资金拨付给许多部委在银行开设的账户，这些部委再拨付给其他的机构(包括企业)。支付是通过银行体系进行的，银行将形成一个关于各个机构支付的报告。尽管这些报告比较及时，但是，其提供的信息是以功能领域为基础的总额数据，很少有经济内容。部委和各个机构不提交它们预算执行进度的详细的季度报告。财政部内部有一个机构负责将预算执行的数据汇编起来，并准备一个能够和银行的支付记录相一致的会计报表。尽管是一个集权的体制，预算执行却是分散的。在已经推动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中，大部分国家都开始建立集中型的财政管理体系来取代原来分散的财政管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财政部内部原来负责汇总预算执行数据编制会计报表的那个机构就慢慢地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国库部门，负责对预算执行实施控制。
[73]




(四)政府内部控制的发展与变化


在日常的预算执行中，议会主要授权政府财政部门负责组织和监督预算执行。在这一过程中，为了实现预算控制的目的，财政部门必须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一套预算控制制度。在过去两百年中，预算执行中的支出控制经历了三个阶段：外部控制、内部控制和管理责任(表16—5)。外部控制是通过核心预算机构对支出部门的支出决策和行为采取的事前控制。内部控制是由支出部门对自己的支出决策和行为进行的控制，而核心预算机构事后再进行检查，这是一种事后控制。在管理责任下，支出控制也主要是一种事后控制，但是，控制的重点从投入转到了产出和结果，在赋予支出部门乃至具体的项目管理者支出自由的同时要求他们承担起对于产出和结果的管理责任。
[74]



表16-5　三种支出控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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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Schick， Allen. 1998.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of public expendituremanagement. Washington， D.C.：World Bank. p. 115.作者此处作了修改。



19世纪形成的现代公共预算是以控制投入(支出总额和支出科目)为主的，并非常强调外部控制。不过，从加强控制的角度看，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都是可以选择的控制模式。而且，一种严格的控制体系可以同时采用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如果这样，就像麦克塞尔所说的，内部控制就是针对预算执行中欺诈行为的第一道防线
[75]

 ，而外部控制就是第二道防线。在现代预算制度形成的早期，各国一般都会——也需要——建立外部控制体系。而且，一些国家即使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预算体制，仍然会坚持采用外部控制。不过，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出现以内部控制为主的支出控制模式，并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绩效预算的推行，许多发达国家开始采用管理责任这种新的支出控制模式。 外部控制

这是政府内部的外部控制，不同于议会对政府的外部控制。外部控制是一种以投入为基础的、由财政部门从外部对支出部门进行的事前控制，它有三个特征：

支出行动和对资金的控制由两个不同的机构实施。外部控制“将那些决定支出的合法性和恰当性的人与那些实际花费资金的人区分开来”
[76]

 。这种分离为支出控制创造了条件。它使得核心预算机构能够从外部对各个支出部门的支出行为进行控制。外部控制也因此得名。

控制是在资金支付之前实施的。外部控制是一种在支出过程中实行的事前控制。即使预算已经通过，支出机构已经获得了支出权，支出机构在使用资金之前仍然必须先获得核心预算机构的批准，“即使资金已经在预算中做出安排并专项用于某项支出也是如此”。在一些国家，支出机构的每一笔独立的交易在支出之前都必须获得预算机构的批准；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支出机构则可能获得一些一般性的授权。
[77]



预算控制的目标是投入。正如希克指出的，“外部控制是在预算投入方面实施的，并未涉及产出。而且，也未系统地汇编与产出有关的部门数据”
[78]

 。这种以投入为主的预算控制主要关注于预算拨款是否花费到了事前批准的地方，是否对特定的预算交易进行非常准确和详细 的描述与记录。因此，它非常有助于对支出进行控制，节约支出，减少腐败。

这种控制的问责方式是支出机构的支出行为是否保持两个一致：一是与批准的预算保持一致；二是与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保持一致。其中隐含的逻辑是，只要支出机构做到了这两个一致，它们就是有绩效的。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遵从绩效。

一言之，外部控制有助于预算机构控制支出机构的支出行为，确保预算严格执行，正式的制度得到遵守。不过，外部控制体系的实施必须支付一定的制度成本。有效实施外部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核心预算机构的组织能力，包括收集、处理和分析支出机构提供的预算信息的能力。核心预算机构的这种能力越高，实施外部控制的制度成本越低。然而，一旦政府规模扩大，预算规模也会增加，实施外部控制的制度成本就会上升。正如希克指出的，“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以外部控制为基础的管理成本会增加，这些控制之所以成本很高，是因为控制程序很繁琐，并要求进行大规模的监督”
[79]

 。

内部控制

这政府内部基于核心预算机构和支出机构之间的关系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内部控制，即各个支出部门自己控制自己。“二战”后，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开始转向主要依赖内部控制来进行预算控制。其中的原因是，虽然外部控制有助于加强核心预算机构对于支出部门的控制，有效地控制各种偏离预算和正式制度的支出行为，但是，这种外部控制同样存在缺陷。一方面，这种控制模式需要支付比较高的成本；另一方面，外部控制如果被严格实行，势必限制各个部门在支出中的灵活性，并导致各种官僚部门低效率。这就是说，为了改进效率，应该赋予部门一定的灵活性。此外，经过多年的外部控制之后，法治原则已经植根于政治过程和公共管理领域，支出部门相对而言已经比较遵守财经纪律和各种规章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放松外部控制，赋予各个支出部门一定的支出灵活性和自由度，风险是比较小的。
[80]

 内部控制的主要特征是
[81]

 ：

在内部控制模式下，支出行动和对资金的控制是由同一个机构来实施的，支出部门既是资金的使用者，又有权决定支出的合法性和恰当性。

在内部控制模式下，虽然支出机构仍然必须遵守政府规定的人事、工资、采购以及其他方面的管理制度，而且控制的重点也仍然是预算投入，但是，支出机构在进行支出之前不用事先获得核心预算机构的同意。预算控制也从外部控制下的事前控制转向了事后控制，这主要体现在用事后审计(财政年度结束后再对支出机构的支出决策进行审计)取代外部控制之下的事前审计(在支出机构进行支出之前对支出机构的支出决策进行审计)。

内部控制下的事后审计也不再像外部控制那样针对所有的预算交易，而主要是运用抽样审计的方式来审查部门的支出是否与预算规定的内容以及各种规章制度相一致。这意味着，放松控制后各个部门仍然需要确保部门的支出行为与预算保持一致，与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保持一致。它与外部控制的区别在于，外部控制体系是由一个外部机构来监督支出部门做到这一点，而在内部控制下，部门自己保证这一点。如果在年底的抽查中，核心预算机构发现部门有违规行为，支出部门将受到惩罚。

目前，尽管外部控制仍然存在，但是，许多的发达国家都开始采用内部控制。如表16-6所示，到1999年，在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内部控制已经很流行。

表16-6　发达工业国的控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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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etrei， Humbreto. 1998. Budegtand control：Re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 inLatin American. Washington， D. C.：InterAmerician Development Bank. p. 199。



相对于外部控制来说，内部控制实施的制度成本比较小，而且它为支出机构有效使用资金提供一些自由的空间，有助于提高预算执行的运作效率。但是，内部控制在许多国家的实施并不是非常理想，内部控制并没有使得支出机构的管理者处于主管的地位。这主要有四个原因。首先，内部控制体系通常将一些规定统一地运用到所有的支出机构，这种“一刀切”的方式使得支出机构的管理者无法自主地根据实际情况对资金进行管理和使用。其次，支出部门在做出关键性的支出决策时仍然必须得到核心预算机构的批准。例如，各个部门对于它们所使用或拥有的各种设施并没有发言权。第三，尽管核心预算机构放弃了外部控制，将支出决策的自主权赋予了各个部门，但是，对于各个部门负责实际操作的管理者来说，他们可能并不能获得自主权。这主要是因为，核心预算机构下放的权力可能会被各个部门的上层管理者所控制或者截留。对于这些在基层实际操作的管理者来说，受核心预算机构的控制和受本部门高层管理者的控制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在这两种情况下，管理者都无法对最佳的运作方式作出判断”。第四，在内部控制体系下，虽然没有了外部控制体系，但是，支出机构的管理者在管理和使用资金的过程中仍然要受制于各种严格的外部制定的规则，例如人事、工资和采购方面的规则。只不过，在内部控制体制下，某一项支出或交易是否符合规定现在是由支出机构而不是外部的控制机构来作出的。
[82]

 管理责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几个发达国家开始在内部控制的基础上采用管理责任这种新的支出控制模式，主要有新西兰、英国、澳大利亚和瑞典等。这种支出控制模式是新公共管理改革所强调的“自由化管理”——即让管理者自由地去管理——的一种延伸。

管理责任模式强调将控制的重点从投入转到产出，从控制支出机构的管理者购买什么转到了他们生产了什么。同时，通过赋予支出机构的管理者广泛的决策自由来加强支出机构管理者的管理责任。在这种预算控制模式下，管理者可以自由地决定用多少资金来雇用职员，如何支付他们的工资，购买哪些设施等。支出机构的管理者在进行支出前并不需要获得一个外部机构的同意，支出机构自己就是决定者，可以决定支出或者预算是否具备合法性或恰当性。同时，预算审计是事后的工作，而且是集中在预算结果而不是投入。
[83]



在这种模式下，对支出机构支出决策的控制程度是很小的。所以，在一种机会主义行为非常猖獗的预算环境中，这种模式就会完全弱化预算控制。但是，若在法治原则已经落实的环境中实施这种控制模式，就能大大地提高管理绩效和运行效率。因为，这种控制模式一般是与以结果为核心的绩效预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放松控制只是为了使部门和项目管理者能够更好地实现绩效。总而言之，这种模式并不意味着财政部门完全不对支出部门进行控制，实际上，它意味着财政部门现在采取了一种新的也更有效的控制模式。


 四、灵活性

预算执行最艰难的权衡是在严格执行预算与赋予灵活性之间进行权衡。完全没有灵活性和过度赋予政府及其部门灵活性都不利于建立一个负责的政府。


(一)为什么允许和需要改变预算？


严格执行预算是现代公共预算的基本原则，是确保政府履行财政责任的前提条件。如果政府在预算执行中完全不受议会通过的预算约束，那么政府就可以为所欲为地采取各种不负责的行动。无论是实行一年预算还是两年预算，它们都为政府预算设定了一个标准的时间框架，而且在这个框架内，通过的预算已经确定了一个明确的支出结构和数量。为了确保这个框架的稳定，各国议会和政府都设置了各种程序和采用各种策略来使得这一框架免受政治压力和经济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84]

 但是，在预算执行的过程中，改变预算的动机和需要经常会出现。无论是预算还是预算执行计划的编制都是基于预测，然而，预算环境是变化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在制定预算和预算执行计划时，决策者很难事先预测到未来那些可能影响预算执行的所有事件。一般来说，预算环境的变化包括自然环境与经济形势的变化、政治上的冲突持续延伸到预算执行过程、领导层出现变动、公众关注的焦点出现变化等。一旦这些变化出现，都需要对预算进行改善和调整。一味地强调预算执行的严格性是有害的，它将使得政府不能更好地履行对公民的责任。为了使得政府更加负责，在预算执行的过程中，赋予一定的灵活性和机动性是必要的。正如鲁宾指出的，“在预算年度内对预算所做的某种程度的变通和改变，可能是必要的和符合需要的”
[85]

 。

预算执行中的许多变动是技术变动，也或许是适应环境的结果。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容易将预算调整看成一个技术问题。但是，它在很多情况下是政治性的。因为预算调整改变了原来通过政治交易达成的政策选择和利益分配格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宾将预算执行看成一个“调适的政治”
[86]

 。一般的，在预算执行中改变预算被称为预算调整(budget adjustment)。不过，也有一些学者称之为“重新预算”(rebudgeting)。重新预算是指政府在预算年度中对已经批准的预算进行更新与修改。
[87]

 重新预算与通常所说的预算调整不同。重新预算的内容要比较广泛，它实际上包括在预算年度中几乎所有的改变预算的行动，比如预算调剂、预算追加、扣押等。而预算调整则只包括预算调剂、预算追加。相比之下，重新预算能够更好地反映预算执行过程中改变预算所涉及的政治因素。

改变预算的要求和压力可能来自于政府及其部门，也可能来自于议会。当然，这主要取决于预算过程是行政主导的还是议会主导的。例如，在美国预算中，虽然预算执行主要是一个行政责任，但是，在美国的预算历史上充满了议会介入预算执行过程并修改自己以前做出的预算决定的情况。议会介入预算执行的目的是为了影响行政部门的行动或者制约某些特定的财政交易。
[88]

 根据一项对美国人口在100万以内的城市政府重新预算的研究，主要有三大因素推动着预算年度中重新预算，即管理需要、环境压力和政治考虑。不过，重新预算的动力主要来自管理需要和环境压力。当然，政治考虑也起着重要的影响(表16-7)。
[89]



表16-7　重新预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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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括号内的数据是有多少答卷者选择了该答案，括号外的数据是相应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Forrest， John P.，&Daniel R. Mullins. 1992. Rebudgeting：The serial nature of municipal budgetary proces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52， No. 5：467-473。



管理需要

管理需要是指在根据批准的预算对活动进行计划时存在着管理上的困难，因此需要对预算进行改变。管理需要主要包括三方面：(1)行政自由裁量权。当各种行政规章制度过分地限制了部门负责人，使得他们不能调整预算来适应服务环境的变化时，就会出现重新预算的要求。(2)支出需要估计。如果通过的预算在支出估计上不准确，那么，就会出现重新预算的需要。(3)收入估计。现金流入非常高以至于需要增加重点支出的资金或者当实际收入低于预期收入时，就会出现重新预算的要求。 环境压力

环境压力是指当供给公共服务的外部环境出现变化时，需要重新预算。环境压力主要包括三方面：(1)由于未曾预期到的经济收缩或扩张、法律变化、上级政府的补助金变化使得环境资源出现波动。(2)对于服务的需求出现大的而且没有预期到的转移使得环境需要出现波动。(3)由于上级政府或司法机关的行为使得环境所面临的法定支出需要出现变化，例如州政府要求城市政府增加住房项目上的资金，联邦政府颁布减少污染的要求等。 政治考虑

一旦政治需要变化并影响到公共预算，重新预算的要求也会出现。政治考虑的影响主要包括：(1)政治重新表述(political redress)，即在预算过程中失利的个人或团体重新提出政治要求以挽回损失。(2)政治象征主义(political symbolism)，即由于象征性而非实质性的理由(例如，重新恢复削减)，要求调整预算来修正在正常预算过程中制定的决策。(3)政治漂移(political drift)，即在预算批准后政治上的优先顺序(political priority)出现变化使得预算出现调整。(4)行政政治(administrative politics)，即政府行政部门通过调整预算来减少政治损失或者扩张一个对于部门有利的政治环境。


(二)控制与灵活性的权衡


在预算执行中，改变预算是必需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而赋予预算执行一定的灵活性与严格执行预算之间有时是存在冲突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政治冲突。更为关键的是，过度赋予政府预算执行的灵活性，或者对于改变预算的行为没有相应的程序约束，就可能危及财政问责的落实。如果赋予政府及其部门非常大的改变预算的自由度，那么，这些官员就会获得在正常的预算程序中不允许的决策权力，这就容易削弱预算对政府行为应有的约束力。如果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去违反立法机构确定的政策或者支出目标，预算灵活性就会引起立法和行政部门之间的政治冲突。而且，如果政府部门在预算执行中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那么，公众的意愿就可能受到损害，公众监督的有效性就会下降。可见，在灵活性和财政问责之间存在冲突。因为，要落实财政问责必须确保这一点：根据公众的意见和需要而且有公众和利益集团参与制定并获得议会同意的预算就是执行中的预算。
[90]

 例如，过度地使用预算调剂和预算追加将会给预算管理带来一些困难，同时也表明预算体系缺乏财经纪律。
[91]

 所以，即使为了让政府更好地履行其责任的确需要赋予政府及其部门一定的灵活性与机动性，但是，在预算执行中流行的观点是：“应设置适当的约束以确保无论发生怎样的调整都不会威胁到公众的接受能力或预算的会计责任。”
[92]



总而言之，如果必须改变预算，也必须确保既能够有效地管理和应对各种未曾预测到的事情，又能不为因此而牺牲预算执行中的控制和问责。
[93]

 这就要求建立一个受约束的改变预算的过程，使得预算执行既能够适应环境变化而变化，又能防止预算变更削弱财政问责。如此，预算改变就能变成一个负责的预算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正如瓦尔达沃夫斯基指出的，在年度预算过程中，重新预算是一个用来应对多变和冲突的预算目标的手段，它使得预算能够将继续和控制、变化和问责、灵活性和可预测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94]

 毫无疑问，批准的预算是政府及其各个部门制定年度财政计划的基础，是其行动指南。然而，预算执行的严格性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能改变预算，要想成为一个符合实际的财政计划，预算必须是动态的，它必须能够更加适应预算参与者的需要和环境的变化。实质上，合理而且合法地修改预算本身就是一种负责的表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年度预算的约束没有用处，也不等于宣布年度预算的死亡，更不是为各种不负责的支出行为让路。重新预算是一个连续的预算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以批准的预算为基础，是对已批准的预算的补充和完善，而不是颠覆该预算。
[95]



在预算执行中，既要赋予灵活性和机动性，又要保证控制和财政问责。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非常艰难的权衡。这需要将预算变更纳入到一个正式的程序中进行规范和约束，这也需要议会和核心预算机构在预算变更的过程中加强对预算变更的监督，并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哪些预算变更可以授权给政府或者部门，哪些则必须事前审查批准。然而，在现实中，由于议会与政府、核心预算机构与支出部门之间常常有着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常常很难在这两者之间达成平衡。
[96]

 预算执行的悖论就在于：在预算执行的过程中，支出部门认为它们应该有更多的灵活性来改变预算，而议会认为如果它不实行严格的控制，它就没有很好地履行宪法赋予的管理财政的权力。
[97]



在控制和灵活性之间进行适度平衡时，必须将履行财政责任作为底线。一个基本的底线是：无论如何，必须保证灵活性和机动性的赋予不能也不会损害预算责任。从这一原则出发，许多预算体制比较成熟的国家一般都坚持以下两大原则：

尽量减少预算变更的需要和程度。这主要是因为，预算变更改变了立法机构体现在批准的预算中的政策意图。目前，大部分国家都对预算变更采取严格的限定。而且，在通常情况下，都采用这样的预算变更顺序：先进行层次比较低的预算调剂，调剂不成，再进行层次比较高的预算调整或者使用应急基金来安排未预见到的支出，最后才考虑进行预算追加。但是，轻易不使用预算追加。

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哪些预算变更必须事先报立法机构审查批准，哪些则不用。一般的，对于经济层级比较高的支出之间的资金转移，例如在部门之间转移资金，大幅度削减某个项目的支出，追加预算等，一般都建立了相应的审查批准程序，非经立法机构同意，不得进行任何预算变更；至于层级比较低的支出之间的资金调剂等则授权给政府部门。


(三)预算变更的主要形式及其限制


在预算执行中，经常可能引起控制和灵活性之间发生冲突的预算改变主要有：预算调剂、追加预算、支出削减、留置与取消支出。前面已分析过留置和取消支出，在此不再重复。

预算调剂

预算执行的第一步是根据通过的预算向各个部门进行支出授权。在一般情况下，各个部门必须根据支出授权进行支出。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改变某一资金授权的支出方向，比如，需要将用于支付水费的资金用来支付电费。这就是说，在预算执行中，支出授权下达之后可能需要进行调整或改变，此时就会发生预算拨款的转移和再规划。这通常称为预算调剂(virement)，即在预算科目之间或者账户之间转移资金。引起预算调剂的情况很多，例如某些科目或项目出现超支，而另一些科目或项目出现节余；某些投资项目可能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而无法及时实施，而另一些项目需要加速完成，等等。
[98]

 在实行基金会计的国家，例如美国，通过预算调剂，改变支出计划的方式主要有两种：流用和调整。流用是指支出授权在不同的支出类别之间的转移，例如，从人员到设备。而调整则是指在同一支出内部对支出计划进行改变。流用是发生在账户之间，而调整是同一账户内部的预算拨款的转移和再规划。
[99]



预算调剂集中体现了预算执行中控制和灵活性的权衡。
[100]

 从适应环境变化需要的角度来看，需要赋予政府及其部门预算调剂的灵活性。然而，由于以下三个原因，它不应该被滥用
[101]

 ：

过度的预算调剂往往表明预算准备阶段的决策是非常随意的。而且，预算调剂活动也是有成本和代价的，它耗费了各种行政资源，它使得决策者和管理者忽视制定一个有效的支出计划。

在某些情况下，表面上是为了某个可以接受的目的而调剂预算，但是，资金经常会漏到其他的地方。例如，在糟糕的预算科目体系中，许多资金就这样变成了高工资和高福利的来源。

资金的转移或许不是真正一对一的，也就是说，在某一科目上削减的资金也许不足以支付在另一科目上增加的支出。

虽然在预算执行中赋予部门一定的预算调剂的灵活性是必要的，但是，必须明确一点，预算调剂不得损害财经纪律，不得改变预算中既定的优先顺序或支出重点，不得改变议会在通过预算时确定的政策框架，例如，教育部门不能通过预算调剂任意将用于基础教育的资金重新分配到高等教育。
[102]

 所以，各国的财政规则一般都对于预算调剂进行了规定，对于不同类型的预算调剂设置了不同的约束和控制程序。在这些约束中，最关键的问题有两个：(1)区分哪些预算调剂是部门可以自行作出的，哪些预算调剂是需要财政部门甚至议会进行批准的；(2)区分部门可以自行作出的预算调剂和严格禁止的预算调剂。
[103]



一般的，对于谁可以做出“转账”或预算调剂的决策，各国都制定了一些规则。在英联邦国家，预算法或财政规章制度对此进行了规范。比较典型的规定是，在一个经济次级类别和项目内，允许支出部门自己进行转账。例如，如果水费的预算拨款多于实际的支出需要，而电费的情况则相反，就允许支出部门将一部分水费的预算拨款转移到电费。但是，在经济类别之间转移资金，则需要财政部门的同意。例如，将补贴和转移支付的预算拨款转移到商品和服务的购买，或者将资金从一个项目转移到另外一个项目(即使在同一个部委内部)。有些转账通常是被严格禁止的。例如从其他的经济类别中将资金转移到工资和薪水。在一些国家中，在部委之间转移资金则必须经过政府首脑或议会同意。
[104]

 在某些OECD国家，最近的改革赋予了支出部门一些灵活性与自由度。例如，采用整笔拨款的方式为各个部门的经营成本提供资金。在这种方式下，各个部门可以自主地执行支出计划，在限额内自行决定实现目标所需的最佳投入组合。也就是说，部门可以在各个科目和项目之间自主地调剂资金。但是，这种模式是否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实施则需要慎重考虑。在这些国家，可能需要专门对某些支出目标进行保护，并对另一些支出目标进行限制(例如设置一个最高限额)。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会在管理人员支出和其他经济类别的支出之间进行调剂。对此，有些发展中国家明文禁止将其他经济类别的支出调剂到人员支出，以限制人员支出的最高额度；另一些国家则禁止将人员支出调剂到其他经济类别的支出，以保护人员支出。
[105]



在美国，对于发生在相同账户内的资金转移一般不需要经过立法机关同意，仅仅需要政府首脑或核心预算机构同意。但是，对于引起资金在不同账户之间转移的资金流用方式则设置了比较严格的约束与控制程序。首先，由于在财政年度内经常可能还有其他的获取资金的方式，所以，在账户之间转移资金的方式不是最常用的。流用方式的使用经常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诸如为维持现金流动而短期举债，或者是属于相同计划的两个或多个的小账户之间重复的承诺款项”。其次，这种预算变更需要议会审查同意。在美国联邦一级，国会不仅介入支出计划的重新制定而且介入这种类型的资金转移。当然，大多数的授予资金转移权并不以法律的形式表述，尤其在紧急情况下更是如此，只要国会拨款委员会分委员会批准，转移权就被赋予了。
[106]



在美国地方一级，绝大多数都对政府在“功能”之间和“功能”内部重新分配资金进行了限制。如果没有议会同意，地方政府是不能进行这种资金转移的，例如，在美国城市政府就是这样的。
[107]

 表16-8总结了美国城市政府在预算调剂方面的限制。由于美国的政府会计是采取基金制的，所以，如果行政调整引起资金在基金之间转移，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被严格限制的。只有13％的城市可以获得行政许可，而87％的城市政府是不被允许这样做的。在同一基金内的不同功能之间转移资金在33％的城市采用行政许可，在67％的城市则是禁止的。在同一功能下不同类别之间的资金转移(例如，在警察功能下将资金从人员服务转移到设备)有82％的城市采用行政许可，只有18％的城市禁止。至于在同一功能的类别内的不同支出目标之间进行资金转移则有84％的城市是允许的，只有16％的城市禁止。可见，资金层级越低，政府在资金转移中的灵活性越大；相反，资金层级越高，则政府对其所能实施的权力越小。正如福雷斯特和慕林斯总结的，只要政府进行的预算调剂不会改变整个预算的支出重点或优先权，政府是允许有这种灵活性的。
[108]

 然而，一旦预算调剂会改变这种优先权，年中的预算调剂就需要获得议会同意。此外，美国城市政府一般都运用各种支出控制手段来减少预算调剂的需要，使得各个部门尽量根据在预算中确立的支出重点来进行支出。例如，93％的城市运用正式的预算预留体系，91％的城市运用正式的月度或季度支出审查来介绍重新预算的需要。但是，只有22％的城市运用分期拨款制度来控制机构的支出。

表16-8　美国城市政府在预算调剂方面的限制


[image: ]


说明：括号内的数据是有多少答卷者选择了该答案，括号外的数据是相应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Forrest， John P.，&Daniel R. Mullins. 1992. Rebudgeting：The serial nature of municipal budgetary proces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52， No. 5：467-473。



预算追加

在现实中，过度的预算调剂通常与频繁使用预算追加联系在一起。如果一个预算体制过度使用预算追加，这通常说明，这个预算体制仍然不成熟。例如，不能准确地预测收入和支出，不能落实财经纪律等。在这样的体系中，那些导致政府在预算执行中使用预算调剂的因素同样会推动政府采用预算追加。因为，如果编制并通过的预算在预测预算环境的各种变化和有效地约束预算行为方面非常差，那么，一旦预算调剂不能解决预算执行中出现的问题，预算追加的要求就会出现。在绝大部分预算体系中，如果某一科目的支出将超过预算拨款，同时支出必需的额外资金不能通过预算调剂解决，就有必要考虑预算追加。
[109]



不过，从有效的财政管理的角度来看，必须慎重使用预算追加。传统上，议会控制的倡导者一般都认为，预算追加违反了政府和议会之间通过的预算合同；而那些主张维持财政稳定性的人则倾向于将预算追加视为一个值得注意的警报。
[110]

 从预算合同的角度来说，预算追加实际上意味着在预算实施的过程中制定新的预算合同。如果在预算执行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预算追加，那么预算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预算控制就会名存实亡，对支出进行有效控制就只能是空谈。因此，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只要预算编制得很好而且任何意想不到的支出都可以用紧急基金来解决，那么，预算追加就是不必要的”
[111]

 。

当然，正如许多国家的实践都证明了的，想在预算领域消灭预算追加简直是不可能的。
[112]

 即使在预算体制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即使存在一个运作得比较好的紧急基金体系，预算追加仍然存在。
[113]

 在很多情况下，预算追加不可避免主要是因为：(1)在有些情况下，预算编制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以至于通过预算调剂也不能解决在预算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例如，出现未曾预期的服务需求增加，而这一需求并未在已通过的预算中反映出来，并且预算和需求之间的差异非常大。(2)环境非常不确定。在经济、政治环境极其不确定的情况下，通过的预算与预算执行所要面对的环境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无法通过预算调剂和紧急基金加以解决。(3)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脱节，使得预算执行过程充满不确定性。

不过，如果一个国家的预算体制比较成熟，尤其是预算编制时预测的准确性比较高，预算过程与政策过程观念的整合程度比较高，在实践中采用预算追加的可能性就会下降。例如，在美国联邦一级，追加拨款已经不常使用。不过，在地方一级，州和地方政府通常从紧急账户或基金平衡储备金中提取资金用于预算追加。紧急账户可能在预算年度之初建立，或者它们可以由以下资金组成：在每一分派期将一部分资金留存并存入一个独立的账户。闲置或基金平衡储备金主要由于以下原因而累积而且数目庞大：拖欠分派、暂时性推迟支出或债务、在分派期开支太少、低估收入、高估计支出。
[114]

 在预算追加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进行预算追加也必须遵守一些原则。毕竟，预算追加表明一个预算体系的预算准备存在问题，预算执行也存在弊端。根据各国国家的经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总结了预算追加的基本原则(专栏16-1)。

专栏16-1　预算追加的原则

预算追加应遵循以下原则：

最好承认预算追加中的支出，而不是采用预算外交易，或使用暂记账户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所有的支出都必须经过议会同意，这一点是神圣的。暂记账户是一种特别的暂时性账户，它用来记录余额或修改数量上的错误，这些因素并没有反映在相关的分项列支科目上面。暂记账户上的这些交易常常包括最后数量确定之前可调整的赊账支付。

财政部门应该尽最大努力硬化预算约束，鼓励各个部门在批准给它们的预算内运作。这就是说不要太容易地就同意给予预算追加，而应该尽可能鼓励将资源从不太重要的支出转移到其他超过预算拨款的支出。在典型情况下，对于每个科目上的超支是不需要运用预算追加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资金可以通过将一个科目的资金转移到另一个科目而解决。

财政规章制度必须明确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即不能假定一定会有预算追加。这有助于强化硬的预算约束，加强财经纪律。如果没有获得同意就从应急基金中拨款或使用预算调剂和预算追加且出现了超支，就应该视为非法行为，必须受到惩罚。

只能在每年的某个固定时间审批预算追加。最佳的办法是，在有问题的财政年度的年末集中进行一次(在一些体系中，是紧跟在其后的)，而且是在已经动用了紧急基金之后。在其他的一些体系中，则采用了一年两次的办法。超过这个数量就可以视为频繁使用预算追加了，这就说明预算编制不好以及预算执行有问题。

资料来源：Potter， Barry H.，&Jack Diamond. 1999. Guidelines for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 Washington， D. C.：IMF. pp.43， 69。

支出削减

增加支出是部门欢迎的决策，削减支出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按理只有当支出政策出现变化时才能削减支出。但是，在一些国家，政府都喜欢采取不记录某些支出的方式来“削减”支出，而且将这看成是削减支出的第一手段。但是，这是不是一种最佳策略却是值得深思的。
[115]

 即使非要削减支出，也需要考虑下面几个问题：

首先，必须在权责发生制和现金制的支出责任或负债之间进行区分。根据前者，一旦商品或服务已经供给，账单已经收到并确认之后，权责发生制意义上的支出责任就已经发生，而且，在经济科目的意义上，支出也应该记为已发生。但是，许多国家都不将之记录为现金责任。这种限制现金责任的办法使得政府可以避免现金意义上负债。但是，这种“削减”支出的方式，实际上是在玩弄会计伎俩，将导致这样一些问题，使得我们无法真正准确地理解政府活动的经济影响，而且常常给私人部门带来财务风险。
[116]



累积支付的拖欠。

将支出记入暂记账户。

削减现金收入，但是并没有伴之出现削减拨款和恰当的政策改变来减少承诺。

拖延提交的账单(尤其在年末)。

其次，如果需要在预算年度内削减支出，必须将重点放到支出周期的承诺阶段，而不要等到责任已经发生才来考虑削减支出。不过，这种做法的范围和目标经常受制于时间(某些支出承诺及其时间是不能改也不应改动的，例如利息)，以及能否在机动支出(discretionary expenditure)领域改变支出政策的需要以回避某一承诺的发生。例如，暂时不给一个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就比削减官员容易一些。因此，从灵活性的角度来看，要削减或控制支出，越早采取行动越有效，在预算执行中的灵活性也越大。
[117]



总之，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调整计划的支出是受到许多制约的。因为，大量支出在短期内都是固定的。这种支出通常称为非机动支出(nondiscretionary expenditure)，它主要包括
[118]

 ：

以前做出的承诺，例如债务本息支付。

法定支出，例如指数化的法律、养老金和工资立法，或者各种赋权型支出。

现有雇员的工资。

向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

如果一个政府的支出绝大部分都是这种非机动性支出，那么，在预算执行中削减支出就难上加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支出实际上是被“锁进”了某种承诺之中。而且，有些政府也许会宣称它的所有支出都是这种非机动性支出，以抵制各种要求削减支出的压力。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许多政府支出是可以削减，即使是最难削减的工资支出也不是不能削减的。例如，香港特区政府在1997—1998经济衰退，进而财政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就成功地削减了工资。所以，要想削减支出，需要分析公共支出被“锁进”某种承诺的程度，需要分析各种非机动性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正确、可行的支出削减政策。
[119]




 五、预算执行中常见的问题

在预算执行中，预算执行的最后效果会因为以下两方面原因而不尽如意。首先，核心预算机构或议会的控制机制不能有效地约束部门的支出行为，从而使得部门的预算执行出现超支、年底突击花钱、拖欠、人为超收、浪费、贪污等现象。其次，预算体系缺乏灵活性，不能及时进行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或者调整(调剂与追加后)后仍然不能有效地适应环境的变化，使得预算执行出现超支、拖欠、超收、非效率性节余等现象。在普雷姆詹德看来，在预算执行阶段的财政控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发现和处理支出的剩余和过度支出。
[120]



(一)超支

如果将预算视为一个合同，那么，超支表明支出机构违犯了预算合同，是一种严重的预算违约现象。但是，在预算执行中，必须分析各种导致违约的情况，对于某些违约必须设置事前的控制机制来预先防止；对于某些违约，则可以灵活处理，允许对预算本身进行调整(预算调剂和追加预算)；对于某些违约，则可以通过改进核心预算机构和支出部门的组织能力来降低这种违约出现的概率。无论是对于支出部门还是对于核心预算机构、政府首脑以及立法机构来说，超支常常都是比支出剩余要糟糕的事。对于支出部门来说，出现超支等于向核心预算机构、政府首脑和立法机构表明支出部门在财政管理上存在问题。而对于核心预算机构、政府首脑和立法机构来说，必须决定如何处理超支，是否为超支的部门提供新的预算拨款，是否需要追究支出部门管理者的责任。一言之，超支是一种相当严重的违约现象。

在许多国家，例如在美国、法国、德国以及一些远东的预算体系中，都不允许支出部门的支出超过总预算额度，并设置了许多程序和措施来防止出现过度支出。在英国式的预算体系中，相关的制度鼓励各个部门避免出现超支，甚至对出现超支的机构负责人实施处罚。一旦超支出现，在程序上它们必须获得议会的事后同意。
[121]

 出现超支可能是因为支出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例如没有节约资金的使用、管理混乱、低效率地使用资金，甚至可能是因为支出部门的管理者挪用和贪污资金。在某些情况下，出现超支则可能是因为核心预算机构在拨付各项支出时违反了预算中的支出限制；或者是因为存在预算外支出的机制或渠道，使得支出部门可以利用某些特殊的方法(例如特殊项目支出)来回避常用的支出控制过程。
[122]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超支可能是因为预算编制本身存在各种缺陷，从而出现新的没有预想到的支出。例如，在预算编制时，对于投资性项目和权利型支出等一些持续性承付款项以及通货膨胀对工资的考虑不足。
[123]

 在这种情况下，要完全根除超支是不可能的，完全禁止超支的出现也不尽合理。此时，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是尽可能地预计到各种可能出现的“合理和无法回避的”超支，并尽量争取预算追加。

新绩效预算改革以来，为了提高运行预算的绩效，各国会取消传统预算模式下对于预算投入的严格控制以及施加于支出方向上的详细的科目控制，赋予支出部门支出的灵活性。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国家开始将各种繁琐的支出细目合并成一些大的支出分类，或者允许支出部门在支出细目之间进行预算调剂。有些国家甚至废除了对于运行支出的所有核心预算机构实施的预算控制，不再将运行支出细分为各种科目，而只是给支出部门一个一揽子的支出拨款，在该拨款的数额以内，支出部门的管理者可以自行决定将多少的预算拨款用于工资、差旅、设备等。这种改革的倡导者认为，只有当支出部门的管理者能够在管理的过程中自由地运用他们自己的技能和职业判断时，管理创新和改进才是可能的。即使这样，新绩效预算改革对于超支也是不支持的。实际上，新绩效预算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加强对于支出总额的集中控制来恢复财政纪律，控制支出膨胀。正如希克指出的，在这种预算模式下，运行预算是“现金限制”的，禁止支出部门超过预算拨款的额度去花钱或者要求拨款，即使通货膨胀使得支出部门的支出会超过预算估计时也是如此。
[124]




(二)“年底突击花钱”


在通常情况下，预算采取的拨款方式是年度拨款。在预算年度末，没有用完的预算授权要被取消，没有花掉的预算拨款要被核心预算机构拿走。在传统预算模式下，这是一种通行的控制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常常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例如，部门可能会有动机去建立循环基金或预算外基金。然而，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是，部门可能会在年底突击将所有的预算花出去，无论是否真的需要。这即是所谓的“年底突击花钱”现象或“挥霍症”或“狂热支出”现象。
[125]



从部门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非常理性的。首先，在年度拨款规则下，本年度花不出去的预算要被取消，即由财政部收走。其次，如果一个部门在本年度有花不完的钱，这等于向核心预算机构发出一个信号：这个部门不需要这么多预算。所以，即使只是为了使得下一个年度的预算保持至少保持在现有水平或者不被削减，部门也必须在预算年度结束前将所有的钱都花掉。

不过，有一个问题是，部门为什么要把许多支出都放在预算年度的末期呢？或者，部门为什么不把预算均匀地分配在各个月支出出去呢？或者，部门为什么不早早地将预算花掉呢？年末支出膨胀的原因包括：(1)在一些情况下，预算年度末期出现支出膨胀可能仅仅反映了部门采取了一种值得赞扬的谨慎财政管理，即部门在整个财政年度尽可能压缩支出来防止在年中出现意想不到的拨款削减。(2)许多国家都在年度拨款规则下采取了分期拨款制度，这使得部门不能过早地用掉全部预算额度。
[126]



放弃预算拨款的年度规则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面的问题。但是，各个国家的财政部门都担心，这样做会损害财政平衡和现金财政赤字控制的目标。解决年末支出膨胀的另一个办法是引入某种制度将一定程度的安全感赋予部门。资金结转就是这样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允许部门将年末没有花掉的拨款结转到下一个年度去使用。如果有很好的制度约束，“就预算执行的完整性而言，小规模资金结转规定可以以微小代价实现额外的灵活性”
[127]

 。


(三)节余


存在年底突击花钱现象的同时，预算支出也会出现节余。预算节余包括两种：效率性节余和非效率性节余。效率性节余是指部门完成了年初预算中承诺的支出目标或任务但是出现节余，这种节余主要是由于部门改进了管理效率(包括对资金的管理效率)，能以更小的成本完成预算目标和实施政策，或者是因为核心预算机构加强财政控制，使得各种浪费性支出不可能花费出去。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尽管部门的支出出现了预算节余，但是，预算目标也没有实现。这种情况下，节余的出现不是因为部门改进了管理效率，而是由于各种体制上的原因，例如计划与预算之间不协调，上级拨款进度非常缓慢等，这就是非效率性节余。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编制的支出计划出现了资金节余。通常情况下，这种预算节余主要与发展型预算联系在一起。不过，这些年来，这种节余也出现在经常性预算的有些发展型预算和非工资支出项目的执行中。然而，出现节余不是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具有良好的财经纪律。在大多数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出现支出节余主要是因为预算编制和计划编制存在严重的缺陷。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存在严重的资金短缺，另一方面在预算年度末常常有许多预算安排的资金没有支出。
[128]



普雷姆詹德指出，可以有两种方法来处理支出剩余：(1)将没有被支出的资金转移到急需或者是预计资金将会得到更有效利用的领域；(2)将这些资金转交给核心预算机构，再由其转移到其他的领域。
[129]

 现在的问题是，在出现支出剩余之后，是否允许支出机构进行预算调剂，即是否允许它们将剩余的预算拨款从一个支出项目转移到另一个支出项目。从预算控制的角度出发，为了制约支出机构在支出行为上的机会主义，应该尽可能地限制这种转移，或者为这种转移设置严格的程序。实际上，这正是传统预算体制的一个根本特征。传统预算体制以控制支出为主要目的，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各国的预算体制都很少允许支出机构将剩余的拨款在内部自由转移。正如普雷姆詹德80年代，在大多数国家，支出机构都没有这种管理上的自由。
[130]

 但是，完全禁止支出机构根据情况进行预算调剂却极大地损害了政府部门有效地使用预算资金。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预算分类被不必要地零碎化了，许多的小额资金都被沉淀在一些各种各样的工作中而又不能集中和转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就进一步恶化了支出剩余带来的问题。
[131]



由核心预算机构来重新配置未支出的资金也面临一些问题。首先，一般情况下，支出机构不会愿意将未支出的资金上交核心预算机构。所以，如果采用这种方法，核心预算机构就必须拥有较高的监督支出机构的支出流的能力，从而能够克服信息不对称。
[132]

 然而，在一个支出分散管理的体系中，这种方法很难获得成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支出流的信息分散在各个支出机构，核心预算机构获取支出机构未支出资金的信息成本是非常高的。而在一种支出集中管理的体系中，例如在实行国库单一账户的体系中，核心预算机构就有能力监督支出机构每一笔款项的用途、数额以及使用时间，从而能够监督支出机构的支出流以及未支出的资金。其次，运用这种方法还涉及是否应该赋予核心预算机构将部门未支出的资金统筹使用的权力，或者部门是否有权继续使用自己的节余。在这一点上，各个国家有所不同。在一些使用英国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只要不改变总体的预算，在发展性支出中结转资金是可能的。因为，计划机构在这些国家的公共预算过程中是非常有权力的一个预算机构。在有些国家，支出机构可以结转资本性支出，或者在财政部门批准的条件下可以进行这种结转。然而，在别的国家，尤其在美国的预算体系中，议会一般都会禁止这种资金转移。
[133]

 最近，有些实行新绩效预算的发达国家(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已经将拨款的年度限制改为部门可以将多达10％的支出结转到下一个预算年度。
[134]



不过，在发展中国家，全面授权部门结转必须非常慎重。因为，这样做会对支出控制带来不利影响，尤其在当年的预算并不是建立在实际的收入预测时更是如此。当然，如果这些国家的收入和支出预测都具备真实性，那么，发展中国家对年度规则进行改变则是有利的。但是，资金结转需要逐步实施，需要确保这样做不会妨碍支出控制，需要有一个外部控制(例如由财政部门审批)。而且，这种改革应该首先从资本性支出领域开始。因为，资本性支出通常是跨年度的，很难在年度预算的框架内进行管理。最后，需要特别关注以前承付但是未支付的支出。
[135]




(四)拖欠


拖欠是指到期应付未付款项或未签发支票，超过正常延误时间的现象(斯基亚沃-坎波、托马西，2001， p.459)。具体地说，对于政府获得的商品和服务来说，“除了那些法律上有争议的情况，如果确认的已成功提供的服务的账单已经收到但在一个‘可接受的体面期’内没有支付——正常是30—60天，那么，拖欠就存在了”。不过，在正常时期(即所谓的体面期)内应付未付的账单不能视为拖欠。
[136]

 在发达国家，预算执行中的拖欠比较少。然而，在许多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拖欠问题就比较严重。政府采购方面的拖欠会给私人供应商带来财务困境；社会保障领域的拖欠则会带来很坏的社会影响；工资拖欠则会降低公共部门雇员的士气，导致效率低下，影响公共服务的供给。这些都会严重地损害政府的信誉，也会在某些情况下影响公共部门的效率。如果私人供给商采取各种策略来对付拖欠，例如，要求在交割商品和服务之前付款，虚报发票金额，对有关的官员进行贿赂等，那么，拖欠就会进一步对支出管理造成破坏性影响。
[137]



在订单已经履行和确认后，造成支付拖延和拖欠的原因很多，主要包括
[138]

 ：

预算编制水平不高，未能准确地预测收入或支出，这样编制出来的预算是不现实的，一定要执行的话，就可能导致拖欠。

对承付款项控制不严，缺乏相应的监督制度。即使没有现金来清偿支出责任，各个部门也可以作出承诺。或者，对于承诺没有进行记录。各个部门并不遵从预算控制数额或上限，也不遵守现金计划确定的时间表。

现金配给制度未能充分考虑已经做出的承付款项导致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预算数据是现实的，但是，与预算相关的现金计划或者月度现金限制却是不现实的，或者，对于在预算年度内何时可以作出支出承诺缺乏相应的指导。

支出部门的财政管理效率低下，未及时对各种账单进行处理。包括：

供给商或许没有在正常时间内提交账单，使得政府获得了一段时间的信贷。这通常不算真正的拖欠。但是，这会导致经济成本，在正常价格之上增加一个溢价来允许预期的支付拖延。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门很难知道拖欠的真实数额。

供给商迫于政府部门的压力而不提交账单，此时，供给商被迫成为政府的贷款人。这是真正的拖欠。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门很难知道拖欠的真实数额。

或许是因为在月度现金限制下没有资金，政府部门负责批准支出的相关财务官员将账单放进办公桌的抽屉。此时，部门相关财务官员没有从交易中整理用于支付的记账凭证。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门很难知道拖欠的真实数额。不过，专门审计拖欠的官员在和各个部门负责支出决策的官员沟通后是有可能了解拖欠的真实数额的。

政府部门的相关财务官员处理了用于支付的记账凭证，但是以某种理由将它退回。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门很难知道拖欠的真实数额。不过，专门审计拖欠的官员在和各个部门负责支出决策的官员沟通后有可能了解拖欠的真实数额。

政府部门的相关财务官员将支付用的记账凭证转到会计人员手中，直到有了现金才处理。但是，专门审计拖欠的官员在和各个部门负责支出决策的官员沟通后有可能了解拖欠的真实数额。

要解决拖欠问题需要准确地测量实际的拖欠或者拖欠的程度。但是，许多国家都发现，在很多情况下，测量拖欠的程度非常困难。首先，由于某些原因，会计体系可能无法准确判断哪些账单已经超过了“体面的时期”。例如，收到的账单没有仔细地进行记录。在很多情况下，拖欠的数量只能通过采取替代测量，即收到的账单数量(如果知道的话)和支付的账单数量之间的差额。其次，造成拖欠的某些因素，例如上面提到的支出部门在处理账单时存在的各种问题，会增加测量拖欠的难度。
[139]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Potter&Diamond，1999)的建议，在测量拖欠时，不能根据承诺的支出和做出的支付之间的差额来确定拖欠，也不能像转型经济国家以前所采用的那样根据拨款和支付之间的差额来确定拖欠的数量。这两种做法都会高估拖欠。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承诺都会出现事实上的服务供给，而且，对于不同的支出来说，承诺和实际支付之间的时间间隔是不同的。那么，如何测量拖欠的数量才最好呢？波特和戴尔蒙得(Potter&Diamond，1999)指出，如果满足一个条件，即支出部门能够在收到账单后尽快地确认账单和发出支付命令，那么，可以用准备发布的支付命令和兑现的支付命令之间的差额来测算出一个比较现实的拖欠。如果不具备该条件，测量拖欠就必须加上任何收到并且有支付责任的账单，虽然此时没有为之准备任何支付命令。
[140]

 表16-9比较了不同预算体系的拖欠测量。

解决拖欠问题，是许多国家面临的一大挑战，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要避免在预算执行中累积各种拖欠，必须在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首先，批准的预算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现金计划必须具有现实性，对于预算收支的预测要尽量准确。其次，支出承诺必须根据某种正式的程序，并要确保相关的信息能够被及时地集中记录和处理。第三，各个部门应高效率地处理各种账单，减少拖延。
[141]



表16-9　不同预算体系中的拖欠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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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otter， Barry H.，&Jack Diamond. 1999. Guidelines for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 Washington， D. C.：IMF. p. 49。




 第十七章 现金管理

即使一个预算是现实的，即具有很好准备和客观的总收入和支出估计，这并不意味着预算执行将是顺顺当当的。在到期支付和需要用来兑现这些支付的现金获得性之间存在一个时间问题。

——Potter&Diamond
[142]




 一、现金管理：财政管理的核心与基础

在以资金控制为导向的传统预算模式下，现金控制被广泛地运用来限制支出。然而，这些年以来，在很多国家，由于预算模式由资金控制转到了更加全面的整体预算。全面预算或整体预算不仅包括投入也包括产出的全面预算或整体预算，现金控制的优越性已经开始丧失，现金管理正在逐渐取代现金控制。
[143]

 现金管理是指通过监督与管理政府部门的现金流入和流出量来优化其财务状况，使得政府既能以最小的成本持有足够的现金来满足某一段时间的支出需要或者履行责任，又能够将闲置的现金以最小的风险投资出去，取得最大的收益。
[144]



现金管理与所谓的“现金流问题”(cash flow problem)紧密相关。由于政府并不是在同一时刻获得和支出资金，在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即我们常说的“现金流”(cash flow)。现金流问题是指政府部门的应付金额超过了可以获得和使用的现金，此时，尽管政府部门有充足的资产，政府部门却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满足支付。现金管理也与所谓的“闲置现金”(idle cash)有关。“闲置现金”问题刚好与“现金流”问题相反，它是指政府部门保留了过多的现金。
[145]

 闲置现金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意味着高昂的机会成本，即如果政府将该数额的现金投资到其他的渠道后将可能获得的收益。

由于政府部门的收入主要是来自于预算拨款，而不像私人企业那样取决于产出与利润。一般的，除非该政府部门是高度依赖于转移支付(例如从其他政府那里获得拨款)，否则政府部门是不会出现现金流问题的。因此，政府部门的现金管理主要是关注于如何处理闲置的现金。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部门不会出现现金流的问题。实际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收入的短缺与不确定，加之财政管理混乱与水平低下，所获得的现金常常不能及时应付各种支出。正是由于现金管理主要集中在“闲置现金”上，因此，人们传统上主要关注于现金管理在财务上的好处，即有效地管理现金可以使得短期的投资获得可用的资金，从而有可能获得投资的收益。换言之，有效的现金管理可以使得政府存款和财政投资的回报率最大化。
[146]



但是，除了这种显而易见的投资的潜在收益之外，现金管理还可以帮助公共组织降低成本。例如，通过现金管理适时地安排采购数量和可利用的现金，可以帮助减低政府采购的成本；通过有效的现金管理汇集财政年度中所有的资金流入和流出，以便减少借款的数额或减少借款的时间，可以降低供货的成本；通过有效的现金管理审核金融服务的价格、服务机构的品质以及所需要金融服务的数量，可以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
[147]

 斯基亚沃-坎波和托马西还认为，现金管理还有助于加强对支出进行总额控制，提高预算的执行效率。
[148]

 正如普雷姆詹德所言，如果利息支出在支出中的比例高达20％—30％，那么无论怎样强调现金管理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149]



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建立现代现金管理体系。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些OECD国家进一步创新了它们的现金管理体系，在维持单一账户控制的同时，将更大的自主权下放到部门，极大地节约了成本，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美国。由于这些改革，这些国家的现金管理出现了如下的变化：
[150]



银行放权和使用商业银行；

各个政府单位获得更大的银行和现金管理的自主权；

电子化的交易处理系统；

采用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现金流和当日银行账户余额的程序和系统；

在各个政府单位之间更明确地划分职责和问责体系；

提高管理和供给银行和现金管理服务的诚实、透明和回应性；

形成更强地改进现金管理效率的动机。

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现金管理水平则明显不足。这些国家的现金管理效率一般比较低，存在高昂的机会成本，而且，管理者通常不重视或者没有意识到这些机会成本。它们通常采用人工的现金和支票支付，存在多个银行账户，预算执行中的现金流量非常大，闲置的现金只获得很少的利息甚至没有利息，预算执行的重点是单纯的支出控制而不是高效率的银行和现金管理。在一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持有的现款经常都在10亿美元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假设借债的平均利率是4％—6％，如果政府收取的利息是零或者接近于零，那么，持有这么庞大的现款每年损失高达5000万美元。最近，一些发展国家已经开始改革它们的现金管理。例如，蒙古和斐济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帮助下，开始了这方面的改革。
[151]



现金管理的职责曾经由中央银行承担，不过，现在许多国家都改由财政部门承担。而且，现金管理不是被动地反映支出部门的资金流进、流出，而是要主动地管理资金流进、流出，从而确保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的资金平衡，进而保证预算执行的顺利。
[152]

 最近，为了更好地整合现金管理与债务管理，一些OECD国家成立了相对独立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债务管理机构，既债务管理的职能，又承担一些现金管理的职能。这主要包括法国、德国、爱尔兰、葡萄牙、英国、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当然，它们的现金管理职能不包括管理国库单一账户和现金流预测，它们主要在金融市场投资现金余额、管理债务，确保国库单一账户的平稳。因此，这些国家的债务管理机构负责管理短期现金余额的投资；在有些国家，这一机构还管理长期资产(例如，在爱尔兰，这一机构管理着养老金投资)，或者对或有负债有管理权限(例如瑞典)。其中的许多机构仍然继续在现金和债务管理中使用中央银行，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意大利。
[153]




 二、现金管理体系的目标

现金管理可以获得潜在的收益，但是也面临着风险。一方面，现金管理需要最大化可以获得的现金和通过投资获得的收益；另一方面，现金管理需要控制投资的风险。现金管理体系的目标是复杂的。任何简单化的理解要么牺牲了收益，要么导致风险。图17-1描述了现金管理体系的目标。 支持政府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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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　现金管理体系的目标

资料来源：Shinn， Paul L. 1989. An overview of cash management. In Ian J. Allan Eds.Cashmanagement for small governments. Chicago：Government Finance Officers Association。



现金管理最近的发展使得人们容易形成这样的印象：现金管理就是通过投资来挣钱。但是，这样理解现金管理是不正确的。挣钱只是现金管理这些年发展出来的一个额外的目标，并不是其根本目标。在进行现金管理时必须时刻记住一点：现金管理和其他的任何财政管理一样都要为实现政府的最终目的而服务，政府存在的理由是通过向公民征收税收或其他费用来为公民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和服务。
[154]

 一言之，政府的最终目的是向公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并保证公民的各种合法权利。

因此，现金管理不能以牺牲供货商(含服务供给商)的利益(例如拖延支付)为代价来获得可以支配的现金，不能通过在征税的过程中侵犯纳税人的权利(例如，非法加快税收征收)为代价而获得可以支配的现金。同样，现金投资也不能通过牺牲那些与政府目的直接相关的服务为代价而获得投资收益，例如，不能为了挣钱而将用于生产公共服务的资金用去进行投资。当最大化现金的可获得性与现金投资收益之间存在冲突时，必须将重点放到现金的可获得性而不是现金收益上去。总而言之，现金管理的最高目标是确保有足够的现金来支持政府的运作。
[155]

 满足法律责任

在各个国家，现金管理都不是在法律真空中运作的，各国政府都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法律。有些法律是关于财政管理其他环节的，但是，这些法律规定都构成了现金管理的约束条件，另一些法律则是直接针对现金管理的。因此，在现金管理的过程中，管理者必须遵守各种法律规定。例如，在收入征收环节，有许多法律对纳税人或交费人的交费时间和征收程序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在支出环节也存在许多法律规定，例如及时进行支付或对过期账单征收利息等。法律可能还规定政府资金只能存入哪一种类型的金融机构等，规定政府选择银行的程序，选择证券中介商的程序等。
[156]



不过，在这些法律规定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在投资领域的各种法律规定。例如，在美国各个州，法律都规定地方政府在进行现金投资时必须制定投资政策。一些州还规定了最大的投资期限，规定了投资多样化的要求以控制风险。最重要地，各州都用法律的形式限制了地方政府能够选择的投资工具，一般都将现金投资限制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债券以及一些低风险的公司金融品种。
[157]

 现金管理项目必须保护政府资产

正如西纳所说的，“现金管理实际是风险管理的另一种形式”。
[158]

 在财政管理过程中，每当政府获得收入、进行投资或作出某个承诺时，它都可能会面对风险。任何风险都会对政府的资产造成影响，影响其安全，降低政府资产的净值。所以，在现金管理中，管理者必须认识这些风险，并有责任将风险最小化，确保政府资产保值、增值。在现金管理中需要关注的风险包括：违约风险、市场风险、声誉风险、安全保持风险、征收风险。
[159]



违约风险主要包括投资的风险，也包括支票账户的风险。它主要是因为发行商、证券中介商、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违约使得一个投资或账户的本金的全部或部分无法获得。为了控制这种风险，必须仔细挑选投资的中介商和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将投资限制在那些违约风险比较小的投资品种，或者要求提供抵押担保。
[160]



市场风险是指由于金融市场的波动使得政府投资的价值下降所带来的风险。在极端情况下，通常是在利率快速上升的时期，投资工具的市场价值将下降到政府投资的本金之下。此时，如果政府在到期前出售投资工具，那么，就会带来本金的损失。投资者唯一的选择是继续持有证券直到市场重新走好或者等到证券到期。为了控制这种风险，现金管理者可以采取这样一些办法：避免投资于那些容易随市场波动的投资工具；确立一种持有证券到期的投资策略，尽管这样会降低投资收益。
[161]



声誉风险主要来自于政府在现金管理方面出现的错误，这些错误使得政府的声誉受到质疑。最大的声誉风险来自于政府现金投资的失败，或者拖欠导致的投资本金损失。但是，其他的现金管理失误也会严重地影响政府的声誉。例如，过分狂热的收入征收过程，政府支付上的拖延等。这些都会使得公民质疑政府的管理能力。
[162]



安全保护风险的产生与电子基金转账和衍生投资工具的产生有关。这种做法形成了一种新的投资过程，在其中，现金管理者根本看不到他们投资的金融工具。这使得现金管理者无法确保他们的投资是否真的以背书或抵押的方式获得保护。为了控制这种风险，政府应该发展一种内部控制体系来减低这种风险。
[163]



征收风险主要来自于预算的收入和收到的收入之间的差异。各种拖欠的税收、规费都会使得政府出现征收风险。一旦出现这种风险，政府的预算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原来在预算中安排了资金的项目，现在可能无法获得全部资金。为了控制这种风险，政府应该改进征收政策和管理。
[164]

 保持足够的清偿能力

在现金管理中，必须考虑到，虽然将额外的现金进行投资以获取收益很重要，但是，不能因此损害政府履行其清偿责任的能力。闲置现金只是闲置在那里，当需要承担支付责任(例如支付工资，支付账单)时，这些闲置资金马上就可以使用。如果将现金进行了投资，那么，就需要确保现金管理体系既能够获得最大化的投资收益，又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履行支付责任。如果没有在收回这些投资的时间与需要承担支付责任的时间之间进行最佳的搭配，那么，就会带来各种问题。如果这些投资到期的时间早于需要进行支付的时间，那么，政府就会损失利息收入。如果投资到期的时间太晚，那么，政府就会缺乏现金来履行到期的支付责任。所以，一个有效的现金管理体系需要很好地预测各种可以预期的支付责任到期的时间以及具体需要的资金数额，此外，还需要预测各种不能预期的支付责任可能发生的时间以及具体需要的资金数额，然后需要确保手头的现金、即将有的收入或到期的投资收入能够清偿这些支出责任。
[165]



必须具有完备的记录并且是负责的

由于现金管理存在着各种潜在的风险，因此，现金管理体系必须有一个完备的、强大的会计和报告制度。通过这样的制度，现金管理者、外部审计机构、政治家和公民等才能够相信政府的所有收入都恰当地进行记录，支出能够及时而恰当地进行支付，投资是严密地监督着的，投资的收益也恰当地进行分配。只有这样，现金管理体系的各种行为才不至于违反政府财政管理所应承担的公共责任。最近，有些政府确保现金管理履行公共责任或受托责任的方式已经从一般性的现金会计转向管理会计。在管理会计模式下，政府不仅需要确保现金管理体系很好地遵守各种法律和政策，而且需要报告和解释投资的收益情况。
[166]




 三、现金管理的基本框架

一个理想的现金管理体系应该遵守一些基本原则，主要有：(1)现金结余应该全部集中到一个“国库单一账户”中去；(2)认真制定现金计划；(3)事前制定借贷政策及投资标准；(4)债务协议的制定必须符合预算或多年度支出规划，并对其进行严密监督。
[167]

 国库单一账户是现代现金管理的基石。在国库单一账户已经建立的情况下，良好的现金管理需要做到以下四点
[168]

 ：

更加准确、及时预测现金流和余额；

更加有效率和回应地进行现金管理中的各种交易以及提供服务；

有效地对集中起来的风险进行管理；

整合现金管理与债务管理。


(一)国库单一账户体制


为了有效地进行现金管理有必要首先将现金余额集中起来，为此，就需要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制，进而将现金结余全部集中到其中。这个国库单一账户由一个账户或者一系列互相联系的账户组成，所有的政府支付交易活动都必须通过这个单一账户来完成。一般的，国库单一账户应该具备以下这些特征：每日汇总现金结余情况、由国库开立账户并负责管理、根据同意的财政分类标准记录各项交易。
[169]

 在标准的国库单一账户体制下，以中央政府为例，各部委在中央银行开设账户，作为国库账户的附属账户；在获得国库授权后，支出部门可以在中央银行或者商业银行开设账户，而且，这种账户一般都是零余额账户；支出部门的账户每天都要进行结算，并在结算时自动清零；中央银行在每天结束前合并政府账户头寸(包括所有政府账户中的余额)，将余额转入国库的中央账户。最后，从有效地进行现金管理的角度来看，仅仅集中现金余额还不够，还必须将各项交易的资料也进行集中。
[170]



建立国库单一账户的目的：一是集中现金余额，从而优化现金管理。正如斯基亚沃-坎波和托马西指出的，“这种做法可以避免为了能够为某些机构的支出提供资金而借贷并支付额外的利息支出，而同时其他机构在银行账户中却有闲置资金”
[171]

 。二是由于国库随时掌握着现金流量(流入、流出与余额)的信息，而且所有的交易都必须在国库的监控体系内部完成，所以，这种安排非常有助于对支出活动进行财政监督。当然，正如斯基亚沃-坎波和托马西指出的，各种经验表明，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监督就一定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特别在支出交易的集中程度尚未达到系统化或者关于支出交易的信息过于庞大的情况下，使得国库不能对其进行及时分析和利用时，监督就更不会令人满意了。此外，对于现金流量的监督也并不足以控制预算实施。
[172]



在实践中，存在两种集中交易和现金余额的国库单一账户：(1)国库单一账户和集中会计控制。在这种模式中，国库对支出部门的支出实施着很强的控制。支出部门一般要先向国库提出支出申请，然后国库审查这些支出申请并计划各种支出。(2)被动的国库单一账户。在这种模式下，国库一般并不直接控制各项交易，支出由支出部门直接做出，不过它们都通过国库单一账户来完成。当然，在这种模式中，国库一般会为各项交易总额确定相应的现金最高限额。无论是采用哪一种模式，国库单一账户都能将日常交易与现金余额集中起来。区别只在于国库对于部门支出活动的控制程度。在前一种模式中，控制比较严；而在后一种模式中，支出部门实际上负责了收入和支出的内部管理，拥有比较大的自主权，而同时国库也可以对现金进行集中控制。
[173]



尽管国库单一账户体制是有效的现金管理的基础，但是，要成功地实施这种体制需要具备某些条件。由于国库单一账户体制实际上是将庞大而且繁琐的账户管理、每日结算、余额转账等委托给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因此，必须有非常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基础设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银行的金融服务和基础设施非常落后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无法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制，从而不能实施现金管理。当然，即使在银行的基础设施不发达的国家，尽量将账户进行集中也是比较恰当的、有益的。因为，这有利于降低清算和余额合并的交易成本。
[174]



发达国家一般建立了集中型的国库管理，转型国家也在建立这种制度，在国库单一账户的基础上，对财政资金实行集中收缴和支付的制度(专栏17-1)。斯基亚沃-坎波和托马西甚至认为，“在支出制度崩溃的国家里，必须重新开始实施集权式国库制度。在其他国家里，必须对转移资金的银行安排和程序进行审查，确保提高现金控制水平并且避免出现闲置资金”
[175]

 。


专栏17-1　各国国库单一账户制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发现，目前各国所使用的国库单一账户制度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集中型的管理模式；二是分散型的管理模式；三是混合型的管理模式。采用集中型国库单一账户制度的国家包括法国、英国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巴西、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以及俄罗斯联邦等转型国家也使用此模式。采用分散型国库单一账户制度的国家包括美国、瑞士等发达国家，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也采用此类模式。采用混合型管理模式的国家，其国库单一账户制度兼具集中型和分散型的双重特点。比如澳大利亚、秘鲁、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摩尔多瓦、印度等国家采用的就是混合型国库单一账户制度。

纯粹的集中型国库单一账户制度是指政府的所有收入和支出交易必须经由设立于中央银行的统一账户来完成。(1)法国。在发达国家中，法国的集中型管理模式最具特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准政府组织以及驻外政府机构的所有收入和支出部分都被囊括进国库单一账户管理的范围。从国库管理的资金类型来看，所有政府现金资源(包括税收和其他预算内外收入)都在其管辖范围内，尽管社保基金不由国库管理，但此类基金必须由国有储蓄银行控制。在财政资金账户设置上，实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即由经济财政部在中央银行开立国库单一账户，将所有政府现金资源(包括税收和其他预算内外收入)集中在国库单一账户统一管理。在财政收入收缴程序，纳税人向税务部门申报，若无异议，由纳税人向征税机关或任何一家银行以支票的形式缴纳税款，支票通过银行清算系统划入国库单一账户。其国库管理由经济财政部公共会计司负责操作，在财政资金支付程序上，利用集中支付系统控制实际支出，即支出机构需要向近4500个地方国库中的某一个提出支出申请，当国库资金实际支付给商品和劳务提供者时，才将资金从国库单一账户的地方性账户中划转出去。政府机构不允许在商业银行中设立账户。在监督机制方面，形成了以经济财政部日常业务监督和审计法院事后监督所组成的监督体系。(2)俄罗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援助下，开始建立集中型的国库管理制度。在财政部门内部建立国库司，通过其地区性机构进行政府性收支；在中央银行建立国库单一账户，并将政府的财政资源统一纳入其中；建立国库总分类账，为政府运行提供良好的账务登记；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并建立政府分部门预算。

瑞士是实行分散型国库单一账户制度的典型国家，即在国库单一账户系统的主账户以外，还开设有相关附属账户，但在每天银行工作结束时，这些相关附属账户的余额必须及时转入主账户系统。瑞士联邦政府设有近270个主要的支出管理局，它们负责大量的政府资金支付工作。这些支出管理局可以在中央银行设立交易账户，也可以选择在一个或者多个商业银行开设交易账户，在接受这些银行提供的各项交易服务的同时，为这些服务支付相应的资金。不过，这些支付行为都必须得到财政部长的允诺。支出管理局单独设立的交易账户属于零余额账户，即每个交易日结束，这些账户中的余额都必须一分不少地转入国库单一账户的主账户系统。

澳大利亚是发达国家中使用混合型国库单一账户制度的国家。财政管理部负责中央政府的资金支付工作，并且管理着中央政府在中央银行设立的一个主要账户，即政府公共账户。支出部门则被允许在其他商业银行设立交易账户，以完成支付活动。每天，政府公共账户会根据每个部门需要支付资金的项目进展情况和该项目的现金流状况，预先支付一天的资金。而支出部门的支出账户余额，必须在每天银行业务结束之后，悉数转入唯一的政府公共账户内进行统一管理，待到第二天再从公共账户转回各支出部门账户。

另外，摩尔多瓦的混合型国库单一账户制度与澳大利亚有所不同。国库在中央银行内设有三个主要账户：中央预算账户、社会保障部账户、健康保险部账户。每个地方国库都设有三个地方银行账户：中央预算账户、特殊基金账户、地方预算账户。在财政收入收缴程序上，社会保障部和健康保险部的所有税收和其他收入均通过商业银行系统征收，并采用每天结算的方式转入国库单一账户系统。所有特殊基金账户的税收收入均纳入地方国库办公室在银行设立的账户中。在财政资金的支出程序上，某个预算机构一旦需要支付资金，它就必须先向地方国库办公室提交支付申请，由地方国库办公室上报国库审批，国库批准后下支付通知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再通过国库统一账户系统将资金从中央预算账户转入地方预算账户。如果是现金支付，地方国库办公室给预算单位开局支付支票，然后由商业银行兑现。如果是非现金支付，地方国库办公室会给地方商业银行下发支付命令，由这些银行的负责人用国库单一账户系统进行系统内支付。支付之后，商业银行将支付情况和数据报给地方国库办公室，再由地方国库办公室上报国库备案。

资料来源：斯基亚沃-坎波和托马西，2000，第347页；Sailendra Pattanayak&Israel Fainboim. 2010. Treasury single account：concept，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issues. IMF Working Paper. http：//www.imf. org/external/pubs/ft/wp/2010/wp10143. pdf。


(二)预算执行计划与现金计划


有效的预算执行必须先制定合理的预算执行计划和现金计划。一旦立法机构通过预算之后，预算就开始执行。各个部门开始使用立法机构同意拨给的预算拨款来生产公共服务，财政部门必须开始拨款，税收及其他收入征收部门必须开始征收各种收入来保证各个部门的支出要求。由于预期的收入不可能在预算年度初就全部获得，因此，财政部门不可能在预算年度之初将各个部门的预算全部拨给各个部门然后就万事大吉。在预算执行中经常要根据收入的流入和流出情况在收支之间进行匹配。如果匹配不好，要么无法支付各个部门的资金要求(现金流入低于支出要求时)，要么在国库账户中堆积大量的多余资金，从而造成浪费(现金流入远远大于支出要求时)。在前者，为了实施政策和预算，可能就需要进行借债。为了确保现金流入和流出相匹配以及制定各种与宏观经济相一致的借债计划，许多财政管理比较成熟的国家都强调进行财政预测和编制各种财政计划。
[176]

 如果没有预测和计划，预算执行就容易陷入混乱和充满着不确定性，预算执行的效率就会下降。

预算执行阶段的财政计划一般包括预算执行计划和年度现金计划。
[177]

 为了有效地执行预算，必须对收入和支出进行预算和计划，并在此基础上编制预算执行计划。首先，预算执行计划必须与批准的预算保持一致，提前编制并发给各个部门。虽然现金管理非常重要，但是，除非一个国家的预算编制水平非常低以至于编制出来的预算很难付诸实施，或者国家财政处于危机之中，以至于预算失去任何意义，否则，预算执行计划的制定都应该以预算为依据而不应该因为现金管理方面的考虑而改变。其次，预算执行计划需要考虑收入和支出的时间进度以及跨年度偿付款项而导致的支出义务。也就是说，预算执行计划需要考虑以下问题：什么时候将会有哪些支出要求必须兑现(包括跨年度偿付款项)？什么时候将会有多少现金流入？支出和收入之间在时间上和数量上是否匹配？此外，预算执行计划必须考虑到投资支出的特殊性，即投资项目并不一定按月平均支出资金。当然，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预算执行计划必须按季度进行更新。不过，这不等于说可以对预算进行暗箱操作来进行修改。在许多国家，预算执行计划只是承付款项或支出申请书的一项要求，而不是预算控制的一种形式。在另一些国家，预算执行计划实际上只是将拨款除以4(预算执行计划用于按季度进行支出)或除以12(预算执行计划用于按月进行支出)。一般的，预算执行计划是由财政部门编制的。但是，财政部门编制的预算执行计划必须以部门的用款计划为基础。部门要根据批准的预算确定什么时候花什么钱，花多少。具体地，各个部门应该按季度分月编制用款计划。财政部门在各个部门用款计划的基础上，根据收入预测编制预算执行计划。
[178]



为了有序地执行预算，还需要提前编制年度现金计划。年度现金计划需要说明预测的月度现金流入、流出以及借款需求，而且需要按季度更新，同时每月都要更新下月的各项预测。现金计划提供了借债前的财务流量的信息，包括偿还政府贷款或票据、支付拖欠款项和从已经签订合同的贷款中预提款项。在财政管理成熟的国家，通常每月都对现金计划中的各项预测进行调整，以使得现金计划适时地反映环境的变化。在此基础上，还应编制月度现金计划。月度现金计划主要是关于月度现金流出的预测，它可以从预算执行计划中推导出来。当然，编制月度现金计划需要对支出和应付款进行全面监督。
[179]



现金计划是预测某个时期内(一日、一月、一个季度)现金流入和流出的计划。这个计划使得财政部门更加清楚，在某一时期内会有多少现金流入，又会需要付出多少现金。也就是说，它让部门清楚现金流入和流出的时间和数量。然后，在现金流入和流出的时间和数量之间进行最佳的搭配。现金计划有三个主要目标
[180]

 ：

确保在预算年度中各项支出获得平稳、顺利的资助，以最小化借债成本；

确保预算执行能够实现最初的预算政策目标，特别是盈余和赤字方面的目标；

帮助政府顺利地实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现金计划的主要内容和成分包括
[181]

 ：

制定年度预算执行计划并每季度进行更新。现金计划必须以当年的预算为基础，所以，必须先编制预算执行计划。预算执行计划必须与预算保持一致，根据预算内容来制定，而不能由现金管理来推动。预算执行计划必须考虑支出的时间安排和由于跨年度偿付款项而导致的支出义务，还必须对投资项目很好地进行计划。为了落实这个预算执行计划，应该编制年度现金计划，预测预算年度内每个月的现金流入和流出。编制现金计划的出发点是年度现金计划。

一旦完成了年度现金计划的编制，那么，就可以在它的基础上编制一个向前滚动的“三个月现金预测”。每个月，都需要根据实际的收入和支出对这个“三个月现金预测”进行修正。如果“三个月现金预测”表明，在这三个月中有一个月或者更多的时间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履行支出责任，那么，可能就需要考虑采取一些增加收入(加快收入征收或借债)或推迟支出的行动。

在向前滚动的三个月现金预测的基础上，每一个月需要为下一个月编制一个“操作性的现金管理计划”。也就是说，每月都要更新对下一个月度的预测。这个可操作的现金计划是一个月度现金与借贷计划。在制定月度现金计划时，应该预测月度现金流入和流出，编制月度现金流入和流出计划。为了编制合理的月度现金流出计划，必须对支出和应付款项进行全面的监督。借款计划应该根据月度现金流入和流出预测来确定。

一个理想的现金计划应该包括为下一个月而编制的每日(或者至少是每周)现金流入和流出的预测。目前，以“一日”为基础编制的月度现金计划只有发达国家在实施。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现金计划是不存在的。这些国家通常只有一个“紧急型现金预算体制”，今天有什么钱就用来支付明天的支出。即使某些发展中国家有这种现金计划，但是，它们通常也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对各个部门合理的支出要求做出回应的，对不可预测的收入或借债的下降也不能有效地进行回应。这些国家的现金管理体系也许可以有效地将现金支出限制在获得的现金流入量之内，但是，这种成功常常付出了其他的代价，例如，突然削减现金供给额度；现金流入不足，推迟拨款，以至于不能及时地供给服务。所以，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国家在现金限制上的成功导致了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即累积了大量的拖欠。

这个操作性的月度现金计划经常转变为一个月度现金限额。这个月度现金限额可以加诸于部门的一些或所有支出。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某个支出经济类别甚至各个项目设置现金限额。在一些工业国家，在现金管理中对某些次级总额例如运行成本(工资、水电等)设置了现金限额。

每周对月度现金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查。对于每月的现金流入和流出进行预测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现金流出来说，工资支出和还本付息的预测一般比较容易，然而对于其他的支出就必须严格地监督，必须记录审核阶段的各项票据和支出以及支出的到期日。

现金规划必须提前编制并发给各个支出部门，使得这些支出部门能够有效地实施预算。

预算执行计划和现金计划必须完全协调一致。否则，预算执行将陷入混乱。在编制预算执行计划和现金计划的过程中，国库部门、预算部门和税收部门之间必须密切合作。通常情况下，国库部门既编制预算执行计划，又在纯粹的收付制或现金制会计基础上编制总体现金计划。不过，在有些国家，预算执行计划是由预算部门编制的，这一计划包括总流量，然后国库部门编制现金计划用来说明现金流量。在现金计划的编制，虽然以财政部门的国库机构为主，但是必须在财政部门的国库机构和预算机构以及税收机构之间进行密切的合作。此外，应该明确一点，现金计划中的各种计划编制都是为了实施预算的活动，而不是在编制预算。
[182]




(三)明确借贷政策与投资标准


在现金管理中，有时为了弥补现金短缺，需要进行借贷，同时，为了获得现金投资的收益，需要将额外的现金余额进行投资。为了控制风险和节约成本，需要在现金管理中事先制定借贷政策和投资标准，而且，借贷计划必须向公众公开。此外，还必须对地方政府的借贷行为进行控制。

当预计流入的现金不足以支付各种到期的支出，而这些支出都是不能削减或推迟的，并且也不能通过预算调整使得预期的收入能够支持预期的支出，那么，借债就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如果决定借债，那么就必须明确地制定借贷政策。借贷政策必须考虑
[183]

 ：

借何种债？一般的，各个国家为了弥补现金短缺而借的债都是短期借债，期限一般都在一年内。例如，国库券最初就是为调剂现金余缺而发行的。

向谁借？政府可以向别人借，也可以向自己借。例如，向银行借短期债(例如美国的收入和税收预期票据)就是向别人借。但是，政府也可以向自己的控制的基金借债来满足短期的资金需要，包括向自有储备基金中借债，从养老金中借债(美国一些地方政府采用这种办法，但是，一些州的法律禁止这种借债)，也可以从预算稳定基金中借债(例如美国地方政府)。

政府的借贷计划还应包括何时还，如何还，等等。

如果政府有多余的现金进行投资，那么，它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现金投资政策。事先制定投资政策的好处是：这种政策可以保护政府资产，也可以保护政治家和财政管理官员。从根本上将，任何现金投资政策都应该考虑三个基本的目标：安全性、流动性、投资回报。
[184]



安全性是第一位的。一方面，进行投资管理的机构必须确保他们管理的资金的安全性，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在投资政策中制定一些制度来确保现金投资不会损害政府资产的安全性。

流动性是第二个目标。这主要是指政府售出或处理一个投资的能力，即当政府需要资金履行支出责任时，投资出去的资金必须能够及时地收回、使用。为此，在投资政策中必须仔细设计投资的到期时间，以确保需要进行支出时有资金流回，或者确保投资工具具有流动性，从而能够很方便地变现。

投资的收益是第三个目标。投资需要有收益的回报，这也是一种财政责任。不过，尽管通过现金投资获得额外的收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不应该是现金投资的第一目标。


 四、现金流量分析与管理

编制现金计划和现金预算是现金管理的第一步。而这需要对现金流入和流出进行分析和管理。


(一)现金预算


由于政府的收入流量与支出流量在不同时间是不同的，有时政府的收入流量大于支出流量，有时政府的收入流量小于支出流量，因此，为了预测所需的现金余额，政府的财政官员应该进行现金预算。这就是为什么在财政管理中一般都要求支出部门向核心预算机构提交一个预算拨款的分期分配计划。现金预算是现金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
[185]



现金预算一般是按月编制。当然，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时间段来编制现金预算。现金预算不必像运行预算和资本预算那样详细，它主要包括每个时期的现金收入和支出流量的预测总数。而且，由于政府部门的收入和支出流量要比商业企业的收入和支出流量更加能够进行预测，所以，现金预算相对来说要比商业企业的现金预算要准确得多。
[186]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在下面这样一些情况下，政府部门的现金预算就会非常不准确
[187]

 ：

运行预算和资本预算在制定时存在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和支出都会很难预测。例如，如果运行预算在制定时没有充分考虑各种可能的支出，在预算执行的过程中，就可能会突然出现某一项没有预测到的支出。

对支出缺乏预算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实际的支出(或者是政府必须支付的支出)很容易就会超过现金预算估计的支出流量。

预算环境非常不稳定的(例如存在通货膨胀和汇率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和支出流量的预测就会非常不准确。

税收制度不稳定。这通常发生在新兴国家或处于政治和经济转轨的国家，例如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中国。在这些国家，由于政府筹集收入的体系尚未定型，政府收入结构经常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对收入流量进行准确的预测。

现金预算必须建立在对于现金流量的科学分析之上。现金流量分析包括对收入流和支出流的分析。正如里德和斯韦恩指出的，分析一个政府组织的现金流入和流出的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以过去的现金流量信息为基础的现金流量模型是设计有效的现金管理制度的第一步。
[188]

 这种分析的目的是要预测在财政年度中和财政年度之外，什么时候将会有收入、收入多少，以及什么时候将会发生支出、支出多少。在此基础上，政府部门必须根据收入来有效地安排支出计划。此外，现金管理还致力于努力增加政府收入和推迟支出或者将支出降到最低。
[189]




(二)收入流的分析与管理


收入流分析包括分析收入的来源、获得收入的方式、获得收入的时间、收入的数量，以及影响收入的各种因素(例如开票时间、支付时间等)。通过分析过去年份收入流的信息，可以建立一个收入流的模型。建立收入流模型最好运用多年收入流变化的信息。该模型将表示政府组织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获得多少收入。它以日、周、月为基础表示流入政府组织的收入数量，致力于发现政府组织的收入流入的规律或模式。例如，一些研究发现，收入流模型通常显示出规则和不规则的收入流入的高峰和低谷。有规则的收入流入高峰通常出现在每月或每季度的收入流入，不规则的高峰则发生在每年或每半年的收入流入，低谷则是由相对稳定的收入流组成的。而某些收入流则是完全没有规律的，如遗产税和赠与税。
[190]



收入流的规律要受收入结构的影响。因为，不同的税收或其他来源的收入会有不同的缴纳模式。例如，在美国，由于许多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都是财产税，所以，大部分地方政府的现金收入流都主要集中在一个或两个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即财产税缴纳的高峰期。而其他税收收入的流入量则比较均匀地分布在财政年度中。此外，收入流量的分析还必须关注政府经营的企业形成的收入流，而这种收入流通常要受季节波动的影响。
[191]




(三)支出流的分析与管理


现金流量分析的第二步是分析支出流的规律与模式，并建立支出流模型来预测与安排支出。支出流模型可以通过对以前的支出流量进行分析而建立起来。支出流分析主要包括分析付款的时间、数量、周期、条件与支出类型。政府部门的支付有些呈现出有规律的高峰与低谷，有些则是没有规律的高峰与低谷。例如，有规律的高峰通常发生在支付工资的日子和定期向供货商支付货款的日子；无规律的高峰通常发生在特殊事件出现的情况下以及每年和每半年的付款，包括组织间的转移支付、债务支出等。
[192]



现金管理的成功取决于政府部门能否有效地控制现金流出。控制现金流出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在支出到期日之前持有足够的现金并使交易成本最小化，同时保持现金流出和现金流入及财政约束之间的匹配性”
[193]

 。但是，正如斯基亚沃-坎波和托马西指出的，对于现金管理来说，控制现金流出比控制现金流入更加困难。
[194]

 这主要是因为，政府部门的收入主要是来自于税收而不是经营性的利润收入，因而收入流入的确定性比较高。然而，由于政府机构的支出扩张冲动以及各种赋权型支出的持续膨胀这两个原因，对现金流出进行控制开始变得比较困难。


(四)余额分析与管理


现金流模型的最后一个内容是收入和支出的余额。我们通常都认为这种收支余额是现金余额。但是里德和斯韦恩最近指出，在技术上，这个余额应该是流动资产总额，包括现金和短期投资。现金是指库存的现金或者是支票账户上的金额；短期投资是指一年以内的投资，它们大部分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变现。流动资产总额随着收入流入而增加，随着支出的流出而减少。
[195]

 余额分析实际上包括分析总余额、现金和流动资产在其中的比例。这种分析也可以通过对过去经验的总结来获得。通常必须对收入和支出流量以及短期投资进行至少一年的追踪才能建立起收支余额的模型。

收支余额的总数表明有多少资金可以用来支付款项和进行投资。如何在总余额中确定一个适当的现金和短期投资的比例是现金管理的一个根本问题。对于库存现金来说，必须确保政府部门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各种款项。现金不足的话，政府部门可能就无法支付款项，此时，要么拖延支付，要么借款。而这两者都意味着，政府部门必须支付很高的交易费用或者利息成本。但是，如果现金过多，可以用来进行短期投资的资金就会减少，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就会存在较大的机会成本。
[196]



对余额进行有效管理是现金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没有有效的现金管理体制，政府部门可能就会保留过多的库存现金，从而导致过多的闲置现金；如果没有有效的现金管理体制，政府也可能会过度投资或投资不当。过度投资可能会影响政府部门的正常支付，投资不当可能会带来财政风险。因此，对现金余额进行有效管理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最佳的现金水平。


 五、最佳现金水平的确定

现金管理中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现金留得太少和太多都不是最好的：如果现金太少，政府部门就不能很好地履行支付任务；如果现金太多，就会出现“闲置现金”。所以，现金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决定现金余额的最优水平。这个最优水平使得政府既能在需要支付工资或偿还债务时拥有足够的现金，又能通过现金管理将多余的现金投资出去并在当年需要的时候变现。
[197]



假设政府持有的总流动资金(包括现金和可以买卖的证券)都已经确定了。这个总资金包括已经安排给资本改进项目但是还没有支出的资金，税收季节性征收中积累下来或税收预期贷款的浮存中积累下来的资金。在拥有这些流动资产、交易现金和可以买卖的资产(股票或债券)的情况下，需要确定一个最佳的现金余额。一般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来确定最佳现金余额
[198]

 ：


(一)经验法则


这是一些国家的财政官员根据经验选择的一种确定最佳现金余额的办法。一种方法是持有一定天数的支出作为最佳的交易余额。例如，最佳现金余额可以是一周的支出。如果平均的周支出是150000美元，那么，就在银行中存下这个数量的现金，多余的流动性资金就投资到可以买卖的证券。当现金余额小于这个最佳现金余额时，政府就售出可以买卖的证券将现金余额恢复到这个最佳现金余额水平。另一种经验法则是根据支出趋势来确定的。这种模式对于特别小的政府来说比较有用。
[199]




(二)经济定货数量公式


根据存货管理中经济定货数量公式发展出了一种确定最佳现金余额的办法。这是一种更为理性的最佳现金余额确定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比较两种成本来确定最佳现金余额：持有现金的持有成本(即持有现金余额而损失的利息收入)和交易总成本(即将资金从可买卖的证券资产组合转移到可用于交易的资金时每笔交易的固定成本)。持有成本与持有的平均现金余额成正比例，持有的现金余额越大，持有成本越大。总交易成本与交易的次数成正比，交易次数越多，交易成本越高。而交易次数是与持有的现金余额的数量成反比，持有的平均现金余额越大，交易次数越少，交易成本就越低。总之，持有成本和交易成本是随着持有的现金余额的增大而呈反方向运动的。持有的现金余额越大，持有成本越大，但是，交易成本越小。
[200]

 如图17-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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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2　现金余额的持有成本和交易成本



因此，在确定最佳的现金余额时需要在持有成本和交易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假设在整个时期，支出是非常平稳的，而且在开始时，预期的总支出刚好等于收到的现金收入。持有现金的总成本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Schwartz， 1996)：

-P=-b-(-T/-C)＋v-T＋-i(C/2)

-P=现金管理总成本

-b=将可买卖证券兑换为现金(或者相反)时每一次交易的固定成本

-T=在涉及的整个时期内现金支付或支出的总额

-C=兑换规模，即最大的现金数量

-v=兑换每一美元的资金的变动成本

-i=在涉及的整个时期内可兑换证券的利率与交易余额利率之间的差异

其中，b和v代表两种不同类型的成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它们是在可兑换证券和现金之间进行转移时必须支付的成本。b表示将可买卖证券兑换为现金(或者相反)时每一次交易的固定成本。T/C表示在这一时期在可买卖的证券与现金之间进行兑换的次数。因此，b(T/C)代表在这一时期持有某一数量的现金余额时为不断维持这一余额而进行交易所支付的总交易费用。v表示兑换每一美元的资金的变动成本，它主要是中介费，它随着兑换金额的总量变化，而不是次数。因此，vT表示这一时期的总中介费。对于每一次资金兑换来说，这一费用都是一样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影响兑换规模C(最初的现金最大数量，最佳余额)或C/2(最佳平均余额)的因素。i(C/2)表示在这一时期持有一个正的现金余额而导致的总损失，它实质上是一种机会成本。
[201]



如果将C(兑换规模或最初的现金最大数量)确定得很高，那么，在可买卖证券和现金之间进行兑换的次数(T/C)就会下降，从而降低交易费用。但是，C(兑换规模或最初的现金最大数量)的上升会导致最佳平均余额(C/2)变大，从而导致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上升。因此，现金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在边际上对这两种成本进行权衡以使得总成本最小。下面一个使得总成本最小的C值(兑换规模或最初的现金最大数量)的计算公式(Schwartz， 1996)：

C=2bT/i

这个公式表明，随着总现金支出水平增加，政府需要持有的现金数量的增加在比例上比较小。这表明，在现金管理中实现规模经济是可能的(Schwartz， 1996)。


(三)米勒—奥尔模型


米勒—奥尔模型(Miller&Orr， 1966)最初是在企业现金管理中发展出来的，这些年开始被运用到公共部门现金管理中。米勒—奥尔模型的逻辑与经济定货数量公式基本上是一样的。它也需要设置一个控制限额，而且控制限额的设置也需要在交易费用和持有成本之间进行权衡，最后也要选择一个使得总成本最小的现金余额水平。但是，它在一个基本的假定上与经济定货数量公式不同。经济定货数量公式假定支出在整个时期是平稳的，因此，现金余额不会随机地波动。这意味着，在支出不平稳或现金余额经常波动时，经济定货数量公式就不是一个最好的确定最佳现金余额的方式，而米勒—奥尔模型就比较恰当。这一模型在确定最佳现金余额水平时，不仅要在两种成本之间进行权衡，而且还要分析支出和现金波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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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奥尔模型是一个基于控制理论的最佳现金余额确定方式。其基本想法是，可以预先设置一个现金控制限额，当持有的现金余额到达某个上限时，就将多余的现金用去购买可买卖的证券，当现金余额到达某个下限，就卖出可买卖的证券来充实现金余额。于是，只要持有的现金余额在这个上限和下限之间，就不用采取任何行动。关于米勒—奥尔模型，参见图17-3。在图中，h是现金余额上限，z是现金余额下限。当政府持有的现金余额到达现金余额的最高上限h时，现金管理部门就买进h-z美元的可买卖证券，使得新的现金余额变成z水平。当持有的现金余额到达零余额，就卖出z美元的可买卖证券，使得现金余额至少保持z美元的现金余额下限水平。不过，在这一模型中，如果现金波动幅度越大，则控制限额上限与下限之间的范围就越大。此外，和经济定货模型相比，这一模型确定的最佳现金余额要更大。这主要是因为考虑到不确定性因素。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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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3　米勒—奥尔模型

资料来源：Schwartz， Eli. 1996. Inventory and cash management. In Richard Aronson&Eli Schwartz Eds. Management policies in local government finance. Washington， D. C.：TheInternational City/Coun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六、投资政策、工具与风险

在现金管理体制发达的国家，如果在某一时期收入将超过预期的支出，那么，就要将多余的现金投资出去。此时，就需要根据现金投资的目标制定投资政策，选择投资工具。不过，由于投资不仅有收益，也有风险，所以，必须建立风险控制的机制。


(一)投资政策


投资政策必须考虑的三个目标是安全性、流动性和投资收益。在制定投资政策时，必须考虑各种因素，避免投资政策过分偏重某一目标。例如，要考虑安全性、到期时间、变现的容易程度或流动性、提前赎回条款、投资收益回报、法定授权等。一般的，现金投资政策包括下面这些内容
[204]

 ：

范围

投资政策应该明确规定投资的范围。投资政策必须明确说明该政策是否适用于所有基金的金融资产，如果政府组织是其他实体的财产的受托人或管理人，那么投资政策必须明确规定这些财产是否同样也可以适用现金投资政策的规定。此外，现金投资政策还必须在短期现金管理和长期投资管理(例如养老金)之间进行区别。投资政策必须考虑哪些基金可以投资，哪些不能。 目标

现金投资政策应该反映投资的目标。这些目标通常包括：维护资产和保护本金的安全；维持足够的现金以满足运作的要求；遵守各种法律要求；通过投资多样化来防止与特殊的证券类型或机构相联系的风险；实现一个恰当的市场回报率。 授权

现金投资政策必须规定谁负责管理日常的现金投资活动，谁负责整个项目的管理，还必须禁止除了这些获得授权之外的机构和人员介入投资管理。此外，还需要明确将资源配置到这一现金投资项目的重要性。同时，需要对赔偿责任进行说明，明确公共投资者在多大程度上对他们的投资决策负责。 审慎

现金投资需要将风险最小化，因此，审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投资政策应该明确这一原则。投资政策一般要求现金投资的决策者像管理他们自己的资产那样谨慎地、小心地利用自己的判断，以及自由裁量和知识来作出投资而不是投机决策，要求决策者在资产的安全性和投资收益之间进行仔细的权衡。在某些情况下，投资政策还需要限制负责现金管理的官员从事那些可能会从公共资金的投资中获益的私人生意。

监督和调整资产组合

投资目标决定了政府是采取一种积极还是消极的投资姿态，即投资管理者是以一种常规的基础进行交易活动还是选择在购买了投资品种后一直持有至到期日。不同的投资姿态决定了政府对资产进行监督和调整的程度，也就是说，是采取一种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监督和调整资产组合的方式来对现金投资形成的资产进行管理。当然，是选择积极的监督和调整模式还是消极的模式需要考虑相应的管理成本。

内部控制

投资政策必须明确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考虑各种管理问题，包括控制内部勾结、功能分离、明确的授权、记录所有的交易和策略、电话交易的书面证明。此外，内部控制需要确保遵守各种法律规定。最后，需要明确一个独立的审计者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日常评估。

投资多样化

现金投资需要通过多样化的投资策略来减少风险。在现金投资政策中需要考虑的多样化策略包括：投资工具的多样化、金融机构的多样化、到期安排的多样化。对于投资工具的多样化来说，需要明确规定不能过度将投资集中于某一种投资工具从而使得公共资金面临风险，需要明确规定哪些投资工具是允许选择的。投资政策还可以采取限制性的规定，例如规定允许投资的投资工具的百分比。金融机构的多样化要求限制将资金过度地投入某一机构，这种对机构的限制可以通过资产组合的百分比、通过机构的资产的百分比、通过资本充足要求来实行。期限结构多样化是为了确保政府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满足其现金流的需要。在现金管理中，投资政策的目的是为相对短期的投资提供某种指导。一般的，也可以运用百分比限制来进行限制性的资产组合管理，例如规定10％的资产组合的到期时间小于30天，25％的小于90天，等等。

投资工具的竞争性选择

为了确保政府投资的资产组合能够获得最好的利率或避免中介商过度地涨价，投资政策一般都要求在现金投资的过程中运用竞争性机制选择投资工具。

合格的金融机构

在现金投资中要选择合格的金融机构，避免那些存在财务问题的机构。现金管理者需要通过这些金融机构提供的审计或未审计的信息来评估这些机构的可信度和能力。

安全保持和抵押

投资政策需要非常清楚地定义政府在安全保持和抵押方面的要求和程序。此外，还需要规定第三方担保。第三方安全保证有助于担保在支付之前交割证券，也就是说，在交割实际的证券之前，政府的资金不会离开这个安全保证人。这使得没有资金会因为证券没有及时交割或根本没有交割而面临风险，从而回避了中介商可能卷走政府资金所导致的风险。安全保证协议中的规定条款是用来确保证券是以政府的名字而持有的。不过，这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在很多情况下，现金管理者将安全保护功能打包进银行服务合同中来降低服务成本。对于存款类型的投资工具，抵押担保是极其重要的。投资政策应该确保可以获得恰当的抵押担保和保险来保护政府资产。现金管理者不仅要考虑承诺用来支持某一证券的抵押品的数量，而且要考虑被用来做抵押的证券的类型。

会计方式

投资政策需要明确所用的会计方式，需要明确政府的现金投资报告应该遵守哪些会计法律、法规等。

报告要求

投资政策需要明确对投资需要采取哪种报告方式，包括日报告、月报告、季度报告，还是年度报告。这些报告用于反映投资活动，判断实际的投资活动如何遵守采用的指导原则和政策。有时，还需要报告投资的资产组合的现状、市场情况的变化等信息。

绩效评估

有些政府的投资政策还要求对投资的绩效进行评估，确定一个基准线，将投资的回报与这个基准线进行比较来对投资收益进行测量。这种测量方式可以用来确定是否给予足够的时间来提高投资的收益。


(二)投资工具的选择与组合


投资工具一般包括政府证券、公司证券和金融市场工具。例如，美国地方政府在现金投资中可以选择的投资工具主要包括三大类：联邦政府证券、公司证券和金融市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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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政府证券包括：(1)完全有担保的联邦证券，例如短期国库券(Tbills)、中期国库券和长期国库券。短期国库券的到期时间通常为13、26、52周不等，可以用拍卖的方式销售，但是没有给定百分比的收益率。中长期国库券通常包括1年到30年到期的国库券，每6个月到期记息。(2)其他的联邦政府发行的证券可能有担保(例如，中小城市企业局发行的债券)，也可能没有担保(例如，田纳西峡谷当局发行的债券)。(3)其他与联邦政府有关的证券。这些证券主要是由联邦政府的信贷机构发行的证券。许多都有抵押品，包括在家庭、农场、公司和海外投资上的抵押品。有些证券获得联邦政府的支持，例如联邦住宅管理局发行的票据和联邦贷款抵押公司贷款；有些则没有这种支持，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获得联邦政府的支持，例如联邦家庭贷款银行债券。目前，由金融机构持有的抵押品债券在抵押品市场形成了一个新的市场，提供了比国库券更加安全而且有较高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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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证券包括债券和股票。公司债券基本上是贷款给发行者，股票则代表着公司的股权。如果政府投资公司的股票则变成公司的股东，需要和公司的其他股东一起承担公司经营亏损的风险。而投资债券则不然。当公司破产时，债劵持有人将获得首先被偿还的权利。
[207]

 因此，现金投资必须考虑这两者之间的一个恰当比例。

金融市场工具是指银行、储蓄或贷款机构提供了各种供投资者进行选择的金融工具，包括存款单、银行承兑汇票、商业票据、证券回购协议、金融衍生工具。在这些金融工具中，存款单是最受欢迎的。有一些存款单是可以转让的，不过发行人可以对提前取款提取利息罚金。银行承兑汇票是购买一家银行同意在短期的基础上贷款给一家公司的协议。商业票据也是通过银行使用的一种公司承诺的票据，不过这种金融工具蕴涵着一定的风险。证券回购协议是由一家金融机构持有的临时销售给州和地方政府和其他买主的一组美国政府证券，该金融机构协议在以后赎回该证券。由于证券回购协议具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它也是一种充满争议的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工具都有非常复杂的特点，所以最具争议。它是从一些基本证券中派生出来的金融工具，基于对未来利率进行判断的一种赌博，其价值依赖于基本证券或市场指数。政府可以购买那些固定利率可以转变成浮动利率的交换单来获取高于固定利率的投资收益，如果政府对利率的判断正确，那么，它将获得巨大的收益，但是，如果判断失误，则会蒙受损失。此外，一些衍生工具采用有抵押品的抵押负债方式将投资限定在一组抵押上，投资的回报主要根据利率变化和抵押品预付比率而变化。这些衍生的金融工具在提供高收益的同时也蕴涵着非常高的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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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投资工具时，现金管理者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兼顾各个目标。这些因素和目标包括：法律规定、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不同的投资工具在这四个方面都是不同的，因此，现金管理者必须非常清楚不同的投资工具的这些特征。表17-1列出了美国金融市场上主要投资工具在这四方面的不同特征。由于不同的投资工具具有不同的特征，因此，在选择投资工具时，必须注意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由于现金投资的敏感性和风险性，现金投资一般受一些专门法律、法规的约束，因此，在选择投资工具时，必须考虑法律规定，不得违反。另一方面，要选择一个有效率的投资组合，在确保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同时获得至少是市场平均收益率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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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1　美国金融市场上主要投资工具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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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储蓄与货款协会是一类主要从事单个家庭按揭货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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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Miller， Girard. 1989. Investment tools and techniques. In Ian J. Allan Eds.Cashmanagement for small governments. Chicago：Government Finance Officers Association。



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的现金投资就是在这些约束条件下进行的。根据一项对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的调查发现，在它们的投资中，57％的投资分布在存款单，56％投资在州的投资组合上，49％在短期国库券，45％在中期国库券。这反映出美国的州和地方政府是保守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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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使用金融工具方面，各个政府的情况就不同。例如，1996年，华盛顿州74％的投资是在国库券和其他联邦部门的证券上，11％投资到证券回购协议，而科罗拉多州只有54％的投资是在国库券和其他联邦部门证券上，而且没有投资在证券回购协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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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好地理解现金投资，专栏17-2介绍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政府的现金投资。

专栏17-2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现金投资

该州法律规定，州国库负责经营和管理所有的国库资金，可以用于投资的现金是暂时不用于财政支付的资金，包括一般基金、高速公路基金等的间歇资金。该州在现金投资中不仅考虑现金投资的收益，而且考虑安全性和流动性。在该州的现金管理中，除了在每个账户留下一定的“目标余额”以备日常开支之用外，其余现金都用于投资。

该州采取五条标准来进行现金管理：

至少90％的资金应该投资出去。

银行存款不应超过现金管理组合的10％。

回购协议不应超过现金管理组合的25％。 商业票据不应超过组合的50％。

货币市场或NOW账户不应超过75％。

该州的国库资金投资采取组合性投资方式。共有五种投资类型：

短期固定收益投资。主要投资于流动性很强的联邦政府债券等。

长期固定收益投资。主要投资于长期联邦政府债券和高质量的公司债券等。

权益投资。

不动产投资。

风险投资。

其中短期固定收益投资属于现金管理项目，其他四类投资属于信托基金投资项目。财政资金只能通过现金管理项目投资，购买流动性和安全性比较高的投资品种。

现金投资给该州带来了相当可观而且比较稳定的收益。现金管理项目的平均报酬率在1999—2000财政年度为5.99％，在2000—2001年度为6.04％。而信托基金投资项目的报酬率则波动比较大，平均报酬率在1999—2000财政年度为9.03％，在2000—2001年度则下降为2.04％。

资料来源：章江益：《美国北卡罗莱纳州预算执行管理》，见财政部预算司编：《预算管理：国际经验透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美]托马斯·林奇：《美国公共预算》(第四版)，苟燕楠、董静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三)现金投资风险


现金投资会获得收益，这是它充满吸引力的地方。尤其是当市场利率很低而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又非常发达时，现金投资的吸引力就会更大。此时，存在银行的现金产生的利息收入实在太低了，而其他的金融工具提供的诱惑是如此之大，所以，政府难免会考虑将资金从银行里取出来进行现金投资。但是，现金投资同时也充满了非常高的风险，需要很高的管理能力。由于这些年来在各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发生了多起现金投资失败的事件，所以，无论如何强调现金投资的风险都是不为过的。

现金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来自证券发行人的信用。如果发行人的信用比较低，那么，现金投资的风险就比较高。从这个角度看，中央政府发行的债券应该是风险最小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几乎没有风险的。不过，它们带来的收益也相应比较低。在发达国家，著名的大企业发行的债券也可以说是风险非常低的。另一方面，风险来自于金融工具是否能产生可变的收益。在此，固定利率的长期政府债券就是有风险的投资。在收益率下降时，政府的投资组合中包括一些能够产生高收益的证券，那么，政府现金投资就能够盈利。但是，如果情况正好相反，如果市场的收益率上升至比政府持有的投资组合的收益率高，那么，政府就很难将持有的证券销售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投资可能就不能与通货膨胀同步。在各种金融工具中，风险最高的是金融工具衍生品。
[212]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许多国家都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现金投资失败事件。这些事件使得各国在现金投资方面越来越谨慎。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经营回购协议的大公司都纷纷破产，致使波蒙特、俄亥俄、得克萨斯等政府损失了上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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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英国的许多都市政府在利率掉期交易(interest rate swaps)中损失惨重，最后不得不由英国财政部援助才渡过了财政危机。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主要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一些大都市政府与一个公司合作将资金投资到一种套利组合(arbitrage scheme)中。但是，最后发现这个公司是欺诈的，这些政府投入的资金也损失了。在1993年年底，将资金投资到有抵押支持的衍生品的俄亥俄州的都市政府也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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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最典型也最广为人知的现金投资风险事件当数1994年美国加州橘子县现金投资失败导致政府破产一事(专栏17-3)。

专栏17-3　美国加州橘子县现金投资失败

美国加州橘子县是美国的第五大县。1994年以前，该县给人留下了一个备受欢迎的精明的投资者的形象。在1994年之前，该县在现金管理尤其是现金投资方面的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其最辉煌的时候，当正常的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率小于4％时，橘子县现金投资的收益率接近8％。由于橘子县在现金投资方面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所以，为了获得更大的投资收益，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将自己的资金委托给橘子县。最后，到1994年出现危机时，橘子县财政局长管理着一个由187个地方政府单位和机构加上一些私人委托的资金构成的一个投资基金。

但是，1994年，橘子县的现金投资失败了，估计造成了15至25亿美元之间的亏损。它曾经希望得到加州政府的援助，但是，州政府拒绝了。最后，橘子县被迫申请破产保护。橘子县为什么会失败呢？

其实，橘子县早期无比辉煌的投资收益就是主要来自于操作借钱投机的、以小控大的、投机性的金融衍生品。这些衍生品的收益是两个或多个基础利率的可比收益差异的多倍。在橘子县的投机中，长期工具被用来在短期利率上借钱的抵押品，这样借来的钱又被用来投资到长期工具上去。于是，最初的75亿美金就控制了250亿美金的资产。只要利率是稳定的或者下跌，这种投资结构就能保证获得正的投资收益。但是，事与愿违，货币市场对货币供给下降作出了反应，使得利率开始上升。这就使得橘子县抵押的抵押品失去了市值，从而遭受惨重的损失。

橘子县在现金投资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它过分地投机，没有将风险控制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首先，橘子县的现金管理者将大量的资金投入金融衍生工具，在利率走势上进行赌博。结果，当利率出现相反的走势后，橘子县的投资就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其次，橘子县采用了逆向回购协议，这使得情况恶化。逆向回购协议是指政府反向持有证券而借款，这也是发行人的一种临时债务。橘子县运用这种方式来获得更多的资金然后再用这些资金去购买其他的具有风险的金融工具，这就加重了风险。

资料来源：Schwartz， Eli. 1996. Inventory and cash management. In Richard Aronson&Eli Schwartz Eds. Management polices in local government finance. Washington， D. C.：The International City/Coun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美]罗伯特·D.李、罗纳德·约翰逊：《公共预算系统》，曹峰、慕玲、张玉坤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

各个国家都从这些投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加强对现金投资风险的控制。80年代中期，美国许多州和地方政府由于运作回购协议的公司破产而蒙受亏损后，美国国会在1986年通过了《政府证券法案》，将证券商置于财政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管制之下。此外，美国各州都限制政府将现金投资到一些高风险的投资工具。1994年橘子县现金投资失败导致申请破产保护后，各州议会和政府以及各种组织都修改了现金投资的法律和政策。首先是限制金融衍生品的使用。例如，政府会计标准委员会第9401号技术公告就是关于衍生品、类似债务和投资业务的披露，它要求州和地方政府公开它们在金融衍生品方面的业务。其次是对各种高风险的投资确立报告制度。例如，政府会计标准委员会第3号技术公告就是关于金融机构存款、投资(包括回购协议)和逆向回购协议的披露，它要求政府必须在它们的综合年度财务报告中报告高风险的投资。
[215]




 第十八章 债务管理

谨慎的政府债务管理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它有助于减少政府可能面临的财政风险，降低经济脆弱性带来的金融冲击，通过加强市场基础设施和基本制度建设来支持国内有效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有利于培育公共部门的治理能力并提高其实践水平。

——James D. Wolfensohn
[216]



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债务管理通常被看作是一国货币政策的延伸，并且由不同的政府部门负责。换句话说，多数西方国家并没有形成专门的政府债务管理战略框架和管理制度，也缺少专业机构来管理政府债务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面对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增加，以及政府外债占债务总规模的比重加大等问题，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认识到建立一个系统的、科学的政府债务管理体制非常重要，政府债务管理问题也受到西方各国的普遍重视。
[217]




 一、政府债务管理及其发展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政府被要求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这不仅包括投资规模大、建设时间长、不容易赚取利润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项目，而且也包括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与公共福利相关的投资项目。尤其进入70年代，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不断扩大，各国政府为满足日益增加的社会公共需求，突破了之前一直遵循的预算平衡原则，开始实施赤字预算。80年代，多个国家的财政赤字都在3％这个警戒线上。当增税空间不足，而政府又必须应对公共支出不断攀升的问题时，直接发行各类债券或者通过担保获得建设资金等方式被各国普遍使用。由于政府债务与宏观经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自由债券市场之间久已存在的密切关系，所以债务管理的好与坏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自身的正常运转。因此，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债务管理问题开始受到各国的关注。各国政府通过加强财经纪律，建立良好的债务管理战略目标和专业管理系统，来降低债务风险，提高债务管理水平，遏制不断增长的或有负债规模，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与实践水平。于是，各种形式的债务管理机构应运而生。一些OECD国家为了平衡公共政策与财政管理之间的关系，选择将专门的债务管理机构设立在财政部门内部。然而，也有一些国家的改革比较彻底，成立了专门的、独立于财政部和其他机构的债务管理机构，通过专门的制度安排来推动债务管理和相关政策的有效执行。
[218]

 此次改革的标志性事件有两个：一是1988年新西兰政府设立国家债务管理办公室；二是1990年爱尔兰政府成立爱尔兰国家国库管理署。
[219]



由于政府债务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财政安全，所以良好的债务管理就显得非常重要，这其中包括建立合理的债券组合规模，尽量化解资产负债表中所隐含的各类风险。在政府债务管理中，我们所说的管理主要是指那种能够指导和规范管理者行为的法律框架和管理制度，其中的法律主要是指用于定义目标、权力和责任的立法和部门法规等；管理制度和框架主要用于规范战略计划的制定与执行，规范执行过程，以确保执行质量，明确报告责任。
[220]

 良好的政府债务管理可以降低债务风险，确保财政尽量实现收支平衡的目标。世界银行(Wor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政府债务管理(Public Debt Management)所下的定义如下：

政府债务管理就是制定并执行政府债务管理战略的过程，谨慎地实施政府债务管理的目的包括成功管理政府风险和成本，以及其他所有由政府设立的主权债务管理目标。其中，主权债务管理(Sovereign Debt Management)的目标就是管理与债务组合(debt portfolio)相关的各类风险，期间需要在成本与风险之间进行权衡比较。
[221]



如前所述，政府债务管理就是制定和执行谨慎债务管理战略的过程，以便能更好地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和借款需求，保证政府发行的公债和逐渐增加的债务流量契合政府所能承受的成本和风险水平。具体来讲，一个良好的政府债务管理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内容
[222]

 ：

建立清晰的债务管理目标，并通过理性的治理框架、谨慎的成本和风险管理战略，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投资组合政策，保证这些目标的实施；另外，有效的组织结构，恰当的信息管理系统，以及强有力的内部风险管理文化也是非常必要的；

确保所有与投资组合相关的交易符合政府债务管理战略，并且保证这些交易能被有效执行；

建立风险报告程序，确保政府债务管理者能够为他们所承担的债务管理工作全面负责。

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政府债务管理，减少政府的财政风险，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因素：一是为债务管理建立一个良好的法律框架，将债务管理纳入政府治理的宏观视野中；二是完善管理的组织制度，明确规定各类机构与政府债务管理相关的权力实施范围；三是完善内部和外部的监督程序，保证债务管理过程的公开和透明。在法律规范的约束下，政府必须严格债务管理程序和方法，通过向公民个人或各类组织及时通报债务信息及其管理内容，保证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并接受广泛的监督，实施债务管理问责制度。只有这样，政府债务管理的战略规划才能更加谨慎和规范，才能尽可能地减少各类财政风险。


 二、政府债务管理的法律框架

如果要提高政府对债务管理的关注程度，规范管理的过程和行为，就需要对政府债务管理的相关内容进行立法。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西方各国政府认识到，有必要将政府债务管理立法列入国家立法的重要内容，使其与财政货币政策以及政府审计规范并列，作为创建良好财政政策，规范政府责任的关键内容。于是，许多国家开始通过立法的形式对政府借债、投资等行为进行约束，也对政府在金融市场内能够涉及的领域进行了规范，同时也对政府分期清偿、赎回和再发行政府债券等行为进行了规范。
[223]

 一般来说，法律都是授权财政部长，由其委托财政委员会或债务管理机构的首席执行官来执行债务管理中的具体工作，包括借债、投资以及政府其他的财政委托事项
[224]

 ，具体见专栏18-1。通过法律形式对政府那些可能与债务有关的行为进行约束，明确政府各个部门在债务管理中的责任，将有助于减少债务风险，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专栏18-1　债务管理的基本要素

尽管政府债务管理的立法原则会受国家政治制度的影响而有所不同，

但是美国国库技术援助办公室还是将一些最基本的管理要素提炼如下：

强调政府债务是一个主权国家应尽的责任，并且应该由政府全权负责；

必须对债务总规模设定上线；

为所有债务设立一个长期拨款，以保证政府能够在每个预算年度内有足够的资金应对不可预见的债务问题；

为债券发行和债务服务成本提供长期授权，为偿还到期债务设立长期授权；

授权财政部门为能够代表政府借款的唯一机构，给予财政部门选择借款工具的权力和执行该法令的权力；

对于投资所有主权债务的投资者，政府必须给予平等待遇；

明确政府债务管理中所涉及到的所有机构之间的关系(例如，财政部门是债券发行者；央行是金融机构)；

建立有效的制度和组织架构来管理政府债务(例如，设在财政部之内债务管理办公室或者一个独立的债务管理组织)，并且在该组织内部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为政府债务管理设立专门的审计和责任监督机制。

资料来源：Wheeler， Graeme. 2004. Sound practice in government debt management. 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p. 52。

一般来说，债务管理的法律框架里，除了对政府行为进行适当定义和约束外，还会对债务管理机构的角色和职能进行明确规定。这样一来，一方面赋予专业债务管理机构一定的职责和权限，为其履行管理责任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另一方面，也必须明确规定该机构的责任，这也是约束专业管理机构的必要条件。对专门的债务管理机构的立法规范参见专栏18-2。

专栏18-2　有关建立一个独立债务管理机构的立法规定

一般来说，如果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债务管理机构，通常需要符合以下法规：

定义机构的名称、地址和目标；

列出机构的职能和应承担的责任；

授权财政部长委派代表担任该机构行政首长的职务；

明确规定任何一个管理部门的角色和组成，比如顾问部门；明确规定职位补缺程序；

列示该机构行政首长或组织领导人的职责，包括有关人事管理项目的责任；

明确规定该机构必须向财政部门和国会提供债务管理报告；

强调透明度和独立审计；

规定一些重要的行为规范，比如保密、披露和避免利益冲突的义务等。

资料来源：Wheeler， Graeme. 2004. Sound practice in government

debt management. 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p. 53。

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通过立法形式规定了政府债务管理机构的责任和权限，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设立一系列审查财政信息的代表署(the financial delegations)来保证债务管理战略计划的有效实施，明确各方职能。
[225]

 当政府债务管理机构已经存在，并且独立于财政部门，但是却没有明确的法律和法规规定该机构的具体职责和权限，那么各类财政代表署就可以行使该机构行政首长的角色，并向政府债务管理战略提供政策建议，同时这些代表署还有权力审查政府债务管理机构中任何一个人的借款和投资行为。
[226]




 三、政府债务管理的组织结构

为了保证政府债务管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高透明度，各国需要建立一个适合国情实际的债务管理组织框架，以确保债务管理机构的职能与责任相互匹配。
[227]

 通常有四类机构可以单独承担债务管理职能：一是国家财政部；二是中央银行；三是独立债务管理机构；四是国库。或者，可以组合这四类机构，由其中几个部门共同负责债务管理工作。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债务管理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多国家认识到建立一个专业和独立的债务管理机构非常必要，或者是增加现有债务管理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非常重要。这样的债务管理机构将不再过多地受到央行和财政部的影响，可以独立展开工作，主要的目标是满足政府的借债并对之加强管理的需要。欧洲国家的这一改革倾向最为明显。比如2001年，欧洲两个主要的经济大国——德国和法国——增强了各自国家债务管理机构的独立性。与此同时，为了保证这些独立机构能够更有效地展开工作，有必要对这些机构进行绩效评价，尤其是进行成本—效益绩效评价。针对独立债务管理机构的绩效评价方法有很多，最常用的有标杆法或成本—风险关系法。
[228]

 在OECD国家，各国负责债务管理工作的机构并不完全相同(表18-1)。

表18-1　各国债务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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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特殊债务管理机构(SMO)”是指独立于财政部之外的债务管理结构，具备独立运作权力。“债务管理机构(DMO)”是指不具备独立运作权力的债务管理机构。

资料来源：Wolswijk， Guido，&Jakob de Haan. Government debt management in the Euro area：Rec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in practices. European Central Bank.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 25/March 2005。作者作了部分修改。



从欧洲各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流行的债务管理机构设立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政府债务管理机构独立于财政部门之外，但必须向财政部长负责并报告工作；第二种是该机构设立于财政部门或国库内部。
[229]

 从目前来看，理论界对这两种设立形式均存在比较大的争议。争论的关键在于财政部门与独立债务管理机构之间的权限划分和责任分配问题。尤其对财政部门来讲，如果从法律上真正规定了一个独立的债务管理机构的职权范围，那么作为委派和监管机构，财政部门应该在该机构的战略规划和日常管理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等问题就值得商榷了。第一种类型的机构设立形式——专业债务管理机构独立于财政部门之外，被认为有两大优点
[230]

 ：一是有助于让债务管理问题获得财政部门更多的关注，因为财政部门往往会把很多精力投向一些常见的、容易被人察觉的领域，比如经济发展、预算编制、支出分析报告等。如果政府债务管理部门设立在财政部门内部，那么债务管理问题就容易被纷繁复杂的其他问题所掩盖，而得不到重视。二是独立的债务管理机构能够比较容易获得预算资源的支持，有助于开展工作。但是，这样的形式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方面，独立债务管理机构在获取预算资源方面，并不像支持者坚信的那样容易；相反，却有可能被其他部门及其利益相关者抢去先机。
[231]

 另一方面，独立债务管理机构的独立性，以及与政府财政部门和国内金融政策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怀疑。因为，对于那些政府债券持有者来说，他们希望债务管理部门能够真正地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并不涉足债务交易活动，而是通过监督政府行为等方式来减少债务风险。当然，越来越多国家开始认识到让债务管理机构远离相关利益纷争是非常重要的。
[232]

 关于第二种形式——政府债务管理机构设立于财政部门内部，目前仍有很多支持者。这主要因为，政府借款项目通常与政府宏观经济发展和金融体制密切相关，而促进宏观经济发展，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与繁荣又是财政部门的主要职责。所以，很多国家政府都将债务管理机构设在财政部门内部，以便其能够为决策者及时提供有关预算分析、借款规模等信息，进而提高政府决策的准确度。但是，该模式体现出的所有优势，都建立一个假设上，即财政部门是在良好的公共政策目标指引下行动的；相反，一旦政府决策有误，政府债务管理机构对风险的预测和管理能力也会随之下降。
[233]



一般来说，各国债务管理的组织结构需要与债务管理的核心目标保持一致。如果债务管理的核心目标是为了保证宏观经济发展的稳定性，那么财政部就会担负起主要的债务管理工作；如果货币政策的稳定性是债务管理关注的重点，那么央行就需要担负起主要责任。
[234]

 但是，无论选择哪一种组织形式，都必须达到三个关键要求：一是组织职能必须以债务管理为核心；二是如果多个组织共同负责，该设计必须保证组织间能实现相互合作和信息共享；三是每个组织的主要任务必须十分明确。
[235]




 四、政府债务管理目标

西方国家的政府债务管理目标通常是多元化的，主要包括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增长，满足政府财政需要和借款需求；发展本国金融市场；支持国家货币政策；满足投资者的需要；争取利息成本最小化；减少公债的流动性风险等。
[236]

 其中，首要目标是确保政府每年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下，实现债务成本最低。

事实上，政府债务管理的目标也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具体表达形式和操作规则也因国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20世纪60年代初，托宾(Tobin)率先从宏观经济学视角提出政府债务管理目标的问题(Tobin， 1963，pp.143-218)。他认为，政府债务管理应该作为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工具，依据特定资产组合模式进行管理，积极债务管理有助于补充货币政策的不足和影响长期利率、借贷市场以及投资。
[237]

 在托宾看来，减少利息成本只能算债务管理的第二个目标，而减少风险管理则完全不属于债务管理范围。
[238]

 20世纪末，Barro指出保持税收平滑(Tax Smoothing)才是债务管理的目标，即把债务管理看作是用来解决政府所面临的动态最优税收问题的工具。
[239]

 根据不同的风险类型，OECD国家债务管理目标见表18-2。

表18-2　债务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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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heeler， Graeme. 2004. Sound practice in government debt management.Washington， D. C.：The World Bank. pp. 14-15。



可见，很多发达国家所设立的债务管理目标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同时列示多个目标。不过，根据这些国家的实际经验，他们通常都会选择其中一个作为重点目标。当这些目标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政府将主要以该重点目标为准来协调其他各种目标。


 五、政府债务管理战略及其内容

由于政府债务与债务风险是孪生姐妹，因此政府必须对债务结构中潜藏的各类风险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债务风险问题，政府不仅要辨清类型，而且还要通过评估等方法及时掌握债务风险的水平和程度。通常来讲，债务管理战略和债务结构等因素会影响债务风险的水平和程度。通过调整债务管理战略、合理规划债务结构、密切关注债务成本的变化等方法，政府可以有效控制债务风险，甚至降低债务风险水平。为了减少债务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债务管理者需要充分考虑财政状况以及现金流动性引起的各类风险。

在设计债务管理战略的时候，政府债务管理者需要根据债务特点作出不同的选择
[240]

 ：

债务组合的理想货币结构，主要包括国债和外债的组合模式；

理想的债务期限结构和流动性；

恰当的债务发行时间和利率敏感度；

国债是否应该有一个名义价格，或者应该以通胀情况为标准设定价格，或者以某个指定价格为标准；

债务组合是否应该通过交换、对冲、回购等方式转换，或者通过发行新债的形式进行结构调整。

债务管理战略并没有统一的模式。管理者在确定债务管理战略的同时，也必然面临不同的交易风险。但是，不管债务管理者选择怎样的债务管理战略，都必须认真评估和管理可能由外债和短期债务或浮动利率债务引起的风险问题。
[241]

 比如，从债务组合的货币结构来讲，债务管理者必须确定比较合理的国债和外债比例。因为，在很多时候，外债很容易破坏借债方政府的预算平衡状态，甚至容易给债务方带来更高的债务成本。尤其是在借债方国内经济、政治和市场条件发生变化进而引发汇率变化的时候，偿付高额债务成本的风险就更高了。另外，债务组合中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的合理比例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人们通常认为短期债务或者浮动利率债务的成本比长期债务成本低，因此在债务组合中会更多地选择短期债务形式。但事实却相反，过多的短期债务会因为增加服务成本的波动性而变得更加不安全。因为，短期债务的流动性很强，这就增加了政府的融资成本和风险，当政府不能够对市场作出及时、合理、正确的判断时，短期债务就更容易导致风险的产生。

同时，债务管理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类陷阱，管理者必须时刻对此保持警惕，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债务成本，降低风险。专栏18-3介绍一些主要的陷阱。

专栏18-3　债务管理中隐藏的各类陷阱

即使一些债务风险在短期内能够为政府节省成本和债务，但是增加债务风险的方式还是存在很多潜在陷阱或危险，尤其容易增加政府财政状况的脆弱性。债务管理者应该尽量避免让各类潜在陷阱或危险与大规模、灾难性的损失同时发生，甚至这种同时发生的低概率事件也应该避免。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实现“低风险”的同时，实现边际成本的节约。

扭曲了私人决策和政府决策的债务管理实践，这类工作没有对利息成本作真实的反映，而是采用少报利息成本的方式。

错误地报告了或有负债或者政府担保债务的相关情况，这种做法可能隐藏了政府实际的债务水平。

使用非市场化的融资渠道。在某些情况下，某些实际工作甚至会严重扭曲现实状况。

对债务合同及其付款情况的监督和报告采用不恰当的方式，同时对债务持有者的监督和对其行为的报告方式也不恰当。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World Bank.2001. Guidelines for public debt management. http：//www. imf. org/external/np/mae/pdebt/2000/eng/。

具体来讲，债务管理战略应该从债务发行规模、公债结构、发行方式和定价、债务收入和债务清偿等方面来设计和考虑。

发行规模

出于对政府自身偿债能力的考虑，政府必须关注债务的总体规模，使其保持在合理水平。控制政府债务的总体规模通常是防止债务危机的重要环节之一。政府债务的总体规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当年政府计划发行的公债总额；二是政府历年累积债务的总规模；三是当年到期需还本付息的债务总额。一般来讲，当年政府债务的发行规模是最受关注的，因为当年债务的发行规模会直接影响到当时乃至以后的债务总规模和今后到期需要偿付的债务总额。所以，设立严格的债务发行程序和规则，严格管理发行规模更具有实际意义。

通过严格的程序限制发行规模的普遍做法，还有助于避免政治家以及官僚组织因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造成的债务危机。假设在缺乏制度约束的环境中，当政府通过借债能够获得一定利益的时候，他们追逐这些利益的冲动可能就难以抑制。同时，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也喜欢运用债务的方式来为自己偏好的支出提供资金。一旦政府无限制地发行公债或通过各种方式借款，而忽视了政府自身还本付息的能力，那么这种无节制、无约束的行为将可能导致严重的债务危机。为了保证政府债务的发行额与当年GDP、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之间的比重维持在安全的水平，避免各类债务危机，很多OECD国家都设立了比较明确的债务管理法案，明确规定各类机构在债务管理过程中应履行的义务和应承担的责任。多数国家都规定，政府当年可发行债务的总规模或债务规模上限应该由立法机构审核并最终确立，财政部门通常不能够突破这个规定，如果确实急需增加发债规模，财政部必须提请立法部门批准之后才能追加执行。同时，法案也明确规定了政府的职责，包括借款、投资以及各类与财政责任相关的工作，如担保、赔偿、衍生工具交易，以及分期偿还、赎回和回购政府债券等。换句话说，政府不能超越职能范围擅自改变发债规模和水平。比如，2008年8月，德国财政部在2009年的预算草案中向社会公布，计划连续第三年降低国债的发行规模。如果这一预算计划能够实施，2009年德国的国债发行目标将为2264亿欧元，该规模小于2008年2332亿欧元的发行规模。当然，该计划草案必须得到德国议会的批准后才能进入执行阶段。
[242]



债务结构

债务结构主要指一个国家各种性质的债务互相搭配而形成的各类组合，通常包括期限结构、借债主体结构和国债持有者结构等内容。
[243]



政府债券按照期限可以分为三种：短期债券、中期债券和长期债券。一般来说，1年期以下的债券为短期债券；1—10年期的债券为中期债券；10年以上期的债券为长期债券，甚至可以长达30年之久。通常，政府发行长期债券是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应付长期支出大于收入的情况；而发行中期或短期债券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季节性收入波动情况，或短期支出大于收入的情况。由于不同期限的债券会随之带来债务的偿还期限问题，所以政府在发行债券的时候，必须认真考虑如何科学、合理地安排短期、中期和长期债券的组合结构，保证债务管理以促进财政职能的有效发挥。因为，科学的债券组合，有助于减轻政府还本付息的压力。
[244]

 如果政府发行债券都以中期和短期债券为主，那就很容易造成在一个时点或时段上集中偿还债务的情况，造成政府财政困难或债务危机。

借债主体结构主要指债券的发行方，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第二类是地方政府。这两类借债者又可以被进一步细分：中央或国家层面的借债者又包括国家财政部门、其他国家政府机构，以及由国家发起成立的公司；地方层面的借债者又包括省(或州)级政府、省(或州)以下政府，以及那些在他们授权下运作的非营利组织等。
[245]

 由第一类发行方发行的债券通常被称为国家公债，简称国债；由第二类发行方发行的债券通常称为地方公债或地方政府公债。国债是公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节重点围绕国债展开讨论。

国债持有者是指那些已经购买或有意购买政府债券的个人或组织。一般来说，短期债券的认购者或者持有者主要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居民个人；长期债券的认购者主要有储蓄银行、保险公司，以及有养老金和靠养基金生活的人。西方国家国债的持有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例如截至2007年6月30日，英国国债最大的投资者是保险公司和养老金，占比51.5％，其次是海外投资者，占比32.33％，其他金融机构和家庭持有18.64％。2005年，美国国债有52.51％为外国和国际机构持有，货币监管部门持有17.67％，养老金持有6.69％，共同基金持有6.22％，州和地方政府持有5.20％，保险公司持有4.09％。

发行方式与定价

各国国债发行方式并不完全相同，并且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中。按照国债发行中是否有金融中介机构参与出售来区分，可将国债发行方式分为直接发行和间接发行。

具体来看，直接发行是指由国债发行主体或财政部门面向全国，直接将国债券发行给特定的投资者。根据投资者的不同，直接发行又可以分为向个人直接发行和向机构投资者直接发行两种类型。由于直接发行均面临发行范围不大、发行品种单一、发行过程中的认购规模难以控制等问题，所以在发达国家使用直接发行方式发行国债的情况并不普遍，只是作为推销国债的一种辅助方式。
[246]



国债间接发行方式主要包括承购包销、招标发行和拍卖等方式。承购包销是指国债发行主体与多个大规模投资者签订承销合同，由这些银行或金融机构共同向社会销售债券。这种方式的主要特点有三个：一是通过承销合同，明确发行主体(财政部)与承销方(主要指证券公司和银行等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有助于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二是对承销方有一定的激励机制，承销方如果通过协商过程，能够拿到比较低的国债发行价格和较高的发行利率，那就可以从中取得价差，获得收益；三是承购包销的方法初步体现了国债管理市场化的特点，国债发行中引入承销方，使得国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实现衔接，对于国债二级市场的活跃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247]



招标发行是指国债发行主体直接向银行或金融机构等大规模机构投资者进行公开招标，并按照一定的顺序(从高价到低价或从低利率到高利率)对投标人的标的进行排列和选择，直到达到发行额为止。
[248]

 这些投资者在中标后就变成了国债的直接认购者，拥有了直接持有国债的权利，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向社会销售。不过，与前面两种间接发行方式相比，招标发行方式进一步拉近了发行主体和认购方的距离，缩减了两者之间的环节。由于发行主体不需要向投标者支付佣金，不仅减少了委托—代理成本，而且通过公开竞争还有利于降低债券发行成本。所以，招标发行的方式既能够体现出公平合理的市场原则，招标结果也能反映出市场真实的供求状况。
[249]



最后一种方式，也是现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都采用的方式——拍卖方式。国债拍卖同样遵从市场上例行的拍卖方式和程序，由发行主体主持，在拍卖市场上公开向投资者拍卖国债，国债的发行价格和利率完全由市场决定。通常，国债拍卖又被分为三类：一是多价格拍卖；二是单一价格拍卖；三是混合式拍卖。多价格拍卖方式，是指中标者按照自己投标价格购买国债，按照出价高低进行国债分配，即发行主体会先满足出价最高的投资者的需求，然后逐级分配。但此方式的弊端在于，容易在投标者之间形成恶性竞争从而造成赢家因购买价格过高而无利可图，进而打击投标者未来购买国债的积极性。单一价格拍卖方式，是指无论有多少投标者，中标价格只有一种，这个价格通常是所有中标者报出的最低价格，然后按照该价格在各投标者之间进行国债分配。尽管，单一价格拍卖可以降低购买者的风险，从而提高其积极性，却容易造成发行成本的增加，因为最终的发行价格是申标者报出的最低价格。一直使用混合式拍卖方式的国家比较少，但西班牙就一直使用该发行方式。混合式拍卖是多价格拍卖和单一价格拍卖方式的折中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前两种拍卖方式的弊端发生。该方法用加权平均法得到一个标准价格，高于该价格的投标者按此价格购买国债，低于此价格者按其出价购买。由于该分配方式更科学、合理、高效，也更符合市场化的要求，所以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采用此方式。
[250]



国债定价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对此进行了多年的深入研究。通常来看，西方国家国债的价格主要以公式定价方法为基础，在一级市场的价格主要受二级市场上价格的影响，而二级市场上投资者和套利者对国债的估价已经使用很高端的金融工程技术，主要估价方法包括：未来现金流量贴现法、BlackScholes公式法、梅克汉姆公式法，等等。
[251]



发行收入的使用与债务清偿

与国债发行相关的发行主体、代理方或受托方都有责任承担债务管理的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对国债发行收入进行严格管理。处理债务发行收入就是指以某种票据形式取得资金，将其存入公共组织的资金账户，并以可供选择的最有利的方式使用这笔资金。
[252]

 也就是说，当国债发行主体得到发行债券所得之后，必须用最快的速度、以最有效的方法使用这些资金，以期充分发挥这些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使用发行所得时，保证资金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将这些资金存入银行，还是利用这些资金进行投资或向卖主支付货款等，都必须充分考虑资金的安全。

国债是国家或政府向社会各类组织募集资金的一种方式，目的是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缓解财政赤字压力等问题，那么国债发行主体与认购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债权债务的关系，所以国债发行主体——主要指中央政府——就必须保证到期能够偿还所借的本金和利息。如何保证政府有足够的资金偿付债务，同时又不造成财政资金的紧张？这是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考虑的问题。为此，很多西方国家专门设立了偿债基金。比如，英国早在1716年就设立了专门的偿债基金。日本于1906年建立偿债基金，规定了国债处理基金特别会计法。法国的国债发行和偿还由预算以外的专门国库资金负责，每年的预算节余都补充进该基金。另外，偿还债务的时机也很重要，西方国家通常将偿债时机与经济周期保持基本一致，尽量保证政府现金流的稳定。也就是说，当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可以选择偿还债务；而当经济出现衰退或者萧条的时候，尽量选择利用国债调整政策来延迟偿付。
[253]




 六、审计与报告

政府债务管理不仅是政府的行为，还与宏观经济发展、金融市场稳定和社会政策的有效实施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增加债务管理的透明度，加强对政府及其行为的有效监督。在这种需求下，独立的、定期的审计就显得非常重要。对政府债务管理的审计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内部审计，即由政府内审机构对债务和管理行为进行审计；二是外部审计，即通过聘用独立的、私人的审计组织对政府债务管理进行审计。一般来说，外部审计的可信度会高于内部审计，因为存在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政府内审的水平和公信度不如外审好。

监督政府债务管理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让债务管理机构定期向财政部、国会、公民和相关利益群体提交报告。报告的内容涵盖政府债务管理的所有活动内容，包括债券组合的绩效；评估这些组合的风险以及与风险管理框架的依存度；讨论如何管理运营风险(operational risks)。
[254]



为了保证债务管理战略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很多OECD成员国都设立了“专家库”或外部专家委员会。这些专家通常都具有很强的风险管理、定量分析和国别经验比较的知识和能力，他们通过实时监督并分析政府债务管理的政策和行为，向政府提供及时、有效的政策建议，以保证实现良好的债务管理目标。
[255]




 第十九章 政府会计

一个王国的建立就是一个算术问题。

——艾德蒙·伯克
[256]



公共预算的两个基本内容是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如果政府不能对预算收入的总规模、来源和类型作出准确且明晰的记录，那么有关合理分配预算资金的问题就无从谈起。同样，如果政府不能对支出规模、类型和资金流向作出明确记录，那么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率、效果和效益就难以衡量。换句话说，为了明确政策制定的责任和实际效果，有必要采取一些能证明政策执行效率和效果的计量方法。
[257]

 政府会计就是这样一种工作和制度，即记录预算收支情况，为预算决策、执行和监督提供必要财务信息，并定期为相关主体提供财务报告。


 一、政府会计及其演变

尽管政府会计早在封建社会就以官厅会计的形式而存在了，但它的重要性仅仅为国王/皇帝、皇室所知晓。因为，当时的政府会计主要为国王记录他的地产、粮食、牲口以及其他资产，并对收入和支出保持精确而详尽的记录。
[258]

 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各国在从封建君主制过渡到民主制的过程中，政府会计的重要性才逐渐被普通民众和相关利益群体所认识，由此财务报告的对象开始从国王/皇帝、皇室逐渐扩展到普通民众。并且，这种记录预算信息，并定期向民众发布财务报告的政府会计制度也被写入宪法和法律，同时，国王、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各自的职责也得到了进一步明确。
[259]

 进入20世纪后半期，随着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以及现代民主社会要求政府必须担负相应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职责范围和活动领域不断扩展，公共资金有限性与社会需求无限扩大之前的矛盾愈见突现。于是，公共预算作为有效的工具，在分配有限财政资金、规划政府活动优先次序等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公共预算的不断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政府会计的改革和发展，其重要性也逐渐被各国政府、议会和相关利益群体所认识。政府会计被要求为预算政策的制定提供及时、准确、详细的财务信息，包括收入、支出、资产、负债、成本、收益等内容，并能够识别、选择和分析、衡量、评价这些信息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如今的政府会计已经成为财政政策公认的工具
[260]

 ，并且还将更多地反映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记录政府的受托责任。


(一)古代会计


政府会计的前身追溯到古巴比伦、埃及、中国、希腊和罗马出现的古代官厅会计，它们主要出现在复式记账法产生之前。早在7000多年前，巴比伦就出现了专门的记录官——现代会计师的前身，主要记录包括国库的收支与节余情况在内的会计信息；古代埃及的官厅会计还建立了严格的内部控制制度；古代中国从周王朝开始就形成了官厅会计，其主要作用是评价政府计划的成功程度和官吏的工作效率。
[261]

 尽管古代官厅会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有助于记录国家财政信息，并作为一种简单的分类工具可以对国家财物进行分类登记和简单统计，但由于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古代官厅会计一直没能形成完整的系统，也没有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会计规则。不过，它们自身的发展还是为现代政府会计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二)复式记账法与现代会计


现代会计兴起于复式记账法产生之后。
[262]

 复式记账法大约起源于1250—1400年间意大利商业和金融业的会计实务，完整的复式记账法创始于1340年前后，并于16世纪得到广泛普及。它的产生是核算记录技术发展的结果，是在会计人员希望创造一种自动检查记录的方法的要求下产生的，该方法的关键是引入了资本账户及货币计量假设。
[263]

 具体来讲，复式记账法是指，每一笔业务事项或交易都必须用同一个金额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关账户中进行有联系的分类记录，按照借方或贷方进行记录，并保证同一笔业务事项在相关账户中的计算结果都能保持一致，即达到试算平衡。如果说13世纪是复式记账法产生的第一个世纪，最初主要用于国民经济核算领域，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该方法逐渐被推广到银行业、国家组织机构等领域和部门，直到今天发展为通用的基本账户记录方法。复式记账法在政府中使用，为政府科学和准确地记录公共财物的收支信息，明确借贷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及数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公共责任与会计发展


17—18世纪，委托—代理关系及相关理论开始反映在政府会计中，这种变化主要受中世纪初期英国封建制度的影响。
[264]

 中世纪初期，随着英国封建社会等级制的不断发展，土地所有权和实际使用权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明晰，从而产生了主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代理关系。
[265]

 与此同时，英国王室和早期政府的正常运转，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受封者或代理人交纳的税款。于是，如何更有效、更清晰地反映这种关系，成为推动政府会计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帮助王室管理征税收入和支出，早期政府内部逐渐形成了一些主管这些工作的国家部门，比如设有上下院的税务法庭：下院负责收支，成为财务主管部门；上院批准预算，称为国王评议会。
[266]

 这种部门的设立充分体现了现代政府会计的思想基础，即会计信息必须能够充分反映委托—代理关系。然而，英国早期的这种初步体现委托—代理关系的政府会计制度，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维护王室的利益，为了监督受封各州或领主按时向王室交纳税负，并接受王室对其支出的审查。随着商业的发展和资本的扩张，从17世纪开始，欧洲各国展开了各种宪政革命，王室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直到代议制政治制度和公民权利在欧洲实现共识才真正结束。
[267]

 这个时候，委托—代理的理念更明确地使用于公民与代议制政府之间的关系上，于是政府会计作为记录和反映政府收支情况和活动内容的工具，逐渐成为委托人(公民)监督代理人(政府)的媒介。政府或公共部门也被要求承担政治、管理和法律三个领域的相关责任。具体内容见下表19-1。
[268]



表19-1　公共部门责任的内涵


[image: ]


资料来源：[英]约翰·J.格林：《公共部门财务管理》，杨世伟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根据格林以上分析，现代政府的政治责任，主要体现在向议会、利益团体和承担分权责任的地方政府负责，这也意味着，政府必须向这些相关利益群体汇报受托责任的完成情况，为决策者提供充分的信息，以保证决策的科学与合理，实现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组织管理。现代政府的管理责任，主要通过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率、效益、效果，以及改善政府内部人事管理等方面体现出来。这些都会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的实际效果产生影响。另外，美国联邦会计准则顾问委员会认为
[269]

 ，政府应该承担的受托责任可以分为五个层次或类型(表19-2)：

表19-2　公共部门的责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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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联邦会计准则顾问委员会编：《美国联邦政府财务会计概念与准则公告》， 2004年，第17页。



事实上，现代政府需要用一种现代的财务计量和报告方法，将注意力集中于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而不仅仅关注于是否与已建立的程序相符等简单问题。
[270]

 现代政府会计就是利用账户来记录政府活动，最终目标是为了产生财务报表，向公众及相关利益群体提供必要的财务信息，保证受托任务的顺利完成。政府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一是资源提供者，如纳税人、服务费交款者、捐赠人等；二是立法机关和监督机构；三是上级主管机关和主管部门；四是其他相关人员，如分析家、新闻评论机构等。
[271]

 换句话说，政府会计通过记录财务数据来反映政府活动和交易行为，并利用不同的账户将政府行为进行分类，通过复式记账法实现相同信息在不同账户中的反应，从而实现数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最后通过财务报表的形式将所有信息反映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会计记录下拨款、分配、应付款、实际付款和商品与劳务的交付等阶段的财务信息。
[272]

 因此，良好的政府会计可以帮助政府履行一些重要的职责：一是对财务资源的责任；二是遵守或坚持法律要求和行政政策的责任；三是以高效、经济方式运营的责任；四是对政府项目和活动的结果应承担的责任，这可以通过完成情况、效果和效益来反映。
[273]




 二、四大会计模式与政府会计

会计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但是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并且进度缓慢。尽管政府会计的本质与私营部门会计的本质完全不同，但是，政府主体采用企业会计处理方法的历史很久远。
[274]

 所以，各国企业会计的主要特点和模式直接影响政府会计及其处理方法的发展。

会计最早从商业活动中衍生、发展出来，为商业活动服务；随后因受工业、银行业发展的影响，开始不断吸纳新的计量内容和计算方法；会计在为企业和营利组织服务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记录信息、改进决策、提高管理的有效工具。所以，影响会计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经济环境，如贸易、融资和公司的发展等；同时，军事、政治、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发展也对会计体系的演变产生影响。
[275]

 如果说复式记账法的产生和扩展是古代会计与现代会计的分水岭，那么现代政府会计的产生也以此为主要标志。19世纪公司形式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尤其是股份制公司的出现，不仅进一步推动了现代会计的发展，而且促使公众更多地关注委托—代理关系和相关的财务信息。20世纪80年代，这种对商业活动中对委托—代理关系的普遍关注，逐渐扩展到对政府责任的关注，从而将政府会计及其准则的制定和发展推向了新的高潮。
[276]

 因此，政府会计与其他实体会计相比，既具备会计的共性，又存在独特之处。政府会计必须遵从法律或准则的规定，记录其要求的内容和信息，并对相关信息进行分类；同时又必须考虑政府行为的公共性和非营利性。

一般来说，西方国家会计，尤其是企业会计主要分为四种类型，它们分别是盎格鲁—萨克逊会计、北欧地区以及荷兰会计、受日耳曼文化影响的德国会计、拉丁语系法国会计(表19-3)。
[277]

 这种分类主要以三方面为依据，一是对得到有效信息所持有的态度；二是披露信息的透明度、广泛度和开放程度；三是会计准则的法律化程度
[278]

 。

表19-3　主要会计模式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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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量表示程度高低，数量越多，程度越高。

资料来源：王松年主编：《国际会计前沿》，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86页。作者作了部分总结归纳。




 三、政府会计准则

政府会计的主要功能就是为利益相关各方提供及时、充分、可靠的财务信息和数据。因此，这些信息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都应当具有客观性。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信息客观性依赖于会计准则的建立。
[279]

 一般的，政府会计准则要求政府公正地陈述和充分地披露财务状况，显示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为政府会计主体提供一个公用标准，以保证会计信息的一致性、规范性和准确性。
[280]




(一)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281]




政府会计准则应遵循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基本要求。各国政府会计准则的制定和执行主要受国际公共部门委员会的监督，其基本内容不得与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相背离。公共部门委员会(PSC)是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理事会成立的，旨在全世界协调一致的基础上解决公共部门财务报告、会计和审计所涉及的需求的常设委员会。
[282]

 委员会是制定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综合性机构，它的目标是制定旨在改进公共部门财务管理和受托责任的计划，包括制定会计准则并促进其被认可。
[283]

 到目前为止，公共部门委员会发布了20项基于权责发生制的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并将发布1项基于收付实现制的综合性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通常地，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被视为代表在公共部门主体财务报告领域的国际最佳实务。在许多国家，应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规定都有助于改进政府及其机构的受托责任，提高他们编制的财务报告的透明度。
[284]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主要推动权责发生制改革，以及要求提供整个政府层面的财务报告。尽管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发布，有助于推动各国政府会计的改革和规范，也有利于在政府部门内部强调财经纪律、诚信，以及推动政府行为更加高效。但是，该准则在最初设立的时候仍然受到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企业会计准则的影响。另外，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对各国政府会计准则的实际指导效果也有待考察。通常地，它对英语系国家的影响会比较大，尤其那些设立了独立委员会的国家更容易接受该准则的要求，比如英国、美国等。


(二)各国政府会计规范及会计准则的基本内容


尽管存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但是各国通常还是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制定适合本国的会计规范和准则，并且在规范和准则的层次，制定的方式，以及具体表现形式等方面都不完全相同。从强制实施的国家法律到自愿执行的建议都可作为会计标准和规则采用的形式或工具。
[285]

 具体见下表19-4：

表19-4　会计规范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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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财政部会计司编著：《欧洲政府会计与预算改革》，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从西方国家政府会计准则及其制定委员会成立的时间来看，它们往往晚于私营部门，并受到私营部门会计准则和模式的影响。
[286]

 各国政府会计准则的制定方式不完全相同，有些国家受外界独立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约束，比如英国、美国等；而有些国家则不受这种委员会的约束，比如德国。另外，各国对财务报告的内容和要求也不完全相同(表19-5)。

表19-5　西方国家会计准则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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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如下文献总结和整理：财政部会计司编著：《欧洲政府会计与预算改革》，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30， 229—230， 746—755页。美国联邦会计准则顾问委员会编：《美国联邦政府财务会计概念与准则公告》，陈工孟等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现在详细分析美国三个会计准则制定委员会的历史、特点和职责，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政府会计准则受私营部门会计准则影响的历程。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成立于1973年，是第一个独立的、职业化的会计准则委员会，目标是为商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等私人部门制定会计准则。1984年，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Government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成立，它主要为50个州和87000个地方政府制定会计准则。从80年代末，各州开始接受GASB制定的准则，主要原因是受到资本市场的鼓励和要求。
[287]

 州和地方政府不得不向资本市场融资，那就必须向债权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公布必要的财务信息；另一方面，政府财务官员也希望通过适时公布标准的财务信息，遵循公认的准则，向纳税人和上级领导展示良好的印象，并取得信任。1990年，联邦会计准则顾问委员会(FASAB：Federal Accounting Standards Advisory Board)成立，主要职责是为联邦政府推荐会计准则。美国是一个具有多层级和不同类型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国家之一。一方面是因为私营部门的会计准则不能够完全适用于公共部门；另一方面，美国联邦制使得联邦政府缺乏对州和地方政府的管辖权，所以完全统一的政府会计准则是比较难以建立的。但是，由于对政府问责的观念不断强化，同时又必须加强对各级政府的问责力度，所以，为各级政府分别建立不同于私营部门的会计准则，就显得非常必要。


 四、政府会计基础及会计模式演变

政府会计基础是会计实务工作中的准则。它主要规定了应该将什么样的信息记录和反映给相关人员，包括决策者、公民和相关利益群体。会计基础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收付实现制或现金制；二是权责发生制或应计制。收付实现制或现金制的假设前提是，商品和服务已交付并且正在清偿相关的负债，因此，只有当现金实际收到或支出时才作记录。相反，权责发生制或应计制的假设前提是，在记录负债时正在进行负债的融资安排
[288]

 ，因此，只要业务事项已经发生，不论是否同时发生现金收入或者支出，都必须记录在相关账户中。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给权责发生制所下定义如下
[289]

 ：

权责发生制，指在交易和其他事项发生(不仅是收到或支付现金或现金等价物)时予以确认的会计基础。因此，交易和事项应当记入相关期间的会计记录并在相关期间的财务报表中确认。权责发生制下确认的要素是资产、负债、净资产/权益、收入和费用。
[290]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各国各级政府开始逐渐推动会计基础的改革，即将权责发生制循序渐进地引入习惯于收付实现制的政府会计实务工作中。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还没有意识要给权责发生制会计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因为它只是一种处理会计实务的方法之一。直到1971年，英国专业会计团体才决定规范权责发生制会计的定义，该定义强调在取得收入的基础上确认收入和在成本发生的基础上计量成本(而不是货币资金的收得和支付)，并强调成本发生和收入取得的期间配比，同时该定义还允许实施不同程度的权责发生制会计。
[291]




(一)为什么引入权责发生制？


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国家政府会计普遍使用收付实现制或现金制。但是，收付实现制或现金制不能够充分和有效地反应政府的短期、中期和长期负债；不能够及时反映已经发生的业务；或者因为存在歪曲财政决策的情况，收付实现制反而可能会要求立法机关给已经发生的开支款项提供形式上的批准程序。
[292]

 基于此，政府会计被要求引入权责发生制或应计制会计处理方法，以期尽可能避免收付实现制的缺陷，及其引发的各类问题。引入权责发生制会计，有助于决策制定者了解更长期的交易情况和信息，以及所有政府服务和项目的全部成本——既包括现金支出成本，也包括实物资产成本，这样可以帮助决策者决定应提供哪些服务，哪些服务应该承包给私人供应商。
[293]

 总之，政府会计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有利于全面掌握政府资产和负债情况，并为评价政府政策执行的绩效提供比较全面的财务信息。


(二)各国权责发生制会计改革的进程


按照普雷姆詹德的观点，没有哪个国家实行完全的一种会计制度，从理论上来讲也没有必要完全偏废哪一种记账会计形式，而应同时利用两者的优势。
[294]

 所以，尽管收付实现制方法存在诸多不足，但从现实出发，很多西方国家并没有用权责发生制完全替代收付实现制。相反，更多国家正在尝试如何将两者更好地结合运用，实现优势互补。

西方国家在引入权责发生制，推动政府会计改革的过程中，进度并不完全相同(表19-6)。即使在各国内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推动改革的时间进程也不完全一致。一般来看，地方政府推动改革的时间通常会比中央政府早，或者至少两者在同一时间推动改革。

表19-6　权责发生制会计改革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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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据以下文献整理：财政部会计司编著：《欧洲政府会计与预算改革》，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楼继伟主编：《政府预算与会计的未来——权责发生制改革纵览与探索》，中国时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 252页。徐玉德：《政府会计管理与改革的国际经验及启示》，《财务与会计》2007年第23期，第47—49页。张璇、赵惠芳：《政府预算会计权责发生制改革的进程研究》，《会计之友》2007年第10期，第22—23页。



从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期，是西方国家推动权责发生制会计改革最活跃也是最有成效的一段时期。1987年，新西兰率先推动改革，明确政府各部门必须实行权责发生制会计和报告。
[295]

 并且，新西兰也是第一个在会计核算、财务报告和预算编制等环节全面实施权责发生制的国家，其改革在西方国家引起广泛的关注。
[296]

 随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经历了从提出想法、建立概念、探索试验、建立标准到全面实施的改革阶段。从中央政府的改革来看，西班牙率先改变中央政府会计系统，时间早在1996年；20世纪90年代，瑞典和英国的改革走在所有欧洲国家的前列，将权责发生制会计推向政府部门和整体政府两个层面。
[297]

 表19-7列示了英国政府推动权责发生制会计改革的时间表。法国的改革紧随其后，而德国和意大利中央政府的改革都比较晚。
[298]

 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开始致力于推动州和地方政府在政府会计领域的改革，希望将政府会计的基础从收付实现制逐渐过渡到权责发生制。
[299]

 同时，美国联邦政府从80年代中期，也开始在个别的联邦政府财务项目中尝试使用权责发生制方法确认项目成本。
[300]



表19-7　英国政府引进权责发生制基础的预算和会计系统的具体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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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财政部会计司编著：《欧洲政府会计与预算改革》，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6页。




专栏19-1　新西兰权责发生制政府预算与会计改革


新西兰是OECD国家中最早推动权责发生制政府预算会计改革的国家，其改革模式被称为典型的“立法推动模式”。新西兰的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其间颁布了五部重要法案。

1988年，新西兰颁布了《国有部门法案》，宣布彻底变革政府部门的财务管理方式。1989年，《公共财政法案》获得通过，其中该法案强调各政府部门需要按照一般公认会计原则以权责发生制基础编制年度和半年度财务报表，这标志着新西兰政府部门开始真正步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会计改革进程。1933年，新西兰颁布了《财务报告法案》，该法案进一步明确了政府会计报告应遵循一般共认会计原则，从而通过正式的法律形式确定了“权责发生制”在政府会计中的合法地位。同年，新西兰中央政府提交了第一份完全合并的中央政府财务报表。1994年，《财政责任法案》获得通过，新西兰政府编制了第一份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整体的政府预算。

新西兰的权责发生制政府预算与会计改革，从政策制定到全面实施，经历了近七年时间。从1989年要求各部门推动权责发生制预算会计改革的《公共财政法》颁布以来，45个部门中绝大多数在一年内就成功实现了转型。1991年12月，新西兰政府整体的财务报告正式转为权责发生制为基础。1994年，第一份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整体的政府预算的公布，标志着新西兰政府整个财务管理系统成功完成了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改革。

资料来源：楼继伟主编：《政府预算与会计的未来——权责发生制改革纵览与探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216页。徐玉德：《政府会计管理与改革的国际经验及启示》，《财务与会计》2007年第23期，第47—49页。


(三)政府会计四类模式


随着权责发生制被引入政府会计，它逐渐成为各国政府主要会计基础。与此同时，由于收付实现制政府会计在现实中还有其实际价值，在某些会计实务的处理方面还比较容易操作，加上政府会计完全改为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难度还比较大。所以，根据执行力度，目前西方国家的政府会计出现了四种主要的模式：完全的收付实现制，修订的收付实现制，修订的权责发生制，完全的权责发生制。见下表19-8。

表19-8　政府会计的四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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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以下文献归纳整理：财政部会计司编著：《欧洲政府会计与预算改革》，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么冬梅：《中外政府会计的比较研究》，《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第231—233页。




 五、政府财务报告

预算执行中和预算执行的最后阶段，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通常都要编制政府财务报告。各国一般都采用政府财务报告的形式向议会、利益相关者、公众等提供政府财务及预算执行的信息。审计机构也要对政府的财务报告和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在预算年度末或年中编制政府财务报告的主要目的是为各种使用报告的机构或个人提供详细和有价值的信息。不过，有一些国家，例如中国，并未采用政府财务报告制度。
[301]

 在预算制度发达的国家，政府财政报告可以有年度报告和中期报告。年度报告一般对外的。它向纳税人说明收入是如何用于提供各种服务，向债券人和投资者提供关于政府财务状况的信息以帮助他们判断是否可以购买某个政府债券。地方政府的年度报告还有助于企业选址或扩大现有设备投资等。中期报告以及短期报告(例如日、周报告)主要用于内部目的，即用于监督预算执行和预测哪些部门在财务年度中可能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运行它们的项目。
[302]



政府财务报告的使用者主要包括：

(1)立法机构及其他管理机构。这些机构需要利用政府财务报告来评估政府对资源的管理、政府预算执行与立法机构批准的预算的一致性、政府的财务状况和绩效。

(2)公众。公众包括纳税人、选民、具体的利益集团以及政府供给的产品或服务的接受者。从根本上讲，他们主要是纳税人。他们需要政府财务报告来了解政府在当前和以前的预算年度是如何使用资金的，政府是否将征收的税收用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3)投资者和债权人。由于各国政府都发行债券来筹集收入，因此，政府债券的投资者和其他债权人有权了解政府的财务状况，以帮助他们评估政府能否在债券到期时及时偿还债务。

(4)评估机构。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在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和其他金融工具来进行融资。为了方便投资，许多国家的评估机构都运用标准的评估体系对政府的资信进行评估。这些评估机构都需要政府财务报告来评估政府管理债务的能力和到期偿还债务的能力。他们需要了解政府其他债务的性质、程度、政府资产规模和状况、政府当前和未来的开支以及政府的税收能力。

(5)其他政府和国际组织。这些使用者对于政府财务报告的需求与投资者和债权人一样。不过，由于他们的投资主要用于某一具体的项目，所以，他们主要要求提供与协议条款是否相符合的信息和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绩方面的信息。国际组织一般关心各国的政府财务报告的可比性和完整的信息披露。

(6)上级部门。上级部门一般是内部使用者，可以获得更加详细的内部报告。但是，一般性的对外财务报告也可以为之提供有用的信息。
[303]



虽然不同的使用者对于政府财务报告的需求不同，但是，他们一般都需要政府财务报告来帮助他们评估收入来源与类型，评估资金的分配和使用，评估收入弥补营运成本的程度、预测现金流量和未来现金的调度和数量以及借款需求，评估政府对长短期债务的偿还能力，评估政府和公立单位主体的总体财务状况，评估政府和公立单位主体的资产状况、评估政府或其他的公立部门的财务业绩，评估政府在认购期权和优先权方面的开支，评估政府的资源使用是否和批准的预算以及其他立法及相关授权例如法律与合同的条款相一致，评估政府或其他主体对资源进行监管和维护的能力等。
[304]

 根据会计师国际联合会的《公立单位委员会研究报告第1号—中央政府财务报告》的表述，政府财务报告的目标是阐明政府或其下属主体对财务事物和托管资源的责任，从而为决策者提供以下信息
[305]

 ：

指出是否取得并根据法定预算使用资源；

指出是否取得并根据法律和合约的要求(包括适当的立法机关制定的财务限制)有效地使用资源；

提供关于资源、配置及财务资源的使用等信息；

提供关于政府或其下属主体如何为其活动提供资金和满足现金需求的信息；

提供在评价政府或其下属主体为其活动提供资金和偿还债务及履行责任的能力方面的信息；

提供政府或其下属主体财务状况及变化情况方面的信息；

提供在评估政府或其下属主体业绩方面有用的信息，该业绩是根据服务成本、效率和业绩来确定的。

政府财务报告的具有这样一些特征：(1)它是财务报告，难以量化的项目不纳入财务报表，但是可以作为附加信息在财务报告中披露。(2)它提供关于编制报告主体的信息，报告主体可能是各级政府部门或某一类型的所有政府机构，它侧重于政府机构或某一具体类别的政府的活动。至于整个政府部门和国民经济的财务信息是由政府金融统计体系和国民账户体系(或其他相同的地方性体系)汇集。(3)它提供的是财务业绩方面的信息而不是服务业绩方面的信息。(4)它是对外报告而不是对内报告。(5)政府财务报告使用的会计基础可能与编制预算文件或报告的会计基础不同，两者之间使用的会计原则也可能不同。(6)政府财务报告描述的是过去事件的影响。也就是说，它主要是提供报告期内财政交易和事项对主体的财务业绩和财务状况的影响。(7)与预算和拨款是否保持一致的符合性报告可以纳入政府财务报告，也可以单独发表。
[306]



政府财务报告一般包括一些重要的财务报表与统计数据。例如，美国政府会计标准委员会的综合年度财务报告包括三部分：序言、财务报表和统计数据。由于美国政府广泛采用基金制，因此，每一种基金都要提供不同类型的报表。在统计数据部分，各种表格提供了与前期财务报告结合在一起的趋势数据，例如，按照来源列出了最近10年的总收入数据。在财务报告中，最普通的财务报表是资产负债表，它提供了关于政府财务状况在某一时点的描述。另外一个重要的报表是营业报表，它反映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收到和支出的资金。在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称为“收入、支出和基金余额变动表”。现金流量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财务报表，包括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短期投资，如短期国库券)。它反映了现金的流入和流出某一项基金如何影响一个实体的经营。除了这三个基础性的报表外，美国的联邦和地方政府还公布其他重要的财务报告(例如对证券的信息披露)。根据美国政府财务长协会的要求，当政府发行债券和其他证券时，它应提供各种信息以帮助未来的购买者明白什么是以证券背书方式销售要提供的收益以及所要承担的风险。
[307]




 六、预算会计

政府会计的部分职责是记录有关预算分配、预算执行等财务信息，并为评价预算执行结果提供可比数据。所以，这部分服务于预算预算编制和预算控制的职能，可以被称为预算会计。
[308]

 政府的财务收支活动要受到预算的控制，而预算控制是政府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基本要求，但也可以当作政府会计的基本前提。因为政府会计中有关预算会计是以经法律程序批准的预算作为基本依据的，而基本依据就是基本前提。
[309]



在美国，政府预算是财务资源和政府绩效管理的基础，它为政府及其行政管理部门和机构进行年度财务管理奠定了基础。实际的预算估计数由联邦议会形成法律，对政府管理起到约束作用。预算的内容显示了联邦或州政府需要完成的财务指标。
[310]

 在英国，中央政府的预算管理和会计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预算管理和会计的大多数原则和实务指导是相同的
[311]

 ，会计处理和财务报告的许多原则都是预算原则。英国中央政府的预算和会计有年度型和三年期型两种循环：年度型预算和会计主要记录中央政府的当年支出项目；三年期型预算和会计主要处理中央政府跨年度的支出项目。
[312]




 第二十章 政府审计

审计是对数据的合法、真实、可靠性进行分析与评价的过程，并且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它主要由完全独立的审计师来完成。……政府审计是三类审计(内部审计、政府审计和独立审计)中最复杂的一种。


——R. E. Schlosser
[313]




政府审计是对政府预算执行进行的审计。如果说政府会计主要是收集、记录和准备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各类信息和数据，那么政府审计的主要特点就是对这些数据的合法性、真实性、经济性进行独立的审查和监督。公民、政治家、公共管理者等都有权了解，也希望了解，同时更需要了解有关公共资金使用和管理质量的相关信息。这包括公共资金是否得到有效的管理并保证安全；资金使用和管理者是否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或法令从事各类活动，并保证活动被恰当记录和反映；人、财、物等资源的管理是否经济而有效，并且经营和管理是否有效率。
[314]

 在现代预算建立之时，独立审计体制就开始出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政府审计关注的重点开始发生变化。以前，政府审计仅仅关注公共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率，即以财务审计为主。目前，政府审计的视角已经从单一的财务审计扩展到绩效审计，并努力实践着财务审计与绩效审计互相配合的时代理念。


 一、政府审计的法律基础和基本原则

从审计原则来看，审计机构展开审计工作主要依赖三类尺度，即合法性原则、经济性原则、绩效原则。其中，合法性和经济性原则是为了回答“是否正确地做事”，重点关注财务审计方面，关注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问题；绩效原则是为了回答“是否做了正确的事情”，重点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并衡量工作的实际效果和社会影响。
[315]

 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政府审计，主要遵循和体现了合法性原则和经济性原则，通常被称为传统审计；而20年代之后，西方很多国家的政府审计逐渐引入绩效原则，开始试验绩效审计，不仅关注政府行为的经济性和效率，而且也开始关注行政行为能够为公民实际带来的好处。从政府审计的主要内容来看，遵循合法性、经济性原则的传统政府审计，主要包括财务审计、运行审计、合法性审计等。目前，欧洲多数国家审计机构还是秉承合法性和经济性原则展开工作，而真正实践绩效原则的国家并不多，所以绩效审计仍不是多数欧洲国家政府审计的主要内容。
[316]



政府审计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合法性，所以各类与政府审计相关的法律文件和条款就成为政府审计的基础和根本。表20-1列示了主要西方国家政府审计与法律基础的关系。按照法律或规定本身法律效力的大小，可以将法律基础按照由强到弱的原则分为四等：第一等是立法，由各国议会或国会审议通过，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违背；第二等是国家审计法案或预算法案，也由议会或国会通过，专门为某个领域而设立；第三等是国家审计署或联邦审计院颁布的审计标准，对具体审计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第四等是针对审计机构自身而设立的条例或规定，法律效力和影响范围最弱。

表20-1　主要西方国家政府审计与法律基础的关系


[image: ]


资料来源：李季泽：《国家审计的法理》，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事实上，西方各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政府审计法律体系，并最终明确政府审计独立审查和监督的职责和内容，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此过程往往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以美国为例，尽管在1789年美国独立之初，美国国会就设立了包含审计职能的国库部门，但是直到1921年，审计员仍然没能摆脱行政部门的干扰或控制，未能真正实践完全独立的理想。
[317]

 192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921年预算与会计法案》(The Budget and Accounting Act)，从此以后，政府审计的角色才真正从行政机构转向立法机构，并且国会在内部还专设了审计总署(GAO，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承担以前由财政部门审计总署和六个审计办公室转来的所有业务，其中包括政府审计工作；2004年，由于绩效理念被引入政府审计，审计总署被改为政府问责总署(GAO，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318]

 1982年，美国国会公布了《1982年联邦管理者财务诚实法案》，一方面要求联邦政府机构的行政首长必须按照会计和内控法所作的规定形成并提交年度报告；另一方面，从1984年开始，改变了一个机构必须按照资金来源接受多头审计的传统，开始将多次审计合并为一次性审计或唯一审计(single audit)。
[319]

 1984年以来的改革，实际上提高了美国政府审计的效率，不但减轻了联邦政府机构的负担，而且也节省了不必要的审计成本。1990年，美国国会又通过《首席财务长官法案》(CFOA， the Chief Financial Officials Act)，继续推动1982年法案的实施，并要求政府各部门行政首长必须提高内部财务管理水平，在向国会提交财务报告的同时，必须接受审计。同年，美国又设立了联邦会计准则顾问委员会(FASAB)，负责为联邦政府设立基本会计准则和标准。随后，1993年，国会又通过《政府绩效管理改革法案》(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ct)和《政府管理改革法案》(the Government Management Reform Act)，明确规定了联邦政府绩效管理的运作标准和要求。
[320]

 这些法律规定不仅为政府绩效预算和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政府审计从传统的经济、效益审计过渡到绩效审计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和制度基础。


 二、政府审计的基本模式

目前，根据审计机关的隶属，世界各国的政府审计模式主要有四种：立法型审计、司法型审计、行政型审计和独立型审计。此外，在有些国家，最高审计机关隶属于国家元首、最高军事委员会等。
[321]

 随着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各国政府越来越注意到审计工作的重要性，尤其是维持审计独立性的重要性。这种独立性既包括国家最高审计机关独立于行政部门，也包括政府机构内部审计相对独立于其他工作。为保证最高国家审计机关的独立性，有些国家甚至对审计模式进行了根本改革。其中，瑞典2003年的改革最具代表性。通过改革，瑞典由原来典型的行政型审计模式变为立法型审计模式。


(一)立法型审计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国家的最高审计机关隶属于立法机构，即议会，它根据法律所赋予的权力独立行使审计权，并对议会负责，向其报告审计结果；审计机关一般只有调查权、建议权，而没有处理权；审计机关相对于政府来说具有很高的独立性。这种模式最早由英国确立。目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采用这一模式。
[322]

 英国1983年颁布的《国家审计法》中规定，“总审计长应当因其职务而成为议会下院的一名官员”
[323]

 。美国1921年颁布的《预算与会计法案》中规定：审计总署署长及其助理各1名，经参议院提名和同意，由总统任命；任期15年；按照署长的要求，所有部门和机构都应向其报告工作职权、职责、活动、组织、财务活动和运行方法等情况。
[324]

 专栏20-1介绍了澳大利亚的审计体制。

专栏20-1　澳大利亚审计署与议会的关系

澳大利亚审计署成立于1901年，由联邦议会创建，因此议会是审计署最大的业务委托人。审计署由审计长和审计人员组成。审计署的职责是帮助审计长履行其职责。澳大利亚《审计法》第八条规定了审计长的独立性，“审计长是议会的一名独立官员”，审计长“受本法及其他联邦法律的约束，在履行自己职责时应保持自己的谨慎与独立。特别是审计长在以下事项中不受任何人的干涉。(1)实施某项审计；(2)如何开展审计；或(3)对某一特定事项给予优先考虑的权力”。可见，审计长既独立于政府又相对独立于议会，主要接受议会的工作委派并对议会负责，他通常不受来自政府及其行政部门部长偏好的影响。《审计法》第十条规定，“审计长对议会指定事项优先安排审计”。审计长的主要职责范围包括报表审计、绩效审计、委托审计等，审计对象主要是联邦政府各部门、联邦公司及其下属机构。

审计署中的审计人员主要配合审计长完成工作。他们成为审计人员的前提是必须符合《1922年公共服务法》中的相关规定。审计署的主要活动包括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绩效审计等。

澳大利亚审计署与议会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良好关系。一方面，审计署保持独立，有助于履行审计职责，维护审计报告的质量和可信度，向议会提供其所需的审计信息；另一方面，议会对审计署的支持可以确保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比如，澳大利亚议会拥有支持审计工作的豁免权。此豁免权指的是，审计报告中涉及财务内容时，审计长和审计署工作人员免于承担责任。这种规定可以减少审计署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审计长直率、公开、负责地报告审计中发现的各类问题。

资料来源：审计署编译：《世界主要国家审计法规汇编》，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421—438页。审计署科研所编：《澳大利亚审计署与议会的关系》，选自《国外审计研究资料(2003—2004年)》， 2005年，第108—109页。


(二)司法型审计模式


在这种审计模式下，国家的最高审计机关是以审计法院的形式存在的。这种审计机关具有非常大的权力，其中主要是司法权，而且有些国家的审计人员还拥有司法地位，所以，在这种审计模式下，审计机关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在这种审计模式下，审计机关是独立于政府和议会来的。这种审计模式主要起源于法国。目前，采用这种审计模式的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等。
[325]

 从理论上看，这种审计模式下的审计机关应该具有很高的独立性。但是，影响审计独立性的因素是比较多的。在这种模式下，一些国家的审计机关的独立性也不是很充分的，例如意大利。不过，其审计机关仍然发挥着很高的约束力。
[326]

 专栏20-2介绍了意大利的审计体制。

专栏20-2　意大利审计法院的基本职责

意大利《宪法》第一百条规定，审计法院负责对政府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事前审计，对国家预算的管理情况进行事后审计。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审计法院在处理与公共账目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有关事务时，拥有司法审判权。

《审计法院组织法》中规定：审计法院由三个法庭组成，其中，一个法庭负责审计业务，两个法庭负责司法审判业务；审计法院的组成人员包括：1名院长，1名总检察长，22名庭长，560名顾问、副总检察长、审判长和审判员；审计法院院长、各庭庭长、顾问和总检察长由共和国总统颁令任命，任命之前必须经过内阁讨论通过并被政府首脑认可。

审计法院的基本职责包括审计职责和司法审判职责。

审计职责包括，根据法律和条例的规定，审计共和国总统颁布的法令(凡以总统名义发布的各种命令，无论该法令出自哪个部门，也无论其目的是什么，正式颁布之前都必须经过审计法院的合规性审核)；审计

国家支出；监督政府收入；依法审计国家的库存物资和其他国有资产；审计国家代理机构按要求发行的债券，监督国家代理机构的资金和物资情况，以保证他们按规定运行；审计国家资金平衡总表及相关会计报表，等等。司法审判职责包括，对有关政府部门账目、养老金事项等内容进行审理和判决；接受对负责会计事项的审计法庭所做决定提出的申诉，接受申诉的机构是审计法院的联合法庭；接受地方税务局对财政部拒绝返还无法征收的税额的申诉，等等。

资料来源：审计署编译：《世界主要国家审计法规汇编》，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162—176页。


(三)行政型审计模式


在行政型审计模式下，国家的最高审计机关隶属于政府，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它根据政府赋予的权限进行审计并对政府负责。一般的，这种审计模式下的审计机关无论是在独立性和权威性上都比较低。实行这种审计模式的国家包括瑞典、中国等。
[327]

 专栏20-3介绍了瑞典的行政型审计模式。不过，2003年7月1日，瑞典建立了新的审计机构，将原来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审计署与议会审计委员会合并成新的国家审计署，目标是转向独立的审计机关，同时保留政府的内部审计机制。


专栏20-3　瑞典审计模式


瑞典早在1539年，古斯塔夫一世在位时期，就建立了政府审计的雏形，通过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负责审查和组织政府账目和税收。1657年，一个特殊的审计办公室成立。随后，在18世纪至19世纪期间，瑞典的审计模式发生了很多变化。

1921年，瑞典正式设立了政府审计机构，主要负责对政府资金进行监督和控制。根据宪法条文的规定，瑞典有两个审计机构：一个是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国家审计署，1998年，瑞典颁布了《关于国家审计署的相关法律条例》，明确规定国际审计署是中央政府审计机关。另一个是议会审计委员会，对议会负责，拥有自己独立的审计专家，主要对政府特殊事项进行审计和审查。

其中，国家审计署主要分为三个部门，即负责年度审计的部门、负责财政管理的部门、负责评估和绩效审查的部门。各部门的规模、大小和占用资源的数量不完全相同，这种区别主要根据部门职能重要性来划分的。负责年度审计的部门，占有审计署总资源的30％；负责财政管理的部门，占有总资源的40％，该部门主要管理公共账目；负责评估和绩效审查的部门，占用总资源的20％；其余10％的资源用于审计署内部的行政管理和日常开支等。

国家审计署主要针对中央机构进行年度审计，包括中央政府的所有行政部门、国有企业以及国有基金会等组织。同时，他们还重点关注被审计单位的行政管理情况，执行相关政策的质量和效果，以及财政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议会审计委员会主要由12名议员组成，任期四年，其中一位担任主席职务。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并不是审查中央政府及其行政部门的账目情况，而是关注公共部门的绩效。由于瑞典行政部门已经开始关注行政结果，所以议会审计委员会就必须更多地关注结果性评价指标和目标的实现情况。

资料来源：Petrei， Humbreto. 1998. Budegt and control：Re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 in Latin American. Washington， D. C.：InterAmerician Development Bank. pp. 118-121。赵劲松：《浅析瑞典国家审计体制的改革》，《审计月刊》2005年第4期，第38—39页。


(四)独立型审计模式


在独立型审计模式下，国家的最高审计机关独立于三权之外，即独立于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审计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权限和职责独立进行审计，一般采取会计检查院或审计院的组织模式。目前，实行这种审计模式的国家包括德国、日本等。在所有的审计模式中，这种模式下的审计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都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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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20-4介绍了德国的审计体制。

专栏20-4　德国审计模式

德国有16个州，共有17个审计署，包括国家审计署和16个州审计署。

从法律角度看，德国审计署享有很大的独立性，并且这种独立性在立法上是明确规定了的，无论是国家审计署，还是各州审计署，均不受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影响。所以，德国各级审计署的主要工作就是在遵循法规规定的基础上，保证法律条款的有效实施。它们不会也不应该受到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这种干扰既有来自立法机构的，也有来自行政部门的。

从审计系统的内部结构来看，德国各级审计署不仅独立于各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而且国家审计署也不能随意干扰各州审计署的具体工作。各州审计署长由州长提名，议会任命。但是，审计署长一旦被任命，就不再受州长或议会的政治影响，而独立地展开工作。州审计署长的任期可以是终身的，比如莱法州；也可以是10—15年的期限，这种不同主要是由各州的立法规定的。各州审计署除了署长之外，一般还有副审计长和几位独立的审计委员。比如莱法州审计署，有一个副审计长，同样由州长提名，经议会投票通过任命。另外，还有7个独立的审计委员，他们由署长和副署长提名，由州长签字任命，但是一旦上任就具备法定的独立性。审计署各类重大事务均由独立审计委员会的两个以上成员协商而定。

审计署要编写年度审计报告，包括对财政部门预算规划的审计。该报告主要经由审计署独立的审计委员会内部成员协商达成。报告一旦形成，具备法律规定的有效性，不得修改。审计署将审计报告递交给议会，成为议会评价本届政府施政效果的主要依据之一。同时，审计署也可以将独立审计报告交给最高行政长官参考，但是行政长官没有权力对报告提出修订意见。最后，审计署将议会通过的审计报告，通过各种方式向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布，保证公众的知情权。

资料来源：根据本书作者之一参加2009年2月中国发展基金会德国预算考察的资料整理。


 三、政府审计的独立性

为了提高政府的公信度，增强公共资金使用信息的客观、公正和透明，就必须保证政府审计的独立性，这也是各国政府审计不断追求的目标。因此，无论各国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审计模式，审计的独立性永远是被强调的重点内容。有效的政府审计需要确保审计独立性，审计独立性是保证审计有效性的前提。审计独立性是为两个极其重要的目标而设立的。一是政治考虑，在权力之间建立一种制约平衡的机制。二是保护纳税人的利益，确保公共资金用于正确的目的。换句话说，审计的独立性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审计效力的一种手段，也是审计的本质特征。不过，不同的审计模式所具有的审计独立性是不同的。通常地，审计独立性会受到特定审计主体和审计环境的影响，包括审计权限、审计资源、审计人员的素质、审计技术方法、政治制度、社会舆论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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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期，各国为了更好地利用政府审计这一有力工具，并保证其应有的独立性，于1953年组建了非政府的国际性组织——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s， INTOSAI)，并接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领导，它的成员均为世界各国最高一级国家审计机关。该组织每三年召开一次全体成员国会议，就审计的原则、方向、理论、方法和技术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交流，以帮助各成员国研究、改进和加强政府审计工作。从第一次会议开始，该组织就一直关注着如何更好地维护政府审计独立性的问题。目前该组织有成员189个。这些组织及其所代表的国家，也一直积极地采取各种方式来维护政府审计的独立性
[330]

 。

为保证审计的独立性，各国都做出了不同的努力。比如在英国，为了确保审计署的独立性，1983年将审计署的审计总长正式转为议会官员，但不属于任何党派。此外，议院中专门负责审议审计报告的公共审计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Accounts)也具备较高的独立性。该委员会成立于1857年。委员会由16个人组成，其中6人为法定人数。该委员会由不同党派的委员组成。1983年改革之后，该委员会的工作重点转变为审查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并越来越关注于资金使用的绩效结果
[331]

 。

审计的独立性和一个国家实行的审计模式密切相关。在四种审计模式中，行政型审计体制的独立性最小。因此，对于实行这种审计模式的国家来说，采用其他的审计模式，提高审计的独立性，就非常有必要。2003年，为增强政府审计的独立性，代表行政型审计模式的瑞典也对原有的模式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专栏20-5)。

当然，仅仅独立性仍不足以实现有效地政府审计。为了保证政府审计的有效性，有必要同时加强政府的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工作。因为，每个机构内部审计系统的运作效率决定了审计部门实施外部审计的效果，同样也会影响审计署已颁布的相关规定的执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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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0-5　瑞典的审计体制改革：从行政型审计向立法型审计的转变

2003年，瑞典改革其审计体制，由行政型审计向立法型审计转变。瑞典成立了新的国家最高审计机构——国家审计署。该机构整合了原来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国家审计署和隶属于议会的审计委员会。新成立的机构完全听从议会的指令，向议会负责，完成议会委托的使命。新的瑞典国家审计署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咨询委员会；二是3位审计长；三是具体业务部门；四是科学咨询理事会。其中，咨询委员会共有22名成员，11名正职人员和11名副职人员，全部为议会议员。该委员会只做咨询，听取审计长的汇报，而不负责做任何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决策。3位审计长具体领导审计署的各类工作，分别负责三个领域：安全、协调、国民经济及资产管理；工作、健康及福利；增长、教育及发展。具体业务部门共有12个，其中6个负责绩效审计，6个负责财务审计。对于以上三个领域中的每一个领域，它既要接受2个绩效审计部门的审计，也要接受2个财务审计部门的审计。科学咨询理事会，其主要职责也是提供相关专业的指导和建议。

资料来源：Petrei， Humbreto. 1998. Budegt and control：Re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 in Latin American. Washington， D. C.：InterAmerician Development Bank. pp. 118-121。赵劲松：《浅析瑞典国家审计体制的改革》，《审计月刊》2005年第4期，第38—39页。


 四、外部审计：审计与外部控制

最早的政府审计或国家审计是国王控制王室财产、监督各级官员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代议制政府的产生，政府审计逐渐被议会视为一种从外部监督政府及其行政机构行为的有效工具。尽管各国具体采用的审计模式并不相同，但除了行政型审计模式之外，立法型、司法型和独立型审计模式均具备较强的独立性。进入21世纪，审计模式的发展趋势已经变得非常明显。在四种审计模式中，最缺乏独立性的行政型审计模式正逐步被淘汰，其中瑞典的改革就是一例。各国的政府审计机构越来越成为议会监督、审查行政部门行为的独立机构。该机构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议会报告对政府预算项目及其执行情况的审计。在立法型、司法型和独立型审计模式中，无论国家审计机构是隶属于议会、依赖于议会或是独立于议会，它都保持着比较强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则主要体现在审计机构与政府及其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例如，美国1921年《预算与会计法案》成立了作为联邦审计部门的审计总署(GAO)，并将其归属于美国国会，其独立性就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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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审计独立性较高的国家，审计机构在协助议会监督政府预算执行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审计的具体内容和方法也发生着变化。在早期，政府审计机构的审计工作量并不是很大，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审计主要采用凭单审计(voucher audit)的方法，即以财务数据的可信性和真实性为主要考察对象，通过对财务凭证、具体账目的审查来监督政府行为及其预算执行情况。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所承担的经济和社会责任越来越多，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预算项目及其执行的复杂程度也逐渐增加。于是，需要政府审计机构独立审查的账目、凭证等原始财务信息也呈几何倍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政府审计机构仍然按照传统的凭单审计方法进行审计，不仅工作量巨大，而且效果也不甚理想。于是，抽样审计方法被引入政府审计工作中。同时，这一方法的广泛使用，还与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密切相关。政府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有助于发现日常管理和预算执行中的风险点。而主要的风险点一旦明确，那么抽样审计的重点也就不难确定。所以，大多数现代国家的政府审计，都是通过抽样审计方法对政府预算执行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般来讲，政府审计具有协助议会对政府及其行政机构的预算执行实施外部控制的职能。尽管这一职能发生了改变，但是，这种外部审计仍然保持着一个主要的、传统的目标，即确保政府各个部门在支出过程中遵守法律和程序上的要求。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承担外部审计的机构在推动法律修改和行政实践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只是为立法机构提供信息。在某些国家，例如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这个外部审计机构在议会有一个体系，负责监督从前一年的财政年度中得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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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这些审计机构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协助议会实现外部控制，即不仅将审计报告提交给议会审查、批准，而且将其向社会、媒体、民众公开，寻求社会各界对政府行为的监督。表20-2总结了发达工业国家议会通过审计对政府预算执行实施的外部控制。

表20-2　发达工业国家议会的外部控制


[image: ]


资料来源：Petrei， Humbreto. 1998. Budegtand control：Re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 inLatin American. Washington， D. C.：InterAmerician Development Bank. p. 201。对瑞典的情况进行了更新。



在许多情况下，议会对政府及其行政部门的外部控制主要依赖于审计机构。因为审计机构向议会提供的信息对于改进政策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它也为确保预算执行按照既定方向展开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关于审计机构究竟应该在特定的政策议题中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社会上却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一些外部控制机构，例如美国国会的审计署(2004年改名政府问责署)，公开介入了许多政策讨论；而其他的一些外部机构则很少介入政策讨论，重点关心某个具体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以及预先设定的政策目标的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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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会的审计署可能是这些外部控制机构中最活跃的，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会重新夺回许多权力之后，审计署所发挥的外部控制作用更为显著。然而，这也经常引起一些争论，甚至引起司法裁决(参见专栏20-6)。

专栏20-6　美国联邦总审计长的权力：一个司法裁决

1985年，美国国会通过“平衡预算和紧急赤字控制法”，旨在从1986年到1991年间通过限制支出来逐年削减联邦预算赤字，并于1991年最终消除赤字。如果允许的赤字上限被突破，则总统需要颁布一项扣押令以执行联邦总审计长关于削减赤字提出的报告。该法案要求总统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和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主任评估该财政年度的赤字并且判断计划中的赤字额是否会超过格兰姆-拉德曼-霍林斯法案为当年设定的最高赤字额。他们还需要向总审计长联合汇报他们的发现。而总审计长则需要对两位主任提供的信息做出评估，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他自己的报告。对于该报告中的评估或提出的数额，总统无权做出任何的修改和重新计算。总审计长是经由参议院提议并同意而由总统任命的，他不但可能因遭到弹劾而被免职，也可能因为国会以某种特殊原因，包括无效率和渎职，而被免职。

这在宪法上引起了争议：国会在该法案下赋予总审计长的职责在本质上是行政性的，这是否违背了权力分立的原则？1986年2月7日，地区法庭裁定总审计长在提出赤字报告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违宪的，因为它违反了权力分立的原则。法庭认为，既然将总审计长作为自动赤字削减过程中的一部分，其权力就是行政性的，它由一个从国会产生的官员来行使是不可能合乎宪法的，因此，这些权力不能得以运用并且它们所集中针对的自动赤字削减过程也无法得以执行。地区法庭裁决的结果就是将实现赤字削减的重担转移到该法案提供的应急条款上，即OMB和CBO主任提供的削减方案要生效，当且仅当它们以上下两议院的共同决议案的方式被采纳，也就是说以立法形式获得批准。

1986年7月7日，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国会授予总审计长的职责违反了权力分立的原则，是违宪的。首席法官Berger写道，(1)可以断定审计长隶属于立法机关，而且(2)可以断定在赤字控制法案下分配给审计长的职责实际上是对法律的执行，这就构成了对行政机关特权的侵犯。法院记录道：“国会没有权力去执行法律，因此不能将其并不拥有的权力授予一个在它控制下的官员。”

资料来源：Lauth， Thomas. 2002.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principle and budgetary decision making. In Aman Khan&W. Bartley Hildreth. Eds. Budget Theory in the Public Sector. Westport：Quorum Books。


 五、内部审计：审计与内部控制

根据最高审计机关国际联合会2004年最新颁布的《公共部门内部控制标准指南》，“公共部门内部控制是公共机构管理部门和员工针对风险设置、合理保障机构履行使命并实现总体目标的过程，它是机构运作不可缺少的过程”。
[336]

 对于公共部门来讲，内部控制效果的好坏，不仅会影响单个政府部门或整个政府目标的实施效果，而且还关乎政府履行社会责任时体现出来的社会效果。政府内部管理中总是隐藏着风险，如果这些容易产生风险的环节得不到有效控制和管理，那么风险一旦爆发，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公信度就会下降。因此，为了能够保证每个政府部门的良性运作，从而促进整个政府系统的良性运转，源于私营部门的内部控制原则、技术和方法被公共部门广泛使用。内部控制的主要目标是降低管理风险，而控制风险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完善部门内部的财务系统，加强财务管理，保证财务信息的公开、透明、真实、可靠。主要发达国家在内部控制的主要内容方面存在一些差别，具体可参见第十六章预算执行中“预算执行中的控制”部分。

由于内部控制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注，与内部控制相关的内部审计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并被视为一种评价财务信息状况的重要手段。这种发展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表现的越来越突出。2004年，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也发布了最新内部审计标准的定义，“内部审计是一项独立的、目标明确的活动，目的是为了增强组织自身的价值，提高组织运行效率。该活动应该运用系统化和严谨的方法去评价和帮助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体系”
[337]

 。在发达国家，政府内部审计被视为政府管理过程中的一部分，是一种管理活动。但是，内部审计的具体形式却因国家不同而有所差异。有些国家在行政系统内部设立内部审计系统，每一个行政部门内都设有内部审计，另由总统或者议会提名的总审计长来协调这些内部审计人员和系统，并设有内部审计标准，例如美国和西班牙；而有一些国家则采用分权的模式，国家内没有一个统一的内部审计协调机构，内部控制和审计主要根据会计准则执行，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338]

 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中，内部审计甚至成为决策制定过程中的一种管理工具。内部审计的标准要求内部审计人员能够超越过程合法性，来分析公共资金支出本身的效率、效益和效果，即独立地实施绩效审计。
[339]

 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内部审计人员并不能达到绩效审计的要求。


 六、政府审计的范围

在现代政府审计的早期，政府审计的范围主要局限于财务审计，即一种常规审计。但是，经过20世纪中期的历次改革，目前，各国政府审计的范围都在扩大，绩效审计逐渐被包括在审计范围内。例如，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立法机构改组条例》明确规定，隶属于国会的总审计署的总审计长必须向国会提供充分的资料来判断公共资金是否获得了预期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加拿大《审计长公署审计准则》规定，在给众议院提交的年度审计报告中，审计部门除了要报告财务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还要指出没有适当考虑经济和效率而已经花费的款项，以及指出那些未能建立令人满意的程序来衡量项目效果的项目。澳大利亚则要求政府审计不仅要审查政府及其部门的财政交易并对部门遵守现行法律和规则的情况进行评价，而且要对管理活动的经济性和效率性进行总体评价，要审查资源的使用效率。
[340]



合法性审计

合法性审计，合法性审计关注的是政府各部门是否重视并执行了相关法律，包括预算法、预算计划和有关规定；关注收支是否合理有据，会计财产记录是否正确，预算和财产结算是否符合规定以及其他管理工作是否正确合法。

财务审计

政府财务审计是一种常规审计，主要是审计各个部门所提交的财务数据之间是否相关，是否准确、完整、公平地反映相关信息。例如，根据《美国政府审计准则》，财务审计包括：(1)财务报表审计，即审计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是否符合公认的一般会计原则，是否公允地反映了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和现金流动是否有合理的保证。(2)相关财务事项审计，主要审查部门提交的财务信息是否符合既定的准则，部门是否遵循了各种财务合规性要求，部门是否为了实现控制目标而建立了有效的内部控制体制。财务审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相关利益方的根本利益。通过对财务数据真实性、完整性的评估和审查，查找被政府各部门有意或无意漏掉的重要财务信息。为相关利益者及时、准确地获得有关决策型或参与型的信息提供保障。因此，实施财务审计的审计人员必须具备较强的独立性，而外部审计人员是开展财务审计最好的人选。

绩效审计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就开始实践绩效审计，其中，瑞典是最早推动本国绩效审计发展的发达国家之一。另外，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等国家也都相继推动绩效审计。直到20世纪90年代，绩效审计的重心开始转移到英美两国。
[341]

 表20-3列示主要国家绩效审计的开始时间。

表20-3　主要国家政府绩效审计法定起始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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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戚振东、吴清华：《政府绩效审计：国际演进及启示》，《会计研究》2008年第2期，第76—85页。



从2000年开始，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经过近四年的努力，期间由30个成员国组成的审计标准委员会多次讨论，终于在2004年颁布了适用于各国最高审计机关的《绩效审计执行标准》。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的此项成果，不仅为各国绩效审计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标准，而且也是对以往各国绩效审计改革实践成果的肯定。

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INTOSAI)对绩效审计的定义是“对政府已经做的事情、组织和项目管理进行独立的评价，不仅评价政府工作的经济性，而且要重点关注政府工作的效率和效益，同时实现推动改革的目的”。
[342]

 具体来讲，绩效审计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行政管理行为经济性的审计，应该包括良好的行政管理原则和实践以及管理政策；二是对人力资源、财政资源和其他资源的效率审计，应该包括对信息系统、绩效测量和监督系统、履行程序的程度的审查；三是对绩效的审计，应该包括在被审计主体的原定目标与其实现效果之间进行比较，对行政行为所造成的实际影响与预设影响进行比较，并对这些比较结果进行审计。
[343]

 绩效审计是一种独立的审计方式，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委托人的利益不受侵害，监督代理方——政府——的行政行为。对于绩效审计来说，良好的政府治理才是绩效审计的最终目的，即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如果说传统的财务审计基于经济性的考虑，那么绩效审计则根植于非经济性。
[344]

 绩效审计关注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如何正确地做事”；二是“如何做正确的事”。前者关注的是决策之后的执行过程，而后者则主要关注决策及其过程本身。事实上，决策的正确与否会直接影响执行的效果，如果坏的或不正确的决策被严格且有效地执行，那么执行的结果有可能会更糟糕。所以，绩效审计从独立审计的视角出发，督促决策者不仅关注投入和产出的经济性，更应该关注政策执行的社会效果，关注政策对广大委托人利益的影响程度。具体来看，表20-4列示出绩效审计与传统审计之间的区别。

表20-4　绩效审计与传统审计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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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amian， Gadzinowski. 2009. How to ensure that value for money really happens：From control to performance auditing. Working paper. EIPA：European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其中，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对经济、效率和效益的“3E”标准做了明确定义：经济——保证成本最低；效率——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效益——实现既定的目标或标准。
[345]

 为保证绩效审计的独立性，实现对效率、效益和效果的有效审计，绩效审计需要符合以下标准：首先，绩效审计应该同时关注行政行为的效率、效益和效果，并通过独立审计，促使政府实现更好的治理，建立更好的问责制度，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其次，对于有效的绩效审计来说，独立信息系统非常重要，因此要保证审计人员的独立性，保证其能够真实、准确地对现实状况做出判断和质问；第三，通过绩效审计的过程来督促政府改变不良行政行为，提高执政能力，激励政府改善决策环境，实现绩效目标。
[346]

 如果按照路径来划分，政府绩效审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结果导向型绩效审计(resultsoriented approach)，主要回答的问题是“政府行为主要产生的绩效是什么”，或者“是否实现了既定的结果和目标”；另一类是问题导向型绩效审计(problemoriented approach)，主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些问题是否真实存在”以及“什么原因引起了这些问题”
[347]

 。根据各国最高审计机关关注的重点不同，政府绩效审计在分析单位、检查方式、评价范围和关注重点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得差异，如表20-5。在实践中，效率性审计最普遍，绩效管理能力审计位列第二，效果性审计列第三位，绩效信息审计开展的相对比较少，但是增长却很快。
[348]



绩效审计的最终结果需要通过绩效审计报告公布于众。按照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的定义，良好的绩效审计报告应该包括以下内容：体现利益相关者的基本价值并关注预定目标的完成情况；提供必要的信息，推动进一步的改进和提高；报告的撰写必须易于理解，避免晦涩难懂的辞藻；审计发现要客观、公正；对发现和结论的陈述必须是彼此分开的，对实施的陈述必须中立而不能有所偏颇；所有的观点都应该有所体现，最终的结论应该是积极地、具有建设性的。
[349]



表20-5　OECD国家最高审计机关绩效审计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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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刘秋明：《基于公共受托责任理论的政府绩效审计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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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篇 财政问责


 第二十一章 财政问责

只有当它与财政问责联系起来，政治问责才具有实质性内容。

——Funnell&Cooper
[1]



公共预算与责任政府之间联系十分紧密。一方面，公共预算的最终目标是财政问责(financial accountability)。财政问责是政府在从事收支管理的过程中必须承担的一种受托责任，在政府内部每一层级的管理者需要就其财政行为对上级负责，政府也应该就其财政行为对立法机构负责，最终对公民负责。另一方面，要建立一个对公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建立一个运行良好的公共预算制度。财政问责对于政治问责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

 ，而也只有与财政问责联系起来，政治问责才具有实质性的内容。
[3]




 一、公共预算与政治问责

建立一个对公民负责的政府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从根本上讲，这需要建立制度来约束官员对权力的使用，以确保官员不会滥用权力来谋取私利，并对公民负责。实际上，对权力的使用进行监督也是两千多年来政治哲学中一个恒久的研究主题。在现代社会，政治问责已变成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目前，政治问责已等同于“好的治理”的代名词。从根本上说，政治问责的概念包括两方面基本内涵：(1)述职：公职人员有义务知会其他人(议员、公民、社会等)，政府正在开展、准备开展或已经完成的活动，并就这些活动的必要性和效果提供合理的、可以接受的解释。这就在应该负责的一方和问责的一方之间建立起一种政治对话关系；(2)奖惩：对官员的不当行为进行惩罚，同时对其恰当的行为进行奖励。这样定义的政治问责概念实际上包括三个基本的要素：信息、解释(或者辩护)、奖惩。
[4]



问责(accountability)与预算的关系极其密切。一方面，公共预算必须履行相应的受托责任，这通常被称为财政问责。公共财政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些人在决定如何使用别人的钱，公共资金的使用者和供给者不是同一个人，公共资金的使用者或决策者是公共官员或民选代表，而资金的供给者是纳税人或者公民。这就存在一个委托—代理问题。公共资金的决策者和使用者(代理人)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根据公民或纳税人(委托人)的利益来决定如何资金的使用。为了使得公共官员负责地使用纳税人的资金，在公共预算中必须建立问责机制，以防止决策者将公共资金用于私人目的，并更进一步地确保公共资金的使用最大化地实现公共目的。另一方面，公共预算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问责机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某个角度看，政府预算报告和预算过程或许可以看成实现问责最重要的工具”
[5]

 。从问责的定义可知，要实现政治问责，首先需要向公民和公民的代表提供关于政府活动的各种信息。毫无疑问地，各种关于政府的信息都有助于我们建立责任政府。但是，最重要的信息是政府活动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最集中、最准确地反映在财政收支的信息中。因为，无论政府开展什么活动都必须花费资金，没有钱什么活动都不可能开展。然而，也并不是所有的财政收支信息都可以实现问责的目的。如果财政收支信息缺乏完整性或者全面性，或者信息不准确、不公开，那么，它的效果都会比较差。只有按照现代公共预算制度编制出来并向社会公开的政府预算才能有效地实现问责的目的。
[6]



从本质上讲，公共预算是一个关于政府活动的财政计划。它反映了政府的政策选择或者在未来某一个时期将要开展的活动，以及政府最终将会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提供多少，提供给谁。一个按照现代公共预算制度编制出来的预算应能够全面、详细、准确地反映政府的活动。如果将这样的预算向公民的代表和公民公开，公民和公民的代表就能够详细、准确地了解政府准备开展的全部活动，进而就能够审查这些活动是否服务于公共目的，否决那些不合理的活动，批准那些合理的活动。如此，通过对预算的审查、批准，就能够防止决策者将公共资金用于私人目的，确保公共资金用于公共目的。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现代预算制度也建立起一系列的控制机制，确保批准的预算严格地得到执行，防止官员和管理者随意地改变资金用途，确保预算能够有效地约束政府及其机构的行动。为此，预算制度发达的国家一般都有一套政府会计体系将所有的财政交易记录下来，以备事后审查之用。最后，预算执行后，需要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审计的目的是审查实际的资金使用情况，承诺提供的服务是否已经如实地提供了，服务的供给是否有效率或有绩效。总之，如果建立了有效的预算执行审计，尤其是绩效审计，并将之与奖惩联系起来，那么，公共预算就能成为一个有效的问责工具。

在过去200多年，许多国家都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预算改革将政府改造成一个负责的政府。美国进步时代的预算改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进步时代时期，美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选举制度不能确保政府是负责的，民选产生的政治家同样也在滥用权力。在20世纪的前20年，通过预算改革，美国人建立了现代预算制度，重构了他们的政府，建立了一个基本上是对公民负责的政府。具体地，在这一时期，通过政府会计改革，建立行政预算体制，吸纳公民参与等方式，公共预算变成一个使得官僚机构更加对政府首脑负责，政府更加对议会负责的工具。
[7]

 以行政预算体制为例，行政预算体制在政府内部将预算权力集中到政府首脑手中，这不仅确立了政府首脑在政府内部的预算权威，而且建立了一种“层级制的、控制取向的责任模式”。在这种责任模式下，由于在政府内部预算权力已经集中到政府首脑，那么，无论对于议会还是公民来说，他们需要其负责的代理现在就只有一个——负责编制整体政府预算的政府首脑。这显然比以前分散的、多个代理人(即各个政府部门)的问责模式更加有效。至少监督成本大大地下降了。同样地，在政府内部，行政预算体制显著地提高了议会和公民的代理人——政府首脑——在政府内部的权力，使得这个代理人变成政府内部各个部门的委托人，进而有助于落实财政责任。
[8]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预算改革的重点是，通过实施各种形式的预算控制，确保公共资金全部用于公共目的，并减少浪费。在这一目标实现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预算改革开始追求更高的目标，即公共资金不仅不能用于私人目的，而且还要使用得有效率和有绩效。这实质上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通过预算改革建立一个更加对公民负责的政府。


 二、财政问责的历史阶段

在过去两千多年中，财政问责的内容经历了许多变化。虽然很难非常准确地划分财政问责的历史阶段，但是，根据普雷姆詹德的研究，财政问责的历史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六个阶段。
[9]

 在不同阶段，财政问责的重点是不同的。

第一阶段(17世纪以前)。在这一阶段，财政问责体系的委托方是君主，受托方则是财政官员。在此背景下，财政问责主要是指通过设计和实施各种控制机制来保护王室的财富安全，并实现增值。这种财政问责的重点是家产管理(estate managment)。这种财政问责是和君主政府的统治相联系的，它持续了一千多年，并被英国王室财政管理落实进各种标准的会计原则中，其后又影响了欧洲的内阁制政府。

第二阶段(17世纪—18世纪)。财政问责在17世纪的英国出现了新的变化，发展出新的内容。在这一时期，英国开始建立宪政体制。财政问责体系中的委托方由君主转变成纳税人，由纳税大户控制的议会自然成为确保财政问责得以落实的关键性制衡力量。为了更好地监督政府的收支，促使其履行对纳税人的财政责任，议会的财政权力得到了增强，一套控制“钱袋子”的程序逐渐被发展出来，议会任命了专门的委员会来审查政府是否“明智、忠诚和经济地”支出了议会拨给资金。在这一阶段，财政问责最强调的是政府支出要遵守经济原则。

第三阶段(19世纪—20世纪二战后)。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归功于法国的国库改革以及议会对其监督，独立的审计机构被建立起来审查支出的合规性和经济性。此外，议会的专门委员会也开始审查关于政府预算的年度审计报告，作为对政府财政交易的最后确认。而且，这一时期正是现代公共预算体制确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经济性和合规性是预算原则中最重要的内容。

第四阶段(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财政问责在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在这一时期，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和发展，尽管公共支出的经济性仍然是财政问责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是，它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决定性的和唯一的。由于公民参与逐步扩大，对公共交易的公众监督也逐渐加强。由于供给公共服务成为政府最主要的职能，财政问责开始越来越强调服务供给、支出的绩效，以及支出的效率和效果。

第五阶段。在第四个阶段的基础上，财政问责开始关注一个全新的内容，即审慎的宏观经济管理。这主要是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各国政府纷纷开始利用公共预算过程来对宏观经济进行微调。因此，人们开始要求政府承担起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财政责任。这一财政责任要求政府在使用资源和考虑以多少成本来实现何种目标时必须非常审慎，要求政府认真评估预算和经济之间的联系。在这一时期，财政问责开始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支出选择，应该明确审慎的程度；(2)项目管理，包括恰当性、经济管理和合适的供给体系；(3)定期发布信息。

第六阶段(主要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这一阶段，随着政府取向的变化以及各国财政实践出现的一些新变化，财政问责开始被赋予一些新的内容。除了原来的内容之外，这一阶段的财政改革开始要求政府在以下两方面承担起相应的责任：(1)确保建立恰当的体制来实现和改进支出的结果或者绩效；(2)维持国家的财政状况(包括经济可持续性、资源使用上的灵活性、降低财政脆弱性或提高财政可持续性)。

财政问责演变的历史表明，在过去两千多年中，尤其是过去一百年中，随着政治体制和政府职能的变化以及公民对政府预期的改变，财政问责的范围一直在不断扩大。这使得财政问责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最根本性的变化是出现在17—19世纪。因为，在这一时期，财政问责体系中的委托人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进而使得问责链条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普雷姆詹德是这样描述这一根本性变化的：

从对国王的个人责任(为了国王和国家，在需要的时候，公务员应该牺牲自己的生命)转变到对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承担责任。现在，更进一步要求直接对人民负责。
[10]



最近这10多年的改革，尤其是新绩效预算改革，对财政问责的影响也是非常根本性的。正如普雷姆詹德指出的，在财政问责演变和发展的这六个阶段的绝大部分阶段，财政问责机制的设计都基于这样一条原则：没有任何一个可能有权使用财政资金的官员是可靠的。因此，在这些阶段，财政问责的重点都是防止财政官员滥用职权，侵蚀公共资金，因而对于各种浪费和滥用资金的行为都设置了各种严格的审查和控制程序。然而，最近这20多年出现的管理主义则认为，为了将官员变成是创造性的管理者，必须信任他们，并赋予他们相应的自主权。当然，普雷姆詹德提醒到，自主性不等于独立，官员必须对结果负责。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最近出现的结果导向的管理和预算模式的确与传统的财政问责理念分道扬镳，一种新的财政问责理念也许正在形成。
[11]




 三、财政问责的主要工具

自现代公共预算诞生以来，政府预算已是落实财政问责最主要的工具。具体地，财政问责是通过在整个预算过程中，就政府准备做什么、正在做什么、已经做了什么，展开公开的审查和讨论而得以落实的。政治问责通常是聚焦在政府和议会在预算过程中颁布的政府预算收支、年度会计报表、财政调查以及其他的由各种监督机构准备的报告。
[12]

 在整个预算过程中，不同的预算阶段和功能领域所运用的财政问责工具是不同的。

总额控制/一般财政状况

在这一阶段或领域，为了获致总额控制，防止政府和政治家过度开支与借债，通常所运用的问责工具包括：中期财政战略、发展计划、中期预算、年度资产平衡表、代际账户。表21-1描述了各种问责工具的特征，它们对于问责的贡献及其局限。

表21-1　一般财政状况方面的主要问责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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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remchand，A.1999. Public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In Salvatore Schiavo-Campo Eds. Governance，corruption and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Asian DevelopmentBank. pp. 156-157。



年度预算

在年度预算领域，主要的问责工具通常有：年度预算草案、审批作为年度预算基础的政策、对于收入和新的税收提案的估计、支出估计、公共债务估计、捐助和外国援助估计。表21-2描述了这些工具的主要特征，它们对于问责的贡献及其局限。

表21-2　年度预算领域的主要问责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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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remchand，A.1999. Public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In Salvatore Schiavo-Campo Eds. Governance，corruption and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Asian DevelopmentBank. pp. 156-161。



总体的目标与政策

只有支出后实现了整体的目标和政策目的，才能真正履行财政责任。对此，尽管前面提到的各种工具都是有用的，但是，它们仍不能完全保证整体目标与政策的实现。在现实中，没有实现目标(例如宏观经济稳定、收入分配、服务供给、融资模式)会引起议会和其他问责机构广泛的关注，但是，除了来自选举方面的惩罚之外，是不会有别的惩罚的。实际上，政府首脑的活动余地或自由度是相当大的，很难就整体目标和政策的实现对之进行问责。而且，在上述的各种问责工具中，除了赋权型支出外，一般没有法律上的责任。
[13]



预算执行

财政问责必须进一步延伸到预算执行过程。在这个领域，主要的问责工具通常有：向支出机构拨付资金、现金管理、合同认可、资金结转、向其他层级政府拨付转移支付以及拨付赋权型支出、人事限制与再拨款、绩效合同及其测量、追加预算、超支控制。表21-3描述了主要问责工具的特征，它们对问责的贡献及其局限。

表21-3　预算执行领域的主要问责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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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remchand，A.1999. Public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In Salvatore Schiavo-Campo Eds. Governance，corruption and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Asian DevelopmentBank. pp. 162-165。



会计

政府会计是审查政府是否履行财政责任的重要工具。在这个领域，一般有两个重要的问责工具：拨款账户和定期的会计报告。表21-4描述了与会计账户相关的问责工具的主要特征，它如何对于问责的贡献及其局限。

表21-4　与会计账户相关的问责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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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remchand，A.1999. Public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In Salvatore Schiavo-Campo Eds. Governance，corruption and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Asian DevelopmentBank. pp. 164-167。



审计

在19世纪建立现代公共预算体制之日，定期的审计已经是一个最重要的问责方式。在这一领域，主要的问责工具有：年度审计报告、定期的调查报告、效率审计。表21-5描述了审计领域的这些问责工具的主要特征，它们对于问责的贡献及其局限。

表21-5　审计领域的主要问责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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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remchand，A.1999. Public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In Salvatore Schiavo-Campo Eds. Governance，corruption and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Asian DevelopmentBank. pp. 166-167。

评估

在实行新绩效预算改革的国家，对项目的评估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落实问责的领域。具体地，政府需要定期制定、提交甚至发布关于项目效果的报告。表21-6描述了评估报告这种问责工具的主要特征，它对于问责的贡献及其存在的局限。

表21-6　评估领域的问责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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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remchand，A.1999. Public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In Salvatore Schiavo-Campo Eds. Governance，corruption and public financial canagement. Asian DevelopmentBank. p. 167。



当然，不是所有的国家在所有的时期都全面地采用了这些问责工具。首先，在这些问责工具中，议会对年度预算的审查批准、财政部门和议会在预算执行中对支出行为的监督、会计控制与审计是传统的问责工具。对一般财政状况领域的监督、对整体目标与政策实现程度的监督以及评估则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问责工具，与新绩效预算的实施密切相关。其次，虽然大部分问责工具都具有普遍性，至少在那些预算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大部分问责工具都不同程度地在被使用，但是，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使用了所有这些问责工具。一些国家，主要是那些预算制度仍不成熟的国家，只有很少的问责工具，例如年度预算以及一些年度会计账户。目前，其他的问责工具在很多国家仍未得到充分的使用。第三，问责的许多方面仍未充分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预算制度的发展程度有关。在许多国家，对于项目的绩效及其与资源的联系缺乏明确的说明，即使是对于政府机构来说，也缺乏必须的成本信息，在这些情况下，要进行有效的监督就很难，问责也就比较难以落实。
[14]

 总而言之，这些问责工具都是确保政府在财政领域负责的重要手段。一个国家的问责工具越完备，它在公共财政领域的问责程度也越高，反之则越低。2001年，世界银行根据四个问责工具对五个亚洲国家的财政问责程度进行了排序(表21-7)。

表21-7　亚洲五国的公共问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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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排序：低=◆；中等水平=○；高=●

资料来源：World Bank. 2001. East Asia Update.转引自Barraclough， Katherine，&BillDorotinsky. 2005. International practice on budget execution and control. Public FinancialManagement Workshop， NOSPA， Vientiane， Lao PDR May 23-26.有所修改。




 四、财政透明

对于实现财政问责来说，财政透明是最基本的要求。财政透明的定义有很多。根据科彼茨和克雷格的定义，与预算过程相关的财政透明是指“最大程度地向公众公开政府的结构和职能、财政政策的意图、公共部门的账户以及项目。这需要方便、容易地获得可靠的、全面的、及时的、易懂的，而且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政府活动的信息，以便选民和金融市场能够准确地评估政府的财政状况以及政府活动的真实成本与收益，包括它们目前和将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15]

 。波特巴和冯·哈根指出，透明的预算过程是指预算过程能够提供有关政府财政政策各个方面的全部信息，因此，那种具有多个特殊账户并且不能将政府所有的活动完整地体现在一个统一文件的政府预算不能算是透明的预算，只有那种易为公众和决策者获取、并且能准确地反映政府全部活动的政府预算才是公开透明的预算。
[16]



对于落实财政问责来说，财政透明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首先，如果预算体系缺乏透明度，财政官员以及可以影响资金分配和使用的决策者就没有任何压力去考虑他们所应该承担的财政责任。其次，如果没有财政透明，议会就无法准确、及时地了解政府准备做什么、正在做什么、已经做了什么，以及活动的效率和效果如何，公民也同样没有这些信息，从而就无法判断政府是否负责。第三，缺乏财政透明度的预算体系很难进行总额控制和改进资源配置效率，因为，在这种预算体系中，决策者容易忽视政策成本，很多活动可以不经过预算程序就获得资金，各种债务可以非常隐蔽地累积。最后，财政问责需要监督决策者决定的支出是否有绩效，促使他们对绩效负责，然而，如果预算体系缺乏透明度，那么，监督是非常困难和成本高昂的。总而言之，财政透明度不仅是良好财政管理的一个前提，而且是落实财政问责的一个基本条件。一个缺乏财政透明度的政府，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政府”，也很难是一个负责的政府。

财政透明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这些年来，财政透明度越来越受重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还专门制定了财政透明度最佳做法的指南或准则，指导各国的财政透明度实践。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先后通过了《财政透明度良好做法守则—原则宣言》和《财政透明度手册》，并于2001对之进行修订。表21-8介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透明准则的基本框架。

表21-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透明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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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SchiavoCampo， S.，&D. Tommasi. 1999. Managing governmentexpenditur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nexⅡ。



奥特和拉森认为，一个公开透明的预算过程应具有四个特征
[17]

 ：

一个更加透明的预算程序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较少的预算文件中应包括尽可能多的预算信息。这意味着公开，以及获得信息和进行监督。

透明不仅依赖于公布信息，而且也与内容有关。因此，政府应该保证不采用随意的语言。预算文件中的语言和分类应该清楚、易懂，没有歧义。在这一方面，美国一些州政府使用一套普遍接受的会计原则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对预算信息采用独立的审查(independent verification)有助于提高透明度，因为它可以使得信息的沟通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

提供更多的解释和辩护有助于提高透明度，减少在上述活动中采取过于乐观的态度和进行策略性的捏造。

通过将这四大标准操作化成11个问题，他们发展了一套测量各国财政透明度的指标体系，最高分值11分，最低分值0分。然后，根据1999年OECD对各国财政透明度的问卷调查结果，他们计算了主要OECD国家的财政透明度指数。其中最低分是日本(0)，最高分是新西兰(11分)(图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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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OECD各国的财政透明度指数

资料来源：Alt， James E.，&David Dreyer Lassen. 2005. Fiscal transparency， politicalparties， and debt in OECD countri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50， No. 6：1403-1439。



奥特和拉森还分析了债务规模与财政透明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财政透明度越高，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越小，反之则越大。
[18]

 这说明，财政透明度与财经纪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图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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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财政透明度与政府债务规模，OECD国家数据1999年



近年来，一些民间研究机构也对财政或预算透明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997年，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非政府组织CBPP组建了国际预算项目(Internation Budget Project， IBP)。1999年IBP与南非的民主机构(Idasa)合作对南非的预算透明度和公众参与性进行了研究。2004年，在吸收了IMF财政透明度准则的基础上，IBP开发了一套测量预算透明度的指标体系，对预算全过程的预算透明度进行测量。2006年，该组织运用这一标准首次对59个国家进行了预算透明度评级。
[19]

 测量结果如表21-9所表示。在该表中，得分越高表明财政透明度越高，反之则越低。

财政问责最终应该落到支出绩效。目前，新绩效预算改革已在OECD国家普遍实施。因此，形成的各种绩效信息是否向公众公开，公开范围和程度如何，也是财政透明应该考虑的问题。同时，新绩效预算改革也有助于提高预算透明，尤其是采用权责发生制会计模式，或者更发达的权责发生制预算后，更是如此。图21-3描述了OECD国家向公众公布绩效信息的情况。

表21-9　各国预算公开指数(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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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Budget Proj ect网站，2008年6月22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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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OECD国家向公众公布绩效信息的情况




 五、阻碍财政问责的因素

根据各国的经验，阻碍财政问责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20]

 ：

(一)支出未纳入监督

在许多国家，某些支出是在监督机构(议会和审计机构)的监督权限之外的。这就意味着某些活动是在监督之外的，从而极大地降低了财政收支负责的程度。这主要包括：

(1)在不少国家，预算外财政活动仍然比较普遍，许多财政交易都是通过预算外账户或者依靠政府首脑的法令而处理的。

(2)国防预算一直以“国家机密”的形式变成不透明的预算。尽管国防支出的绩效很难评估，但是，准确计算其成本是有助于实现问责的。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进展甚少。

(3)公债在许多国家都是很重要的融资手段，但是，在很多国家，对债务的监督是很少的。尤其是各种隐蔽的或有负债。

(4)许多私有化活动也未纳入现存的监督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公共服务外包给私人企业或非营利组织，这些机构使用着公共资金，但是，在一种采购服务的逻辑下，它们对资金的使用过程不能纳入现有的支出控制体系。这给财政问责带来了新的挑战。


(二)监督机构的制度缺陷


传统的财政问责机制主要包括议会监督与审计监督。但是，在许多国家，这两大基本的监督机制都存在着制度上的缺陷。在议会监督方面，一些国家，过于强大的、不受约束的议会监督权力反而导致议会在预算领域采取不负责的行为，例如掠夺性支出，而不顾及财政健康
[21]

 ，但是，在许多地方，议会则无法进行真正有效的监督。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实行威斯敏斯特模式的国家，议会仅仅只能拒绝政府的政策或预算，而不能真正地修改预算。最近这些年，尽管这些国家的议会开始建立各种咨询委员会来加强议会在政策制定领域的能力，但是，效果仍是差强人意的。在不少国家，很大一部分支出都是由现存法律决定的，议会根本无法审查。在有些国家，债务以及政府运作的企业并不需要议会审批，与国际金融组织签订合同也不需要提交议会审批或向议会报告。在许多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或者中期支出框架也不提交议会审查、讨论。

在许多国家，审计机构的发展程度和独立性仍然不够。即使在那些审计制度已经存在许多年的国家，如何更好地发挥审计的问责功能仍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审计机构无权审查政策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支出之前，审计机构无权对之进行追踪。在大多数国家，审计机构的审计主要局限在常规性审计(主要关注是否违规)，效率和绩效审计仍然未发展起来。在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审计机构的审计能力也存在不足，面临挑战，例如债务和外汇管理。许多国家的审计机构很少进行针对性很强的具体领域的调查审计。即使已经开展这种审计的国家，如何将常规审计和专项调查审计结合起来仍然是需要探讨的问题。最后，审计监督的效果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获得议会的支持，但是，在许多国家，议会活动主要围绕政党政治和眼前的问题，而不关心制度发展。


(三)支出构成的变化


目前，许多国家中央政府的支出与以前相比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各种赋权型支出的比重很大，这些支出是自动发生的，无论是核心预算机构还是议会都很难对之进行监督。另一方面，转移性支出的比重越来越大，政府财政越来越像一个资金柜台，只负责将资金转移支付到自主性的机构、非营利组织和地方政府。这就使得资金供给者和服务提供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也给监督带来了新的挑战。


(四)层级制的问题


政治问责需要管理问责的支持。在公共管理中，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使得管理者对其上级负责，最终在政府内部使得各个部门都对政府首脑负责。在此基础上，才能使得政府首脑作为政府的代表对议会和公民负责。政府内部的层级制作为一种对上负责的体制，层层明确了责任。但是，在许多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个责任模糊不清的问题。这就使得常常无法确定谁或者哪一个机构应该对糟糕的绩效承担责任。而且，在这种自上而下的问责体系中，常常需要建立各种控制体系，然而，过度的控制可能会降低政府运作的绩效。实行新绩效预算以来，一方面实行放权，另一方面通过层层签订绩效合同的方式明确责任。这似乎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一些新的问题又出现，例如，下放的权力可能又被集中在部门领导手中，绩效合同很难全面，具体的活动的责任很难确定，实施和监督绩效合同需要支付成本，等等。


(五)联结绩效与资源的困难


财政问责，归根到底，需要在资金与实现的结果之间建立明确的联系。但是，这是一个挑战性极大的任务。目前，即使在那些实行新绩效预算多年的国家，仍未真正地、完全地做到这一点，绩效信息与支出之间的联系仍然是松散的、间接的。而且，形成的绩效信息最后也需要向议会和公众公布。而在这一方面，也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六)公众审查的问题


财政问责的最终目标是，告知公民，政府如何筹集财政资源，这些资源是否被使用来满足公民的需要，满足程度如何。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即使年度预算也未向公众公布，或者没有向公众公布一个详细而全面的年度预算。即使在那些已经公布了年度预算、年度财务报告或者会计报告、审计报告等的国家，公众也很难进行仔细的审查。这主要是因为：

(1)年度预算或者会计账户很粗，只说明总体的效果或者总体的资金情况，无法让公众明白影响具体活动的各种因素。

(2)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公布的信息只是关于政府及其各个部门是否遵守各种规则和程序，而没有告知公民，政策目标是否实现，服务供给的绩效如何等，这使得公众无从真正判断政府是否负责，以及负责程度如何。

(3)政府实际掌握这些信息，它可能在这些信息上做手脚。


 第二十二章 公民参与预算

参与民主是一个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成分结合起来的集体决策过程。

——Aragonès&SánchezPagés
[22]



长期以来，财政问责都是在代议制民主的制度框架内展开的。各种改革都将重点放在完善政府内部的预算约束机制，加强议会监督，完善审计制度，等等。在这种预算民主模式下，公共资源的配置决策主要是由政府和议会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做出的，公民一般没有直接介入预算决策。在这种模式中，财政问责进而政治问责的链条是这样的，各个政府机构在预算上对政府首脑负责，政府首脑通过向议会提交政府预算草案的形式对议会负责，而议会通过审查和批准政府预算、监督政府预算执行对公民负责。公民的角色只是选举议员或者政府首脑，然后将预算权授予这些政治家。按照“垂直问责”(vertical accountability)的理论，选举是公民制约政治家的基本手段，它使得公民能够通过定期的公开选举对政治家进行奖惩，从而确保他们对公民负责。而议会的监督加上审计监督进一步建立了一套“水平问责”(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的制度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制约，从而可以使得政治家更加对公民负责。
[23]

 然而，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对代议制民主的不满越来越大，一种新型的预算民主模式——公民参与预算——开始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涌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公民参与预算在巴西出现，并在90年代后期逐步扩展到其他拉美国家，更进一步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这就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公民参与预算改革的高潮。


 一、为什么会出现和需要公民参与预算？

目前积极推进公民参与预算的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建立了代议制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公民通过选举产生的政治家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与偏好。具体地，民主选举产生的议员监督着政府的预算，直接由选民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更直接介入各个部门所编制的预算。如果选举能对这些民选的政治家构成约束，为什么还需要公民参与预算？从根本上看，公民参与预算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代议制民主本身存在着一些制度缺陷。
[24]




(一)代议制民主下公民信任和政治参与下降


民主选举并不能确保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得以实现，这导致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越来越低。在代议制民主下，虽然政治家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但是，一旦选举结束后，公民是很难对这些政治家进行控制的。这些选举产生的政治家将他们自己与选民越隔越远，在政治活动中，他们经常关心的是其他的利益群体的利益而不是公民的利益。正如格雷德(Grieder， 1992)批评的，美国的政治结构越来越倾向于为公司和有钱人的利益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的角色越来越被限制为一种最狭窄地定义的“参与”，公民变成了民意测验的答卷人和利益集团的成员，公民变成了进入投票站投票的人。这使得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越来越低。例如，根据美国“全国选举研究”的一项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有60％多到70％多的美国人信任联邦政府。但是，到90年代，只有30％左右的美国人信任联邦政府。
[25]



由于公民越来越不信任政府和政府所做的各种事情，公民的政治参与度就越来越低，这直接威胁到民主制度的基础。根据一项在美国进行的调查，从1968年到1996年，只有50％—61％的符合资格的美国投票人参与了总统投票。面对这种现象，一些学者例如巴伯(Barber， 1984)将美国民主描述为“弱势民主”(thin democracy)。
[26]



代议制民主不仅在第一波民主化的国家，例如美国，出现了这些问题，而且在20世纪的“新民主国家”实施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例如，尽管拉美国家也实行了公开竞争的选举，建立了权力互相监督的体制，但是，各种研究都发现，拉美国家的民主政治并未有效地解决政治问责的问题。
[27]

 为了重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激活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公民参与和公民文化，美国等民主国家开始在地方政府层面引入公民参与预算。公民参与预算是一种社会问责模式(societal accountability)，在这种模式下，公民社会积极地介入预算过程，影响资金分配，使得政府更加负责。
[28]

 不过，阿克曼认为，以巴西为代表的公民参与预算的意义远远超越了社会问责，它是一种“共同治理的问责”(co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因为，公民不再是从外部或只在社区基层影响政策，而是直接进入政府内部，自己来做决策，与政治家一起进行治理。
[29]




(二)“免费午餐”的困境


通常地，公共预算会面临一个“免费午餐”的困境。由于公民对政府所面临的困难选择可能并不能真切地理解，公民常常会存在“免费午餐”的倾向，即要求政府减税但是增加公共服务或至少维持现有的公共服务。例如，一项研究(Citrin， 1979)发现，在加利福尼亚州纳税人通过十三号修正法案来抗议政府税收的时期，一方面公民显然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是满意的，另一方面，有38％的选民相信，州和地方政府可以在削减40％预算的条件下提供以前的服务水平。但是，另一些研究发现公民对于服务与税收组合的态度是不一致而且比较复杂。不过，一项研究(Welch， 1985)发现，在受调查的地方居民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居民(7％)希望增加服务而不愿意缴纳税收。这意味着，虽然存在“免费午餐”的悖论，但它并不是绝对的。更为重要地，另一项研究(Wilson， 1983)发现，为了获得更多的公共服务，公民是愿意交纳更多的税收的。
[30]

 这表明，在某些条件下，公民可能就不会采取“免费午餐”的倾向。而公民参与预算就是一种能够创造这种条件的机制。

公民参与预算让公民参与公共预算决策，这就使得公民能够真实地了解政府预算决策所面临的艰难选择。为什么有些时候公民愿意为更多的公共服务支付更多的税收或费用，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不愿意缴税或者要求削减税收？这都与信任有关。如果公民不信任政府，不相信政府正在或能够有效率地做正确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不愿意缴税，反之则可能愿意缴纳更多的税收。正如许多调查发现的，当问到公民是否他们偏爱维持或增加服务，减低税收或增加政府效率时，公民一般倾向于强调低的税收和更加有效率的政府而不是小的公共部门本身(Beck， et. al.， 1987；Citrin， 1979；Ladd&Wilson， 1982；Welch， 1985)。总之，如果公民信任政府，公民是愿意支付税收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让公民参与预算，了解各种选择及其成本，获得公民的支持。这实际也正是美国等民主国家在地方政府的预算过程中引入公民参与预算的主要动机。
[31]




(三)公民参与预算的冲突


在实行代议制民主制度和日益专业化分工的社会中，引入公民参与预算必然会导致一些冲突。这些冲突影响着政治家和政府专业人员对公民参与预算的认识和态度，也是设计公民参与预算的具体制度时必须予以考虑的。因此，对于实行公民参与预算来说，理解这些冲突是极其关键的。根据西蒙森和罗宾斯的分析，主要有三种类型的冲突
[32]

 (图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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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公民参与预算的冲突



代议与参与之间的冲突

正如巴西的公民参与预算经验表明的，公民参与的确可能会导致公民与代议制机构之间发生冲突。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反对和抵制公民参与预算的理由。从民主的形式上看，公民参与预算是一种参与民主或者直接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之间并不完全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互相补充的。代议制民主的支持者倾向于认为公民参与预算是在攫取选举出来的议会的法定权力。然而，如果选举出来的议员真正地代表他们的选民，那么，在如何使用地方的资源这个问题上，直接和间接表达需要和偏好之间不应该存在根本性的冲突。
[33]

 然而，问题恰恰就在于，代议制民主政治中的民意代表常常不能真正地代表他们的选民。

现代民主制度是建立在选举制度之上的，主要是采取间接民主的形式，代议制是这一体制的基础。这种制度设计隐含的一个信念是，如果政治家(议员和总统)都是公民选举产生的，那么，定期的选举制度本身能够确保这些选举产生的政治家去追求公共利益并对公民的需要做出回应。一些政治家，例如汉密尔顿，甚至主张，一旦政府建立之后，它的行政系统就应该是高度专业化的并且与公民隔离开来。
[34]

 的确，如果选举产生的政治家能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追求公共利益，公民参与预算就是多余的。但是，正如这些年的许多研究都发现的，选举制度并不能完成代议制民主赋予它的任务。一旦公民选举了政治家之后，公民就在任期内失去了对这些政治家的控制，政治家可能会用特殊的利益甚至私人利益取代公共利益。更进一步，虽然政府行政官员不是选举产生的，但是，他们可能是政治家自身也无法有效控制的，然而，他们实际上拥有政策制定权力，他们做出每一个决策都有可能会影响公民的生活。

应该强调的是，关于什么是公共利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正如美国政治学家黑伦(Herring， 1936)在其名作《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利益》一书中指出的，无论是行政官员、公民还是其他希望从政府服务中获得满足的任何团体，都不能宣称只有自己才明白什么是公共利益，只有自己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才是最正确的。
[35]

 这实际上意味着，只有在纳入公民参与的真诚、平等的政治或政策对话中，我们才能真正明白公共利益是什么；只有在这样的对话中，公共利益才能“社会性地”确立下来。引入公民参与预算，如果在制度设计上将参与建立在平等、真诚的“对话”之上，那么就能形成一种社会性地建构社区公共利益的机制，从而就能将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结合起来，创建新型的民主形式。 专业化与参与之间的冲突

尽管一些政治家——例如美国的杰克逊总统(1837年)——曾经争论说，公共服务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公共服务可以而且也应该由全体公民中的一些主要成员来处理，但是，在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公共行政越来越变成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领域，而且，过去100多年的公共部门改革也越来越强调公共行政的职业主义。
[36]

 职业主义的产生是必需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公共行政的确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而且，随着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对于这种专业性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但是，专业化程度的发展可能会阻碍公民参与，尤其是像公民参与预算这种在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引入公民参与的试验。这主要是因为，在许多职业精英看来，预算是公共行政中最具专业性的领域，公民缺乏必备的知识来理解决策。

但是，公共行政对于专业性和职业主义的要求并不应该成为拒绝公民参与的理由。实际上，这种理由是不充分的。首先，在现代社会，随着教育的普及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公民对公共服务的认识以及他们获取和分析信息的能力都大大地提高了，在很多情况下，如果公民参与预算是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那么，公民是会有充足的动机也有能力去发展必备的知识、收集必需的信息的。其次，在很多情况下，预算问题乃至许多公共事务问题之所以变得极端复杂，使得公民无法理解，主要是因为现代官僚体制发展了一套特殊的“官僚语言”，进而使得公民无法理解，也因为官僚体制倾向于将许多信息都视为机密，使得处于政府外部甚至政府内部的其他部门都无法获得相关的信息。 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冲突

在一定程度上，公民参与预算也会引起所谓的政治和行政之间的冲突。如果政治完全与行政是隔离的，而行政意味着一种中立的专业技术，那么，公民参与就应该尽量局限在政治领域，而不能拓展到行政过程。
[37]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只应该向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家提出他们的要求，而不要去干扰一个中立的完全根据技术理性在进行管理的政府。

但是，如果这种政治和行政之间的区分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中立的行政系统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公民参与的范围就比较广阔了。正如长期被忽视、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受关注的美国早期公共行政学家福莱特女士(1924)指出的，那种关于行政官员是中立的进而是能够代表人民意志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首先，与政治完全分离的行政系统是不存在的，行政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其次，公民是民主治理不能简约掉的基础，在行政过程的许多环节都应该吸纳公民的意见。
[38]




 二、公民参与预算的兴起

公共预算过程包括五个阶段：发展目标、形成预算申请和预算草案、在各种申请中进行选择、预算执行、评估与控制。从理论上讲，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公民都是可以参与的。但是，长期以来，公民一直是被排除在所有或者至少是绝大部分过程的。
[39]

 公民参与预算的兴起，彻底地改变了这一局面，公民开始从一个预算过程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和决策者。

尽管最近不少研究都倾向于认为公民参与预算是在巴西发起的，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公民参与预算就在美国地方一级开始出现。不过，美国的公民参与预算存在多种形式，某些参与方式并未使得公民能够影响地方政府的资金分配，因而也不符合那些主要根据巴西经验而界定的公民参与预算的要求。此外，美国的公民参与预算也没有像美国其他的预算模式(例如零基预算等)那样在实践层面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20世纪80年代末，巴西开始在市政层面试验公民参与预算，将部分资金的决定权交给公民。巴西的参与预算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不仅其他拉美国家纷纷引入巴西的公民参与预算，北美的加拿大，欧洲的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亚洲的中国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的城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借鉴和吸纳了巴西公民参与预算的经验。表22-1提供了各国实行公民参与预算的基本情况。总的说来，各国的公民参与预算主要都是在地方政府层面开展的，尤其是城市或县这一层面。这一选择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只有在这个层面公民才有充足的兴趣以及足够的能力参与预算。地方政府直接面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公民的生活质量深受地方政府供给的公共服务影响，公民既是这些服务的消费者，也是这些服务的资金供给者，因此，他们既有动机也有必要的信息和体验来参与地方的预算决策。另一方面，在这一层面开展公民参与预算的参与成本比较低，也比较可行。

表22-1　各国公民参与预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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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参见“参与预算”网站：http：//www. participatorybudgeting. org/examples. htm(2009年1月29日下载)。中国和美国部分由作者增加。



尽管各国的进展不同，而且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城市之间实施的公民参与预算也各有差异，但是，总的说来，真正的公民参与预算要求，公民能够真正地参与到预算决策过程中去，公民的意见能够影响预算资金的分配。
[40]

 正如一个专门收集全球范围公民参与预算信息的网站所定义的：

从根本上讲，参与预算是指将预算决策交给受预算影响的公民。绝大多数广为人知的参与预算的案例都涉及城市政府将市政预算的决策交给公民大会，例如整体的支出重点和选择新的投资。其他的案例则主要在学校预算、住房项目预算、合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预算领域这样做。参与预算包括一个民主协商和决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普通的城市居民通过一系列地方大会和会议决定如何分配一部分公共预算。
[41]



这就将公民参与预算与最近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参与性计划区分开来。最近这些年，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制定法律和政策的方式要求地方政府在公共预算过程的前两个阶段吸纳公民参与。其中一个比较流行的方式就是公民参与计划过程，也就是说，通过公民参与的方式制定政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然后在计划的基础上制定预算决策，开展预算执行。例如波利维利亚的《大众参与法》(Law of Popular Participation)规定：“地方人民在市政层面参与……社会和经济项目的计划。”在南非的市政一级，公民参与一个完整的计划过程，以使得公民能够保护他们规划自己的未来的权利，并促成他们在这一领域的远景的实现。但是，许多研究都发现，即使法律和政府的政策进行了这方面的规定，公民实质上是被排除在预算过程之外的。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1)公民实质上并没有被真正地赋予参与的权利，政府也未帮助公民理解预算过程，反而使之显得非常神秘或费解；(2)参与机制的设计存在问题，例如，经常使用的公民会议没有定期化，而且是和预算过程相分离的，公民的需要并不能影响预算决策；(3)没有一种机制来保障公民参与形成的计划会对预算决策产生影响，如此，官员在进行预算决策时就没有动机去考虑公民参与形成的计划；(4)即使公民参与了预算过程的前两个阶段，但是，由于不能介入影响其他三个阶段，尤其是作出预算决策的阶段，公民参与形成的计划就不能对预算过程产生影响，公民参与也就不能影响地方官员的活动选择。
[42]




 三、公民参与的领域、阶段与方式

公共预算过程需要考虑收入如何筹集、支出如何安排，以及收支预算通过后的执行、评估与监督。而公共支出可以分成两类：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前者主要用于维持公共部门的日常运行，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后者原来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不过，最近以来，一个新的趋势是将投入到人力资本发展领域的支出也考虑为一种资本性支出。对于传统的资本性支出，一些国家专门将其预算过程独立出来，编制单独的资本预算。例如，美国绝大部分的地方政府都采用一个相对独立的资本预算过程来做出固定资产投资决策。从理论上讲，公共预算各个领域的决策及其活动都是可以采用公民参与的。从各国的经验看，公民参与预算主要适用于公共支出的安排，即资金的分配，以及预算通过后的项目实施。不过，也有个别地方政府在收入预算领域实行公民参与预算。在支出决策领域，尽管有个别城市将公民参与预算适用于政府所有的支出，但是，绝大部分城市都主要在资本性支出领域实行公民参与预算。
[43]

 选择资本性支出作为公民参与预算的重点领域是有其道理的。一则这是与公民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领域，公民的生活质量如何，深受政府资本性支出的影响。二则经常性支出多为维持性的，而且相对比较固定——尤其在预算制度已经很规范后更是如此，因此，也没有必要纳入公民参与。不过，基于两方面的考虑，经常性支出也可以纳入公民参与模式。一是政府在经常性支出领域的行为存在比较严重的不规范现象，例如浪费等；二是资本性支出经常会导致运作成本。此外，如果存在融资困难、资金紧张，或者出于总额控制的需要，或者为了解决免费午餐的问题，也可考虑将收入决策纳入公民参与，让公民来做出融资的决策。

如果将预算过程主要分为政府编制预算、议会审批、预算执行和评估，而且实行公民参与预算并不是要取消代议制预算民主，而是代议制预算民主的一种补充，那么参与式预算的核心应该是公民应该在什么环节参与预算。从各国经验看，绝大部分地方主要是在政府编制预算的环节实行公民参与预算，而不是在议会审批预算的环节参与，有一些地方还进一步在预算执行环节引入公民参与，让公民监督他们关心的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各国作出这一选择是有道理的。首先，资金分配是预算过程的核心，因此，公民必须参与资金分配的过程，才能使得政府的活动选择反映公民的需求。如果公民仅仅只参与预算执行的监督，那么公民参与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公民完全不能影响政府的活动选择。其次，对于资金分配来说，公民参与越早越主动，参与的效果也越好，引起的政治冲突也越少。许多研究都发现，如果参与是在预算过程的早期，而且参与是在一种双向的协商沟通而不是一种单向的信息分享中展开的，那么，参与的收获就会比较大，效果也比较明显。
[44]

 如果在议会审批的环节才引入公民参与，则会面临一个问题，即预算已经基本成型，如果公民不同意，公民大会或者类似的组织必须修改政府预算甚至否决预算——同时，议会也会修改预算。这一方面工作量巨大，另一方面会在政府与公民大会之间发生冲突，而且也可能与议会发生冲突。从根本上讲，预算决策的首要问题是：哪些事情是最紧迫的，需要尽快采取行动予以解决？政府在编制预算时已在考虑这一问题。如果此时引入公民参与，则效果最佳。公民的意见可以帮助政府编制出一个更加符合大部分公民需要的政府预算，再提交议会审批。

长期以来，无论是对日常预算还是资本预算，主要都是运用一些非正式的方式来确定支出重点、选择项目，通常主要由政治家和官僚根据个人的主观判断来做出选择。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一个重要的转变是，地方政府越来越倾向于运用各种正式的支出重点确定模式来识别和选择项目。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主要是在资本性支出而不是经常性支出中使用这种支出重点确定模式，以此来识别和选择优先项目。
[45]

 正式的支出重点确定模式与非正式模式之间最大的差别是，在正式模式下，资金分配是“根据一个明确定义、一致的、(通常是)明文规定的过程”来进行的，例如资本改进计划、项目重要程度打分排序等。这实际上反映了地方政府将预算理性和职业主义引入资金分配过程的努力。
[46]

 与此同时，在正式的、理性化的支出重点确定模式中加入公民参与，无疑将有助于在以职业主义和预算理性为核心的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之上增加民主的成分，进而建立一种新的地方治理模式。正如正式的支出重点确定模式主要用在资本性支出而不是经常性支出中识别和选择优先项目一样，公民参与预算也主要是资本预算领域实施的。
[47]

 在巴西的公民参与预算中，关于地方政府引入这一模式的目的或动机一直有争论，即引入公民参与预算是为了提高效率还是增进民主，巴西似乎主要偏重后者。
[48]

 不过，如果采用资本预算正式的理性程序，并将之与公民参与结合起来，是可以同时兼顾效率和民主的。
[49]



公民参与预算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不同的参与机制，参与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在一些民主国家，在公民参与预算出现之前，就已经有各种形式的公民参与机制。例如，美国是先有公民社区才出现政府，公民参与在美国有着比较悠久的传统。在这些参与机制中，公民听证和公民咨询委员会是比较传统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模式。在公民参与预算兴起之后，这些传统模式也被用于美国的公民参与预算。但是，这些传统的公民参与方式的参与面比较窄，参与程度也比较低。因此，过去几十年，涌现了一些新的公民参与预算方式，例如公民问卷、公民会议(public meeting)或公民大会(citizen assembly)以及常设的公民参与机构。这些方式扩大了公民参与的参与面和参与程度。当然，有些地方的公民参与预算同时采用上面的几种方式。
[50]

 总之，美国的公民参与预算采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不同参与方式下，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及其对预算决策的影响都是不同的。相比之下，以巴西为代表的公民参与预算则更倾向于采用公民大会或常设的公民参与机构。
[51]



公民听证

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它可以让政府在决策前听取公民的意见。但是，无论政府还是公民都发现，这不是一种很好的参与模式。公民发现他们在听证会上发表的意见对于政府决策并没有任何影响，因而逐渐失去参与的兴趣。政府官员则发现，他们在听证会上碰见的是一批充满愤怒而且对于问题并未充分了解的公民或“行动组织”，因而越来越不愿意运用这种参与模式或不重视公民在听证中发表的意见。
[52]

 而且，公民预算听证一般都是在预算过程的末期采用，或者更准确地说，一般是在议会批准预算之前举行，效果不是很好。
[53]



公民咨询委员会

这也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公民参与模式。它可以在准备预算阶段使用(审查、评估提议的预算)，或者专门用于某个项目的设计，或者用于社会服务的资金决策。这种形式能充分利用委员会中的公民在某个领域的专长，与公民大会和公民问卷相比，它形成的意见也更加专业和有深度。但是，这一机构的代表性至关重要。只有当咨询委员会成员的产生是民主的以及这个委员会具有明确公开的目标的情况下，它才能成为有效的公民参与预算的机制。
[54]

 然而，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通常是由政府任命的，政府在选择这些公民进入委员会时固然主要考虑这些候选人的专长和兴趣，但是，这同时也给政府控制这个委员会留下了空间。

相比较而言，这种委员会对预算的影响比公民听证会要大。咨询委员会不定期地开会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并将意见推荐给政府，它能够在一些具体的问题和范围有限的领域内将公民的意见引入政策过程。但是，它的参与程度仍然很低，并且很容易被政府控制，也容易被利益集团所操纵，不能有效地代表社区的利益。
[55]



公民问卷

这是过去几十年发展起来的一种公民参与模式。它将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公民参与领域。它可以被运用到预算过程的早期，获得公民关于服务的满意水平、服务需要、支出重点等方面的信息，有助于制定更加合理的预算决策。通常地，政府先设计问卷，然后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将问卷发放给公民来收集公民对于社区公共服务的态度、公民最关心的问题等。例如，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奥本(Auburn)市，在政府形成预算之前，采用公民问卷的形式，让公民评估一系列城市的服务，然后要求公民回答，对于编制来年的预算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服务。这种模式的最大优点是，如果问卷设计合理，抽样科学，那么就能获得公民对于公共服务满意水平的代表性意见。然而，它的缺点是成本太高，而且其有效性高度依赖于问卷的设计。
[56]

 不过，最大的问题是，在这种模式下，在公民与政府官员之间、公民之间缺乏面对面的对话与沟通，而且，问卷调查的结果是否能够影响政策制定也是不确定的。

公民会议

这种模式有许多名称，例如公民会议、公民论坛等，它既可以在形成预算之前也可以在形成预算的过程中使用。它提供了一个公民表达他们的观点和意见的机会，而且在预算过程的早期阶段创造了一种政府和公民的双向沟通。
[57]

 在美国的一些地方政府，这种模式常常被采用来让公民对他们的社区的远景进行规划或者让公民在一些重要的议题上做出选择。在这种模式下，政府邀请公民召开会议，就远景或者某个问题进行讨论，形成共识。例如，1993年，肯塔基州莱克星顿城就用这种模式举行了89个镇公民会议(Town Meeting)来了解公民最关心的事情。在明尼苏达州的某个学区，运用一个公民协商程序削减了240万美元的预算，时间持续4个月，参加者包括教师、学生、管理人员和职员，超过2000名公民参加了一系列的公民会议，最后形成了4000份公民建议。学区的负责人研究了这些建议后，提出了最后的预算。这种模式的问题是，参与的公民一般不是随机抽取的，而且不能代表全体社区公民，公民参与度常常比较低，会议的时间比较短，参与的公民或许也不具备足够的知识来讨论涉及的问题。不过，最大的问题是，公民的意见是否能够影响政策制定也是不确定的。
[58]



常设公民参与机构

在这种模式下，公民参与开始制度化，并具有一定程度的持久性。例如，美国一些地方政府设立了常设的公民陪审团(Citizen Jury)或者公民委员会(Citizen Board)来实行公民参与预算。在这种模式下，通过随机选择或者选举的方式选择出一些公民，由他们组成一个相对常设的组织，他们有时还获得酬金。作为公民的代表，这些公民就一些对于社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讨论一段时间，然后将他们的决定和建议提交给政府。这种模式发展出来的理由是，对于政府决策者面对的各种复杂问题，许多公民可能没有足够的信息和时间来形成理性的判断，从而使得他们在参与时提出的意见不被决策者重视。而这种模式选择了一小批代表性的公民并提供了相对充足的时间，这使得这些选择出来的公民可以深入地讨论和考虑各种信息。这种模式可以使得公民参与的组织获得影响政策制定的道德权力。
[59]

 巴西的参与预算主要采取这种模式，例如，作为巴西参与预算模板的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市的公民参与预算就是通过公民大会选举的方式成立专门的参与委员会，并由其代表公民提出预算提议。
[60]



参与方式极其关键。这些参与方式各有所长，但不同的参与方式意味着不同的参与面与参与程度。不过，最关键的区别是，公民参与是否使得公民分享政策分析和制定，是否能够影响资金分配的决策。这是判断参与程度的基本标准。“政策分享的参与”这一概念是德隆(deLeon， 1992)提出来的。在这种模式下，公民可以进入政府的计划和决策过程，公民的意见将被认真听取并予以考虑。当然，德隆并没有呼吁将决策过程完全对公民开放。
[61]

 根据德隆的这一概念，可以区分出两种基本的公民参与预算：“非政策分享”型的公民参与预算(弱公民参与预算)和“政策分享”的公民参与预算(强公民参与预算)。在前者，虽然公民发表了意见，但是，他们可能并不能进入决策过程，不能影响预算决策；政府虽然收集了公民的意见，但是并不一定会考虑这些意见。在后者，公民参与对政府决策产生的影响要更大和更有确定性。公民听证、公民咨询委员会、公民问卷和公民会议属于“非政策分享”的公民参与预算，公民陪审团、公民委员会等常设组织就属于“政策分享”的公民参与预算。


 四、美国的公民参与预算

美国早期的民主是一种社区自治的民主，因此，在美国，直接民主的传统是非常强的。
[62]

 这种直接民主的传统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公民参与预算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从参与的领域来看，尽管有些地方或者某些时候，也在收入或者经常性支出领域采用公民参与，但是，整体上看，美国的公民参与预算主要适用于资本性支出领域。单独编制的资本预算及其相对理性的资本预算程序也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一定程度上，它方便了公民参与。对于资本预算来说，最核心的工作是制定资本改进计划，识别和选择优先项目。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地方政府积极地吸纳公民参与，从而使得资本预算成为公民参与的主要领域。从参与阶段来看，美国的公民参与预算主要是在预算过程早期，即政府编制预算之前或者编制预算的过程中。在参与方式上，美国的公民参与预算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模式，包括公民听证、公民问卷、公民会议、公民大会、焦点议题公民会议、公民咨询委员会以及常设的公民陪审团或公民委员会等。在一些地方，公民参与预算只是为了政府更好地了解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公民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意见，主要是咨询性质的，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则建立了政策分享型的公民参与，让公民直接参与有决策权的委员会的决策过程，使得公民参与能够影响政府的预算决策。在支出领域，针对不同的公共支出，美国地方政府对这些公民参与方式的使用情况也是不同的。例如，在美国的公民参与预算中，在日常预算的支出重点确定过程中纳入公民参与，主要采用“间接地”公民问卷、焦点团体或咨询委员会等方式。这都是一些政策分享程度比较低的公民参与方式。而在资本预算的支出重点确定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吸纳公民代表“直接地”参与对资本项目进行排序和打分的具有决策权的委员会。
[63]

 此外，在某些地方，公民参与预算同时使用了多种参与方式。例如，在俄勒冈州的尤金(Eugene)，在财政状况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该地方政府设计了一个公民协商程序，采用了公民会议、预算平衡练习以及一个包括了许多层级的服务成本信息的公民问卷。佛罗里达州的希尔斯伯勒县(Hillsborough)的公民参与预算综合采用了预算决策阶段的公民听证、在整个预算年度中举行的社区公民会议、咨询委员会以及公民问卷。
[64]



为了更好地理解在美国地方政府公民是如何参与资本预算中的优先项目选择，专栏22-1和22-2分别介绍了俄亥俄州戴顿市和北卡罗来纳州麦克伦伯格县的公民参与预算。


专栏22-1　俄亥俄州戴顿市


1975年，戴顿市委员会正式成立了公民优先顺序小组(Citizen Priority Board)，其主要职责是为市政府提供关于社区需要和优先顺序的反馈以及如何提供服务的信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委员会越来越活跃，尤其在帮助确定城市的预算优先顺序方面。该城市有7个区，除了市中心的老区(downtown)外，每个区都有7到17个社区。每个区都有一个公民优先顺序小组，每个小组有26到45个席位，任期2到3年，包括选举产生的成员和社区团体代表。半数或三分之一的成员每年选举一次。市政府的人力和社区资源部门负责监督公民优先顺序小组的选举。每个公民优先顺序小组每月召开一到两次会议。公民优先顺序小组的预算由戴顿市的社区发展补助金和市资源来提供，并雇用专门的工作人员。每个小组都在戴顿市的社区发展补助任务小组中有一个席位，并且可以向市政府的部门一样申请资金。公民优先顺序小组作为它们所代表的社区利益的表达者，在识别和确定戴顿市预算的优先顺序中发挥的作用是非官方的，但是却非常有影响。每个公民优先顺序小组关心的事情一般体现在戴顿市的年度需求报告中。该报告列出了各区所确认的优先议题，并交给城市经理，对于戴顿市的预算编制有着重要的影响。各区的优先议题清单是在各个社区的需求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

各个公民优先顺序小组通过公共问卷、听证、开放性会议、委员会和社区团体会议、行政理事会抱怨记录等形式来收集各个社区的需求。不同的提议、议题和需求一般都针对某个能在未来预算年度中具体解决这一问题的政府部门。在预算年度中，公民优先顺序小组通常会召集一个包括政府各个部门代表的行政理事会会议。在该会议上，各个部门要听取公民的意见，接受他们的请求，回应他们关心的事。当然，公民优先顺序小组还通过其他的正式制度来影响政府的优先选择。公民优先顺序小组主席会议每周开一次会来考虑和讨论各种议题。城市经理经常会出席这个会议。各个小组都选举一些成员加入社区发展公司的任务小组和它的分委员会。这使得它们可以介入城市计划制定，为城市资本计划的一般性资金安排提供公民评估和意见。

1994年，随着公民财政任务小组(现在改名为公民财政审查小组)的建立，戴顿市的公民预算参与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目前公民财政审查小组由城市经理任命的12个成员组成。其中，每个公民优先顺序小组有一个代表。此外，有一个任命的主席，一个成员来自高等院校、一个来自非营利社区、两个来自商业社区。公民财政审查小组的作用是评估政府部门的预算申请并为城市经理准备市预算提供建议。一般的，公民财政审查小组的建议和城市经理的回应会发表在预算中。

资料来源：Calia， Roland. 2001. Prioritysetting models for public budgeting. Chicago：Government Finance Officers Association. pp. 40-44.


专栏22-2　北卡罗莱纳州的麦克伦伯格县


麦克伦伯格县的资本改进计划程序使用一种双轨的资本项目优先顺序确定模式，包括(1)由政府部门进行的内部审查和优先顺序排序，(2)由公民委员会(即公民资本预算咨询委员会)进行的外部评估和排序。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资本预算申请准备

政府各个部门准备资本预算申请。政府工作人员评估委员会审查、评估并对这些申请并确定优先程度。这个委员是一个由6个成员组成的部门间小组。它所确定的优先程度标明：(1)高度、中度、低度或可质疑的优先项目。(2)资助的时间(年)和类型。在确定优先程度时，这个小组一般考虑如下因素：政策因素(一个项目是否有法律要求，是否和县议会的计划有关系，是否与县的核心计划一致)、成本因素(一个项目节约资金的情况)、公共服务因素(增加效率或服务质量或回应对于服务的需求)、社区目标(保护公共卫生或安全、改进环境质量、稳定社区或促进经济发展)、分析因素(一个项目是否在执行某项州或联邦的法律，改进土地使用计划目标等)。

公民资本预算咨询委员会形成项目的优先顺序

通过内部审查确定了优先顺序的项目申请随后由各个政府部门转交公民资本预算咨询委员会讨论。这个委员会是由县议会任命的9位成员组成的，他们有两年的任期。该委员会审查、评估并对这些申请进行优先程度排序，然后向城市经理和县议会推荐一个资本计划。此外，在预算年度中，这个委员会每个季度还会收到关于在建项目的现状报告，以评估资本计划究竟如何以及资本维持项目的执行情况。

县议会采纳三年期资本改进计划和资本项目

县议会先对公民资本预算咨询委员会提交的推荐进行初步审查，然后举行预算听证，随后采纳一个最后的资本计划。由于资本计划主要是通过债券进行融资，所以，最后还需要进行债券公投来获取投票人的支持。公民资本预算咨询委员会在协助县政府准备债券公投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资料来源：Calia， Roland. 2001. Prioritysetting models for public budgeting. Chicago：Government Finance Officers Association. pp. 44-47。

最近，随着新绩效预算的推行，美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在绩效测量中引入公民参与。新绩效预算改革的目的是在资金与绩效之间建立一种因果联系。随着改革的推进，这一新的预算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府的运作。例如，项目管理者开始关注项目的结果和公共责任。但是，在议会层面，许多议员在进行决策时很少关注绩效信息，推动预算决策的主要因素还是政治性的，例如特殊利益等。
[65]

 在这种情况下，“除非绩效信息具有更大政治权重，也就是说，信息对于那些将利用这些信息来使得政治家对结果负责的选民和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是有意义的，绩效信息在政治的立法阶段只能有很有限的影响”
[66]

 。这就是说，只有通过让公民或其他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绩效评估，政治家才会真正地在决策中使用绩效信息，并对结果负责，否则，结果导向的政府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公民参与也在政府内部阻碍了绩效信息的运用。然而，如果政府在绩效测量中纳入公民参与越多，那么，政府官员越有可能运用绩效测量的信息来进行管理变革。
[67]

 同时，如果新绩效预算的目标是资金的使用最后要实现社会希望达到的目标，那么，就应该让公民参与确定政府的目标，并让公民参与评价政府实际达成的绩效。因为，政府是否实现了承诺的结果，只有公民才最有发言权。总之，在新绩效预算中引入公民参与是非常必要的。

在最近的新绩效预算改革中，美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在绩效评估的过程中引入公民参与。例如，一个公民组织，杰克森维尔社区理事会(The Jacksonville Community Council)，已经开始与地方政府官员和社区领导一起制定年度生活质量报告，该报告根据战略远景和特定目标对卫生和社会服务的绩效与需要进行评估。纽约市基金(The Fund for the City of New York)开始引导公民介入焦点小组讨论以及监督和测量活动来处理一些基层问题，例如垃圾收理、道路损坏等，并对纽约市社区服务管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西雅图可持续小组(The Sustainable Seattle Group)组织了一系列的公民和政府官员对话来分析社区的各种指数并重新思考社区的关键性问题。
[68]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新的公民参与预算，专栏22-3介绍爱荷华的“公民倡议的绩效评估”项目。

专栏22-3　爱荷华的“公民倡议的绩效评估”项目

从2001年到2004年，一些爱荷华城市开始启动“公民倡议的绩效评估”(CitizenInitiated Performance Assessment)项目。在这些项目中，城市政府在推进绩效预算的过程中积极地发动公民来帮助政治家和公共部门的管理者发展、选择和使用绩效指标，并用这些指标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在这些活动中，公民与政治家和管理者一起来设计绩效指标，帮助政府评估各种市政服务，例如垃圾处理、清除积雪、公共安全、消防、交通等社区事务。

在爱荷华城市的公民参与绩效评估的过程中，传统的公民参与手段(例如，公民委员会、公共听证、焦点小组讨论等)仍然继续被使用，而且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此外，爱荷华城市政府的公民参与绩效评估还使用了公民问卷和回应卡的手段来组织公民参与。在美国，许多政府每年或每两年进行议席公民问卷调查，了解公民对社区项目优先顺序的满意程度和感受。这主要是针对全体公民的，目的是为了收集具有很高代表性的公民意见。此外，还采用公民回应卡的方式来收集公民的意见。这种方式并不是针对社区的所有公民，而是针对特定服务的使用者。这种方式适用于社区图书馆、公共工程、水电服务等有具体明确的服务对象的公共服务。在爱荷华，一些社区将这种方式运用来评估消防和医疗紧急服务人员的回应性和职业精神。此外，互联网也被运用到各种公民参与中，这种方式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公民参与方式。

资料来源：Ho， Alfred TatKei. 2006.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n Richard Box. Eds. Democrac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rmonk， NY：M. E. Sharpe. Ho， Alfred TatKei.&Coates， P. 2004. Citizeninitiated performance assessment—the initial Iowa experience. Public Performance&Management Review Vol. 27：29-50。


 五、巴西的公民参与预算及其国际影响

巴西的公民参与预算不仅改变了巴西的预算与政治过程，而且影响了其他拉美国家，北美的加拿大，欧洲的英国、法国等国，以及亚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地方治理。1988年，巴西的劳工党开始在市政层面推行公民参与预算。当然，在此之前，巴西已有公民参与预算的实践。不过，作为一种产生了巨大国际影响的民主治理模式，则不得不归功于左翼的劳工党。这一模式让公民团体直接参与决定地方的公共资金将如何支出，并让它们监督公共工程的实施以及审查政府的账户。巴西的公民参与预算最先在累西腓(Recife)市开始，不过，最初不是很成功。1989年，劳工党在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市推开公民参与预算，取得了显著的效果。1990年，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的公民参与预算正式地获得了“参与预算”的称号，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也开始逐渐发展成为参与预算的国际样板。从90年代早期开始，参与预算逐渐在劳工党控制的其他巴西城市推广。1992年时，只有12个城市试点这一模式。1996年，联合国伊斯坦布尔会议将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的参与预算确认为全球42个城市治理的最佳实践。这极大地推动了参与预算在巴西的推广。2005年，大约180个巴西城市已经实行了参与预算。在巴西，除了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的参与预算之外，贝洛里藏特(Belo Horizonte)市的参与预算也是国际知名的参与预算模式。1996年以来，巴西的参与预算，尤其是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的参与预算日益形成国际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吸收巴西公民参与预算的经验。目前，阿根廷、乌拉圭、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伯利维利亚、墨西哥和智利的一些城市也采用了公民参与预算，北美的加拿大，欧洲的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也开始在地方层面引入公民参与预算(InterAmerica Development Bank， 2005；Gordonfrank， 2007；Medeiros， 2007；Aragonès&SánchezPagés， 2009)。为了更好地理解巴西的公民参与预算，现在重点介绍阿雷格里港的经验(专栏22-4)。

专栏22-4　阿雷格里港的公民参与预算

阿雷格里港是巴西Rio Grande del Sul州的首府，人口130万，人均收入稍微高于巴西的人均收入，有许多政治上活跃的社区组织和公民团体。目前，该市超过10％的年度预算的支出决策都是由公民作出的。每年，超过14000名公民参与社区层面的各种公民会议，以及16个地区公民大会和5个主题公民大会，为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基本社区服务确定重点。该市1989年开始实施公民参与预算。其参与预算体制是一个多层的结构，主要包括地区大会或主题大会、代表论坛和参与预算委员会。在召开地区大会之前，社区也会组织一些准备会议。从社区到地区再到城市，每一级的公民参与都通过密集的协商以及一个复杂的、设计出来确保资源分配公平的权重投票制来作出决策，决策和参与协商的重点或者目标是确定城市最急需关注的领域或者问题。

城市的16个地区都有地区大会，它是公民参与的主要场所，它是完全开放的，所有公民都可以参加。此外，还有5个主题公民大会。在其一系列的会议中，每个地区评估市长的绩效、确定自己的支出重点和需求，选举参加代表论坛的代表和预算委员会的委员，每个地区大会可选举出两名参与预算委员会的委员。在地区大会上，公民要审查政府对去年投资计划的实施情况，然后集中讨论本地区未来的重点事务，进行轻重缓急的排序，并需要在公民中达成共识，通常采取多数原则做出决定。每个地区在13个主要的议题领域中选出5个作为本地区的重点，这13个议题领域包括基本清洁卫生、土地使用管制(包括住房政策)、交通、社会服务、教育、卫生、铺路、城市组织、休闲、运动、文化、环境以及经济发展。

代表论坛由1000名代表组成。它们是参与预算委员会和公民之间的中介。他们负责监督预算执行和向公民提供信息。这些代表通常都是社区组织的领袖，实际上，如果不是社区组织的领导，当选的可能一般不高。参与预算委员会由地区大会的公民选举出来的委员、阿雷格里港居民协会联盟和城市大厅参与者联盟组成。它的角色是根据地区大会确定的重点议题，向市政府提交一个详细的预算提议，监督批准的公共工程的实施。这是一种在市政层面将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结合起来的参与民主。参与预算体制是与其他两个选举产生并具有正式的制度权力的机构——市长及市议会——共存的。参与预算委员会的预算提议最后提交给市议会(Camara de Vereadores)后，议会有权修改和拒绝。当然，由于这个预算提议是公民、地区大会、社区组织等同意的，对于议员来说，否决这一预算的政治成本是比较高的。尽管如此，正式的选举民主在第二年和公民参与之间的冲突一直是该市公民参与预算的一个主要问题。

的公民参与预算中，地区或者主题大会、公民参与预算委员会以及社区组织在讨论该年新的支出重点之前，先要对去年的协商过程进行评估，并要评估政府对去年预算中公民参与确定的预算的执行，也需要对其绩效进行评估与监督。

资料来源：Aragonès， Enriqueta，&Santiago SánchezPagés. 2009.A theory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based on the real case of Porto Alegr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20， No. 1：56-72. World Bank.2004. Statesociety synergy for accountability. The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 30. p. 14。

参与预算的实施显著地改变了阿雷格里港政治和预算过程及其结果。首先，公民参与预算造就了一大批掌握着很多信息和知识的公民和草根组织，这使得政治家和社区领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恩惠主义的政治，在政治和预算决策中做互惠的“礼物交换”。其次，公民参与预算极大地提高了城市公民的政治参与，公民参与的数量在整个时期内保持上升，从1989年的780人上升到2003年的27， 708人，尽管在某些会期参与的公民不到总人口的5％。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阿雷格里港的参与预算给那些原来完全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受教育程度低和不富裕的公民提供了影响政策的机会，从而在该市导致了一定的收入再分配。如表22-2展示的，在参与预算实施的早期，重要议题主要是当时劳工阶层最关心的基本需要方面的问题，所有的投资预算都被要求用于满足这些基本需要。随着这些基本的公共服务需要满足之后，到后期，公民希望政府解决的重点议题开始转向那些中产阶级也关心的问题，例如教育和社会服务。
[69]



表22-2　地区大会公民确定的重点议题(199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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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ragonès， Enriqueta，&Santiago SánchezPagés. 2009. A theory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based on the real case of Porto Alegr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20，No. 1：56-72。



尽管阿雷格里港的公民参与预算是巴西参与预算的样本模式，其他城市的参与预算改革也的确受其影响，但是，巴西各个城市试行的参与预算也不尽相同，而且，大城市的实施效果要比小城市好。
[70]

 联合国发展项目(UNDP， 2005)将整个政策过程的五大任务分为政策设置(确认议题)、政策分析(确认其影响及选择)、政策决策(选择工具)、政策执行(实施项目、工程和服务)和政策评估(评估政策结果)，而且认为在每个阶段都可以实行公民参与。
[71]

 据此，梅德罗斯(Medeiros， 2007)比较了巴西三个城市的公民参与预算(表23-3)。
[72]

 从这三个案例中，可以看出，巴西各个城市之间的参与预算共同点比较多，尤其是在前三个重要阶段存在明显的共同点。

表22-3　参与式预算程序中的参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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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巴西]J. J.梅德罗斯：《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公民参与：市政管理中的实践——公民参与政府预算：来自巴西的经验》，见马骏、侯一麟、林尚立主编《国家治理与公共预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与其他拉美国家的公民参与预算相比，巴西的公民参与预算有几个主要特点，这使得它与其他国家的公民参与预算不同。首先，巴西的公民参与预算更加关注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其他几个拉美国的公民参与预算要么是一个更加长期的发展计划过程的一部分要么是与之联系在一起。其次，与其他拉美国家的公民参与预算相比，巴西的公民参与预算结构的正式化程度比较低，是公民个人而不是各种社群组织或者非营利组织的代表更加踊跃地参与这个过程。第三，巴西的公民参与预算更加重视和依赖于协商与对话，协商民主的特色更浓。而在其他拉美国家，这种成分则比较少。例如，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将参与机构主要定位为咨询的，秘鲁的《参与预算法》要求官员占参与预算协调委员会成员总数的60％，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过半的参与机构成员都来自政府。第四，巴西的市政府比其他拉美国家的城市在发布和传播信息上做得更好。
[73]

 表22-4描述了其他几个拉美国家参与预算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

表22-4　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秘鲁的参与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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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Gordonfrank， Benjamin. 2007.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s experienceswith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Anwer Shah. Eds. Participatorybudgeting. 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p. 115。




 六、成效与挑战

毫无疑问，公民参与预算极大地改变了地方治理的政治过程和与预算过程，并发展成一种新的地方治理模式和民主模式。这是一种直接民主形式。不过，它并不是要取消代议制民主，而是代议制民主的一种补充。针对巴西模式，许多研究都认为，参与预算的兴起使得许多激进民主和自由民主主义的民主理想得以付诸实践。这特别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扩大了公民参与，将权力交给人民，使得资源可以重新配置去改进穷人的生活质量；扩展了服务供给；民主化了各种公民社会组织，激发了大量的公民组织的建立；增加了透明度，使得政府更加负责；减少了政治和政策及预算制定中的恩惠主义，控制了腐败；极大地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尤其是那些原来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人民政治参与。
[74]

 在阿克曼看来，对于问责来说，像巴西的这种实质性的公民参与预算将产生如下非常积极的影响：(1)极大地制约官僚的腐败的动机和机会；(2)通过开放让公民社会参与预算决策的方式，降低在预算过程中政治性使用公共资金的可能；(3)扩大了公民参与，限制了国家机器被富人控制，让那些长期实质上被排除在预算和政策过程之外的穷人和受教育程度的民众获得了影响预算与政策制定的机会。
[75]

 图22-2描述了五个巴西城市的公民参与人数。尽管各个城市的参与规模不同，但总体上绝大部分城市一直都在上升。

美国的公民参与预算同样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一项针对美国地方预算官员的调查发现，77％的预算官员认为，公民参与预算后形成的意见对预算决策是有影响的。其他的一些案例研究也清楚地表明，这一影响是存在的。例如，在俄勒冈州的尤金市(Eugene)，议会的确是根据公民参与形成的预算战略来行动的。在阿拉巴马州的奥本(Auburn)，公民问卷确定的重点的确影响着资本性支出的决策。而且，公民参与预算提高了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然而，在某些地方，公民参与预算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例如，关于美国两个城市公民参与预算的一项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公民参与预算影响了预算决策。
[76]

 实际上，公民参与能否影响预算决策，从根本上取决于参与制度是如何设计的，例如，是咨询性的还是真正参与性或者政策分享型的公民参与预算。总之，参与制度的设计至关重要。


[image: ]


图22-2　巴西五个城市公民参与的人数

资料来源：Porto Alegre(1)的数据来自Aragonès， Enriqueta&Santiago SánchezPagés. 2009. A theory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based on the real case of Porto Alegr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20， No. 1：56-72.其他数据来自Wampler， Brian. 2007. Aguide to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In Anwer Shah. Eds.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Washington， D. C.：The World Bank。



实行公民参与预算常常会面临一些挑战性的问题。首先，这需要改革预算和财政管理过程，改革预算格式。要实行公民参与预算，首先必须对公民开放预算过程，在预算过程中嵌入一个真正的公民参与制度。此外，还需要改革预算格式。在许多发展国家，即使预算过程已对公民开放，但是，公民参与后仍然不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许多国家的预算格式主要还是传统的分项列支预算，而不能反映政府的活动、项目或者产出，而这些正是公民所关心的。
[77]

 其次是公民的参与积极性。公民是多样性的，有些政治上积极，有些不积极，有些有时间参与，有些没有时间参与，有些有很多的知识来参与，有些则没有。
[78]

 因此，在实行公民参与预算的过程中，需要设计真正参与性的制度，这样才能激发公民参与的动机与兴趣，然后，也许需要像巴西的一些城市那样，对公民进行培训，通过培训使得公民变成理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只关心自己利益的公民。最后，合理地设计参与过程。只有开放的、政策分享型的、双向协商对话，只有以公民个体为主的公民参与预算，才能获得参与的效果，才能吸引公民参与。
[79]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在地方层面，公民参与预算是可行的，公民也是有能力参与的。预算决策的第一个问题是，对于社区来说，什么事情是最紧迫的。对于这个问题，社区中的每个公民都是有能力和资格作出回答的。因为无论文化程度高低，社区中的每个公民都在感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及这些公共服务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这就是说，对于地方政府预算决策来说，只有多倾听公民的需要，才能做最正确的事情，也才能将资金安排到最正确的方向上去。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与其坐在办公室想公民最需要的公共服务是什么，不如直接倾听公民最关心的问题，然后再做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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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本书是我2002年教育部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从立项到结项、定稿，居然耗费了八年的时间。这是我当初申报这个项目时没有想到的。2002年申报这个课题，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尽管读了四年的公共预算，但主要知道美国的预算，而不太熟悉其他国家的预算。这也许是美国的公共行政学博士培养的一个问题。于是就想申报一个课题，学习更多的知识，了解更多的国家的预算实践。然而，在过去的八年中，我既深知比较研究的重要，也深知比较研究的难度。一方面，预算研究在许多国家并不像美国那样发达，而美国学者绝大多数只关心美国的预算，同时，我们又只能阅读英文文献；另一方面，现实世界又是如此的多样与复杂，而我们对之知之甚少。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阅读的文献实在太多，另一方面有时文献又极其匮乏。例如，关于议会一章，如果不是世界银行最近开展了一个跨国调查，我们几乎不可能完成该章的写作。2009年，为了尽快完成项目，我的学生赵早早博士加入此项目的研究，承担了政府债务、政府会计、审计、或有负债、赋权型预算这5章的写作。我完成了其他17章的写作。最后，我们共同校对了书稿。

这八年的研究，尽管艰辛，但我们从中学会了许多东西，我们对于现实世界更加了解。当然，对于这本书稿，我们仍然不是十分满意。面对着复杂而且不断在变化的预算实践，我们真的很肤浅。不过，我们相信，本书至少能够为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一些新的知识，或者至少提供一些资料。此外，我们希望，本书能够使得更多的人认识到比较预算研究的重要性。尽管这本书不完美，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不错的开始。我们将继续在比较预算领域耕耘。

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有许多的师朋需要感谢。首先，感谢已故著名政治学家王慧岩教授。2002年9月，我刚从美国博士毕业，完全不知“江湖规矩”，居然一报课题就申报重点项目。事后遇见先生，才知道先生是评审组组长。记得先生告诉我，当初之所以决定给我这个很少给年轻学者的重点项目，是因为他一直认为政治学应该研究财政问题，但政治学界很少有人研究，看见我申报，而且论证得很好，就非常高兴。2006年，我担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现改名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之后，先生又担任基地的学术委员会主任。这些年，一直蒙先生垂爱与关怀，感激之情，铭刻在心。我曾答应先生，尽快写完这书，请他审阅。未想今日，书稿杀青，先生已去。追思前贤，既敬且憾。此外，非常感谢徐勇教授和王乐夫教授。他们也是当年评审组的成员。此课题是我回国后开始的第一项研究，实际上，我后来调研的一些费用就是从这个项目中“借支”的。如果没有这些前辈师长的支持，我这些年的研究不可能如此顺利。其次，感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评审组的同行，此次获得《文库》的支持，实在出乎意料。这是对我们过去八年研究的鼓励。特别感谢娄成武教授和周光辉教授。最后，非常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尤其感谢我的朋友贾宇琰女士。这些年来，宇琰几乎成了我的专职编辑。而且，我个人的书，凡经她之手编辑出版，必有好消息。此次，也是她帮助推荐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最后，感谢杨晖、石慧、邝艳华、王锦花、陈泽涛、宋琳在校对方面提供的帮助。

马骏

201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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